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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在１９１０年１１月至１９１１年１１月即俄国无

产阶级由退却开始转入进攻时期的著作。

这一年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斯托雷平反

动时期结束了，新的革命高涨开始出现。这是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

的必然结果。１９１０年，俄国工业发展从停滞转向高涨，重要工业部

门的产量回升，生产和资本更趋集中，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加

强。经受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残酷迫害和镇压之后，俄国无产阶

级开始振作起来，重新聚集力量，投入了新的斗争。与此同时，斯托

雷平土地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千百万农民破产，富农大发横财，农村

中的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六三体制加剧了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为代表的民主阵营同贵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联盟

的对立。全民政治危机的因素日益增长。

１９１０年夏季爆发了莫斯科工人大罢工。１１月，彼得堡工人为

哀悼俄国大文豪列·尼·托尔斯泰的逝世举行了游行示威，发动

了政治罢工，提出了“废除死刑”的口号。与此同时，发生了轰轰烈

烈的学生运动。罢工浪潮波及全国很多工业城市。无产阶级的斗

争对全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唤起了农民和其他民主阶层，

Ⅰ



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形成。本卷中《转变不是开始了吗？》、《游行示威

开始了》，《立宪民主党人谈“两个阵营”和“合理妥协”》、《立宪民主

党人和十月党人》、《论危机的意义》和《斯托雷平与革命》等文分析

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列宁称颂彼得堡示威游行是“民主运动高

涨开始之时”，指出黑帮反动派实行绝对统治的时期结束了，新的

革命高涨时期开始了。列宁阐明，沙皇专制的反动统治和反革命政

策不可能阻止新的革命，“斯托雷平企图旧皮囊里装新酒，把旧的

专制制度改造为资产阶级君主制，因此，斯托雷平政策的破产，也

就是沙皇制度在最后这条路上，在沙皇制度最后可能走的这条路

上的破产”（本卷第３２９页）。俄国人民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或者在

无产阶级领导下推翻沙皇君主制度而获得自由，或者在资产阶级

的领导下继续受反动地主政权的奴役。

在《列·尼·托尔斯泰》、《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

动》、《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有保留”的英雄们》和《列·尼

·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等文中，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

面临的革命形势，对托尔斯泰的思想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高度评价他对剥削压迫制度和专制统治的无情鞭挞，同时指出了

他的思想的局限性，揭穿了沙皇政府和自由派企图利用托尔斯泰

思想的消极面来诱骗人民放弃革命斗争的险恶用心。列宁指出，托

尔斯泰作为艺术家的世界影响和作为思想家的世界声誉都各自反

映了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托尔斯泰的天才艺术作品非常突出地

反映了１８６１—１９０４年这个历史时代，体现了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历

史特点、力量和弱点。托尔斯泰以其卓绝的艺术作品，激烈地抨击

了沙皇俄国的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表达了

千百万俄国农民自发的反抗和愤怒的情绪。但是，他不理解俄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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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的危机的根源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

恶”，鼓吹不问政治、放弃革命和自我修养，宣传用新宗教代替旧宗

教。他的学说带有空想的反动的性质。列宁写道，俄国人民不应该

向托尔斯泰学习如何求得美好的生活，不应该把托尔斯泰的学说

理想化。俄国无产阶级要接受并研究托尔斯泰的遗产，向被剥削劳

动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批判

的意义，其目的不是使群众局限于自我修养、憧憬圣洁生活、诅咒

资本和金钱势力，而是使群众振奋起来对沙皇君主制和地主土地

占有制进行新的打击，使群众团结成一支社会主义战士的百万大

军，摧毁托尔斯泰所憎恨的旧世界。

收入本卷的《农奴制崩溃五十周年》、《关于纪念日》、《“农民改

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等三篇文章，是列宁在俄国１８６１年

“农民改革”五十周年时写的。列宁把１８６１年农奴制的改革同斯托

雷平的土地政策联系起来并作出结论说，农奴主所进行的任何资

产阶级改革都不能防止革命，党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目的仍然是推

翻沙皇制度。列宁还分析了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两种历史

倾向——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指出这两种倾向、两种力量的较量

将最终决定为建立俄国新型社会制度而进行的斗争的结局。自由

主义倾向发展的结果，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君主派的政党

——立宪民主党。民主主义倾向分为民主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倾

向。小资产阶级农民群众的代表劳动派是民主主义倾向的继承者。

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俄国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倾向

的代表。列宁把自由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倾向同俄国可能的两条

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联系起来，指出前者要使新的资本主义的俄国

适应于旧的农奴制的制度。后者要完全消除阻碍新事物的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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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农奴主地主统治的旧制度。列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坚持

彻底的民主主义，揭露自由主义的动摇性，使农民摆脱它的影响，

并领导农民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新的革命形势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增强领导作用，但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仍然没有摆脱取消派和其他反党分子所造成的思想混乱

和组织分裂的状态。本卷中大部分文献反映了列宁为反对取消派、

召回派和调和派的反党派别活动，争取党在原则基础上的统一而

进行的艰苦斗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的

信》、《论党内状况》、《致中央委员会》等文献，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的状况，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克服党内危机的明确立场和观

点。列宁揭露了呼声派和前进派不执行１９１０年１月中央全会关于

解散派别的决议，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活动的事实，谴责了托洛茨

基拼凑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反党联盟的冒险行为和分裂

活动，指出托洛茨基派是孟什维克所有派别中最有害的一个派别。

列宁号召全党：要加强并千方百计地支持所有真正护党力量的联

合，以便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要争取尽快召开

中央全会，以便摆脱党内危机；要同托洛茨基拼凑反党联盟的分裂

活动和无原则的冒险行为进行斗争。

俄国国内的取消派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国外的取消派竭力破

坏国外中央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为召开中央全会同取消派进

行了半年的斗争。列宁和他的拥护者于１９１１年５月２８日—６月４

日（６月１０—１７日）在巴黎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侨居国外的

中央委员会议。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中央委员会议的

信》、《三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向九个中央委员的非正式会议的

报告提纲》、《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等文献中指出，召开国外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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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是摆脱由于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的破坏活动使党陷入

的那种困境的惟一可能和惟一正确的出路。列宁起草的《对关于召

开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的建议》和《声明》提出了建立俄国组织委员

会的问题，反对呼声派和前进派参加负责筹备党代表会议的国外

组织委员会。六月会议通过了旨在恢复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谴

责了取消派把持的中央国外局的路线，声明与它完全断绝关系，并

且成立了筹备中央全会的委员会和筹备全俄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

会。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开始了护党斗争的新阶段。

列宁特别重视巩固俄国国内的党组织，团结在国外的布尔什

维克，反对无原则的调和和妥协。在《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两个

政党〉小册子的序言》和《对〈两个政党〉小册子的补充》等文献中，

列宁把合法独立派和呼声派准备建立的新的公开的党称为斯托雷

平“工党”，指出同这个新党的活动家是不能达成任何协议的，因为

这个新党只能阻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恢复。中央委员六月会议

以后，调和主义是团结党和巩固党的严重障碍。列宁认为：“现在党

内危机的关键，无疑在于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同取消派（也包

括呼声派）完全分离，还是继续实行同他们妥协的政策的问题。”

（本卷第３３８页）在《党内状况》、《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

（献给我们的“调和派”和“妥协派”）》、《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

人的新派别》等文章中，列宁揭露了调和派特别是托洛茨基调和派

的危险性。列宁指出：托洛茨基是取消派的奴仆，巴黎的调和派是

托洛茨基的地地道道的应声虫；调和派是一个最坏的最无原则的

派别，它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现在首要的决不是组织问题，而是

关于党的整个纲领、整个策略、整个性质的问题，是关于两个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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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工党和斯托雷平工党的问题。

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分歧导源于重大原则的

分歧。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以及我党

的全部纲领和策略的‘原则基础’现在被提到党的整个生活的首要

地位，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本卷第５９页）列宁在《马克思

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我们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

和弗·巴扎罗夫）》、《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

义》、《论战性的短评》、《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关于旧的但

又万古常新的真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关于党内

状况的决议》、《自由派工党的宣言》等文章中指出，取消派不执行

党的纲领，公开否认党的革命的最近目的——推翻沙皇制度和建

立民主共和国，宣传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思想，完全滚到改良主义道路上去。列宁评述了布尔什维克和

取消派对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俄国向资本主义演变这个特殊阶段的政

权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最近将来的前途所得出的不同结论，批判了

取消派的机会主义论点。列宁从理论上指明，取消派同马克思主义

的一切基本原理完全决裂，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

响。

本卷中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一文深刻地

揭示了改良主义的产生根源。列宁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

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转而采取新的策略，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

主义革命，即企图用不彻底的让步和不大的社会改革来分化和削

弱工人阶级，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权。西欧各国工人运动内部的改良

主义就是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除了这个一般的原因，俄国的改良

主义由于俄国比欧洲落后和众多小资产阶级群众最容易动摇而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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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特别顽强。列宁认为，取消派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内的改良主义的最露骨的表现，而他们的所谓资产阶

级革命已经结束的论调则是用空话来掩饰他们放弃一切革命的企

图。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是为捍卫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写的。文章分析了１９０５—１９１０年俄国的社会政

治形势，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危机的产生原因和发展深度，

要求以科学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

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

南。只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政治形

势，才能正确规定党和工人阶级的任务。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时

期，策略问题被提到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地位。在１９０７—１９１０年反

动时期，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反对理论方面的动摇成了迫切的任

务。克服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危机，是一场反对“修正”马克思主

义的一般哲学基本原理的斗争，反对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创造

性而一味重复背熟了的口号的教条主义者的斗争，反对用马克思

主义词句作掩护而实际却在鼓吹自由派资产阶级思想的改良主义

的斗争。列宁指出：“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

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

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

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本卷第８８页）

本卷中的《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两个世界》和《英国社会

民主党代表大会》等文章，反映了列宁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所进行

的斗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中，列宁对背离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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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两个流派——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作了剖析，阐明了机会主义的

根源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策略分歧的主要原因。列宁认为，必须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中寻找修正主义和无政府

主义的根源。一批批“新兵”和新的劳动群众被吸收到工人运动中

来，他们往往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几个方面，还受着资产阶级

世界观的影响。这是引起工人运动分歧的原因之一。无政府工团

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的直接产物，它们都

把工人运动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固有的特点说成是相互排斥的。修

正主义者否认革命即飞跃的学说，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

义。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在群众中开展经久的耐心的工作，特别反对

利用议会讲台。列宁写道：“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阻碍了这样一件

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把工人团结成为规模巨大、坚强有力、很好

地发挥作用的、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组织，团结

成为坚持阶级斗争精神、明确认识自己的目标、树立真正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的组织。”（本卷第６７页）列宁还阐明这两种倾向同资产

阶级的策略的关系：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采取暴力方法，会引起无

政府工团主义的增长；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让步政策，则会引

起右倾机会主义的增长。《两个世界》这篇总结德国社会民主党马

格德堡代表大会的文章，用具体例子指出机会主义者在工人运动

中所起的作用。列宁批判了机会主义者完全相信资产阶级法制，认

为这种法制会永世长存，社会主义可以装在这种法制的框子里的

错误观点。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为了一时的眼前利益而牺牲工人

运动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可以在

资产阶级法制的基础上进行，但最终必然导向面对面的搏斗，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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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抉择：或者是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是自己被粉碎、

被扼杀。列宁在《英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一文中揭露了机会

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社会沙文主义。

本卷还收入列宁悼念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伊·瓦·巴布什

金、保尔·辛格尔、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文章或演说。

《纪念公社》一文分析了巴黎公社的产生原因和真正意义。列

宁指出，巴黎公社由于１８７１年的法国不具备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

产阶级准备成熟这两个胜利的社会革命应有的条件而遭到失败，

但是，巴黎的炮声对加强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起了推动作用。列宁

写道：“公社的事业是社会革命的事业，是劳动者谋求政治上和经

济上彻底解放的事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公社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本卷第２２４页）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１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了１０篇，

其中有：《〈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讲授提纲》、《对弗·维·阿多拉

茨基的文章〈论新自由主义。评帕·诺夫哥罗德采夫《现代法律意

识的危机》一书〉的意见》、《声明》、《对〈两个政党〉小册子的补充》。

此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材料中增收了《关于党内状

况的报告》、《在讨论确定会议性质问题时的发言》。《附录》中的文

献也是新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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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不是开始了吗？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６日〔２９日〕）

这一号的报纸１已经排好版了，我们才收到彼得堡和莫斯科

１１月１２日的报纸。尽管合法报刊上登的消息不多，但无疑从中还

是可以看出：许多城市举行了大学生集会、示威和街头游行，要求

废除死刑，发表反政府的演说。就连完全同十月党人唱一个调子的

《俄罗斯新闻》２也报道说，在１１月１１日彼得堡的游行示威时，在

涅瓦大街上聚集了不下１万人。这家报纸还报道说，在彼得堡区，

“在民众文化馆附近有许多工人加入了游行队伍。在土奇科夫桥前

游行队伍停了下来。警察怎么也阻止不了游行，人群唱着歌，打着

旗，向瓦西里耶夫岛大街行进。只是在大学附近，警察才把人群驱

散”。

不用说，警察和军队是按照真正俄国方式行动的。

对于这一次无可置疑的民主运动的高涨，我们将在下一号再

作评论，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稍微谈谈各个党派对待这次游行示

威的态度。《俄罗斯新闻》在１１日刊登了一条假消息，说游行示威

取消了；在１２日又报道说，社会民主党并没有通过任何决定，而个

别的社会民主党代表甚至表示反对，只有劳动派３在所通过的决

议中认为不可能阻止游行示威。我们确信，这个败坏我们社会民主

党代表声誉的消息是假的；这大概也是《俄罗斯新闻》恶意捏造的，

如同它昨天捏造说游行示威取消了一样。《莫斯科呼声报》４１２日

１



报道说，“除了社会民主党，所有党派的代表都反对大学生上街游

行”。

很明显，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和十月党的机关报在极力“回避

事实”，它们被“游行示威是由塔夫利达宫操纵的”这种极端荒谬可

笑的右派叫嚣吓坏了。

立宪民主党人５的行为很不体面，这是事实。《言语报》
６
在１１

日，即游行示威那一天，刊登了立宪民主党代表请求不要组织游行

示威的呼吁书。无论是这篇呼吁书，还是《言语报》的社论，提出的

理由实在卑鄙可耻：“不要玷污”哀悼的日子！“举行示威，把示威和

悼念托尔斯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表明“对神圣的悼念缺乏真

诚的爱”！！以及诸如此类道地的十月党人的论调（参看《莫斯科呼

声报》１１日那篇几乎字句都完全相同的社论）。

幸而立宪民主党人对民主运动施展的卑鄙伎俩没有成功。游

行示威仍然举行了。警察当局的《俄国报》７继续把一切都归罪于

立宪民主党人，竟然把他们的呼吁书都看成是“煽动”，而在杜马８

中，用《莫斯科呼声报》的话来说，十月党人
９
和极右派（舒利金）却

称赞立宪民主党人的功绩，认为他们是“游行示威的反对者”。

只要人们还在受立宪民主党人的领导，只要人们还没有本领

对付立宪民主党人的背叛，俄国的解放运动事业就是没有希望

的，——如果俄国革命的整个进程还没有教会人们认识这一点的

话，那么就让人们从当前的政治事件中，从１１月１１日的游行示威

的历史中去反复吸取教训吧。

民主运动高涨开始之时，也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开始干卑鄙勾

当之日。

２ 转变不是开始了吗？



再谈一谈《莫斯科呼声报》上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工人曾

经建议大学生在１４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也许有一部分是

真实的，因为今天（１１月１５日（２８日））巴黎的报纸报道说，在圣彼

得堡有１３名总工会委员因企图组织工人示威而被捕。

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６日（２９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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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

（短 评）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６日〔２９日〕）

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就黑帮杜马第四次常会第一次会议写

道：“本届杜马在今天彻底而坚决地背弃了人民情绪和民族意识。”

这当然是针对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拒绝追悼第一届杜马主席穆罗

姆采夫而讲的。

这句话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我国自由派对整个争取自由的斗

争的看法，特别是对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游行示威的看法，是

极其虚伪的。

毫无疑问：由于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游行示威来反对沙皇

政府，反对专制制度，反对黑帮杜马，这是必要的；这样的游行示威

已经举行过了；参加游行示威的有各种不同的、最广泛的居民阶

层，有各种不同的政党，从社会民主党直到立宪民主党、“进步

派”１０和波兰的十月党人（波兰代表联盟
１１
）。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

立宪民主党人对这次游行示威的评价千百次地表明，他们和民主

派是多么不同，如果让他们来领导俄国的民主事业，或者哪怕只是

让他们参与领导，对这个事业将会有多大的危害。

所有的民主派和所有的自由派当时都参加了而且也都应当参

加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因为在黑帮杜马的黑暗

制度下，这样的游行示威能够公开地、比较广泛地表达出对专制制

４



度的抗议。沙皇专制政府拼命反对在俄国建立代表机构。当无产

阶级和革命农民用群众斗争的办法迫使专制政府不得不在俄国召

开第一届议会时，专制政府就在召开议会的问题上弄虚作假，肆意

歪曲。当人民的声音，民主派的声音在第一届杜马１２中响起的时

候，专制政府就对民主派，对人民加以嘲弄和侮辱。现在就连回忆

一下民主派在第一届杜马中无力地提出的那些要求，也要遭到专

制政府的追究（民主派在第一届杜马时期从杜马讲坛上提出的那

些要求与１９０５年秋从公开的群众斗争浪潮建立起来的讲坛上提

出的要求相比，要无力得多，贫乏得多，涉及面要窄得多，生命力要

小得多）。

正因为如此，民主派和自由派过去才能够而且也应当取得一

致的看法：利用一切可以提醒群众进行革命的机会，举行反对专制

制度的游行示威。但是，他们尽管在共同举行游行示威方面的看法

一致，却不能不对民主派任务的评价，特别是对第一届杜马的历史

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他们一着手进行这种评价，马上就表明了我国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极端无知，在政治上的软弱和低能。

真没有想到，黑帮杜马“在今天”即在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这一

天才“彻底而坚决地背弃了”人民！这就是说，在此以前它并没有坚

决地背弃人民。这就是说，参加追悼穆罗姆采夫，就消除了，或者说

能够消除“背弃”“人民情绪”的现象，即消除我国某些反革命分子

背弃民主派的现象。热中于民主派这一崇高称号的先生们，你们要

知道，当你们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在

把游行示威的意义贬得最低最庸俗。《言语报》写道：“对第三届杜

马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评价即使再低，那种认为它会拒绝履行起码

的义务，拒绝追悼这位如此辉煌卓越地开创了杜马〈！！〉并使之神

５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



圣化了的人的想法，也是荒谬的。”真会奉承，原来穆罗姆采夫开创

了“杜马”、第三届杜马，并使之神圣化了！立宪民主党人这句话无

意中道出了痛苦的真相，这就是，俄国自由派和俄国资产阶级背叛

了革命斗争和１９０５年底的起义，而“开创了”整个反革命时期，特

别是第三届杜马时期，“并使之神圣化了”。《言语报》写道：“我们认

为，一小撮政治捣乱分子是不能够压倒杜马中多数人的温文尔雅

的声音的。”原来如此！过去和现在谈的都是“温文尔雅”的问题，而

不是反对专制制度的问题。现在提出的不是民主派同反革命“决

裂”的问题，而是自由派同反革命联合的问题。自由派正在采取反

革命的立场，它邀请反革命代表十月党人一同来追悼穆罗姆采夫，

不是为了表示对专制制度的抗议，而是为了做到“温文尔雅”。穆罗

姆采夫“开创了”由沙皇召开的第一届所谓议会，“并使之神圣化

了”（竟有这样令人作呕的话！）；十月党人先生们，你们坐在由沙皇

召开的第三届所谓议会中，却拒绝履行这个“起码的义务”，岂不是

“粗暴无礼”吗？从这个很小的例子中，仅仅从立宪民主党正式机关

报的这一论断中，可以异常清楚地看出，我国自由派在思想上和政

治上腐朽极了。他们的路线就是劝说专制政府、黑帮地主及其同盟

者十月党人，而不是启发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因此他们的下场就

是永远做君主制度和封建主的奴隶，永远受到君主制度和封建主

的蹂躏，这是这种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

然的下场。

如果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们对民主派的任务稍有了解，他们在

第三届杜马中所关心的就不会是十月党人履行“起码的义务”的问

题，而是面对人民举行游行示威的问题。那就不需要向主席呈递声

明（根据议事规则第１２０条规定，这种声明是否宣读要由主席来裁

６ 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



夺），而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把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

如果立宪民主党的作家们对民主派的任务稍有了解，他们就

不会去责备十月党人无礼，而会阐明第三届杜马的所作所为恰恰

突出地表明了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的意义，恰恰

不是去讲“温文尔雅”这种庸俗的、市侩的废话，而是把问题提到对

现行制度和各个政党的作用从政治上进行评价的高度。

但是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不能不同时提出另

一个问题，即关于第一届杜马的历史意义的问题。立宪民主党人把

穆罗姆采夫捧成“民族英雄”，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当时在杜

马中占多数，他们那时指望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指望用“和平的”

办法取得自由，指望加强他们在民主派中间的领导权。以日尔金先

生为代表的劳动派竟然也堕落到附和自由派的这种论调的地步，

他们干脆把穆罗姆采夫当作各左翼政党的政治上的“教导者”来纪

念。

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对第一届杜马的这种评价的重要意义

在于：它表明了俄国“社会”的政治觉悟水平极端低下。俄国“社

会”既然赞扬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的政治作用，他们就没

有权利抱怨斯托雷平和第三届杜马，因为他们只配有这么一个政

府。自由派在俄国解放运动中取得领导权，必然意味着运动软弱无

力和野蛮的地主的统治无法排除。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摆脱了自由

派，实行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使革命一再取得胜利，并且能够

使革命继续取得胜利。

第一届杜马时期就是在１２月遭到失败的无产阶级为新的冲

击聚集力量的时期。在１２月以后低落下去的革命罢工这时又蓬勃

地高涨起来；继工人之后，农民也跟上来了（１９０６年春的农民骚动

７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



席卷了欧俄４６％的县份）；士兵“暴动”也更趋激烈。这时自由派资

产阶级必须作出抉择：或者是帮助群众实行新的革命冲击，这样，

就有可能战胜沙皇制度；或者是脱离革命，从而促使沙皇制度获得

胜利。群众斗争又一次高涨，资产阶级又一次动摇，沙皇政府犹豫

不决、伺机而动，——这就是第一届杜马时期的实质，这就是俄国

历史上这个时期的阶级基础。

无论是操纵第一届杜马的政党立宪民主党，或者是该党的首

领之一穆罗姆采夫，都表现出对政治形势的完全无知，都又一次背

叛了民主派。他们背弃革命，谴责群众斗争，给群众斗争设置种种

障碍，并且竭力利用沙皇政府的犹豫不决，拿革命来恐吓它，以革

命名义要求进行交易（即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显然，这样的策略

对民主派来说是一种背叛，对沙皇政府来说是一种软弱无力的、似

乎是鼓吹“立宪的”夸夸其谈。显然，沙皇政府一面“玩弄”同立宪民

主党人谈判的“把戏”，一面为解散杜马、实行政变作准备，以便赢

得时间来积聚力量。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在１９０６年春已经起来

进行新的斗争，他们的过错或者说不幸就在于，他们斗争得不够坚

决，他们的人数不够多。自由派在１９０６年春陶醉于玩弄立宪把戏

和同特列波夫谈判，同时对那些唯一能够推翻特列波夫之流的人

横加指责，并阻碍那些人的工作。

资产阶级的伪君子喜欢讲的一句名言是：对死者要么一言不

发，要么称道几句（ｄｅｍｏｒｔｕｉｓａｕｔｂｅｎｅａｕｔｎｉｈｉｌ）。无产阶级需要

了解政治活动家的真相，不管他们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因为凡是

真正配得上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人，即使他们的肉体已经死去，他

们在政治上是不会死去的。关于穆罗姆采夫，讲些程式化的谎言，

就是危害无产阶级事业和民主事业，就是腐蚀群众的意识。而讲出

８ 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



关于立宪民主党人和那些让立宪民主党人来领导（和欺骗）自己的

人的痛苦的真相，就是纪念俄国第一次革命中伟大的事物，就是帮

助第二次革命获得成功。

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６日（２９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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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个 世 界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６日〔２９日〕）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１３的文章在各个报纸

上已经发表了很多，这次代表大会的一切主要事件和斗争的各种

曲折，大家都十分清楚。修正主义者同正统派斗争的表面现象和代

表大会的一些戏剧性的插曲，过多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这对认清

这场斗争的原则意义和认清分歧的思想政治根源是不利的。然而

马格德堡的争论——主要围绕着巴登人投票赞成预算的问题——

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有两个思想

世界和两种阶级倾向。投票赞成预算，只不过是这两个思想世界分

歧的表现之一。这种分歧非常深刻，今后无疑还会由于更加严重、

更加深刻和更加重要的原因而表现出来。现在，当大家都清楚地看

到德国伟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必须把马格德堡的争论

看成是一小部分军队在作战前的一次小检阅（因为关于投票赞成

预算的问题只是社会民主党基本策略问题的一小部分）。

关于无产阶级大军各个部分怎样了解自己的任务的这次检

阅，表明了什么呢？关于大军各个部分将如何行动的这次检阅，向

我们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想谈的问题。

我们先从一个局部的（初看起来是局部的）冲突说起。修正主

义者的领袖弗兰克象一切巴登人一样，竭力强调说，冯·博德曼大

臣最初否认社会民主党同其他政党即资产阶级政党“平权”，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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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又收回了这种“侮辱”。倍倍尔在他的报告中曾就这个问题说

道：

“……现代国家的大臣是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代表，

而现代国家这个政治机构的目的，就是防止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

进攻以保卫和支持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必要时还要通过

暴力来保卫。如果这样的一位大臣说他不承认社会民主党有平权，

那么从他的角度来看，他这样说是完全对的。”弗兰克打断倍倍尔

的话喊道：“没有听说过！”倍倍尔接着回答他说：“我觉得这是十分

自然的。”弗兰克又大叫：“没有听说过！”

弗兰克为什么这样激愤呢？因为他对资产阶级“法制”和资产

阶级“平权”信服得五体投地，而不懂得这种法制的历史局限性，不

了解事情一旦涉及保存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个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

时，这全部法制就一定会而且必然会化为乌有。弗兰克满脑子小资

产阶级的立宪幻想；所以他不懂得，即使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实行

立宪制度也有历史条件性；他相信德国资产阶级的（更确切地说：

资产阶级的封建的）宪法的绝对作用和绝对效力，所以当立宪大臣

不愿承认他弗兰克这位奉公守法的议员的“平权”时，他从内心感

到受了侮辱。弗兰克陶醉于这种法制，竟然忘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

级是不可调和的，他不自觉地站到那些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法制永

世长存、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装在资产阶级法制框子里的人的立场

上去了。

倍倍尔使问题摆脱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固有的这种立宪幻

想，把问题放到阶级斗争的实际基础上去。能否因为资产阶级制度

的维护者不承认我们这些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反对者有资产阶级

权利上的平等，就感到自己是“受了侮辱”呢？如果认为这样就能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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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我，那就足以说明我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多么的不坚定了！

倍倍尔还尽量利用明显的例子来使弗兰克理解社会民主党的

观点。倍倍尔对弗兰克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１４并不能“侮辱”我

们；我们当时是义愤填膺，满腔仇恨，“如果那时我们有可能，我们

就会象我们内心所希望的那样投入战斗，我们就会彻底粉碎我们

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暴风雨般的赞许声——在速记记录中此处是

这样记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成为我们事业的叛徒。”

（对！）“但是我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弗兰克说，立宪大臣不承认社会党人的平权，就是侮辱我。倍

倍尔说，这种人否认平权，未必就是侮辱你，因为不久以前他践踏

一切“原则”，压迫着你；他维护资产阶级制度，本来就要压迫你，而

且今后还会压迫你（倍倍尔并没有这样说，但是他明显地暗示了这

一点；倍倍尔为什么这样慎重，只作了暗示，我们下面再谈）。如果

我们有可能去压迫无产阶级的这些敌人而不去这样做，那我们就

是叛徒。

有两个思想世界：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认为在

一定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可以在资产阶级法制的基础上进行，但

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最后的结局，要导致面对面的搏斗，

要面临最后的抉择；或者是“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是自己

被粉碎、被扼杀。另一方面是改良主义者、小资产者的观点，他们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虚有其表的立宪法制，不见残酷的阶级斗

争，呆在某个小国的穷乡僻壤，忘记了当代伟大的历史问题。

改良主义者自以为是现实的政治家，是从事有益工作的人，是

治国之才。让无产阶级保持这些幼稚的幻想，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主

宰者是有利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无情地粉碎这些幻想。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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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说道，关于平权的言论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倍倍尔在党代表大

会全场笑声中说道：“谁能让整个社会主义党派上这些空话的当，

谁就是治国之才，但是谁让自己去上当，那就根本不是什么治国之

才。”这些话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者，即让自

己去上德国民族自由党人１５的当、去上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当的

那些人，真是切中要害。倍倍尔说道：“持否定态度的人往往比那些

所谓从事有益工作的人所争得的要多得多。尖锐的批评、严正的反

对，总会产生好的结果，只要这种批评是公正的，而我们的批评无

疑是公正的。”

机会主义者所说的有益工作，在许多情况下指的是替自由派

工作，一般是替那些掌握政权、左右这个国家、社会和集体的活动

的人工作。倍倍尔也直截了当地作出这种结论说：“在我们党内有

不少执行民族自由党政策的民族自由党人。”他举出所谓的（倍倍

尔用的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月刊》（《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ｈｅｆ－

ｔｅ》
１６
颇有点名气的主编布洛赫作为例子。“在我们党内是不该有民

族自由党人的地位的。”——倍倍尔在代表大会全场赞许声中直截

了当地这样说。

请看《社会主义月刊》撰稿人的名单。他们全是国际机会主义

的代表。他们对我们的取消派的行为赞不绝口。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领袖宣布这个机关刊物的主编是民族自由党人，难道这不是说

明有两个思想世界吗？

全世界的机会主义者都想采取同自由派结成联盟的政策，有

的直截了当地公开宣布并实行这种政策，有的则鼓吹同自由派缔

结的选举协定，支持自由派的口号，等等，并为此一再辩解。倍倍尔

一次又一次地彻底揭露了这种政策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可以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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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地说，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了解和记住他的这些话。

“我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去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盟，那可以打

赌，十之八九占便宜的不会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将是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则要

吃亏。这是政治规律，任何时候，只要右派和左派结成联盟，左派总是吃亏，右

派总是占便宜……

我如果同在原则上和我敌对的政党建立政治联盟，那我就必须根据需要

来改变我的策略即我的斗争方法，使它不会导致这个联盟的破裂。这样，我就

再也不能展开无情的批评，再也不能进行原则的斗争，因为否则我就会触犯

我的盟友；我只好默不作声，把许多事情掩盖起来，对那些无法辩解的事情进

行辩解，对那些无法掩饰的事情进行掩饰。”

机会主义之所以是机会主义，就因为它为了一时的利益或从

最眼前的、最表面的打算着眼而牺牲运动的根本利益。弗兰克在马

格德堡代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巴登的大臣们“想吸收我们社会

民主党人一起共事！”

眼睛不应往上看，而应往下看，——在革命时期，我们曾对我

们那些一再被立宪民主党许诺的种种前景所诱惑的机会主义者说

过这样的话。倍倍尔在马格德堡所作的报告的结束语中针对弗兰

克之流说道：“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投票支持群众最希望彻底推翻的

政府，这是群众所不理解的。我常常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我们有一

部分领袖已经不再了解群众的疾苦了（暴风雨般的赞许声），他们

毫不关心群众的境况。”而“在德国各地，群众的积怨很深了”。

倍倍尔在他的讲话的另一个地方说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特别

不能容忍腐败的妥协行为。阶级矛盾不是日趋缓和，而是日益尖锐。我们正在

迎接非常非常严重的时期。这一届选举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等着瞧吧：

如果形势发展到在１９１２年爆发欧洲战争，那时你们就能看到，我们将会有什

么遭遇，将会处在什么地位。想必不会是目前巴登人所处的地位。”

正当有些人沾沾自喜地满足于在德国已经习以为常的现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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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倍倍尔却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必将发生的变化上，而且

建议党也这样做。倍倍尔在结束语中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经

历的一切，只是前哨小冲突，小插曲。”主要的斗争还在后头。而从

这个主要斗争的角度看，机会主义者的全部策略是最无气节和最

近视的。

倍倍尔在谈到未来的斗争时，只是作了暗示。他一次也没有直

截了当地说德国就要发生革命，虽然他的意思肯定是这样的。倍倍

尔指出，矛盾在尖锐化，普鲁士进行改革有困难，政府和统治阶级

走投无路，民怨鼎沸，欧战间不容发，由于生活费用昂贵和资本家

联合成托拉斯和卡特尔而造成了更加深重的经济压迫，等等，等

等，——他的用意显然总是为了使党和群众了解革命斗争的不可

避免。

倍倍尔为什么这样慎重，他为什么只作了一些启示？这是因为

日益成熟的德国革命遇到了一种特别的、特殊的政治形势；这种形

势不同于其他国家革命前的时代，因而要求无产阶级的领袖完成

某种新的任务。这种特殊的革命前的形势的主要特点在于，即将发

生的革命必然比过去的一切革命深刻得多，严酷得多，它必然会把

更加广大的群众卷入更艰巨、更顽强、更持久的斗争中去。此外，这

种革命前的形势的特点还在于，法制取得了极大的（和以前比较）

统治地位，它已经变成了实施这种法制的人的绊脚石。这就是形势

的特点，这就是任务的困难和新颖之处。

历史真会捉弄人，德国的统治阶级在１９世纪下半叶建立了最

强大的国家，加强了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和建立最牢固

的立宪法制的条件，而现在，他们十分明显地正在走向事情的反

面：为了保存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不得不毁掉他们的这种法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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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出色地利用了资产阶级

的法制，建立了最优秀的无产阶级组织，创办了卓越的刊物，把社

会主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程度和团结精神提到了最高的水平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现在，德国历史上的这半个世纪的时代，由于客观原因很快就

不得不被另外一个时代所代替。利用资产阶级建立的法制的时代

正在被伟大的革命战斗的时代所代替，并且这些革命战斗将在实

质上摧毁全部资产阶级法制，摧毁整个资产阶级制度，而在形式上

必将是资产阶级为摆脱它所建立的、如今成了它不能忍受的法制

而进行垂死挣扎的开始（现在已经开始）。“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

开枪吧！”——１８９４年恩格斯用这句话说明了形势的特点和革命

的无产阶级策略任务的特点１７。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时时刻刻都要记住，它所面临的、必然会

面临的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将摧毁注定要灭亡的

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法制。党过去极好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半个

世纪的法制来反对资产阶级，现在，当敌人被自己的法制束缚住，

不得不“先开枪”，不得不破坏自己的法制的时候，党没有任何理由

放弃斗争中的这种便利条件，放弃搏斗中的这种有利地位。

这就是现时德国革命前的形势的特点。这就是老倍倍尔如此

慎重的原因。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行将到来的伟大斗争

上，他用自己的巨大天才、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威信的全部力量来

抨击近视的、无气节的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这场斗争的

意义，他们不适合当这场革命斗争的领袖，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

不得不由领袖变为被领导者，否则就会被抛弃。

在马格德堡，人们曾经同这班领袖进行争论，谴责他们，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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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出正式的最后通牒，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伟大革命队伍里的一

切不可靠的软弱分子，这些人深受资产阶级法制的熏染，他们由于

迷信这种法制，崇拜一个奴隶占有制时代即一个资产阶级统治时

代的整个局限性而麻木不仁。德国无产阶级谴责了机会主义者，并

以开除相警告，从而也就谴责了自己强大组织中的一切停滞不前、

丧失信心、萎靡不振以及不能与垂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心理决裂

的人。先进阶级谴责了自己队伍中的不好的革命者，在踏上社会革

命之路以前，最后一次检阅了自己的力量。

      

正当全世界所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在十分关注德国工人

如何准备投入斗争、如何选择斗争时机、如何严密监视敌人并克服

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弱点的时候，全世界的机会主义者却在幸

灾乐祸，庆幸卢森堡和考茨基对当前时机的估计存在意见分歧，庆

幸他们对象俄国革命中的１月９日那样一个转折点什么时候到

来，是现在到来还是不是现在，是立即还是以后到来这个问题存在

意见分歧。机会主义者在幸灾乐祸，他们既在《社会主义月刊》，又

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马尔丁诺夫）、《生活》杂志、《复兴》杂

志１８等取消派的机关刊物上，也在《新时代》杂志
１９
（马尔托夫）① 上

大肆渲染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见分歧。马格德堡代表大会

表明，全世界机会主义者的这些手法是无济于事的，德国革命的社

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作用。机会主

义者幸灾乐祸得太早了。马格德堡代表大会通过了罗莎·卢森堡

提出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直接指出了群众性的罢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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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手段。

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６日（２９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８号 第２０卷第１０—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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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尼·托尔斯泰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６日〔２９日〕）

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了。他作为艺术家的世界意义，他作为思

想家和说教者的世界声誉，都各自反映了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

早在农奴制时代，列·尼·托尔斯泰就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

家出现了。他在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

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主要是描写革命以前的旧俄国，即１８６１年

以后仍然处于半农奴制下的俄国，乡村的俄国，地主和农民的俄

国。在描写这一阶段的俄国历史生活时，列·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

品里能提出这么多的重大问题，能达到这样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而

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由于托尔斯泰的天

才描述，一个受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成了全人类艺

术发展中向前迈进的一步。

甚至在俄国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艺术家托尔斯泰。为了使他

的伟大作品真正成为所有人的财富，就必须进行斗争，为反对那种

使千百万人受折磨、服苦役、陷于愚昧和贫穷境地的社会制度而进

行斗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托尔斯泰不仅创造了群众在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并为自

己建立人的生活条件后将永远珍视和阅读的艺术作品，而且能够

用非凡的力量表达被现存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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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境况，表现他们自发的反抗和愤怒的情感。托尔斯泰主要是属

于１８６１—１９０４年这个时代的；他作为艺术家，同时也作为思想家

和说教者，在自己的作品里异常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

命的历史特点，这场革命的力量和弱点。

我国革命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非常高

度发展并在俄国比较高度发展的时期的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它之

所以是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它的直接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沙皇君主制度和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而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

治。特别是农民没有意识到这后一项任务，没有意识到后一项任务

同更迫切更直接的斗争任务之间的区别。它之所以是农民资产阶

级革命，是因为客观条件把改变农民的根本生活条件的问题，把摧

毁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问题，把给资本主义“清扫土地”的问

题提到了第一位，是因为客观条件把农民群众推上了多少带点独

立性的历史行动的舞台。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表现出来的正是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

和弱点、它的威力和局限性。他对国家、对警方官办教会的那种强

烈的、激愤的而且常常是尖锐无情的抗议，表达了原始的农民民主

运动的情绪，在这种原始的农民民主运动中，积聚了由于几世纪以

来农奴制的压迫，官吏的专横和掠夺，以及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

诈而迸发出来的极大的愤怒和仇恨。他对土地私有制的坚决反对，

表达了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状态，在这个历

史时期里，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即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官家的

“份地”占有制，完全变成了不可忍受的、阻挡俄国今后发展的障

碍，这种旧的土地占有制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最剧烈的、无情的破

坏。他满怀最深沉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对资本主义进行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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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年《群众》杂志第８期和第９期所载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列·尼·托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和

《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等文的中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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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揭露，充分表现了宗法制农民的恐惧，因为在他面前出现的是一

个看不见的和不可理解的新敌人，这个敌人不知来自什么城市或

者什么外国，它破坏了农村生活的一切“基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破产、贫困、野蛮、卖淫、梅毒以及死于饥饿的惨境这些“原始积累

时代”的一切灾难，而这一切灾难又由于库庞先生２０所创造的最新

的掠夺方法被移植到俄国土地上而百倍地加重了。

但是，这位强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同

时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面临的危机的原

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这种不理解只是天真的宗法制农民的

特性，而不该是一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作家的特性。反对农奴制的

和警察的国家的斗争，反对君主制度的斗争，在他那里竟变成了对

政治的否定，形成了“对邪恶不抵抗”的学说，结果完全避开了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群众革命斗争。一方面反对官办的教会，另一方

面却鼓吹净化了的新宗教，即用一种净化了的精制的新毒药来麻

醉被压迫群众。否定土地私有制，结果却不去集中全力反对真正的

敌人，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制度，而只是发

出幻想的、含糊的、无力的叹息。一方面揭露资本主义以及它给群

众带来的苦难，另一方面却对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全

世界解放斗争抱着极其冷漠的态度。

托尔斯泰的观点中的矛盾，不是仅仅他个人思想上的矛盾，而

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这些东

西决定了改革后和革命前这一时期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

的心理。

所以，只有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才能对托尔

斯泰作出正确的评价，因为无产阶级在第一次解决这些矛盾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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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在革命的时候，已经以自己的政治作用和自己的斗争，证明它

适合于担当争取人民自由和争取把群众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

斗争的领袖，证明它是忘我地忠诚于民主事业的，而且是能够同资

产阶级民主派也包括农民民主派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进行斗争

的。

请看一看政府的报纸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它们流着鳄鱼的眼

泪，硬说自己尊崇这位“伟大的作家”，同时又维护“最神圣的”正教

院２１。而最神圣的神父们刚刚干了一桩特别卑鄙龌龊的事情，他们

派几个神父到这个濒危的人那里去，目的是欺骗人民，说托尔斯泰

“忏悔了”。最神圣的正教院开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这样倒更好

些。当人民将来惩治这些身披袈裟的官吏、信奉基督的宪兵、支持

沙皇黑帮匪徒的反犹太大暴行和其他功绩的居心叵测的异端裁判

官的时候，对正教院的这一功绩也要加以清算的。

再看一看自由派的报纸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它们用一些官方

自由主义的、陈腐不堪的教授式的空话来支吾搪塞，说什么“文明

人类的呼声”、“世界一致的反响”、“真和善的观念”等等；然而正是

因为这些空话，托尔斯泰才痛斥了（而且公正地痛斥了）资产阶级

的科学。这些报纸所以不能直接而明确地评价托尔斯泰对国家、教

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看法，并不是因为书报检查机关妨碍

它们这样做，恰恰相反，正是书报检查机关在帮助它们摆脱困境！

这是因为托尔斯泰的每一个批评意见，都是给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的一记耳光；这是因为托尔斯泰无畏地、公开地、尖锐无情地提出

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最该死的问题，光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就给

了我国自由派（以及自由主义民粹派）政论界千篇一律的空话、陈

腐的谬论以及闪烁其词的“文明的”谎言以当头一棒。自由派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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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托尔斯泰，竭力反对正教院，但同时他们又维护……路标

派２２，认为同路标派“可以进行争论”，但“应当”同他们在一个党内

和睦相处，“应当”在写作方面和政治方面同他们一起工作。而路标

派现在正受到安东尼·沃伦斯基的亲吻。

自由派强调的是：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良心”。这难道不是《新

时报》２３这类报纸重复过千百遍的废话吗？这难道不是回避托尔斯

泰所提出的那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具体问题吗？这难道不是

强调那种表现托尔斯泰的偏见而不表现他的理智的东西吗？不是

强调他的属于过去而不属于未来的东西吗？不是强调他对政治的

否定和关于道德上的自我修身的说教而忽略他对一切阶级统治的

激烈抗议吗？

托尔斯泰逝世了，革命前的俄国也已成为过去，它的软弱和无

力已被这位天才艺术家表现在他的哲学里，描绘在他的作品中。但

是在他的遗产里，还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俄国

无产阶级正在接受这份遗产，研究这份遗产。俄国无产阶级要向被

剥削劳动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的批判的意

义，——这样做不是为了让群众局限于自我修身和对圣洁生活的

憧憬，而是让他们振奋起来对沙皇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进行

新的打击，这种君主制和土地占有制在１９０５年只是受了些轻伤，

必须把它们消灭干净。俄国无产阶级要向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资

本主义的批判，——这样做不是为了让群众局限于诅咒资本和金

钱势力，而是让他们学会在自己的生活和斗争中处处依靠资本主

义的技术成就和社会成就，学会把自己团结成一支社会主义战士

的百万大军，去推翻资本主义，去创造一个人民不再贫困、人不再

剥削人的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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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体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公开信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２２日〔１２月５日〕以后）

在１９１０年中央一月全会２４上，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

解散了我们的派别，并把属于我们这个派别的款项和其他财产都

交给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三个著名活动家。交出财产和解散派别

这两个步骤当时都是有条件的。我们采取这些步骤的条件，大家从

我们在那次全会上的声明中可以看到，这个声明曾由全会通过，并

且发表在全会闭幕后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第１号上。

简单地说，这些条件是要求其他派别（首先是呼声派，即出版

和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孟什维克）忠诚地，即诚心诚意地

和彻底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１）同被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

中确认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

义２５作斗争；（２）解散自己的派别。

根据一年来的经验，在等待了一年之后，现在我们终于完全确

信，无论哪一个条件呼声派和前进派２６都没有履行。

由于确信这一点，我们这方面作了两件事，第一是出版了《工

人报》２７，第二是现在申请发还款项和财产，这项申请我们几天前

即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５日已交给中央委员会。

这项申请提出以后，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情况还是这样：我们有

条件地交出了全部财产并全力支持反取消派和反召回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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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党的恢复和完全统一。由于呼声派和前进派违背了他们所接

受的条件，这就破坏了我们的协定。我们虽然废除了这个已为取消

派和召回派所破坏的协定，但是仍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以求党

的恢复和完全统一，贯彻反取消派和反召回派的路线，不过我们将

不同那些曾经被全会允许（由于相信他们的诺言）参加党的中央机

关的同盟者一起干这项工作。既然在全会上，在党的其他会议上，

在代表会议等等上都公认，而且各民族组织的代表也屡次声称，我

们布尔什维克派始终对党内状况负有最大的责任，所以我们认为

有责任公开说明我们对党内状况和我们所采取的步骤的意义的看

法。

１９１０年一月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次

全会把１９０８年１２月的决议２８加以发展，认定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

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从而最终地确定了党在反

革命时期的策略路线。其次，全会联系党对当前历史时期所规定的

思想政治任务，进而提出了消除我们党内派别的问题，即必须使社

会民主工党达到真正统一的问题。

我们确信，１９１０年一月全会所作的这两件事是具有历史意义

的，它们的成果要比肤浅的旁观者所感觉到的重大得多、切实得多

和牢靠得多。

然而，这些成果被围绕着它们的一片空谈严重地破坏了。没有

什么比空谈对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更不相容，更为有害的了，而“调

和主义的”空谈也同召回派和取消派的空谈同样有害，同样使人思

想混乱。这种“调和主义的”空谈模糊了问题的实质，用感叹和善良

祝愿来代替对党内的实际趋向和实际力量对比的估计，企图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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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的把戏，同那些现在不愿意而且不可能联合的人搞联合，从而

妨害那些可以而且应当接近的人接近。

一月全会闭幕后这一年间，这种空谈已经说尽了，并且显示了

它的效果。如果党现在能够从空谈“调和主义”的英雄们的痛苦经

验中体会到，为什么不应该承担起“调和”和消除派别的工作，那么

全会后的这一年便不算白过了。

空谈的主要论调是：只要取得消除派别的“诺言”，只要把各

种，各样的人凑合成中央机关，只要使互相对立的人“保持均势”，

那就是向消除派别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一年的经验已经表明而且也不能不表明，空谈家的办法遭到

了彻底的失败。依靠“诺言”是根本办不了事情的，依靠那些各不相

同和无法联合的人的联合来办事是可笑的。全会的决定和措施中

凡是建筑在空谈上的东西，第二天就都化为泡影。无论是决定、决

议或是勉强凑合起来的机关，实际上都已成为一纸空文或者根本

不起作用的机关。而全会工作中凡是切合实际的东西，则都得到发

展和巩固，在工作上显示了效果，撇开决议，在决议之外找到了新

的存在形式。

很难想象再有什么别的教训能够比全会后一年中所发生的事

件的这种教训更明显、更有教益的了，这是给那些崇尚空谈、一味

作空洞的善良祝愿、热中于玩弄分配机关职位等等把戏的人的教

训。

在全会的工作中，究竟哪些是切合实际的呢？指出党的工作的

思想政治内容同消除派别之间的联系是切合实际的。一些派别或

思潮的接近是切合实际的，因为这些派别或思潮不是在廉价的调

和主义空谈上，在诺言和许愿上，在玩弄分配中央机关职位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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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相一致，而是在
·
工
·
作
·
上，
·
在对当前思想政治任务的

·
认
·
识
·
上，
·
在
·
实

·
际
·
地提出这些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上相一致。

有些人，他们既不了解产生意见分歧的客观根源，又不了解使

某些著作家集团（如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集团或马赫主义

者２９和召回派的著作家集团）能够实际上离开党而独立的现实环

境，只要这些人还在唱关于消除派别的廉价的高调，那么这种高调

就仍然是无聊和无用的空谈。但是，随着两个基本的和主要的派别

（它们对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甚至对俄国革命的全部历

史都有过很大的影响）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在工作上日益接近，在

对这些客观条件的认识上日益接近，无论那些企图破坏这种接近

或者散播对这种接近的怀疑的阴谋家怎样不遗余力，都阻挡不了

这个业已开始的进程。

全会后形成的党内实际状况一年来已经十分清楚了。事实就

是：呼声派和前进派签署了关于同取消派和召回派作斗争的决议，

而实际上他们过去和现在所进行的全部宣传鼓动，全部实际工作

一直都是在支持和维护取消派和召回派。

这个事实使每个有眼可看的人都能看到，满足于一纸决议的

政策多么站不住脚，脱离实际的空谈多么有害。

其次，另一个事实就是：无论是呼声派或是前进派一分钟也没

有停止过自己的派别独立活动。这两个派别和以往一样实际上完

全离开党而独立，有自己的会计处，自己的机关报，自己的代办机

构。召回派的派别组织形式是国外的所谓“党校”（实际上这是一个

系统地挑选代办人员、有计划地撇开党进行反对党的组织工作的

机关）。３０除“党校”外还有单独的出版社和交通联络。呼声派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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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组织比较松散（比较“自由”，形式比较不固定），其中起主要作用

的是完全离开党而独立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集团，１６人

集团，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及其同伙的集团。３１呼声派积极参加

这些集团，他们一方面将全部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都用来反

对党，另一方面又不拒绝参加党的中央机关，以便不断地破坏它们

的作用，从内部来瓦解它们。

每一个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看不到，这种状况会造成

什么后果。

在书刊工作方面，这一年的经验表明，中央机关报实际上是由

布尔什维克加上普列汉诺夫派３２在主办，同盘踞在编辑部的呼声

派是针锋相对的。现实冲破了调和主义空谈制造的框子。那些许

下诺言的“调和派”，担任职务的“调和派”，受取消派中央机关委托

的“调和派”都成了不折不扣的工作上的绊脚石；而在全会上没有

许下任何诺言，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普列汉诺夫及其同志，实际

上却成了党的路线的执行者。

在形式与实质之间，在空谈与行动之间，在所谓的党委员会

（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显然名不符实的存在与中央机关报撇开这个

委员会所做的实际工作之间，存在着非常突出的矛盾，这种矛盾使

党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陷于瓦解。为了制止这种瓦解，为了使正式

的党的机关不再遭到党的敌人的嘲笑并不使他们高兴，就必须戳

穿这种假象，公开说出实际情况，公开承认有两个派别在进行党的

工作。

在国外组织的联合方面，一年来根本没有做出任何事情。以前

各个集团四分五裂的地方，现在仍然是四分五裂。孟什维克取消派

集团公开变成支持《呼声报》的集团。只有在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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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夫派之间才有接近的迹象并且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近。负责联合

国外社会民主党人工作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３３，变成了前进派和

呼声派理所当然的嘲笑对象，他们正在非常得意地看着党的一个

中央机关怎样起着挑拨是非和拖拖拉拉处理谁都不需要的公务的

委员会的作用。

在最重要的方面，即俄国各地的组织工作方面，一年来根本没

有做出任何有利于党的事情。根据对全会许下的“诺言”，中央委员

会应当邀请米哈伊尔之流、罗曼之流、尤里之流参加工作，它热心

地进行了这项会有成效的、不愧为革命者做的工作——邀请那些

嘲笑党并且继续危害党的人参加党，但是一年来却没有“邀请到”

任何人。与此同时，反党派别却加强了自己的组织来反对党：前进

派的代办机构加强了，派别组织扩大了，波特列索夫先生的集团和

其他的取消派组织都加强了，这些取消派组织继续在许多俱乐部

和合作社等等中进行反党说教，继续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中进

行反党的阴谋活动。中央委员会在这期间忙于“邀请”取消派，或者

忙于批复呼声派和前进派制造的“扯皮”事件，这种作用简直有失

体面。我们不能允许党的敌人把中央委员会的作用降低到这种地

步。

只有那些完全丧失思考能力或者乐于搞小阴谋的人才会看不

到，党的中央机关的这种状态要是继续下去，必然会使取消派和召

回派得逞。他们正在非常得意地看着中央委员会不但过去纠缠于

调和主义空谈，纠缠于同那些不愿与党和解的人讲调和的把戏，而

且现在还在继续纠缠下去。

取消派和召回派出色地理解这种调和主义空谈，并且也出色

地利用这种空谈来反对党。这样的空谈英雄托洛茨基，十分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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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英雄和辩护人；他在理论上同取消派和召

回派没有什么一致的地方，但在实践上却完全一致。

于是，取消派和前进派就在这位辩护人的好心帮助下，出色地

掌握了一项策略：只管赌咒发誓，说自己是护党派。《呼声报》以及

“前进”集团的纲领都一再这样说，而实际上却继续在瓦解党，继续

进行各种反党的工作。“调和主义”的形式和词句，已经成为《呼声

报》的取消派以及前进派手中的工具了。

显然，我们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不能扮演这类被愚弄的角色。

我们等待了整整一年，尽了一切力量在中央机关报上说明前进派、

呼声派和托洛茨基的反党性质，因此，在那些忙于“邀请”取消派和

批复前进派“事件”的机关的所作所为上，我们对党不能负任何责

任。我们所希望的是工作，不是扯皮。

我们愿意同那些愿意工作而且实际上证明自己能够以护党精

神工作的人协力工作，就是说首先同护党派孟什维克和真正非派

别的社会民主党人协力工作。我们不愿意对那些不愿与党协力工

作却愿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召回派一起工作的人制造的扯皮负

责。

俄国局势迫切要求党的国外各组织同心协力，加紧工作。反革

命势力的三年黄金时期（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看来就要结束，代替它的

是正在开始的革命高涨时期。今年的夏季罢工和追悼托尔斯泰的

游行示威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国内的党的组织工作已被削弱

到极点，而前进派和呼声派却恬不知耻地利用这个弱点，在国内和

国外各派别中心的协助下加紧进行自己的反党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玩弄同这些派别中心搞调和的把戏，

假装看不到它们的独立存在，“邀请”它们的代表来一起同它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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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政策作斗争，用吸收它们的成员参加中央机关的做法向党掩

盖它们的存在，如果这样做，就是使自己陷入无穷无尽扯皮的境

地。这样做就是阻挠国外中央机关的工作，而它们的工作本来就已

受到重重阻挠，以致在俄国一年当中竟没有举行过一次中央委员

会会议；不仅没有举行过一次代表会议，就连党的地方工作人员的

非正式会议也未能举行（而召回派的“党校”和取消派的各种合法

机关报却不止一次召开了各种会议、杂志代办员和通讯员会议等

等来反对党）。

纠缠于玩弄同呼声派搞调和的把戏的中央机关使工作完全陷

于停滞，我们对此概不负责，并且立即开始用全副精力主动进行工

作，把正统派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和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

人团结起来举行各种会议，举行代表会议，建立区域局，建立党的

出版物联系小组等等。我们号召全体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都来进

行这项工作，因为只有这项工作才能实际上使党摆脱困境，使中央

机关不再去“讨好”呼声派。

早在全会以前，１９０９年春天，我们就以布尔什维克派的名义

宣布了同护党派孟什维克接近的政策，并且从那时起，这一政策就

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与那种相信呼声派的“诺言”并把他们看作

护党派的未能奏效的做法是相违背的。从那时起，我们为真正加强

党的路线（而不是加强前进派的说教和呼声派为取消派的辩护），

为两个主要派别的基本核心的真正接近所做的一切，都与这些要

同呼声派搞调和的未能奏效的做法毫不相干。所以我们决不对今

后的这些做法负责，我们坚信，通过《工人报》，通过合法出版物，通

过《工人报》拥护者集团和普列汉诺夫拥护者集团在国外的活动，

我们一定能在工作上取得更多的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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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关于派别和消除派别的问题，使这个

问题第一次同这些派别本身的思想政治路线联系起来，也就是说

第一次使这个问题有了现实的基础，考虑到真正的接近要表现在

工作上，而不是表现在空洞的许愿和形式上作出诺言等等空谈上，

因此，在全会之后，在全会的成果受到一年来的检验之后，不能再

继续玩弄那种伪善的捉迷藏的老把戏了。

应当开诚布公，应当有勇气说出实际情况。如果中央委员会愿

意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向党说出实际情况，那么仅仅这一项声

明就将成为中央委员会手中的强大的工具，比任何决议、愿望、谴

责、开除等等都有力百倍。

说出实际情况，就是说要承认：消除所有派别的尝试不幸已被

呼声派和前进派破坏，但是基本核心的接近，两个主要派别中的真

正护党派的接近，他们同民族代表中和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中

的护党派的接近，都有了进展。如果托洛茨基以及托洛茨基之流的

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辩护人声称这种接近“在政治上是空洞的”，那

么，这些话只能证明托洛茨基毫无原则，证明他的政策实际上是同

真正（而不只是许诺）消除派别的政策完全敌对的。在全会的成果

受到一年来的检验之后还只是许诺消除派别，这简直是欺骗。但

是，如果说消除派别只是空谈，那么两个主要派别中的基本流派的

接近却是事实。在这个事实里，找不到任何“联盟”，找不到任何花

言巧语的保证，找不到任何消除意见分歧的诺言，但是却存在着依

靠部分孟什维克和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合作来实际上建设党的现实

可能。

如果中央委员会愿意彻底地承认这种情况，全力贯彻这项工

作，如果中央委员会愿意把所有中央机关变成促成这种接近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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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使它们完全不再干那种不体面的有害的“讨好”呼声派或“邀

请”呼声派的事情，使大家能够工作，不再扯皮，那么我们一定全心

全力地支持这项政策。实际上我们从１９０９年春天起就在执行这项

政策，就是说我们执行了差不多已经整整两年了。

如果中央委员会不愿意从全会及其成果的教训中作出这个必

然的结论，那么它尽可以把党的工作①洗笏龄秩菊和恢复统一的

工作交给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的联盟去做。这样更干脆些，

更诚实些，不过我们是不会参加这个实际上已被证明为反党的联

盟的。

我们当然一点也不会看错，对于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有些人

（其中一定会有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老练的辩护人）是会大叫大嚷

“分裂”的。不管这类叫嚷多么荒唐，多么伪善，但是为了告诫那些

不明真相的人，还必须谈谈这些可能产生的反对意见。

从形式方面看，我们的步骤（申请发还款项，废除我们根据非

常明确的条件签订的协定）是绝对合理的。我们同中央委员会签订

的协定的条件曾公开宣布过，在中央机关报上刊登过，并且由中央

委员会在全会上一致接受。中央委员会既然代表全党接受这些条

件，把它们刊登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就是十分明确地承认，只有

在切实履行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它才能要求我们采取一定的行动。

谁也不能否认，呼声派和前进派违背他们自己签署的决议，没有履

行这些条件。因此，我们有废除这个协定的合法权利是不容争议

的。我们废除这个协定是为了主动进行护党斗争，主动进行建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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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撇开那些一年来实践证明不愿意进行这种工作的人，联合那些

证明愿意这样做的孟什维克和非派别组织分子一起进行这种工

作。既然这个直截了当和明确地以呼声派和前进派转到护党立场

为条件的协定已经被他们撕毁，那么废除同那些嘲弄党的人签订

的协定，寻求一切可行的形式来接近维护党的人，就是我们的充分

权利和我们的责任。

但是实际情况比问题的形式方面更重要得多。从这方面看，那

些在全会上、全会后一直在报刊上声明自己是维护党的呼声派和

前进派的伪善面目就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类人的这类誓言显然是

伪善的，他们关于分裂的叫嚷显然纯属捏造，因此，用不着多费口

舌来证明这一点了。正是呼声派和前进派在全会之后立即制造（确

切些说：他们违背自己在全会上许下的诺言，没有停止制造）实际

的分裂，正是他们在整整一年中继续进行这种分裂，加剧这种分

裂，支持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的集团和开办“马赫主义”党校的著

作家集团以及诸如此类的集团离开党而独立。如果再让这些分裂

分子继续盘踞在党的各中央机关里，那就会彻底毁灭党的事业。如

果维持原状，也就是让这些分裂分子利用自己盘踞在党的各中央

机关的机会来阻挠各项工作，从内部瓦解党，以讨好波特列索夫先

生或者“马赫主义”党校的领袖们，那就会使党的联合事业受到巨

大的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常言道，不是每一个满口“上帝，上帝”的人都能进天国。而我

们有了全会的经验之后也可以跟着说：不是每一个满口护党的廉

价空谈的人都是实际上的护党派。呼声派和前进派在全会之后分

裂了党，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在这方面是他们的辩护人，这也是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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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止分裂，不使分裂扩大，除了加强、巩固那些在全会之

后实际上进行护党工作的人，即护党派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

接近，并从形式上把这种接近固定下来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把自己对党的状况的看法通知所有护党派孟什维克、非

派别的护党派社会民主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以及民族的社会民主

党的所有组织，我们号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立即团结在《工人

报》周围，着手筹备召开各种会议和代表会议，这些会议是恢复党

所必需的；这些会议由于目前情况，开始时不可避免地要以非常小

型的、非正式的、非正规的形式召开。关于召开这些会议的性质，就

不便在报刊上细谈了。

我们号召国外布尔什维克组织这样调整工作：同完全证明自

己是反党的前进派断绝一切联系；排除这些召回派卫士制造的障

碍，开始进行有步骤的工作来巩固党，接近其他派别的护党派，共

同举办俱乐部、讲演会、报告会等等；为把国外一切不跟《前进〉文

集和《呼声报》跑的人真正联合起来开始作准备。既然凡是有呼声

派的地方就一定有两个平行的集团，那么布尔什维克再容忍反党

的前进派留在布尔什维克组织里就很不体面了。他们可以在呼声

派那里找到栖身之所。

《工人报》编辑部

载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１日《真理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号第２０卷第２５—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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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尼·托尔斯泰和

现代工人运动３４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

几乎俄国所有大城市的工人都已经对列·尼·托尔斯泰的逝

世作出了反应，他们用各种方式对这位曾经写了许多最卓越的艺

术作品从而置身世界大文豪之列的作家，对这位曾经以巨大的力

量、信念和真诚提出许多有关现代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

点问题的思想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大体上由在报上

登载的第三届杜马工人代表所发的电报３５表明了。

列·托尔斯泰是在农奴制还存在的时候开始自己的文学活动

的，但那时的农奴制显然已经是末日临头了。托尔斯泰的主要活

动，是在俄国历史的两个转折点之间即１８６１年和１９０５年之间的

那个时期进行的。在这个时期，俄国整个经济生活（特别是农村经

济生活）和整个政治生活中处处可见农奴制的痕迹和它的直接残

余。同时，这个时期正好是资本主义从下面蓬勃生长和从上面得到

培植的时期。

农奴制的残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最主要和最明显的表现是：

在俄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这个时期的农业是由破产的、贫

困的农民经营的，他们用陈旧的和原始的方法，耕种１８６１年为了

地主利益而分割的旧时农奴制的份地。另一方面，农业又是由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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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他们在俄国中部用农民的劳动、农民的木犁和农民的马匹

来耕种土地，而农民所得的代价是使用一些“割地”、割草场和饮马

场等等。实质上，这还是旧的农奴制经济制度。这个时期的俄国政

治制度也彻头彻尾体现了农奴制精神。这既可以从１９０５年开始初

步变动以前的国家制度中看出来，也可以从贵族－土地占有者对

于国事具有绝对影响中看出来，还可以从那些主要也是由贵族－

土地占有者出身的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拥有无限权力中看出来。

这个古老的宗法制的俄国，在１８６１年以后就开始在世界资本

主义的影响下迅速崩溃了。农民忍饥挨饿，大批死亡，遭到前所未

有的破产，他们抛弃了土地，跑到城市里去。由于破产农民的“廉价

劳动”，铁路和工厂在加紧修建。巨大的金融资本、大规模的工商业

在俄国得到了发展。

艺术家托尔斯泰的作品，思想家托尔斯泰的观点反映的正是

旧俄国的一切旧“基础”的这种迅速、激烈而急剧地被摧毁。

托尔斯泰非常熟悉乡村的俄国，熟悉地主和农民的生活。他在

自己的艺术作品里对这种生活作了世界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才有

的十分出色的描绘。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这种急剧地被摧毁，

使他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加强了注意，加深了兴趣，从而使他的整

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属于俄

国上层地主贵族，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他在自

己的后期作品里，对现存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

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对群

众的奴役，就是群众的贫困化，就是农民以至所有小业主的破产，

就是从上到下充斥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

托尔斯泰的批判并不新。他所说的，没有不是那些支持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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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早就在他之前很久在欧洲文献和俄国文献中说过的。但是托

尔斯泰的批判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在于，他的批判是用只有天才

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俄国，即乡村的、农民的俄

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的急剧转变。托尔斯泰对现存制度的批

判同现代工人运动的代表们对这些制度的批判的不同之处，正在

于托尔斯泰是用天真的宗法制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他把农民

心理表现在自己的批判中、自己的学说中。托尔斯泰的批判所以这

样感情强烈，这样热情奔放，这样有说服力，这样清新、真诚、具有

力求“追根究底”找出群众苦难的真正原因的大无畏精神，是因为

他的批判真正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这些农民刚刚摆

脱农奴制获得自由，就发现这种自由不过意味着破产、死于饥饿和

城市的“希特罗夫人”３６流离失所的生活等等新灾难罢了。托尔斯

泰如此忠实地反映了农民的情绪，甚至把他们的天真，他们对政治

的疏远，他们的神秘主义，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愿望，他们的“对邪

恶不抵抗”，以及他们对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无力诅咒，都带

到自己的学说中去了。千百万农民的抗议和他们的绝望，就这样在

托尔斯泰学说中融为一体。

现代工人运动的代表们认为，他们要抗议的东西是有的，但是

没有什么可绝望的。绝望是那些行将灭亡的阶级的特性，而在一切

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俄国在内，雇佣工人阶级必然是在成长、发展

和壮大。绝望是那些不了解产生邪恶的根源、看不见出路和没有能

力斗争的人的特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并不是这样的阶级。

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２８日《我们的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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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的信

（不晚于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２８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生活中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清楚地表

明，党的“统一危机”的结局即将到来。因此我认为我有义务告诉你

们（仅仅是为了通报），最近的事件具有什么意义，即将到来的会是

什么样的结局（就整个事态发展来看），正统派布尔什维克正在采

取什么立场。

马尔托夫在《呼声报》第２３号上的一篇《到了什么地步？》的文

章中嘲笑中央全会，嘲笑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３７一年来一次会

也没有开成，没有为贯彻决定做过任何事情。显然他“忘记”补充

说，正是波特列索夫先生们的取消派集团把俄国的中央委员会搞

垮了，因为米哈伊尔、罗曼、尤里拒绝出席俄国中央委员会的会议，

他们声明说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是有害的，这都是众所周知的

事实。俄国中央委员会被搞垮了。马尔托夫因此欢天喜地。至于

前进派也欢天喜地，那就不用说了（《前进》文集第１集已经令人感

到这种欢天喜地的心情了）。马尔托夫在欢天喜地的同时，却过分

匆忙地说漏了嘴。他兴高采烈地叫喊道：“合法性把他们〈布尔什维

克或“波兰人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置于死地了”。他这句话是说，

由于取消派把中央委员会搞垮了，党摆脱现在处境的合法出路就

没有了。对于取消派来说，自然没有比使党处于毫无出路的境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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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快的事情了。

但是马尔托夫过分匆忙了。布尔什维克手中还掌握着全会专

门规定的、中央机关报第１１号（以全会的名义）曾经报道过的一种

完全合法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我们因呼声派和前进派公然不履

行解散派别组织、不履行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斗争等条件可以

提出发还款项的申请。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预先明确规定的条件，布

尔什维克才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中央委员会的。

请看，在全会上签订上述条件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在１９１０年

１２月５日（公历）提出了发还款项的申请。按规定，只要提出这一

申请，就要召开中央全会。全会的决定规定，如果在提出申请后３

个月内“不能”（原文如此！）召开中央全会，就要召开由５名中央委

员（３名民族代表、１名布尔什维克、１名孟什维克）组成的特别委

员会会议。①洗笏龄秩菊

这时呼声派一下子就露出了马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委员呼

声派分子伊哥尔对国内取消派的政策心领神会，他声明反对召开

全会。他说，他主张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在这一点上，呼声派破

坏合法性是很明显的，因为在３个月之内是可以把全会召开起来

的。在申请提出之后，就不应该再提召开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了。

取消派分子伊哥尔是叛党分子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忠

实奴仆，他的打算很简单：全会拥有最高权力，因此召开全会就有

可能摆脱党的整个危机。特别委员会则没有这种最高权力，它除了

审查申请中提出的要求（裁决这种要求的是３个德国人），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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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权力。这就是说，取消派（以及他们的国外奴仆——呼声派）在搞

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之后，现在又在搞垮一切中央。这第二次的

破坏活动能否得逞，我们且等着瞧吧。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的波兰

人３８是主张召开全会的。现在，问题取决于还没有作出答复的拉脱

维亚人和崩得分子３９。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代表
４０
提交并散

发了坚决反对伊哥尔的抗议书（伊哥尔的声明和我们的抗议书的

副本都随信附上）。

问题已经很清楚。主张召开全会就是维护合法性，就是维护

党。呼声派反对召开全会，就是反对党摆脱危机，就是反对合法性。

我们把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通知了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朋

友们，他们完全同意我们关于必须召开全会的意见。他们也主张召

开全会；现在正在讨论我们在这方面的共同表态的草稿。最近，或

者我们同普列汉诺夫派一起发表一个声明，或者在中央机关报上

发表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

其次，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公历），托洛茨基在所谓维也纳党

的俱乐部（一伙侨居国外的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手下的一批走

卒）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他已印成了单页。现将该单页随信

附上。

这个决议向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的机关报《工人报》公

开宣战。论据并不新鲜。说什么现在没有同呼声派和前进派进行

斗争的“原则基础”——这种说法是极其滑稽极其伪善的。大家知

道，呼声派和前进派根本不想解散自己的派别组织，呼声派实际上

完全支持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这些取消派分子，前进派在国外用

众所周知的那笔钱办了一所派别党校来讲授马赫主义，宣扬召回

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他们纲领中的原话），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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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发出的要求党同呼声派和前进派“同心协力地”工作

的号召，是令人愤慨的伪善和空谈。大家知道，在全会后的整整一

年中，呼声派和前进派（在托洛茨基的秘密支持下）是在“同心协力

地”反党。在整整一年中，真正同心协力地一起进行党的工作的只

有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无论在中央机关报，也无论在《工

人报》，无论在哥本哈根４１，也无论在俄国各合法机关报刊，都是如

此。

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联盟的攻击并不新

鲜，新鲜的倒是他的决议的结尾部分：维也纳俱乐部（即托洛茨基）

筹集了一笔“用作筹备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全党

基金”。

真是新鲜。这是公开主张分裂。这是公然破坏党内合法性，这

是托洛茨基将因此碰得头破血流的冒险行为的开始。很明显，这就

是搞分裂。托洛茨基采取的步骤，托洛茨基的“基金”，只得到呼声

派和前进派的支持。至于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则根本不会

参与这件事。苏黎世的取消派（呼声派）已经支持托洛茨基了，——

这很容易理解。前进派的“众所周知的”那笔“基金”很可能为托洛

茨基大开方便之门。你们都明白，这样做，只会使托洛茨基的阴谋

具有更大的冒险性。

很清楚，这个阴谋正在破坏党内合法性，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字

提到中央委员会。而能够召开代表会议的只有中央委员会。不仅

如此，托洛茨基于１９１０年８月赶走了驻《真理报》４２的中央委员会

代表之后，把《真理报》从中央委员会代表支持的机关报变成了纯

粹派别组织的机关报，他本人也就丧失了一切合法性。

总之，问题已经清楚，情况已经明白。前进派筹集了“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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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笔“基金”来同党进行斗争，来保护“一种合理的色彩”（召回

派〉。托洛茨基在最近一号《真理报》上（并在苏黎世的专题报告

中）拼命向前进派卖弄风情。国内的取消派已经搞垮了国内的中央

委员会。国外的取消派又想搞垮国外的全会，即搞垮一切中央。托

洛茨基利用这种“合法性被破坏”的时机，进行组织上的分裂活动，

筹集用作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的“自己的”基金。

他们是分了工的。呼声派把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当作“一种合

理的色彩”加以保护。前进派把召回派当作“一种合理的色彩”加以

保护。托洛茨基则想“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对两者都加以保护，

并想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大概是用前进派的钱）。三角联盟（波特

列索夫＋托洛茨基＋马克西莫夫）反对双边联盟（布尔什维克加普

列汉诺夫派）。部署就绪。斗争开始。

你们都明白，为什么我把托洛茨基采取的步骤叫作冒险行为。

从各方面讲，它都是冒险行为。

这是思想方面的冒险行为。托洛茨基联合波特列索夫和马克

西莫夫这些仇视“列宁—普列汉诺夫”（用他们喜爱的说法）联盟的

分子，纠集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敌人。托洛茨基联合一切酷爱在思

想上搞分裂的人；联合一切对捍卫马克思主义毫不关心的人；联合

一切不知道为什么进行斗争，不愿意学习、思考并探索产生分歧的

思想根源的庸人。在涣散、分裂和动摇的今天，托洛茨基可能很容

易成为“一时的英雄”，把一切下流货色都纠集在自己的周围。但是

这种尝试愈露骨，它就愈将遭到惨败。

这是党内政治方面的冒险行为。现在一切迹象表明，只有真诚

地、坚决地屏弃取消派和召回派，才能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联

合。很清楚，波特列索夫（和呼声派）以及前进派既没有屏弃前者，

６４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的信



也没有屏弃后者。托洛茨基则把这两者纠集在一起，用欺诈的手段

欺骗自己，欺骗党，欺骗无产阶级。实际上，托洛茨基除了加强波特

列索夫和马克西莫夫这两个反党集团以外，什么结果也得不到。这

种冒险行为遭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这是组织方面的冒险行为。撇开中央而用托洛茨基的

“基金”来召开代表会议，这就是搞分裂。让托洛茨基去倡议召开代

表会议吧。让他承担责任吧。

下面三个口号概括了目前党内状况的实质：

（１）巩固并用一切办法支持普列汉诺夫派同布尔什维克的联

盟和结合，以捍卫马克思主义，抵制思想上的分裂，反对取消派和

召回派。

（２）争取召开全会，以便通过合法途径使党摆脱危机。

（３）同联合波特列索夫和马克西莫夫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托

洛茨基的无原则的分裂冒险行为进行斗争。

载于１９４１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期 第２０卷第４２—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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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党 内 状 况

（不晚于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２８日〕）

我们党内的危机问题又被国外的社会民主党报刊提到了首要

地位，从而使广大党员群众更加议论纷纷、困惑不解和动摇不定。

因此，党的中央机关报有必要全面地阐明这一问题。马尔托夫在

《呼声报》第２３号上发表的文章和托洛茨基的印成单页的、以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维也纳俱乐部”“决议”的形式发表的言论，向

读者提出了这个危机问题，并且完全歪曲了问题的实质。

在马尔托夫的文章和托洛茨基的决议后面，既隐藏着某种实

际活动，也隐藏着反党活动。马尔托夫的文章只是一种文字形式，

它掩盖着呼声派为搞垮我党中央而从事的活动。托洛茨基的决议

号召各地方组织撇开中央来筹备反对中央的“全党代表会议’，这

个决议所表明的也正是呼声派所要达到的目的：破坏取消派所仇

视的中央机关，同时也破坏作为组织的党。对呼声派和托洛茨基的

这些反党活动，光揭露是不够的，还要与之斗争。凡是珍视党、珍视

恢复党的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最坚决地反对一切纯粹从派别组织、

小集团的角度和利益出发而竭力破坏党的人。

马尔托夫的《到了什么地步？》一文是掩饰得并不高明的对全

会决定的嘲笑和取消派因党遭受挫折而欢天喜地的表现。“在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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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数不多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连一次会也没有开成”，马

尔托夫就是这样写的，黑体也是他用的，好象他抑制不住在向全体

取消派宣布这个事实时的得意心情。

遗憾的是，马尔托夫说得对。俄国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确实没有

开成。不过马尔托夫企图回避是谁搞垮了俄国中央委员会这样一

个问题是毫无道理的。使中央委员会会议没有开成的原因，除了警

察的阻挠，还有一种不是警察的而是政治上的阻挠。这就是米哈伊

尔、罗曼和尤里拒绝出席即使只为增补委员而召开的中央委员会

会议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这就是这些人发表的“认为中央委员会

的存在本身是有害的”声明。

毫无疑问，即使拒绝出席一次增补委员的会议，拒绝那些在警

察的重重阻挠下进行工作的人的邀请，都是搞垮中央。毫无疑问，

这种持有原则理由的政治行动，是那些加入《呼声报》“最知名的”

俄国撰稿人集团的人（《呼声报》第１９—２０号合刊上的１６人的

信）、加入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合法的取消派集团的人干出

来的。所有这些都是事实。独立合法派集团即社会民主党的敌人，

就是搞垮俄国中央委员会的人。

阿克雪里罗得硬说（见《呼声报》第２３号）取消派分子这个“绰

号”现在正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乱用；他甚至大放厥词，说我们会

把那些为了一块面包而疲于奔命或者因此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个

人叫作取消派分子；而他在讲这种故作天真的荒唐话的时候，却避

而不谈被党中央机关报一一点了名的取消派分子的各个集团，既

然如此，这种遁词的毫无诚意也就无须证明了。既然马尔托夫和其

他呼声派分子在《呼声报》上似乎同俄国的取消派“进行争论”，说

他们的行为是“轻举妄动”（！！），“规劝”他们再等一等（马尔托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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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声报》第２３号上谈到列维茨基的时候说的），而同时又完全同

他们一起进行工作，齐心协力地在国外建立单独的派别组织，以便

反对党，支持党的敌人，即支持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既然如此，

我们也就只能认为这是许多种政治伪善表现中的一种表现。当米

留可夫先生同路标派“进行争论”，说他们“轻举妄动”，同时又在政

治上同他们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时，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

不会说，米留可夫先生是在认真地反对路标派；大家都会认为，米

留可夫先生的这种做法只能表明他的伪善，决不能推翻他在政治

上同路标派勾搭在一起的事实。当斯托雷平先生同黑帮“进行争

论”（在《俄国报》上），责备黑帮“轻举妄动”，同时又同它齐心协力

地进行工作时，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说，斯托雷平先生

和他的政府是在认真地反对黑帮；大家都会认为，斯托雷平先生和

沙皇政府的这种做法只能表明他们的伪善，决不能推翻他们在政

治上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勾搭在一起的事实。

如果说大家对于《呼声报》政治上的伪善还能看得清楚的话，

那么对于马尔托夫所说的“合法性”正在把党的正式代表“置于死

地”这种暗示，１０００个读者中有９９９个搞不清楚，因为这种暗示是

故意放烟幕。

中央机关报的责任就是驱散在党内状况方面放的烟幕，使所

有的人都了解分歧实质的所在。

马尔托夫说的是，除了中央的决定，党没有任何摆脱危机的合

法出路。因此，既然俄国的取消派已经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

（既然国外的取消派就连在国外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也能破坏），

那么，现状就将是没有合法的出路了。于是马尔托夫就预先欢呼起

来，说什么中央被彻底搞垮了，合法的出路没有了，取消派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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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托夫太性急了。他过早地讲出了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党的

其他敌人所想的东西。

是的，马尔托夫说得对！只有中央委员会才能找到摆脱党的危

机的唯一出路。因此，如果警察的阻挠和上面所说的政治上的阻挠

使中央委员会不能在俄国召开会议，那就应当在国外召开。这是摆

脱危机的唯一办法。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党内各派别签订了一

个超越派别组织共同进行党的工作的协定，布尔什维克也是签订

协定的一个派别，他们曾经采取措施来加速找到这条摆脱党的危

机的唯一出路。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把自己派别组织的财产交给

党支配，条件是在撤销布尔什维克派别组织的中央的同时，孟什维

克（呼声派）和召回派（“前进派”）等派别组织的中央也要撤销。这

个条件没有履行。不仅如此，呼声派的指导性机关报《社会民主党

人呼声报》还公开包庇和掩护党内那些敌人，而中央全会曾经一致

责成我们同这些敌人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就象同离开社会民主党、

仇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倾向进行斗争那样。由于党内各派别

各集团在全会上签订的协定遭到公然破坏，由于签订协定的一方

实行明显的反党政策，所以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要求把他们在一

年前有条件地交给党的那笔款项发还他们。关于这一点，他们在

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５日向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提出了相应的申请。布尔

什维克在这一点上做得对不对，这要由全会规定的机构来判断。问

题的实质是，现在，即从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提出申请的时候起，

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已经不仅对找到摆脱党内危机的出路来说是

必要的，而且对１９１０年１月６日签订协定的所有派别和集团来说

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它们责无旁贷的义务，是它们自己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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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议①洗笏龄秩菊。召开中央全会不仅是党的需要，而且成为法

律上的义务了。我们再次看到，除了召开中央全会，不可能有摆脱

现状的其他合法出路……

在这里，呼声派的政策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

根据中央委员会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决定，既然布尔什维克

提出了申请，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除了召开全会就没有别的办法，只

有召开全会的尝试在三个月内不能成功的时候，才能采取中央委

员会规定的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呼声派的做法却不是这

样。

１２月１２日，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委员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提

出书面声明说，他反对召开全会，他只同意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

这句话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全会拥有最高权力，如果召开全

会，就能找到摆脱危机、摆脱俄国难堪的现状的合法出路。特别委

员会则没有这种最高权力，它除了审查布尔什维克提出收回那笔

款项的要求，没有任何权力，不可能找到摆脱危机的任何合法出

路。

结果正象一句谚语所说的：莫给他人挖陷阱，当心自己掉进

去！

马尔托夫还没有来得及殷勤地向党指点那个取消派非常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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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事情是这样的：中央委员会同布尔什维克派的某些代表关于布尔什维克派有
条件地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党的协定，是在中央全会上签订的，已被承认为党的
规定、党内合法性的基础。这个协定公布在中央机关报第１１号上，同时还公布
了全会规定的与该协定有关的全部程序。主要的规定是：如果布尔什维克提
出呼声派和前进派破坏联合条件的声明，就要召开全会（在国外）。中央机关
报第１１号上所登载的全会的决定还说：“如果在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提出自
己的要求以后的３个月内，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召开全会，就要召开特别委员会
会议。”



看到正式的党掉进去的似乎毫无合法出路的“陷阱”，呼声派分子

伊哥列夫就已经掉进这个陷阱了！

俄国的取消派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现在国外的取消派

又在破坏在国外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了。取消派欢天喜地，预感到

极大的愉快（对于斯托雷平和取消派说来）：一切中央都不存在了。

这对于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对于“前进派”的派别组织真是太

美满了！

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谈论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的遁词和中央委

员会国外局的一位布尔什维克委员①洗笏龄秩菊在反声明中对这

些遁词的驳斥。我们只想指出，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考虑得很周

到，他竟直接声明他反对召开全会，不仅反对在提出申请的情况下

根据专门决定召开的全会，甚至反对根据总的党章召开的全会（为

此需要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一致同意）。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认为

召开全会是件“麻烦的”事情，如此等等。很明显，在取消派看来，就

连我们秘密党的存在本身也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全会将主要

由侨居国外的人组成，这是呼声派分子伊哥列夫的第二个“理由”。

但是这并不妨碍呼声派全力支持那个纯粹侨居国外的人的计划，

即托洛茨基撇开中央召开反对中央的“全党”代表会议的计划……

呼声派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搞垮一切中央！

其次，我们应当请党员们注意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党内状况的问题。我们的党也同一切革命政党一样，只有

革命者在进行共同工作的时候至少具有起码的相互帮助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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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位同志写信给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请求我们帮助他把呼声派破坏全会的企
图告诉党。



才能存在和发展。

如果党章和党的决定（党内的“合法性”）不是促进这种共同的

工作，而是为从党的一些最重要的委员会内部来阻碍这种工作制

造困难，那党的工作就变成毫无价值的滑稽可笑的事情了。在任何

别的政党内，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有困难，马上就会想出几十

种躲避警察阻挠的方式和方法，并找到许多新的工作方法。可是我

们党内的派别分子却有的为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效劳，有的为

公开的召回派和党外的半无政府主义者效劳。在呼声派分子伊哥

列夫这些人的手里，“合法性”正在变成从党内来危害党、阻碍工

作、帮助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破坏党的一种手段。①洗笏龄秩菊

这样的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充满善良愿望的决议”无济于事，那位

马尔托夫理所当然地嘲笑了这些决议。要对事情有帮助，首先应当

懂得它。应当懂得，为什么制定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

进行共同工作的那些充满善良愿望的决议是荒谬的，可笑的，不足

取的。一旦党懂得这里是两种互不相容的政策，这里的问题是关于

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问题，党就会很快找到出路。那时我们

就能树立起一种不会被取消派变成阻挠党前进的绊脚石的“合法

性”了。

必须承认，应当感谢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朋友们和呼声派分

子伊哥列夫及其朋友们，因为他们有效地帮助党懂得了这一点。

托洛茨基的言论尽管表面上同马尔托夫嘲笑党遭受挫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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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尔托夫在嘲笑党的正式机关时说，“合法性把他们置于死地了”。仅就下面
一点而论，他这样说是对的：这些机关的某些“合法的。（即根据党章或全会的
决定而产生的）形式使米哈伊尔、罗曼、尤里和呼声派（通过伊哥列夫）等等可
以阻碍工作，从而把卓有成效的工作“置于死地了”。



呼声派搞垮中央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却同这两者有密切的联系，

有“利害”关系。党内许多人还不懂得这种联系在什么地方。１９１０

年１１月２６日维也纳的决议大概会帮助他们懂得问题的实质。

这个决议包括三部分：（１）向《工人报》宣战（号召对该报“给以

坚决的反击”，因为用托洛茨基的说法，这家报纸是一家“新的派别

的小组的企业”）；（２）抨击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联盟”的路

线；（３）宣布“维也纳俱乐部〈即托洛茨基及其小组〉会议决定：筹集

一笔用作筹备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全党基金”。

对于第一部分我们根本不准备谈。托洛茨基说得完全对：《工

人报》是一家“私人企业”，它“无权代表全党讲话”。

不过，托洛茨基忘记了他和他的《真理报》也无权这样做，却是

毫无道理的。他在谈到全会承认《真理报》的工作是有益的时候，避

而不谈全会曾经委任了一名驻《真理报》编辑部的中央代表这件事

实，也是毫无道理的。在提到全会关于《真理报》的决定的时候，避

而不谈这一点，这只能说是对工人进行欺骗。托洛茨基的这种欺骗

行为尤其恶毒的是，他已经在１９１０年８月赶走了驻《真理报》的中

央代表。在这个事件之后，在《真理报》断绝了同中央的联系之后，

托洛茨基的报纸只是一家“私人企业”，再不能履行它所承担的义

务了。在下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还未召开的情况下，只有全会委任的

中央代表才能评判《真理报》对中央的态度，而中央代表认为托洛

茨基的行为是反党的。

这就是从托洛茨基非常适时地提出的关于谁“有权代表全党

讲话”的问题得出的结论。

不仅如此。既然取消派－独立合法派在搞垮国内的中央委员

会，既然呼声派在搞垮国外的中央委员会，只要他们还在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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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只有中央机关报才是唯一有权“代表全党讲话”的机关。

因此，我们代表全党声明：托洛茨基在执行反党的政策，他在

破坏党内合法性，他走上了冒险和分裂的道路，因为他在自己的决

议中只字不提中央（好象他同呼声派已经商量好了，中央将被搞

垮！），而以一个国外集团的名义宣布要“筹集一笔用作召开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基金”。如果取消派拼命搞垮中央的活动得

逞，那么我们这个唯一有权代表全党讲话的机关就要立即宣布：我

们决不参与托洛茨基的“基金”和阴谋，我们认为，可以称作全党代

表会议的只能是中央机关报所召开的代表会议，而不是托洛茨基

的小组所召开的代表会议。① 洗笏龄秩菊

但是现在事态尚未最终表明中央已被搞垮，还有希望使党找

到完全合法的出路。

我们要号召党员为了使党找到合法的出路而进行坚决斗争，

同时要弄清分歧的“原则基础”。呼声派和托洛茨基却急于要把这

种分歧弄成分裂：呼声派要搞垮中央，托洛茨基则无视中央的存

在，并且要“筹集一笔基金”由他的小组来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的代表会议”（别当是玩笑！）。

托洛茨基在他的决议中写道：“列宁派和普列汉诺夫派”（托洛

茨基用个人来代替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的称

呼，想以此表示自己对这两派的蔑视，可是他只表明了自己的无

知）所进行的斗争“现在没有任何原则基础”。

中央机关报号召全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来弄清这些原则基

础时说：当由于召开全会而引起的这个“毫无意义的”斗争还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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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必须尽快地由党中央召开真正全党代表会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行时，让我们正好来研究一下这个颇有意义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托洛茨基宣布中央机关报进行的斗争没有任何原

则基础时所持的那些理由，全部摘录如下：

“……党内所有的〈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派别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

念，认为必须恢复秘密组织，必须把合法工作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必须执行

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些基本方针是最近一次全会一致拟定的。

现在，在全会闭幕一年以后，困难不在于宣布这些人所共知的道理，而在

于加以贯彻。贯彻的方法就是党的各个部分，即‘呼声派’、‘普列汉诺夫派’、

‘列宁派’、‘前进派’以及非派别组织分子同心协力地进行共同的工作，因为

党在精神上已经度过了童年时代，现在全体党员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应

该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忠诚于自己党的党员身分从事活动，不要再有什

么派别的名称。这种合作应该在全党的范围内进行，而不应该围绕着各派别

组织的机关报进行。”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如果好话是掩盖弥天大谎，是掩

盖对陶醉于说空话的人本身、对全党的极大的欺骗，这种好话就会

被糟蹋成空话。

说党内所有的派别都有必须恢复秘密组织的根深蒂固的信

念，这简直是弥天大谎。每一号《呼声报》都表明，呼声派认为波特

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集团是党内的一个派别，他们不仅这样“认

为”，而且还经常参加这个集团的“工作”。现在，在全会一年以后，

当问题在于“贯彻”而不在于空谈的时候，还在玩捉迷藏，既欺骗自

己，又欺骗工人，用各种遁词来支吾搪塞，这不是可笑而又可耻吗？

是不是这样呢？托洛茨基认为中央机关报点了名的波特列索

夫先生及其同伙是“党内的一个派别”呢，或者不是一个派别？这个

问题正是“贯彻”全会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央机关报提出来已

经一年了，而且提得明确尖锐，毫不含糊，用任何遁词都无法推托！

托洛茨基一再企图用沉默或空谈敷衍过去，因为他要向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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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党隐瞒这样一个真相：波特列索夫先生的集团和１６人集团等等

是绝对离开党而独立的集团，是完全独立的派别组织，他们不仅不

恢复秘密组织，反而破坏恢复秘密组织的工作，他们根本不执行社

会民主党的策略。托洛茨基要向党隐瞒这样一个真相：呼声派是同

样离开党而独立的、实际上为俄国取消派效劳的国外派别组织。

那么“前进派

呢？托洛茨基很清楚，在全会之后，“前进派”也加强和发展了自己的独立

的派别组织，他们有不受党支配的经费，有独立的派别党校；这个党校根本不

讲授“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讲授“召回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讲授

召回派对第三届杜马作用的看法，即“前进派”派别组织的纲领中所表现出来

的那些看法。

托洛茨基对这个不容争辩的真相之所以默不作声，是因为这

个真相同他的政策的实际目的不相容。而这些实际目的愈来愈明

显，甚至连那些最没有远见的护党派分子都看清楚了。这些实际目

的就是托洛茨基所支持和组织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同前进派结成的

反党联盟。呼声派接受托洛茨基的决议（如“维也纳”决议）。《真理

报》向前进派卖弄风情，胡说什么在俄国各地活动的只有前进派和

托洛茨基分子，替前进派的派别党校吹嘘，以及托洛茨基公然支持

这个党校——所有这一切事实，长期隐瞒下去是办不到的。口袋里

藏不住锥子。

托洛茨基政策的内容就是《真理报》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

和前进派的派别组织“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这个联盟有明确的

分工：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继续离开党独立地进行他们的合法

工作，继续破坏社会民主党；“呼声派”构成这个派别组织的国外分

部；而托洛茨基自己担任辩护人的角色，硬要天真的公众相信，“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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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党内所有的派别中都是根深蒂固的”。

前进派得到的也是这位辩护人，他为他们派别党校的自由进行辩

护，用伪善的陈词滥调为他们的政策打掩护。这个联盟当然要支持

托洛茨基的“基金”和他要召开的反党的代表会议，因为波特列索

夫之流先生们和前进派从这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的派

别组织的活动自由，派别组织的神圣化，对派别组织的活动的掩

护，在工人面前为这种活动所作的辩护。

正是从“原则基础”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个联盟是

千真万确的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不敢说他认为波特列索夫和召回

派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性的真正维护者。

冒险主义者的立场实质也就在于他不得不经常躲躲闪闪。这是因

为任何人都看到也都知道，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召回派都有

自己的路线（反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并且在执行这条路线，而《呼

声报》的外交家和《前进》文集只不过起了打掩护的作用。

不管新联盟在庸人中取得的成绩多么巨大，不管托洛茨基依

靠前进派和波特列索夫之流这两个“来源”能筹集多少“基金”，这

个新联盟是注定要垮台的，其最深刻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联盟没有

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以及我党的全部纲领

和策略的“原则基础”现在被提到党的整个生活的首要地位，这不

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在革命遭到挫折之后，社会的所有阶级和

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整个世界观（直到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直到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原则）的深刻基础都发生了兴趣，这

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被革命卷入由策略问题引起的尖锐斗争

中来的群众，在缺乏公开言论的时代，提出了对一般理论知识的要

求，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应当重新对这些群众阐明马克

９５论 党 内 状 况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又提到日程上来

了。托洛茨基宣称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的接近“在政治上

是空洞的”和“不稳固的”，这只能表明他自己极其无知，只能说明

他自己十分空洞。在布尔什维克同“前进派的”非社会民主主义思

想的斗争中，在护党派孟什维克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呼声

派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基础。正是在马克

思主义的原则基础问题上的这种接近，才是全会后整整一年来护

党派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真正同心协力地工作的实际基础。这

是事实，不是空话，不是诺言，不是“充满善良愿望的决议”。不管孟

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过去和将来有什么分歧（只有冒险主义者才

会用分歧不存在了，分歧被某项决议“消除了”等诺言来吸引公

众），这个历史事实总是抹杀不了的。只有那些主要派别组织本身

的内部发展，只有它们自己的思想演进，才能保证通过它们的相互

接近和它们在共同工作中的考验来在实际上消除派别组织。这种

情形在全会后已经开始了。至于波特列索夫同前进派和托洛茨基

同心协力地工作，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小组的外交

手腕、文字游戏和串通一气的支吾搪塞。一年来护党派孟什维克同

布尔什维克同心协力地工作，党是看到了的。任何一个能够重视马

克思主义的人，任何一个珍惜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基础”的人都

丝毫不会怀疑，这两个派别的十分之九的工人将拥护这种接近。

正是从“原则基础”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同波特列索夫和前

进派的联盟是一种冒险行为。从党内政治任务的观点来看，这样说

也同样是对的。这些任务确实是全会一致指出的，但决不能把它们

归结为这样一句陈腐的空话：把合法工作同秘密工作统一起来（要

知道，连立宪民主党人也是把合法的《言语报》同秘密的“立宪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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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统一”起来的）。托洛茨基故意挑出这句话来，是为了讨好

根本不反对陈腐空话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前进派。

全会的决议说：“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时代所处的历史

环境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两种表现：一方面是否认秘密的社

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图削减革命社会民主党在纲领和策略方

面的任务和口号等等；另一方面是否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

合法的机会，不懂得这两种工作的重要性，不善于使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

略去适应当前时局的特殊历史条件等等。”

有了这一年的经验，再不能避不直接回答关于这些指示的现

实意义的问题了。不能忘记，在全会上所有民族代表（总是向任何

时候的任何多数靠拢的托洛茨基当时是靠拢他们的）曾经提出书

面声明说：“实质上是完全可以把决议中所指出的、必须与之斗争

的那个思潮叫作取消主义的”。

全会后一年来的经验用事实表明：体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

的这种影响的正是波特列索夫集团，正是前进派这一派别组织。回

避这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冒险主义，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

敢公然说：波特列索夫之流及其同伙的路线不是取消主义的路线，

承认召回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的看法是符合党的路线的。我们

没有虚度全会后的这一年。我们有了更丰富的经验。我们在实际

上看到了当时指出的那些倾向的表现。我们看到了体现这些倾向

的派别组织。用这些反党的派别以所谓的“党的”精神进行“同心协

力的工作”这种空话来欺骗比较广泛的工人阶层，现在已经办不到

了。

最后，第三，托洛茨基的政策是组织上的冒险行为，因为，正如

我们已经指出的，它破坏党内合法性，而且以一个国外集团的名义

（或者以呼声派和前进派这两个反党的派别组织的联盟的名义）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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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代表会议，直接走上分裂的道路。我们既然有权代表全党讲话，

就有责任坚决捍卫党内合法性。但是我们决不希望我们的党员只

看到“合法性”的形式而看不到问题的实质。相反，我们正是要社会

民主党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问题的实质上来，而问题的实质就

是呼声派和前进派的联盟保护了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进行取消

派活动的充分自由和召回派破坏党的充分自由。

我们号召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为党内合法性进行坚决斗争，为

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基础，为清除社会民主主义中的自由主义

和无政府主义而同反党联盟进行斗争。

附言：上面这篇文章印成抽印本发表（这样做是根据编辑部多

数——两名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和一名波兰组织的代表——的表

决），引起了另外两名编委（呼声派分子）的抗议，他们把自己的抗

议书也印成了单页。该抗议书的作者们在这个单页中并没有谈到

《论党内状况》一文的内容，而是指责编辑部的多数：（１）侵犯了他

们这两名编委的合法权利；（２）进行“警察性的告密”。既然争论的

不是原则和策略，而是涉及组织纠纷和人身攻击，我们认为最正确

的做法就是把这样的争论完全交给中央委员会处理。我们认为，不

等到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全体护党派同志就会对这

两位编委——马尔托夫和唐恩的“论战”方法作出应有的评价。

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或２４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１９１１年１月５日或６日）《社会 第２０卷第４７—６１页

民主党人报》第１９号抽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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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
（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２９日〕）

一

欧美现代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的策略分歧，归结起来就是同背

离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主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

派作斗争。这两个流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

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在半个多世纪的大规

模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这两种背离工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倾向，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是以各

种不同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色彩表现出来的。

单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两种倾向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

是由某些个别人或集团的错误造成的，甚至也不是由民族特点或

民族传统的影响等等造成的。应该有一些由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

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所决定的、经常产生这两种倾向的根本原因。

去年出版的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安东·潘涅库克所著《工人运动中

的策略分歧》（ＡｎｔｏｎＰａｎｎｅｋｏｅｋ．《Ｄｉｅｔ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ｅｎｉｎ

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ｄｍａｎｎＤｕｂｂｅｒ，１９０９）这本

小册子，是用科学态度研究这些原因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

下面我们就要向读者介绍潘涅库克所作出的那些不能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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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正确的结论。

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个事实本身，是周期性地产生策略分歧的

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根据某种虚幻的理想的标准来衡量

工人运动，而是把这一运动看成是一些普通人的实际运动，那就会

很清楚，一批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个个新的劳动群众阶层被卷

入运动，就必然会引起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犯旧错误，暂时

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为了“训练”新兵，每个国家

中的工人运动，都要周期性地耗费或多或少的精力、注意力和时

间。

其次，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国民经济

部门是不一样的。在大工业最发达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它的思想

家领会马克思主义最容易、最迅速、最完整、最扎实。落后的或发展

上落后的经济关系，往往使那些拥护工人运动的人只能领会马克

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的个别部分或个别口号和

要求，而不能坚决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世界观的一切传统决裂。

再其次，处在矛盾中的并通过矛盾来实现的社会发展的辩证

性质，是经常引起分歧的根源。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因为它消灭了

旧的生产方式，发展了生产力，而同时，在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又阻

碍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一方面培养和组织工人，加强他们的纪

律性，另一方面又压制和压迫工人，使他们走向退化和贫穷等等。

资本主义本身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本身创造了新制度的因素，而

同时，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总的局

面，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善于

把握住实际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实际历史中的这些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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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但群众当然是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因此个别

人或集团常常把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或那种特点、这个或那个“教

训”加以夸大，发展成片面的理论和片面的策略体系。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那些自由派和民主派，不懂得马克思主

义，不懂得现代工人运动，所以他们经常从一个荒谬的极端跳到另

一个荒谬的极端。他们一会儿说一切都是由于心怀叵测的人“挑

唆”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结果，一会儿又以工人政党是“和

平的改良政党”来自我安慰。应当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

都是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的直接产物，因为无政府工团

主义和改良主义都只抓住工人运动中的某一方面，把片面观点发

展为理论，把工人运动中形成工人阶级在某一时期或某种条件下

活动的特点的那些趋向或特征说成是相互排斥的东西。而实际生

活和实际历史本身却包含这些各不相同的趋向，正好象自然界的

生命和发展一样，既包含缓慢的演进，也包含迅速的飞跃即渐进过

程的中断。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关于“飞跃”、关于工人运动同整个旧社

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

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细小的工作”，特别是拒绝利用议会讲

坛。其实，这种策略就是坐等“伟大日子”的到来，而不善于聚集力

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阻碍了这样一件最重

要最迫切的事情：把工人团结成为规模巨大、坚强有力、很好地发

挥作用的、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组织，团结成为

坚持阶级斗争精神、明确认识自己的目标、树立真正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的组织。

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我们要稍微离开本题附带说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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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潘涅库克仅仅引用了西欧各国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历史中的例

子来说明自己的分析，而根本没有提到俄国。即使有时觉得他是在

暗示俄国，那只是因为我们这里也出现某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策略

的基本趋向，虽然俄国在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历史和经济各方面都

与西欧大不相同。

最后，引起工人运动参加者彼此分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统治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策略的改变。如果资产阶级的策

略始终是一个样子，或者至少始终是一个类型，那工人阶级就能很

快学会同样用一个样子或者一个类型的策略去对付它了。其实，世

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必然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保护自己

利益和捍卫自己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交替使用，

时而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

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维护一切陈旧腐败制度的方法，毫

不妥协地反对改良的方法。这就是保守主义政策的实质，这种政策

在西欧各国愈来愈不成其为土地占有者阶级的政策，而成为整个

资产阶级政策的一个变种了。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

即采取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措施的方法。

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而采用另一种方法，并不是由于个别

人用心险恶的算计，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由于它本身

地位的根本矛盾性。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要顺利发展下去，就不能

没有稳固的代表制度，就不能不给予在“文化”方面必然有较高要

求的人民以一定的政治权利。这种一定程度的文化要求是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本身连同它的高度技术、复杂性、灵活性、能动性以及

全世界竞争的飞速发展等等条件所造成的。因此，资产阶级在策略

方面的动摇，从暴力方式向所谓让步方式的转变，是一切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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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的特点，而各个不同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

又总是主要采用某一种方法。例如英国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

代是采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典型国家，而德国在７０年代

和８０年代则始终采取暴力方法等等。

当这种方法盛行于德国的时候，对这种资产阶级管理方式的

片面反应，就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发展，或者按当时的说法是工人

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的发展（９０年代初的“青年派”４３，８０年代初

的约翰·莫斯特）。１８９０年转而采取了“让步”，这种转变照例对工

人运动更加危险，因为它引起了一种同样片面的、对资产阶级“改

良运功”的反应，即引起了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潘涅库克说：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积极的实际的目的就是把工人引入歧

途，在工人中间制造分裂，把工人的政策变成软弱的、始终是软弱

的和昙花一现的所谓改良运动的一种软弱的附属品。”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政策，往往能在一定时期达到自己

的目的，潘涅库克正确地指出，这种政策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

策。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有时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于

是修正主义者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实

际上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资产阶级策略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

在工人运动中猖獗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引向公开的

分裂。

所有上述一类原因，在工人运动内部，在无产阶级内部，引起

了策略上的分歧。况且，在无产阶级与那些同它关系密切的小资产

者阶层（包括农民在内）之间，并没有隔着而且也不可能隔着一道

万里长城。个别人、个别集团和阶层从小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方

面来，自然也就不能不引起无产阶级本身策略方面的动摇。

９６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



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帮助我们根据具体实践问题来理解马

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帮助比较年轻的国家更清楚地认识背离马

克思主义的倾向的真正阶级意义，并比较顺利地去同这些背离倾

向作斗争。

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明星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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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３１日〕）

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笞了统治阶级，十分鲜明地

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会、法庭、军国主

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的虚伪。但是，他的学说

同现存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和斗争是完全矛盾的。

列夫·托尔斯泰的说教究竟反映了什么人的观点呢？他说的话是

代表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人民群众已经憎恨现代生活

的主宰者，但是还没有达到去同他们进行自觉的、一贯的、坚持到

底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的程度。

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历史和结局表明，介于觉悟的社会主义无

产阶级和旧制度的坚决维护者之间的群众，正是这样的。这些群众

——主要是农民——在革命中表明，他们对旧制度的仇恨是多么

深刻，他们对现存制度带来的一切苦难的感受是多么痛切，他们向

往摆脱这些苦难并找到美好生活的自发愿望是多么强烈。

同时，这些群众在革命中也表明，他们的仇恨还不够自觉，他

们的斗争还不够彻底，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只局限在狭小的

范围内。

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直到最底层都在掀起汹涌波涛的伟大

的人民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长处。

俄国工人阶级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会更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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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己的敌人；而全体俄国人民分析托尔斯泰的学说，一定会明

白他们本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正是这些弱点使他们不能把自己

的解放事业进行到底。为了前进，应该明白这一点。

阻碍这一运动前进的，是所有那些把托尔斯泰称为“公众的良

心”、“生活的导师”的人。这些说法是自由派故意散布的谎言，他们

想利用托尔斯泰学说中与革命相抵触的一面。某些过去的社会民

主党人，也跟着自由派重复这种谎言，说托尔斯泰是“生活的导

师”。

只有当俄国人民懂得，他们要求得美好的生活，不应该向托尔

斯泰学习，而应该向无产阶级这个托尔斯泰所没有了解其意义的、

唯一能摧毁托尔斯泰所憎恨的旧世界的阶级学习，只有这个时候，

俄国人民才能求得解放。

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３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工人报》第２号 第２０卷第７０—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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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行 示 威 开 始 了

（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３１日〕）

俄国经历了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三年革命时期以后，又经历了

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三年反革命时期。在这三年中，黑帮杜马当政，暴力

肆虐，法纪废弛，资本家对工人展开猛烈进攻，工人已经获得的成

果被夺走。在１９０５年仅仅受到挫折而未被消灭的沙皇专制制度，

这时又聚集起力量，同第三届杜马中的地主和资本家勾结起来，在

俄国重新建立起旧秩序。于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变本加厉，官吏

在城市中尤其在农村中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更加肆无忌惮，争取

自由的战士受到更为残暴的迫害，动辄处以死刑。沙皇政府、地主

和资本家出于对革命的仇恨而向革命阶级首先向无产阶级进行疯

狂的报复，他们正急于利用群众斗争的暂时中断来消灭自己的敌

人。

但是往往有这样一种敌人，他们可以在几次战役中被击溃，可

以暂时受压制，却是消灭不了的。革命的彻底胜利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的胜利将完全推翻沙皇君主制度，彻底消灭农奴主－地主，把

他们的土地不经赎买交给农民，用民主自治和政治自由来代替官

吏的管理。这样的改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２０世纪每一个国家

所必需的，这样的改革在欧洲各国经过比较长期和顽强的斗争已

经比较全面地实现了。

但是不论是反动派的任何胜利，即使是最彻底的胜利，还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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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任何成功，都不能够消灭沙皇专制制度的敌人，即反对地主

和资本家压迫的人，因为这些敌人是愈来愈聚集在城市中、大工厂

中和铁路上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这些敌人是破产的农民，他们的

艰难生活现在每况愈下，因为地方官４４和富裕农民勾结起来，在一

切地主政权和军事当局的庇护下，经地主杜马的同意，对农民依法

进行掠夺，夺取他们的土地。象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这样的敌人是

消灭不了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最受压迫、最受压制、最受折磨和被各种

各样迫害吓坏了的人民群众，经过三年反革命极其猖獗的时期以

后，重新开始抬起头了，又觉醒过来了，并且开始投入斗争。在这动

辄处以死刑、加紧迫害和野蛮镇压的三年中，专制制度的“敌人”被

消灭的就有几万人，被监禁和流放的有几十万人，受到恫吓的还有

好几十万人。但是千百万人现在已经和革命以前不同了。他们在

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受过如此富有教益和鲜明生动的教训，从

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公开的阶级斗争。现在，这千百万人又一次暗中

开始掀起深刻的骚动，这从今年夏季的罢工和不久以前的游行示

威中可以看得出来。

在俄国，无论在革命准备时期，还是在革命进行时期，工人罢

工都是无产阶级这个先进阶级，这个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

阶级最普遍采用的斗争手段。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时而互相更替，

时而交织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两种罢工使工人群众团结起

来去反对资本家阶级和专制政府，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使农民纷

纷起来斗争。

当１８９５年发生了连绵不断的群众罢工的时候，这就是人民革

命准备时期的开始。当１９０５年１月这个月的罢工人数超过了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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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的时候，这就是革命进行时期的开始。在整个这三年革命期

间，罢工人数虽然在逐年下降（１９０５年将近３００万人，１９０６年是

１００万人，１９０７年是７５万人），但是其人数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

国家都从未有过的。

当１９０８年罢工人数急剧下降（１７６０００人）和１９０９年进一步

急剧下降（６４０００人）的时候，这就是第一次革命的结束，或者确切

些说，是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结束。

然而从今年夏季以来，高潮又重现了。经济罢工的人数在增

加，而且在极其猛烈地增加。黑帮反动派实行全面统治的时期结束

了。新的高潮时期开始了。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９年间实行退却（虽然中

断时间很长）的无产阶级又在聚集力量，开始转入进攻。某些工业

部门的复苏，马上导致无产阶级斗争的活跃。

无产阶级首先行动了。其他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

和居民阶层跟着也行动起来了。与民主派格格不入的温和自由派

分子，第一届杜马主席穆罗姆采夫的去世，引起了示威游行的战战

兢兢的第一个回合。列夫·托尔斯泰的逝世则引起了长期中断以

后的第一次街头游行示威，参加这次游行示威的主要是大学生，此

外还有一部分工人。在安葬托尔斯泰那一天，许多工厂停了工，这

表明示威性罢工的开始，虽然开始的规模不大。

最近一个时期，沙皇狱吏在沃洛格达和泽连图伊残酷折磨我

们服苦役的同志（他们由于进行英勇的革命斗争而遭到迫害）的暴

行，在大学生中引起了更大的骚动。俄国现在到处都在举行集会和

群众大会；警察用武力冲进各个大学，殴打学生，逮捕学生，许多报

纸由于对风潮稍微讲了几句实话就受到迫害，而这一切只能使风

潮更加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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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首先行动了，民主青年跟着也行动起来了。俄国人民

正在觉醒起来投入新的斗争，迎接新的革命。

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再一次向我们表明，在１９０５年曾经动摇了

沙皇政权而在这次行将到来的革命中将要摧毁沙皇政权的那些力

量依然存在。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再一次向我们表明了群众运动的

意义。既然群众已经起来，既然千百万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那么

任何迫害和任何镇压都不能阻挡运动前进。迫害只能激化斗争，使

一批又一批的战士卷入斗争。恐怖主义者的任何暗杀活动都不能

帮助受压迫的群众，而群众一旦起来，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

他们。

现在群众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这个高潮也许发展得快，也许

发展得慢，而且还会有中断，但不管怎样，它是在走向革命。俄国无

产阶级在１９０５年曾经领导大家前进。回顾这个光荣的过去，它现

在就应当尽一切努力来恢复、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我们的党现在正经历着困难的时期，但它

是不可战胜的，正象无产阶级是不可战胜的一样。

同志们，投入工作吧！在一切地方建立组织，成立和巩固工人

的社会民主党支部，开展经济和政治鼓动工作。在俄国第一次革命

时期，无产阶级教会了人民群众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在第二次革

命时期，它应当引导人民群众走向胜利！

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３１日）《工人报》第２号 第２０卷第７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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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生了什么事情？

（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３１日〕）

各报正就前农业大臣叶尔莫洛夫的新著《俄国当前火灾频繁

发生》一书展开争论。自由派报刊指出，革命后农村的火灾不是减

少了，而是增多了。反动派报纸随声附和叶尔莫洛夫关于“纵火者

逍遥法外”、关于“农村恐怖”等等的叫嚣和哀号。农村中的火灾的

次数增加得非常快，例如：从１９０４年到１９０７年，坦波夫省增加了

一倍，奥廖尔省增加了一倍半，沃罗涅日省增加了两倍。在政府面

前奴颜婢膝的《新时报》写道：“稍微富裕一点的农民愿意经营独立

农庄，他们打算采用新的耕作方式，但是，好象在敌人的国家里一

样，他们遭到野蛮的农村游民的游击式的围攻。对他们又是放火又

是折磨，又是折磨又是放火，‘只好抛弃一切纷纷逃跑’。”

沙皇政府的拥护者不得不作出这种不愉快的供认！这些再一

次证实了政府谎言和自由派政策软弱无力的新材料，对我们社会

民主党人说来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１９０５年的革命充分证明，俄国农村的旧制度已经由历史作了

最后的判决。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巩固这种制度了。怎样改造

这种制度呢？农民群众用自己１９０５年的起义回答了这一点，通过

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４５中自己的代表回答了这一点。应该从地主

那里把地主土地无偿地夺过来。当３万个地主（以尼古拉·罗曼诺

夫为首）占有７０００万俄亩土地，而１０００万农户差不多占有同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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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土地的时候，整个国民经济中除了盘剥、极端的贫困、破产和停

滞以外，是不可能有别的结果的。社会民主工党号召农民进行革命

斗争。全俄的工人用自己１９０５年的群众罢工联合和指导了农民的

斗争。自由派用“按合理估价赎买”的办法使农民与地主“调和”的

计划，是一种空洞的、可怜的和背信弃义的花招。

斯托雷平政府想怎样改造农村的旧制度呢？它想加速农民的

彻底破产，保存地主土地，帮助一小撮富裕农民“经营独立农庄”，

尽量夺取更多的村社土地。政府认识到全体农民群众是反对它的，

于是便力求从富裕农民中找到自己的同盟者。

有一次，斯托雷平亲口说过：为了实现政府的“改革”，需要有

“２０年的安定”。他所说的“安定”是指农民俯首听命，不对暴力作

斗争。然而，如果地方官和其他当局不施加暴力，不到处施加暴力，

不对千百万人施加暴力，不对他们刚一露头的主动精神立即进行

镇压，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不能实行的。不要说２０年的“安定”，就

是连３年的“安定”，斯托雷平都没有造成，而且也不可能造

成，——这就是前大臣关于农村火灾一书提醒沙皇奴仆们注意的

一个不愉快的真实情况。

农民要想摆脱政府给他们造成的那种极端穷苦、贫困和死于

饥饿的状况，除了和无产阶级一起进行群众斗争来推翻沙皇政权

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来进行这

种斗争，建立、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的组织，——这就是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的当前任务。

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３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工人报》第２号 第２０卷第７６—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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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

（悼文）

（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３１日〕）

我们生活在可诅咒的条件下，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个

杰出的党的工作者、党的骄傲，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忘我地献给了工

人事业的同志，忽然下落不明。连妻子和母亲这些最亲近的人，以

及最亲密的同志几年来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他是在苦役营中受折

磨呢，还是已经死在狱中，或者是在同敌人搏斗时英勇牺牲了。被

连年坎普夫枪杀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的噩

耗，我们只是最近才知道的。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名字不只使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感到亲

切和珍贵。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热爱他和尊敬他，热爱和尊敬他的毅

力、不说空话的作风、极其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对事业的赤胆忠心。

１８９５年，当他还是彼得堡的一个工人时，就和其他一些有觉悟的

同志一起，在涅瓦关卡外谢米扬尼科夫工厂、亚历山德罗夫工厂、

玻璃工厂的工人中间积极地进行工作，组织小组，筹建图书馆，并

且自己总是在勤奋学习。

他全神贯注的是如何开展工作。他积极参加编写１８９４年秋天

在圣彼得堡出版的第一份鼓动传单，即告谢米扬尼科夫工厂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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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并亲自散发传单。当圣彼得堡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４６

的时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成了协会最积极的成员之一，并且在

协会里一直工作到自己被捕。和他一起在彼得堡工作的老同志即

《火星报》４７的创办者，曾经同他讨论过在国外创办一份为统一和

巩固社会民主党的事业服务的政治报纸这种设想，他对此给予了

最热烈的支持。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被捕以前，《火星报》从来没

有感觉到纯粹工人通讯稿稿源不足。翻阅一下《火星报》的最初２０

号，所有那些寄自舒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奥列霍沃－祖

耶沃和俄国中部其他地区的通讯，几乎全都经过致力于建立《火星

报》同工人之间最密切联系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之手。伊万·瓦

西里耶维奇是《火星报》最热心的通讯员和最热烈的拥护者。巴布

什金从中部地区转移到南方，即转移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他在这

里被捕并被关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监狱里。他和另一个同志一

起锯断了窗栏，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越狱逃跑。他在不懂得任何一

种外语的情况下，辗转到了当时《火星报》编辑部所在地的伦敦。在

那里我们在一起交谈了很多事情，共同讨论了许多问题。但是伊万

·瓦西里耶维奇没有能够参加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监狱和流

放迫使他长期离开了队伍。在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中涌现了大批

新的工作人员、新的党的活动家，但巴布什金这时却与党的生活隔

绝，住在遥远的北方，住在上扬斯克。他并没有虚度光阴，他进行学

习，准备迎接新的斗争，他教育一同流放的工人难友，努力把他们

培养成为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布尔什维克。１９０５年遇上了大

赦，于是巴布什金启程回俄罗斯。但是当时西伯利亚的斗争也如火

如荼，那里也需要象巴布什金这样的人。他参加了伊尔库茨克委员

会，一心一意地投入了工作。他常常在集会上发表演说，进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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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的鼓动并组织起义。当巴布什金和其他５个同志——我

们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把装在单独一节车厢中的大批武

器运往赤塔时，火车遭到连年坎普夫讨伐队的袭击，他们６人全部

未经任何审判就立即被枪杀在一个匆忙挖成的大墓坑边上４８。他

们死得非常英勇。目击的士兵和同车的铁路员工追述了这６个人

的遇难情况。巴布什金在沙皇爪牙的残暴镇压下牺牲了，但是他临

死时知道，他所献身的事业不会泯灭，几十、几十万、几百万人将继

承这个事业，其他工人同志将为这个事业而献身，他们将继续斗

争，直到取得胜利……

      

有人编造并且散布无稽之谈，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知识分

子的”党，工人同它是隔绝的，俄国工人是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社会

民主党人，说这种情况在革命前特别严重，而在革命期间仍旧相当

严重。自由派散布这种流言蜚语是出于他们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所领导的１９０５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仇恨，而社会党人中有些人由

于无知或轻率也跟着散布这种谬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

什金的经历，这个火星派工人１０年来进行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

就是对自由派的谬论最有力的驳斥。伊·瓦·巴布什金是在革命

前１０年就开始创建工人社会民主党的先进工人之一。没有这样的

先进分子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不倦的、英勇顽强的工作，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别说１０年，就是１０个月也存在不下去。只是因为有这

样的先进分子的活动，只是因为有他们的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到１９０５年才成长为一个在十月和十二月伟大的日子里同无产阶

级融合为一体的党，它后来不仅通过第二届而且通过第三届黑帮

杜马中的工人代表保持了这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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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想把不久前去世的第一届杜马主席谢

·安·穆罗姆采夫说成是人民英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错

过这个机会来表示对沙皇政府的鄙视和憎恨，因为它连穆罗姆采

夫那样温和的不得罪人的官员也加以迫害。穆罗姆采夫只是一个

自由派官员。他甚至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害怕群众的革命斗

争。他指望能给俄国带来自由的不是这种斗争，而是沙皇专制政府

的善良意愿，是同俄国人民的这个最残酷无情的敌人达成的协议。

把这种人看成是俄国革命的人民英雄，那是可笑的。

但这样的人民英雄是有的。这就是象巴布什金那样的人。这

种人在革命前不是一两年，而是整整十年把自己完全献给了工人

阶级的解放斗争。这种人不搞单枪匹马的无益的恐怖活动，而是坚

忍不拔、始终不懈地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活动，帮助提高他们的

觉悟，发展他们的组织，发扬他们的革命主动性。这种人在危机到

来的时候，在革命爆发的时候，在千百万人投入运动的时候，就成

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群众性武装斗争的领导者。从沙皇专制制

度那里赢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由象巴布什金这样的人所领导的

群众斗争夺取来的。

没有这样的人，俄国人民就会永远做奴隶，当奴仆。有了这样

的人，俄国人民就能摆脱一切剥削而得到彻底的解放。

１９０５年十二月起义已经五周年了。在纪念起义五周年的时

候，我们怀念那些在对敌斗争中牺牲了的先进工人。我们请工人同

志们搜集关于当时的斗争的回忆和关于巴布什金以及其他在

１９０５年起义中牺牲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补充材料，并寄给我们。

我们准备出版一本记述这些工人生平事迹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

对于一切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信心不足和贬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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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人都将是最好的回答。这本小册子对于青年工人将是最好

的读物，他们从这本小册子里可以学习到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应当

怎样生活，怎样行动。

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３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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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
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１９１１年１月５日〕）

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

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

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

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

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

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

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

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

正是现在，在那些关心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的人们中间，

往往有一些人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然而谁都知道，

俄国近年来发生的急剧变化异常迅速、异常剧烈地改变了形势，改

变了迫切地、直接地决定着行动条件，因而也决定着行动任务的社

会政治形势。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总的基本的任务，只要各阶级间

的根本的对比关系没有改变，这样的任务是不会随着历史出现转

折而改变的。非常明显，俄国经济（不仅是经济）演进的总趋势，也

象俄国社会各个阶级间的根本的对比关系一样，近几年，比如说近

六年来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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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一时期，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

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

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为了说明这个意思，我们且看看近六年来具体的社会政治形

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马上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个时期划分

为两个三年，前三年大约在１９０７年夏季结束，后三年大约在１９１０

年夏季结束。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前三年的特征是俄国国家制度

的基本特点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的进展很不平衡，向

两边摆动的幅度很大。“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就

是俄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在各个不同舞台上的活动（杜马内外的活

动、出版、结社、集会等等），这些活动的形式之公开，力量之雄厚，

规模之巨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反之，后三年的特征（我们再说一遍，这里也是只从纯理论的

“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则是演进十分缓慢，几乎等于停滞不动。在

国家制度方面没有发生任何比较显著的变化。前一时期各个阶级

展开各种公开的和多方面的活动的“舞台”，现在大多数都完全没

有或者几乎完全没有这种活动了。

这两个时期的相同之处在于：俄国的演进在前后两个时期都

仍旧是先前的、资本主义的演进。这种经济演进同现存的许多中世

纪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这个矛盾还是同从前一样，

并没有因为某种局部的资产阶级的内容渗入这些或那些个别制度

而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了。

这两个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一时期摆在历史活动的舞台

最前面的问题，是上述那些迅速的、不平衡的变化究竟会引起什么

结果。由于俄国的演进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些变化的内容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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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采取某种温

和的自由主义立场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

级地位而害怕剧烈的变化，力求在土地制度和政治的“上层建筑”

方面保存大量旧制度的残余。农村小资产阶级是同“自食其力”的

农民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它不能不力求实现另一种资产阶级的改

革，给一切中世纪的旧东西保留的余地要少得多。雇佣工人既然自

觉地对待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就不能不对这两种不同趋向的

冲突采取明确的态度，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趋向虽然都仍没有超出

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但是它们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形式及

其发展速度和进步影响所波及的广度是完全不同的。

可见在过去的三年，通常称作策略问题的那些问题被提到马

克思主义的首要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形形色色的路标

派分子认为，由这些问题所引起的争论和分歧，似乎是“知识分子

的”争论，是“争取对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斗争”，是“知识

分子适应无产阶级”的表现，没有再比这种意见更其错误的了。恰

恰相反，正因为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它才不能对俄国整个资产阶级

发展中的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个阶级的

思想家才不能不提出适应（直接地或间接地适应，正面地或反面地

反映）这两种不同趋向的理论公式。

在后三年，俄国资产阶级发展中的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没有

成为迫切问题，因为这两种趋向都被“死硬派”压下去了，被推到了

后面，被逼了回去，被暂时湮没了。中世纪的死硬派不仅挤满了舞

台的最前面，而且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广大阶层的内心充满了路

标派的情绪，充满了沮丧心情和脱离革命的思想。这时呈现出来的

不是改革旧制度的两种方式的冲突，而是对任何改革的丧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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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从”和“悔罪”的心情、对反社会学说的迷恋、神秘主义的风行等

等。

这种异常剧烈的变化，既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单是“外界”压

力的结果。前一个时期使那些几辈子、几世纪以来一直不关心政治

问题、不过问政治问题的居民阶层受到了极其剧烈的震动，这就自

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新估计一切价值”，重新研究各种

基本问题，重新注意理论，注意基本常识和初步知识的趋向。千百

万人骤然从长梦中觉醒过来，一下子碰到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他

们不能在这个高度长久地坚持下去，他们不能不停顿一下，不能不

回头去研究基本问题，不能不作一番新的准备工作，这有助于“消

化”那些极其深刻的教训，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

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前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在国内

生活的各方面实现直接改革，后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总结经验，使

更广大的阶层掌握这种经验，使这种经验深入到所谓底层，深入到

各阶级的落后群众中去。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

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

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

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

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

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在规定自己的任务时不能离开马克思

主义的那些阶级的最广大阶层，在前一时期极片面地、极反常地领

会了马克思主义，死记硬背了某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

而并不理解这些答案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在社会生活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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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结果就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和最

一般的哲学基本原理的“修正”。带着各种唯心主义色彩的资产阶

级哲学的影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上。

重复那些背得烂熟、但并不理解、也没有经过思考的“口号”，结果

就使得空谈盛行，这种空谈实际上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

阶级思潮：如露骨的或者羞羞答答的“召回主义”，又如把召回主义

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合理的色彩”。

另一方面，遍及资产阶级最广大阶层的路标主义精神和脱离

革命的思想，也渗透到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纳入“温和

谨慎”的轨道的那个思潮中去了。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所剩下的已经

只是用来掩盖浸透了自由主义精神的关于“等级制度”和“领导权”

等等议论的词句了。

本文的目的当然不是研究这些议论。仅仅指出这些议论，就足

以说明前面讲到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经受的危机的深重，以及这种

危机同现在整个社会经济形势的联系。对这种危机所引起的问题

避而不谈是不行的。企图用空谈来回避这些问题，是最有害的、最

无原则的。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

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

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

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

前三年唤起了广大阶层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这些阶层往往

是现在才第一次开始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情况，资产阶

级的刊物炮制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荒谬言论，而且散布得也更加广

泛。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瓦解是特别危险的。因此，

８８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弄明白目前必然发生这种瓦解的原因，并且团结起来同这种瓦解

进行彻底的斗争，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

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明星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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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留”的英雄们

（１９１０年１２月）

我们刚刚收到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所编的《我们的曙

光》杂志４９第１０期，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是一个惊人的轻率

的典型，确切些说，是惊人的毫无原则的典型，对于这一点，我们必

须立刻来谈一谈，哪怕是简单地谈谈也好。

这期刊登了波特列索夫队伍里的新战士弗·巴扎罗夫的一篇

文章。编辑部不同意这篇文章的“个别论点”，当然，并没有指出是

哪些论点，因为这样来掩饰混乱要方便得多！至于我们，倒很难指

出这篇文章中有哪些论点会使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稍微有一点尊重

的人不感到愤怒。弗·巴扎罗夫写道：“我们的知识分子萎靡不振，

精神沮丧，已经变成一堆不成形的思想和道德的烂泥，并且已经濒

于精神堕落的最后边缘，他们一致认为托尔斯泰——整个托尔斯

泰——是他们的良心。”这是胡说，这是空话。我们所有的知识分

子，尤其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的知识分子，看起来很象是一些“精

神沮丧”的人，但是，他们在评价托尔斯泰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而

且也不可能表现出任何“一致”，他们从来没有正确地评价过而且

也不可能正确地评价整个托尔斯泰。他们说的那些非常伪善的、十

足的《新时报》腔调的关于“良心”的空话，正是为了用来掩盖这种

不一致。巴扎罗夫不是在同“烂泥”作斗争，而是在鼓励烂泥。

巴扎罗夫“想提醒大家注意对待托尔斯泰的某些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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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这是所有的俄国知识分子的罪过，特别是我们，各种派别的

激进分子的罪过”。这里只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巴扎罗夫、波特列

索夫及其同伙确实是“各种派别的激进分子”，他们是这样依赖着

整个的“烂泥”，以至在人们对托尔斯泰世界观的根本的不彻底性

和弱点采取不可原谅的缄默态度的时候，他们就跟着“所有的人”

跑，喊叫说对托尔斯泰“不公正”。他们不想“用我们中间广泛流行

的、被托尔斯泰称为‘争论得怒火中烧’的麻醉剂”来麻醉自

己，——这些话，这种论调，正是庸人们所需要的，庸人们总是抱着

万分轻蔑的态度避开由于坚决而彻底地捍卫任何原则而引起的争

论。

“托尔斯泰的主要力量在于：他经历过现代有教养的人所特有

的分解的一切阶段，而找到了综合……”这是胡说。托尔斯泰无论

在自己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方面，还是在自己的社会政治学说方面，

都恰恰没有找到，确切些说，不能够找到综合。“托尔斯泰第一个

〈！〉把纯粹人的（黑体都是巴扎罗夫自己用的〉宗教客观化了，也就

是说，他不仅为自己而且为别人创造了这种宗教，关于这种宗教，

孔德、费尔巴哈和其他现代文化的代表者过去只能从主观上〈！〉去

幻想”等等，等等。

这样的话，比普通的庸人论调还要坏。这是用虚幻的花朵来装

饰“烂泥”，这只能用来骗人。半个多世纪以前，费尔巴哈由于不能

从他那在许多方面代表德国古典哲学“最新成就”的世界观里“找

到综合”而纠缠在“主观的幻想”里，对这些幻想的消极作用，真正

进步的“现代文化的代表者”早就作出了评价。现在宣称托尔斯泰

“第一个把”这些“主观的幻想”“客观化了”，这就是加入开倒车的

人们的阵营，这就是迎合庸人的论调，这就是附和路标派的主张。

１９“有保留”的英雄们



“不言而喻，托尔斯泰所创始的运动〈！？〉，如果真正应当起伟大的世界历

史性的作用，就必须经历深刻的变化：对宗法制农民生活方式的理想化，对自

然经济的倾心，以及托尔斯泰主义的其他许多空想的特点，这一切在目前都

被推到〈！〉第一位，看起来好象是最主要的东西，其实这恰好是同托尔斯泰

‘宗教’的基础没有必要联系的主观因素。”

总之，托尔斯泰“把”费尔巴哈的“主观的幻想”“客观化了”，而

托尔斯泰在他的天才的艺术作品里和他的充满矛盾的学说里反映

的那些巴扎罗夫所指出的上个世纪俄国的经济特点，都“恰好是”

他的学说里的“主观因素”。这真是胡说八道。不过也可以说：对于

“萎靡不振”、“精神沮丧”的“知识分子”（如此等等，象上面引证的

那样）来说，没有什么比赞扬托尔斯泰所“客观化了的”费尔巴哈的

“主观的幻想”，比不去使人注意“在目前都被推到第一位”的那些

具体的历史经济政治问题，更舒服、更称心、更惬意、更能纵容他们

消沉颓废的了！

显而易见，巴扎罗夫特别不喜欢对邪恶不抵抗学说所引起的

“来自激进知识分子方面”的“尖锐的批评”。对于巴扎罗夫，“显然，

这里谈不到消极思想和寂静主义”。巴扎罗夫为了说明自己的思

想，引用“傻子伊万”这个著名的故事５０，他要读者“想象一下：派兵

去打傻子们的不是蟑螂国的国王，而是他们自己的变得聪明起来

的统治者伊万。伊万想利用这些正是从傻子中间招募来的、因而在

气质方面同他们近似的士兵，去强迫他的臣民执行一些不公正的

要求。十分明显，这些几乎手无寸铁、又不懂得作战队列的傻子，休

想在体力上战胜伊万的军队。即使傻子们拼命地‘用暴力抵抗’，他

们也不能靠体力，而只能用精神的影响，即只能用所谓使伊万军队

的士兵‘士气沮丧’这一点去战胜伊万……”“傻子们用暴力抵抗

所造成的结果和不用暴力抵抗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不过只是

２９ “有保留”的英雄们



更坏，并且会有更大的牺牲）……”“不用暴力抵抗邪恶，或者，更

概括地说，使手段与目的和谐〈！！〉，这决不是超社会的道德说教者

所特有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任何完整的世界观的必要组成部分。”

这就是波特列索夫队伍里的新战士的高论。我们在这里不可

能分析他的议论，看来，这回只要把他的议论的主要内容简单地重

复一下，再补充说一句这是地道的路标派论调，也就够了。

下面是以耳朵不会高过额头为题材的颂歌的尾声中的一段

话：“用不着把我们的软弱说成有力，说成胜过托尔斯泰的‘寂静主

义’和‘狭隘的理智’〈胜不胜过议论的不连贯性呢？〉。这种话之所

以不该说，不仅因为它违反真理，而且因为它妨碍我们向当代最伟

大的人物学习。”

对的。对的。先生们，如果伊兹哥耶夫之流给你们喝采，给你

们捧场，并且跟你们亲吻，你们用不着生气，用不着报以可笑的逞

勇和谩骂（象波特列索夫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８—９期合刊

里那样）。无论波特列索夫队伍里的老战士或新战士，都洗不掉这

些亲吻的痕迹。

这个队伍的总参谋部给巴扎罗夫的文章加上了一个“外交式

的”保留条款。可是未加任何保留条款发表出来的涅韦多姆斯基先

生的社论也好不了多少。这位现代知识分子的雄辩家写道：“吸收

了并且完整地体现了俄国奴隶制灭亡的伟大时代的基本渴望和憧

憬，列夫·托尔斯泰也就成了全人类的思想原则——良心的原则

——的最纯粹、最完整的化身。”

咚咚咚……吸收了并且完整地体现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政论所

特有的基本的唱高调作风，米·涅韦多姆斯基也就成了全人类的

思想原则——说空话的原则——的最纯粹、最完整的化身。

３９“有保留”的英雄们



下面还有最后一段奇谈：

“所有这些欧洲的托尔斯泰崇拜者，所有这些各种名称的阿纳托尔·法

朗士，以及不久以前以大多数票反对废除死刑而现在却为这个伟大的、完整

的人物起立默哀的国会议员们，这整个采取中间立场的、不彻底的、有保留的

王国——在他们面前站着这个托尔斯泰，这个唯一的原则的活的化身，他的

那个完全、纯粹由金属铸成的身躯是多么庄严，多么雄伟。”

嘿！说得多漂亮——可是，这都是胡说。托尔斯泰的身躯不是

完全由，不是纯粹由，也不是由金属铸成的。而且“所有这些”资产

阶级崇拜者恰恰
·
不
·
是因为“完整”，而是因为不完整才为悼念他“起

立默哀”的。

不过涅韦多姆斯基先生无意中漏出了一个好字眼。这个字眼

——有保留——很恰当地评价了《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先生们，就

象上面引用的弗·巴扎罗夫对知识分子特征的分析恰当地评价了

他们一样。在我们面前完完全全是些“有保留”的英雄们。波特列

索夫有保留地说，他不同意马赫主义者，虽然他在替他们辩护。编

辑部有保留地说，他们不同意巴扎罗夫的“个别论点”，虽然谁都明

白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个别论点。波特列索夫有保留地说，伊兹哥耶

夫诽谤了他。马尔托夫有保留地说，他不完全同意波特列索夫和列

维茨基，虽然他在政治上正是为他们忠实地服务。他们都一起有保

留地说，他们不同意切列万宁，虽然他们对他的深入发挥了自己第

一部著作的“精神”的第二部取消主义著作更加赞赏。切列万宁有

保留地说，他不同意马斯洛夫。马斯洛夫有保留地说，他不同意考

茨基。

他们大家都同意的只有一点，就是他们不同意普列汉诺夫，说

他诬蔑他们搞取消主义，而且仿佛普列汉诺夫自己也不能解释现

４９ “有保留”的英雄们



在他为什么同他昨天的对手接近起来。

解释有保留的人们所不了解的这种接近，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在我们有了机车的时候，引起我们最大的意见分歧的就是：这个机

车的强度、储煤量等等，是否适应每小时比如说２５俄里或者５０俄

里的速度。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象关于别的令人激动的问题的

争论一样，是很热烈的，而且有时争论得怒火中烧。这场争论——

包括引起争论的每一个问题在内——是大家都看到的，是公开在

大家面前的，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没用什么“有保留”来掩饰。而

且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要收回什么，或是因为“争论得怒火中烧”而

抽泣。但是当机车遭到毁坏，躺在泥潭里的时候，“有保留的”知识

分子围在四周，卑鄙地窃笑，他们说：“没有什么可取消的了”，因为

机车已经没有了。这时候，共同的事业使我们这些昨天的“怒火中

烧的争论者”接近起来了。我们什么也不否认，什么也不忘记，也不

作什么许诺说不会再有意见分歧，而是一起来进行共同的事业。我

们把全部注意力和全部精力用来扶起机车，把它修复，加固和加

强，再把它放到轨道上——至于运行速度以及在这个道岔还是在

那个道岔上转弯，我们到了适当的时候再来争论。在我们困难的时

期，当前的任务是创造一种东西，它要能够反击那些直接或者间接

支持遍地“烂泥”的“有保留的”人们和“精神沮丧的知识分子”。当

前的任务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挖矿石，炼生铁，铸造马

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这一世界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纯钢。

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２月《思想》杂志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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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杜什卡·托洛茨基羞红了脸

（１９１１年１月２日〔１５日〕以后）

犹杜什卡·托洛茨基５１在全会上竭力表白自己是反对取消派

和召回派的。他赌咒发誓，说自己是护党的。他得到了资助。

全会闭幕后，中央委员会削弱了，前进派加强了，他们搞到了

钱。取消派也巩固了，他们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唾骂秘密党，以

取悦于斯托雷平。

犹杜什卡把中央代表赶出了《真理报》，而且在《前进报》５２上

写了一些取消主义的文章。由全会任命的党校委员会５３作出明确

的决定：任何党员讲师都不得到前进派的派别党校去。而犹杜什卡

·托洛茨基却违反这个决定，不但到那里去了，而且还同前进派讨

论了召开代表会议的计划。现在“前进”集团已经用传单公布了这

个计划。

现在这个犹杜什卡又在捶胸大叫，说自己是护党的，要人相信

他决没有向前进派和取消派卑躬屈膝。

犹杜什卡·托洛茨基就是这样羞红了脸。

载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１日《真理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号 第２０卷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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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

（１９１１年１月１３日〔２６日〕）

这是社会革命党５４的代表人物鲁巴诺维奇先生写的关于卡拉

乌洛夫之死一文的副标题，该文刊登在法国社会党的报纸《人道

报》５５上。确实是大有教益的飞黄腾达的一生。

１８８１年３月１日以后，卡拉乌洛夫来到了巴黎：他建议“民意

党”５６的首领委托他恢复组织。《民意导报》杂志
５７
的编辑，即后来成

了叛徒的吉霍米罗夫授予他全权。卡拉乌洛夫同洛帕廷、苏霍姆林

等人回到了俄国。１８８４年，卡拉乌洛夫在基辅被捕，被判处４年苦

役，而他的同伙却被判处死刑或终身苦役。

这种“奇怪的宽大处理”——按鲁巴诺维奇先生的说法——原

因何在呢？鲁巴诺维奇先生告诉我们：据说军事法庭庭长因卡拉乌

洛夫长得和他的惨死的儿子相象而大为惊讶。鲁巴诺维奇先生又

补充说：“这种奇怪的宽大处理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但是他没有说

明这些其他原因是什么① 洗笏龄秩菊。

然而，卡拉乌洛夫最近的“飞黄腾达”，并未引起任何怀疑。

１９０５年，他公开反对革命者，因此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选举时

选民们没有选他。卡拉乌洛夫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这样说过（据

《交易所新闻》５８报道）：“如果在我面前有两个阵营：一个是政府的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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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另一个是高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臭名远扬的口号的革命者，

那我将毫不犹豫地同前者一起反对后者。”怪不得维特为恢复这样

一个人物的权利而奔走。怪不得卡拉乌洛夫在第三届杜马中成了

满嘴都是伪善词句的最卑鄙的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中的一员大

将。

奇怪的是，居然有一些自认为同情民主派的人，现在在卡拉乌

洛夫去世的时候，竟把他当作一位“民主派”，一位“战士”等等来纪

念。

奇怪的是，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人物鲁巴诺维奇先生居然会在

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上写出这样的活：“这位投奔温和派阵营的过

去的社会革命党人，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拨动了最动

听的琴弦”（这是指在一次杜马会议上，当右派称卡拉乌洛夫是一

个苦役犯的时候，他回答说，这正是他引为骄傲的地方）。

由于一句装腔作势的空话而“原谅”叛徒的飞黄腾达的一生，

这是合乎社会革命党人的精神的。在各个革命政党和各个国家里，

总有叛徒，而在这些叛徒中，总有一些装腔作势的能手。但是，革命

者、“革命”政党的代表人物居然公开宣称：这个叛徒“有很多地方

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喊的一句话很机智，——这倒是少有的事。

除非在所谓的“革命”政党内有大量的拿炸弹的自由派。除非这些

不再拿炸弹的自由派能够安然呆在根本不关心坚持革命原则、革

命传统、革命荣誉和义务的“革命”政党内。

从“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中可以吸取另一个更深

刻的教训。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教训，这个实例说明，现在在俄国只

有革命的阶级才能成为哪怕多少是真正革命的政党的支柱。现在

离开民主派和离开革命向后倒退的，不是卡拉乌洛夫一个人，而是

８９ 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



大批不久前还是民主派甚至是革命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

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因

为俄国资产阶级根据经验已经看出，君主派“阵营”和革命阵营互

相交锋的时刻即将到来，——根据经验已经看出，它这个资产阶级

这时应当作出什么样的抉择。

谁要是想从俄国革命的伟大教训学到东西，谁就应当了解，只

有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有把这个阶级组织起来，只有把无

产阶级政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清洗出去，清除他们特有的

无原则性、动摇性和软弱性，才能而且一定能重新引导人民去战胜

罗曼诺夫王朝。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月１３日（２６日）《社会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民主党人报》第１９—２０号合刊 第２０卷第９７—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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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２日〔２月４日〕）

列·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他的天才艺术作品和他的学说中

非常突出地反映出来的时代，是１８６１年以后到１９０５年以前这个

时代。诚然，托尔斯泰文学活动开始得要比这个时期早，其结束则

要比这个时期晚，但是列·托尔斯泰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正是在

这个时期完全成熟的。这个时期的过渡性质，产生了托尔斯泰作品

和“托尔斯泰主义”的一切特点。

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托尔斯泰借康·列文之口非常

清楚地道出了这半个世纪俄国历史所发生的转变。

“……关于收成、雇用工人等等的谈话，列文知道，这种谈话通常都被认

为是很庸俗的……现在在列文看来有些却是重要的话题了。‘也许这在农奴

制度下并不重要，或者在英国也不重要。在这两种场合，条件本身是确定了

的；可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这

些条件将怎样形成的问题，倒是俄国唯一重要的问题了。’——列文想道。”

（《托尔斯泰全集》第１０卷第１３７页）

“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

成”，——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能恰当地说明１８６１—１９０５年这个

时期特征的了。那“颠倒过来”的东西，是每个俄国人都非常了解

的，至少也是很熟悉的。这就是农奴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

“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形成”的东西，却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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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悉的，陌生的，不了解的。托尔斯泰模模糊糊地看到的这个“刚

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制度是一个象英国那样的吓人的怪物。的

确是一个吓人的怪物，因为关于这个“英国”的社会制度的基本特

点，这种制度同资本的统治、同金钱的作用、同交换的出现和发展

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托尔斯泰是根本不想弄明白的。他象民粹派

一样，闭起眼睛，根本不愿意看到，甚至拒绝去想在俄国“开始形

成”的东西正是资产阶级制度。

确实，从俄国整个社会政治活动的迫切任务来看，这个在

“英”、德、美、法等国采取了极不相同的形式的制度，即资产阶级制

度“将怎样形成”的问题，对于１８６１—１９０５年这个时期（甚至现代）

来说，即使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那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

这样明确地、具体地、历史地提出问题，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却是一

件完全陌生的事情。他总是抽象地发议论，他只承认“永恒的”道德

原则和永恒的宗教真理的观点，而没有认识到这种观点仅仅是旧

的（“颠倒过来的”）制度，即农奴制度、东方各民族的生活制度在思

想上的反映。

在《卢塞恩》（写于１８５７年）中，列·托尔斯泰宣称：把“文明”

认作幸福，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知识”，它会“消灭人类天性中那种

本能的最幸福的原始的对于善的需要”。托尔斯泰感叹地说：“我们

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毫无罪过的指导者，那就是深入我们内心的

世界精神。”（《托尔斯泰全集》第２卷第１２５页）

在《当代的奴隶制》（写于１９００年）中，托尔斯泰更热心地重复

着这种对世界精神的呼吁，称政治经济学是“假科学”，因为它把

“处在最特殊的状况下的小小的英国”当作了“典型”，而没有把“全

世界的人们在整个历史时期中的状况”当作典型。这个“全世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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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子，《进步和教育的定义》一文（写于１８６２年）给我们作了揭

示。托尔斯泰引证“整个的所谓东方”（第４卷第１６２页）来反驳那

种说进步是“人类一般规律”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托尔斯泰说道：

“人类前进的一般规律是没有的，静止不动的东方各民族向我们证

明了这一点。”

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方制度的即亚

洲式制度的思想体系。因此也就有禁欲主义，也就有不用暴力抵抗

邪恶的思想，也就有深沉的悲观主义调子，也就有“一切都是虚无，

一切东西都是物质上的虚无”（《论生活的意义》，第５２页）的信念，

也就有对“精神”、对“万物本源”的信仰，而人对于这个本源不过是

一个“被派来进行拯救自己灵魂的事业的”“工作者”等等。托尔斯

泰在《克莱采奏鸣曲》里以及在１８６２年写的一篇文章里，也是笃信

这种思想体系的。他在《克莱采奏鸣曲》里说：“妇女的解放不在学

校里，不在议会里，而在卧室里。”他在１８６２年写的那篇文章里说：

大学不过是培养了一些“易怒的病态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是“人

民完全不需要的”，他们“无目的地脱离了以前的环境”，“在生活中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等等（第４卷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是这样一个时代必然

要出现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时代，整个旧制度已经“颠倒过来”，而

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他们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

接受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他们看不出也不可能

看出“开始形成”的新制度是什么样子，是哪些社会力量在“形成”

这种新制度以及怎样“形成”这种新制度，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

“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

１８６２—１９０４年这一时期，俄国正处于这样的变革时代，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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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东西无可挽回地在大家眼前崩溃了，新的东西则刚刚开始形

成，而且形成这些新东西的社会力量，直到１９０５年才第一次在辽

阔的全国范围内、在各种场合的群众性的公开活动中真正表现出

来。继俄国１９０５年的事变之后，正是在东方，在托尔斯泰于１８６２

年所引证的那个“静止不动的”东方，有许多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

事变。１９０５年是“东方的”静止不动状态结束的开端。正因为如此，

所以这一年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历史终点，是那个可能和本该产生

托尔斯泰学说的整个时代的终点，而托尔斯泰学说不是什么个人

的东西，不是什么反复无常和标新立异的东西，而是由千百万人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所处的一种生活条件产生的思想体系。

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是空想的学说，就其内容来说是反动的

（这里是就反动一词的最正确最深刻的含义来说的）。但是决不应

该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学说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学说里没有可

以为启发先进阶级觉悟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在一切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

家里，有一种社会主义，它代表着将代替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思

想体系，也有另一种社会主义，它是同那些被资产阶级所代替的阶

级的思想体系相适应的。例如，封建社会主义就是后一种社会主

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早在６０多年以前，马克思在评价其他各

种社会主义的时候就评价过了①洗笏龄秩菊。

其次，列·托尔斯泰的空想学说正象许多空想学说体系一样，

是具有批判成分的。但是不要忘记马克思的深刻的见解：空想社会

３０１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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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批判成分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① 洗笏龄秩

菊。正在“形成”新俄国和消除现代社会灾难的那些社会力量的活

动愈发展，它们的活动愈具有确定的性质，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就

会愈迅速地“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

在２５年以前，尽管托尔斯泰主义具有反动的和空想的特点，

但是托尔斯泰学说的批判成分有时实际上还能给某些居民阶层带

来好处。比如说，在最近１０年中，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了，因为从

上世纪８０年代到上世纪末，历史的发展已经前进了不少。而在我

们今天，当上述许多事变已经结束了“东方的”静止不动的状态以

后，在我们今天，当“路标派”的自觉的反动思想，即在狭隘的阶级

意义和自私自利的阶级意义上的反动思想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中间

得到这样广泛传播的时候，当这些思想甚至传染了一部分所谓马

克思主义者并造成了“取消主义”思潮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这样的

时候，任何想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理想化，想袒护或冲淡他的“不抵

抗主义”、他的向“精神”的呼吁、他的“道德上的自我修身”的号召、

他的关于“良心”和博“爱”的教义、他的禁欲主义和寂静主义的说

教等等的企图，都会造成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危害。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２日《明星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６号 第２０卷第１００—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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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中 央 委 员 会

（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２日〔２月４日〕以后）

对我们的申请，流传着（取消派－呼声派也在故意散布）一些

谣言。我们认为有责任针对这些谣言简单地谈谈事情的实质和我

们的看法。

从形式上看，情况是这样的：在１９１０年１月全会上，布尔什维

克派和党签订了协定。根据协定，
·
如
·
果其他派别解散，我们布尔什

维克派也保证解散。但是这个条件没有实现。于是我们就重新有

了同“调和派”领袖托洛茨基所鼓励的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

斗争的自由。对我们来说，款项的问题倒是次要的，虽然，我们肯定

不准备把我们这派的款项交给取消派＋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

的联盟，也决不放弃自己向国际社会民主党揭露这个联盟，揭露它

的财政“基础”（即托洛茨基和呼声派加以保护而不让揭露的臭名

远扬的前进派“基金”）等等的权利。① 洗笏龄秩菊

实质上，我们对促使党瓦解的行动概不负责，因为党的瓦解是

“调和主义的”（即纵容呼声派－自由派和前进派－无政府主义者

的）政策促成的。还在中央机关报第１２号出版以前，我们就正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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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出席全会的６人受权代表布尔什维克派。６名代表当中，我们现在有４
名：３名在巴黎，１名是梅什科夫斯基的（书面）委托人。如果梅什科夫斯基突
然想要收回委托书，那么我们就要征询在伦敦当选的其他布尔什维克中央委
员和候补委员５９的意见，也要征询在工作中有威望的布尔什维克的意见。



和公开地向党发出警告，在《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这个单页

中指出了反党阴谋①洗笏龄秩菊。

如果有人觉得这些话言过其实，那么种种事实已经充分地、确

凿地证明我们是对的。取消派－自由派从党外得到了加强，建立了

同社会民主党完全敌对的派别（《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

《生活事业》杂志６０），这个派别正准备破坏党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

的工作。呼声派从中央机关内部破坏和阻挠工作，从而帮助了波特

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来瓦解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这个唯

一的常设的实际机构之所以落到取消派手里，部分原因是崩得和

拉脱维亚人的软弱无能，部分原因是这些民族组织中的取消派分

子直接帮助了呼声派。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不仅没有做过一点事情

来联合国外的护党派，不仅没有做过一点事情来帮助反对呼声派

和前进派的斗争，反而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党“基金”和自由派的

各种勾当打掩护。

前进派由于托洛茨基和《呼声报》的“调和主义的”支持而形成

了一个有交通联络、代办机构的派别，并且从１９１０年１月全会以

后加强了好多倍。

在全会上已经非常明显地露出苗头的东西（例如托洛茨基＋

呼声派对无政府主义党校的袒护）充分发展起来了。自由派和无政

府主义者的联盟在调和派的帮助下，无耻地从外部破坏残存的党，

并从内部促使它瓦解。玩弄“邀请”呼声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参加中

央机构的把戏，是要彻底削弱本来已经削弱了的护党派。

我们对这种把戏概不负责，我们将不管它而执行我们接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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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汉诺夫派并同上述联盟进行无情斗争的护党路线。不言而喻，如

果中央委员会能在俄国国内召开全会，在俄国国内恢复中央机构，

在国外建立一个党的组织基地（来代替取消派操纵的中央委员会

国外局），并且开始反对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那么，我们一定会

千方百计支持中央的一切步骤。

最后就“调和派”用以吓唬人的分裂问题谈两句。现在事实上

已经完全分裂了，因为波特列索夫派和前进派完全分离出去了，并

且任何人也不会使他们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如果中央委员会坚决

谴责他们这些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法律上就不会分裂，因为他

们不能为自己的路线辩护。如果中央机构不再玩弄“邀请”波特列

索夫的奴才自由派（呼声派）和前进派的把戏，那么法律上就不会

分裂，并且工人最终会把前进派和波特列索夫派统统抛弃。其他政

策只能鼓励波特列索夫派和前进派，而使分裂延续下去。至于我们

这些布尔什维克派的全权代表（其领导作用受到了１９１０年一月全

会的承认），则完全不能奉行这种“其他”政策。

在全会上同中央委员会签订了协定、

也有全权（并受梅什科夫斯基委托）

废除这个协定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５卷 第２０卷第１０５—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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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
６１

（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２日〔２月４日〕以后）

《明星报》６２第４号的报刊评论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现

在很关心取消派以及与之有关的对领导权问题的评价；关于这个

重要问题的争论要取得成效，就应当是原则性的争论，“而不应当

是《我们的曙光》杂志所进行的那种针对个人的恶意的争论”。

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而对这份杂志发出的似乎只谈人，而不

谈事才是可以理解的那种奇谈怪论（《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１１—１２

期合刊第４７页）根本不予理睬。我现在直接来谈谈一年来的《我们

的曙光》杂志（这正好纪念该杂志创刊一周年），力求弄清它谈的是

些什么事。

《我们的曙光》杂志创刊号是１９１０年１月出版的。波特列索夫

先生在２月的第２期上就宣布：无论是马赫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

者的争论，还是取消派问题，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波特列索夫

先生写道：“因为在１９０９年，当取消派所要取消的东西已经用不着

取消，而且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请

问读者，这取消派怎能不是病态的想象中的幻影，而是真正的现实

呢？”（第６１页）

波特列索夫先生这种想回避问题的企图并未得逞，反而极有

力地、出人意料地、以赫罗斯特拉特６３的勇敢精神证实了他要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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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是正确的。正是在１９１０年１月和２月间，波特列索夫先生

不会不知道，他的对手是不会同意他对实际情况的估计的。就是

说，企图用所谓“没有”、“真要没有那也只好没有”来支吾搪塞，是

不行的。问题并不在于１ １０、
１
２０、
１
１００或随便一个分数实际上等不

等于零。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流派认为这个分数是不需要的。问

题在于，对分数值、分数比以及分数的增大等等的看法有没有原则

性的分歧。波特列索夫先生说“没有”、“零”、“零还是零”，等等，实

质上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这样，他就完全反映了他所否认的取消

主义流派。在他的奇谈怪论中有的只是极端的“恶意”（按《明星

报》第４号报刊评论的中肯说法），缺乏的只是坦率和政论家的明

确态度。但是正因为问题不是涉及个人，而是涉及流派，莫斯科才

来帮助彼得堡。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０日莫斯科的《复兴》杂志第５期在

满怀同情地引用波特列索夫先生的话时写道：“没有什么可取消

的，并且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幻想恢复这个等级制度的旧的……形

式，简直是有害的反动的空想。”（第５１页）

问题恰恰不在于旧的形式，而在于旧的实质，这是非常明显

的。“取消”的问题同“恢复”的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

非常明显的。《复兴》杂志比波特列索夫先生稍稍前进了一步，稍微

明确、坦率、诚实地表达了同一思想。这里谈的不是个人，而是流

派。个人的特点可以是不坦率，支吾搪塞，而流派却要通过各种场

合、形式和方式把自己表现出来。

举个例子来说，巴扎罗夫先生有一个时期曾是布尔什维克，他

现在也许还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如今，什么样的怪事都有。

可是，他在４月那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却那样成功地、那样幸

运地（对波特列索夫来说）反驳了波特列索夫先生，说“臭名远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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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权问题”完全是“最大的最微不足道的误会之一”（第８７页）。

请注意：巴扎罗夫先生说这个问题是“臭名远扬的”，就是说，早在

１９１０年４月，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我们指

出这个事实，是因为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巴扎罗夫先生说，在城乡

小资产阶级“满怀反对政治特权的激进情绪，”等等，“但又充满激

烈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情况下，“是谈不上领导权问题的”（第８８

页）。我们要指出，巴扎罗夫先生的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完全不懂领

导权思想，是否认领导权思想。“领导者”的事情正是要反对“民族

主义”，正是要从中清除巴扎罗夫所假设的那种“情绪”。这件事的

成效不能用今天立即获得的直接成果来衡量。常有这样的情况：反

击民族主义、反击泥潭精神、反击取消主义（顺便提一下，取消主义

象有时吸引了一部分工人的民族主义一样，也是资产阶级对无产

阶级的影响的一种表现）的成果，往往只有经过几年，有时要经过

许多年，才能看出来。也常有这样的情况：一点火星阴燃了几年，而

小资产阶级却认为、声称、宣布这点火星已不存在，已经熄灭，已经

消失，等等，事实上这点火星还在燃烧，还在反击颓丧精神和脱离

革命的思想，它经过很长时期以后还会显现出来。机会主义总是只

会抓住瞬间，抓住当前，抓住今天，而不善于了解“昨天”和“明天”

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则要求明确地认识到这种联系，不是口头

上，而是实际上认识到这种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就同取消主义

流派，尤其同否认领导权的思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继彼得堡之后是莫斯科。继孟什维克波特列索夫先生之后是

过去的布尔什维克巴扎罗夫先生。继巴扎罗夫之后是比波特列索

夫先生坦率、诚实的对手弗·列维茨基先生。弗·列维茨基先生在

７月那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写道：“如果说过去的形式〈团结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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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工人的形式〉是全国争取政治自由斗争中的领导者，那么将来的

形式就是参加自己的历史运动的群众的阶级的〈黑体是列维茨基

先生用的〉政党。”（第１０３页）

单是这句话，就把列维茨基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和巴扎罗夫

之流先生们以及整个《复兴》杂志、整个《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整个

《生活事业》杂志的全部作品的精神活龙活现地反映出来，集中起

来，刻画出来了。对上面引证的弗·列维茨基的这句话，可以再引

用几百句来加以补充、代替、发挥和阐明。这句话也和伯恩施坦名

言“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６４，或者和普罗柯波维奇

的话（１８９９年的《信条》）“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

争”６５一样，是句“经典性的”警句。

列维茨基先生把领导权同阶级政党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

错误的。仅仅这个对立就足以说明，《我们的曙光》杂志实际上所信

奉的那个政党，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

在全世界，只有自由派的理论家（只要回想一下桑巴特和布伦坦诺

就行了）象列维茨基“理解”的那样来理解工人的阶级政党。从马克

思主义观点看来，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

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

但是，列维茨基先生虽然不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忠实于

《我们的曙光》杂志，即取消主义流派。关于这一流派的实质，他说

出了一个神圣的真理。过去（在这一流派的拥护者看来）是有“领导

权”的，将来不会有，也不应该有。那么现在呢？现在有一个不定形

的混合体，它是由《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和《生活事业》杂

志的一群作者和读者之友组成的，现在，即１９１１年夏，它恰恰在宣

扬从过去的领导权过渡到将来的布伦坦诺式的阶级的政党（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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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是司徒卢威式的或伊兹哥耶夫式的阶级的政党）
６６
的必要性、

必然性、有益性和规律性。至于说这种不定形是取消派的一个原

则，早在１９０８年即《我们的曙光》杂志创刊前一年，它的对手就公

开指出了。既然马耶夫斯基先生在１９１０年１２月就问过什么是取

消派，那就请他去看一下恰好在两年以前就已正式作出的答复

吧。６７在这个答复中，他可以看到对《我们的曙光》杂志（它是在这

个答复作出一年以后出版的）所作的极其准确、极其全面的评价。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问题涉及的都不是个

人，而是流派。这个流派在１９０７年开始形成（只要读一下切列万宁

先生论１９０７年春季事件的那本小册子的最后一部分就可以知

道６８），１９０８年崭露头角，１９０８年底它的对手就对它作出了评价，

１９１０年它创办了自己的公开的机关报并建立了各种机构。

说过去有领导权，而将来应该是“阶级的政党”，这就清楚地表

明了取消派和放弃领导权之间的联系，表明了取消派和马克思主

义的决裂。马克思主义认为，既然过去有“领导权”，那就可见，从各

种职业、行业、行会的总和中已经生长出阶级，因为正是认识到领

导权思想，正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这种思想体现到实际生活中去，

才把各种行会的总和变成阶级。既然发展成为“阶级”，那么不管任

何外部条件，任何压力，任何化整数为分数的做法，也不管路标派

分子如何欣喜若狂，机会主义者如何无动于衷，都不能扼杀这棵幼

苗。即使从表面上“看”不到它（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没有看到或

者装作没有看到，是因为他们不愿看到），但它还存在，还活着，它

现在还保存着“过去”，并把这“过去”带到将来。既然过去有领导

权，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就与形形色色的脱离革命的人相反，现在和

将来都必须坚持领导权思想；这种思想任务完全适应目前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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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这些物质条件把行会建立成阶级，并且正在继续建立、扩大

和巩固这个阶级，正在加强这个阶级对一切“资产阶级影响的表

现”的反击。

《我们的曙光》杂志在整整一年期间，恰恰集中了资产阶级对

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取消主义不仅作为愿意支持资产阶级的人

们中间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它还是几个阶级共同的滚滚“逆”流中

的一个支流。这个逆流是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整整三年期间所特有的，

也许还是今后几年所特有的。在这篇文章中，我只引用了《我们的

曙光》杂志第２—７期的一些话来评论这个支流。在以后几篇文章

中，我打算探讨一下该杂志的第１０、１１、１２期，并比较详细地论证

一下如下的思想，即取消主义这个支流只是路标主义洪流中的一

部分。

载于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２日《现代生活》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杂志（巴库）第３期 第２０卷第１０８—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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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讲授提纲

（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７日〔２月９日〕以前）

第 四 讲

１．从同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上其他生产方式的对比来看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

２．在存在阶级压迫方面的相同点和在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条件

方面的差别。

３．工人因工作日长而同资本家进行的斗争。出卖“劳动力”这

种商品的条件。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４．使用“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正常”条件取决于工人同资本家

的斗争。

５．在争取缩短工作日斗争史上的罢工斗争、工会和工厂法。

６．现代史（１９—２０世纪）上的半个世纪期间缩短工作日方面

的一些总结。考茨基的“综合材料”６９。“社会进步”的微不足道。

１９１１年在巴黎由社会科学讲习班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组织委员会用珂罗版印成传单 第２０卷第４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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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取 消 派

（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札罗夫）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

常有这样一些著作，它们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们是赫罗斯特

拉特性质的。例如，象爱德·伯恩施坦的名著《前提》这样一部最平

凡的作品，却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它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

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宣言。波特列索夫先生在去年２月

那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的那篇论微不足道的小事的文章以及

弗，巴扎罗夫在４月那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的答复，按其赫罗斯

特拉特的性质来说，无疑也具有这种显著的意义。当然，这些文章

涉及的问题，远远没有伯恩施坦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是跟着资产

阶级提出的）问题那样深刻，那样广泛，那样具有国际意义，但是，

对１９０８—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期间的我们俄国人来说，这些问题却

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此，波特列索夫先生利弗·巴扎罗夫的文

章并没有过时，谈谈这些文章是必要的，责无旁贷的。

一

爱用生造的、奇特的、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字眼的波特列索夫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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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他的文章中阐述了“我国各种社会政治派别的现代悲剧”。实

际上，他在论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后的演进

时，并没有指出，也不可能指出任何悲剧性的东西。然而，在波特列

索夫先生的议论中喜剧性的东西却不胜枚举。

波特列索夫先生写道：“正是自由主义这个思潮呈现了一幅极

端腐败和极端无能的图画。不妨看一看实践的自由主义同理论化

的自由主义之间”，即米留可夫《言语报》的“经验主义”同路标派的

理论之间的“日益加深的裂痕”。

别再说了，最亲爱的！你们以及类似你们的半自由派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期间就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所谈的和所想

的东西，同你们在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不得不颠三倒四、自相矛盾地承

认下来的东西之间有了日益加深的裂痕。自由派实践家的“经验主

义”同司徒卢威之流先生们的理论之间的矛盾，早在１９０５年以前

就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了：请回忆一下，当时的《解放》杂志７０在每

次作“理论化”的尝试时是怎样乱说一气的。如果你们现在才开始

明白，自由派“原来”似乎“已经分裂”（这又是矫揉造作的话语，空

洞的词句，因为路标派恰恰没有同《言语报》分裂，《言语报》也没有

同路标派分裂，而是和睦相处，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还会这

样），“毫无成果”，“悬在空中”，他们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不

稳定的部分”（原文如此！）、“不坏的投选票的人”等等，那你们大叫

什么自由派的“悲剧”，就只证明是一出你们的幻想遭到了破灭的

悲喜剧。自由派“原来”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不稳定的部分，恰恰

不是现在，不是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这三年的情况，而正是前三年的情

况。“最不稳定的”是给公众饭后送芥末的冒牌社会党人。据波特

列索夫先生对问题的分析，前三年的特点是自由派“悬在空中”，成

６１１ 我 们 的 取 消 派



了“毫无成果的”“投选票的人”等等。在当时，承认自由派的这种性

质是迫切的政治任务，提醒群众注意这一点不仅是社会党人的，而

且是彻底的民主派的迫切义务。在１９０６年３月，而不是在１９１０年

２月，当时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下面的情况：立宪民主党人

的自由主义悬在空中，毫无成果，客观条件使“不坏的投选票的人”

成为毫无价值的人物、滑稽可笑的小丑；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象一

条不稳定的曲线，在希波夫之流或古契柯夫之流的“真正的”立宪

（应读作：所谓立宪）同那些不是悬在空中的、不只是对选票倾心的

分子争取民主的斗争之间摆动。请回忆一下，最亲爱的，是谁在

１９０６年３月就及时说出了自由派的这种真相的呢？７１

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年（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的特征和特点，完全不

是“悬在空中”等等的自由派“毫无成果”。恰恰相反，自由派的阶级

软弱性，它对民主派的畏惧，它在政治上的贫乏，统统没有丝毫的

变化，但是一旦有机会显示力量，一旦有条件使自由派哪怕在某一

活动场所完全占优势的时候，这种软弱性就达到了顶点。比如说，

当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占多数的时候，他们可以利用这

个多数既为民主派服务，又阻挠民主派的事业，既协助民主派（即

使在组织地方土地委员会这样的小事情上），又从背后打击民主

派。因此，这个时期的特征是，立宪民主党人“悬在空中”，“不坏的

投选票的人”成了未来的十月党杜马议事规则的起草人，如此而

已。

而在下一个三年中间，立宪民主党人除了保持他们一直具有

的特点外，他们“悬在空中”的时候少于从前。波特列索夫先生，您

倒很象民间故事中那个不合时宜地大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意见的

人物。１９０９年的路标派“悬在空中”的时候少于１９０６年的穆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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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夫，因为路标派为俄国国民经济中有很大势力的阶级，即土地占

有者和资本家认真效劳，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路标派帮助这

些极可尊敬的人物收集大量武器，来同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进行思想政治斗争。这种活动决不会因任何解散杜马、因现时

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任何政治风浪而遭到破坏。只要有土地占有

者－地主和资本家阶级，就会有他们的奴仆政论家：伊兹哥耶夫之

流、司徒卢威之流、弗兰克之流及其同伙。而穆罗姆采夫之流和第

一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活动”倒会由于解散杜马而遭到“破

坏”（因为他们没有进行过什么活动，只是说了一些腐蚀人民，而不

是服务于人民的空话）。

第三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同第一届杜马中的一样：还是

那个党，那种思想，那个政策，而且成员也大部分还是那些人。正是

因为这样，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悬在空中”的时候才大

大少于第一届杜马。亲爱的波特列索夫先生，您连这都不明白吗？

你还在白费力气地谈论什么“我国各种社会政治派别的现代悲

剧”！我甚至可以秘密地告诉您，今后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都不会是“毫无成果”的，这不只是因为

路标派会取得反动的“巨大成果”，而且是因为只要民主派中还有

政治鲫鱼，自由派的狗鱼就有吃的。只要还有波特列索夫之流的人

物十分鲜明地反映出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那种不稳定性、民主

主义运动中的那种萎靡不振，自由派的“经验论者”就有足够的本

事来捕捉这些鲫鱼。别发愁，立宪民主党人：只要波特列索夫之流

还活着，你们就有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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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波特列索夫先生在谈到民粹派的时候，更加不能自圆其说。他

把立宪民主党人叫作“过去的民主派”，甚至叫作“过去的自由派”。

他在谈到农民时说道：“投入政治生活的农民〈在波特列索夫先生

看来，农民还没有投入这种生活〉会揭开历史的崭新的一章，揭开

农民民主派的历史，从而会结束旧的知识分子的民粹派的历史。”

这样说来，立宪民主党人是过去的民主派，而农民是未来的民

主派。那么现在的民主派在哪里呢？难道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俄国不

曾有过民主派，不曾有过群众性的民主派吗？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的俄

国也没有吗？现在的东西被波特列索夫用各种回避问题本质的“转

弯抹角”的话语掩盖起来了，因为直截了当地承认无可置疑的现在

存在的东西，就是给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的全部取消主义哲学

一记耳光。直截了当地承认现在完全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就是承

认立宪民主党人在俄国从来不是多少带有群众性的民主派，从来

没有实行民主政策，而农民，即波特列索夫先生所说的“千百万农

民”，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尽管具有资产

阶级民主派的一切局限性）。波特列索夫先生避而不谈这个根本问

题，正是为了挽救取消主义哲学。你是挽救不了的！

波特列索夫先生竭力回避农民民主派的过去和现在，只是信

心十足地谈论未来，因而又陷入了窘境。你又晚了，最亲爱的！你

自己谈到“１１月９日法令７２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是说，你自己承认

这个法令可能（当然是完全抽象的可能）获得成功。如果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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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新篇章”就可能不仅是农民民主派历史的篇章，而且是农

民大土地占有者历史的篇章。

俄国的农民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农民的土地占有制和农民

政策的发展，只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例

如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１０４个代表的著名纲领７３，就其实质来

说，不但不与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抵触，反而意味着为资本主义

的最广泛最迅速的发展创造条件。而当前的土地纲领恰恰相反，意

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最缓慢、范围最狭窄、承受农奴制残余的

负担最沉重。在这两个纲领中，究竟由哪个最终来确定新俄国的资

产阶级土地关系的形式，客观的历史经济条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

题。

这就是被取消派的代表人物弄得颠三倒四的一些简单事实。

波特列索夫先生在谈到知识分子的即民粹主义的民主派的变

化时写道：“在一切都在变化的情况下唯独不变的是：具体的农民

至今〈！〉没有对内涵是农民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体系提出自己的

修正。”

这是十足路标派的弥天大谎。１９０５年，最“具体”、最普通、最

广泛的农民就已登上了公开的历史舞台，对民粹派和民粹主义政

党的“知识分子思想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并不是所有这

些修正都为民粹派所理解，但农民提出了这些修正。１９０６年和

１９０７年，最“具体的”农民创立了劳动团，拟订了１０４人法案，从而

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这些修正有一部分甚至是民粹派指出过的。

例如，大家都公认，“具体的”农民表露了自己经营的要求，同意用

个人的和协作社的土地占有制来代替“村社”７４。

路标派把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运动说成是知识分子运动，断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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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农民没有对知识分子思想体系提出过自己的修正，这就把自

由派从民主派中清除出去，把他们不断地变成财主的奴仆，从而准

确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取消派的悲喜剧也就在于：他们没有

注意到自己的论断简直变成了路标派思想的翻版。

三

在波特列索夫先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这种变化就更加

明显。他写道，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党的小组建设……把无产阶

级排挤掉了”。你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资产阶级通过《路标》文集

和一切自由派刊物广泛地散布这种思想，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阿

克雪里罗得在那篇提出这种思想的小品文中谈到“捉弄人的历

史”，说这个历史可能从马克思主义学派中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物色

领袖７６。捉弄人的历史利用了阿克雪里罗得热心地要给布尔什维

克挖的陷井，把阿克雪里罗得自己推了进去！

假如你能看看客观历史事实，那么所有这些事实，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这一整个时期，即使是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如果拿最普通的而不

是最重大的事实来做例子），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小组建

设”并没有把无产者“排挤掉”，而是直接变成了无产阶级广大群众

的党的和工会的建设。

我们还是来谈谈波特列索夫先生的赫罗斯特拉特式著作的主

要之点，谈谈它的“症结”所在。他断言，马克思主义思想“用些微不

足道的小事这种大麻素”（同马赫主义以及同取消主义进行的斗

争）“来麻醉自己”，“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但就是不谈马克思主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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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政治派别的神经中枢是什么，就是不谈经济问题和政治问

题”。波特列索夫先生叫道，这种问题多得很啊！“俄国的经济在怎

样发展，这种发展在反动势力掩护下悄悄地使力量对比发生了哪

些变化，农村和城市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发展使俄国工人阶级

的社会成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或

初步答案在哪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派在哪里？”

“等级制度”本身已经提出了答案，至少是初步答案，虽然波特

列索夫先生恶意地伪善地否认“等级制度”的存在。俄国国家制度

最近三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向我们表明，这个制度已经在朝着一个

明确的方向改变自己的阶级性质。１７世纪的贵族杜马君主制不同

于１８世纪的官僚贵族君主制。１９世纪上半叶的君主制不是

１８６１—１９０４年的君主制。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又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

阶段，这个阶段标志朝着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那个方向又

迈了一步。第三届杜马和我国当前的土地政策都与这一步有密切

联系。这样看来，这个新阶段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我国资本主义

演进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新阶段没有解决老问题，也不可能解

决这些问题，因而也没有消除这些问题，于是就要求采取新的准备

手段，以便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这就是这个不愉快的、乏味的、沉

重的但又不可避免的阶段的特殊性。从这个阶段的经济政治特点

的这种特殊性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思想派别的特殊性。

那些承认新的准备手段，以便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的人，就在共同

的扎实的基础上，在这个时期的总任务方面接近起来，尽管他们在

上一时期的某个时候应该怎样采用老办法或改进老办法的问题上

还有分歧。那些否认（或不了解）新的准备手段，或者否认我们面临

的是老问题，否认我们准备用老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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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实际上成了自由派的俘虏（象波特列索

夫、列维茨基等人那样）或唯心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俘虏（象弗

·巴扎罗夫等人那样）。

无论是波特列索夫，还是巴扎罗夫，以及他们的同道者，成了

别人和别的思想的俘虏之后，就必然颠三倒四，陷入滑稽可笑和极

端虚伪的境地。波特列索夫先生捶胸大叫：“这个初步答案在哪里，

这个答案是怎样的？”马尔托夫虽然也很清楚这个答案，却试图硬

要公众相信这个答案是承认“资产阶级执政”。利用对方被迫的暂

时缄默，这是自由派的惯技！于是就摆出一副受到凌辱的样子质问

我们：什么叫取消派？最尊敬的，有人自称是“整体”的一员，却利用

整体被削弱的机会，硬要公众相信没有“答案”（其实正是“整体”已

经作出了“答案”），这种手法也就是取消派（即使不说是叛徒）的一

种手法。

波特列索夫先生写道，取消派是“病态的想象中的幻影”，因为

不能取消“已经用不着取消，而且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实际上已

经不复存在的东西”。

我不可能把我对这几句话的看法全部告诉读者；为了把这个

看法大致讲一下，我要问一问读者：假如有个人，当他的最亲密的

伙伴和同事接受了“整体”（正是“整体”）提出的对他们有利的建

议，而这个人第二天竟在报刊上声明没有“整体”，——这个人应该

叫作什么呢？

这一点就说到这里。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原则问题：认为必须采用老办法解决老问

题的看法，能不能随着“整体”瓦解的程度（甚至可以说随着“整体”

的消逝）而改变呢？谁都知道：不能。要是客观条件，要是当前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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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根本特点和政治根本特点要求采用老办法，那么，瓦解得愈厉

害，“整体”剩下得愈少，就愈应当关心“整体”，政论家就愈应当热

情地宣讲“整体”的必要性。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应当承认新

的准备手段，但应当由谁来采取新的准备手段呢？显然，是“整体”。

显然，在那些了解目前时期的意义，了解这个时期的政治上的基本

特点的人看来，政论家的任务是与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的整个

路线截然相反的。当然不会有人真的想要否认我上面所作的“答

案”（关于当前经济政治问题）同反取消派斗争之间的联系。

我们谈了问题的一般原则提法，现在来谈谈问题的具体历史

提法。在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期间，马克思主义中那个鼓吹必须采用老

办法并执行相应路线的流派完全显现出来了。在这整整三年中间

一直反对承认“老办法”、反对建立整体的老的基本形式的另一个

流派也显现出来了。否认这个事实是可笑的。在这整整三年中间

一直不了解新的准备方式，不了解第三届杜马中的活动的意义等

等的第三个流派也显现出来了。这种人把承认老办法变成了空话，

背得烂熟，但是没有领会，只是习惯于重复，而不是自觉地深思熟

虑地使之适应于已经改变了的情况（至少杜马工作方面的情况已

经改变，当然不只这一方面）。

取消派同普遍的庸俗的“疲惫”情绪的联系是很明显的。“疲惫

的人们”（特别是由于没有做什么事情而疲惫的人）不去考虑如何

确切地回答关于从经济上政治上估计目前时局的问题。他们都不

同意上面提到的正式公认的以整体的名义作出的估计，但是，他们

却想都不敢想把自己的确切的估计，哪怕是把取消派的《我们的曙

光》、《生活》等杂志的撰稿人的估计与之对比一下。“疲备的人们”

翻来复去地说，旧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旧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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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失去知觉，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却不想动脑筋回答，纯粹从政

治上、用确切的表述来回答一定要（每个忠实的政论家一定要）回

答的问题：究竟应当用什么来代替旧的东西，是否需要恢复“用不

着〈好象是〉取消已被取消”的东西（波特列索夫的话）？——他们

对这个问题根本不想动动脑筋。三年来，他们在抨击和辱骂旧的东

西，特别是在禁止旧东西的维护者登场的舞台上抨击和辱骂旧的

东西；他们同伊兹哥耶夫之流亲热拥抱① 洗笏龄秩菊，大声喊道：

关于取消派的议论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幻影！

谈到这种“疲惫的人”，谈到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时候，

可不能重复那首著名的诗：“他们没有背叛，他们被十字架压得疲

惫不堪；愤怒和悲伤的心情，半道就离开了他们身畔。”７７

这些走上政论家的讲坛并在讲坛上为自己对旧的东西感到

“疲惫”、不愿致力于旧的东西而辩护的“疲惫的人”，正是那些不仅

“疲惫”而且背叛了的人。

四

唯物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即唯心主义者的哲

学斗争，波特列索夫先生也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波特列索夫

先生对“这种杂乱无章的〈——“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

奇，别说得那么漂亮吧！”７８〉哲理之谈”非常愤慨，而且从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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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方面点了我和普列汉诺夫的名，把我们称之为“昨天的政治家”。

我对这种说法笑了好一阵。这种自吹自擂真是太露骨，太可笑了，

真该分给我们的兔子一块熊耳朵７９。普列汉诺夫等等是“昨天的政

治家”！今天的政治家显然就是波特列索夫和他那些“好汉们”了。

多可爱，多坦率。

只要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偶而例外地说出一句不矫揉造

作和不装腔作势的话来，他就狠狠打了自己的耳光。阿尔卡季·尼

古拉耶维奇，请你加把劲，不妨考虑一下：你否认取消派是一个把

非孟什维主义同布尔什维主义区别开来，把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

为一方同普列汉诺夫和布尔什维克合在一起为另一方区别开来的

政治派别。你一方面这样否认，一方面又把普列汉诺夫和某人叫作

“昨天的政治家”。请你看看，你蠢到了什么地步：要知道，我和普列

汉诺夫之所以能够一起被称为昨天的政治家，正是因为在我们看

来，作为昨天的（按其基础是昨天的）运动的形式的昨天的组织，今

天也是必要的。在这个昨天的运动的基础上的这个昨天的组织应

该在某个时机采取哪些措施的问题上，我和普列汉诺夫有过极大

的分歧，现在也还有分歧，但是同那些今天正是否认昨天运动的基

础（我马上就要谈到的领导权问题也包括在内）、正是否认昨天组

织的基础的人的斗争，却使我们接近起来。

怎么样，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你现在还不懂取消派是怎

么回事吗？你现在还认为，是什么马基雅弗利式的计划８０或者是想

用“两条战线的斗争”来代替“战胜”取消派这样一种恶毒愿望使我

和普列汉诺夫接近起来的吗？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谈“杂乱无章的哲理之谈”。

波特列索夫先生写道：“我们知道，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斗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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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一些似乎

是最抽象的论点实际上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具有多么生动的具

体的意义……”最抽象的论点具有生动的具体的意义！这又是空

话，并且仅此而已。假如“你知道”的话，请你不妨解释一下，恩格斯

所说的杜林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哲学论断是错误的这样一个论点，

具有什么“生动的具体的意义”！你的不幸也就在于，你象小学生一

样把“恩格斯和杜林的争论具有伟大意义”这句话背得烂熟，而没

有深刻考虑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你背出来的东西也就错

误百出、残缺不全。不能说“最抽象的论点〈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

点〉实际上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具有多么生动的具体的意义”。

恩格斯的最抽象的论点的意义在于它们向工人阶级的思想家说明

了为什么离开唯物主义走向实证论和唯心论是错误的。因此，如果

你能这样论述，即从哲学上稍微明确地论述恩格斯的观点，而不是

说些有“深刻的影响”、“最抽象的论点具有生动的具体的意义”等

等响亮然而空洞的词句，那你马上就会看到，援引恩格斯和杜林的

争论对你是不利的。８１

波特列索夫先生接着写道：“……我们知道，反对主观社会学

的斗争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难道就不知道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实证论和唯心论学

说在主观社会学的错误中所起的作用吗？你瞧，阿尔卡季·尼古拉

耶维奇，你的每一枪都打偏了。如果要作历史类比，那就应当分清

并且确切指出不同事件的相同点，否则就不是作历史对比，而是信

口开河。如果拿你所作的历史类比来说，那就要问：要是别尔托夫

没有阐明哲学唯物主义的原理以及这些原理对反驳拉甫罗夫和米

海洛夫斯基的意义，那么俄国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形成”呢？８２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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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有一个，而这个答案——如果把从历史类比中

得出的结论用于同马赫主义者的争论的话——对波特列索夫先生

是不利的。

“……但正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当然罗！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波特列索夫先生写的“我们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就希

望，在我们进行的哲学争论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流派及其任

务和要求之间能终于建立起真正的现实的联系。而现在……”——

接着引证了考茨基信中的话，说马赫主义是私事（Ｐｒｉｖａｔｓａｃｈｅ），关

于马赫主义的争论是“海市蜃楼”，等等。

引证考茨基的话，是庸俗论断的一个典型。问题不在于考茨基

“没有原则”，象波特列索夫先生挖苦（伊兹哥耶夫式的挖苦）的那

样，而在于考茨基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俄国马赫主义的情况。考茨基

在自己的信中承认普列汉诺夫精通马克思主义，深信唯心主义同

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调和的，并认为马赫主义不是唯心主义（或者

说：不是任何马赫主义都是唯心主义）。考茨基在最后一点上，特别

在关于俄国的马赫主义这一点上是错误的，这是无疑的。但他的错

误完全可以原谅，因为他并没有研究过整个马赫主义，他写了一封

私人信件，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夸大意见分歧。在这种

情况下，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作家再来引证考茨基的话，就表现出

他在思想上的十足庸俗的懒惰和在斗争中的怯懦。考茨基１９０８年

写那封信的时候，可以指望马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同唯物主义“调

和”，但在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的俄国，再在这个问题上引证考茨基的

话，就是想把俄国马赫主义者同唯物主义者调和起来。难道波特列

索夫先生或别的什么人真想这样做吗？

考茨基不是没有原则的，而想把马赫主义说成“私事”的波特

８２１ 我 们 的 取 消 派



列索夫及其同伙才是当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没有原则的典

型。考茨基在１９０８年没有读过俄国马赫主义者的著作，而建议他

们同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讲和，他完全是真

诚的，一点也不是没有原则的，因为他一直是赞成唯物主义、反对

唯心主义的，就在那封信中也是这样。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及

其同伙在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拿考茨基作掩护，就没有一点诚意，一点

也不尊重原则性。

波特列索夫先生，你没有看到哲学争论同马克思主义派别之

间的生动的现实的联系吗？那就让我这个昨天的政治家恭恭敬敬

地至少向你指出下面几种情况和看法：（１）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

为什么离开它是错误的、危险的、反动的，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总是

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流派”有“生动的现实的联系”，否则这

个流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不是社会政治的，也就不成其为流

派了。只有改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那些目光短浅的“现实的政治

家”才会否认这种联系的“现实性”。（２）既然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

多彩的思想内容，那么在俄国也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不同的历史时

期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

义的那一方面，那就不足为奇了。在德国，在１８４８年以前，特别突

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在１８４８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

思想；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俄国，在革命

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

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

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并不取决于主观愿

望，而取决于总的历史条件。（３）社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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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教训的时期，对于每个生气蓬勃的派别说来，是把包括哲学问

题在内的基本理论问题放在一个首要地位的时期，这并不是偶然

的。（４）在俄国先进的思想流派中，没有象法国那种同１８世纪的百

科全书派有联系的或者德国那种同从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

古典哲学时期有联系的伟大的哲学传统。因此，正是对俄国的先进

阶级来说，这种哲学上的“清理”是必不可少的，至于这种稍晚了些

的“清理”，是在这个先进阶级完全成熟到在不久前的伟大事件中

起了自己独立的历史作用之后才开始进行，那是不足为奇的。（５）

世界其他国家早就为进行这种哲学上的“清理”做好了准备，因为

例如新物理学提出了许多应由辩证唯物主义“处理”的新问题。在

这方面，“我们的”（照波特列索夫的说法）哲学争论就不仅具有一

定的即俄国的意义。欧洲为“更新”哲学思想提供了材料，而落后的

俄国在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这个被迫沉寂的时期，特别“渴望”求助于这

种材料。（６）不久前，别洛乌索夫把第三届杜马称为拜神杜马。他

正确地抓住了第三届杜马在这方面的阶级特点，公正地痛斥了立

宪民主党人的伪善。

我们的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自由派的（路标派的，立宪民主党

的）反动派，“求助于”宗教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必然。单靠棍棒和鞭

子是不够的；棍棒毕竟已被折裂。路标派帮助先进的资产阶级搞到

一种最新式的思想棍棒即精神棍棒。马赫主义这个唯心主义的变

种在客观上是反动派的土具，反动派的宣传手段。因此，在１９０８—

１９１０年这个历史时期，既然我们看到“在上面”不仅有十月党人和

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拜神杜马”，而且还有拜神的立宪民主党人、

拜神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那么“在下面”进行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

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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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列索夫先生“附带说明”，他“现在没有涉及到”“造神说”。

这就是无原则的庸俗的政论家波特列索夫不同于考茨基的地方。

考茨基既不了解马赫主义者的造神说，也不了解拜神的路标派，因

此他可以说不是任何马赫主义都是唯心主义。而波特列索夫是了

解这些的，他“没有涉及到”主要的东西（对用狭隘的“政论家”的眼

光观察问题的人来说是主要的），那就是伪善了。波特列索夫先生

及其同伙把同马赫主义的斗争说成是“私事”，那就在“社会政治”

方面成了路标派的帮凶。

五

我们在谈了波特列索夫先生转而来谈巴扎罗夫的时候，首先

应当指出，我们在关于哲学争论问题上驳斥前者的同时，也就回答

了后者。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弗·巴扎罗夫对波特列索夫先生采取

容忍的态度，竭力想从波特列索夫那里找到“一点真理”，那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因为波特列索夫先生（和一切取消派一样）在口头上

和形式上同马赫主义划清界限，实际上却在最本质的方面向它让

步。马赫主义作为一个流派，一个有“纲领”的派别，也无非是决意

要求承认它同马克思主义决裂是“私事”！因此，波特列索夫和巴扎

罗夫互送秋波，不是偶然的。取消派著作家集团和马赫主义著作家

集团在这一点上确实是一致的：在目前这个分裂时期，要保卫同马

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捍卫者“分裂的自

由”。而这种一致不仅仅限于哲学问题，这一点甚至弗·巴扎罗夫

自己的文章也表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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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说“甚至”，是因为正是巴扎罗夫向来以非常慎重的

态度对待严肃的政治问题。之所以必须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评价这

个人极端动摇的意义，而不只是为了强调这位追求赫罗斯特拉特

桂冠的著作家过去进行的极其有益的活动。

例如，巴扎罗夫声称，“我认为，臭名远扬的‘领导权’问题，是

当前最大的最微不足道的误会之一”，他的这句话就具有赫罗斯特

拉特精神。我们中间的马赫主义者头上好象要降临某种厄运：有些

人要保卫“分裂的自由”，说召回派是一种合理的色彩；另一些人了

解到召回派是愚蠢的和有害的，干脆在政治上支持取消派。正是取

消派无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在《生活》杂志上，还是在《社会

运动》文集８３上，都直接间接地反对领导权思想。我们遗憾地认定，

巴扎罗夫投到他们营垒里去了。

从实质上说他的论据是什么呢？五年以前，领导权是事实。

“目前，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种领导权不仅已经消逝，而且

完全变成了它的对立面。”证据：“目前，侮辱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

上的民主分子中间获得声誉的必要条件。”例子：丘科夫斯基。

你读到这里，都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曾经想成为马克思主义

者的巴扎罗夫，竟变成了同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挽着手的落魄的

人。

弗·亚·巴扎罗夫，你就不怕上帝。丘科夫斯基之流和其他自

由派，以及许多民主派－劳动派，一直在（特别是自１９０６年以来）

“侮辱”马克思主义，但是，“领导权”在１９０６年没有成为“事实”吗？

请从自由派著作家的贮藏室里探出头来，哪怕看一看第三届杜马

的农民代表对工人代表的态度吧。只要把说明他们三年来的政治

态度的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对比一下，甚至只要把他们的过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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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方案对比一下，更不用说把他们在杜马中的

政治声明同这段时期的广大居民阶层的生活条件拿来对比，——

就可以确凿地证明，领导权现在也是事实。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

是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对其他居民的政治影响，即把他们的民主

主义（在有民主主义的时候）中的非民主主义的杂物清除出去，对

任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性和近视性展开批判，同“立宪民主

主义”（如果这样来称呼自由派的演说和政策的起腐蚀思想作用的

内容的话）进行斗争，等等，等等。巴扎罗夫竟能写出如此令人难以

置信的东西，而一些也自命为工人的朋友和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的新闻工作者还宽厚地拍着他的肩膀叫好，没有比这更能表现我

们这个时代的特征的了！

巴扎罗夫硬要取消派杂志的读者相信：“要预言下一个高潮到来以前的

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城乡民主派的精神面貌还是同五年以前相类似，

那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又将成为事实…… 但是，设想民主派的面貌将会发

生本质的变化，那也并不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比如，俄国的城乡

小资产阶级将会对统治阶级的政治特权怀有相当激进的反对情绪，将会相当

团结，相当积极，可是充满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由于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同

民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作出丝毫妥协，很明显，在上述情况下，就根本谈不到

什么领导权了。”

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端荒谬的。如果某些阶层把反对特

权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那么难道说明这种结合会妨碍消除特权

不正是领导者的事情吗？难道反对特权的斗争能够不同受民族主

义之害的小资产者反对受民族主义之惠的小资产者的斗争结合起

来吗？任何小资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的任何斗争，总是带着小资产

阶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痕迹，而消除这些痕迹也正是“领导

者”的事情。巴扎罗夫是按立宪民主党人的方式、路标派的方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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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更确切地说，巴扎罗夫投到了早就这样推论的波特列索夫之

流及其同伙的营垒里去了。

表面上没有的东西，是决不存在的。丘科夫斯基之流和波特列

索夫之流看不到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这就是巴扎罗夫攻击马克思

主义的推论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

小资产阶级群众就必然受到反民主的特权的迫害（这种特权从理

论上讲，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资本主

义的净化则要持续到它灭亡的时候），受到经济压迫。因此，只要资

本主义存在，“领导者”的任务就永远是：说明这种特权和这种压迫

产生的原因，指出这种现象的阶级根源，作出反对这种现象的斗争

范例，揭露自由派斗争方法的虚伪，等等，等等。

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对于因生活条件而不能同

特权妥协的阵营，即不仅包括无产者而且包括半无产者和小资产

者群众的阵营的“领导者”的任务，是这样看的。而丘科夫斯基之流

却认为，既然这个阵营被排挤、被压抑、被打入地下，那就是说，“领

导权已经消逝”，那就是说，“领导权问题成了最微不足道的误会”。

当我看到发表这些可耻言论的巴扎罗夫同硬要工人阶级相信

需要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列维茨基

之流及其同伙挽着手的时候，当我看到普列汉诺夫发现有人由于

领导权问题露出严重动摇的蛛丝马迹而“大吵大闹”（堂堂的波特

列索夫的轻蔑说法）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布尔什维克在这种情况

下哪怕有一分钟动摇，哪怕有一秒钟怀疑他们的责任即布尔什维

主义的一切传统、它的学说和它的政策的全部精神的责任，不向普

列汉诺夫伸出手去，对他表示深切的同志式的同情，那布尔什维克

就会正象他们的敌人所描绘的那样，成为派别言论的狂热信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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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在什么时候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我们和普列汉诺

夫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有分歧的，但在分裂时期，在反对那些认为领

导权问题是“最微不足道的误会”的人的斗争中，我们是同志。而波

特列索夫之流、巴扎罗夫之流等等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如同丘科

夫斯基之流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一样。

有些好心人以为同普列汉诺夫接近的政策是“派别性的”、狭

隘的政策，他们打算把这个政策“扩大”到同波特列索夫之流、巴扎

罗夫之流等等实行调和，而且怎么也不想了解我们为什么把这种

“调和”看作是极端的蠢事或是可鄙的阴谋，希望这些好心人能够

清楚这一点。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月和２月《思想》杂志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期和第３期 第２０卷第１１４—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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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
谈“两个阵营”和“合理妥协”

（１９１１年２月５日〔１８日〕）

《言语报》就第四届杜马选举“口号”和目前政治派别组合的问

题对内阁的半官方刊物的答复，是很有意思和意味深长的现象。

《言语报》同意《俄罗斯新闻》的看法，认为“第四届杜马选举只

是在进步派和右派两个阵营之间进行”。“不是为党，不是为个别候

选人投票，而是为巩固或反对俄国立宪制度投票。〈“巩固”这个词

太动听了！〉这个口号的政治意义……就是客观上承认这样一个无

可争辩的事实：政府的方针又把比立宪民主党人右或左的所有反

对派联合起来了。”立宪民主党人将是“这个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

集团的中心”，而且他们在加入这个集团时，“将不会抛弃自己过去

的纲领和策略，就象社会民主党人加入十月前联盟时没有抛弃自

己的纲领和策略一样”（１月２１日的社论）。

“我们可以回答一切半官方刊物和官方刊物说，先生们，不是

别人，正是你们自己把我们联合起来了…… 目前在俄国，各种政

治流派愈来愈融合起来，成为拥护立宪或反对立宪的两大阵营

…… 目前我们的任务象１０月１７日以前一样，只有一个，仍旧只

有一个……”（同上）

在评价这些议论时，应当把第四届杜马选举的条件问题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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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变化（“口号”和派别组合）的社会政治意义问题区别开来。

一般的选举条件，特别是外省的选举条件，大概会使“反对派”比从

前更广泛地运用“进步派”这个含糊不清的非党名称。甚至象立宪

民主党这样的党的合法化都遭到拒绝，就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而内阁半官方刊物竟对此困惑不解，显然纯属伪善。就在这篇社论

中，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也承认，各大城市将要提出“更左的〈《俄罗

斯新闻》的说法〉集团”的独立候选人。由此可见，关于两个阵营的

说法是谈不到的。

其次，关于由目前选举法划分出来的工人选民团的存在问题，

《言语报》想完全忘掉。最后，在谈到农村（农民的）的选举问题时不

能不指出，在这里，就连“进步派”这个字眼无疑都要避免使用，而

“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或政治态度不明确的集团的实际“中心”想

必不会是立宪民主党。

谈论两个阵营的用意何在呢？用意在于立宪民主党人在谈目

前政治形势时想把自己的视野只局限在形成第三届杜马多数的那

些分子身上。只有这些分子所代表的那一小撮居民，立宪民主党先

生们才乐于承认为政治“阵营”。到目前为止，这个不大的六三角

落，基本上可以分为右派、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大家知道，第

三届杜马的面貌归根到底是由右派十月党人和十月党人－立宪民

主党人两个多数确定的。）现在，这三种分子将（根据《言语报》赞同

的《俄罗斯新闻》的预言）分为两个“阵营”：右派和进步派。

我们完全承认，自由派的这种预言不仅以自由派的愿望为依

据，而且以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情绪的变化这些客观

事实为依据。不过有一点不能忘记，就是只有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

第三届杜马中的多数的范围内，才可以谈两个阵营的问题。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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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所有这些议论的现实意义，不过是表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两

个“阵营”相互接近、融合和联合为进步派“阵营”的趋势（当然，十

月党阵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声不响、配合默契地跑到右派阵营

去了）。立宪民主党人说把“我们”联合起来了，“我们的”任务仍旧

只有一个，等等，这些“我们”、“我们的”用词实际上就是指十月党

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仅此而已。

在什么基础上把“他们”联合起来了呢？“他们的”任务是什么

呢？“他们”为第四届杜马选举提出的口号是什么呢？《俄罗斯新

闻》和《言语报》回答说：“巩固立宪”。这个回答只是看起来明确，实

际上什么也没有明确，还是那样十分空洞地指出十月党人和立宪

民主党人之间存在那么一个并不明确的“中间物”。这是因为不论

是米留可夫，还是古契柯夫，都同意“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但他

们幻想在“巩固”不是“我们”已有的东西，而是我们没有的东西这

点上取得一致。如果以为，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即今天的立宪民

主党人和十月党人，明天的“进步派”，会在确定所希望的立宪的内

容上取得一致，那也是一种幻想，而且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幻想。无

论在体现立宪的法律条文上，还是在确定这个立宪应当满足和维

护哪些现实阶级的哪些现实利益上，他们都不会取得一致。所以，

这个共同口号的实际意义归结起来就是：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

人虽然由于“反对共同敌人这个消极任务”（《言语报》在同一篇社

论中的说法）而接近起来，但也不可能确定自己的积极任务，不可

能从自己的阵营中找到一支能够摆脱僵局的力量。

承认僵局实际已经形成，承认无论是十月党人还是立宪民主

党人都必须摆脱这种僵局；承认前者和后者本身都根本无力摆脱

这种僵局，——这种承认在《言语报》有关“合理妥协”的一个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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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论据的议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言语报》１月２０日的社论写道：“如果在杜马关于彼得堡下

水道的争论期间，争论的不健康的内在原因稍微被掩盖了，如果连

中派〈即十月党人〉都可能接受人民自由党党团提出的并由市自治

机关接受的合理妥协，那么彼·阿·斯托雷平的干涉就粗暴地扯

下了掩盖物〈而你们，立宪民主党先生们，还想把棘手问题掩盖起

来吗？〉，把那个旧的早使大家所厌恶的国家同自治机关的政治斗

争内幕又揭示出来了。”

自由派资产阶级摆出一副幻想在事务性的非政治性的领域里

实行“合理妥协”的十分天真烂漫的姿态，而那些主张“非立宪的”

老原则的代表人物则起着扯下掩盖物、揭示阶级基础的政治上的

教导者的作用！自由派感叹道，合理妥协也就是使立宪民主党人、

十月党人和无党派的资本大亨（彼得堡市自治机关）取得一致的东

西得到满足。政府回答说，要我们向你们让步是一点也不合理的，

只有你们向我们让步才是合理的。

关于彼得堡的整顿，自治机关同专制政府之间的作用和权利

的分配这种小问题，却为说明意义不小的道理提供了论据。究竟什

么“比较合理”，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愿望、幻想、要求呢，还是比如贵

族联合会８４的权力？

在《言语报》和整个立宪民主党看来，妥协的“合理”标准，就是

事业家、实业家、大亨、十月党人自己、彼得堡市自治机关的头头自

己赞同这种妥协。但是不管怎样用诸如“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这

样的话作掩盖来粉饰现实，现实的实际情况还是非常粗暴地破坏

了这种妥协，扯下了这种掩盖物。

总结，《言语报》对内阁的半官方刊物说，你们把我们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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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是谁？原来是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基础

是什么？是共同的任务：巩固立宪。对立宪和巩固立宪应该怎样理

解？应理解为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合理妥协。这种妥

协的合理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诸如彼得堡的杜马代表这样的俄国

“科卢帕耶夫的”资本主义８５的蹩脚的代表人物赞同这种妥协。这

种合理妥协的实际结果是什么？就是彼·阿·斯托雷平，或国务会

议，或托尔马乔夫等等，等等，“粗暴地破坏”这种妥协……啊，真是

一些精明的政治家啊！……

……那么，在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中会不会有认识到立宪民主

党的“合理妥协”政策是不合理的、可笑的、幼稚的第三个阵营呢？

关于这一点，《言语报》和《俄罗斯新闻》的先生们，你们是怎样想的

呢？

载于１９１１年２月５日《明星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８号 第２０卷第１３４—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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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崩溃五十周年

（１９１１年２月８日〔２１日〕）

１９１１年２月１９日是俄国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到处都在

筹备庆祝这个纪念日。沙皇政府正在采取一切措施，要教堂、学校、

兵营、公开演讲会都宣扬所谓“解放”农民这些十足的黑帮观点。彼

得堡急忙向全国发出命令，要求所有机关除了“民族俱乐部”８６即

第三届杜马的最反动政党之一所出版的书和小册子外，不要订购

其他任何书和小册子在人民中间散发。有些地方，热心的省长已经

在解散未经警察“领导”批准而成立的（例如地方自治机关成立的）

庆祝农民“改革”纪念日委员会，理由是这些委员会没有按黑帮政

府要求的那样做好进行这项庆祝活动的充分准备。

政府忐忑不安。它看到，任何一个工人或农民，尽管他们备受

压抑，总是胆战心惊，尽管他们没有觉悟，愚昧无知，但是只要一想

起半个世纪以前农奴制已被宣告废除了，这些受到地主老爷们的

杜马压迫的人民，现在遭到地主－农奴主及其警察和官吏较前更

为厉害的蹂躏、暴力和压迫的人民，就不能不有所感触，不能不激

动万分。

西欧各国农奴制的最后残余，在法国已被１７８９年的革命消灭

了，在其余的大多数国家则被１８４８年的革命消灭了。在俄国，给地

主当了几百年奴隶的人民，在１８６１年还没有力量为争取自由而开

展广泛的、公开的、自觉的斗争。当时的农民起义还是孤立的、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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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发的“骚动”，它们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实现废除农奴

制的不是起义的人民，而是政府，因为政府在克里木战争８７失败以

后，看到农奴制度根本不可能再保存下去了。

在俄国，“解放”农民的是地主自己，是专制沙皇的地主政府和

它的官吏。这些“解放者”是这样安排的：农民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才

获得“自由”，他们虽不再当地主的奴隶，却仍然受同样一些地主和

地主走狗的盘剥。

高贵的地主老爷们“解放”俄国农民的结果，把五分之一以上

的农民土地割给了地主。农民为了赎买用血汗灌溉过的农民自己

的土地，必须交纳赎金，也就是向昨天的奴隶主交纳贡赋。农民向

农奴主交纳的这笔贡赋达几亿卢布，因而他们日渐破产。地主不仅

掠夺了农民的土地，不仅把较坏的土地，有时甚至把根本不能耕种

的土地分给了农民，而且步步设下圈套，就是说他们这样划分土

地：农民不是没有牧场，就是没有草地，不是没有森林，就是没有饮

马场。在俄国内地的多数省份，农民在农奴制废除以后，依旧受着

地主原先的无止境的盘剥。农民就是在解放以后，也仍然是“卑微

的”等级，仍然是纳税的贱民、平民，他们受着地主委派的长官的摆

布、横征暴敛、鞭笞、殴打和凌辱。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民象俄国的农民这样，在“解放”之

后还遭到这样的破产、陷于这样的贫困、受到这样的欺侮和这样的

凌辱。

可是，农奴制的崩溃震动了全体人民，把他们从几百年的沉睡

中唤醒，教会他们自己去寻找出路，自己去为争取完全的自由而斗

争。

在俄国，农奴制崩溃以后，城市的发展、工厂的增加、铁路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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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愈来愈迅速了。农奴制的俄国被资本主义的俄国代替了。定居

的、闭塞的、在自己农村生根的、相信神父、害怕“长官”的农奴，被

新一代的农民代替了；这新一代农民常常外出做零工，他们在城市

里从流浪生活和雇佣劳动的痛苦经历中学会了一些东西。在大城

市中，工厂里的工人人数日益增加。工人渐渐联合起来，展开反对

资本家和反对政府的共同斗争。俄国工人阶级在进行这种斗争的

同时，帮助千百万农民抬起头来，挺起胸膛，丢掉农奴的习气。

１８６１年，农民只能进行“骚动”。在１８６１年后的几十年期间，

俄国革命者英勇地竭力唤起人民进行斗争，但他们还是孤立的，常

常受到专制制度的打击而牺牲。直到１９０５年，经过长期的罢工斗

争，经过社会民主党长期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俄国工人阶级

才成长壮大起来。于是，它就领导全体人民，领导千百万农民起来

进行革命。

１９０５年革命动摇了沙皇专制制度。在俄国，这场革命第一次

把一群对农奴制压迫抱有刻骨仇恨的庄稼人，变成了开始认识到

自己的权利、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的人民。１９０５年革命第一次

向沙皇政府、俄国地主、俄国资产阶级表明，千百万人已经成了公

民，成了战士，不再容许把他们当成贱民、平民任意压制了。而在世

界上，不论哪个地方哪个时候，群众要摆脱压迫和专横获得真正解

放，无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

１９０５年革命只是动摇了专制制度，并没有把它消灭。现在，专

制制度正向人民进行报复。地主杜马的压迫和压制更加厉害。不

满和愤懑的情绪又在到处滋长。既然有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既

然斗争已经开始，就会继续下去。１９０５年革命以后，接着是新的第

二次革命。庆祝农奴制崩溃纪念日，使人们想到新的第二次革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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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人们去进行这一革命。

自由派抱怨说：我们需要“第二个２月１９日”。不对。只有资

产阶级的懦夫才这样说。１９０５年以后，不可能有第二个“２月１９

日”。不可能“从上面解放”人民，因为人民已经学会了（并且正在学

习，正在从地主的第三届杜马的经验中学习）从下面进行斗争。不

可能“从上面解放”人民，因为人民已经有了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

哪怕只领导了一次。

黑帮了解这一点，因而害怕纪念１８６１年。沙皇黑帮的忠实警

犬缅施科夫在《新时报》上写道：“１８６１年没有能够防止１９０５年。”

黑帮杜马和沙皇政府迫害自己敌人的猖狂暴行不会防止而只

会加速新的革命的到来。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的沉痛经验教育人民如何

进行新的斗争。继１９１０年夏季的工人罢工之后，冬季的大学生罢

课开始了。新的斗争正在发展，发展的速度可能比我们希望的要慢

一些，但是，发展是肯定的，必然的。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清洗了背叛革命、背叛工人阶级的秘密党

的不坚定分子，正在集合自己的队伍，团结起来迎接即将到来的伟

大战斗。

载于１９１１年２月８日（２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工人报》第３号 第２０卷第１３９—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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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尔·辛 格 尔

１９１１年１月１８日（３１日）逝世

（１９１１年２月８日〔２１日〕）

今年２月５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安葬了自己最老一辈领袖之

一的保尔·辛格尔。柏林全体劳动居民有几十万人响应党的号召，

参加了送葬游行，悼念这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整个一生献

给了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人。３００万人口的柏林，从来没有这样多

的人聚集在一起：不下１００万人参加或观看了送葬游行。这个世界

从来没有一个权势显赫的人物有幸举行过这样的葬礼。为了护送

某个国王的灵柩或者某个因残杀国内外敌人而闻名的将军的灵

柩，可以命令几万名士兵列队街道两旁，但是，如果在成百万的劳

动群众的心里没有热爱自己的领袖的感情，没有热爱他们自己反

对政府和资产阶级压迫的革命斗争事业的感情，是不能把偌大一

个城市的居民发动起来的。

保尔·辛格尔本人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当

了相当长时间的富有的厂主。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初期参加了资

产阶级民主派。但是，辛格尔不同于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自由

派，这些人因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就惊恐害怕，很快忘却了自己对自

由的热爱，而辛格尔则是一个热情、真诚、彻底和无畏的民主派。资

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怯懦和背叛没有使他迷惑，反而引起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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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使他更加坚信：只有革命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把争取自由的

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怯懦地离开了德国正

在发展的革命，同地主政府搞交易，同国王的无限权力搞调和，而

这个时候，辛格尔却坚定地转向了社会主义。在１８７０年，整个资产

阶级沉醉于对法国的胜利，广大人民群众迷恋于卑鄙的、仇恨人类

的、“自由派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说教，而这个时候，辛格尔

却在反对强占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抗议书上签了名。在１８７８

年，资产阶级帮助反动的地主的（德国人叫作“容克的”）大臣俾斯

麦执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解散工会，封闭工人报纸，千百次疯狂

地迫害觉悟的无产阶级，而这个时候，辛格尔却最终地加入了社会

民主党。

从那时起，辛格尔的生活经历就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

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他全心全意地献身于艰巨的革命建设

事业。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财产、全部杰出的组织才能、全部

从事实际工作和领导工作的才干都献给了党。在出身于资产阶级

的人当中，经历过自由派的漫长的历史，经历过资产阶级政客的叛

变、怯懦、同政府勾结、阿谀逢迎的历史，没有因此变得软弱、堕落，

而是从中得到锻炼，成为彻底革命家的，为数不多，可以说为数甚

少，辛格尔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出身于资产阶级而参加社会主义

运动的人是少有的，而无产阶级如果想锻炼出一个能够推翻现代

资产阶级奴役制度的工人政党，应当信赖的就正是这些少有的、经

过长期斗争考验的人。辛格尔无情地反对德国工人政党队伍中的

机会主义，他直到逝世前始终坚定不移地忠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的不调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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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尔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政论家，也不是出色的演说家。

他首先是和主要是实行非常法时期的秘密党的实践家和组织者，

在这项法令废除后，是柏林市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这位实践家把

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处理细小的、日常的、国会技术性的以及各种各

样“事务性”工作上，但他的伟大之处，却在于他并没有完全陷入细

小事务，没有屈从于极端平常，极端庸俗的倾向，即没有借口这种

所谓“事务性”工作或“正常”工作而回避尖锐的原则斗争。相反，毕

生献身于这一工作的辛格尔，每当出现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

根本性质、这个政党的最终目的、同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联合）、向

君主制让步等等问题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同机会主义各种表现进

行最坚定最坚决斗争的前列。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辛格

尔同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起，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

既反对否认议会斗争的半无政府主义者“青年派”，又反对温和的

“顽固不化的合法派”。后来，辛格尔同修正主义者也进行了同样坚

决的斗争。

资产阶级对他的仇恨不共戴天。仇恨辛格尔的资产阶级分子

（德国的自由派和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幸灾乐祸地说，随着他的

去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英雄”时期的，即领导人对革命具有非常

强烈的鲜明的直接的信心并坚持原则的革命政策的时期的最后几

个代表人物中的一个进入了坟墓。这些自由派说，代替辛格尔的将

是一些温和谨慎的领导人——“修正主义者”，将是一些要求不高

的爱打小算盘的人物。当然，工人政党的发展往往把许多机会主义

者吸引到自己队伍中来。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出身于资产阶级

的人带给无产阶级的多半是畏缩不前、思想狭隘或爱说空话，而不

是坚定的革命信念。但是，敌人不要高兴得太早！无论是德国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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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的工人群众，现在都愈来愈团结成为一支革命大军；这支

大军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示自己的力量，因为无论在德国还是在

其他国家，革命都在发展。

老一辈的革命领袖逝世，年轻的革命无产阶级大军在成长壮

大。

载于１９１１年２月８日（２１日）《工人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３号 第２０卷第１４３—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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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缅施科夫、格罗莫博伊和伊兹哥耶夫

（１９１１年２月２６日〔３月１１日〕）

据莫斯科某家报纸计算拥有５亿卢布资本的莫斯科６６个工

业家，发表了一项声明８８，从而引起各种刊物发表了许多极有价

值、极有特色的文章。这些文章除了非常鲜明地阐述了当前的政治

形势外，还在有关俄国２０世纪整个演进的许多基本的原则的问题

上提供了很有意义的材料。

缅施科夫先生在《新时报》上叙述右派政党和政府的观点时写

道：

“里亚布申斯基之流、莫罗佐夫之流等所有这些人，怎么不懂

得，一旦发生革命，他们都要被绞死，至少也要变成穷人？”据缅施

科夫先生说（《新时报》第１２５４９号），“这句有力的话”，他“是从一

个极其革命的学院的一位大学生的信中”引来的。他自己还补充

说，“尽管１９０５年提出了严厉警告，俄国的上层阶级，包括商人在

内，还是十分不了解日益逼近的灾难”。“是的，里亚布申斯基之流、

莫罗佐夫之流等先生们！尽管你们对革命卖弄风情，尽管你们有你

们急于得到的自由派的一切证书，但正是你们将首先成为酝酿中

的革命的牺牲品。你们将被首批绞死——这不是因为你们犯了什

么罪，而是因为你们自认为的美德——只是因为你们拥有你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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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耀的５亿卢布。”“自由派资产阶级，包括中等贵族、官吏和商人，

带着自己的封号、官衔和资本，无忧无虑地走向革命深渊的边缘。”

“待到煽动暴动的自由派被拖上绞架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旧政

权对他们多么温和，多么彬彬有礼地倾听了他们的呼声，多么体贴

他们，很少宣称要他们空洞的脑袋。让他们到那个倒霉的时刻，把

激进制度的善行同旧的宗法制度作番比较吧。”

这就是政府非正式的半官方刊物２月１７日发表的议论；同一

天，正式的半官方刊物《俄国报》在《莫斯科呼声报》的协助下，竭力

证明６６个工业家的“狂言”“不能算是莫斯科商界舆论的反映”。

《俄国报》写道：“贵族代表大会是一个组织，而６６个商人不是一个

组织，因为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以个人身分进行活动的。”

两种半官方刊物同时存在是麻烦的！一个揍另一个。一个证

明说，６６个商人的“狂言”不能看作哪怕是莫斯科商界舆论的反

映。另一个证明说，“狂言”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它不仅是莫斯科

的、不仅是商界的、而且是整个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舆论的反

映。缅施科夫先生代表“旧政权”提醒这个自由派资产阶级说：我们

不正是为你们着想吗？

在１９世纪的欧洲，大概没有一个国家的“旧政权”以及贵族和

反动政论界不是成百次向自由派资产阶级发出这种“不要进行煽

动”的号召的…… 可是，这种号召始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尽管

“自由派资产阶级”不仅不想“进行煽动”，相反，他们也象６６个商

人谴责罢工一样，积极地认真地反对“煽动者”。整个社会生活条件

使得这个或那个阶级感到处境不堪忍受并且谈论这种处境，既然

问题涉及这整个社会生活条件，那么，不论是谴责还是号召，都是

软弱无力的。缅施科夫先生正确地反映出政府和贵族的利益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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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用革命来吓唬自由派资产阶级，责备他们轻率从事。６６个商人

正确地反映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责备政府，谴责“罢

工者”。但是，相互指责只是一种标志，它确凿地证明了“机械论

的”重大“缺点”，证明了尽管“旧政权”打算竭力满足资产阶级，迎

合它，使它在杜马中占有很有权势的位置，尽管资产阶级强烈地真

诚地希望安定平稳、和睦相处、互相谅解、彼此协调，但总是“协调”

不了！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事情的基本轮廓，而相互指责只

不过是表面现象。

格罗莫博伊先生在《莫斯科呼声报》上向“政府”提出了必要的

警告（２月１７日第３８号《必要的警告》一文）。他写道：“‘坚固的’

政权的任何表现，任何意志冲动，只要不同旷日持久的改革携手前

进，就不会使祖国得到安宁。”（格罗莫博伊先生写得不大通顺，但

他的话意思还是十分清楚的。）“而旷日持久的危机所带来的混乱

状态，不能说成是不支付期票的‘不可抗拒的理由’。”（十月党大商

人的政论家先生，这种比拟是不妥当的：第一，这种期票没有签字；

第二，即使已经签字，你能起诉的那个商业法庭在哪里？充当法警

和其他能够执行追偿的人是谁？格罗莫博伊先生，只要你仔细考虑

一下，你就会看到，不仅十月党，就连立宪民主党，在政治上也都是

开空头支票的党。）“在这种情况下，混乱状态只会加剧……继学潮

以后将会发生许多已经经历过的事情。调转船头，你们就会看到行

驶过的路程。”“依靠弱者的打算落空了，依靠强者的打算也会落空

的。政权什么也拿不出来。不论进行怎样的选举，政权指望安宁的

打算，都会变成泡影。”（格罗莫博伊先生指的是第四届杜马的选

举。）“如果反对派的商队开始穿过只是萦绕着政权迷雾的峭壁，如

果政权屏弃温和分子而陷于孤立，选举就会使它遭到惨败，整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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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就会由于不是合法制度而发生动摇。”

缅施科夫责备资产阶级“煽动”“革命”，资产阶级又责备缅施

科夫之流“加剧了混乱状态”。“这是一个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

事。”

叛徒伊兹哥耶夫在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上企图就这个问题

作出一些社会学的结论，却没有认识到由立宪民主党人，特别由叛

徒来谈这个问题是多么不慎重。他在《对比》（２月１４日）一文中，

把贵族联合会代表大会同６６个莫斯科商人的声明作了一番比较。

他写道：“贵族联合会降到了普利什凯维奇的水平，莫斯科工业家

开始用国家的口吻讲话了。”伊兹哥耶夫先生接着写道，在过去，

“贵族在文化上给了人民很大帮助”，但“从事文化工作的只是少

数，多数对人民进行了迫害”。“但是一般说来，历史规律就是这样：

从事进步活动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

“一般说来，历史规律就是这样”，——妙极了。这就是立宪民

主党人的《言语报》通过伊兹哥耶夫先生之口发表的言论。可是，如

果进一步细细观察，我们就会惊奇地看到，“一般历史规律”超出封

建贵族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范围就不发生作用。确实如此。我们

不妨回想一下《路标》文集：这位伊兹哥耶夫先生就在它上面写过

文章，最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也同它进行过争论，不过谈的只是枝

节问题，而没有涉及到基本的主要的本质的东西。一切立宪民主党

人表示赞同的、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讲过几千次的《路

标》文集上的本质的东西，就是除了反动贵族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以

外，俄国其他阶级在本世纪的头１０年中，是通过自己爱“胡闹”崇

拜“知识分子出身的”“首领”、不能提高到“国家”观点的少数人的

行动来表现自己的。伊兹哥耶夫先生在《路标》文集中写道：“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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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敢于承认，在我们国家杜马中，除了三四十个立宪民主党人和

十月党人，大多数代表都没有表露出能够管理和改造俄国的知

识。”谁都明白，这是指农民代表、劳动派和工人代表说的。

总之，“一般历史规律”就是：“从事进步活动的只是本阶级的

少数”。如果从事活动的是资产阶级的少数，那这就是为“一般历史

规律”所证实的进步的少数。伊兹哥耶夫先生教导我们说：“只要少

数有机会进行工作，道义上的权威就会普及到整个阶级。”但是，如

果从事进步活动的是农民或工人的少数，那就决不符合“历史规

律”，决不是“本阶级的进步的少数”，这个少数就决没有“道义上的

权威”来代表“整个”阶级说话——绝对没有；这个被“知识分子习

气”弄糊涂了的少数，就象《路标》文集上写的那样，是反国家的、反

历史的、毫无基础的，等等。

立宪民主党人，特别是路标派分子，他们着手进行总结是冒风

险的，因为每当他们着手进行总结的时候，都必然要暴露立宪民主

党人的论断同缅施科夫之流的论断之间有着最充分的内在的血缘

关系。

《俄国报》和《庶民报》８９的论断是：６６个商人是少数，决不代表

阶级，他们既没有表现出“管理和改造俄国”的知识，也没有表现出

“管理和改造俄国”的才能，他们甚至根本不是商人，而是被引入歧

途的“知识分子”，等等，等等。

伊兹哥耶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论断是：劳动派和工人代

表，在我们的，比如在我们的国家杜马中，只是少数，他们决不代表

自己的阶级即十分之九的居民，他们被“知识分子习气”弄糊涂了，

他们既没有表现出“管理和改造俄国”的知识，也没有表现出“管理

和改造俄国”的才能，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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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俄国报》和《庶民报》同《言语报》和《俄罗斯新闻》的论

断会有这种最充分的内在的血缘关系呢？因为尽管它们所代表的

阶级之间存在种种区别，但不论前两种刊物还是后两种刊物，它们

所代表的阶级，都已经没有从事任何本质的、独立的、创造性的、决

定性的进步历史活动的才能了。因为不仅前两种刊物，而且后两种

刊物，不仅反动派，而且自由派，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都害怕其他更

广泛的阶层、集团和人民群众即其他人数更多的阶级的历史的主

动性。

伊兹哥耶夫先生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叛徒，想必会在

这里发现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一方面，承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因而也承认这种发展使资产阶级不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

领域中都占有最充分的、最纯粹的统治地位的内在趋势；另一方

面，又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从事独立的、创造性的历史活动

的才能了！

这种“矛盾”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而不是错误论断的矛盾。资

产阶级必然居于统治地位，决不等于自由派资产阶级有那种表现

历史主动性的才能，使他们能够摆脱普利什凯维奇的“奴役”。第

一，历史决不是沿着那样笔直平坦的大道前进的，历史上任何成熟

了的改革并不因此就意味着首先得到改革好处的那个阶级十分成

熟和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种改革。第二，除了自由派资产阶级以

外，还有其他的资产阶级，比如全体农民就其总体来说是民主派资

产阶级。第三，欧洲历史告诉我们，有些按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

级的改革，根本不是由资产阶级分子实现的。第四，俄国近半世纪

以来的历史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自由派的思想家和领袖们开始发表同路标派、卡拉乌洛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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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马克拉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一样的论断，这就意味着：一

系列历史条件在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中引起了“竭力倒退”、害怕

运动向前推进的心理，他们害怕这种运动将撇开自由派资产阶级、

越过他们、不管他们是否担心而向前推进。缅施科夫和格罗莫博伊

相互指责① 洗笏龄秩菊“加剧了混乱状态”，这种对骂只是一种征

兆，说明所有的人都开始感到了这种历史运动在向前推进……

伊兹哥耶夫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深深扎根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现

代社会是阶级社会，而且目前也不可能是别的社会。另一个阶级总是竭力占

有没落阶级的地位。”

米留可夫先生在自己的《言语报》上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一定会

想到：他多聪明啊！有这样一位立宪民主党人还是值得高兴的，他

在２５岁时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到３５岁时“变聪明了”，后悔自己误

入迷途。

伊兹哥耶夫先生，你作的这种结论是不慎重的。现代社会是阶

级社会，很对。但在阶级社会里，会有超阶级的政党吗？想必你猜

得到，这是不会有的。那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蠢事，在这样一个

恰恰把宣称自己是超阶级政党看作自己的骄傲和功绩（在那些不

仅在口头上，不仅是以小品文的空谈承认现代社会是阶级社会的

人看来，这是表现了自己的伪善和自己的近视）的政党的刊物上大

谈“阶级社会”呢？

当你面向贵族联合会和莫斯科自由派商人的时候，你就大叫

什么现代社会是阶级社会。而当你不得不在不愉快的（啊，真是骇

人听闻的不愉快！）事件迫使你哪怕在短暂的时间面向农民或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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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你就开始大肆攻击狭隘的、无生气的、僵化的、不道德的、

唯物论的、无神论的、不科学的阶级斗争“学说”。唉，伊兹哥耶夫先

生，你最好还是不要作社会学的总结吧。唉，格利莎，你还是不要去

参加晚会吧！９０

“……另一个阶级总是竭力占有没落阶级的地位……”

伊兹哥耶夫先生，并不总是这样。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两个阶

级，不管是没落阶级还是“竭力”阶级，都已相当腐朽了，当然一个

程度重些，另一个程度轻些，但毕竟两个都已相当腐朽了。常常有

这样的情形，感到自己已经腐朽的“竭力”进步的阶级，害怕前进一

步，即使前进了一步，也必定急忙同时倒退两步。常常有这样的自

由派资产阶级（比如在德国，尤其是在普鲁士曾经有过这样的情

形），他们害怕“占有”没落阶级的“地位”，而尽一切努力去“分享地

位”，或者更确切地说，哪怕在奴仆的下房中得到一席之地，但就是

不去占有“没落”阶级的地位，不去把没落阶级弄到“没落”的地步。

伊兹哥耶夫先生，这样的情形是常有的。

在发生上述情形的历史时期，如果自由派真能装成民主派，他

们就会给（而且正在给）整个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因为这两

者之间，即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前者害怕“占有

地位”，而后者不怕。两者都在实行历史上成熟了的资产阶级改革，

但一个害怕实行这种改革，由于自己害怕而阻止这种改革；另一个

对资产阶级改革的后果往往抱有许多幻想，因而把自己的全部力

量和整个身心都投到实行这种改革中去。

为了说明这个一般性的社会学论点，我想举一个自由派为例。

这个自由派不是竭力“占有”而是害怕“占有”没落阶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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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恶毒地欺骗人民，自命为“民主派”。这个

自由派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第三届杜马代表地主亚·叶·别列佐

夫斯基第一。他于１９０８年辩论土地问题时在杜马中发表了下面的

演说，这次演说得到党的首领米留可夫先生的赞扬，说它“很精

采”。我们认为，由于选举即将举行，不妨重提一下这次演说。

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２７日，别列佐夫斯基先生在国家杜马中为土地法案辩护

时说道：“……我深信，这个法案对土地占有者也非常有利，先生们，我所以这

样说，是因为我熟悉农业，我自己一生就是从事农业，并且占有土地…… 不

应当光是抽出强制转让这一事实，对这一事实感到气愤，说这是暴力，而应当

研究一下，这个建议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第一届国家杜马４２位代

表的法案提出的是什么建议。这个法案只是认为，必须首先转让占有者自己

没有经营的、用农民的农具耕种的以及出租的土地。其次，人民自由党主张在

各地成立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应该工作一定时期，甚至可能工作若干年后弄

清楚哪些土地应当转让，哪些不该转让，农民要有多少土地才能满足。这种委

员会的成员应当是一半农民，一半非农民；我认为，在各地这种一般具体情况

下，应当弄清楚可以转让多少土地，农民需要多少土地；最后农民自己也会相

信，他们的正当要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他们想要得到很多土地的

愿望往往是多么错误，多么没有根据。然后这份材料交回杜马修改，接着这份

材料转给国务会议，最后才由陛下批准。程序本来就是这样，可是不知为什么

政府害怕这个程序，因而解散了杜马，使我们落到现在这步田地。进行了这种

有计划的工作以后，居民的真正需要就一定会得到满足，同时，文明田庄就会

安定下来，保存下来，而这种田庄，人民自由党除非迫不得已是决不愿意破坏

的。”（速记记录第３９８页）

既然和别列佐夫斯基先生同属一个党的伊兹哥耶夫先生在

《对比》一文中写道：“俄国是民主国家，对任何寡头政治，无论是新

的还是旧的，都是不能容忍的”，那么，这类话的意义，我们现在就

十分清楚了。俄国决不是民主国家，而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只要比较广泛的居民阶层还把立宪民主党这样的党看作是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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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就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这是痛苦的真相，人民非常需要知道

这种真相，而不需要犹豫不决的、无气节的、无原则的自由派寡头

政治的代表人物立宪民主党先生们所说的甜蜜的谎言。象缅施科

夫之流同６６个商人与格罗莫博伊之间这样的“争论”发生得愈多，

就愈需要提起这种痛苦的真相。

载于１９１１年２月２６日《明星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１号 第２０卷第１４７—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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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

（１９１１年２月）

鉴于国内可能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我们认为有义务对涉及

我们党的负责人员的情况的一些重要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１．在１９１０年１月的全会上，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负责代

表同中央委员会签订了协定，这个协定发表在中央机关报第１１号

上。由于呼声派和前进派没有遵守这个协定明确规定的条件，我们

的三个负责代表（并受梅什科夫斯基委托）提出了一项申请，正式

废除这个协定。显然，由于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已不存在并在国外开

始分裂，我们不得不提出这项申请，如果中央委员会能够召开会

议，恢复被上述派别破坏的党的工作和党的路线，我们当然愿意撤

回这个声明，或同意重新审查这个协定。

２．党的这条路线是全会明确规定了的，呼声派、托洛茨基及其

同伙企图把它搞得模糊不清是徒劳的。这条路线认为，无论取消主

义还是召回主义，都是对无产阶级产生有害影响的资产阶级理论。

全会后，这两种思潮为了破坏全会的决定，发展和形成了两个反党

派别：一方面是波特列索夫派和呼声派，另一方面是前进派。孟什

维克中间只有所谓护党派或普列汉诺夫派，即一贯坚决反对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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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索夫派和呼声派的人，走上了全会指出的护党道路。

３．因此，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坚决反对呼声派对英

诺森的攻击，他们攻击英诺森，是因为英诺森在１９１０年夏季拒绝

承认那些仍然是呼声派或者没有用行动充分证明自己的护党立场

的孟什维克为增补候选人。英诺森这位布尔什维克中间的一个与

我们不同色彩的主要代表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有文件证明，他正

是作为特别色彩的代表，用上述办法确定了联合一切布尔什维克

的护党原则（波兰社会民主党可以作证）。

４．国外的呼声派企图以国外进行分裂活动的派别的名义提出

增补“自己的”候选人进中央委员会，这是极大的嘲弄。如果说，在

全会上，有人还真挚地相信孟什维克要同取消派进行斗争的诺言，

那么过了一年就非常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相信呼声派的。我

们坚决反对把国外取消派的候选资格提付表决，并要求向无疑会

从孟什维克护党派中提出候选人的国内普列汉诺夫派征求意见。

５．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进行的是分裂活动，这一点现在

不仅布尔什维克派和波兰人９１（中央机关报的）完全承认，而且普

列汉诺夫派也完全承认（见巴黎普列汉诺夫派的决议）。我们确认，

导致分裂的决定性的第一步，是托洛茨基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所作

的撇开中央委员会召开代表会议和为代表会议筹集“基金”的声

明。我们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５日的申请是对此所作的迫不得已的答复。

前进派的党校成了这种分裂活动的一个中心，因为托洛茨基违反

党校委员会的直接决定加入了这个党校。呼声派在报刊上指责我

们“瓦解了”这个党校。而我们认为瓦解国外反党派别是我们应尽

的义务，我们要求委派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个党校的“基金”和

托洛茨基与呼声派支援这个党校的情况。呼声派大肆宣扬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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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上已经完全取消了的剥夺办法，这不仅是进行讹诈，而且是用

这种宣扬来掩饰自己在精神上（不仅是精神上）支持破坏全会决议

的人的行为。

６．普列汉诺夫派奥尔金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唐恩公开解释

说，呼声派之想把中央委员会迁回俄国，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可能

（或一定）瓦解。党的法庭必定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谁留意了

呼声派一年来的政策，谁就不会怀疑，他们实际上在不断破坏和阻

挠中央的工作。伦敦选出的呼声派候选人不但活着，而且都在工会

和报刊上进行反党的政治活动。他们不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以此

证实了自己的取消派立场。因此，我们应当提醒在极端困难的条件

下进行工作的国内的中央委员同志（因为他们全都是警察熟知

的），在党内还有内部敌人在威胁着他们。不能没有那么一个国外

基地，否则就要冒风险，只要遭到一次破坏，进行分裂活动的波特

列索夫分子就会为所欲为。不能让现在正在执行帮助前进派、呼声

派和托洛茨基的政策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在国外继续存在下去。

不能凭空相信诺言或在决议上的“签字”，如果想成为现实的政治

家和不一味受形式主义的诱惑，就应当看看从工人运动中以及从

对工人运动的反革命影响中成长起来的思想政治流派。

这些流派从１９０８年起成长壮大起来了，从而使普列汉诺夫派

同布尔什维克接近起来，使拥护和掩盖分裂的呼声派、前进派和托

洛茨基结成了联盟。我们党的最近前途（对这一点，闭眼不看是不

行的）必然取决于这方面的斗争，引起这场斗争的不是个人和集团

的意志，而是全会决议所指出的时代的客观条件。

１９１０年１月同中央签订协定的布尔什

维克派代表（三名代表，并受第四名代表

１６１致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



梅什科夫斯基的委托）①

载于１９３１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８卷 第２０卷第１５７—１６０页

２６１ 致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

① 接下去是列宁、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签名。——俄文
版编者注



关 于 纪 念 日

（１９１１年２月）

所谓农民改革的五十周年纪念引起了很多发人深思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只能谈谈其中某些经济问题和历史问题，把比较狭义

的政论性话题留到另外的场合去谈。

１０—１５年前，当民粹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初次

公诸于众的时候，对所谓农民改革的评价方面的意见分歧，就屡次

成为这一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民粹主义的理论家们，例如著名的

瓦·沃·先生或尼古拉·—逊先生认为，１８６１年农民改革的原

则，是一种在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并在根本上同资本主义相敌

对的东西。他们说，２月１９日的法令９２使“生产资料分配给生产者”

合法化，批准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人民生产”。２月１９日的

法令被看作是俄国非资本主义演进的保证。

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就针对这种理论提出了原则上相对立的另

一种观点。２月１９日的法令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代替农奴制的（或封建制的）生产方式过程中的一个插曲。从这个

观点来看，法令中没有任何别的历史经济因素。“生产资料分配给

生产者”只是一句动听的空话，它掩盖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农民

作为农业中的小生产者，他们已从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生产者转变

为商品生产者了。至于那个时代俄国各个地区农民经济中的商品

生产发达程度如何，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被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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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所进入的正是商品生产，而不是什么别的生产。所以，代

替① 洗笏龄秩菊农奴劳动的“自由劳动”，只不过是意味着在商品

生产条件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下的雇佣工人或独立的

小生产者的自由劳动。赎金更加明显地突出改革的这种性质，因为

赎金推动了货币经济，即加剧了农民对市场的依附。

民粹主义者认为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是非资本主义的原则，

是他们称之为“人民生产”的“开端”。他们认为，农民不带土地的解

放是资本主义的原则。民粹主义者（特别是尼古拉·—逊先生）把

马克思的学说作为这种观点的根据，他们引证了下面这一点，即劳

动者脱离生产资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一个奇特的

现象是：马克思主义从８０年代开始（也许还要早些），就已经是西

欧先进社会学说中如此无可争辩的实际的主导力量，以致在俄国，

那些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理论也不能长期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

这些理论进行诡辩，伪造（往往是无意识地）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

好象本身是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并且企图“按照马克思”来推翻

马克思理论在俄国的应用！尼古拉·—逊先生的民粹主义理论自

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１８８０—１８９０年），后来，司徒卢威先生、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及其同伙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理论，也是

从“几乎”完全承认马克思开始的。他们在“进一步批判地发展”马

克思主义的幌子下来发展自己的观点，来推行自己的自由主义。对

于１９世纪末以来的俄国社会理论发展的这个特征（直到现代机会

主义，即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掩饰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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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主义），我们大概不得不再三提到。

目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民粹派对“伟大改革”的评价。有一种

观点认为，１８６１年剥夺农民土地的意图是资本主义的意图，把土

地分给农民的意图则是反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的意图（民粹派

中的优秀人物把“人民生产”这个术语看成是由于书报检查的障碍

而被迫采用的社会主义的别名）。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这种观

点是极端违反历史的，这是把马克思的“现成”公式（只能用在高度

发达的商品生产上的“公式”）搬到农奴制的基地上来。实际上，

１８６１年农民土地的被剥夺，在多数场合下所造成的不是资本主义

生产中的自由工人，而是在同一个“老爷的”即地主的土地上受盘

剥的（就是说，实际上是半农奴式的，甚至几乎是农奴式的）佃农。

实际上，１８６１年的“份地”，在多数场合下所造成的不是自由的独

立农民，而是把受盘剥的佃农束缚在土地上，他们由于使用牧场和

草地，使用必要的耕地等等，事实上不得不仍然在用自己的农具替

地主耕种土地的形式下服徭役。

既然农民是实际上，而不只是名义上从农奴制关系（这种关系

的实质是“工役地租”，即拥有份地的农民要为地主干活）中解放出

来，那他也就进入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之中了。但是，这种从农奴

制关系中的实际解放，比民粹派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拥护剥夺土

地的人同拥护“分地”的人之间的斗争，当时往往只是表现两个农

奴主阵营的斗争，他们所争论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或

“工役”农民）对地主更有利呢，还是“拥有份地”，即被固定在一个

地方、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又不能借此维生、必须寻找“外水”

（＝受地主盘剥）的佃农对地主更有利。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毫无疑问，农民在解放时获得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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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多，他们获得的土地愈便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愈迅速、

愈广泛、愈自由，农奴制关系和盘剥制关系的残余消失得也就愈迅

速，国内市场也就会愈扩大，城市、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就愈有保

障。

民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空想地、抽象地、离开具体历史情况

来看问题。他们把“份地”说成是独立的小农业的基地：如果确是如

此，那么“拥有份地的”农民也就变成了商品生产者，而处于资产阶

级的条件下了。事实上，“份地”往往非常小，担负的税款过重，地界

划得不利于农民，而“利于”地主，以致“拥有份地的”农民不可避免

地要陷于毫无出路的受盘剥的地位，实际上仍然处在农奴制关系

中，从事同样的徭役（采取工役租佃制等等形式）。

因此，民粹主义包含了两重倾向，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自由主

义民粹派的观点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评价等等时，也就说明了这

两重倾向的特点。民粹派由于粉饰１８６１年的改革，忘记“分地”在

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就是使地主经济拥有廉价的和被束缚在一个

地方的劳动力，拥有廉价的盘剥性劳动，所以他们就滑到了（往往

意识不到这一点）自由主义的观点，滑到了自由派资产者以至自由

派地主的观点；——所以他们客观上就成了这样一种类型的资本

主义演进的捍卫者，这种资本主义演进受地主传统的牵累最重，同

农奴制旧东西的联系最密切，并且在摆脱农奴制旧东西时也最缓

慢、最困难。

民粹派没有把１８６１年的改革理想化，而是热烈真诚地主张农

民交纳最少的税款，不受任何限制地分得最大的“份地”，以及农民

在文化、法律和其他方面享有最大的独立性，因此民粹派是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他们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的民主主义还远不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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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彻底、很坚决的，而且这种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始终不

理解。顺便说说，在我们这里，甚至直到现在，极“左的”社会民粹派

分子把上面词组中的“资产阶级”这个词往往理解成某种类似……

“政策”的东西，其实，资产阶级民主这个术语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

看是唯一精确的科学的说法。

民粹主义的这两重倾向，即自由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倾向，在

１８６１年改革的时代就已经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了。我们不能在这

里比较详细地分析这些倾向，特别是分析空想社会主义同后一种

倾向的关系，而只限于简单地指出思想政治派别的差别，比如卡维

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的差别。

如果总的看一看１８６１年俄国国家整个结构的改变，那就必须

承认，这种改变是在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

上迈了一步。这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政治观点来

看也是正确的。只要回忆一下法院、管理、地方自治等方面的改革

的性质，以及１８６１年农民改革后所发生的各项改革的性质，就会

相信这种论断是正确的。对这“一步”的大小和快慢可以展开争论，

但是，这一步的方向却是这样明确，并且被后来发生的全部事件说

明得这样清楚对它未必能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经常可以听到一种

不加思索的论断，说什么俄国仿佛是在最近几年才在向资产阶级

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几步”，因此，对这个方向加以着重说明

就更有必要了。

上面谈到的民粹主义的两种倾向中的民主主义倾向，它所依

据的是非地主的、非官吏的、非资产阶级的自觉性和主动精神，这

种民主主义倾向在１８６１年是非常微弱的。因此，事情的发展只限

于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极小的“一步”。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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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微弱的倾向在那时已经存在了。后来在改革后的整个时期内，无

论在社会思想范围内，还是在社会运动范围内，它都时强时弱地表

现出来。这种倾向在这个时期的每１０年当中都在增长，它是由国

内经济演进的每一步所促进的，因而也是由社会、法律、文化等条

件的总和所促进的。

１８６１年只是初露轮廓的两种倾向，在农民改革之后过了４４

年，就在社会生活各种极其不同的活动场所内，在社会运动的各种

变动中，在广大居民群众以及各大政党的活动中，都相当充分地和

相当公开地表现出来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从最广的意

义上来理解这两个术语——是半个世纪前就初露轮廓的西种倾向

的直系后裔、继承者和直接的传播者。１８６１年同过了４４年后发生

的事件之间的联系，是无可怀疑的，显而易见的。在半个世纪里，这

两种倾向的生存、巩固、发展以及成长的情况，无可争辩地证明了

它们有力量，证明了它们深深扎根在俄国整个经济结构中。

《新时报》的作家缅施科夫用下面一段独出心裁的话说明了农

民改革同不久前发生的事件的这种联系：“１８６１年没有能够防止

１９０５年，——因此，对于遭到如此惨败的改革，还有什么伟大可叫

唤的呢？”（１月１１日《新时报》第１２５１２号。《不必要的纪念日》）

缅施科夫的这段话无意中触及了极其发人深思的历史科学问

题，第一是关于改革和整个革命的相互关系，第二是关于１８６１年

同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社会历史思潮、意愿、倾向之间的联系、依存和

血缘关系。

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忘记这种对立，

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线，就会经常导致在一切历史问题的论述

上犯最严重的错误。但是，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这条界线不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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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是活的、可变动的，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条界线。

１８６１年的改革，由于那些因本身的利益而要求改革的社会成分极

其软弱、缺乏觉悟、涣散，结果只是改革而已。

因而在这一改革中，农奴制的特征才这样突出，官僚主义的丑

恶现象才这样繁多，农民遭受的灾难才这样深重。我国农民由于资

本主义的发展不足而遭受的痛苦，远比遭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大得

多。

这一改革虽然由于一定的社会成分软弱而只是改革，但是它

不顾重重障碍和阻力为这些社会成分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

件，——这些条件扩大了旧的矛盾所赖以爆发的基础，扩大了能够

自觉参加这些矛盾“爆发”的居民集团、阶层和阶级的范围。因此，

结果是，１８６１年改革中自觉地敌视自由主义的、具有民主主义倾

向的代表人物，当时（并且在以后很长的时期内）好象是些没有基

础的单枪匹马的个人，但当那些在１８６１年几乎还只处于萌芽状态

的矛盾成熟了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具有非常广大的“基础”了。

１８６１年改革的参加者是从改良主义者的观点来看①洗笏龄秩菊这

次改革的，他们比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者更有“基础”。历史将永远

铭记：前一种人是时代的先进人物，而后一种人则是不彻底的、无

气节的、在旧的衰亡的势力面前软弱无力的人物。

民粹派从１８６１年起（而他们的前辈则还要早些，即在１８６１年

前），并在后来半个多世纪的时期里，一直在自己的理论中鼓吹俄

国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即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历史完全驳斥了他们

的这种错误。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而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事件即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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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阶级在这个时期的行动特别鲜明地证实了，俄国正沿着资

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并且不可能有另一条发展道路。但是，如果一

个马克思主义者直到现在还没有从这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弄明白，

这些在错误的思想体系中表现出来的要祖国走“另一条”道路的半

个世纪的宿愿有什么现实的意义，那他就是一个蹩脚的马克思主

义者。

把１８６１年同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加以比较，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

民粹派的思想体系的现实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把两条资本主义的

发展道路对立起来：一条道路是使新的资本主义的俄国适应于旧

的俄国，使前者服从后者，延缓发展的进程，另一条道路是用新的

代替旧的，完全排除阻挡新事物的旧障碍，加速发展的进程。立宪

民主党人的纲领是自由主义的纲领，劳动派的纲领是民主主义的

纲领，这两个纲领虽然都是不彻底的，有时是混乱的和不自觉的，

但是它们明显地表现出了两条现实道路的这种发展，这两条道路

都属于资本主义的范围，在半个多世纪的时期里都在力求得到实

现。

当前的时代，特别迫切地要求我们明确地了解这两条道路发

展的条件，要求我们对１８６１年的两种倾向以及对它们后来的发展

有明确的概念。我们正经历着俄国国家整个结构的进一步变动，即

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这新的一步，仍象

过去那样没有把握，动摇不定，不能令人满意，不够扎实，它向我们

提出的还是老问题。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中，哪条道路将

最后地确定俄国的资产阶级结构，历史对此还没有作出决定，因为

这个决定所依赖的那些客观力量还没有发挥净尽。不能预料，在没

有经历社会生活中的全部摩擦、冲突、纷争之前，这个决定将是什

０７１ 关 于 纪 念 日



么样的。不能预料，从１８６１年起就有所表现的两种倾向的合力将

是怎样的。但是可以而且应当做到对这两种倾向有明确的意识，做

到使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瓦解、涣散、缺乏信心、醉心于一时的成

就这种混乱状态中作为“领导人”，这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把自己

的活动投入这种合力中去，不起消极作用（象取消主义和一瘸一拐

地一味追随各种颓废情绪的行径那样），而起积极作用，即维护整

个演进的利益，维护整个演进的根本的和最本质的利益。

民主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正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但他们经

常动摇不定和处于对自由主义的依赖状态。反对这种动摇不定，消

除这种依赖状态，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之一。

载于１９１１年２月《思想》杂志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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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

（１９１１年３月１９日〔４月１日〕）

罗曼诺夫老爷们的王朝对之如此胆战心惊，俄国自由派为之

如此动情的纪念日，已经庆祝过了。沙皇政府是这样来庆祝这个纪

念日的：加紧“向人民”推销“民族俱乐部”出版的黑帮的纪念小册

子，加紧逮捕一切“嫌疑分子”，禁止那些可能发表即使有一点类似

民主主义思想的演说的集会，对报馆处以罚款，予以查封，迫害“叛

乱的”电影院等。

自由派是这样来庆祝这个纪念日的：一再哭诉必须要有“第二

个２月１９日”（见《欧洲通报》杂志９３），表白自己的忠君感情（沙皇

肖像登在《言语报》的最显著地位），诉说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诉

说祖国的“立宪”不稳固、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毁灭性地破坏了”

“历来的土地原则”，等等。

尼古拉二世在给斯托雷平的诏书里说，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

即把农民的土地交给一小撮豪绅、富农、富裕农民去任意掠夺，把

农村交给农奴主－地主去支配，恰恰就是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日的“伟

大改革”的完成。

应当承认，血腥的尼古拉这个俄国的头号地主，比我们那些好

心肠的自由派要更接近历史的真理。这个头号地主和农奴主头头

懂得，更确切些说是从贵族联合会的教导中领会到这样一个阶级

斗争的真理，即农奴主实行的“改革”，按其全貌来说，不能不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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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制的改革，并且不能不是随之施行各种暴力的制度。只有群众的

革命运动能够彻底消灭农奴主－地主和他们在俄国的无限权力，

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以至我国全体自由派害怕这种运动；这种害

怕心理妨碍他们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只要农奴主没有被推翻，任何

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只能具有农奴制形式，带有农奴制性质和

采用农奴制方法。害怕革命，幻想改革，而又抱怨“改革”实际上是

由农奴主按照农奴制方式进行的，这就是极端卑鄙极端愚蠢的表

现。尼古拉二世的做法正确得多，对俄国人民的教诲有效得多，他

用实例“让”人民去选择：或者是农奴制的“改革”，或者是推翻农奴

主的人民革命。

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日的改革是农奴制的改革，我国的自由派所

以能够美化这个改革并把它描绘成“和平的”改革，只是因为当时

的俄国革命运动薄弱到了微不足道的程度，而在被压迫的群众中

还根本没有革命的阶级。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的法令和１９１０年６月

１４日的法律也同１８６１年的改革一样，都是同样的资产阶级内容

的农奴制改革，但是，自由派不能把它看成是“和平的”改革，不能

随随便便地去美化它（虽然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例如在《俄国

思想》杂志上），因为人们可以忘记１８６１年的单枪匹马的革命家，

却不能忘记１９０５年的革命。１９０５年在俄罗斯诞生了一个能够把

农民群众也发动起来进行革命运动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在

任何一个国家里，革命阶级一诞生，它就不可能被任何迫害镇压下

去，它只能随着整个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它只能在取得胜利以后才

死亡。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１８６１年农民改革的基本特点。臭名远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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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是对农民的无耻掠夺，是对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

串的侮辱。由于“解放”，黑土地带各省农民的土地被割去了１５以

上。有些省份的农民被割去的、被夺走的土地达到１３，甚至２５。

由于“解放”，农民的土地同地主的土地是这样划分的：农民迁到

“沙地”上去，而地主的土地却象楔子一样插在农民的土地中，从而

使名门贵族们更容易盘剥农民，把土地按重利盘剥的价格租给他

们。由于“解放”，农民被迫“赎买”他们自己的土地，而且被勒索走

了高于实际地价一两倍的金钱。总之，６０年代的整个“改革时代”

使农民仍旧贫困，受人欺压，愚昧无知，无论在法院还是在管理机

关，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地方自治机关，农民都得听从地主－农奴主

的摆布。

“伟大改革”是农奴制的改革，而且不可能是别的改革，因为它

是由农奴主实行的。是什么力量迫使他们搞改革的呢？是把俄国

拉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的力量。地主－农奴主不能阻挠俄

国同欧洲商品交换的增长，不能保持住旧的、崩溃的经济形态。克

里木战争表明了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农民的“骚乱”在解放

前每１０年都要高涨一次，使得头号地主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

认，与其等待从下面来推翻，不如从上面来解放。

“农民改革”是由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的改革。这是俄国在

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道路上迈出的一步。农民改革的内容是资

产阶级的，农民的土地被割去的愈少，农民的土地从地主的土地中

分出的愈多，农民交给农奴主的贡赋（即“赎金”）数目愈小，各地农

民摆脱农奴主的影响和压迫的程度愈大，这种资产阶级的内容就

暴露得愈明显。农民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农奴主的统治，他就在多

大程度上处于金钱势力的支配之下，处于商品生产的条件之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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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产生的资本的依附地位。１８６１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就完成了欧洲某些老国家整整几个世

纪才完成了的转变。

我国自由派的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历史学家们大肆渲染和美

化的臭名远扬的农奴主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

斗争，主要是地主内部的斗争，完全是让步程度和让步形式引起的

斗争。自由派也同农奴主一样，站在承认地主所有制和地主政权的

立场上，愤怒地谴责鼓吹消灭这种所有制、彻底推翻这种政权的一

切革命思想。

这些革命思想不能不在农奴制农民的头脑中滋长。虽然几个

世纪的奴隶制严重摧残和压制农民群众，以致他们在改革的时候，

不能有所作为，只能进行分散的、零星的起义，进行甚至可以说是

缺乏任何政治意识的“骚乱”，但就在那时，俄国已经出现了站在农

民方面的革命家，他们十分了解臭名远扬的“农民改革”的狭隘贫

乏、它的农奴制性质。当时这些为数极少的革命家是以尼·加·车

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

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日标志着从农奴制时代中成长起来的资产阶

级的新俄国的开端。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自由派和车尔尼雪夫斯基

是两种历史倾向、两种历史力量的代表，这两种倾向和力量从那时

起一直到今天都决定着为建立新俄国而斗争的结局。正因为如此，

所以在庆祝２月１９日五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觉悟的无产阶级必

须尽量明确地认清这两种倾向的本质和它们的相互关系。

自由派希望“从上面”来“解放”俄国，既不摧毁沙皇的君主制

度，也不摧毁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政权，只是唤醒他们向时代精神

“让步”。自由派过去是现在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而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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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容忍农奴制的，可是它又害怕革命，害怕能够推翻君主制和

消灭地主政权的群众运动。因此，自由派只限于进行“争取改革的

斗争”，“争取权利的斗争”，也就是只限于在农奴主和资产阶级之

间瓜分政权。在这种力量对比之下，除了农奴主实行的改革外，不

会有其他任何“改革”，除了被农奴主的专横所限制的权利外，不会

有其他任何“权利”。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

的农民村社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没有认识到而且也不可能在上世

纪的６０年代认识到：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

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

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

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他越过书报检

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和种种刁难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

切旧政权的群众斗争的思想。他把自由派起初加以美化、而后甚至

加以歌颂的１８６１年的“农民改革”称之为丑事，因为他清楚地认识

到农民改革的农奴制性质，清楚地认识到那些自由派解放者老爷

们正在把农民搜刮得一干二净。车尔尼雪夫斯基把６０年代的自由

派叫作“空谈家，吹牛家和傻瓜”９４，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自由派

在革命面前胆战心惊，在当权者面前毫无气节和奴颜婢膝。

这两种历史倾向在２月１９日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发展起来了，

而且愈来愈清楚、愈来愈明确、愈来愈坚决地分道扬镳了。自由主

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力量增长起来了，这个阶级鼓吹满足于“文

化”工作，逃避革命的地下工作。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增长

起来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初在民意党人和革命民粹派的空

想思想体系和知识分子的斗争中是混合在一起的，而从上世纪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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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起，随着从恐怖分子和单枪匹马的宣传家的革命斗争向革命

阶级本身的斗争的转变，就开始分道扬镳了。

从１８９５年到１９０４年这革命前的十年向我们表明，无产阶级

群众已经公开行动起来并在不断成长，罢工斗争日益扩大，社会民

主主义工人的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和党的工作日益发展。特别从

１９０２年起，革命民主主义的农民也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先锋

队开始进行群众性的斗争。

１８６１年才在生活中出现并刚刚在出版物上显露出来的两种

倾向，在１９０５年革命中发展和壮大起来了，在群众运动中，在各个

党派的种种不同场合的斗争中，在报刊上，在群众集会上，在工会、

罢工、起义以及国家杜马中都有所反映。

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建立了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它们

起初在一个地方自治自由派运动中和睦相处（１９０５年夏季以前），

后来就形成两个单独的党，它们彼此激烈地竞争起来（现在还在竞

争），各自展示了自己的“面貌”：一个基本上是自由派的，另一个基

本上是君主派的。但是，它们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却始终是一致的，

如责难革命者，侮辱十二月起义，把专制制度的“立宪”遮羞布当作

旗帜来顶礼膜拜。这两个党过去和现在都坚持“严格立宪的”观点，

也就是说，把自己限制在沙皇和农奴主的黑帮所规定的活动范围

之内，而黑帮既不交出自己的政权，也不放弃自己的专制制度，既

不牺牲自己“千百年来神圣的”奴隶占有制收入中的一个戈比，也

不舍弃自己“理所应得的”权利中的丝毫特权。

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倾向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倾向，彼此

界线分明。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他们团结在自己的社会民主工

党周围，与农民分开行动。农民在革命中组织得非常差，他们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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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涣散得多，软弱得多，他们的觉悟更是低得多，而君主制的幻想

（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着的立宪的幻想），又常常使他们失去力量，使

他们去依附自由派，有时去依附黑帮，使他们不去对贵族－土地占

有者进行冲击以求彻底消灭这个阶级，而是对“上帝的土地”产生

了空想。但是总的说来，农民，作为群众，正是同地主作了斗争的，

行动是革命的，并且在各届杜马中，甚至在代表资格极反常地有利

于农奴主的第三届杜马中，组成了劳动团，劳动团虽然常常摇摆不

定，但是他们代表真正的民主派。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立宪民主党人

和劳动派在群众运动中表现出的、并且在政治上形成的立场和倾

向，一方面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另一方面是革命民主派

资产阶级的。

１８６１年产生了１９０５年。第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改革的农

奴制性质使发展受到了阻碍，使农民遭到了无限恶劣的和痛苦的

折磨，但是它改变不了发展的方向，防止不了１９０５年的资产阶级

革命。１８６１年的改革打开了一定的阀门，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某些

发展，因而延缓了结局的到来，但是却消除不了必然的结局，这个

结局１９０５年时在无比广阔的范围里，通过群众对沙皇和农奴主－

地主的专制制度的冲击而出现了。农奴主在被压迫群众极不开展

的时期所实行的改革，一旦这些群众中的革命分子觉悟成熟，就引

起了革命。

第三届杜马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是农奴主实行的第二次

资产阶级改革。如果说，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日是在由纯粹的农奴制专

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那么，

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这个时期向我们表明在同一条道路上迈出了更为

重要的第二步。从颁布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的法令起，几乎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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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半了，从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起，也已经过去三年半多了，现在已

经不只是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连十月党资

产阶级也确信，六三“宪制”和六三土地政策是“失败”了。那位“极

右的立宪民主党人”——不久以前，人们这样公正地称呼半十月党

人马克拉柯夫先生——有充分权利于２月２５日在国家杜马中既

代表立宪民主党人又代表十月党人说：“现在，表示不满的是那些

最希望长治久安、害怕爆发新的革命浪潮的国家要人。”马克拉柯

夫先生接着说，共同的口号只有一个：“大家都说，如果我们继续沿

着人们带领我们走的那条道路前进，那么我们就会被导向第二次

革命。”

１９１１年春天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资产阶级提出的这一共同

的口号证实了我党在１９０８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决议中对形势的估

计是正确的。这个决议指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曾经引起了

１９０５年革命的那些基本因素仍在起作用。在这样的经济政治状况

下，新的革命危机必然成熟起来。”①洗笏龄秩菊

不久以前，黑帮沙皇政府的御用文人缅施科夫在《新时报》上

宣称，２月１９日的改革已经“遭到惨败”，因为“１８６１年没有能够防

止１９０５年”。如今，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御用辩护士和议员们又宣布

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和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的“改革”失败了，因为这两

次“改革”在导向第二次革命。

这两个声明，如同１８６１—１９０５年间自由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

的全部历史一样，对于阐明改革同革命的关系、改良主义者和革命

９７１“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

①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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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提供了非常有意义

的材料。

革命的敌人，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悲伤灰心，但他们都一致承

认，１８６１年和１９０７—１９１０年的“改革”是失败了，因为这些改革没

有能够防止革命。社会民主党，当代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代表针

对这种承认回答说：革命者在社会斗争中和在一切社会危机中，甚

至在这些危机只是直接导向不彻底的改革的时候，都起了极重要

的历史作用。革命者是那些进行一切改造的社会力量的领袖，改革

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

１８６１年的革命者是一些单枪匹马的人物，而且他们看来都彻

底失败了。实际上，正是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的伟大活动家，我们离

开那个时代愈远，就愈清楚地感到他们的伟大，就愈明显地感到当

时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渺小和平庸。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革命阶级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看来彻底失

败了。无论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还是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取消派，

都喋喋不休地叫喊说，无产阶级似乎走得“太远了”，走“过头了”，

说它热中于“自发的阶级斗争”，被“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一有害

思想迷惑住了，等等，等等。实际上，无产阶级的“过错”只在于它走

得还不够远，但是，这个“过错”可以用无产阶级当时的力量状况来

辩解，并且可以用无产阶级在反动势力最猖獗的时期不断进行的

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同一切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表现

进行的坚韧不拔的斗争来补偿。实际上，从敌人那里夺来的一切东

西，作为战果而保持住的一切东西，能够夺得和保住的程度如何，

要看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进行工作的一切场所表现出的力量和活

力而定。实际上，只有无产阶级才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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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彻底揭露自由主义的动摇性，使农民摆脱它的影响，英勇果敢

地发动武装起义。

谁也不能预言，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真正民主的改革

可以实现到什么程度，但是，毫无疑问，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才能决定改革的程度和成就。软弱无力、无气节、无思想原则的自

由派和机会主义改良派，只能在以资产阶级精神实行的农奴制“改

革”同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之间摇摆不定。

总的回顾一下俄国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回顾一下１８６１

年和１９０５年，我们可以更加深信不疑地来重述我党决议中的一句

话：“我们斗争的目的仍然是由无产阶级来推翻沙皇制度和夺取政

权；无产阶级所依靠的是农民中的革命阶层，并且通过召开全民立

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①

载于１９１１年３月１９日（４月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１—２２号合刊 第２０卷第１７１—１８０页

１８１“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

① 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
版第１分册第２４９页）。——编者注



党的破坏者扮演着

“传说的破坏者”角色

（１９１１年３月１９日〔４月１日〕）

整整一年以前，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公布了中央委员会俄国

局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下面一封极其重要的信：

“……我们〈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曾经向米哈伊尔、罗曼和尤

里同志提出建议，希望他们参加工作，但他们回答说，他们不仅认

为全会的决定是有害的，而且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也是有

害的。根据这个理由，争们甚至拒绝出席一次增补委员的会

议。”①

事情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我们是在同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这

伙公开的叛徒打交道，他们认为象《呼声报》那样采取“外交手腕”

和支吾搪塞是多余的，并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要同我们党决裂。于

是两种“策略”发生了冲突：一种是马尔托夫、唐恩及其同伙的策

略，另一种是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米哈伊尔、罗曼、尤里及其同

伙的策略；前者是从内部瓦解“旧”党，使旧党处于不健康的状态，

以便使斯托雷平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取消派巩固起来；后者的出

发点是：从内部暗害旧党是得不偿失的，必须立即同俄国社会民主

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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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公开决裂。

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等先生发表的声明大大搅乱了他们《社

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中的朋友们和庇护者的把戏。但是没有别的办

法：唐恩、马尔托夫及其同伙只得继续消痕灭迹，“一方面”对上面

提到的三个叛徒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又稍稍同他们“划清界限”。

马尔托夫甚至有勇气在他的三位朋友声明同党脱离关系（《呼声

报》前一号即第２３号上）以后过了１０个月来责备三位先生“轻率”

……

但是“历史”（取消派的历史）车轮又转了一圈。许多情况——

主要是一些在公开场所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团体对取消派的

反击——迫使波特列索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米哈伊尔之流、罗

曼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减慢速度，迫使他们采取近似唐恩和马尔

托夫的“英明的”和比较慎重的消痕灭迹的“策略”。这就成了能够

出现——
·
经
·
过
·
一
·
年
·
以
·
后！——对上面引用的文件进行“反驳”的原

因。

不用说，在《呼声报》上出现的“反驳”（用了引人注目的标题：

《被破坏了的传说》），是彻头彻尾虚伪的。原来，上面提到的三个叛

徒只是“由于个人原因”“正式”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或者拒绝参

加哪怕是一次增补委员的会议。而只是“后来在私人的〈当然完全

是“私人的”〉谈话中向他〈即中央委员会代表〉９５说出了迫使我们

〈即罗曼、米哈伊尔和尤里〉对向我们提出的建议持否定态度的一

些看法〈已经是政治性的看法〉”。

总之，“反驳”的第一点是：中央机关报所引用的声明只是在非

正式的“私人谈话”中作出的。这种大大“减轻罪过的情节”正在根

本改变事情的本来面目，难道不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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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根据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等先生自己的说法，他们在这

次“私人谈话”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他们并没有说中央委员会的

决定是有害的，他们只是不揣冒昧地指出“全会所指明的道路不是

加强而是削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中央委员会向党推荐的那个利

用合法机会的办法“已经和正在破坏合法的工人组织”，中央委员

会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公布关于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就

已经是“掩护政府”来破坏工人组织。这和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说法

完全不同，据中央委员会代表说，伦敦选出的候选人中的三位取消

派“认为，中央委员会对目前合法组织中社会民主党力量的自发组

合过程进行干预，就好象硬要把两个月的胎儿从娘肚子里拖出来

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这真是“驳倒了”！

其次，他们根本没有说过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是有害的，决没有

说过！他们只是提出意见（当然完全是以“私人的”方式），认为要是

以“发起小组”取代中央委员会，那就好得多。“谁也不会向”这个小

组“要求出示身分证”（即党证），正象过去谁也没有向《火星报》和

《曙光》杂志９６集团要求出示它（即“身分证”）一样①洗笏龄秩菊。米

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对主要责难所作的“反驳”，几乎象他们的同事

伊哥列夫不久前在孟什维克护党派同志普列汉诺夫和阿·莫斯科

夫斯基责难这位伊哥列夫从事反对中央委员会和党的阴谋活动时

所作的“反驳”一样成功…… 请看，需要的不是中央委员会，而是

象“《火星报》和《曙光》杂志集团”这样的“发起小组”。可是很明显，

《火星报》和《曙光》杂志集团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集团，而米哈

伊尔、罗曼和尤里这班先生所需要的却是取消派的发起小组。但是

４８１ 党的破坏者扮演着“传说的破坏者”角色

① 见《呼声报》第２４号附刊第３版。



现在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和唐恩的三个同盟者

——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建议以私人的发起小组取代中央委

员会，谁也不会向这个小组要求出示可鄙的“身分证”，这个小组就

可以在“取消活动”方面为所欲为了。真是“驳倒了”！……

罗曼、米哈伊尔和尤里的“反驳”的一个“关键”就是还有这样

的话：中央委员会代表在邀请他们出席“即使是一次”委员会的“会

议”时，诱惑他们说，他（即中央委员会代表）和其他“国内布尔什维

克”深切希望“摆脱列宁小组的领导影响”。《呼声报》编辑部特别欣

赏这个由三个取消派转述的国内布尔什维克的声明，希望以此为

某人和某事辩解。然而，“呼声派”先生们显然是搞糊涂了，他们说

的话是自己在反对自己。请原谅，尊敬的《呼声报》编辑们。假定代

表中央委员会到你们朋友那里去的布尔什维克，是反对你们所说

的“列宁小组”的，那对你们就更不妙了，因为正是这位布尔什维克

写信说你们的三位朋友同党脱离了关系，这封信我们已在中央机

关报第１２号上发表了。要是这位布尔什维克不拥护你们所说的

“列宁小组”，那他的证词在你们眼里应该更为公正了。假定邀请你

们的中央委员们是反对“列宁小组”的① 洗笏龄秩菊，那么从你们

的观点看来就更应该是三位取消派的过错了，因为他们甚至在对

他们如此有利的情况下都不愿加入中央委员会。“呼声派”先生们

怎么啦？他们通常消痕灭迹……是比较巧妙的。先生们，你们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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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呼声派对另一位“国内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责难说：请看，他“阻碍增补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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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９７，现在不能自己回答取消派先生们。因此我们要代他说话：要是你们所说
的关于他的那些话是事实，那从党的观点来看，他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根据
全会的精神办事的。



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这次甚至比斯托雷平的“情报局”的“反驳”还

要拙劣。

“呼声派”先生们，你们的“反驳”也象你们最近发出的“扯皮

的”传单一样不走运。你们想“证明的东西太多了”——想证明似乎

社会民主党人都是护党派——因而什么也没有证明。你们可以稍

微想一想：你们昨天发出了５８人的传单（５８人中有多少是伪善者

和受愚弄者呢？），在传单上把自己的对手（“列宁小组”）描绘成万

恶的魔鬼、“匪帮”等等。而明天你们（《呼声报》编辑部）又会发出载

有“改良纲领”的传单，声称要是我们（即呼声派）能在党的一切中

央机关里同这些魔鬼，同这些“罪行”累累的人处于平等地位，如此

等等，那就一切都好了。先生们，你们究竟什么时候“为党的利益”

工作，什么时候使劲为自己工作呢？——是在前一种情况还是在

后一种情况？关于《呼声报》这些……芬芳吐香的传单以及它的“一

切手段都用上了”的附刊，直到自命为“布尔什维克思想小组”的日

内瓦召回派，如果它们不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呼声派的全部政策

……都是不值一提的。

使劲吧，“传说的破坏者”先生们，再使点劲吧！你们的确在帮

助我们破坏一种关于你们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似乎还有什么共同

之处的传说。

载于１９１１年３月１９日（４月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１—２２号合刊 第２０卷第１８１—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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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
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

（１９１１年３月）

标题中所指出的问题，就重要性来说，在一个愿意研究周围实

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整套观点中即使不占首要地位，也占首

要地位之一。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这个时期，无疑是一个特殊时期。社会

的和政权的社会结构的特征就是变化，不弄清这些变化，在社会活

动的任何方面都寸步难行。弄清这些变化，就能了解前景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前景当然不是指那些谁也不懂的凭空猜测，而是指经

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这些趋向的合力决定着国家

最近将来的前途，这些趋向决定着每一个自觉的社会活动家的任

务、活动方向和性质。但是后面这个问题，即关于任务、活动方向和

性质的问题，又同取消主义问题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因此，毫不奇怪，在１９０８年，当时一经弄清楚或者开始弄清楚

我们面临着俄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恰恰

已经把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的问题提到日

程上来了，指出了这些问题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对这些问题进行

了系统的讨论。其次，他们不仅仅限于讨论，——如果仅仅限于讨

论，这就是糟糕的文人习气，这只可能在认识不到自己的责任和不

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的辩论小组中发生，——不，他们还对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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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作出了确切的表述，使它成为不仅这个著作家小组的成员、不

仅同某一类知识界有某种联系的人可以遵循的指南，而且任何一

个、每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自觉的阶级代表也

可以遵循的指南。到１９０８年年底，这种必要的工作已经完成。

这种工作的主要结果如何，我已经在我们的杂志９８第２期上

说过了。我现在从中引用几行文字，以便使后面的叙述好懂一些。

“俄国国家制度最近三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向我们表明，这个制

度已经在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改变自己的阶级性质。１７世纪的贵

族杜马君主制不同于１８世纪的官僚贵族君主制。１９世纪上半叶

的君主制不是１８６１—１９０４年的君主制。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又明显地

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标志朝着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君主

制的那个方向又迈了一步。第三届杜马和我国当前的土地政策都

与这一步有密切联系。这样看来，这个新阶段并不是偶然现象，而

是我国资本主义演进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新阶段没有解决老

问题，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也没有消除这些问题，于是就

要求采取新的准备手段，以便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第２期第

４３页）再过几行又说：“那些否认（或不了解）……我们面临的是老

问题，否认我们准备用老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实际上离开了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实际上成了自由派的俘虏（象波特列索夫先

生、列维茨基先生等人那样）。”（第４４页）①洗笏龄秩菊

不管谁怎样对待上述论点中所表明的一些想法，然而对于这

个时期所作的这种估计中各个部分的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赖

性，却是未必可以否认的。比如，就拿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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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４日的法律）来说：毫无疑义，这个法令具有鲜明的

资产阶级性质，它标志着“上层人士”对村社和份地占有制所早已

采取的那个土地政策中发生的原则性的转变。但是直到现在，就连

诸如立宪民主党人这样一些最无原则的、随风倒的人也不敢断定：

这个原则性的转变是否已经解决了问题，是否已经建立了资本主

义农民经济的新基础，是否已经消除了老问题。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４日

的法律同第三届杜马选举办法及其社会构成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明

显的，因为除非中央政权同封建（我们现在采用这个不完全确切

的、全欧洲通用的说法）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结成联

盟，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个法律，就不可能采用种种办法来施行这

个法律。这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是我国整个资本主义演进中的

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是不是排除封建式土地占有者保持“政权

和收入”（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呢？不，并不排除。就是在这一方

面，也如同在其他各方面一样，已经发生的那些变化并不排除旧制

度的基本特点，并不排除各种社会力量旧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

因此，自觉的社会活动家的根本任务也就清楚了：要估计到这些新

的变化，“利用”它们，把握住它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同时不

要随波逐流，不要抛弃旧有的东西，要保存基本的东西，这不仅在

理论方面、在纲领方面、在政治原则方面要这样做，就是在活动形

式方面也要这样做。

试问，那些集结在《复兴》杂志、《生活》杂志、《生活事业》杂志、

《我们的曙光》杂志等等这类刊物周围的“思想领导者”波特列索夫

和马尔托夫、唐恩和阿克雪里罗得、列维茨基和马尔丁诺夫先生，

他们对于这种对“该死的问题”作肯定回答，对于这种对一定观点

作直接明白的叙述，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采取的态度，恰恰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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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不象“思想领导者”，不象负责任的政论家。而象著作界，象

知识分子小集团，象自由作家团体的自由射手。他们这些善于估计

自由派沙龙中形成的时髦风尚和时代精神的人，故作宽容地讥笑

这种爱对该死的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陈旧过时的怪癖。既然不论

在哪里，无论什么事，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写；既然米留可夫之

流先生们和司徒卢威之流先生们作出卓越的榜样表明，只要回避

直接回答问题，回避确切地叙述观点和肯定的纲领等等，就可以得

到一切利益、方便和好处；既然健忘的伊万９９之流（尤其是不爱回

忆过去肯定过的东西的伊万之流）在最广大的“社会”人士中受到

推崇和敬重；还要这样去肯定又是干什么呢？

这样，在整整三年中，我们没有看见这整个著作界稍微尝试对

“该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肯定的回答。转弯抹角的说法和空洞的

假设不可胜数，可是直接的回答一个也没有。这整个著作界的特点

就是爱好不定形，也就是爱好这样一种特征，这种特征正是在对该

死的问题作出直接回答的时候，被人们最明确、最确切、最肯定地

公认为取消主义这一概念的组成部分。不定形地随波逐流，欣赏自

己的不定形，“否定”与不定形的现状相反的东西，——这也就是取

消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机会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消极地随

波逐流，满足于“敷衍了事”的回答，从一个代表大会（禁酒的）跑到

另一个代表大会（工厂的）１００，满足于从一个“团体”（虽然是最值得

尊敬的和最有益的，如工会，消费合作社，文化团体，戒酒协会等）

联合到另一个团体等等。取消主义是一切机会主义所固有的、在俄

国历史的一个时期内在我国一个社会政治派别中以一定具体形式

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的总和。

在历史上，取消派对上述的“直接回答”（对该死的问题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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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只有过两个确切的意见。第一个意见是：应当用“财阀的”这个

形容词来代替“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可是这种代替是完全不

对的。１８６１—１９０４年这个时期向我们表明，在生活的各方面，财阀

统治制的影响在增大，而且这种影响往往占优势。在１９０８—１９１０

年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不同于“财阀统治制”的另一种情形：资产阶

级由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考虑到过去三年对它的阶级自觉

所给予的教训，正在建立一种原则上既仇视社会主义（不是全欧洲

的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而正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又仇

视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

来了，就是说，它成为一个阶级了，它的某一部分在第三届杜马中

有经常的代表（并且是很有势力的代表）。最后，在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

的土地政策中，已有一套实行资产阶级土地制度的一定计划的办

法。这个计划至今“没有成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失败

是一套资产阶级办法的失败，同时财阀统治制在农村中却取得了

无可置疑的“成功”：就是说，农村财阀统治制从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的

土地政策中肯定得到了好处，但是，资产阶级制度尽管造成了很大

牺牲，还是不能“确立”。总之，提出用“财阀的”这个术语的建议，在

各方面都是十分不妥当的，以至大概连取消派本身也宁愿忘掉这

个建议了。

另一个意见是：上述回答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这个回答等于

叫人“钻到……”失败过“一次的地方去”１０１。这个简短有力的意见

很值得重视，因为它清楚地概括了取消派的一切著作的内容，从波

特列索夫的《社会运动》一书，到列维茨基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

志上发表的文章。这个意见的内容完全是否定的；它只是斥责“钻

到……地方去”的意图，而对于应当“钻到”哪里去，并没有作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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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肯定的指示。它只是说，你们漂吧，怎么漂都行，“大家”怎么漂你

们就怎么漂吧；至于漂的结果怎样，应当怎样漂，是不值得去总结

的。

但是，不管机会主义者多想安安稳稳地不作任何总结，避开关

于对“该死的问题”作直接回答这一“不愉快的”谈话，这毕竟是办

不到的。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１０２。历史的讽刺在

于，正是那些爱把自己称作与“保守主义”格格不入的“先进”人物、

在１９０８年对必须作出直接回答问题的指示嗤之以鼻的取消派，过

了差不多一年半以后，在１９１０年夏天，却不得不对这些指示加以

考虑了。而他们自己阵营中的事件，也迫使他们这样做。取消派过

去根本回避直接回答，认为这不知是从什么可鄙的、陈腐的、毫无

生机的、无用的、有害的“鬼地方”提出来的要求；可是，过了一年半

之后，突然在他们中间产生一种也要求直接回答、并且大胆地作出

直接回答的“思潮”！

正如所意料的那样，尤·拉林来扮演“大胆者”的角色了，但是

这一次已经不单是他一个人了。大家知道，拉林是机会主义者中的

一个不知进退的孩子。在机会主义者看来，拉林有一个很大的缺

点，那就是他认真地、真诚地、深思熟虑地去领会他们中间出现的

倾向，努力把这些倾向联结成一个整体，追根究底，作出直接的回

答，得出实际的结论。读过拉林著的关于广泛的工人政党一书（该

书在三四年前出版了）的人，大概会记得拉林是怎样用他的热烈的

拥抱扼杀了阿克雪里罗得臭名远扬的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

的。

从１９１０年３月起，拉林开始在《复兴》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正是

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问题的文章。附和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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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皮列茨基先生。这两位作家以一种新信徒的热忱研讨这些问

题，他们徒劳地在自己的取消主义阵营中寻找对这些问题的直接

答案，草率从事，不加思索。他们说当前的俄国根本谈不到什么农

奴制度，政权已经变为资产阶级的了。拉林撇开著名的“第三种分

子”１０３说道：“第一种分子和第二种分子都可以高枕无忧，因为

１９０５年１０月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复兴》杂志第９—１０期合刊

第２０页）“如果杜马被取消，它的恢复就会比革命后的奥地利还要

快；奥地利曾于１８５１年废除宪法，而在１８６０年，即过了９年以后，

宪法就重新得到了承认，当时并没有经过任何革命，这样做只是出

于统治阶级中那部分最有势力的、已经把自己的经济改造成资本

主义的人的利益。将来，在资产阶级关系的社会制度扎根以后，统

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斗争就会迫使这些阶层（在俄国也象其他各

国一样）去扩大选举权的范围……”（同上，第２６页）“俄国加入资

本主义世界的过程……在政治方面也正在完成。这种完成说明，在

目前这个阶段，不可能发生１９０５年那样的全国革命运动。”（第２７

页）

“可见，既然政权〈按照拉林的结论〉根本没有‘几乎完全’掌握

在土地封建主手里，那么，‘农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为夺取政权

而进行的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也就不能变成反对现存政权的全国

性斗争……”（第１１期第９页）“靠指望即将到来的，全国性高潮’

来制定自己的策略路线，就必定要使自己陷于毫无结果的期待

中。”（同上，第１１页）“脚踏两只船是不行的。如果政权的社会性质

没有丝毫变化，那么无论是任务还是活动形式都应该照旧不变，那

么就只有‘同取消派作斗争’。如果谁想继续前进，谁想建设新事物

来代替、继续和提高那个已瓦解的、已成为不中用的旧事物，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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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他彻底弄清楚建设的条件吧。”（同上，第１４页）

这个拉林岂不是幼稚吗？他居然要求机会主义者“彻底”，居然

要求他们“不脚踏两只船”！

《复兴》杂志编辑部弄得张皇失措。它在第９—１０期合刊上声

明不同意拉林的意见，它写道：“思想”（拉林的思想）“新颖”，但是

“尤·拉林的文章没有说服我们”。在第１１期上，弗·米罗夫大概

是代表编辑部出来反对拉林的，他承认拉林和皮列茨基“代表一定

的思潮，这种思潮在理论上还不成熟，可是使用的语言却很明确”

（在机会主义者看来，这是最大的缺点了！）。米罗夫先生写道：“拉

林顺便地而且是完全出人意料地〈原来如此！这个不安分的拉林总

是使用“很明确的语言”搞得他的朋友们不痛快！〉提到了另一个关

于取消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党的建设的形式同俄国政府的性质

之间，是没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们保留单独来谈这个问题的权

利”。（１９１０年７月７日出版的那一期，第２２页）

在《生活》杂志第１期上（１９１０年８月３０日），尔·马尔托夫

已经代表这个“我们”“单独地谈过了”，他声明说：“只能同意”（第

４页）弗·米罗夫和编辑部的意见而不同意拉林的意见。这样看

来，取消派中间这整个辩论的结论，已由尔·马尔托夫说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来仔细看看取消派的这个结论吧。

马尔托夫办事，同往常一样，非常机敏，非常……“巧妙”。他一

开始就说：“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以后，在我们这里，人们就立刻开始

细心地寻找掌权的资产阶级或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六三制

度是俄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制度。这个公式，无论是上述的那

班孟什维克作家（拉林，皮列茨基），还是他们的对立面——正统派

布尔什维克，都同样接受了；正统派布尔什维克在１９０８年“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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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过“俄国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产生”。

请看，这岂不是“巧妙”之至吗？拉林责备马尔托夫，说他脚踏

两只船，并且直截了当地、不支吾搪塞、不耍花招地承认，如果不重

新改变“正统派”对该死的问题所作的回答，那就应当同取消派作

斗争。

而马尔托夫却“巧妙地”在空中翻斤斗，企图使读者相信（这些

读者在１９１０年８月完全没有可能听到另一方面所说的话）：“这个

公式”，无论是拉林，还是“正统派”，“都同样接受了”！！

这种巧妙手段就是布勒宁式或缅施科夫式的巧妙手段１０４，因

为不可能设想还有比这更无耻的……违背真理的行为了。

马尔托夫在同一个地方还写道：“在书刊上的辩论中，人们往

往忘记了究竟是谁先‘开始的’。”不错，在著作家的辩论中，常有这

种情形，因为那里谈不上对该死的问题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但

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恰恰不是著作家的也不仅仅是在书刊

上的“辩论”。这一点，这位把《生活》杂志的读者引入迷途的尔·马

尔托夫知道得很清楚、很详细、很确实、很透彻。马尔托夫很清楚，

“正统派”所作出的和拥护的肯定回答是什么。马尔托夫很清楚，拉

林所反对的恰恰就是这种回答，他把这种回答称为“僵化的公式”，

“建造空中楼阁”等等。马尔托夫很清楚，他自己和他的一切同道和

同事都曾经驳斥“正统派”所作的肯定的回答。马尔托夫很清楚：

“究竟是谁先开始的”；谁开始（和最后）作出确切的回答；谁只是讥

笑和表示不同意，而没有作出并且现在还没有作任何的回答。

不能想象出有比尔·马尔托夫这个诡计更可恶更下流的诡计

了！拉林以自己的直率和坦白刺痛了取消派外交家，因为他承认

（虽然过了一年半才承认），没有确切的回答是不行的。真理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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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刺眼的。于是尔·马尔托夫企图欺骗读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拉林

和正统派接受了“同样的公式”；其实前者的公式和后者的公式是

相互对立的：从拉林的公式中得出袒护取消主义的结论，而从“正

统派的”公式中却得出痛斥取消主义的结论。

为了掩盖自己的诡计，马尔托夫从“公式”中抓住一个字眼，断

章取义（这是布勒宁和缅施科夫的拿手好戏）。马尔托夫硬说：正统

派写文章谈过“俄国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产生”；而拉林则写道：在俄

国根本谈不到什么农奴制度，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就是

说”，拉林的公式和正统派的公式是“同样的”！！戏法变完了。相信

马尔托夫的读者被愚弄了。

实际上，正统派的“公式”，确切些说，正统派的回答却是这样：

俄国的旧政权“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

而且捍卫的恰恰是这样一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要想

保持的正是封建式土地占有者的政权和收入”，——由于这种实际

情况，“引起”２０世纪初叶第一次危机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

基本因素”，“正在继续发生作用”。

拉林说：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因此只有赞成“僵化的公

式”的人，才说封建主“还保持着政权”，因此过去的高潮的“基本因

素”就不继续发生作用，因此应该建设一种新事物“来代替‘已成为

不中用的旧事物’”。

“正统派”说：政权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不是一般的政权，而

是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而实际的政权却仍旧保持在

封建主手里，所以从前的趋势、从前类型的演进的“基本因素”“正

在继续发生作用”，因此，那些说什么“已成为不中用的旧事物”的

人，就是取消派，他们事实上就是自由派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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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公式，两种回答的对立性是明显的。我们面前有两个不同

的完整的回答，从中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马尔托夫象布勒宁一样在变戏法，他借口说，两种回答都“说

到”什么“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产生”。同样有理由可以借口说，两种

回答都承认俄国的资本主义正在继续发展！在共同承认（一切马克

思主义者和一切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共同承认）资本主义

发展的基础上，正在发生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形式、条件的

争论。而马尔托夫却搅乱争论的问题，把无可争论的问题作为争论

的对象！在共同承认（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愿意成为马克思主

义者的人共同承认）旧政权正沿着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

发展的基础上，正在发生关于这个转变的程度、形式、条件、进程的

争论，而马尔托夫却搅乱争论的问题（过去的因素是不是在继续发

生作用？是不是容许放弃旧的形式？等等），把无可争论的问题作

为争论的对象！

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俄国的政权，一般地是“沿着向资产阶级

君主制转变的道路”发展的，这一点拉林没有否认，任何一个有责

任能力的、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至今都没有否认过。建议

用“财阀的”这个形容词来代替“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是由于

不正确地估计了转变的程度，但是在原则上却不敢否认：实在的

“道路”，现实演进的道路，恰恰就在于这种转变。让他去说，１８６１—

１９０４年的君主制（也就是说，同当前的君主制相比，它无疑带有较

少的资本主义性质），同尼古拉的农奴制时代相比，不是“沿着向资

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迈了一步！

马尔托夫不但没有打算这样说，而是相反，他“附和”弗·米罗

夫的意见，而弗·米罗夫反驳拉林时所援引的，恰恰是认为维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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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及６０年代的改革
１０５
，都带有资产阶级性质！

现在让读者来判断米罗夫和马尔托夫的“巧妙手法”吧。起初，

他们重复着“正统派”一年半以前用来反对马尔托夫和米罗夫的最

亲近的朋友、同道和同事的理由来反对拉林；——而后，他们又硬

要读者相信，拉林和“正统派”的“公式”是同样的。

这不仅是反对政治的文人习气的典型（因为政治要求肯定的

直接的回答，而文人往往只是转弯抹角地说话），而且是把文风降

低到布勒宁风格的典型。

马尔托夫引证了上面援引的拉林的话，即“如果……没有丝毫

变化……那么就只有同取消派作斗争”，然后回答他说：

“我们至今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由我们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

构所决定的，而我们的活动形式是第一由这些任务，第二由政治条件所决定

的。因此，政权的社会性质对于决定我们的任务和活动形式，并没有直接的

〈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关系。”

这不是回答，而是空洞的遁词。马尔托夫又企图搅乱问题，企

图把争论引向不发生争论的地方去。问题不在于政权的社会性质

同任务以及活动形式有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联系。就算这个联系是

间接的，——既然承认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问题就不会

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可是马尔托夫又不敢说一句话来否认有密切

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援引“政治条件”是为了蒙蔽读者。把“政

权的社会性质”同“政治条件”对立起来，就好比我如果把人造的胶

皮套鞋同雨鞋对立起来一样毫无意义！雨鞋，这也就是胶皮套鞋。

除了人造的胶皮套鞋以外，就不会有其他的胶皮套鞋。政权的性

质，这也就是政治条件。除了社会性质以外，政权就不会有其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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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结果我们看出：马尔托夫“说话”转弯抹角，避而不答拉林的问

题。他所以避而不答，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回答。拉林认为，对

于“政权的社会性质”（说得更确切些，对于政权的经济性质）的见

解同对于“任务以及活动形式”的见解有着密切的和不可分割的联

系。在这一点上拉林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拉林，还是“正统派”，都

意识到这种关系，并对此作了阐述。而马尔托夫（及其奴仆）却没有

意识到这两种见解间的联系。因此马尔托夫不得不拿“雨鞋”来支

吾搪塞、敷衍了事。

请听下去吧：

“这些孟什维克〈马尔托夫援引科甘在１９０７年《教育》杂志上的文章做例

子〉多少明显地露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工人阶级正逐渐地、可以说是有机地

‘长入’那个已得到立宪制度萌芽的‘法治国’①，就是说，资产阶级〈不是“财

阀”吗？啊？〉六三特权正逐渐推广到广大的民主派中来。如果当前的带引号的

‘取消主义’或当前的‘合法主义’的实际的原则基础果真如此，那么，这就是

真正取消我们的传统，就是真正的、奉为原则的合法主义，就是在原则上同我

们过去的一切决裂。我们也就应当同这种取消主义作认真的斗争了……难道

我们一定会看到爬入革新的托尔马乔夫制度的改良主义者吗？”在这个地方

马尔托夫又加了注释：“我当然〈！！〉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的倾向。”

我们所以需要作这段长篇摘录，为的是使读者弄清楚马尔托

夫的“手法”。他承认，科甘（经常同马尔托夫共同撰写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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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孟什维克）“多少明显地露出了”改良主义。他承认，如果改良主

义真是取消主义的原则基础，那么，这就是“同过去决裂”。他喊出

响亮的、引人注意的、娓娓动听的话来反对“爬入……的改良主义

者”。末了，他要别人相信（你们猜他要别人相信些什么？）：他当然

“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的“倾向”！！

要知道，这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的言论，让·饶勒斯的言论，

或者拉姆赛·麦克唐纳的言论如出一辙。他们都“承认”，有些“极

端派”“露出”……一种不好的东西，改良主义，自由主义。他们都承

认，如果自由主义真是他们的政治的“原则基础”，那么，这就是“同

过去决裂”。他们都喊出响亮的、引人注意的、娓娓动听的话来反对

“爬入……的自由派”。末了，他们都要别人相信：……他们“不怀

疑”拉林之流……（我讲错了，请原谅），“不怀疑”他们的那些更公

开的、更“右的”同志、同道、朋友、同事、同仁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

倾向。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拉林在上述论文中，叙述了最确凿、最

真实的改良主义的观点“体系”！否认这一点，就等于反对明显的事

实，等于抽掉改良主义这一个概念的全部含义。但是，如果你们要

“驳斥”拉林，“斥责”“原则上的”改良主义，喊出响亮的话来反对

“爬入……”，同时又几乎要别人相信你们“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

义，那么，这样一来，你们就完全自我揭露了。这样一来，你们就完

全证明，你们说你们“原则上”仇视“原则上的改良主义”，这就象小

商人卖货时发誓说：“请相信吧，凭良心说，这是亏本买卖”。

请相信吧，凭良心说：我斥责原则上的改良主义，但是，我不

“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这些可疑的正统派，真是令人厌恶！），并

且在取消主义的实践方面我完全同意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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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国机会主义的“展开的公式”就是如此。

马尔托夫至今还被幼稚的人（或者不懂新的重新组合的底蕴

的人）认作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非取消派，请看他本人是怎样应用

这个公式的吧：

马尔托夫在第９页和第１０页上写道：“在所谓的‘取消派’的活动中表现

出来的策略，就是这样的‘策略’，它以公开的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力求在一切

可能的方面扩大这个运动，在这个公开的工人运动内部〈黑体是马尔托夫用

的〉并且只在那里〈请注意：只在那里！〉寻找恢复党的生活的因素。”

这是尔·马尔托夫说的话。而这也就是爬入革新的托尔马乔

夫制度的改良主义。“爬入”这两个黑体字，我是向同一个马尔托夫

借用来的，因为重要的是：在上面所引的几句话里，他马尔托夫事

实上鼓吹的恰恰就是爬行。不论你在进行这种鼓吹的同时怎样发

誓说你反对“原则上的改良主义”，但是，问题并不因此而改变。事

实上，马尔托夫既然说过：“只在那里”，既然说过：“作为中心”，那

么，他执行的恰恰就是改良主义路线（在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的俄国的

特殊环境下）；至于赌咒，许诺，担保，发誓，那就让政治上的毛孩子

去相信吧。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初期，马克思同维利希—沙佩尔的争论恰恰〈！！〉

是围绕着关于秘密团体的意义和是否可能由这些团体来领导政治斗争的问

题……布朗基主义者〈在６０年代的法国〉‘准备’应付这些事变〈应付波拿巴

主义的破产〉，建立秘密团体，把单个工人封闭在这些团体里；而法国的马克

思主义者支部……却跑到工人组织中去，建立工人组织，用一切手段‘争取合

法性’……”

无论前一个例子还是后一个例子，恰恰都文不对题。５０年代

马克思同维利希的争论，６０年代布朗基主义者１０６同马克思主义者

的争论，完全不在于是否应当“仅仅”在“和平的和可以被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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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托夫的文章，《生活》杂志第１期第１０页）组织中寻找“恢复

党的生活的因素”。这一点马尔托夫很清楚，他企图把读者引入迷

途是枉费心机的。这两种争论都不涉及“恢复”工人政党的问题，因

为当时不能争论关于恢复那时候还根本没有的东西。这两种争论

恰恰是关于是否需要以工人运动为基础的工人政党，阶级的政党。

维利希和６０年代的布朗基主义者否认的恰恰是这一点，这是马尔

托夫很清楚的，他企图谈论现在无可争论的问题，以此来掩盖现在

正在争论的问题，这是枉费心机的。马克思不仅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

代从来没有主张过“仅仅”在和平的和可以被容许的组织中寻找恢

复或者产生党的生活的因素；而且甚至在７０年代末，在资本主义

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发展处于更高得多的阶段，马克思和

恩格斯也对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因为这些机会

主义者取消了德国的“党的生活”的最近的历史，他们担忧“极端行

动”，谈论“更文明的”运动形式（用当前俄国取消派的话来说就是

“欧化”），维护“仅仅”应当在“和平的和可以被容许的”组织中去

“寻找恢复……因素”的思想。

马尔托夫写道：“我来总结一下。要给仍旧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现

在所做的事情找到理论上的根据和政治上的理由，只要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就

足够了：现时的制度就是专制制度同立宪制度的内部矛盾的结合；俄国的工

人阶级已经成熟，它可以象西欧先进国家的工人一样，抓住这个制度中这些

矛盾的阿基里斯之踵。”

马尔托夫这些话（“足够”）——足够使我们也来作出自己的总

结了。马尔托夫认为“足够”的东西，无论立宪民主党人，还是一部

分十月党人都是承认的。１９１１年１月《言语报》对问题的提法，就

同１９１０年８月马尔托夫建议的提法一样：立宪制度同反立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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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的结合；两个阵营——一个拥护立宪，一个反对立宪。对于

《言语报》足够的东西，对于马尔托夫也“足够了”。这里连一点点儿

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这里马克思主义完全烟消云散，由自由主义代

替了。我们有“矛盾的结合”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论如

何是不“够”的。这种说法是不够的，它含有一点点真理和一大堆谬

误，它掩盖了矛盾的底蕴，粉饰了现实，否认了摆脱现状的惟一可

能的办法，——只有认识和了解这些以后，才算懂得了马克思主

义。

旧制度同立宪制度的“矛盾的结合”，这不仅在现时的俄国存

在，而且在现时的德国，甚至在现时的英国（上院；在对外政策方面

国王不受国民代表的约束等等）也存在。试问，如果政治家说，一个

俄国人承认对于德国和对于英国都是正确的东西就“足够了”，那

么，这个政治家实际上（就是说不管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和善意的言

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呢？这个政治家实际上就是站在自由派即立

宪民主党人的立场上。就连我国的稍微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

不能而且也没有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马尔托夫的结论，即他用以概

括取消派全部辩论的总结性公式，非常确切、异常清楚、详尽无遗

地表示出这是打着冒牌马克思主义旗帜偷运私货的自由派见解。

如果自由派（不仅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且还有一部分十月党

人）说：要给我们的活动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和政治上的辩解，只要

承认旧制度同立宪制度的内部矛盾的结合，就足够了；那么，自由

派仍旧完全忠于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这些说法提出了真正确切的

自由派的公式，即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即使不是１９０６—１９１０年）自由

派政治的公式。至于马克思主义者，当他阐明这个公式由于抹杀了

俄国“矛盾”同英国矛盾、德国矛盾之间的原则性的、根本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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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不充分的和虚伪的，只有这个时候，也只有这样，他才表明了

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自由派说：“承认在我们这里有许多东西是同

立宪制度相矛盾的，就足够了。”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这种承认

是完全不够的。必须认识到，对于‘立宪制度’根本不存在起码的、

基本的、重要的、本质的、必要的基础。自由主义的根本错误恰恰在

于承认存在这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基础，这种错误说明自由主义

的软弱无力，而产生这种错误则是由于资产阶级好心肠的软弱无

力。”

把政治上的这种自相矛盾译成经济语言，可以表述如下。自由

派认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已经提出了，确定了，完成

了；问题在于扫除这条道路上的障碍和矛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尽管在经济演进方面有了这些无可怀疑的资产阶级的进步，如

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或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４日）的法令，如第三届杜马等

等，这条已经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至今还没有使人走出绝境；

还有另外一条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能够把我们引

上康庄大道，不管自由主义怎样动摇不定，怎样缺乏信心和怯懦畏

缩，我们都要指出这条道路，都要说明、准备、坚持和实现这条道

路。

马尔托夫同拉林争论，似乎他比拉林“左”得多。许多幼稚的人

也就受了他的欺骗，他们说：当然，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拉林都

是取消派，当然，他们都是极右派，象我们的鲁阿内之流一样，可是

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嘛，却不是取消派！然而事实上，马尔托夫反对

拉林、反对爬行的改良主义者的那些娓娓动听的话，只是为了转移

视线，因为马尔托夫在自己的论断中，在自己的结论中，在自己的

总结中，恰恰是支持拉林的。马尔托夫一点也不比拉林“左”，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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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拉林更圆滑，更无原则，在用冒牌“马克思主义的”五花八门的

陈词滥调来掩饰自己方面做得更狡猾。马尔托夫的论断是：承认矛

盾的结合就“足够了”。这个结论正是拉林所需要的那种对取消主

义（和自由主义）的确认。但是，拉林想把这个结论加以证实，加以

证明，追根究底，使它成为原则性的结论。于是马尔托夫便对拉林

说，正象福尔马尔、奥尔和其他机会主义的“老麻雀”对年轻的机会

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所说的那样：“亲爱的拉林！……不，亲爱

的爱佳（爱德华的小名）！你是头笨驴！可以这样做，但不能这样

说。”“亲爱的拉林！我们两个人有取消主义的实际行动就‘足够

了’，我们只要以自由主义的态度来承认旧制度同立宪制度之间的

矛盾就‘足够了’，但是，请你千万别再前进一步，别‘深入下去’，别

去寻找原则上的明确性和完整性，别对‘目前形势’作什么估计，因

为这样就把你我都揭露了。我们可以做，但不要说。”

马尔托夫在教拉林怎样做机会主义者。

拉林对马尔托夫说：脚踏两只船是不行的；他要求对他们两人

都珍视的取消主义作原则上的说明和辩护。

马尔托夫回答说：好了！要是你不会脚踏两只船，那你还成什

么机会主义者呢？要是你力求对实际行动作明确的、直接的、清楚

的原则性辩护，那你还成什么机会主义者呢？真正的机会主义者正

是应该脚踏两只船，正是应该拥护“策略－过程”１０７（请回忆一下

１９０１年时期的马尔丁诺夫和克里切夫斯基），正是应该随波逐流，

消痕灭迹，绕过任何原则性。现在伯恩施坦（在接受了福尔马尔、奥

尔等人的教训以后）已经有做修正主义者的本领了，他并不建议对

正统派的爱尔福特纲领１０８作任何修改。我和你也应当有做取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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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领，不建议对正统派关于目前形势的“该死的问题”的正式回

答（１９０８年）１０９作任何修改。亲爱的可爱的拉林！要做一个真正的

机会主义者，就应当在行动上，在自己的实践中，在自己的工作性

质上爬行，而在口头上，在群众面前，在发言中，在报刊上，不但不

要寻找袒护爬行的理论，而且相反，要大声叫喊说反对爬行者，要

热烈地赌咒发誓说，我们不是爬行者。

拉林默不作声了。他的心灵深处大概不能不承认马尔托夫是

一个更老练的外交家，是一个更精明的机会主义者。

还应当从另一方面来研究马尔托夫的总结性公式：承认旧制

度同立宪制度结合的矛盾就“足够了”。请把这个公式同弗·列维

茨基的著名公式比较一下吧：“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我

们的曙光》杂志第７期）。列维茨基（——《我们的曙光》杂志的拉

林）在这个公式中，只是更直接地、更公开地、更有原则地说出了波

特列索夫用矫揉造作的话语所搅乱、掩饰和遮盖了的东西，在普列

汉诺夫的最后通牒的影响下把自己那篇反对领导权的文章加以整

理和修改。

马尔托夫的公式和列维茨基的公式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向假装不懂得领导权思想同取消主义问题的联系的马尔托夫解释

这一情况，将是下一篇文章的主题。

附言：当我们收到载有尤·拉林《向右——向后转》一文结尾

部分的《生活事业》杂志第２期时，本文已经付排了。尔·马尔托夫

“当然不怀疑”尤·拉林有改良主义，可是拉林却在新的取消派的

杂志上照旧明确地阐述改良主义。现在，我们只能把改良主义纲领

的要点摘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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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简直不知道明天究竟如何，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就

会处于张皇失措和犹豫不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一种犹豫不定的等待

情绪，就是模模糊糊地不知是希望革命重演，还是希望‘等着瞧’。当前的任

务，不是在海边白白地坐等好天气，而是向广大阶层灌输这样的指导思想：在

俄国实际生活已经进入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工人阶级应当组织起来，不是‘为

了革命’，不是‘等待革命’，而只是为了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坚决地和有计划地

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复杂的活动来聚集和训练自己

的力量；为了用这个方法来培养和积蓄社会主义意识；特别是为了在封建反

动势力在经济上必然自取灭亡以后即将到来的俄国立宪革新时期，在俄国各

社会阶级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善于确定方向〈辩明方向〉和保卫自己！”（第１８

页）

这一段话，确切地表达了拉林“纲领”的整个精神和整个含义，

也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生活事业》杂志

等刊物、包括我们已经分析得“足够了”的尔·马尔托夫的一切取

消主义著作的整个精神和整个含义。这一段话，就是最纯粹的、最

完整的改良主义。我们现在不能来着重研究这一段话；我们在这里

不能对这一段话作应有的详细分析。因此，我们只作一个简单的说

明。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非党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

“人民社会党人”１１０）和那些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中间的改

良主义者，都向工人们鼓吹这样的纲领：聚集自己的力量，培养自

己，训练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只是为着在即将到来的立宪革

新时期保卫自己。这样的纲领大大削减、缩小、阉割工人阶级

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的政治任务，正如“经济派”阉割了１８９６—１９０１年

的这些任务一样。旧“经济派”自欺欺人，喜欢援引比利时的例子

（德·曼和布鲁凯尔的卓越著作不久以前说明了比利时人中间改

良主义占优势的情况；关于这些著作，我们以后再谈）；新经济派即

取消派，喜欢援引奥地利在１８６７年以和平方式实行立宪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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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旧“经济派”，还是我们的取消派，都从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

运动历史中挑出这样一些由于某些原因而造成工人软弱、不觉悟、

依赖于资产阶级的例子、情形、事件，——并且拿这些例子来作俄

国的榜样。无论是“经济派”还是取消派，都是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

阶级影响的人。

载于１９１１年３月《思想》杂志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４期 第２０卷第１８６—２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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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战 性 的 短 评

（１９１１年３月）

波·波格丹诺夫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２期上发表的

《手工业代表大会的总结》一文中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力求终止旧的地下工作而进入真正公开的社会政治活动阶段——这是

标志着我国工人运动的最新阶段的新特征。”（第７３页）“在社会生活尖锐化

的时候，在莫斯科进行补选和第四届杜马进行普选的前夜，特别强烈地感到

缺乏无产阶级政治上有组织的部队的影响。最近几年来，有组织的工人所进

行的全部工作，都是沿着恢复这种独立政治力量的道路前进的。不管有意还

是无意，这个运动的所有参加者都在日渐成为正在恢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代

理人。因此，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的任务，与其说是加速这个运动，过早地

使这个运动形成和固定下来，不如说是按照这个运动的发展方向行动，使这

个运动具有尽可能大的规模，吸收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参加进来，坚决终止无

所事事的地下工作，终止地下工作的令人昏迷的状态。”（第７４—７５页）

直到现在，象“令人昏迷的”状态这类哀号，象“终止”这一状态

的这类歇斯底里的叫喊和号召，我们只能在《新时报》这类报纸上

看到，也许还能在诸如司徒卢威先生及其同伙这些凶恶的自由主

义叛徒的著作中看到。直到现在，凡是稍微正派的、正直的政治报

刊，都把下面这一点当作准则：不从一个舞台上攻击在这一舞台上

无法保护的东西。一群取消派，其中包括波·波格丹诺夫、列维茨

基、波特列索夫等等先生们，一年多来在有效地“克服”这种过时的

民主主义的偏见，为自己的“坚决终止……”这类号召不断挑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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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而且仅仅是这种保证取消派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垄断地位

的舞台。而我们只能把这种向“令人昏迷的状态”展开的“有装甲保

护的”战争记录下来，并把这些斗士钉上耻辱柱。

波·波格丹诺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

指出工人力求公开活动，并作出自己的关于工人力求终止“令人昏

迷的状态”的结论，这是在颠倒黑白。他们敢于这样颠倒黑白，是指

望我们这些反对取消派的人无法说出波·波格丹诺夫之流这些先

生们都知道的、证明工人在各种代表大会上都义愤填膺地公开反

对那些主张“终止”的知识分子的事实。工人们在１９１１年初，正象

在１９０５年初一样，坚决力求——可以说这是他们无上的光荣——

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但不论那时或现在，工人都没有起来反对

“令人昏迷的状态”，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愿“终止”这种状态。至于

说到力求“坚决终止”，正确的说法只能是说那些变节的知识分子

在力求这样做。

的确，还是让读者好好思索一下下面这个事实吧。一伙著作家

大谈特谈——特别是从１９１０年１月起——“力求终止旧的”而“进

入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阶段”。这伙人光是在上述时期内就出版了

２０多期自己的杂志（《我们的曙光》、《复兴》、《生活》、《生活事

业》），至于单行本、小册子和在不是专门的取消派报刊上发表的文

章，那就不用说了。可是，那些在政论界如此起劲地进行活动、如此

坚定地说必须“坚决终止旧的”而“进入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阶段”

的著作家，他们自己、自己的集团直到现在还不敢、还没有勇气“坚

决终止旧的”而“进入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阶段”，那么提出“坚决

终止”“令人昏迷的状态”这种纲领、政纲和策略，究竟是怎么回事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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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出什么样的闹剧？这是什么样的伪善行为？说什么要

“恢复政治力量”，而且要铲除“令人昏迷的状态”，要求终止旧的，

鼓吹“进行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而同时又不提出任何纲领、任何

政纲、任何策略、任何组织来代替这种旧的！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

们和《俄国财富》杂志１１１的其他政论家先生们在很早以前（从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起）就谈起了令人昏迷的状态和必须“进入真正公

开的政治活动阶段”这一问题，而且说到做到，真正“坚决终止旧

的”，真正提出“公开的”纲领、政纲、策略、组织，而为什么我国这些

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合法主义者连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的

这种政治上的诚实都没有呢？

政治上的诚实，是强大有力的结果；政治上的伪善，是软弱无

力的结果。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在民粹派中强大有力，

所以他们能真正“公开地”行动。而波·波格丹诺夫之流、列维茨基

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软弱

无力，处处遭到有觉悟的工人的反击，所以他们伪善，躲躲闪闪，不

敢公开提出“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的纲领和策略。

彼舍霍诺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在民粹派中间强大有力，所

以他们能打着自己的旗帜来贩卖自己的货色。而波·波格丹诺夫

之流、列维茨基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马尔托夫之流先生们在马

克思主义者中间软弱无力，所以他们不得不打着别人的旗帜来贩

卖自己的货色。他们在知识分子的杂志（《我们的曙光》）上装得很

勇敢并且不时喊叫：不要“等级制度”，“坚决终止旧的”，“进入真正

公开的政治活动阶段”。而我国的取消派在工人面前的行径却如谚

语所说的：“碰见好汉是绵羊”。

我们那些热情地崇拜“公开的政治活动”的英雄们，在工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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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恰恰不公开活动，不提出任何公开的纲领、策略、组织。由此可

见，替手工业代表大会作“总结”的波·波格丹诺夫先生是在耍聪

明的外交手腕，他建议“不要加速”运动向着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

发展，不必“过早地使这个运动形成”。看来，波·波格丹诺夫先生

打算在工人面前形成自己的取消派计划的尝试失败了。变节的知

识分子遭到了工人的反击，工人就是犯错误也比较直率，他们要求

直接的回答（“终止旧的吗？那就公开而诚实地提出你们的新的来

吧！”）。而波·波格丹诺夫先生却象克雷洛夫寓言中的狐狸一样自

我安慰说：葡萄是酸的！１１２不必过早地形成——要终止旧的，不过

终止时要在工人中间挥动这种旧的旗帜——不要急于建立新的。

你们会说这就是脚踏两只船。但这恰恰是一切机会主义的本

质。这恰恰表露了玩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

性。司徒卢威先生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８年玩弄马克思主义。波·波格丹

诺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在１９０８—１９１１

年玩弄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经济派”和现在的取消派，都是对无产

阶级传播同样的资产阶级影响的人。

载于１９１１年３月《思想》杂志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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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

（１９１１年４月２日〔１５日〕）

臭名昭著的“内阁危机”和选举国家杜马新主席这件事１１３，一

再提供了关于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社会性质和政治作用问题的

材料。俄国的所谓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千百次现了原形。读者从

每天的报纸上，从上一号《明星报》上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原形。但是

作些总结不会是多余的，因为我们这里发行最广的立宪民主党报

纸情愿“攻击”十月党人，而不愿对自己本身的行动进行总结。

让我们回想一下“人民自由”党在选举国家杜马新主席时所采

取的行动。《言语报》在３月２１日匆匆报道说：“人民自由党党团已

作出决定，如果米·阿列克先科被提名为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那

就投票赞成。如果罗将柯被提名为候选人，党团就投票反对。”立宪

“民主党人”是在为“左派”十月党人效劳。不仅如此。同一天的《言

语报》社论还宣布阿列克先科是“受到大家尊敬的人”，并且竭力拥

护整个国家杜马的如下观点：如果右派支持多数十月党人的候选

人（即候选人阿列克先科），那么，国家杜马也许会象起先接受候选

人霍米亚科夫那样，“重新取得一致意见”。“这种一致意见就会表

明，整个杜马都懂得当前的时机特别重要。”

《言语报》是这样写的。是“整个杜马”，正是如此。在第四届杜

马选举时倒是应当常常想起这句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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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很清楚，右派在原则上主张杜马无权，民族党

人１１４维护斯托雷平和破坏第８７条的行为并为之辩护。然而，只是

为了投票赞成阿列克先科，立宪民主党人情愿忘记一切，宣称“整

个杜马”会取得一致意见，尽管他们也很清楚，工人代表决不会被

第三届杜马“取得一致意见”这种说法所打动，就象他们在选举霍

米亚科夫时没有被打动一样。

事情很清楚：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工人代表和劳动派都算不

了什么。不要他们，但是要同右派、同马尔柯夫第二和普利什凯维

奇在一起，第三届杜马就是“整个杜马”。《言语报》的结论就是这

样。而它的这种议论倒是正确地划出一条经常被许多人曲解了的

界限，这就是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甚至是最“自由派的”即立宪民主

党的资产阶级）为一方同农民和工人即民主派为另一方之间的界

限。立宪民主党人说：我们不要民主派，但是要同右派在一起，这就

是“整个杜马”。这就是说，立宪民主党人自命为民主派，他们在欺

骗人民。这就是说，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封建主和资产阶级就是

“我们”，而其他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选举国家杜马新主席这个小问题，一再提醒我们注意一个相

当重要的真相：立宪民主党人并不是民主派，而是渴望死硬派和十

月党人的“整个”议会“取得一致意见”的自由主义温和派资产者。

同十月党人竞争——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进行“斗争”

的实质。立宪民主党人在同十月党人作斗争，这是没有疑问的。但

是，他们同十月党人进行斗争，不是作为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比

较广泛的居民阶层的代表，不是为了推翻十月党人所巴结的那个

旧政权，而是作为十月党人的竞争者，想巴结的是同一个政权，想

效劳的是同一个阶级的利益，想防止的是比较广大的居民阶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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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民主派，特别是无产阶级民主派）的苛求。不过巴结同一个政权

的办法稍有不同——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力求做到的事情，这就

是他们的政策即自由派资产者的政策的实质。而同十月党人的这

种竞争，为争夺他们的席位而进行的斗争，使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

变得特别“尖锐”。这是因为右派和十月党人对立宪民主党人怀着

特别的仇恨，特种的仇恨：“那些人”（民主派）要消灭他们，“这些

人”（立宪民主党人）要把他们从主要地位降到次要地位；第一种前

途引起的是势不两立的你死我活的战争；第二种前途引起的是争

夺地位的斗争，是耍阴谋的竞赛，是笼络同一个土地占有者－资本

家的多数或者博得同一个旧政权的信任的手段的竞赛。

在选举新主席的时候，第三届杜马的情况清楚地表明了这个

区别。

立宪民主党的“议会活动”的大事记录员在３月２３日的《言语

报》上继续赞扬阿列克先科，说他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这就是

那位对６月３日津津乐道的十月党人！），“自尊心很强”等等，等

等。

请看，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严格遵守的法制标准：不要反对６

月３日，要反对３月１４日。这使人想起美国的一句谚语：你偷一块

面包，就让你蹲监狱，你偷一条铁路，就任命你当议员。

主持《言语报》的“议会活动”栏的利托夫采夫先生，在３月２３

日写道：对左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来说，“整整半天都在惊

慌中度过：也许突然会表示同意”（罗将柯假装他拒绝提名）。

既然“也许罗将柯突然会表示同意”这个问题对整个第三届杜

马如此密切、如此直接，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同他们对手的斗争怎么

能不尖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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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将柯表示同意了。选举的结果使得右派和民族党人笑逐颜

开，拍手称快。“左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则一言不发，一直

保持沉默。他们在自己选择的舞台上竞赛失败了；他们不可能兴高

采烈；他们不得不保持沉默。立宪民主党人投票赞成民族党人沃尔

康斯基“以示抗议”。民主派，只有民主派，才响亮地、直截了当地、

明白无误地声明，他们不参加第三届杜马新主席的选举，他们对

“第三届杜马的全部活动”（沃伊洛什尼科夫的话）不负任何责任。

在选举的那一天，在杜马第八十六次会议上，在竞争者的竞赛

会上，讲话的只有第三届杜马的首领罗将柯、布拉特和沃伊洛什尼

科夫。其余的人都默不作声。

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自己党团的全体同事公正地指出，立宪

民主党人“由于自己政治立场的特点，总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杜马

内部的联合上”，并且嘲笑立宪民主党人是轻信的自由派。

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立场和它的特点，取决于这个党的阶级

本性。这是个反民主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所以他们也就“总是

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杜马内部的联合上”。这从下面两种意义

来说是对的：第一，从杜马内同杜马外的对立的意义上，第二，从代

表“整个”第三届杜马的那些社会成分、那些阶级的“联合”的意义

上。

在标志民族党人取得胜利的选举罗将柯的问题上，只有工人

代表和劳动派发表了不是指望“杜马内部的”联合的声明，这个声

明表明了一般民主派，特别是无产阶级民主派对整个第三届杜马、

对六三政变、对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一伙的态度。这个声明是

给罗将柯和所有“他的”多数的一篇很好的就职祝词，是那些向另

外某些人“负责的”政党给那个向第三届杜马和六三派“负责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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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反对派”的一个很好的警告。

载于１９１１年４月２日《明星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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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念 公 社

（１９１１年４月１５日〔２８日〕）

从巴黎公社宣告成立以来已经过去４０年了。法国无产阶级按

照惯例举行了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来纪念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革命

的活动家们；而５月底，无产阶级又要向被枪杀的公社战士、惊心

动魄的“五月流血周”的牺牲者的墓地敬献花圈，在他们的墓前再

次宣誓，誓作不懈斗争，直到他们的思想完全胜利，他们的未竟事

业彻底完成。

为什么无产阶级，不仅法国的无产阶级，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

级，把巴黎公社的活动家推崇为自己的先驱呢？公社的遗产是什么

呢？

公社是自发产生的，谁也没有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为它作准

备。对德战争的失利，被围困时期的痛苦，无产阶级的失业和小资

产阶级的破产；群众对上层阶级和对表现出十足无能的长官的愤

慨，在对自己处境不满和渴望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工人阶级中产生

的模糊的激愤情绪；国民议会的反动成分（这种反动成分令人为共

和国的命运担忧），——所有这一切和其他许多原因交织在一起，

推动了巴黎居民举行３月１８日的革命，这场革命出乎意料地把政

权转到了国民自卫军手中，转到了工人阶级和追随他们的小资产

阶级手中。

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事件。以前，政权通常掌握在地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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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手中，即掌握在他们那些组成所谓政府的代理人手中。３月

１８日革命后，梯也尔先生的政府连同自己的军队、警察和官吏都

逃出了巴黎，这时人民就掌握了局势，政权也就转归无产阶级了。

但是在当代社会中，经济上受资本奴役的无产阶级如果不砸断使

它受资本束缚的锁链，就不能在政治上实行统治。正因为如此，公

社的运动必然带上社会主义的色彩，即开始力图推翻资产阶级的

统治，推翻资本的统治，摧毁当代社会制度的基础本身。

起初，这个运动是一个成分极其混杂的、不定型的运动。参加

这个运动的也有那些希望公社恢复对德战争并把它进行到最后胜

利的爱国者。支持这个运动的还有那些如果不延期交付期票和房

租（政府不愿给他们延期，而公社却给他们延期）就要遭到破产危

险的小店主。此外，在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这个运动的还有那

些担心反动的国民议会（“乡下佬”，野蛮的地主）会复辟君主制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但是在这个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工人（特

别是巴黎的手工业者），因为在第二帝国的最后几年在他们中间进

行了积极的社会主义宣传，而且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甚至参加了国

际１１５。

只有工人始终是忠于公社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者很

快就离开了公社：一些人被运动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性

质吓坏了；另一些人看到运动注定要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就离开

了公社。只有法国无产者才无所畏惧地、不知疲倦地支持了自己的

政府，只有他们才为了这个政府，也就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

业，为了全体劳动者的美好未来而战斗、而牺牲。

被昨天的同盟者抛弃的、无人支持的公社必不可免地要遭到

失败。法国的整个资产阶级、所有的地主、交易所经纪人、工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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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大大小小的盗贼，所有的剥削者都联合起来反对公社。受俾斯

麦（他释放了１０万名被德国俘虏的法国士兵来征服革命的巴黎）

支持的这个资产阶级同盟得以唆使愚昧落后的农民和外省的小资

产阶级来反对巴黎的无产阶级，铁桶般地围住了半个巴黎（另一半

被德军包围了）。在法国的一些大城市中（马赛，里昂，圣艾蒂安，第

戎等），工人们也作了夺取政权、宣布成立公社和解救巴黎的尝试，

但是这些尝试很快都以失败告终。于是第一个举起无产阶级起义

旗帜的巴黎只得依靠本身的力量，结果遭到了必然的失败。

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

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但是在１８７１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法

国的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法国当时主要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手工

业者、农民、小店主等）的国家。另一方面，还没有工人政党，工人阶

级还没有准备和长期的训练，大多数工人甚至还不完全清楚自己

的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既没有无产阶级的严格的政治组

织，也没有广泛的工会和合作社……

但是公社最缺少的是观察形势和着手实行自己纲领的时间和

自由。公社还没有来得及着手工作，盘踞在凡尔赛的政府就在整个

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对巴黎开始了军事行动。于是公社不得不首先

考虑到自卫。一直到５月２１—２８日的最后时刻，公社始终没有时

间来认真考虑别的事情。

尽管条件这样不利，尽管公社存在的时间短促，但是公社还是

采取了一些足以说明公社的真正意义和目的的措施。公社用普遍

的人民武装代替了常备军这个统治阶级手中的盲从工具；公社宣

布教会同国家分离，取消了宗教预算（即国家给神父的薪俸），使国

民教育具有纯粹非宗教的性质，这就给了穿袈裟的宪兵以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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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在纯粹社会方面，公社来得及做的事情不多，但这些不多的

事情毕竟足以清楚地揭示公社这样一个人民的、工人的政府的性

质：禁止面包坊做夜工；废除了罚款这种法律规定的掠夺工人的制

度；最后，颁布了一项著名的法令（指令），规定把所有被业主抛弃

或停业的工厂和作坊转交给工人协作社以恢复生产。也许公社是

为了强调自己真正民主的、无产阶级的政府的性质，决定行政机关

和政府全体官员的薪金不得高于正常的工人工资，一年的薪金无

论如何不得超过６０００法郎（每月不到２００卢布）。

这一切措施足以清楚地说明，公社对于建立在奴役和剥削之

上的旧世界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因此，当巴黎市议会上空飘扬着无

产阶级的红旗时，资产阶级社会是不能安然入睡的。当有组织的政

府力量终于对组织得不好的革命力量占了上风的时候，被德国人

打败而对战败的同胞大耍威风的波拿巴的将军们，这些法国的连

年坎普夫之流和美列尔－扎科梅尔斯基之流进行了一次巴黎空前

未有的大屠杀。大约３万巴黎人被野兽般的兵士杀死，大约４５０００

人被逮捕，其中许多人后来被处死，成千的人被流放服苦役和当移

民。巴黎总共大约失去了１０万个儿女，其中包括各个行业的优秀

工人。

资产阶级心满意足了。资产阶级的头头、嗜血成性的侏儒梯也

尔在他和他的将军们血洗巴黎无产阶级之后说道：“现在社会主义

永远完蛋了！”但是这些资产阶级乌鸦的哇哇叫喊是徒劳的。公社

被镇压后过了不过６年，当公社的许多战士还在苦役和流放中受

折磨时，新的工人运动又在法国兴起了。新的社会主义的一代，用

他们前辈的经验丰富了自己，但丝毫没有因为前辈的失败而垂头

丧气，他们抓起了从公社战士手中倒下的旗帜，在“社会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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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万岁！”的呼喊声中举起这面旗帜，满怀信心地奋勇前进。又过

了两三年，新的工人政党和它在国内掀起的鼓动，迫使统治阶级释

放了被俘的、还被政府监禁的公社战士。

不仅法国工人，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在纪念公社的战士。

这是因为公社不是为某种地方性的或狭隘的民族的任务而斗争，

而是为全体劳动人类、全体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的解放而斗争。作

为社会革命的先进战士的公社，在无产阶级遭受痛苦和进行斗争

的一切地方都得到同情。公社兴亡的情景，夺取了世界上一个首都

并把它控制了两个多月的工人政府的面貌，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

场面以及它在失败后所遭受的苦难——这一切都振奋了千百万工

人的精神，燃起了他们的希望，取得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巴

黎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无产阶级中还在酣睡的最落后的阶层，到处

推动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的开展。因此，公社的事业并没有消

亡；公社的事业至今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公社的事业是社会革命的事业，是劳动者谋求政治上和经济

上彻底解放的事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公社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

载于１９１１年４月１５日（２８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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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危 机 的 意 义

（１９１１年４月１６日〔２９日〕）

各报一直连篇累牍地谈论的臭名昭著的内阁危机和政治危

机，提出了一些比最爱喧嚷的自由派所设想的更为深刻的问题。有

人说：危机提出了破坏立宪的问题。实际上危机提出的问题是：十

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对立宪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两个党在这个

问题上是根本错误的。这种错误散布愈广，就愈要坚持不懈地说明

这种错误。立宪民主党人愈是力图以自己对十月主义的责难作掩

护来散布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所共同持有的危机带有“立宪”

性质的不正确想法，那么弄清楚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这种共同性

就愈加重要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言语报》和《俄罗斯新闻》不久前关于第四届

杜马选举口号的议论。立宪民主党的这两家主要机关报都硬要人

们相信，将要面临和已经面临的问题是：拥护立宪还是反对立宪。

现在，请看一看十月党人的议论。格罗莫博伊先生在《莫斯科

呼声报》（３月３０日）上发表的《被掘开的蚂蚁窝》一文是一篇代表

作。这位十月党的政论家，说服那些“害怕变成反对派”的、他认为

是忠心耿耿地维护斯托雷平先生的人们，证明他们“走错了几步”。

格罗莫博伊先生感叹地说：“对立宪主义者来说，破坏立宪是弥天

大罪。”实际上能说些什么呢？格罗莫博伊先生问道，并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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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什么燧发枪、民族主义、意志冲动、国家需要吗？唉，这一切都听过

了，后来没有应验的诺言也听过了。”

对于十月党人（以及对于那些对立宪民主主义精神理解最深、

表达最清楚的《路标》文集作者们）来说，斯托雷平的政策曾经是诱

人的“诺言”。十月党人承认，“诺言”并没有应验。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斯托雷平的政策并不是诺言，而是近四年来（甚至五

年来）俄国生活中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实际措施。１９０７年六三政

变和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４日）法令不是诺言，而是实

际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贵族大土地占有者和工商业资本

上层的代表，贯彻了和实现了这种实际措施。既然十月党的、莫斯

科的（也就是说全俄国的）资本的呼声现在都说“没有应验”，那么，

这也就是对政治史的一定阶段的总结，对通过第三届国家杜马、通

过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等等来“应验”时代要求即发展俄国资本主

义的要求的一系列企图的总结。十月党的资本家曾经认认真真、不

遗余力、不惜生命、甚至不惜金钱来帮助实现这些企图，可是现在

不得不承认：没有应验。

这就是说，问题完全不在于违背诺言，不在于“破坏立

宪”，——因为把１９１１年３月１４日法令同１９０７年六三政变截然

分开是可笑的，——而在于通过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所说的

“立宪”是不能实现时代的要求的。

时代的这些要求通过“立宪”是不能实现的，尽管“立宪”使立

宪民主党人（在第一、二届杜马中）占了多数，使十月党（在第三届

杜马中）起了决定作用。既然现在十月党人说“没有应验”，那么，这

种承认的意义，迫使作出这种承认的危机的意义，就在于立宪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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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十月党的立宪幻想再次非常彻底地破灭了。

民主派推动了旧东西向前发展。立宪民主党人责备民主派“过

火”，许诺通过和平“立宪”来实现新东西。可是没有应验。于是斯

托雷平先生这样来实现新东西了：用改变了的形式来巩固旧东西，

用死硬派地主和资本巨头的组织来巩固旧东西，用土地私有制代

替村社来造就保卫旧东西的新阶层。“没有受到”暂时被压制的民

主派“威胁”的十月党人，多年来都在同斯托雷平先生一起为实现

这个任务而操劳。

可是没有应验。

那些说在俄国２０世纪初这样迅速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里立

宪幻想是徒劳而有害的人的话却应验了。

十月党人的第三届杜马、十月党人的“立宪”、十月党人同斯托

雷平“和睦亲切相处”的三年并没有白白地过去；国内经济已向前

发展，“右的”——各式各样“右的”——政党也发展了，扩大了，各

自大显身手（并且已经竭尽全力）。

第三届杜马的土地政策，确实在俄国许多农村和穷乡僻壤发

挥了作用，激发了长期积压下来的动荡不安情绪，大大揭露了并加

剧了现存的矛盾，使富农变得横行霸道，使反对富农的人开了窍。

第三届杜马起了作用。前两届杜马也起了作用，它们提出了许多美

好的、善良的、天真的、微小的愿望。透过１９１１年的“立宪”危机的

表面现象，可以看出１９０６—１９１０年的立宪幻想的破灭比以前要深

刻得多。

实际上，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臭味相投，因为他们都把自

己的政策建立在这种幻想的基础上。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幻想，

中派的幻想——中派“左翼”（立宪民主党人）和中派“右翼”（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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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的差别是非本质的，由于客观情况，两者都是注定要破产的。

旧东西已被推向前进。不论中派左翼，还是中派右翼都没有实现新

东西。至于谁来实现以及如何实现这种不能摆脱的、历史上不可避

免的新东西，——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立宪”危机的意义在

于，掌握局势的十月党人承认这个问题又成了“悬而未决”，他们承

认，甚至连自己的、看来最“稳重的”、商人式稳重的、小贩式清醒

的、莫斯科式要求不在的期望也“没有应验”。“立宪”危机的意义在

于，十月党人先生们的经验暴露了立宪民主党人提出的口号（谁拥

护立宪，谁反对立宪）的极端狭隘、极端贫乏和极端软弱无力。

民主派证明这个口号是不够的。十月党用俄国历史的又一个

阶段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不能使俄国的历史倒退

到过去的那种天真的立宪幻想中去。

格罗莫博伊先生写道：“正统的十月党人焦急不安，声明退出常务局，他

们不知如何对付自己的拥护立宪的同志。激动是没有用的。他们应当心平气

和地认识到，真理在他们这边，这种真理是最基本的，是大家都承认的，维护

这种真理不需要哥白尼之流和伽利略之流。他们应当心平气和地做自己的

事，——承认非法行为是非法的，一定要不作任何妥协，否决非法的法律。”

格罗莫博伊先生，这是幻想！没有“哥白尼之流和伽利略之

流”是不行的。你们的幻想“没有应验”，没有这样的人是不行的。

“……看一看这被掘开的、蠕蠕而动的蚂蚁窝——殷勤的报刊，殷勤的演

说家，殷勤的代表〈格罗莫博伊先生，请讲完吧：还有殷勤的、奴颜婢膝的资产

阶级〉，只能人道地怜悯他们，温和地提醒他们：为彼·阿·斯托雷平效劳已

经不行了，——只能对他曲意逢迎。”

可是，彼·阿·斯托雷平并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类型，他

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同贵族联合会在一起的“两位一体”。十月党

人先生们曾经试图在存在杜马、实行“立宪”、执行托尔马乔夫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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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村社的资产阶级政策的条件下，用新的方式同斯托雷平和睦

相处。如果说这种试图未能得逞，那完全怪不得斯托雷平。

“……可是要知道，人民代表的全部力量在于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如果他

们〈右派十月党人〉由于这种支持〈支持斯托雷平和支持斯托雷平破坏立宪的

行为〉的事实本身丢掉了自己的‘面子’，那么他们还会有什么价值呢？”

真是活见鬼了！十月党人竟说起“同人民的联系”是“人民代表

的力量”来了！这当然是可笑的！但更可笑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在第

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他们一面说“同人民的联系”，一面又

说什么反对地方土地委员会。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说的可笑

的话，本身并不可笑，而是意味深长的。这些话同现在说这些话的

人的意愿相反，它们一再表明，立宪幻想的破灭是“立宪”危机的有

益后果。

载于１９１１年４月１６日《明星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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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１９１１年４月１６日〔２９日〕）

许多欧洲的社会党都利用复活节（公历４月１６日）举行自己

的代表大会，如法国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荷兰社会党（它的机会

主义部分）、英国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１１６。我们想提请读者

注意后两个党的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几个问题。

英国社会民主党（Ｓ．Ｄ．Ｐ．）第三十一届年会是在考文垂举行

的。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关于“军备和对外政策”的问题。大家知

道，近几年来英国和德国都在大大扩充军备。这两个国家在世界市

场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军事冲突愈来愈迫在眉睫。这两个国家的

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报刊对人民群众发表了无数煽动性的文章，教

唆他们去反对“敌人”，号叫必不可免地要遭到“德国侵略”或者“英

国进攻”的危险，大叫必须扩充军备。英国、德国以及法国（英国特

别想把法国拖入战争，以便有一支大陆上的陆军去对付德国）的社

会党人，非常注意战争的危险，全力反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反对

扩充军备、想方设法向无产阶级的最落后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最

落后阶层说明这种完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战争会带来什么样

的灾难。

在社会党人中间，英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杰出领袖，其中包括

海德门，是可悲的例外。海德门被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关于“德国的

危险”的喊声吓坏了，竟然主张英国必须扩充军备以防御敌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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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英国需要强大的海军，认为威廉会发动进攻。

诚然，海德门在社会民主党内部遭到了反击，而且是强烈的反

击。各地方小组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坚决反对他。

在考文垂举行的代表大会——或者用意义上与俄国说法不相

当的英国说法“代表会议”——不得不来解决争论的问题。哈克尼

（Ｈａｃｋｎｅｙ，伦敦东北部的一个区）小组的决议代表了坚决反对一

切沙文主义的观点。这个决议要求坚决反对任何的扩充军备，反对

一切殖民的和金融的侵略政策。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正义

报》１１７在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中只引用了这个（据说是“很长的”）

决议的结尾部分。拥护这个决议的泽尔达·卡恩强调指出，近４０

年来正是英国执行了侵略政策，德国要把英国变成自己的一个省

份是无利可得的，这种危险是不存在的。“英国海军的存在是为了

保护帝国。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犯过象现在这样重大、这样严重的

错误，人们现在把党同用战争吓人的沙文主义者同等看待了；卡恩

说，由于犯了这种错误，英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已把自己置于国际运

动之外了。”

为海德门辩护的是整个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其中

也包括——这一点真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哈·奎尔奇。他提出

的“修正意见”就是这样说的：“代表会议现在认为最近的目的就是

维持足够的（ａｄｅｑｕａｔｅ）海军来进行民族自卫”！……此外，当然也

重弹了反对帝国主义政策、向资本主义宣战等等一切“动听的老

调”。但是，不言而喻，这一切都被一勺焦油１１８毁坏了，即被资产阶

级转弯抹角的、同时也是纯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那种承认必须

维持“足够的”海军的论调毁坏了。这是发生在１９１１年，这时，英国

的海军预算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一种无限增加的趋势；这又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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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这个国家的海军“捍卫和保护着”“帝国”，就是

说其中也包括印度，可是在印度，有近３亿居民受着英国官僚的掠

夺和蹂躏，在那里，诸如自由派和“激进派”莫利（Ｍｏｒｌｅｙ）之流的

“有教养的”英国国家要人，以政治罪流放和鞭笞土著居民！

奎尔奇是怎样进行卑劣的诡辩的，只要看看他发言中的下面

一段话就可以知道了（根据登在《正义报》上的为海德门辩护的报

道）！……“既然我们承认民族自治，我们就应当有民族自卫，——

而这种自卫应当是充分的，否则它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反对帝国主

义，不论是英帝国主义还是德帝国主义我们都反对；普鲁士统治下

的各弱小民族憎恨它的专制，而受它威胁的各弱小国家，则把英国

海军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看作是自己唯一的希望……”

请看，走上机会主义斜坡的人往下滑得多快啊！帮助奴役印度

（并不是很“小的”民族）的英国海军居然同保卫各族人民自由的德

国社会民主党相提并论……泽·卡恩说得对，英国社会民主党还

从来没有这样丢脸出丑过。英国社会民主党的被恩格斯早就指出

和指责过的宗派主义性质１１９，还从来没有暴露得这样明显，这一次

甚至象奎尔奇这样的人也轻率地转到沙文主义者方面去了。

投票表决的结果相等：２８票赞同“执行委员会”，２８票反对。为

了取得不光彩的胜利，海德门和奎尔奇只得采取按小组表决的办

法。表决结果是４７票对３３票。

社会民主党中有些人发出了最坚决的呼声，抗议自己队伍中

的沙文主义；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少数派在进行严肃认真的斗争。

“独立工党”的情况就要糟一些：这里的机会主义不足为奇。在这

里，关于社会党人和工人是否应当拥护扩充军备的问题，人们在党

的正式机关报《工人领袖》１２０（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１日第１６号）上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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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文章里，完全是心平气和地在进行讨论。

伦敦的《前进报》的记者公正地指出，登在彻头彻尾沙文主义

的报纸《每日邮报》１２１上的一篇赞扬社会民主党领袖英明的文章，

是对社会民主党立场的最好批评。英国沙文主义报纸上的文章开

头这样写道：“令人高兴地看到，不管我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思想

是多么荒谬，不管它的某些理想是怎么也不能实现，但是至少存在

着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这个党所遵循的是理

智，是人的健全的理性。”

在伯明翰举行的“独立工党”代表大会上，真正令人高兴的事

情是：从这个党的队伍中发出了强硬的、坚决的呼声，抗议这个党

特别是这个党的首领拉姆赛·麦克唐纳所采取的机会主义政策即

依附于自由派的政策。当有人指责工人代表在下院很少谈论社会

主义时，拉·麦克唐纳以处女般的、机会主义的天真对这种指责作

了回答，他说“宣传性的讲话”在议会中是不大合适的。麦克唐纳声

称：“下院的伟大作用，在于把我们在国内宣传的社会主义变成法

律。”讲话人忘记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

他准备等待资产阶级的议会带来社会主义……

伦纳德·霍尔（Ｈａｌｌ）在自己的讲话中指出：“１８９２年成立独

立工党时有一个特殊目的，就是要使只是自由派一翼的‘劳动选举

同盟’（“Ｌａｂｏｕｒ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Ｌｅａｇｕｅ”）的政策威信扫地，要同这种政

策作斗争并取消它。我们埋葬了尸体（消灭了这个同盟），可是看

来，它的阴魂在现代‘工党’中复活了。这个党的领袖在自己的讲

话、信件、著作里宣扬的正是这个同盟的政策。”

独立工党的另一个党员，议员乔治·兰斯伯里（Ｌａｎｓｂｕｒｙ），

对议会的“工人”党团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它对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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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性，指出它害怕“损害”自由派政府。兰斯伯里说：“我多次对

工人代表的行动感到非常难为情，因此时时想辞去代表职务。自由

派总想使议院忙于细小问题，而工人代表却不善于争取独立地

位。”兰斯伯里又说：“我不知道，无论自由派还是托利党人，有什么

时候不提出某个‘重要’问题来挤掉群众的穷苦、贫困问题。我呆在

下院里，在我眼前呈现出在博乌和布朗利〈伦敦东部的两个贫民居

住区〉贫民窟里日复一日地劳动着的男女工人的形象，是他们把我

选进议会的。他们进行了工作，选我当代表，因为他们认为我不象

自由派和托利党人。他们派我来，是要我再三提出贫困的问题……

我向你们呼吁——讲话人对代表大会说——在下院成立坚强的政

党，成立绝对不向自由派和托利党人作任何让步的政党。当自由派

行为恶劣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应当象对待保守党人（托利党人）一

样不加宽恕。从事劳动、受苦受穷的工人既不对自由派抱什么希

望，也不对托利党人抱什么希望；他们唯一的希望，他们唯一的救

星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我们必须向伦敦贫民窟的工人

表明，我们甚至在议会里也是忠于我们在议会外所讲的话的，这就

是，自由派和托利党人是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是人民唯一的希

望。”

兰斯伯里的讲话多次被代表大会的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讲

话结束时全场对讲话人报以真正的欢呼。这种讲话在德国是司空

见惯的，在英国却是新鲜事。而当开始发表这种讲话的时候，当“独

立（遗憾的是，常常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派依赖）工党”代表大

会上的工人代表鼓掌欢迎这种讲话的时候，我们就有权作出结论

说，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在英国也战胜了诸如麦克唐纳这样的机

会主义者议员的外交手腕。（附带说说，这个麦克唐纳不久前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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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意大利改良主义者表示他完全同情他

们，并表示自己嫌恶“枯燥的理论”。）

霍尔、兰斯伯里等人的讲话并没有改变“独立工党”的政策。这

个党的首领还是麦克唐纳，它的政策照旧是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

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是强大的，特别在各民主国家中是如此。可是这

些讲话并不是不留任何痕迹的，它们在消除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

者的影响。只有英国人创办起日报（两个党都在认真地考虑这一

点），——这样的而且只有这样的讲话才会赢得工人阶级的同情。

现在，包括俄国在内的各国自由派看到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

中占统治地位，都兴高采烈，笑逐颜开。但是——“谁笑在最后，谁

笑得最好”。

载于１９１１年４月１６日《明星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１８号 第２０卷第２２８—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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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
１２２

（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９日〔５月１２日〕）

合法派：我觉得，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同取消派的斗争和争论的

极端尖锐化，使人们感情过分激动，并且有点模糊了分歧的实质。

反取消派：难道不是相反吗？斗争的尖锐化不是由深刻的思想

分歧引起的吗？莫非你们也转到企图用空话和冠冕堂皇的庸俗论

调来填平鸿沟的“动摇分子”（也可以说是“调和分子”）的阵营里去

了？

合法派：噢，不，我丝毫不愿意搞“调和”。恰恰相反。我的意思

是说，取消派的觉悟不够，因此坚定性也不够。他们还在摸索前进，

还在自发地（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成长。他们还不敢拿定自己的

主意。因此，造成了他们的不彻底、自相矛盾和动摇不定，而对方则

认为这是伪善，是同秘密党进行斗争的欺骗手段，等等。于是，就吵

起架来了，广大群众也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尽管这场争论是为他们

进行的。假如取消派中少一些老练的外交家，多一些自信心，他们

就会更快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把你们彻底击溃。

反取消派：梦是可怕的，但……很想听听你的论证。

合法派：我深信，取消派是正确的。他们应当接受给他们起的

合法派的绰号。我们接受这个绰号，并且表明，正是合法派对俄国

当代工人运动的该死的问题作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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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回答。你承认不承认，目前这个时期是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

的一个独特阶段？

反取消派：承认。

合法派：你只是口头上承认，就象你们臭名昭著的“十二月”

（１９０８年）决议那样。如果认真考虑一下这样的承认，那么它就意

味着，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公开存在不是偶然的，而

是“目前形势”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前政治条件的全部总和，

工人运动的条件的全部总和就是：公开的合法的社会民主党杜马

党团是可能的、必然的，公开的合法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也是可能

的、必然的。

反取消派：这种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跳到工人社会民主党

的飞跃，不有点儿冒险吗？

合法派：一点儿不冒险。全部问题只是在于，社会民主党在第

三届杜马中的存在形式是外界提供我们的，我们只好接受，也可以

说是走进一个现成的房间，而合法的工人党的存在形式，就要自己

去寻找了。这就需要主动精神，需要为创造新的形式而斗争。你们

轻蔑地称之为取消派的那些人，已开始了这个斗争，走上了新的道

路，但遗憾的是，只用一条腿走。遗憾的是，他们还胆怯，总是回头

张望，只采取一些不彻底的办法。在开始走上新的道路的时候，这

是不可避免的，随它去好了，既然开始走了，就要继续走下去。头几

步的犹豫不决就会消失，错误就会得到纠正。

反取消派：妙极了。是否费心说明一下，这是些什么错误，怎么

个纠正法？

合法派：我很愿意说明。不能预料，明天的合法的工人党究竟

是个什么样子，但是不能不看到工人运动发展的总趋向。我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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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总趋向就是这样，我可以大胆地描绘一下合法党的情景，我也知

道实际情况不会完全是这样，但大致会是这样。为了给你描绘这个

情景，我根本没有必要去进行“创作”。我只要仔细看看实际生活的

教训，看看在革命后的新的条件下的工作经验。我只要总结一下这

个经验，去掉细枝末节，抓住基本线索就够了。杜马中有合法的工

人代表。有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这个党团遭到迫害，受到密探

监视，不能集会，它的有经验的人被抓走，它的成员或许明天就被

投进监狱和发配流放地，——合法党决不会如你们那些目光短浅

的拥护者所想的那样能排除法庭和警察的迫害。然而，尽管遭到迫

害，合法党团还是存在。合法的工会、俱乐部、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杂

志和周刊，都还存在，——它们受到的迫害更加厉害，屡遭查封，被

罚款压得难以维持，它们的编辑做一个月的编辑工作可能要坐一

个半月的牢，工会经常被解散，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存在。请深思一

下这个事实吧。没有合法工会、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报刊、合法的社

会民主党代表，是一回事；那是１９０５年以前的情况。有它们存在，

尽管不断受到迫害，尽管经常遭到查封，则是另一回事；这是１９０７

年以后的情况。这就是新情况。要善于抓住这个“新情况”，把它扩

大，加强，巩固。

反取消派：你一开始就答应要比以前发表议论的那些合法派

更勇敢、更彻底，但是，你现在还只不过在重复一切取消派早已讲

过的那些话。

合法派：我已经说过，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实际生活的经验，自

然就会很清楚彻底的、坚定的合法主义的情景。实际上，合法的工

人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各个因素都已经存在。应当大声地、直截了当

地说出实际存在的东西。应当无所畏惧地承认，这些分散的因素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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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会今天明天就集合起来，但一定会集合起来，这样的党一定会

出现。应当把它建立起来，它也一定会建立起来。它将遭到迫害，

但它一定会存在下去，——没有合法的工人政党的年代过去之后，

是合法的工人政党不稳定的存在（由于受到重重迫害而中断存在）

的年代就要来到，而后，在俄国，纯欧洲式的合法的社会民主党的

年代就会来到。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存在的年代已经来到了，它已经

比你们百分之九十九遭到破坏的地下组织现实些。为了把合法派

彻底团结起来，使他们的活动更有信心，更有秩序，更加坚定不移，

应当敢于说出实际存在的东西，敢于如实地说出这个现实，敢于提

出口号，举起旗帜。任凭法庭和警察把它从我们手里夺去，哪怕夺

去几十次，也不能把它消灭，不能把它长期夺去，因为它概括了实

际存在的、正在成长的、不能不成长的东西。

反取消派：别离题，别离题。不然我要提醒你注意一句俗话：唱

得倒好听，可是天晓得做不做。你答应直截了当地说话。那么好吧，

你就直截了当一点、具体一点地说吧：你们的旗帜上要写些什么？

合法派：我正要说这个。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合法的工人运动促

进协会。这个协会的原则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协会的目标是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改造社会生活条件，消灭阶级，消灭生产中的无

政府状态，等等。合法党即我们协会的最近目标，是实行国家制度

和社会制度的彻底民主化；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沿着民主方向促

进土地问题的解决；实现最广泛的工人立法。最后，新协会的活动

手段，是采取一切合法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手段。

反取消派：你是否设想，我们的政府会准许这种协会登记吗？

合法派：别担心，我决不至于幼稚到去作这样的设想。当然，我

们的协会是登记不上的，但也不能认为它是不合法的，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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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这里。在每个省，工人将一个接着一个地去草拟这种协会的

章程并呈请当局批准。这将是为争取合法地位进行的彻底的、不屈

不挠的斗争。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党的纲领中的“可怕”条

文而去迫害这种协会的创办人和成员，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目

前只是所谓的党，它纲领中的诸如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等“可怕”

条文（更不用说许多决议中的关于武装起义等等的“可怕”条文）吓

不倒任何人，没有任何意义，不起任何作用，如果说起了什么“作

用”，那就只是起了使一些实际上没有做任何违法事情的人去服苦

役的“作用”。这就是问题关键之所在，这就是目前党内状况的悲喜

剧。僵死的东西抓住活的东西。各种决议和旧党纲中陈旧的、实际

上被生活否定的、不再使用的和事实上已经送到档案馆里去的“条

文”，只是为我们的敌人服务，只是有助于扼杀我们，而对目前的现

实运动、对现在正在进行的，即在第三届杜马中，在合法的报刊上，

在合法的工会、合法的代表大会等等上进行的真正的社会民主党

的工作，却根本没有任何好处，绝对没有任何好处。正因为如此，我

们合法派认为，问题的实质决不在于摆脱最可怕的迫害和惩治（就

象你们的——请原谅我这样说——在迫害取消派方面训练有素的

拥护者所要断定的那样），而在于第一是公开的工人运动的原则意

义，第二是利用现存制度的矛盾的原则意义。是的，旧教徒先生，马

克思主义的原则决不在于背诵词句的多少，不在于必须永远遵守

“正统的”公式，而在于促进广泛的工人运动，促进群众的组织和主

动性。即使有些话“没有全说出来”，但我很清楚，你和你的拥护者

们是会专门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合法杂志等等没有全说出来

的话“全说出来的”，——即使有些话“没有全说出来”，但事业将会

向前发展。更广泛的工人阶层将被卷入运动。对于总结公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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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每个觉悟的工人将会抓住恰恰是压迫他

们的制度所固有的、当前对它最突出的那个矛盾，即在形式上承认

法制和实际上否认法制之间、在“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存在和

“不准”社会民主党存在的尝试之间、在正式声明中承认工会和在

实际生活中迫害工会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

抓住压迫无产阶级的这个制度的矛盾，而不在于僵化了的公式。这

也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甚至可以说

是基本原因之一，即它能够随时为运动而牺牲公式。它能够在

１８７１年以后建立一个在纲领中只承认“合法”政治活动方式的党。

它能够开展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而它的社会民主

党纲领比我们的要“合法”得多，因为纲领没有提并且从来没有提

过共和国。而你们，你们却准备在典型激进的没有群众性的社会民

主主义组织、没有群众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向全世界

显示“典型激进的”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样板。

反取消派：如果在每个省，每个觉悟工人都把你的合法马克思

主义“协会”的草案抄录下来并呈请批准的话，那么，到现在为止，

你的计划所产生的，实际上只是处理协会团体事务的机关里的一

个收发公文的“群众运动”。既然你自己也说，这个协会不会得到批

准，那么任何公开的运动，甚至任何“公开的”协会，除了只能在你

们合法派的幻想中出现以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但在详细回

答你以前，我想再问一下，你是否设想这个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协

会”是代替旧的即现在的党而存在，还是同它并存？

合法派：对，对。你涉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这也就是取

消派的正式领袖们的一个可悲的错误。他们不敢沿着绝对正确的

道路迈出一大步，同时却又向机会主义方面迈出极其冒险的、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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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毫无用处的许多步。我要说：可以做合法派，不要当取消派。应

当做合法派，不要当机会主义者。必须承认合法的运动形式，不是

承认一半，不是只在口头上承认，而是切实地、在行动上承认，就是

说，立即建立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但放弃革命是不能容忍

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许许多多（即使不是大多数）取消派，却都流露

出这种放弃革命的情绪。放弃领导权就是机会主义，这是我坚决斥

责的。我们不需要放弃什么东西，不需要取消什么东西。新的、合

法的党应当和旧的同时并存。它们将会互相补充。

你笑什么？这没有什么可笑的。你一定会说，这是“骑墙态

度”。我倒要问问你：难道合法报刊和秘密报刊同时并存，不是与我

的计划，确切些说，与我从目前经验的一切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完全

类似的现象吗？如果说在１９０５年以前，侨民不能在合法报刊上发

表文章，当时一些刊物由于登载了侨民即使是用笔名发表的文章

而被查封，那么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侨民用自己的名字在秘密报

刊和合法报刊上发表文章了，这不是很能说明我们这个矛盾的时

代吗？这种“骑墙态度”你是容许的啊！这种态度不会产生任何“骚

乱”。仅仅由于墨守成规，完全由于墨守成规在妨碍你懂得这种“骑

墙态度”是我们时代的一切条件决定的；应当掌握时代的矛盾，应

当善于站到发生目前重大事变的这个基础上来，只有站到这个基

础上来。“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相结合”，你们口头上都承认。你们

也要在行动上加以承认。说了一，就不要怕说二。既然在策略上和

一般组织上承认基本论点，就不要怕在党的组织上承认这个论点。

最后，你们要坚决地、认真地、真诚地放弃这种荒谬的、反对合法地

位的无政府主义偏见。

反取消派：这也正就是你们不幸之所在：你们在玩弄合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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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你们“在搞合法化”，而德国人依据的是真正存在的合法地位。

合法报刊和秘密报刊的例证非常鲜明地反驳了你们。秘密的社会

民主党人在合法报刊上发表合法报刊允许发表的东西，他不是在

玩弄合法地位，而是真正利用在某个狭小范围内确实存在的合法

地位。而你们的合法的工人政党，或马克思主义协会（和取消派的

“公开的工人政党”一样，你们实质上同取消派没有任何区别），只

不过是合法的幻想，因为你们自己承认，谁也不会批准这种组织，

这种所谓的“合法”协会实际上是不可能合法存在的。正象无政府

工团主义者都在做“革命体操”一样，你们都在做“合法体操”。如果

立宪民主党人那里合法地存在着一个并非合法存在的党，那原因

并不在于立宪民主党人掌握了矛盾的形式，而在于他们的工作内

容没有丝毫革命性，他们没有在群众中进行任何民主组织活动。他

们的工作内容是自由主义君主派的，因此专制制度能够批准、能够

容忍这种政治活动。而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阶级中间的活动，专制

制度就不能容忍，企图用改头换面的手法来促进事业是天真的想

法。而你们的“合法协会”也和取消派的“公开的工人政党”一样，正

是冒名的协会，是玩弄化装把戏，因为实际上，你们指靠的是社会

民主党人。你们为了确定你们“协会”的目标、纲领和策略而选用的

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提法，是口头上的掩饰，是纸上的自卫，同样

还是那种合法的体操。我们党应当在杜马中发表演说，建立合法工

会，在合法的代表大会上进行活动，否定这些，就是无政府主义或

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估计到新时代的新条件就要承认这种活动。

但是，政治活动的合法地位还谈不到（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除外），

因为还没有争得这种合法地位的条件，想“爬入”合法地位的幻想

是枉费心机的。在１８７１年以前，德国人那里的这种合法地位已经

３４２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



完全形成，对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全部完成，直接革命运动的

条件已经完全消失：正是由于这些客观条件，而不是由于德国社会

民主党人的手腕高明，真正合法的而不是玩弄合法地位的、不是做

“合法体操”的社会民主党才能建立起来。

从这种合法党的纲领、决议等等抄录这些或那些合法条文，把

这种“合法地位”搬到俄国来——这是天真的幻想，无聊的游戏，因

为你们不能把德国业已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彻底实现了的

民主主义的历史、德国６０年代的“来自上面的革命”１２３、德国实际

上的合法地位搬到俄国来。在有些君主制国家里，共和党是合法存

在的；在我们俄国，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成了欧洲那样的资

产阶级制度以后，合法地位实际上将是个什么样子，这要在行将到

来的战斗结束以后才能看得出来，这要取决于这些战斗的结果。而

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是善于在六三制度时期这种特殊条件下，

使自己和群众做好迎接革命的准备。

在这种条件下，合法的工人阶级政党，公开的工人政党，是句

空话，这种空话的实质是机会主义合法派集团的……合法化。“人

民社会党”的这种合法化是事实。我们合法的、取消派的报刊工作

者集团的这种合法化是事实。抱有脱离革命、不要领导权思想的机

会主义分子倾向于这些集团，不得不倾向于这些集团，这不是偶然

的，而是必然的，这不是由于某些取消派的“错误”，而是由于所有

知识分子取消派集团的社会成分。把合法派和这些人区别开来，只

是一个善良的愿望，实际上他们是分不开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客观

条件就是这样：“人民社会党”的合法化，取消派著作家集团的合法

化是可能的，必然的，而工人政党的合法化只是一句空话。

工人阶级的秘密党是存在的，即使现在它遭到严重的、极其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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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削弱，它的大部分组织遭到瓦解，这也没有危及它的存在。一

些小组和集团一次又一次地在把革命的地下组织恢复起来。问题

在于，什么样的组织力量，什么样的思想传统，什么样的党，能够影

响而且将会影响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工会工人、俱乐部工人和各种

合法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的公开行动：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是机会主义的取消派著作家集团。这就

是“同取消派作斗争”的现实内容，这就是在这场冲突中在双方之

间形成一条鸿沟的客观基础。任何善良愿望，合法派和取消派之间

的任何字面上的区别，都填不平这条鸿沟。

载于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９日（５月１２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争论专页》第３号 第２０卷第２３４—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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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弗·维·阿多拉茨基的文章

《论新自由主义。评帕·诺夫哥罗德采夫

〈现代法律意识的危机〉

一书》的意见１２４

（不晚于１９１１年４月）

我认为，文章应按如下方针修改：

（１）要向读者更确切地、更具体地阐明问题在哪里，诺夫哥罗

德采夫说了些什么（不要以为这一点大家都清楚了）。

（２）要更认真地、更详尽地评论诺夫哥罗德采夫的现代自由主

义——人民主权论（即它在历史上的革命意义；教授们抹杀这个意

义；现在否定这个理论是反动的）。

（３）大大压缩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对比的

一般理论部分。

（４）作文字上的润色（文章的有些地方简直象草稿、提纲、笔

记）。

（５）考虑篇幅。

文章中有些部分极不相称。不象文章，也不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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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杂志上至多发表两篇各为１０—１２印刷页的文章。

写成书，就要象阐述历史唯物主义那样详细阐述所有其它的

章节。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３７卷

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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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憾”和“羞 耻”

（１９１１年５月７日〔２０日〕）

任何危机都揭示现象或过程的本质，扬弃表面的、细微的、外

部的东西，暴露所发生的事情的更深刻的基础。例如，就拿经济现

象方面最平常、最不复杂的危机——各种罢工来说。这种危机最能

暴露各阶级间的实际关系、当代社会的真正性质、最广大的居民群

众屈从于饥饿的影响，少数有产者为维持自己的统治而诉诸有组

织的暴力。再拿工商业的危机来说，这种危机最明显不过地驳斥了

“利益协调”的辩护士和传道者的各式各样的言论，最突出不过地

彻底暴露了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机制，即彻底暴露了“生产的

无政府状态”，生产者的分散状态以及一人反对大家和大家反对一

人的战争。最后，拿战争这种危机来说，一切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都要受“火与剑”的检验和考验。每一个民族的制度和秩序的强大

和虚弱，可以由战争的结局和后果来判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

际关系的实质就是公然掠夺弱者，这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我国臭名远扬的“议会”危机的意义，也在于它揭示了俄国整

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深刻矛盾。遗憾的是，这次危机的多数参

加者和当事人——部分是有意识地，部分是由于考虑不周或受因

循守旧的习惯和传统的支配——不仅没有打算解释这次危机，指

出危机的真正原因和意义，反而空话连篇地竭力掩饰这次危机。第

三届杜马的“重大日子”，即４月２７日同斯托雷平进行辩论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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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成了“议会”空谈的重大日子。但是，不管斯托雷平本人、他的朋

友和对手的空话怎样滔滔不绝，还是没有能够掩盖事情的本质。所

以，我国的各种日报愈是重复自由主义的空话，登载一些细枝末

节，玩弄法律程序，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再一次总的回顾一下４

月２７日展示出来的危机情景就愈为合适。

斯托雷平的演说的基调，是维护“君权”，不让它有任何的“缩

小”。斯托雷平说：“第８７条的意义就在于它确定了君权，缩小它的

意义，就要开创令人不快的先例。”斯托雷平起来反对“损害最高当

局在议会解散前发生非常情况时运用第８７条的权利”。斯托雷平

说：“这种权利不容否定，它是以现实条件为依据和以现实条件为

基础的。”“对这种权利的任何其他解释都是不能容许的，这会损害

法律的意义和观念，使君主应用非常法令的权利化为乌有。”

所有这些话都非常清楚，而且都不是空话。问题提得很无耻

——“很现实”。君主和缩小……的企图。如果发生该由谁最后解

释权利的意义的争论，那么，解决这一争论的是力量。所有这些话

都非常清楚，而且都不是空话。

与此相反，马克拉柯夫的“激动的、热烈的、充满激情的、充满

自信的”责备，倒是纯粹的空话和卖弄，是法律上的虚构。他说他听

到一些人以君主作借口，“感到非常遗憾，非常羞耻”（４月２８日

《言语报》第４版的报道）。马克拉柯夫以整个所谓“立宪中派”的名

义（即以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名义）维护通常虚构的立宪君

主制。但是立宪民主党的或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的“维护”无非是

空谈。既然问题在于力量，那为什么又要感到遗憾和羞耻呢？希望

立宪的资产阶级感到遗憾的是君主不让立宪，并为此而“感到羞

耻”。君主“感到羞耻”的是有人竟会强迫他立宪，他认为这是“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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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他的权利，同时对旨在“缩小”他的权利的任何法律所作的各种

各样、形形色色的解释都使他“感到遗憾”。

有两个方面。有两种对权利的解释。两方面都感到遗憾和羞

耻。所不同的只是，一方面光是感到“遗憾和羞耻”，另一方面既不

说感到遗憾，也不说感到羞耻，而说缩小“是不能容许的”。

实际上对这种形势“感到羞耻”，对自己的软弱无力感到羞耻

的正该是马克拉柯夫之流先生们，正该是我国的整个立宪民主党

的和十月党的资产阶级，这不是很清楚吗？贵族联合会的代表厚颜

无耻地谈论他们厚颜无耻地制造出来的危机，发出挑战，用武力进

行恫吓。而自由派资产阶级，却象个被市长吓住了的小商人一样，

怯懦地一味后退，而且一面后退，一面喃喃地说：您对我这样瞧不

起……我感到遗憾，我感到羞耻！

马克拉柯夫竭力剖白道：“我认为，我是个比大臣会议主席高

明的立宪派〈我在想象，斯托雷平听了这些话在自己家里不知要怎

样暗自发笑呢：亲爱的，问题不在于自己宣布自己是立宪派，而在

于谁有力量来决定要不要立宪，要什么样的立宪！〉，但又是个不比

他差的君主派。〈斯托雷平笑得更加得意了：这才是先威吓，后求

饶！嘿，这个马克拉柯夫真是个好斗士！〉我认为，在没有根基的地

方建立君主制是不明智的，但在历史根基巩固的地方屏弃君主制

同样是不明智的……”

先威吓，后求饶，现在又开始引用有利于斯托雷平的论据。啊，

好一个出色的自由派议员！啊，好一个无与伦比的“立宪”（ｌｕｃｕｓａ

ｎｏｎｌｕｃｅｎｄｏ
１２５
：没有宪法的“立宪”）中派即立宪员主党－十月党

中派的领袖！

我们的“人民自由”（应读作：我国历史性的人民奴隶制）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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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大声说道：“大臣会议主席还会继续掌权的，是对他的代理人

制造的那种革命所产生的恐惧心理使他掌权的（右边有人喊道：

“可耻”；吵闹声）……是开创先例的危险使他掌权的”！！

有这么个故事：伊万·伊万诺维奇羞辱了伊万·尼基佛雷奇，

而伊万·尼基佛雷奇也羞辱了伊万·伊万诺维奇１２６。伊万·伊万

内奇对伊万·尼基佛雷奇说：不遵守立宪制的常规是可耻的。伊万

·尼基佛雷奇对伊万·伊万内奇说：用你自己害怕、不相信、不支

持的革命来进行威吓是可耻的。

读者们，在你们看来，这两个争论的人当中，究竟哪个更厉害

地“羞辱了”对方呢？

格格奇柯利十分正确地说明了：自由派报刊把危机看作“立

宪”危机是不正确的，立宪民主党人“通过自己的发言人支持了关

于立宪中派的罪恶幻想”，对于立宪还缺少某种运动（只是格格奇

柯利在他发言的末尾提到“无政府状态”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词

不该在这里说）。在格格奇柯利发言后，“立宪中派”的代表李沃夫

第一发了言。

就李沃夫第一的发言来看，可以认为甚至某些地主从格格奇

柯利的说明中也明白了某种事情。李沃夫第一说：“已发生的事情

确实表明，我国没有宪法，没有议会制，但是我国也没有主要的法

律，也根本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制度〈竟是这样！难道地主的存在不

是表明有组织的地主制度吗？“立宪中派”的先生们，祸从口出〉，有

的只是专横暴虐〈这正是有组织的地主制度的主要的、最本质的标

志之一〉和蛊惑宣传。”

“进步派”地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李沃夫第一所说的蛊

惑宣传是指某种最不愉快的事情。请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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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者利用这种蛊惑宣传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力。其他一

些想夺取这种权力的人也会利用这种蛊惑宣传……〈唉呀呀……

多么可恶的、多么不道德的意图！俄国自由派资产者可决没有这种

意图。只有在腐朽的西欧，不道德的资产阶级才力图夺取权力，甚

至制造一种邪说，似乎只有资产阶级的权力才能保障资产阶级的

宪法。我们俄国自由派，受过司徒卢威、别尔嘉耶夫及其同伙的唯

心主义的道德说教的教育，因此我们认为，权力应该继续由托尔马

乔夫之流掌握，而关于真正按照宪法行使这个权力的训令，应该由

马克拉柯夫之流签署〉……蛊惑宣传是这些人更加有效的工具。当

心这种蛊惑宣传吧，因为它会把一切都葬送掉，无论是你们的尊

严，还是你们的财产，或者你们的荣誉以及俄国的文明，都统统葬

送掉。”

“进步派”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李沃夫第一说得真好。关

于“财产”，他说得甚至十分清楚：例如，一个地主昨天有１万俄亩

土地，今天却只剩下了５０俄亩，这就是说，９９５０俄亩土地被“蛊惑

宣传”“葬送了”。这很清楚。这不是空话。但是关于“尊严”和“荣

誉”说得却不那么清楚；我们的进步派是不是想说，只有当地主拥

有１万俄亩土地的时候，他才是“有尊严”、“有荣誉”的人，如果他

失去了９９５０俄亩土地，他一定会成为没有尊严、没有荣誉的人呢？

或者李沃夫第一想说，如果没有公平的价格，比如说，每俄亩５００

卢布上下，那么尊严和荣誉就会被蛊惑宣传葬送了吗？

关于“俄国的文明”，“进步派”李沃夫第一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他说，我国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制，也没有主要的法律，如果这

话说得对，那就是说我国也没有文明，而没有的东西，是无法葬送

的。如果李沃夫第一的话说得对，那就是说我国的文明是为我国的

２５２ “遗憾”和“羞耻”



“有组织的〈地主的〉制度”葬送了。我们的“进步派”是不是说漏了

嘴？他是不是想说，我国的有组织的地主制度将要为俄国的文明葬

送？他是不是想把这种假定的事变称之为蛊惑宣传？当他说“当心

这种蛊惑宣传”的时候，他是不是想说，第三届杜马的多数应该当

心这种假定的事变？

有这么个故事：伊万·伊万内奇谴责伊万·尼基佛雷奇搞了

蛊惑宣传，而伊万·尼基佛雷奇反过来谴责了伊万·伊万内奇。伊

万·伊万内奇对伊万·尼基佛雷奇说，你是个蛊惑者，因为你掌

权，并利用这一点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力，而且拿居民的国民利

益作为借口这样做。伊万·尼基佛雷奇对伊万·伊万内奇说，不

对，你才是个蛊惑者，因为你在公共场所高声喊叫，说什么我国只

有专横暴虐，而没有什么宪法，也没有什么主要的法律，同时你还

十分粗鲁地暗示要把我们的财产葬送掉。

究竟是谁揭穿了谁进行蛊惑宣传，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很

清楚：两贼相争，好人得利。

载于１９１１年５月７日《明星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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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议文献１２７

（１９１１年５—６月）

１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国外中央委员会议的信

（５月１９日和２３日〔６月１日和５日〕之间）

伊哥列夫１９１１年６月１日的通知，再次表明了他在召开中央

委员会会议的问题上玩弄令人愤慨的把戏，即玩弄拖延和破坏召

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几个月来早被我们党的中

央机关报揭露了。

伊哥列夫硬说，尤金和科斯特罗夫现在构成临时局１２８或者至

少构成临时局的一个部分，这完全是撒谎。好几个月以来，马卡尔

和林多夫（在英诺森之后）一直
·
在
·
组
·
建临时局的组织，他们

·
挑
·
选
·
了

代办员，就中央组织的工作
·
组
·
织
·
了多次巡视，同代办员和增补的候

选人（马卡尔同卡察普等；同米柳亭等）举行了会议，同社会民主党

４５２



杜马工作的全党中心、同选举时（莫斯科）的首都社会民主党小组

进行联系，等等，等等。

无论尤金，还是科斯特罗夫都没做过任何类似的工作。他们当

中无论谁都根本没有、绝对没有进行过这种活动。

关于“增补”尤金和科斯特罗夫进临时局去的问题，任何一个

国外的党的正式机关（无论中央机关报，还是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都没有收到过一个正式的通知。

在马卡尔和林多夫被捕以后的
·
两
·
个
·
多
·
月以来，关于尤金和科

斯特罗夫、关于他们在临时局里工作的情况，谁也没有接到过一个

通知、一封信，也没有听到过什么消息。不仅没有人承认尤金和科

斯特罗夫是临时局的成员（而全体一致承认马卡尔和林多夫），甚

至尤金和科斯特罗夫也没有要过一个戈比的钱，甚至没有通知中

央委员会国外局（而马卡尔和林多夫却通知了）关于他们组建临时

局的事。

我们断言，在这种情况下，伊哥列夫说什么科斯特罗夫和尤金

在组建“临时局”，就是对党的嘲弄，对党进行欺骗。我们要揭穿这

一骗局。

其次，我们认为，在英诺、马卡尔等人的尝试后，在奥尔金的揭

露１２９等等以后，现在一切想由原来伦敦选出的中央委员在俄国恢

复中央委员会的企图，都是直接为斯托雷平效劳。我们提醒党防备

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不熟悉情况的人设下圈套，派中央委员到条件

不好的地方去完成实现不了的任务而直接落入警察的虎口。

最后，关于伊哥列夫向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
没
·
有
·
提
·
出
·
的、但他在

１９１１年６月１日的通知中谈到的一个月后召开全会的“计划”，我

们提请党注意取消派在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方面的新阴谋。

５５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中央委员会议的信



一个月后不是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而是只能把那些徒有其

名的中央委员“凑集在一起”——呼声派这个阴谋的实质就在这

里！

在全会召开以后，布尔什维克在中央工作岗位上失去了
·
四
·
个

中央委员（梅什科夫斯基＋英诺森＋马卡尔＋林多夫）。孟什维克

则
·
一
·
个
·
也没有失去，因为他们一个也没有进行过工作！！

而现在呼声派竟敢提出一个月的期限，打算把那些整整一年

半（全会召开以后）连一次工作也没有做过、甚至连一次也没有到

过临时局的诸如“彼得”之类的先生们凑集在一起。呼声派知道，在

一个月的期间内要把那些被法庭或行政当局流放的布尔什维克

“召集起来”是办不到的！！

他们把中央委员会移到俄国，“为的是让它在那里垮台”！

他们已经如愿以偿，看到所有布尔什维克都遭逮捕了。

他们保全了所有没做过工作的徒有其名的孟什维克中央委

员。

他们想指定一个月的期限，为的是把诸如彼得之类的徒有其

名的中央委员能够偷运进来，同时为的是使做过工作的布尔什维

克甚至
·
不
·
能
·
够得到通知！

如果以为取消派在召开全会问题上玩弄的这种把戏始终不会

在党面前被揭露，那是妄想！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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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三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

向九个中央委员的非正式会议的报告提纲

（５月１９日和２３日〔６月１日和５日〕之间）

１．试图在俄国恢复中央委员会的经过。

两个时期：

（一）１９１０年１月—１９１０年８月（或９月）。

两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因试图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被捕。

他们多次确定了召开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不论米哈伊尔＋尤里＋

罗曼，任何一个孟什维克，都没有露过一次面。

（二）１９１０年底—１９１１年春天。

由两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建立起新的临时局。没有一个孟

什维克参加过他们的任何工作（同代办员、同杜马党团联系、同选

举时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联系等等）。

为了“投票”，一个孟什维克（科斯特罗夫）到临时局来过一次

或者两次！

两个布尔什维克被捕。

总结：所有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都
·
为
·
了中央的工作，并

·
在
·
进
·
行

·
这
·
种工作

·
时被捕了。

一部分孟什维克（米哈伊尔＋尤里＋罗曼）拒绝参加任何工

７５２２ 三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的报告提纲



作，有一个人（彼得）在一年半期间没有参加过一点工作，另外一个

人（科斯特罗夫）在一年半期间到临时局来过两次（在１９１１年！），

也丝毫没有参加过中央的工作。在两个布尔什维克被捕后的两个

半月以来，这个孟什维克一点事也没有做，甚至也没有写过一封信

说他在恢复中央委员会。

因此我们认为，伊哥列夫声称这个孟什维克＋崩得分子现在

在组建临时局（甚至没有正式通知过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并且没有

得到任何人的承认！），这简直是一种嘲弄。

２．现在是否可能恢复国外全会１３０呢？

在法律上：１５人中现在有９人。形式上他们可以（一）宣布９

人会议为全会。这种做法在形式上是无可非议的，大概只要有一票

的优势，就是说，在这９票中是５票对４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实

际上，这种形式上无可非难的做法的意义是不足道的，因为不容置

疑，在这种条件下是不能起到中央委员会的作用的。

（二）从形式上看，现有的这９个中央委员开始从俄国把有权

的候选人都凑集来，这也是可能的。这实际上将意味着什么呢？孟

什维克或者可以把自己的取消派（米哈伊尔＋尤里＋罗曼等等）

“凑集来”，而在米哈伊尔＋尤里＋罗曼有名的声明以后，没有一个

正直的护党派承认这些人是中央委员；孟什维克或者可以把参加

过１９１０年一月全会并从那时起在一年半当中没有做过任何中央

工作的两个中央委员“凑集在一起”。至于要多长时间可以把他们

凑集在一起，这无法确定。

除现有的三个布尔什维克以外，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再凑集两

个自己的候选人。要凑集这些候选人，需要进行好几个月的工作去

同流放的人联系，组织逃跑，安排家属的生活费等等，等等。进行这

８５２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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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工作”究竟需要几个月，很难说。

把实际上现在不能在俄国进行中央工作的“形式上的”候选人

凑集来，是一种说不定要花多长时间的工作，这种工作对党的实际

意义不仅等于零，甚至还不如零，因放在上面分配席位的把戏会使

地方党小组看不到悲惨的、要求发挥积极的主动精神的现实。

在进行了一年半的毫无成效的恢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以后，

还一再向党“空许诺言”，说明天“你们”就会有中央委员会——这

是对党的嘲弄。我们不打算参与这种嘲弄。

３．不用说，只有斯托雷平的拥护者才企图现在在俄国召集候

选人，在那里恢复中央委员会。警察熟悉所有的候选人，并监视着

他们，英诺森和马卡尔三番两次被捕就证明了这点。这是第一点，

也是主要的一点。而第二点，召集候选人的真正目的——增补国内

的人，现在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现在候选人都不在（他们都在最近

一次同马卡尔一起被捕了），而在增补孟什维克的时候，要取得章

程所要求的一致意见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关

于这一点英诺已经向斯韦尔奇科夫讲过）会同意一个取消派（呼声

派同样如此）当选。

４．现在党的实际状况是：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完全非正式的、极

小的、不定期开会的党的工人小组和支部。它们在工会、俱乐部等

等中到处同合法取消派进行斗争。它们彼此并无联系。它们难得

看到文件。它们在工人中间享有威信。在这些小组中，布尔什维克

＋普列汉诺夫派，以及“前进派”中一部分读过“前进派的”著作或

听过前进派的演说、但还没有加入在国外建立的独立的前进派派

别的人，团结起来了。

在一部分彼得堡工人中间，这个反党派别的影响虽然不大，但

１６２２ 三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的报告提纲



无疑是有某些影响的。已经完全证明，它不服从任何中央委员会，

并竭力妨碍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直到目前，它没有公开号召参加第

四届杜马的选举，并在继续同召回派调情）。

独立合法派这一派别（《我们的曙光》杂志＋《生活事业》杂志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严重得多的反党的和反社会民主主

义的力量。已经完全证明，它们不服从任何中央委员会，公开嘲弄

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他们不能执行全会的决议（“不贬低”秘密党的

意义等等），因为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不能不执行相反的路线。

任何一个诚实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怀疑，“独立合法派”正

在进行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准备工作，他们将撇开党进行这次反对

党的选举。

护党派的任务是明确的：要对独立合法派采取直接行动，不容

许再有丝毫拖延，一天也不能拖延；要公开地、坚决地号召国内的

党的工人小组开始准备选举，并且警告工人在选举中要反对“独立

合法派”，同他们进行斗争，只选举那些认识到这一派别的危险性

的人、只选举那些真正的护党派工人。

这就是我们党当前的任务。对生活（和独立合法派）实际地提

出的问题采取任何回避态度、作任何支吾搪塞、拖延、以及想重复

合法派玩弄“诺言”和“保证”的把戏的企图，对党都是极其危险的。

５．我们的实际结论是：９人会议应当建议一定立即向党发出

号召，如实地、充分地说明在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已遭失败，

号召各地方小组发挥主动精神并建立省的委员会，然后建立中央

组织委员会，并坚决地、直接地、不屈不挠地同“独立合法派”进行

斗争。

只应当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通过中央全会的正式表决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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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号召，即不是９个中央委员中的５个人，而是９个中央委员中

的绝大多数都同意承认９人会议是全会，并起来同独立合法派集

团（派别）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言而喻，要进行这种斗争，就不能让

这些合法派参加中央机关，因为一年半以来他们破坏了中央机关，

干扰了它们的工作，使它们软弱无力，“处于不健康的状态”。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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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
１３１

（５月１９日和２３日〔６月１日和５日〕之间）

１９１０年１月中央全会以后，布尔什维克曾竭尽全力来补充中

央委员会的成员和恢复中央委员会的活动。中央委员马卡尔和英

诺森同各地方党组织和护党派——公开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取得了

联系，同他们一起商定了增补候选人进中央委员会等等。可是，这

两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的这些尝试因他俩的被捕而告终。在国

内工作中，他们没有得到过呼声派的任何帮助。在伦敦代表大会上

当选的孟什维克代表米哈伊尔、尤里、罗曼现在已经转入独立合法

派的行列，他们不仅拒绝在中央工作，而且声明说，他们认为中央

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对工人运动是有害的。

间断了几个月之后，在１９１０年，为了召开中央委员会，从流放

地逃出来的马卡尔同志和维亚泽姆斯基同志重新组建临时局①洗

笏龄秩菊。临时局的委员，崩得分子尤金参加过他们的工作。在６

个月内，他们重新同各地方组织进行联系，商定中央委员会候选

人，派出代办员，在莫斯科举行的补选中同杜马党团一起参加选举

运动的组织工作。

４６２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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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什维克代表中，他们得以联系上的只有科斯特罗夫同志

一人，而科斯特罗夫也只是当问题涉及到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为

了行使自己的表决权才来过一两次。

活动６个月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同几个增补的中央委员

会的候选人、秘书同志以及与临时局的活动有某种关系的其他许

多人员一起被捕了。中央委员同志们在被捕后从监狱寄出的信中

断定，几个月来宪兵一直不断地监视他们，并且知道了他们的全部

行动，就是说，对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筹备工作肯定搞了奸

细活动。临时局的两个委员（马卡尔和维亚泽姆斯基）被捕以后，未

遭逮捕的中央委员尤金和科斯特罗夫在两个半月内没有进行过任

何活动，甚至既没有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也没有给中央机关报寄

过一封信。

在国内恢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一年半，其结果是４个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梅什科夫斯基、英诺森、马卡尔、维亚泽姆斯

基）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投入监狱。从宪兵的侦查和一连串的拘捕

中无疑可以看出，当局对在伦敦选出的所有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

委员都了解得极为详细，并且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在这种情

况下，再要尝试在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就意味着毫无成功的

希望，必然要失败。

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的唯一可行出路，就是召开国外全会。在

国外，有权参加全会的有９人。这就超过了它的全部成员（１５人）

的半数。在法律上他们可以，而且实际上也应该宣布９人会议为全

会。

如果建议在全会其他成员到齐之前推迟确定为全会，就等于

要继续拖延几个月。

５６２３ 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



除了公开声明自己同中央委员会脱离关系并赞同取消党的米

哈伊尔、尤里、罗曼以外，孟什维克可以把科斯特罗夫和彼得“凑集

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可以把梅什科夫斯基、英诺森、罗日柯夫和萨

美尔凑集在一起。做到这一点究竟需要几个月，很难说。

把形式上的候选人“凑集在一起”，是一种说不定要花多长时

间的“工作”。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工作”对党的实际意义不仅等

于零，甚至还不如零，因为在上面分配席位的把戏会使地方组织和

小组看不到悲惨的、要求发挥积极的主动精神的现实。在进行了一

年半的毫无成效的恢复中央委员会活动的尝试以后，还用新的无

止境的拖延来敷衍党，这是对党的嘲弄。我们不打算参与这种嘲

弄。

现在党的实际状况是：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小的、不定期开会的

党的工人小组和支部。它们在工人中间到处享有很高的威信。它

们在工会、俱乐部等等中到处同合法取消派进行斗争。它们彼此目

前并无联系。它们难得看到文件。在这些工人小组中，布尔什维克、

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前进派”中一部分没有加入在国外建立的独立

的“前进派”派别的人，团结起来了。

“前进”集团把全会以后的所有时间都用来从国外巩固自己的

派别，并在组织上使它独立。它的代表退出了《争论专页》１３２编辑部

和隶属中央委员会他党校委员会。“前进”集团没有执行上次全会

的决定，反而竭力妨碍社会民主党全党的工作。在党的合法的和秘

密的书刊中，早已开始为行将到来的选举作准备了。然而，“前进”

集团在这次对党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动中不仅没有帮助党，而且甚

至也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明，它究竟是主张参加第四届杜马的选举

呢，还是反对参加选举？甚至“前进”集团的国外领导人最近在报刊

６６２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文献



上发表的一些言论中，还在继续同召回派调情。

独立合法派这一派别（《我们的曙光》杂志、《生活事业》杂志以

及为这些杂志打掩护的呼声派，如唐恩、马尔托夫及其同伙），是严

重得多的反党的和反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已经完全证明，它们不

服从任何中央委员会，公开嘲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他们不能也不

愿意执行上次全会的决议（“不贬低秘密党的意义”等等）。他们不

能不执行相反的路线。

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不会怀疑，可以预料“独立合法派”

将撇开党进行反对党的独立的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

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任务是明确的：必须公开地、坚决地号召

国内的党的工人小组立即开始选举的准备工作。必须只提那些真

正的护党派、只提那些认识到取消派的危险性的同志为社会民主

党的候选人。对独立合法派采取直接行动，一天也不能拖延，必须

立即警告工人在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有受到来自独立合法派方面的

威胁的危险。

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对生活（和独立合法派）实际地提

出的问题，采取任何回避态度、作任何拖延、以及想再搞合法派玩

弄“诺言”和“保证”的把戏的尝试，对党都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的实际结论是：９人会议应当一定立即向党发出号召，如

实地、充分地说明在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已遭失败，号召各地

方小组发挥主动精神并建立地方的和区域的委员会，建立并支持

中央组织委员会，建立并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就象在社会民

主党杜马党团参加并支持下出版的《明星报》中一样，在这些机关

报中不应有取消派分子存在），号召坚决地、不屈不挠地同“独立合

法派”进行斗争，使真正的护党派的代表不分派别地在工作中接近

７６２３ 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



起来。如果不仅仅是９个中央委员中的５个人，而是９个中央委员

中的绝大多数同意承认９人会议是中央全会，那么，在这种情况

下，中央委员会这一会议就应该立即增补新成员，成立召开代表会

议的组织委员会，并且着手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实际准备工作。应该

立即吸收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的这次会议应该起来同独立合法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不言而喻，要进行这种斗争，就不能让独立合法派参加党的中央机

关，因为一年半以来他们破坏了中央机关，干扰了它们的工作，使

它们软弱无力，“处于不健康的状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０卷第２６２—２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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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在讨论确定会议性质问题时的发言
（５月２８日〔６月１０日〕）

（１）
１３３

既然一年半以来党由于拖延召开全会而遭到损失，那么，各民

族组织早就应该选出代表。一位拉脱维亚同志提出的问题与一个

崩得分子完全不同。他说，虽然他也不是选出来的，但是由于召开

全会的条件，他认为自己应该参加会议，然后向拉脱维亚边疆区中

央委员会提出报告；决定只有在拉脱维亚边疆区中央委员会确认

以后才能对拉脱维亚边疆区生效。

（２）

这的确是对同志们的愚弄１３４。我们知道，马卡尔和林多夫是做

了一些工作的，他们曾同各组织联系，指派代办员，同候选人联系。

他们被捕了。从那时起，我们就没有从任何一个未被捕的人那里得

到任何消息。他们甚至既不通知中央机关报，也不通知中央委员会

国外局。什么工作也没做。继续用俄国局和俄国中央委员会来欺

骗党是不行的。在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是一句为斯托雷平

效劳的空话。

９６２在讨论确定会议性质问题时的发言



约诺夫在声明中说，他将把自己接到的邀请书寄给崩得中央

委员会１３５。他究竟什么时候转寄呢？从那时起过去多少时间了？为

什么没有答复？约诺夫写道，他没有全权证书，不能出席中央委员

会议。那为什么李伯尔来了呢？我建议对约诺夫的回答作出一项

决议，因为从这一回答中可以清楚看到，这里有阴谋。

（３）

我们来归纳一下对临时局的意见。原来都是对未被捕的临时

局的委员的。论工作，他们什么也没做。阿德里安诺夫同志是著名

的孟什维克，如果他干过工作的话，孟什维克是必然会知道的。然

而连他的亲密伙伴也一无所知。继续玩弄某地有一个临时局的把

戏，就是对党的欺骗。由于大逮捕，伯尔未能同崩得中央取得联系。

党该怎么办？党不能等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发挥主动精神。

（４）

伯尔高喊法律，同时又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为了取消派的利

益坚决反对法律。１３６这种行为使我怀疑他的声明的诚意，并预料他

将一再尝试破坏全党机关。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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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２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文献



５

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决议草案

（５月２８日〔６月１０日〕）

会议指出，所有住在国外的中央委员都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

除１人外，全体出席；会议认为，这次会议是住在国外的中央委员

的会议，并根据党的整个状况把恢复中央委员会的问题提到自己

的日程上来。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５卷 第２０卷第２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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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在讨论关于召开中央全会

问题时的发言

（５月３０日〔６月１２日〕）

（１）
１３７

我确认，半年以来，下级机关（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违反决定并

且拒绝召开最高机关的会议。我不得不确认这一点，为的是提请大

家注意：对那个企图阻止党恢复它的中央机关已达半年之久的机

关，不能给予任何信任。

（２）

我要指出，早在１９１０年春天，我们从英诺的来信中就获悉，中

央委员们已受到监视。我们曾采取一切办法反对国内的冒险行

为１３８。１９１０年马卡尔恢复了活动，汇款一事立即表明这种尝试是

没有希望的。一下子可以看出，在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就等

于把中央委员投入监狱。从１９０８年春到１９１０年全会，在国内，中

央委员会会议一次也没有开成。在国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经

过，表明了这个任务是完成不了的。除非要把中央委员投入监狱，

２７２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文献



否则就不应该把中央委员派到俄国去。

（３）
１３９

一年半以来，四个在中央工作的布尔什维克被捕了。孟什维克

则一个也没有被捕，因为他们在创建一个斯托雷平党。为了保密，

没有给我们写过信，并且停止了通信。孟什维克不仅没有去创建中

央委员会，甚至拒绝参加增补（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彼得连临

时局的门坎都没有迈过，科斯特罗夫则住在附近。只有布尔什维克

在工作，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

（４）

关于柳比奇，我们有英诺的来信，信中指出柳比奇同意工作。

至于彼得，我们只知道他连临时局的门坎都没有迈过。中央委员当

然理应到中央委员会来工作。马尔丁诺夫同波格丹诺夫和尼基塔

一样流亡国外。如果邀请马尔丁诺夫，那么也就应该邀请波格丹诺

夫和尼基塔以及维克多。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无论从哪一方面来

讲，都同中央无关。这些创建斯托雷平工党的人正在从事受到一月

全会坚决斥责的活动。我们无论同斯托雷平工党的创建者，还是同

帮助他们的那些人，都毫无共同之处。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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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对关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的建议

（６月１日〔１４日〕）

组织委员会１４０应吸收国内各地方组织的代表、有威信的做群

众工作的同志参加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使他们尽快地组成俄国

委员会。俄国委员会在组织委员会的总的监督下进行有关召开代

表会议的一切实际工作，即执行全会决议中和来信中所作的指示。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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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声  明

６月１日〔１４日〕）

我们赞成整个决议１４１是为了尽可能使所有护党派无例外地接

近起来，我们坚决反对邀请国外的呼声派和前进派，即在国外已经

形成为特殊派别的反党集团的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他们在全会

后的一年半中证明他们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反对党、只是干扰党的

工作，只是帮助独立的合法工人政党或召回派。

尼·列宁①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５卷 第２０卷第２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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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杜马会议的结果

“共同做的事”

（１９１１年５月２８日〔６月１０日〕）

在４月２７日“具有历史意义的”杜马会议上，捷斯连科先生反

驳了斯托雷平先生，下面就是其中的一段：

“大臣会议主席对国家杜马说：是的，先生们，我将在最短时期内来帮助

你们。你们大概会这样对待旧教规，即在休会以前不得不否决它，而在休会的

时候它将被通过。我甚至从这句话里感觉到了某种放肆口吻，这里好象是对

我们说：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呀。先生们，请原谅，我不由得想起《钦差大

臣》一场戏中市长讲的话：‘啊！你们埋怨我吗？！请想想，是我和你们共同做了

某某事情的呀。’先生们，我认为，也许从前有谁指望过这种帮助，也许今后有

谁还要指望这种帮助，我想，他们一定会感到尴尬，也许他们想过（要是他们

想过，那很好）：愿上帝使我们摆脱这些朋友，至于敌人，让我们自己来对付

吧。”

正象速记记录中所记载的，捷斯连科先生由于这段冗长的发

言博得了“从左面来的掌声”——显然是人民自由党党团的掌声。

立宪民主党人认为这是对十月党人的恰到好处的讽刺。但是，这一

次也象其他许多次一样，他们鼓了掌，但是没有深思一下他们这位

演说家所说的话的深刻含义。他们鼓了掌，以为这些话只是刺痛十

月党人，只损坏他们特别憎恨的这个竞争者的名誉。他们不了解，

捷斯连科先生这段恰到好处的话（如果认真分析一下这段话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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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无论对十月党人还是对立宪民主党人都是一个光芒刺眼的真

理。应当谈谈这个真理，因为它涉及俄国近五六年（这是怎样的五

六年啊）政治历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捷斯连科先生说得真好。但

是也许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重复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通常非常

鄙视的“左派”“群众大会”上多次说过的话，重复得真好。“这是我

和你们共同做的事”——这句话决不只是指第三届杜马的一些法

案，决不只是指人所尽知的“鸡毛蒜皮”。它指的是１９０５年底以来，

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同所有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或者自由主义化

的资产阶级“共同做的”一切事情。不只是立宪民主党的演说家“感

觉到了”斯托雷平先生的“放肆口吻”，因为这种口吻确实是斯托雷

平的所有演说、斯托雷平之流对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拥有第三

届杜马的多数代表，即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代表）的整个政策

所特有的。

放肆口吻（在事态发生重大转折时，这种口吻就会变成粗暴的

藐视，甚至会变成暴力）是由以下的情况引起的，即不仅仅十月党

人，而且立宪民主党人都只是为了哗众取宠，特别是为了博得掌声

（这一点斯托雷平之流很清楚）才说出这样一些话来：“愿上帝使我

们摆脱这些朋友〈即摆脱斯托雷平之流〉，至于敌人，让我们自己来

对付吧〈就是说，既要对付右派反动派，又要对付左派的……怎样

才能说得更委婉一些呢？……“苛求”〉”。

要是这些话不只是空话，俄国会早就彻底地、坚决地摆脱了

“这些朋友”。但是问题的关键正在于，立宪民主党人只是在“反对

派”大发议论的时候才说出这种话来——而在全国性讲坛上发表

反对派言论，又不能不作一些民主主义攻击，哪怕是最轻微的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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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于是一些民主的声明不攻自破了，把这些声明和同样这些立宪

民主党人的行动比较一下，是很有益处的。玩弄民主主义（或是用

民主主义来威胁右面的敌人）把戏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也正在

于：对于人民下层中的某些人，这种耍嘴皮子的“把戏”有时能起很

大作用，能唤起真诚的、出自内心的民主思想。“上面一拉提琴，下

面就想跳舞。”有句拉丁谚语说：ｌｉｔｔｅｒａｓｃｒｉｐｔａｍａｎｅｔ——笔写的

东西是不会消失的。而口说的东西也并不总是会消失的，哪怕只是

为了放空炮，为了装腔作势。

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立宪民主党人伪善的空话可以信

以为真，可以称为或认为是民主主义。但是，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

立宪民主党人一切主张民主主义的伪善空话都应当加以利用，第

一，是为了指出说话人的言行不一；第二，是为了对那些听到塔夫

利达宫演说家的花言巧语的“下层”指出民主主义的真正的、切实

的直接意义。

上面引证的捷斯连科先生的议论所以是伪善的，并不是因为

捷斯连科先生本人伪善：他可能只是醉心于滔滔不绝地发表反对

派宏论。这些议论是伪善的，因为立宪民主党代表的言论同该党在

俄国现代历史上一切重要关头的行动不一致。

请回忆一下１９０５年８月的事件吧。斯托雷平先生的前任当时

干了什么呢？安排了布里根杜马１４２和布里根杜马的选举。捷斯连科

先生和他的同伙当时干了什么呢？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根据自己的社会工作的“专业”安排了同一场选举。布里根先生（和

斯托雷平先生）有权向捷斯连科先生说：“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

事。”而捷斯连科先生之所以“共同做了”，正是因为他当时有点害

怕失去自己那些“朋友”，关于这些朋友，他现在这样庄严地、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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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般勇敢地说道：“愿上帝使我们摆脱这些朋友……”

请回忆一下关于布里根杜马的法律颁布以后３个月中所发生

的事件吧。当时斯托雷平先生的前任干了什么呢？他反对了例如

邮电运动１４３和无数类似的零星运动。捷斯连科先生，或者至少是他

那个以司徒卢威、卡拉乌洛夫等先生为代表的党，按照自己的方式

也反对了同一个运动。维特先生（和斯托雷平先生）有权向捷斯连

科之流先生们说：“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１９０６年５月１日

在对待工人节的问题上，稍后在对待“地方土地委员会”的问题上，

１９０７年在始终一贯地对待第二届杜马中工农代表的问题以及其

他等等问题上，都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作家伊兹哥耶夫先生在《路标》文集上给自

己的党许多年来执行的这种政策作了正确的总结，他写道：“最后，

应当敢于承认，在我们历届国家杜马中，除了三四十个立宪民主党

人和十月党人以外，大多数代表都没有表现出能够管理和改造俄

国的知识。”

伊兹哥耶夫先生的“敢于承认”之所以勇敢，是因为作者抛开

了一切表面做法和种种外交手腕，在这里无意中道出了真相。立宪

民主党人“在我们历届国家杜马中”所依据的确实是地主的、资产

阶级的、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不能使“大多数代

表”，特别是从左面来的代表满意的。当然用不着说，斯托雷平正是

依据“三四十个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知识”（更确切些说，

是依据他们的利益和观点）来同这些大多数代表进行斗争的。斯托

雷平先生有权向整个立宪民主党说，同工人和农民的笨拙无能、没

有经验、愚昧无知进行斗争，“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

今年杜马会议的主要总结是，斯托雷平对第三届杜马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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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杜马的资产阶级的、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多数）过于“放

肆”，甚至使得这个长久忍耐的多数也忍无可忍了。旧政权放肆地

藐视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对自己在新的、当前的经济条件下的作

用十分清楚，渴望得到独立，甚至渴望得到政权。关于第８７条的插

曲突出地暴露了这种放肆行为，同时非常粗暴地触犯了这个集团

中的某些权势显赫的人物，以至连那些最有耐心的人都开始发起

牢骚来了。但是，他们除了牢骚以外，就不能前进了。他们的手脚

被束缚住了，所以不能前进。他们之所以被束缚住，是由于在最近

几年当中，在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关头，他们胆怯地脱离了广大的

人民运动，心怀敌意地离开了民主派，即离开了真正的、生气勃勃

的、采取了行动的、群众性的民主派，并且象斯托雷平进攻民主派

那样，从背后进攻民主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因此被束缚住

了，现在正在受到应得的惩罚；要是斯托雷平放肆地藐视他们，对

他们说：如果我是民主派的敌人，那么，亲爱的，你们也害怕民主

派，“这是我和你们共同做的事”，这个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没有话

可以反驳了。

载于１９１１年５月２８日《明星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４号 第２０卷第２７４—２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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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真理

（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１日〔２４日〕）

使工人代表不能出席莫斯科举行的工厂医生第二次代表大会

的事件，读者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１４４。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叙述

这些事件和阐明这些事件的意义。我们只指出《言语报》于４月１４

日，即代表大会开幕那一天刊登在这些事件发生前夕所写的社论

中的一些大有教益的论述。

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写道：“很遗憾，这种参加〈工人代表的参加〉正受到

外界的阻碍。很清楚，一些过分激烈的演说家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因此工人

代表想谈的是：他们很难去关注专门性问题，他们不可能在代表大会上制定

公正的选派代表的规定，他们的组织受到了种种阻碍，以及许多与代表大会

议程无关的、如果进行讨论就会离开预定题目的、有时还会造成令人不快后

果的问题。工人代表对‘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对政府的一切措施和对同其他

社会团体的代表进行合作的可能性采取毫不容忍的态度，也是由紧张气氛造

成的。”

这整个一大段话，是一种出于无奈的抱怨的典型，这种无奈并

不是由这个自由派政党、这个问题的偶然成分或某些特点等等造

成的，而是由深刻得多的原因，即２０世纪整个俄国自由派资产阶

级所处的客观条件造成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所渴望的“秩序”，就是

它与之打交道的工人不“发表过分激烈的演说”，对资产阶级、对同

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思想、“对政府的一切措施”采取十分“容忍的

态度”。它所渴望的秩序，就是这些恭顺的、同它“合作”的工人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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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关注”社会政治的“专门性问题”，恭顺地同意补缀资产阶级关

心“小兄弟”的特里什卡的外套１４５。总之，俄国自由派所渴望的是近

乎现在我们在英国或法国看到的那种不同于普鲁士的秩序。在英

国和法国，资产阶级掌握着完全的而且几乎是直接的（有一小部分

例外）统治权，而在普鲁士，占统治地位的却是封建主、容克、君主

制军国主义。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特别经常、自由、广泛地采用

的方法，就是把出身于无产阶级或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人（约翰·

白恩士、白里安）吸引过去，使他们充当心安理得地“关注专门性问

题”和教导工人阶级“容忍”资本的统治的“合作者”。

毫无疑问，英国和法国的秩序比普鲁士的秩序要民主得多，给

予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要好得多，在消灭那些使工人阶级看

不到自己的主要的真正的敌人的中世纪旧制度方面要彻底得多。

因此，毫无疑问，为了俄国工人的利益，应当支持按照英法类型而

不是按照普鲁士类型改造我们祖国的一切意愿。但是，决不能象人

们常常做的那样，仅仅限于得出这个无可争辩的结论。争论的问题

或者各种争论（同各种各样的民主派争论）的问题，在这里只是才

开头。

支持这些意愿是必要的，但是要支持一个软弱的、动摇的人，

就必须使他有一个比较坚强的依靠，必须消除妨碍看到弱点、妨碍

了解产生弱点的原因的幻想。谁助长这种幻想，谁同情软弱无力

的、不彻底的、动摇的民主派的那种出于无奈的抱怨，谁就是不支

持追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意愿，而是在削弱这些意愿。英国和法

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即在１７世纪中叶或１８世纪末，并没有对小

兄弟的“不容忍态度”有所抱怨，并没有因为这个小兄弟中有“过分

激烈的演说家”而神情懊丧，而是自己提供了最激烈的演说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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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演说家）来激起人们对于宣传“容忍”、对于出于无奈的抱怨、

对于动摇不定和犹豫不决的鄙视情绪。于是在这些激烈的演说家

中出现了几百年来成为启蒙者和导师的人物，尽管他们当时所想

象的摆脱各种灾难的手段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常常是天真的。

德国资产阶级象俄国资产阶级一样，也抱怨过“小兄弟”的演

说家“过分激烈”，——而在人类历史中，德国资产阶级是卑鄙、下

流、奴颜婢膝、饱尝“容克”拳打脚踢的典型。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

的区别，当然不在于各个“种族”的“特性”不同，而在于经济和政治

的发展程度不同，就是这种发展程度迫使资产阶级害怕“小兄弟”，

迫使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地摇摆不定，时而指责封建制度的暴力，时

而又指责工人的“不容忍态度”。

所有这一切都是旧的真理。但是，当你读到那些想当马克思主

义者的人在出版物中写出下面这些话的时候，这些真理又是万古

常新的而且始终是新的。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运动的失败，不是由左派的‘极端行为’造成的，因为这

些‘极端行为’本身也是由一系列原因的总和决定的；它也不是由资产阶级的

‘叛变行为’造成的，虽然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曾经在紧要关头‘叛变过’。失

败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已经定形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要能够执掌政权来

代替业已过时的官僚政权，它在经济上要强大有力，在民主方面要充分，以取

得人民的支持。”过了几行又写道：“……应该成为吸引民主派农民的政治中

心的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它软弱无能……”（《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３期第

６２页，弗·列维茨基先生的文章）

弗·列维茨基先生自己对“领导权”思想的否定（“应该成为吸

引……中心的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它软弱无能……”（《我们的

曙光》杂志第３期第６２页，弗·列维茨基先生的文章）

弗·列维茨基先生自己对“领导权”思想的否定（“应该成为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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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中心的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不是别的人！）要比波特

列索夫先生（他在普列汉诺夫的最后通牒影响下修改了《社会运

动》一书中的自己的文章）考虑得更深入，在清楚地表达这一思想

方面也更勇敢，更肯定。

弗·列维茨基先生的议论完全象个自由派。不管他用了多少

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他还是一个不彻底的自由派。他丝毫不了解，

应该成为“吸引民主派农民的中心”的是完全不同于城市资产阶级

民主派的另外的社会范畴。他忘记了，这种“应该”，无论在英国、还

是法国或者俄国的重大历史时期都曾经是事实，——而在俄国，这

些时期意义重大，但时间短暂，而在前两个国家中，大部分民主的、

极端民主的、“过分激烈的”平民阶层把各种不同的“下层”分子联

合起来了。

弗·列维茨基先生忘记了，这些“下层”即使在那些短暂的时

期内，即当他们在历史上起了“吸引民主派农民的中心”作用的时

候，当他们从自由派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这种作用的时候，也对国

家在以后几十年的所谓平静发展时期的民主化程度起了决定性的

影响。这些“下层”在自己掌握领导权的短短的时期内教育了自己

的资产阶级，改造了资产阶级，后来资产阶级虽然竭力后退，但是

在这后退运动中没有能够退得太远，比如说在法国只是退到参议

院，或者退到选举中出现的违背民主的行径，等等，等等。

但是这种为所有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证实了的思想是：在资

产阶级改革（或者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每一个国家的

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这样还是那样形成的，它具有这种还是那种面

貌，养成这种还是那种传统，承认这种还是那种最低程度的民主主

义，这要看领导权在一国历史中决定性关头在多大程度上不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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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资产阶级手中，而是转入“下层”，即转入１８世纪的“平民阶层”，

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无产阶级手中，——这种思想是同弗·列维

茨基先生格格不入的。这种领导权思想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之一，取消派同这些基本原理决裂（或者即使是对这些基本原

理漠不关心），是取消派同反对取消派的人发生一连串不可调和的

原则性分歧的最深刻的根源。

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要经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这种时

代，要形成这种或那种程度的民主主义，这种或那种结构的立宪制

度或议会制度，这种或那种程度的“下层”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独

立自主精神、爱好自由精神和首创精神，这种或那种在整个国家生

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传统。这将是什么程度的民主和什么样的传

统，那就要看领导权在决定性关头是属于资产阶级还是属于它的

反对者，是前者还是后者（还是在这决定性关头）将成为“吸引民主

派农民”和所有民主主义中间集团和阶层的“中心”。

弗·列维茨基先生是一个制造出色的公式的能手，他的公式

一下子就尖锐而鲜明地揭示了取消派的思想基础。他的有名公式

是：“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译成俄语的意思是：不是马克

思主义，而是布伦坦诺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同样，在本文提到的

两个公式：“应该成为吸引民主派农民的中心的是城市资产阶级民

主派”，“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已经定形的资产阶级政党”，大概

也会闻名于世的。

载于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１日《明星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５号 第２０卷第２７９—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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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

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１４６

（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８日〔７月１日〕）

序  言

下面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这个小组的成

员大部分是布尔什维克，少数是“前进派”和“调和派”）的决议，指

出了全体布尔什维克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在党内斗争日益尖锐的

时候，对纲领、策略、组织方面的一些根本问题阐述实质性的看法，

是特别重要的。象托洛茨基这样一些人，一面用夸张的言词谈论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一面奴颜婢膝地对待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毫无

共同之处的取消派，这现在成为“流行病”了。他们为了飞黄腾达，

廉价地宣扬同所有人，不管是谁，包括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召回派

“妥协”！然而对于这个奇怪的所谓“妥协”的政治条件，又由于需要

而完全保持沉默。实际上，这是些宣扬向取消派，向斯托雷平工党

的创立人投降的分子。

现在，全体布尔什维克应当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巩固自己的派

别，更确切清楚地规定这个派别（与千方百计掩盖自己“面目”的派

别不同）的护党路线，把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为捍卫俄国社会民

６８２



主工党，清除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而战斗。

尼·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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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会议，讨论了整个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党内的状况，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同企图自封为社会民主

党人的分子之间在国外展开激烈斗争的最近表现，认为：

首先必须重提上次中央全会（１９１０年１月）一致批准的基本

原则，这个原则规定了真正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性质。这个基本原

则说明，“否定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图缩小

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和策略性任务和口号”，是资产阶级对无

产阶级施加影响的表现。只有认识到这种倾向的危险性，以及一切

“召回主义的”，或者为召回主义辩护的思想政治流派的危险性，只

有真正克服这些倾向的工作，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

其次，会议确认，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及其拥

护者呼声派的集团，违背全会一致通过的上述决议，违背《呼声报》

代表在全会上许下的同取消派脱离关系并同它进行斗争的庄严的

诺言，而在全会以后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恰恰奉行了这种取消派的

资产阶级政策，支持、维护并捍卫了这样一些独立于社会民主党和

社会主义运动的俄国合法派的刊物，如《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

杂志、《生活事业》杂志等刊物。正如党中央机关报代表党一再认

定，而且以普列汉诺夫同志为首的护党派孟什维克也多次认定，这

些刊物的活动家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这些刊

物的活动家不但贬低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和意义，而且公然

否定它，用叛徒的口吻诬蔑“地下工作”，否定俄国现代工人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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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革命性质和这个运动的革命任务，散布自由派资产阶级关

于日渐成熟的危机是“立宪”性质的主张来欺骗工人，抛弃（不只是

压缩）例如承认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斗争中的

领导权这种历来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口号。这些人在宣扬和建立

他们所谓的合法的或“公开的”工人政党，实质上是在建立斯托雷

平“工”党，是在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的影响，因为他们宣扬的

实际上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内容，而在斯托雷平时代，建立“公开的”

工人政党，无非是表明那些背弃同沙皇专制制度、同第三届杜马和

整个斯托雷平政策进行群众革命斗争的任务的人的公开叛变。

会议确认，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技术机关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完全处于取消派的影响之下。① 洗笏龄秩菊

一年半以来，国外局没有完成中央委员会交给它的任何一项

任务（如使各国外集团在承认和执行全会决定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或者帮助各地方组织，或者争取停办《呼声报》和制止“前进”集团

的独立的派别活动），也就直接帮助了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取消

派。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多数派为了嘲弄党，从１９１０年１２月起，

就不断破坏全会的召开（按照党章必须召开）。在布尔什维克第一

次要求召开这次全会以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竟花了７个星期来

专门“表决”是否召开全会的问题。经过７个星期的表决，中央委员

会国外局才承认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全会是“合法的”，但实际上

它却又破坏了全会的召开，正象１９１１年５月底第二次破坏全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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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一样。这样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实际起的作用，是从国外和从

党中央机关内部来帮助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这样一些宣布中央

委员会存在本身是有害的合法派首领和斯托雷平工党活动家（党

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２号和第２１—２２号合刊①洗笏

龄秩菊）。会议确认，让取消派担任党的职务，简直是欺骗党，因为

全会的决定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只有那些认真履行自己许下

的同取消主义断绝关系并同它进行斗争的诺言的孟什维克，才能

担负这些职务。② 洗笏龄秩菊

因此，会议认为：布尔什维克同中央国外局这个置规定于不

顾、置党于不顾的机关彻底决裂是绝对必要的，代表大多数在俄国

真正进行工作的护党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团体和小组的中央委

员会议（见会议《通告》）认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采取了反党的派

别政策，从而破坏了１９１０年全会的明确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会议决定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断绝一切关系，支持中央委员

会议的决定，这些决定制定了一些最必要的措施来使取消派阻挠

全党工作的活动失去作用，来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和依靠地方工作

人员的力量恢复党的秘密组织和支部。会议号召各地全体护党派

同志
·
立
·
即（按照会议的决定）进行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和代表的选

举工作，为此，必须同组织委员会、同中央机关报和《工人报》建立

经常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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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会议提请社会民主党各派工人注意，“前进”集团的国外的首

领们和《真理报》的编辑托洛茨基正采取支持取消派并同他们结成

联盟反对党和党的决定的政策。这种政策一定会受到更坚决的反

击，因为它大大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同那些俄国社会民主党的

秘密团体的活动完全背道而驰，这些团体虽然同《真理报》或“前

进”集团有联系，但对党的决定却绝对忠诚，并且坚决反对取消派，

随时随地捍卫具有革命纲领的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会议特别提醒社会民主党工人警惕呼声派一贯施展的骗人手

法，他们把所有的合法运动的活动家都说成是老党的反对者，是新

的波特列索夫式的“公开”党的拥护者。例如，在６月２５日《呼声

报》出版的最近一号单页上（载有合法运动活动家“会议”的消息），

《呼声报》编辑部就隐瞒了那次会议曾经否决了取消派提出的抵制

一家因有反取消派倾向的合法报纸１４８的建议这一事实。又如，《呼

声报》编辑部隐瞒了那次会议曾经否决了《呼声报》拥护者提出的

公开合法派的、明显是背叛性的决议这一事实。连参加那次会议的

一个崩得分子也不得不承认“波特列索夫分子”提出的建议的反党

性质。许多公开运动的活动家都已经走上同斯托雷平“工”党进行

坚决斗争的道路。只要所有的护党派同心协力，这样的活动家的人

数一定会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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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社会民主党人同对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的斗争

日益尖锐的时候，所有的无原则的人总是竭力用廉价的轰动一时

的事件和丑闻来掩盖重大的原则问题，而国外呼声派现在卖力地

把这种事件和丑闻提供给酷爱腐朽的精神食粮的取消派会议的听

众。

这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提醒大家

注意被取消派遗忘的、作为我们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基础的旧真理。

因此，会议提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回忆一下我们党

的纲领。在国际机会主义日益嚣张和它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决

斗日益迫近的时期，这个纲领确切地、清楚地、坚定不移地表述了

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革命目标，

表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革命目标——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

民主共和国。我们的合法派和我们的呼声派的全部宣传表明，他们

实际上不但不同意、不执行我们的纲领，而且公然维护改良主

义，——这是护党派孟什维克也承认的（见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

党人日志》１４９和《争论专页》第３号），——公开背弃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的最近革命目标。

会议提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注意，要成为真正的护

党派，只这样称呼自己还不够，只“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

“精神”进行宣传还不够，还必须根据党的策略决定来进行全部实

际工作。在我国反革命时期，在人们（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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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背叛、脱离革命、消沉的时期，只有党的策略决定从革命的马克

思主义原则出发，对当前形势作出了估计，对实际行动路线作出了

估计。真正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不是呼声派借以掩盖取消主义

的那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除了１９０８年１２月的策略决议，再也没

有对社会民主党的当前时期的任务作出过另外的党的决定。

取消派，也包括一部分“前进派”，之所以闭口不谈这些决议，

或者只是简略地提几点意见，大喊几声，表示反对这些决议，正是

因为他们感到，这些决议规定的工作路线根本屏弃了机会主义的

和半无政府主义的动摇性，不顾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思潮而举起了

革命的旗帜，说明了当前这个俄国资产阶级发展中的新时期的，即

引向必须完成旧任务的革命的时期的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真正

执行党的策略路线的人，才是护党派。而党的策略，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的策略，就是而且仅仅是既忠诚于革命旗帜又考虑到当前新

情况的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决议所阐述的策略。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决议谴责

了取消派、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活动以及要

求利用合法机会，１９１０年一月全会通过的决议反对对无产阶级传

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后一个决议是前一个决议的直接结论、必然

的继续和终结。在目前这个瓦解和崩溃的时期，往往会有这样一些

人，他们借口统一无产阶级大军这一伟大原则，来为同对无产阶级

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联合”或“接近”这种无原则的或者是卑劣

外交式的尝试辩护。会议最坚决地谴责了和驳斥了所有这些尝试

（不管是什么人的尝试），而且声明说，如果不同对无产阶级传播资

产阶级影响的人彻底划清界限、进行无情的斗争，那么，联合和巩

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大军这个伟大事业，就不可能实现。

真正帮助建立符合社会民主党原则的组织的人，才是护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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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１９１０年一月全会关于同

一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央委员会在全会后立即印发的信１５０以外，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再也没有对组织工作的性质和任务作出过另

外的、党的决定。只有全面协助秘密组织的重建和巩固，才是护党

的工作，而且只有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能而且应当在自己

的周围建立起合法组织网，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组织，根据我们的

革命原则来指导这些组织的全部工作。凡是不真正进行这种工作

的人，凡是和反革命特别是自由派一起攻击“地下活动”、攻击秘密

工作的人，要说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那就是在欺骗工

人。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临近了。国外的党的上层的危机愈尖锐，就

愈迫切需要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工作人员发挥主动性，就愈要他们

严格坚持并坚决做到由工人的每个团体、每个支部、每个小组真正

按照党的方式来进行选举工作。谁到现在还认为“召回主义”是“我

们党内的一种合理的思潮”，谁就徒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虚

名。不同这些人最坚决地划清界限，就无法进行党的第四届杜马选

举工作。谁到现在还说只利用“合法组织”的人力和物力，利用“公

开的工人政党”的人力和物力来进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谁不真正

考虑、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党的决议中所阐述的关于秘密组

织、关于策略的决定，谁就徒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虚名。谁

在进行选举工作的时候，不遵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定，而去依

据《我们的曙光》杂志、《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生活事业》杂志上

的文章，谁就是建立斯托雷平“工”党的人，而不是建立无产阶级的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人。

在即将到来的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中，我们党的任务首先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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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党的利益首先是开展群众性的鼓动，以便

依靠无产阶级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是革命农民）的力量来

实现革命的民主主义变革。

为了进行这种宣传鼓动，我们党在选举中必须组织社会民主

党的独立行动，不仅在工人选民团、而且在各地的城乡选民当中提

出我们党的候选人。

党在选举中的全部鼓动应当分两条战线进行，就是说，既反对

政府和公开支持政府的政党，也反对反革命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

只有真正彻底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策、不仅忠于党的

纲领和党的策略决议、并且反对新的斯托雷平“工”党的人，才能成

为党的候选人。

在订立选举协议问题上，党的伦敦代表大会和１９０７年７月的

党的代表会议１５１的原则指示应当仍然有效。

第四届杜马选举必须通过党的工人团体进行，必须遵循党的

决定的精神和严格遵照这些决定进行。

１９１１年７月印成单页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０卷第２８５—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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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１９１１年７月１７日〔３０日〕）

我们下列署名的与会成员获悉技术委员会１５２不拨给党校
１５３
经

费的决定后发表声明，我们认为这一决定是完全违反规定的，并提

请会议成员表决如下建议：会议成员决定从现款中（或者从保管人

那里的款项中）拨给党校所必需的——根据党校委员会的决定（用

于路费和１９１１年９月１日前的生活费）——款子。

尼·列宁①

１９１１年７月３０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０卷第２９４页

６９２

① 在声明上签字的，除列宁外，还有格·叶·季诺维也夫。——俄文版编者注



《两个政党》小册子的序言

（１９１１年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

加米涅夫同志的小册子是对布尔什维主义以及继它之后的整

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反革命时期同取消派进行斗争的材料的系

统综合。加米涅夫同志象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无产者报》１５４和党中央机

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做法一样，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社会

民主党同取消派之间的原则分歧，这是非常自然的。

加米涅夫同志充分证明了，取消派集团实际上是一个单独的

党，而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的这种证明总结了主要是

１９０９—１９１１年间的经验，这一经验说明了１９０８年十二月决议是

正确的。在这项布尔什维克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并通过的

决议中已经声明，取消派力图以“不定形的”合法团体来“
·
代
·
替”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现在，波特列索夫、拉林、列维茨基及其同伙（国

外的马尔托夫先生和呼声派先生也追随他们）的这种不定形的合

法团体已经完全原形毕露了。这是一个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毫无

共同之处的、执行的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而是自由派的工

人政策的著作家集团。这是些斯托雷平“工”党的活动家。

从马克思主义转变为自由主义，而且转变得非常迅速、有时非

常“突然”，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俄国的特征。从“经济派”和

《信条》到司徒卢威先生及其同伙，再到取消派先生们，这全是一架

梯子上的各个梯级，一个演进过程的各个阶段，一种倾向的各种表

７９２



现。俄国工人政党是在１９０５年革命以前不久开始形成的；这个党

在反革命时期进行了改组，一部分在更为牢固的基础上重建。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由于认识到俄国尚未经历民主主义变革时期而投身

革命，他们成批成批地向无产阶级靠拢，而当他们根据经验确信他

们接受不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真正的位置是在社会民主党

之外的时候，他们又成批成批地离开了无产阶级。我国的取消派也

是这样的，其中一部分人已经在十分明确地、公开地、坦率地谈论

他们正在建立的新党了。

无论是召回派，还是取消派，它们的相同点是两者都是非社会

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流派，但是它们各自的政治发展的前途根

本不同。召回派被布尔什维克及时削弱了，它没有作出建立自己政

党的尝试；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外小集团，它的活动是

帮助取消派搞阴谋和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此相反，取消派在

俄国有自己的中央（首先是政治上的，后来是组织上的）；它建立了

单独的、虽然是不定形的（暂时是不定形的）党——这就是为什么

加米涅夫同志要那么详细地谈取消派，而只是顺便提一下召回派

的缘故。

在拥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人们中间，能够真心诚意地维护

取消派的是不多的①洗笏龄秩菊。但遗憾的是，真心仇视取消派而

８９２ 《两个政党》小册子的序言

① 显然，要说国外呼声派是真心诚意的，那是可笑的。这是一些在马尔托夫之流
先生们指导下进行讹诈和诽谤的专家。考茨基、梅林和蔡特金决定把引起争
执的款项不拨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而拨给技术委员会（见组织委员会１９１１
年８月１日小报），就是完全承认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和所有同亚历山德罗夫完
全一致的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就是对马尔托夫、唐恩、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
里罗得先生们的无耻诽谤的彻底谴责。还要请读者注意登载在《附录》上的维
克多同志的来信１５５，这封信说明了马尔托夫先生及其帮凶同政敌作斗争时采
取了何等卑鄙的手段。



又不了解同它斗争的条件的人却不少。当然，这些人会说，既然取

消派是社会民主党内的资产阶级流派，那么为什么不象德国人同

伯恩施坦派斗争那样，在统一的党的队伍中同它进行斗争呢？为什

么不试一试同取消派“妥协”呢？

我们的“妥协派”不懂得一个很重要而又很简单的道理：取消

派不仅是机会主义者（同伯恩施坦及其同伙一样），他们还在建立

一个单独的政党，他们宣布自己的口号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存

在了，他们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定根本不予理会。这就是和

“欧洲”的不同之处，只有没有仔细考虑问题或者不了解俄国情况

的人才会引用“欧洲”的例子。在欧洲，任何一个机会主义者，只要

他反对自己的党、反对党的决定，即使他们做的只有波特列索夫之

流、伊哥列夫之流、伯尔之流、马尔托夫之流、唐恩之流先生们及其

同伙过去和现在做的十分之一，那他就连一个月也不会被容许留

在党内。在欧洲，党是公开的，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某人是不是在组

织内，是不是服从组织。

在我国，党是秘密的。不能“看出”，也不能（如果不是保安处的

帮凶的话）公开说，某某、某某是不是在组织内。但是，波特列索夫

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和呼声派的做法完全一样，他们不在组织内，

并且对组织的一切决定根本不予理会，这是事实。既然波特列索夫

之流先生们认定党对于他们是不存在的，那么怎么能同他们“妥

协”呢？怎么能同那些也是这样认定的马尔托夫之流、唐恩先生之

流先生们“妥协”呢？除了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什么可以同取

消派妥协呢？

请“妥协派”试把同取消派妥协的条件、监督履行这些条件的

手段和证明履行这些条件的事实指出来吧。无论是第一点，还是第

９９２《两个政党》小册子的序言



二点，或者第三点，一点也指不出来。因此毫无疑问，关于“妥协”的

言论是空洞而愚蠢的言论。这种言论只会有助于那些完全证明他

们对党的决定根本不予理会、完全不限制自己支持取消派的“自

由”的国外小组（如前进派、呼声派、托洛茨基派等小组）的阴谋活

动。

在俄国，秘密的工人小组同取消派划清了界限，而且日益划清

界限，它们正在慢慢地、艰苦地建设着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帮助这些小组，切实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定，不同国外那些

无聊之徒（呼声派是国外各集团中最有力量的一个，但也是无聊透

顶的一个）玩妥协的把戏——这就是社会民主工党的拥护者的任

务。为捍卫党而斗争，就是党性。说什么同正在建立非社会民主主

义政党的取消派“妥协”，就是违背党员义务的犯罪行为。

尼·列宁

１９１１年８月２日

附言：必须补充一点：《附录》上发表的对布尔什维克中央所受

到的“谴责”的分析，是我们集体的意见，是根据布尔什维克中央掌

握的材料和文件，以及根据亲自做过布尔什维克中央某些工作的

同志的报告整理出来的。

尼·列宁

载于１９１１年８月《工人报》编辑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在巴黎出版的该小册子 第２０卷第２９５—２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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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个政党》小册子的补充

（１９１１年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以后）

在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合法独立派政党之间必须作出选

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个小组、各个团体应该把这一点告诉工

人，并且贯彻执行。

我们知道，有些人一方面承认同取消派的斗争是必要的，一方

面又起来反对彻底划清界限，并且还在继续（甚至到现在！）谈论

“调和”或“妥协”。属于这种人的不仅仅有托洛茨基（尊重他的人已

为数不多了）的“忠实奴仆”。调和派和妥协派正在犯一个极大的错

误：一年半的时间实际上证明了合法派没有履行任何义务。怎么能

够同这种不履行任何义务的人去讲妥协呢？？当讲妥协的人既不能

指出妥协的条件，又不能指出保证实现任何条件的手段的时候，讲

妥协岂不可笑吗？？

载于１９１１年８月《工人报》编辑部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在巴黎出版的该小册子 第２０卷第２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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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内 状 况

（１９１１年７月）

我们党无疑到了它发展中的一个危急关头。全体布尔什维克

都应当努力彻底阐明自己的原则路线，团结起来，并象以前一样重

新把党引上正道。

国外刚刚（１９１１年６月和７月）发生了一些表明党中央机关

的危机的事件。几乎所有派别和流派的许多传单中所谈论和阐述

的这些事件，归结起来就是取消派（通过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彻底

破坏了全会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同这个置规定于不顾的中央委员

会国外局断绝了关系，并联合“调和派”和波兰人成立了“技术委员

会”和“组织委员会”，以便召开代表会议。

这些事件的原则意义是什么呢？

取消派脱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却从中央机关（例如中央委

员会国外局）内部干扰党的全部工作。同取消派决裂，就意味着消

除这种干扰，就有可能同心协力地着手恢复秘密的和真正革命的

社会民主党。这是首要的事情、主要的事情。其次，同破坏党的一

切法规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决裂（以及接着发生的从１９１０年２月

起就根本没有参加过中央机关报工作的马尔托夫和唐恩退出中央

机关报编辑部），就意味着纠正全会（１９１０年１月）的错误，由于这

个错误，参加中央机关的不是护党派孟什维克，而是呼声派，即取

消派。全会的原则路线（清洗工人政党中的取消派和召回派这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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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流派）现在摆脱了隐瞒这条路线的取消派中央机关的束缚。

幸而，对呼声派和托洛茨基捍卫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伪善的

号叫，已由仲裁人作出了评价。三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梅林、考茨

基和蔡特金）当时本来要解决关于布尔什维克有条件地交给中央

委员会的款项问题，但是他们却决定，在代表会议以前，预先把款

项交给技术委员会，而不是交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这个决定等于

仲裁法庭承认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不对的。

国外的其他派别抱什么样的态度呢？托洛茨基当然是竭力维

护取消派的，前进派也一样（这一点他们在报刊上还没有说明，但

是从他们同组织委员会的正式谈判中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抱

“观望”态度，同时又鼓吹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暂时达成妥协（见普

列汉诺夫派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企图在托洛茨基、“前进”集团及其同伙的

帮助下自行召开代表会议。这种“联盟”的结局如何，还不知道。原

则上的瓦解是必不可免的。这个联盟甚至连一点类似党的工作也

不可能做出来。这个由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组织的“联盟”，除

了为波特列索夫先生、米哈伊尔、尤里、罗曼及其同伙的反党、反社

会民主主义的阴谋活动打掩护外，别无其他。

布尔什维克现在的任务就是团结起来，给社会民主党的一切

敌人以反击，给一切动摇的人树立榜样，帮助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站稳脚跟。

有人说这是分裂。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先生们的这些叫喊，甚至

连不熟悉俄国事务的德国人也承认是伪善的。马尔托夫那本送交

保管人的德文小册子，受到了克拉拉·蔡特金的批评，说它是“低

劣的作品”。

３０３党 内 状 况



在俄国，秘密组织没有分裂，没有并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有

的只是护党派和已经分离出去的、独树一帜的取消派。呼声派、托

洛茨基、崩得、“前进”集团等国外集团想为取消派的分离行为打掩

护，帮助他们藏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之下，帮助他们破坏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恢复。我们的任务是坚决给取消派以回击，并

且不顾他们的反对而重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如果把不顾已脱离

的合法派的反对而重建和巩固秘密党叫作“分裂”，那就是嘲弄真

相，就是（不自觉地或伪善地）支持取消派。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想

搞派别。“调和派”现在（在巴黎）就根据这一点分离出去成为单独

的派别。他们不希望有“派别组织”，却成立了新的派别（在技术委

员会和组织委员会里都有单独的代表，这也就是派别的基本标志，

“调和派”的内部纪律）。

关于派别组织的问题是怎样的呢？１９１０年１月布尔什维克解

散了自己的派别，条件是一切派别也都要解散。但是大家知道，这

个条件并没有实现。无论“呼声派”，还是“前进”集团或者托洛茨基

及其同伙都加强了自己独立的派别活动。于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在

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５日公开声明，条件被破坏了，我们关于解散派别的

协定被废除了，因而我们要求收回自己派别的款项。

不仅反党流派是派别，而且普列汉诺夫派也是派别；他们有自

己的机关刊物（《日志》），有自己的纲领，有自己派别参加中央机关

的候选人，有自己派别的内部纪律。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别组织”的叫嚷，而且是来自刚刚成立

了自己派别的人的这种叫嚷，是多么无聊。现在应该懂得，反对派

别组织的叫嚷，就是要在真正重要的问题，即关于各个派别的工作

内容是护党的还是反党的问题上转移人们的视线。我们布尔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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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联合“调和派”和波兰人这两个派别组成了技术委员会和组织委

员会。波兰人支持“调和派”，我们成了少数，我们对技术委员会和

组织委员会中的调和派的错误不负责任。“调和派”的全部历史（我

们将会在刊物上谈论这一点，如果调和派迫使我们这样做的话）显

然证明了它的错误。布尔什维克应该了解这一点，不再重犯这些错

误。

“调和派”不了解同取消派划清界限的思想根源，因此给取消

派留下许多可乘之机，并且往往成了（不自觉地）他们手中的玩物。

“调和派”在１９１０年１月的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同波兰人一起）决

中的一条愚蠢的条文：“第一次”等等（见《争论专页》第２号上的列

议宁的文章１５６；普列汉诺夫的《日志》，他承认这一条条文是冗长

的、拼凑起来的，也就是说是荒谬的）。调和派信赖呼声派；“呼声

派”却以肮脏的接吻公开地羞辱了调和派。

调和派信赖那个明显地完全转向取消派的托洛茨基。俄国的

调和派（掌握了一年多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即掌握了全部权力和

全部款项）同取消派搞交易，邀请他们，“等待”他们，因此什么也没

有做。

现在，调和派进入技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就走到了十字路

口：一方面，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决裂这一事实就是承认和纠正调

和派的错误；另一方面，成立单独的派别反对布尔什维克，同最不

稳定的波兰人建立联盟，这就是继续犯老错误。

我们的义务就是提醒全体布尔什维克注意这种危险，号召他

们团结一切力量为召开代表会议而斗争。为了这一斗争应当动员

一切力量。布尔什维克必须取得胜利，以便把党引上正道。

在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这一派犯过两个错误：（１）召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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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派思想和（２）调和主义（倾向于取消派）。该是摆脱这两个错误

的时候了。

我们布尔什维克断然决定：现在无论如何决不重犯（也决不允

许重犯）调和主义的错误。这个错误会意味着干扰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的恢复，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卷进同呼声派（或者同他们的仆

从，如托洛茨基之流）、前进派等等的新纠葛中。时机危急，不能拖

延。

全体布尔什维克都应该团结起来，无论如何要迅速地举行代

表会议，应该在代表会议上取得胜利，或者采取公开的、明确的、有

原则的反对派立场。只有不左右摇摆的布尔什维主义才能把党引

上正道。

载于１９５６年《共产党人》杂志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５期 第２０卷第３００—３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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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

（１９１１年９月１日〔１４日〕）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长足进步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

动的迅速发展，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过去的那种态度有了很大

的变化。欧美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代表，不再为了

维护私有制的绝对不可侵犯和竞争自由而同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

原理进行公开的、原则的、直接的斗争，而是日渐主张用所谓社会

改良来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

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现代“先进的”、有

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公式。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愈发展，资产阶级的

统治愈纯粹，政治自由愈多，“最新的”资产阶级口号运用得就愈

广，这个口号就是：用改良反对革命，为了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为

了保持住资产阶级政权，用对行将灭亡的制度局部修补的办法来

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从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发展来看，上述的变化不能不认

为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起初，社会主义运动是为生存而斗争，而

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大胆地和一贯地维护自

由主义这整套经济政治观点的资产阶级。后来，社会主义运动壮大

了，它在整个文明世界已经保住了自己的生存权利，它现在是在为

争取政权而斗争；而日渐腐朽的、看到自己必然要灭亡的资产阶

级，则竭力用不彻底的、伪善的让步来延缓这种灭亡，以求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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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保住自己的政权。

工人运动内部的改良主义同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的尖锐

化，是世界各文明国家的整个经济政治环境中发生的上述变化的

完全必然的结果。工人运动的发展，必然把一定数量的小资产阶级

分子吸引到工人运动的拥护者的队伍中来，他们受资产阶级思想

的奴役，正在艰难地摆脱这种思想，但又经常重新受这种思想的束

缚。没有工人运动内部的这种斗争，没有社会主义“山岳派”和社会

主义“吉伦特派”１５７在这场革命来临之前明确地从根本上划清界

限，没有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同代表新的历史力量的无产阶

级的革命分子在这个革命时期彻底决裂，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

不能设想的。

俄国的情况实际上也是这样，不过由于我们比欧洲落后（甚至

比亚洲先进部分落后），我们还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以情况

就更加复杂，变得模糊不清，有了种种变化。因此，俄国的改良主义

的特点异常顽固，成为一种可以说是更恶性的病症，给无产阶级事

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也就更大。我国的改良主义同时有两个

来源。第一，俄国同西欧各国相比，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要多得多的

国家。因此，我国特别经常出现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矛盾的、不坚

定的、动摇态度（时而是“炽烈的爱”，时而是卑鄙的背叛）的人、集

团和派别，而这种态度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特点。第二，我国的小

资产阶级群众每当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段受到挫折时就最容

易、最迅速地变得灰心丧气，产生叛变情绪；他们最迅速地背弃彻

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任务，即背弃全部肃清俄国一切中世纪和农

奴制残余的任务。

对第一个来源，我们不准备作详细分析。只想提醒一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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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概找不到这么一个国家，那里会发生象我们的司徒卢威之流、

伊兹哥耶夫之流和卡拉乌洛夫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先生们这样迅

速地由同情社会主义“转到”同情反革命自由主义的事情。不过这

些先生决不是例外，决不是绝无仅有，而是代表着传播甚广的流

派！心地善良的人在社会民主党党外有很多，而在社会民主党内也

不少，他们总喜欢鼓吹反对“过火的”争论和“划清界限的狂然”等

等，这就暴露了他们根本不懂得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俄国产生

从社会主义跳到自由主义的“过火的”“狂热”的。

现在来谈谈俄国改良主义的第二个来源。

我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专制制度企图采取新的办法

来完成革命遗留下来的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迫切要求完成

的任务，但它完成不了这些任务。无论是旧的沙皇制度在向革新的

资产阶级君主制度转变这条道路上迈的新的一步，还是贵族和资

产阶级上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组织（第三届杜马），或者地方官

实行的资产阶级土地政策，——所有这些“极端”手段，沙皇制度在

仍旧属于它的最后活动场所即适应资产阶级发展的活动场所做的

所有这些“最后”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也不会有什么结

果！用这种办法“革新的”俄国不但不能赶上日本，甚至还会落到中

国后面去。由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还未完成，革命危机还是不可

避免的。这个危机又在日渐成熟，我们又在迎着这个危机前进，用

新的方式前进，不象过去那样，不是用过去的速度，不是只采取旧

的形式，但是我们无疑是在前进。

这种形势十分明确地、明白无误地确定了无产阶级的任务。无

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全体人民在

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斗争中、全体被剥削劳动者在反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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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当它意识到并实

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意识到这个任务的无产

者，就是起来反对奴隶制的奴隶。没有意识到本阶级的领导权思想

的或是背弃这个思想的无产者，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

的奴隶，至多也不过是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不是为推翻奴隶

制而斗争的奴隶。

由此可见，我国改良派的一位年轻首领即《我们的曙光》杂志

的列维茨基先生声称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

的政党”，他的这个著名公式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的公式。不仅

如此，而且是十足背叛行为的公式。说“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

党”，就等于投到资产阶级方面，投到自由派方面去，因为自由派正

是向现代的奴隶即雇佣工人说，你可以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斗

争，但要把推翻奴隶制的想法看作是有害的空想！把伯恩施坦的

“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个有名公式同列维茨基

的公式对照一下，就会看到，这是同一种思想的两种说法。两种说

法都是只承认改良，而否认革命。伯恩施坦的公式要广一些，因为

它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民主党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

的最终目的）。列维茨基的公式要窄一些，因为它在脱离革命的同

时，特别要脱离自由派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间最仇恨的东西，即无产

阶级从自由派手里夺去的那个在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斗争

中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领导权。

向工人鼓吹他们需要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就是

把无产阶级事业出卖给自由派，就是鼓吹用自由派的工人政策来

代替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

放弃领导权思想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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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骨的表现，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取消派都敢用这样明确的方式公

开表露自己的思想的。其中有些人（如马尔托夫先生）为了嘲弄真

相，甚至企图否认放弃领导权和取消主义之间的联系。

为改良主义观点“找根据”的一个更“精巧”的企图是这样一种

论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１９０５年以后第二次资产阶级

革命，即第二次争取民主主义变革的全民斗争是不会发生的；因

此，俄国行将到来的不是革命危机，而是“立宪”危机，工人阶级只

要在这个“立宪危机”的基础上，设法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就行

了。取消派尤·拉林在《生活事业》杂志上（先前还在《复兴》杂志

上），就是这样说的。

拉林先生写道：“当前不会发生１９０５年十月事件。谁解散杜马，他就要比

革命后的奥地利更快地恢复杜马；奥地利曾于１８５１年废除宪法，而到１８６０

年，即过了９年以后，没有经过任何革命〈请注意这一点！〉，只是为了统治阶

级中最有权势的、已经把自己的经济改造成资本主义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便

重新承认了宪法。”“在目前这个阶段上，不可能发生１９０５年那样的全国性革

命运动。”

拉林先生的所有这些议论，不过是在冗长地复述唐恩先生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１９０８年十二月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当有人提出

一个决议说，“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曾经引起了１９０５年革命的

那些基本因素仍然在起作用”，又在日渐成熟的危机正是革命危

机，而不是“立宪”危机，那时，取消派的《呼声报》编辑就反对这个

决议，大叫大喊说：“他们〈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竟想钻到已被打

垮过一次的地方去。”

又“钻到”革命里去，在形势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始终不倦地鼓

吹革命，使工人阶级的力量为进行革命作好准备，——这在改良主

义者看来，竟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罪行，成了革命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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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过错。不要“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这就是叛徒

和每遭失败以后就灰心丧气的一些人的明智之处。

但是，那些比俄国更老、更“有经验的”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就

善于两次、三次以至四次地“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善于

（例如在法国）在１７８９—１８７１年间举行四次革命，遭受惨败以后一

次又一次掀起斗争并建立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中，革命无产阶级

同它的最后一个敌人——先进资产阶级相对峙；也只有这种共和

国才能成为与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最后斗争的条件相适应的国家

形式。

这就是社会党人同自由派即维护资产阶级的人的不同之处。

社会党人教导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应该利用社会生活

中的一切矛盾，利用它的敌人或中间阶层的一切弱点来为新的革

命斗争作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人民更加觉悟的条件下，重

新举行革命。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则教导说，革命是工人所不需要

的，是对工人有害的，工人不应当“钻到”革命里去，而应当象好孩

子那样乖乖地搞改良。

因此，改良主义者这些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为了使俄国工人

离开社会主义，总是拿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奥地利（以及普鲁士）来

做例子。为什么他们喜欢举这些例子呢？尤·拉林道出了其中的

秘密：因为这些国家在１８４８年革命“没有成功”之后，国家的资产

阶级改革“没有经过任何革命”就完成了。

关键就在这里！这就是他们内心充满了喜悦的原因。你看，资

产阶级改革没有经过革命也可以实现！！既然这样，那我们俄国人

为什么自找麻烦要想搞什么革命呢？为什么我们不让地主和厂主

也对俄国进行这种“没有经过任何革命”的资产阶级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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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无产阶级的软弱，因此它没有能够阻

止地主和资产阶级不顾工人利益、以最不利于工人的形式、在保存

君主制度和贵族特权、保存农村的无权状况和其他许多中世纪残

余的条件下实现改革。

我国无产阶级在１９０５年已经显示出西方任何一次资产阶级

革命中空前未有的力量以后，俄国的改良主义者竟然还拿其他国

家的工人阶级四五十年以前力量薄弱的例子来为自己的背叛行为

辩护，为自己的背叛的说教“找根据”！

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喜欢拿６０年代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做例子，

就最好地证明了他们的议论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他们在政治实践

上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事实上，既然奥地利恢复了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之后废除的宪

法，既然普鲁士在６０年代进入了“危机时代”，那么这证明了什么

呢？首先证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革并未完成。一方面说俄国

政权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象拉林说的那样），目前我国政权

已经谈不上什么农奴制性质（见同一个拉林说的话），同时，又拿普

鲁士和奥地利来做例子，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一般说来，否

认俄国的资产阶级改革并未完成，是可笑的：就连立宪民主党和十

月党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都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拉

林本人（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也放弃了自己的立场。毫无疑问，君

主制度在适应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这是我们已经

说过，并由党的决议（１９０８年１２月）承认了的，但更无疑问的是：

就连这种适应，就连资产阶级的反动，无论是第三届杜马，还是

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以及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４日）的土地法，都不能完成

俄国资产阶级改革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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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着往下谈。为什么奥地利和普鲁士６０年代的“危机”是

“立宪”危机，而不是革命危机呢？因为当时许多特殊情况缓解了君

主制度的困境（德国“来自上面的革命”，用“铁血”手段实现德国的

统一），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时还非常软弱，极不开展，而

自由派资产阶级也象俄国立宪民主党人一样，卑鄙怯懦，背叛变

节。

为了让我们看一看亲身经历过这个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自己是怎样评述这种形势的，我们现在摘引倍倍尔去年发表的《回

忆录》的第一部分的某些评论。后来得知，俾斯麦在讲到普鲁士发

生“立宪”危机的１８６２年时说过，当时国王心情非常忧郁，向他俾

斯麦诉苦，说他们两人有上断头台的危险。俾斯麦耻笑了这个懦

夫，说服他不要害怕斗争。

关于这点，倍倍尔说道：“这些事变表明，自由派如果善于利用当时的形

势，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但他们已经害怕站在他们后面的工人。俾斯麦

说：‘如果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我就掀起阿刻戎河’〈也就是把下层群众发动起

来投入人民运动）。——这句话可把自由派吓破了胆。”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在那次“没有经过任何革命”就把

他的国家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容克君主国的“立宪”危机过去半个世

纪以后，指出了自由派由于害怕工人而没有利用当时那个革命形

势。俄国改良派的领袖们却向俄国工人说：既然德国资产阶级当时

那样卑鄙，在胆怯了的国王面前表现胆怯，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也来

仿照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漂亮策略试一下呢？倍倍尔斥责资产阶

级，斥责它的害怕人民运动的剥削者心理，因为它没有“利用”“立

宪”危机来实现革命。拉林及其同伙则斥责俄国工人企求领导权

（即违反自由派的意志，吸引群众参加革命），并劝他们“不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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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而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俄国立宪革新时期维护自己的利

益”而组织起来。取消派居然把腐朽的德国自由派的腐朽观点当作

“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献给俄国工人！试问，怎能不把这样的社会民

主党人叫作斯托雷平的社会民主党人呢？

倍倍尔在估计普鲁士６０年代的“立宪”危机时，不仅指出资产

阶级由于害怕工人而不敢同君主制进行斗争，而且还指出了当时

工人中间发生的情况。他说：“工人愈来愈清楚地感到政治形势不

堪忍受，这自然也反映到工人的情绪上。大家要求改革。但由于没

有充分觉悟的、明确认识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并能获得信任的领导

人，由于没有能把力量团结起来的坚强组织，这种情绪也就毫无结

果地消失了（ｖｅｒｐｕｆｆｔｅ）。从来没有一个实质上非常出色的（ｉｎ

Ｋｅｒｎｖｏｒｔｒｅｆｆｌｉｃｈｅ）运动这样毫无成果地结束。每次会议都挤满了

人，谁说得最激烈，谁就是当时的英雄。这种情绪特别在莱比锡工

人自修会中十分普遍。”１８６６年５月８日，莱比锡５０００人大会一

致通过了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提出的决议，决议要求用普遍、直

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召集得到普遍的人民武装所支持的

国会，并“希望德国人民只选反对任何世袭的中央政权的人当代

表”。可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提出的决议具有十分明确的共和

的、革命的性质。

总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在“立宪”危机时期在群众大

会上提出了具有共和的、革命的性质的决议。经过半个世纪以后，

当他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并向新一代叙述早已过去的那个时期的

事情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使他感到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充分觉悟

的、认识到革命任务的领导人（也就是没有一个认识到
·
领
·
导
·
权任务

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革命情绪“毫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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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消失了”。而俄国改良主义者的领袖们却象伊万努什卡
１５８
那样深

思熟虑地援引６０年代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例子来证明可以“没有经

过任何革命”！这些中了反革命的毒、思想上受自由主义奴役的庸

人，竟敢败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声！

当然，在同社会主义决裂的改良主义者中间，也有人在工人运

动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用转弯抹角的外交手腕来代替拉林的真

诚的机会主义。这种人混淆问题的实质，搅乱思想上的争论，败坏

这些争论，例如马尔托夫先生曾设法在合法报刊上断言（即在受斯

托雷平庇护而不会遭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公开反驳的情况

下），似乎拉林和“正统派布尔什维克在１９０８年的决议中”提出的

“公式”相同。这完全是歪曲真相，只有下流作品的作者才干得出

来。同一位马尔托夫又装作同拉林争论的样子，在报刊上声明说，

“他当然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的倾向”。马尔托夫竟不怀疑发表

十足改良主义观点的拉林有改良主义观点！！——真是一个玩弄

改良主义外交家手腕的典范。① 洗笏龄秩菊有些傻瓜把马尔托夫

看作比拉林“左”些、可靠些的革命家，而就是这位马尔托夫把他同

拉林的“分歧”总结如下：

“我来总结一下。要给仍旧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现在所做的事情

找到理论上的根据和政治上的理由，只要指出下而这个事实就足够了：现时

的制度就是专制制度同立宪制度的内部矛盾的结合；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成

熟，它可以象西欧先进国家的工人一样，抓住这个制度中这些矛盾的阿基里

斯之踵。”

不管马尔托夫怎样支吾搪塞，但他刚刚企图总结，他所有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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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搪塞的手法就都失灵了。我们引的这段话表明，他完全背弃了社

会主义，偷偷用自由主义来代替它，马尔托夫所说的“足够了”，只

是对自由派，只是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够了。一个无产者，如果以为

承认专制制度和立宪制度的结合是矛盾的就“足够了”，那他就是

站在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立场上。他就不是社会党人，他就是不了解

本阶级的任务是：为了反对各种形式的专制制度，要发动人民群

众，发动被剥削劳动群众去独立干预国家的历史命运，而不管资产

阶级的动摇或反抗。摆脱资产阶级领导权的群众所进行的独立的

历史性活动，会把“立宪”危机变成一场革命。资产阶级（特别是

１９０５年以后）害怕革命和仇视革命，无产阶级却教导人民群众忠

于革命思想，阐明革命任务，使群众做好进行接二连三的革命战斗

的准备。革命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情形下发生，这不

以某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但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永远不会是

徒劳的。只有这样的工作才是使群众做好迎接社会主义胜利的准

备的活动。这些社会主义的起码道理，拉林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的

先生们都忘记了。

拉林反映了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彻底决裂的俄国取消派的观

点，他公然把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和盘托出。下面就是他在《生活

事业》杂志（１９１１年第２期）上发表的一段话，这段话，每个珍重社

会民主党原则的人都应该牢记不忘。

“当人们简直不知道明天究竟如何，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就

会处于张皇失措和犹豫不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一种犹豫不定的等待

情绪，就是模模糊糊地不知是希望革命重演，还是希望‘等着瞧’。当前的任

务，不是在海边白白地坐等好天气，而是向广大阶层灌输这样的指导思想：在

俄国实际生活已经进入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工人阶级应当组织起来，不是‘为

了革命’，不是‘等待革命’，而只是〈请注意这“只是……”〉为了在生活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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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坚决地和有计划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复杂的

活动来聚集和训练自己的力量；为了用这个方法来培养和积蓄社会主义意

识；特别是为了在封建反动势力在经济上必然自取灭亡以后即将到来的俄国

立宪革新时期，在俄国各社会阶级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善于确定方向〈辨明方

向〉和保卫自己！”

这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坦率的、自命不凡的、地道的改良主

义者。向革命思想宣战，向革命“希望”宣战（改良主义者觉得这种

“希望”是模模糊糊的，因为他不懂得当代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

深刻性），向为革命组织力量和进行思想准备的任何活动宣战，在

受斯托雷平庇护而不会遭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反驳的合法

报刊上宣战，代表已经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彻底决裂的合法派宣

战，——这就是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拉林及其同伙先生们建立

的斯托雷平工党的纲领和策略。上面这段话确切地反映了这些人

的真正纲领和真正策略，这不同于他们伪善的官场声明，他们说他

们“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也”属于“不调和的国际”。这些声明

是装饰门面的空话。这个完全用自由派的工人政策来代替社会主

义的纲领，是他们的行动，是他们的实际的社会本质。

请看改良主义者纠缠不清的可笑矛盾吧！既然俄国的资产阶

级革命已经完成了（象拉林说的那样），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提到

日程上来了。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对每个不是为了用流行的称号来

欺骗工人而自称社会党人的人来说是很清楚的。那么，我们应当组

织起来，正是“为了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正是“等待”革命，正是

为了“希望”（不是模模糊糊的希望，而是以准确的、日益增加的科

学资料为依据的希望，有信心的“希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关键在于改良主义者妄谈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象马

尔托夫妄谈阿基里斯之踵等等一样），只是为了用空话来掩盖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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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革命的行为。他背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借口是说这个革命

已经完成，——或者借口说承认专制制度和立宪制度之间的矛盾

就“足够了”，——而他脱离社会主义革命的借口是说我们“此刻”

应当组织起来“只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俄国立宪革新”！

但是，既然你这位可敬的、用社会主义者的羽毛打扮着的立宪

民主党人承认俄国“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是不可避免的，那你就

是承认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你就是打自己的耳光。

你说“封建反动势力自取灭亡”是必然的，同时又唾弃无产阶级关

于通过人民革命运动不仅要消灭封建反动势力，而且要消灭一切

封建残余这一思想，你就一再暴露了你的资产阶级本性。

不管我们的斯托雷平工党的英雄们怎样进行自由派的说教，

俄国无产阶级都要始终不渝地本着忠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的精神，来进行反革命时代注定要它进行的全部困难的、艰苦的、

日常的、细小的、看不见的工作；它要组织起来，积蓄力量去进行革

命，它要给变节者和叛徒以无情的回击；它要依据的是相信革命还

会重新爆发这种有科学根据的信心，而不是“模模糊糊的希望”。

载于１９１１年９月１４日（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３号 第２０卷第３０５—３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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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

（献给我们的“调和派”和“妥协派”）

（１９１１年９月１日〔１４日〕）

Ｋ．同志的通讯
１５９
应当引起一切爱护我们党的人的极大关注。

再没有比这篇通讯对“呼声派的”政策（和呼声派的外交手腕）的揭

露更彻底、对我们的“调和派和妥协派”的观点和希望的驳斥更有

力的了。

Ｋ．同志描述的事件是绝无仅有的吗？不，这是斯托雷平工党

活动家的典型事件，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的曙光》杂志、《生活事

业》杂志等刊物的许多著作家系统地散布这种取消主义思想已经

不是第一年了。这些取消派同工人党员的接触并不经常，有关他们

的无耻滥言，党很少得到这样准确的报道（我们应当为得到这种报

道感谢Ｋ．同志），但是独立合法派集团随时随地宣传的正是这种

取消主义思想。只要有《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这类

刊物，就不能怀疑这个事实。闭口不谈这个事实，只会对那些特别

胆小、特别卑鄙的取消派辩护人有利。

请把叫喊“妥协”、叫喊仇视取消主义的托洛茨基这类人所惯

用的手法同这个事实对比一下。这些手法已经被大家识透了：一方

面大叫我们“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孟什维克，而是革命的社

会民主党人”，虔诚地赌咒发誓说，我们反对取消主义，竭力拥护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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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另一方面又大骂那些揭露取消派波特列

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人，说反取消派把问题“夸大了”，一句话也没

有谈到反对明显的取消派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列维茨基、唐恩、

拉林等等先生们。

这种手法的实际用意是很清楚的。用空话来掩护真正的取消

派，千方百计地阻挠反取消派的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

上以自己的无原则性著称的《工人事业》杂志１６０推行的全是这种政

策：它赌咒发誓说，我们根本不是“经济派”，我们完全赞成政治斗

争，实际上，它在掩护《工人思想报》１６１和“经济派”，把整个斗争指

向揭露和驳斥“经济派”的人。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托洛茨基以及类似他的“托洛茨基分子

和妥协派”比任何取消派都更有害，因为死心塌地的取消派直截了

当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工人很容易看出他们的错误，而托洛茨基之

流先生们却在欺骗工人，掩盖邪恶，使邪恶不能被揭露和根除。谁

支持托洛茨基小集团，谁就是支持造谣和欺骗工人的政策，支持掩

护取消派的政策。在国内，使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有完全的行

动自由，在国外，用“革命的”空谈来掩饰他们的活动——这就是

“托洛茨基主义”政策的实质。

由此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回避关于国内取消派的中心这个问

题，即《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活动家的问题，而同

呼声派作任何“妥协”，无非是那种欺骗工人和掩盖邪恶的行为的

继续。１９１０年一月全会以来，呼声派完全证明了，他们可以在任何

决议上“签字”，而他们的取消主义活动的“自由”却丝毫“不受”任

何决议的“约束”。在国外，签署决议，承认任何贬低秘密党的意义

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但在国内，却帮助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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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仅不参加秘密工作、而且嘲笑这种工作和破坏秘密党的波特

列索夫之流、拉林之流和列维茨基之流先生。

现在，托洛茨基同李伯尔先生（极端取消派，在演讲中曾公开

维护波特列索夫先生，现在为了掩盖这个事实，正在制造纠纷和争

吵）这类崩得分子一起，同施瓦尔茨这类拉脱维亚人等等一起策划

的正是这种同呼声派的“妥协”。但愿任何人也别上这个当，因为他

们的妥协是掩护取消派的妥协。

附言：报刊上发表了呼声派同托洛茨基、崩得分子和拉脱维亚

取消派“妥协”的消息的时候，本文已经付排了。我们的话完全被证

实了：这是掩护国内取消派的妥协，是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的

仆从们的妥协。

载于１９１１年９月１４日（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３号 第２０卷第３１９—３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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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

召集委员会的声明加的附注１６２

（１９１１年９月１日〔１４日〕）

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早在１９１０年１２月就已提醒党说，呼声派

正在破坏全会①洗笏龄秩菊。现在，事实俱在：呼声派首先破坏了

国内的全会，随后又破坏了国外的全会。

国内全会是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等先生破坏的。他们的“天

才的反驳”只是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邀请他们出席哪怕只是为了

增补成员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不是邪恶的、“派别的”、“列宁派

的”布尔什维克，而是调和派，尽管如此，这些先生还是拒绝出席。

他们拒绝出席，也就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因为所有回国出席

全会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回国的全是做实际工作的人），在这

三人团拒绝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把所有成员召集齐就“被捕了”。

现在，不管呼声派怎么说，怎么保证，怎么发誓，不管他们怎么

企图用谩骂、吵闹和讹诈来掩盖和混淆问题，事实毕竟是事实。作

为合法派的主要首领的“三人团”即米哈伊尔＋尤里＋罗曼这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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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和斯托雷平工党其他英雄们的最亲密的同

事，搞垮了国内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呼声派又搞垮了国外的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曾经要

求在１９１０年１２月召开国外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取消派的中央委

员会国外局竟借口有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而加以拒绝（借口是捏造

的，因为国外全会并不排斥国内全会）。

这次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再次要求在１９１１年４—５月召开国

外全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借口“俄国局”的一半人平安无事而再

次拒绝了。

从那时起过了４—５个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骗人的借口被

彻底揭穿了：４个月以来，“俄国局”这“一半人”没有来过一封信，

他们没有采取一次行动，没有闪现出一点生命之光！！李伯尔之流、

伊哥列夫之流和施瓦尔茨之流欺骗了党：他们以不存在的俄国局

为借口，拒绝召开国外中央委员会会议。而中央委员六月会议证

明，有９名中央委员在国外。

谁没有被叫喊、谩骂、吵闹和讹诈弄糊涂而还有思考能力，他

就不能不看到，中央委员会被呼声派彻底搞垮了。

呼声派尽了一切所能来消灭党。党也要尽一切所能来消灭呼

声派。

载于１９１１年９月１４日（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３号 第２０卷第３２２—３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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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托 雷 平 与 革 命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３１日〕）

头号刽子手斯托雷平的遇刺，正是在许多迹象表明俄国反革

命历史上第一阶段已告终结的时候发生的。因此，本身意义很小的

９月１日事件，又把我国反革命的内容和意义这个头等重要的问

题提了出来。反动派在肉麻地吹捧斯托雷平或者探究左右俄国的

黑帮匪徒的倾轧史，自由派则对“野蛮和愚蠢的”枪杀（《生活事业》

杂志中使用这里加了引号的陈词滥调的前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也

要算作自由派）不以为然，在这一片大合唱声中，可以听到一些真

正有重要原则内容的调子。人们试图把俄国历史上的“斯托雷平时

期”当作一种完整的事物来考察。

斯托雷平是１９０６—１９１１年将近五年的反革命政府的首脑。这

是一个真正独特的、发人深省的事件层出不穷的时期。从表面上

看，可以把它称为酝酿和实行１９０７年六三政变的时期。这次政变，

正是在１９０６年夏季，斯托雷平以内务大臣身分对第一届杜马发表

演说时开始酝酿的。现在，这次政变已经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显示出它的一切后果来了。试问，发动这次政变的人物究竟是依

靠了哪些社会力量，或者说，究竟是哪些力量推动了这些人物？“六

三”时期的社会经济内容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斯托雷平本人

的“飞黄腾达”，提供了大有教益的材料和有趣的例证。１９０２年，在

普列韦当权时代，一个地主兼贵族代表因残酷迫害和折磨农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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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托夫省）而博得沙皇及其黑帮奸党的“青睐”，当上了省长；

１９０５年，组织了黑帮匪徒和大暴行（巴拉绍夫大暴行）；１９０６年，当

了内务大臣，并从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起成了大臣会议主席。简略

地说，斯托雷平的政治经历就是如此。反革命政府首脑的这个经

历，也就是在我国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那个阶级的经历，斯托雷平只

不过是这个阶级的代表或奴仆。这个阶级就是以第一号贵族、最大

的地主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俄国的名门贵族。这个阶级就是

３万个农奴主－土地占有者，他们拥有俄国欧洲部分７０００万俄亩

土地，即等于１０００万农户拥有的土地。这个阶级拥有的大地产，就

是在俄罗斯人历来居住的俄国中部盛行的各种形式、各种名目的

农奴制剥削（工役制、盘剥制等）的基础。俄国农民“土地少”（用自

由派和民粹派惯用的讲法来说），无非是反过来说这个阶级土地

多。作为我国１９０５年革命的中心的土地问题，就是让地主土地占

有制保存下去，还是让大多数居民能够争得多少象人过的生活条

件、多少象欧洲那样的自由生活条件的问题。如果是前者，就必然

使农民这些大多数居民的贫穷、困苦、饥饿、闭塞、被压迫的处境还

要保持许多年；如果是后者，那么，不采取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

占有制以及同它有密切联系的地主君主制，这样的生活条件就实

现不了。

斯托雷平的政治经历，是沙皇君主制的生活条件的确切反映

和表现。在君主制面对革命时，斯托雷平不能不那样做。当情况十

分清楚地表明，并根据１９０５年杜马以前以及１９０６年杜马存在时

期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居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利益

同地主阶级的存在是不可调和的、并力求消灭这个阶级的时候，君

主制也不能不那样做。立宪民主党著作家硬说攻击君主制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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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革命主义的表现，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肤浅更虚假的

了。恰恰相反，客观情况正是：农民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斗争必

然提出了我国地主君主制的存亡问题。沙皇制度不得不进行殊死

的斗争，不得不在虚弱不堪的官僚制度以及由于军事失败和内部

分崩离析而削弱了的军队之外另找自卫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沙皇

君主制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居民中的黑帮分子，策划大

暴行。我国自由派说到大暴行时满口仁义道德，表示义愤，特别是

他们一面满口仁义道德地谴责大暴行，一面又总想同大暴行制造

者进行谈判和妥协，这就不能不给每个革命者留下一种极卑劣极

胆怯的印象。君主制不能不镇压革命，而半亚洲式的、农奴制的、俄

罗斯的罗曼诺夫君主制又不能不用最龌龊、最可恶、最下流、最残

酷的手段来镇压，因此，每个社会党人，每个民主主义者反对大暴

行的唯一适当的、唯一合理的手段，就不是满口仁义道德地进行谴

责，而是从各方面忘我地促进革命，组织革命来推翻这个君主制。

大暴行制造者斯托雷平所以能够爬上大臣职位，正是用了只

有沙皇的省长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残酷折磨农民，策划大暴行，巧

妙地用“欧洲式”的仪态和辞令、风度和举止来为这种亚洲式的“行

径”打掩护。

我国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地谴责大暴行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

袖，同大暴行制造者进行了谈判，不但承认他们有权存在，而且承

认他们有权领导建立新俄国和管理新俄国！斯托雷平的遇刺引出

了许多有关这个问题的很有意思的揭露材料和供词。例如，请看维

特和古契柯夫关于维特在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以后同“社会活动

家”（应读作：温和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领袖）谈判组阁问

题的来往书信。参加同维特谈判的有希波夫、特鲁别茨科伊、乌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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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夫、米·斯塔霍维奇，也就是既有立宪民主党未来的活动家，也

有“和平革新”党未来的活动家，还有十月党未来的活动家。这次谈

判看来持续了很久，因为古契柯夫在信里说到“谈判旷日持久，令

人疲惫不堪”。谈判破裂，原来是由于杜尔诺沃的问题引起的：“自

由派”不同意杜尔诺沃当内务大臣，而维特却非要他当不可。同时，

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头子乌鲁索夫，“热烈地主张提名杜尔诺

沃”。当奥博连斯基公爵提名斯托雷平时，“有的赞成，有的说不了

解”。古契柯夫写道：“我记得很清楚，谁也没有象维特伯爵信中写

的那样提出过反对意见。”

现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想强调自己的“民主精神”（不要开玩

笑！），也许特别是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在彼得堡第一选民团１６３选举

时同十月党人有过斗争，企图借当时的谈判来攻击一下古契柯夫。

９月２８日的《言语报》写道：“古契柯夫率领的十月党人先生们，往

往为了讨好当局而和杜尔诺沃先生一伙同流合污！他们往往眼睛

盯着当局，不顾社会舆论！”同一天的《俄罗斯新闻》的社论，也用各

种不同的调子重复立宪民主党人对十月党人的这种指责。

然而请问，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既然你们那些甚至支持过杜

尔诺沃的人都参加了这次谈判，你们还有什么权利指责十月党人

呢？难道当时，即１９０５年１１月，不光是乌鲁索夫，全体立宪民主党

人不也都是处于“眼睛盯着当局”和“不顾社会舆论”那种人的境地

吗？夫妻吵嘴，只当开心；不是什么原则斗争，而是一些同样无原则

的政党之间的竞争，——这就是对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借１９０５年年

底的“谈判”来责难十月党人必须说的话。这种吵嘴，只会模糊历史

上无可争论的真正重要的事实：从我国革命真正具有人民性，即按

积极参加革命的人的成分来说已成为民主革命的时候起，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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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一切派别，从十月党人到立宪民主党人，一直都是“眼

睛盯着当局”，“不顾”民主运动的。俄国反革命的斯托雷平时期的

特点，也就在于自由派资产阶级背离了民主运动，因此，斯托雷平

能够时而向这个资产阶级的这个代表人物，时而向那个代表人物

请求援助，请求同情和征求意见。否则，斯托雷平就不可能在这个

具有反革命情绪的资产阶级的协助、同情、积极或消极的支持下，

实现贵族联合会对这个资产阶级的领导了。

事情的这一方面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因为我国自由派的报刊，

以及象《生活事业》杂志这种主张实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刊

物，正是忽略了或者故意忽视了这一方面。斯托雷平——不仅是农

奴主－地主专政的代表人物；仅仅这样估计，就是根本不了解“斯

托雷平时期”的特点和意义。斯托雷平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臣，在

这个时代，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反革命

情绪都十分强烈；农奴主可以依靠并且已经依靠了这种情绪，可以

向这个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求婚”，并且已经“求了婚”，甚至可以把

其中最“左的”领袖也当作“陛下的反对派”１６４，可以指望并且已经

指望了自由派的思想领袖转向他们，转向反动派，转向反对民主派

和唾弃民主派。斯托雷平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臣，在这个时代，农

奴主－地主竭尽全力、以最快速度在农民农业生活方面推行资产

阶级的政策，抛弃了指靠农民“宗法观念”的一切浪漫主义幻想和

期望，而从俄国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特别从乡村的俄国的新资产阶

级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斯托雷平企图旧皮囊里装新酒，把旧的

专制制度改造为资产阶级君主制，因此，斯托雷平政策的破产，也

就是沙皇制度最后这条路上，在沙皇制度最后可能走的这条路上

的破产。亚历山大三世的地主君主制企图依靠“宗法式的”农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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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生活中的“宗法观念”；这个政策被革命彻底粉碎了。革命后，

尼古拉二世的地主君主制企图依靠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情绪和地主

自己实行的资产阶级土地政策；现在甚至连立宪民主党人，连十月

党人也深信不疑这些企图已经破产，这些企图的破产，是沙皇制度

最后能够采取的政策的破产。

斯托雷平时期农奴主－地主专政的对象，并不是包括整个“第

三等级”即全体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不，实行这个专政时条

件对它十分有利：十月党的资产阶级真心实意地为它效劳；地主和

资产阶级拥有保证他们的联盟占多数的代表机构，他们能够正式

同君主进行谈判和协商；司徒卢威之流先生们和其他路标派分子

狂热地向革命泼脏水，并创立了博得安东尼·沃伦斯基欢心的思

想体系；米留可夫先生宣布立宪民主党反对派是“陛下的〈农奴主

余孽陛下的〉反对派”。尽管有这些对罗曼诺夫王朝比较有利的条

件，尽管这些条件从２０世纪资本主义俄国的社会力量对比的观点

看来，真是绝无仅有的、最有利的条件，尽管如此，斯托雷平的政策

还是遭到了破产；斯托雷平是在沙皇专制制度的新的掘墓人（确切

些说，是积蓄了新的力量的掘墓人）叩门时遇刺的。

      

斯托雷平对资产阶级领袖的态度以及后者对斯托雷平的态

度，在第一届杜马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言语报》写道：“１９０６年

５—７月的时期，是对斯托雷平的飞黄腾达有决定意义的时期。”这

一时期的重心是什么呢？

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声称：“那个时期的重心，当然不是杜马中的发

言。”

真是难能可贵的自供！当时，我们为了能否把“杜马中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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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作为那个时期的“重心”的问题，同立宪民主党人不知有过多少

争论！在１９０６年春夏，社会民主党人曾说过那个时期的重心不是

杜马中的发言，当时，立宪民主党的报刊怒气冲冲地谩骂社会民主

党人，高傲地学究般教训他们不知多少回！当时，俄国“社会”幻想

“国民公会”１６５而对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的“议会”舞台上获

得的胜利没有表示十分高兴，《言语报》和《杜马报》１６６因此不知对

整个俄国“社会”进行了多少责难！过了５年，到了必须对第一届杜

马时期作个总的估计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却象换付手套那样轻

松地宣称：“那个时期的重心，当然不是杜马中的发言。”

先生们，当然不是啊！那么重心究竟在哪里呢？

《言语报》写道：“……两派代表在幕后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一派谋求同人

民代表机关取得妥协，即使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也不怕。另一派则要求采

取强硬步骤，解散国家杜马，修改选举法。拥有强大势力作后盾的贵族联合会

实行了这个纲领…… 斯托雷平一度动摇过。有消息说，他曾两次通过克雷让

诺夫斯基向穆罗姆采夫建议，讨论成立由斯托雷平任内务大臣的立宪民主党

内阁的可能性问题。但与此同时，斯托雷平分明是同贵族联合会有来往的。”

富有教养、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的自由派领袖先生们就是这样

编写历史的！原来，“重心”不是发言，而是黑帮沙皇奸党内部的两

派斗争！毫不迟延、立刻实行“攻击”政策的是贵族联合会，——就

是说，不是个别人，不是尼古拉·罗曼诺夫，不是“上层”中的“一

派”，而是一定的阶级。从右边来的对手，立宪民主党人是看得很清

楚的。但是从左边来的东西，立宪民主党人却没有看到。历史是由

“上层”即贵族联合会和立宪民主党创造的，而庶民百姓当然没有

参加创造！当时，同一定阶级（贵族）对立的是超阶级的“人民自

由”党，而上层（即慈父沙皇）则动摇不定。

但是，能否设想，还有比这更加自私自利的阶级失明症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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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这更严重地歪曲历史和忘记历史科学的起码常识的吗？还有

比这更明显地混淆阶级、政党和个人、比这更可怜的糊涂观念吗？

不愿看见民主运动及其力量的人，比瞎子还要瞎。

第一届杜马时期的重心，当然不是杜马中的发言。重心是杜马

外的阶级斗争，即地主－农奴主及其君主制同人民群众即工人农

民之间的斗争。群众革命运动正是在这个时期重新高涨起来：１９０６

年春夏，一般罢工、政治罢工、农民骚动以及军队暴动风起云涌。立

宪民主党的历史学家先生们，这就是“上层”动摇不定的原因：沙皇

匪徒内部各派的争执在于，能否在目前的革命形势下立刻举行政

变，或者要再等待一下，再把资产阶级愚弄一下。

第一届杜马已使地主们（罗曼诺夫、斯托雷平及其同伙）完全

确信，他们同农民群众和工人们和平相处是办不到的。而他们这种

看法是符合客观现实的。当时，还有一个次要问题需要解决：在什

么时候和怎么样修改选举法，是一下子修改还是逐步修改。资产阶

级动摇不定，但它的所作所为，甚至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所作所

为都表明，它害怕革命比害怕反动派要超过百倍。所以地主也就愿

意拉拢资产阶级的领袖（穆罗姆采夫、葛伊甸、古契柯夫及其同伙）

来磋商可否共同组阁的问题。而整个资产阶级，包括立宪民主党人

在内，都去同沙皇、同大暴行制造者、同黑帮首领们商讨对付革命

的手段问题。然而，资产阶级从１９０５年底起，从来没有派过它的一

个政党去同革命的领袖们商量如何推翻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问

题。

这就是俄国历史上“斯托雷平”时期的基本教训。当革命还强

大的时候，沙皇政府就拉拢资产阶级来磋商问题；当革命不再从下

面施加压力的时候，沙皇政府就用士兵的靴尖把资产阶级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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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相继踢开：先踢穆罗姆采夫和米留可夫，再踢葛伊甸和李沃

夫，最后踢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李沃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

的区别完全是非本质的，不过是先后次序问题——这些资产阶级

领袖都把自己的脸颊凑近罗曼诺夫—普利什凯维奇—斯托雷平去

求得……“一吻”并博得了这样……“一吻”。

斯托雷平恰巧是在黑帮君主制度已经把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的

反革命情绪中一切有利于它的东西尽量利用完了的时候下台的。

现在，这个资产阶级已被抛开，已被唾弃，已因脱离民主派、脱离群

众斗争、脱离革命而弄得身败名裂，它一看见革命新高潮起来的征

候，就张皇失措，困惑不解。斯托雷平给俄国人民上了很好的一课：

或者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推翻沙皇君主制度而获得自由，或者在

米留可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下，去受普利什

凯维奇之流、马尔柯夫之流和托尔马乔夫之流奴役。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３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４号 第２０卷第３２４—３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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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３１日〕）

国外技术委员会的《情报公报》１６７（１９１１年８月１１日第１期）

和几乎同时也是在巴黎出版的署名为“一群布尔什维克护党派”的

传单《告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书》，内容都是攻击“正式的布尔什

维克派”的言论，或者换种说法都是攻击“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言

论。这些言论非常激愤（其中激愤的惊叫和夸张的言语多于实际内

容），然而还是应当加以论述，因为这些言论涉及到我们党的最重

要问题。我要评论这个新派别是十分自然的，因为第一，在整整一

年半以前我恰恰就是写了这些问题，而且恰恰是代表全体布尔什

维克写的（见《争论专页》第２号①洗笏龄秩菊）；第二，我完全意识

到自己对“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所负的责任。至于说到“列宁派”

这个用语，它不过是枉费心机的挖苦讽刺——似乎这里只指某一

个人的追随者而言！——其实大家都很清楚，问题决不是说有人

赞成我个人对布尔什维克派某些方面的观点。

传单的作者署名为“布尔什维克护党派”，还自称是“非派别的

布尔什维克”，他们附带说：“这里”（即在巴黎）称他们调和派“是很

不妥当的”。其实，这个称号早在一年零三个多月以前，不但在巴

黎，不但在国外，而且在国内就已经出现了，它是唯一正确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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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派别的政治实质的称号，读者从下面的叙述中可以确信这一

点。

调和主义就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反革命

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本质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情绪、意图、观点

的总和。因此，在这个时期，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从各种非常不同的

前提出发，“陷入了”调和主义。托洛茨基所表现出来的调和主义比

任何人都彻底，几乎唯独他企图给这个派别建立理论基础。这个理

论基础就是：派别和派别活动是知识分子“为了影响未成熟的无产

阶级”而作的斗争。无产阶级日渐成熟，派别活动也就逐渐自行消

亡。作为派别合并过程的基础的，不是各阶级间关系的变更，也不

是两个主要派别根本观念的演进，问题在于是否遵守一切“知识分

子”派别间的协议。托洛茨基早已一个劲地鼓吹在一切和各种各样

的派别之间订立这种协议（或妥协），同时他却一会儿动摇到布尔

什维克方面来，一会儿又动摇到孟什维克方面去。

与此相反的观点（见《争论专页》第２号和第３号①洗笏龄秩

菊）是：各个派别都是由俄国革命中各阶级间的关系产生的。布尔

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只不过对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客观现实向无产阶级

提出的问题作出了答复。因此，只有这两个“强大”派别（它们所以

强大，在于它们有深刻的根源，在于它们的思想同客观现实的某些

方面相符合）内部的演进，只有这两个派别的纯粹内部的演进，才

能保证派别间的实际的合并，就是说，才能保证在俄国建立真正完

全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党。由此得出

实际的结论是：只有使这两个强大派别在工作中接近起来，而且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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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它们清除取消派和召回派这些非社会民主党的派别，才是真正

的护党的政策，真正实现统一的政策，——虽然这样做是不容易

的、不顺利的、远不是转瞬之间可以完成的，但却是现实的、同许多

所谓“一切”派别能够容易地、顺利地、转瞬之间实行合并的骗人诺

言是不同的。

这两种观点早在全会以前就出现了，当时我在谈话中提出一

个口号：“两个强大派别接近起来，而不是哀求解散派别”。关于这

个口号，《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在全会以后立刻向公众作了报道。

这两种观点，我在１９１０年５月，即一年半以前作了直率的、明确的

和系统的阐述，而且是在“全党的”论坛《争论专页》（第２号）上阐

述的。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以来，我们就同“调和派”争论过这些问题；

既然“调和派”至今一次也没有打算答复这篇文章，一次也没有试

图稍微系统地来分析这个问题，稍微公开地完整地来阐明自己的

观点，那么这只能全怪他们了。他们把自己在传单上以特别集团名

义发表的派别言论叫作“公开的回答”：一年多来一直默不作声的

人们的这个公开的回答，并不是对这个在两个根本不同的派别中

早已提出过、早已讨论过、早已解决了的问题的回答，而是荒唐之

极的糊涂话，是把两种不可调和的回答混淆起来荒诞不经的说法。

传单的作者提出的论点，没有一个不是立刻打了自己的耳光的。冒

牌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不彻底的托洛茨基分子）提出的论点，没

有一个不是在重复托洛茨基的错误的。

真的，请看一看传单的基本意思吧。

传单的作者是些什么人呢？他们说，他们是“不同意正式的布

尔什维克派的组织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似乎仅仅是组织问题上的

“反对派”，对不对呢？请读一读下面这句话吧：“……现在和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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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一样，正是组织问题、党的建设和恢复问题被提到了首位。”这

根本不对，这正是一年半前我所揭露的托洛茨基的原则错误。在全

会上，组织问题能够使人觉得是首要问题，只是因为而且仅仅因

为，无论呼声派还是前进派，为了“安慰”党而“签署了”反取消派和

反召回派的决议，各派放弃取消主义才被看成是实在的事情。托洛

茨基的错误就在于：《我们的曙光》杂志从１９１０年２月起最终举起

取消派的旗帜，而前进派在其臭名远扬的某党校最终举起拥护召

回派的旗帜，在此之后，他还把上面这种假象看作实在的事情。在

全会上，把假象看作实在的事情，可能是自我欺骗的结果。在全会

以后，从１９１０年春天起，托洛茨基还非常无原则地、非常无耻地欺

骗工人，硬说对统一的障碍，主要是（即使不是唯一的话）组织上

的。１９１１年，巴黎调和派继续进行这种欺骗，因为现在说组织问题

居于首位，就是对真相的嘲弄。实际上，现在居于首位的决不是组

织问题，而是关于党的整个纲领、整个策略、整个性质的问题，更确

切地说，是关于两个党即社会民主工党同波特列索夫之流、斯米尔

诺夫之流、拉林之流、列维茨基之流先生们的斯托雷平工党的问

题。巴黎调和派在全会以后足足睡了一年半，在此期间，无论我们

还是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取消派的全部斗争已从组织问题转到了社

会民主（而不是自由派）工党能否存在的问题。如果现在同《我们的

曙光》杂志的先生们去争论组织问题，争论合法组织和秘密组织的

关系问题，那就是装模作样，因为这些先生完全能够承认为取消派

效劳的《呼声报》这种“秘密”组织！我们早就说过，我国立宪民主党

人承认并运用的，就是这种为君主主义自由派效劳的秘密组织。调

和派自称布尔什维克，是为了要在一年半以后重犯那些被布尔什

维克揭露了的（而且特别声明，这是以整个布尔什维克派的名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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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托洛茨基的错误。难道这不是滥用已有确定含义的党内称呼

吗？既然如此，难道我们不应该向大家声明，调和派决不是布尔什

维克，他们同布尔什维克毫无共同之点，他们不过是不彻底的托洛

茨基分子吗？

再稍往下读：“可以不同意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和中央机关报

编辑部的多数对于反取消派斗争这一任务的理解……”难道可以

真的断定“反取消派斗争这一任务”就是组织任务吗？调和派自己

说，他们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不仅仅在组织问题上！那么究竟还

在什么地方呢？他们闭口不谈。他们的“公开的回答”，仍旧是默不

作声的……或者是漠不关心的（？）……人们的回答。在一年半的时

间里，他们一次都没有准备来修正“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或者阐

述自己对于反取消派斗争这一任务的理解！而这个斗争，正式的布

尔什维克派从１９０８年８月以来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年。拿这些大家

都知道的日子来对照，我们不由得要去寻找调和派的离奇的“默不

作声”的原因，而这一寻找使人不由得想起托洛茨基和约诺夫来

了，因为他们曾经硬要人们相信，他们也反对取消派，不过对于反

取消派斗争这一任务的理解不同。同志们，在斗争开始了三年以

后，才说你们对于这个斗争的理解不同，这岂不可笑。这种不同的

理解，跟完全不理解是一模一样的！

再往下谈。现在党内危机的关键，无疑在于我们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是同取消派（也包括呼声派）完全分离，还是继续实行同他们

妥协的政策的问题。凡是稍微熟悉一些情况的社会民主党员，恐怕

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现在整个党内状况的实质就在这个问题上。但

是调和派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

他们在传单上写道：“有人对我们说，这样一来〈拥护会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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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破坏了党的形式，就是闹分裂。我们不认为是这样〈原来如

此！〉。但是，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我们也不会害怕这一点。”（接着就

指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破坏全会，指出“人们拿中央作赌注”，指出

“党的形式中已开始充斥派别内容”，等等。）

这个回答，实在可以称得上是思想上和政治上无能的“典型”

范例！真了不得，有人竟提出了分裂的罪名。于是，新派别妄想给

党指出道路，在报刊上公然宣称：“我们不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你

们不认为现在有分裂而且将来会有分裂吗？），“但是”……但是，

“我们也不会害怕这一点”。

可以保证，在各个政党的历史上找不出这样糊涂的例子来。如

果你们“不认为”现在有分裂而且将来会有分裂，那就请你们说清

楚这一点！请你们说清楚为什么可以同取消派共同工作！请你们

直截了当地说可以（也就是说应当）同他们共同工作。

我们的调和派不仅没有说这一点，而是说了相反的话。《公

报》第１期的编辑部文章（注释直言不讳地提到有一个拥护布尔什

维主义纲领——巴黎第二小组决议的布尔什维克曾反对这篇文

章）写道：

“……在国内，同取消派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这是事实。”而

在稍前的地方又承认：在呼声派和取消派之间，“哪怕划分最细微

的界限都愈来愈困难了”。

谁能搞得懂啊！一方面，用技术委员会（其中调和派加上现在

拥护他们的波兰人已形成反对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多数）的名义，非

常正式地声明说，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照俄文意思，这就是宣告

分裂。分裂这个字眼，根本没有别的意思。另一方面，同一个《公

报》第１期又说，设立技术委员会“不是为了分裂，而是为了防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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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而且同是这些调和派又写道，他们“不认为是这样”（不认为现

在有分裂而且将来会有分裂）。

还有比这更糊涂的话吗？

如果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那么，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可

以解释清楚的，这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也是有正当理由的：或者因

为一些人的某个集团令人不能容忍地违反党的决定和不履行党的

义务（这样，同这个集团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因为根本的

原则分歧使某个流派的全部工作脱离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样，

同整个流派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大家知道，我们这儿这两种

情况都存在：１９１０年全会宣布同取消主义的流派共同工作是不可

能的，现在则同不履行一切义务而最终倒向取消派的呼声派集团

分裂了。

谁自觉地说“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谁稍微思考过这个声明

并懂得了它的原则基础，他必定会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来向最广

大的群众解释这些基础，使群众尽量迅速地彻底地放弃继续要同

那些不可能与之共同工作的人发生不管什么样的关系的徒劳无益

的、有害的尝试。如果谁发表这个声明，同时又说：“我们不认为”将

来会有分裂，“但是，我们也不会害怕这一点”，那么他这种颠三倒

四、吞吞吐吐的语言就暴露出他害怕他自己，害怕他所采取的步

骤，害怕既成的局面！调和派的传单不能不造成这种印象。调和派

想替什么作辩护，想在什么人面前充“好人”，在向什么人使眼色

…… 我们马上会看见，他们同《前进》文集和《真理报》彼此使眼色

有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应当先结束一下关于调和派如何理解“全

会以后这个时期的总结”，即中央委员会议所作的总结这一问题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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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必须懂得这个总结，懂得为什么它已经成为不可避免

的，——不然，我们参加事变将是自发的、无奈的、偶然的。请看调

和派是怎样理解的吧。他们对为什么全会的工作、全会的决定（主

要是关于统一的决定）会导致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即取消派）同反

取消派之间的分裂这个问题是怎样回答的呢？我们的不彻底的托

洛茨基分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完全是抄袭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

所以现在我不得不再重复去年５月我在反驳这些彻头彻尾的调和

派时所说的话①洗笏龄秩菊。

调和派的回答是：过错在于派别活动，在于孟什维克、前进派、

《真理报》（我们按传单上的次序列举派别集团）以及“布尔什维克

派的正式代表”的派别活动，后者的“派别活动的意向大概超过了

前面所有的集团”。传单作者直率而肯定地唯独把他们自己即巴黎

调和派称作非派别的。大家都是不道德的人，我们是道德高尚的

人。对于造成上述现象的任何思想上的原因，调和派没有指出来。

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各集团的任何组织上的特性或者不论什么样

的其他特性，他们也没有指出来。没有，根本没有作任何解释，仅仅

说派别活动是不道德的，非派别活动是道德高尚的。巴黎调和派同

托洛茨基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认为托洛茨基搞派别活动，自己不

搞，而托洛茨基的说法恰恰相反。

我不能不承认，这样提问题，即仅仅拿一些人的不道德和另一

些人的道德高尚来解释政治现象，总使我联想到那些金玉其外的

人，一见到他们就不由得产生一种想法：“大概这是骗子。”

请想一想下面的对比：我国调和派是非派别的，是道德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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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的意向超过了所有的集团，就是

说，我们是最不道德的人。因此，道德高尚的人的派别曾经支持了

最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派去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斗争！！同志们，

你们不能自圆其说了！你们所作的声明愈来愈糊涂了。

你们同托洛茨基象把球扔来扔去那样，互相指责对方搞派别

活动，因此使自己变得滑稽可笑。你们连想都不愿意想一下，什么

叫作派别？你们来下个定义试试看，而我们可以预先告诉你们，你

们会搞得更糊涂，因为你们自己就是一个派别，一个动摇的、无原

则的、不懂得全会上和全会后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派别。

派别就是党内的组织，它不是由工作地点、语言或其他客观条

件联合起来的，而是由反映了对党内问题的观点的特殊纲领联合

起来的。传单的作者们就是一个派别，因为这份传单就是他们的纲

领（很蹩脚的纲领，不过纲领不对头的派别有的是）。他们就是一个

派别，因为他们也同任何组织一样，是受内部纪律约束的：他们派

到技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去的代表，是由他们集团根据多数票

指派的，他们的集团还起草和印发纲领性的传单，等等。这就是谴

责那些空喊反对派别活动的伪善行为的客观事实。无论托洛茨基，

还是“不彻底的托洛茨基分子”，都硬说他们没有派别，因为……团

结（团结成为派别）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派别，鼓吹派别合并

等等，但是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过是自吹自擂，怯懦地玩捉迷藏的把

戏，原因很简单：不管派别抱有怎么样的（即使是最道德高尚的）目

的，都与派别存在这一事实不相干。任何派别都确信，它的纲领和

政策就是消灭派别的最好途径，因为谁也不认为派别的存在是一

种理想。所不同的只是，拥有鲜明、彻底、完整的纲领的派别公开维

护自己的纲领，而那些无原则的派别，则用自己道德高尚、自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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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非派别活动这类廉价的吆喝来掩饰自己。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各个派别存在的原因在哪里？在于这些

派别是１９０３—１９０５年分裂的继续。这些派别是各地方组织软弱的

产物，这些组织无力阻止那些反映形形色色新思潮的著作家集团

变为新“派别”，即变为把它们的内部纪律放在第一位的组织。消灭

派别的保证在哪里？仅仅在于彻底消除革命时期的分裂（要做到这

点，只有两个主要派别肃清取消派和召回派），在于建立那种强有

力的、能够迫使少数服从多数的无产阶级组织。在这种组织还没有

建立起来的时候，只有一切派别妥协才能够加速派别消灭的过程。

由此可见，全会无论在思想上的功绩还是它的调和主义的错误都

是很清楚的：功绩就是消除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思想；错误就是同那

些个人和集团妥协时没有加以分析，没有拿他们的行动去对照他

们的诺言（“他们签署了决议”）。以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为基础的

思想上的接近，尽管存在着种种障碍和重重困难，仍然获得进展。

全会的调和主义的错误①洗笏龄秩菊，使它的调和主义的决定必

然破产，也就是使同呼声派的联盟必然破产。布尔什维克（以及后

来的中央委员会议）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决裂，就是对全会的调

和主义错误的纠正：现在
·
反
·
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各个派别的接近，

将不经过全会的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已经同内容不相适应了。整个

调和主义以及全会的调和主义都已破产，因为工作的内容使取消

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了，而且无论什么形式，无论调和派耍什么

外交手腕和把戏，都没有能够阻止这种分裂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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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我在１９１０年５月发挥的观点来看，而且只有从这个观

点来看，全会以后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可避免的，

它们的产生不取决于一些人的“不道德”和另一些人的“道德高

尚”，而取决于事变的客观进程，这种进程使取消主义流派独立出

去，使大大小小的中间集团一扫而光。

调和派为了掩饰调和主义完全破产这个不容置疑的政治事

实，不能不走到公然歪曲事实的地步。请听：“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

派别政策带来的危害所以更大，是因为他们在党的最主要的机关

中占多数，因此，他们的派别政策就使其他各派有正当理由各自进

行组织上的独立活动，唆使这些派别去反对党的正式的机关。”

这段话不过是胆怯地和为时过晚地为取消派找“正当理由”

……因为正是这个流派的代表始终以布尔什维克搞“派别活动”作

借口。找这种理由为时过晚了，因为每个真正的护党派（不同于利

用护党口号作幌子的人）的责任，是在这个“派别活动”开始出现的

时候就出来发表意见，而不是在一年半以后才出来讲话！调和派

——取消派的维护者不能而且也没有早些出来讲话，因为他们没

有事实。他们利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来发表取消派的毫无根据

的空论。可是事实却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全会刚开过，即１９１０年

２月，波特列索夫先生就立即扯起了取消派的旗帜。在２月或３

月，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三位先生立即背叛了党。呼声派立即起

来为《呼声报》作宣传（见普列汉诺夫的《日志》，它在全会后的第二

天就谈到了这一点），并恢复了《呼声报》。前进派立即开始建立自

己的“党校”。与此相反，布尔什维克采取的第一个派别步骤是在

１９１０年９月，即在托洛茨基同中央代表破裂以后才创办《工人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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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派为什么要歪曲人所共知的事实呢？为的是要向取消派

使眼色，为的是向他们献殷勤。一方面说，“同取消派共同工作是不

可能的”。另一方面又说，是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在为取消派提

供“正当理由”！！我们要问任何一个没有沾染上国外的外交手腕习

气的社会民主党人：纠缠这些矛盾的人们该得到哪种政治上的信

任呢？他们得到了《呼声报》当众赏给他们的接吻，如此而已。

调和派把我们论战时的无情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在巴黎

全体大会上口头斥责了我们千百遍），把我们揭露取消派时的无情

态度（他们反对揭露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说成是我们的“派别活

动”。调和派向来都是维护和掩护取消派的，但是，无论在《争论专

页》上，还是在任何一个印发的公开宣言上，他们一次都不敢公开

表示自己维护谁。而现在，他们却拿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怯懦来干

扰已经开始同取消派坚决划清界限的党。取消派说：并不存在取消

主义，是布尔什维克把它“夸大了”（见高加索取消派的决议１６８和托

洛茨基的演说）。调和派说：和取消派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但是

……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使取消派有了“正当理由”。主观

判断上的这种可笑的矛盾的真正用意有一个，而且仅仅有一个：怯

懦地维护取消派，又力图暗算布尔什维克并支持取消派，这难道不

清楚吗？

但是，这远不是事情的全部。对事实最糟糕最恶劣的歪曲，莫

过于断言我们“在党的最主要的机关中”占“多数”。撒这种弥天大

谎的目的只有一个：掩饰调和派的政治上的破产。这是因为实际上

在全会以后，无论在哪一个“党的最主要的机关”中，布尔什维克都

没有占多数，占多数的恰恰是调和派。下列事实有谁能反驳呢？在

全会以后，“党的最主要的机关”只有三个：（１）中央委员会俄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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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调和派①洗笏龄秩菊组成：（２）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从１９１０年１月到１９１０年１１月，其中代表布尔什维克的是一个调

和派；因为无论崩得分子还是拉脱维亚人都正式采取了调和主义

立场，所以在全会后１１个月当中，占多数的是调和派；（３）中央机

关报编辑部——这里是两个“布尔什维克派别分子”对两个呼声

派；没有波兰人，也就没有多数。

调和派为什么要撒弥天大谎呢？原来是为了把脑袋藏在翅膀

底下，逃避现实；为了掩饰调和派政治上的破产。调和派在全会上

占了优势，它在全会以后，在党的所有最主要的做实际工作的中央

机关中占了多数，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它遭到了彻底破产：它谁

也“调和”不了，它什么也建立不起来，它无可奈何地从一边动摇到

另一边，因此完全应该得到呼声派的亲吻。

尤其是在国内，调和派彻底破产了，——巴黎调和派愈是热中

于蛊惑人心地提到国内，那么强调指出这一点就愈加重要。同国外

相反，国内是调和派的——这是调和派的基调。把这些空话同事实

对照一下就可以明白，这是最空洞的最不值钱的蛊惑。事实说明，

在全会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中只有调和派，

只有他们作了关于全会情况的正式报告，正式同合法派协商，只有

他们指派代办员到各个机关去，只有他们支配由中央委员会国外

局源源不断汇去的一切经费，只有他们同那些在糊涂思想方面（即

在调和主义方面）大有发展前途的“俄国”著作家谈判，等等。

结果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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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等于零。没有一张传单，没有一次行动，没有一份机关报，

没有一次“调和”。而布尔什维克“派别分子”则有国外的《工人报》，

这份报纸出版两号以后就站稳了脚跟（这里且不说只有帮助保安

处的马尔托夫先生才会公开说出的那些东西）。调和主义等于零，

等于空谈，等于空洞的愿望（以及根据这些“调和的”愿望而对布尔

什维克进行的暗算）；“正式的”布尔什维克派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它

恰恰在国内占有绝对的优势。

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偶然的吗？是逮捕的结果吗？但是，逮

捕能够“宽恕”在党内不做工作的取消派，而对于布尔什维克和调

和派，是同样要斩尽杀绝的。

不，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个人的侥幸或成功的结果。这

是出发点就错了的政治派别破产的结果。调和派的基础即想在联

合一切派别，包括反社会民主党的、非无产阶级的派别的基础上建

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的努力是错的；调和派的无原则的、什么也

办不成的空洞的“统一”计划是错的；反对“派别”（事实上是在成立

新派别）的话也是错的，——这些话无助于解散反党派别，却削弱

了在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中占９１０。比重的布尔什维克

派。

托洛茨基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无原则的空洞的“统一”计划的例

子。你们只要回忆一下（我举一个最新的例子）他是如何称赞巴黎

调和派和呼声派共同领导的巴黎《工人生活报》１６９的就行了。托洛

茨基写道：“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孟什维克，而是革命的社会

民主党人”，——这种说法多妙啊！可怜的空谈英雄却没有注意一

件小事：只有那种懂得这一国家这一时期反革命的假社会民主主

义的危害的，即懂得俄国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的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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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有那种善于同这类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作

斗争的社会民主党人才是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工人生活报》（该报

对俄国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作任何斗争）接吻，只是暴露了他

所忠心耿耿地为之效劳的取消派的计划，因为在中央机关报内实

行平等，就意味着停止同取消派斗争；取消派实际上有同党斗争的

充分自由，而让中央机关报内（和中央委员会内）呼声派和护党派

实行“平等”，就是要以此来束缚党的手脚。这时，取消派的胜利也

就完全有了保证，因此只有取消派的走狗才会实行或维护这样的

计划。

无原则的空洞的“统一”计划许诺不经过同取消派作长期的、

不屈的、殊死的斗争就能得到和平与幸福，这种计划的例子，我们

在全会上从约诺夫、英诺森和其他调和派那里看见过。这种例子，

我们在那些拿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来为取消派作辩护的调和

派的传单中也看见过。还有一个例子：他们说布尔什维克“同其他

站在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立场上的思潮〈《前进》文集，《真理报》〉隔

绝而孤立了”。

这段精采的话中的黑体是我们用的。这段话就象一滴水珠反

映出整个太阳一样，彻底反映了调和派的无原则性——它在政治

上软弱无力的基础。

第一，《真理报》和《前进》文集是否代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

呢？不，不代表，因为《前进》文集代表非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召回主

义和马赫主义），而《真理报》则代表一个对于革命和反革命的任何

重要原则问题都没有提出过独立完整的回答的小集团。所谓思潮，

只是指这样一种政治思想的总和，这些政治思想无论在革命（因为

我们离革命很近，而且我们在各方面都是以革命为转移的）还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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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一切最重要问题上都是观点明确的，此外，这些政治思想由

于在工人阶级广大阶层中得到传播而证明自己有权作为一种思潮

而存在。无论孟什维主义，还是布尔什维主义，都是社会民主主义

的思潮，这已经由革命的经验，即由８年工人运动的历史证明了。

至于不代表任何思潮的小集团，在这个时期如同以前一样，比比皆

是。把思潮同小集团混为一谈，就是注定要在党的政策上搞阴谋活

动。这是因为无原则的小集团的出现、它们昙花一现般的存在、它

们拼命发表“自己的意见”、它们象独立的国家一样互相“往来”，这

就是国外阴谋活动的基础；要排除这种阴谋活动，除了坚持严格

的、坚定的、经工人运动长期历史经验检验过的原则性以外，没有

而且也不能有其他办法。

第二，——就在这里我们也立即可以看到，调和派的无原则性

实际上变成了阴谋活动，——巴黎人的传单公然撒谎，宣称“在我

们党内，召回主义已经找不到公开的支持者和维护者了”。大家都

知道，这是谎话。《前进》文集第３集（１９１１年５月）公开说，召回主

义是“我们党内一种完全合理的思潮”（第７８页），这就证据确凿地

驳斥了这种谎言。或许我们绝顶聪明的调和派要断定这种说法不

是维护召回主义的吧？

你看，当人们不能从原则上来为自己同某个小集团的接近辩

护时，他们就只能采用这样的政策：散布小小的谎言、献小小的殷

勤、点头示意、挤眉弄眼，就是说，上述活动加起来构成阴谋活动这

一概念。《前进》文集称赞调和派，——调和派称赞《前进》文集，又

假惺惺地安慰党不必防范召回主义。结果却是同召回主义的维护

者，同破坏全会
·
一
·
切决定的人大做大小席位的交易。暗中帮助取消

派，暗中帮助召回派，——这就是调和派的命运，这就是软弱的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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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的阴谋活动。

第三，“在俄国，同取消派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连调和派也

不得不承认这个真理。试问，《前进》文集和《真理报》这两个小集团

是否承认这个真理呢？不仅不承认，而且公然说出相反的话，公开

要求同取消派“共同工作”，公然进行了共同工作（只需看看前进派

第二党校的报告）。试问，宣布同那些对于基本问题（因为全会一致

通过的明确的决议，认为取消派问题是基本问题之一）作公然相反

的回答的小集团接近的政策，是否有哪怕一点儿的原则性和诚实

态度呢？显然没有，显然在我们面前有一条思想上的鸿沟，如果企

图用言语和外交手腕架起一座横跨鸿沟的桥梁，那么不管伊万·

伊万内奇或伊万·尼基佛罗维奇抱有多么善良的意向，这种企图

必然使他们注定要搞阴谋活动。

只要人们还没有根据可靠的材料和对最重要问题的探讨来向

我们指出并证明，《前进》文集和《真理报》是代表社会民主主义的

思潮（在全会后一年半当中，这一点谁也没有打算证明，而且也证

明不了），我们就要不懈地向工人解释，调和派所宣传的同《前进》

文集和真理报》接近的这种无原则的阴谋诡计，是完全有害的。同

这些帮助取消派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和无原则的小集团隔绝而孤

立，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义务。越过《前进》文集和《真理

报》，反对《前进》文集和《真理报》，而向同它们有联系的俄国工人

提出要求，——这就是布尔什维克过去、现在和将来越过重重障碍

贯彻执行的政策。

我已经说过，调和派在党的各中央机关中占优势的一年半时

间里，已经在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破产。通常对这一点的回答是：对

的，但这是因为你们这些派别分子妨碍我们啊（见《真理报》第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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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上发表的调和派——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格尔曼和阿尔卡季

的信）。

是啊，一种思潮和一个小集团的政治上的破产就在于一切都

“妨碍”它，一切都反对它，——因为它把这个“一切”估计错了，因

为它把空话、感慨、惋惜、诉苦作为自己的基础。

可是，先生们，一切的一切都帮助了我们，我们胜利的保证也

就在这里。波特列索夫之流、拉林之流、列维茨基之流先生们帮助

了我们，因为他们不证实我们对取消派的见解就无法开口。马尔托

夫之流和唐恩之流先生们帮助了我们，因为他们迫使大家同意我

们的下列见解：呼声派和取消派是一丘之貉。普列汉诺夫帮助了我

们，正因为他揭露了取消派，指出了全会决议中留下的（由调和派

留下的）“取消派的可乘之机”，讥笑了这些决议中（调和派为了反

对我们而塞进去的）“累赘的”和“堆砌的”地方。国内的调和派帮助

了我们，他们“曾邀请”米哈伊尔、尤里和罗曼，并对列宁破口大骂

（见《呼声报》），从而就证实了取消派的拒绝同“派别分子”的阴险

无关。亲爱的调和派！不管你们多么道德高尚，大家都妨碍了你们，

不管我们搞派别活动多么不道德，大家都帮助了我们，这是什么原

因呢？

这是因为你们小集团的政策仅仅是靠空谈，这种空谈虽然往

往是十分好心善意的，但毕竟是空谈。而真正促进统一，只有由两

个强大派别的接近：这两个派别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有完整的

思想，有对群众的影响，有经过检验的革命经验。

你们反派别活动的叫喊直到现在仍是空话，因为你们自己就

是一个派别，而且是最坏的、最不可靠的、无原则的派别之一。你们

大声疾呼、大吹大擂的声明（在《情报公报》上）——“不给派别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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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尽是空话。如果你们认真地谈这一点，你们还能花“好几分

钱”去出版传单——新的小集团的纲领吗？如果你们认真地谈这一

点，你们在看到派别的机关报——《工人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日

志》时，你们还能默不作声吗？——你们还能不公开要求停办这些

机关报吗？①洗笏龄秩菊如果你们要求这一点，煞有介事地提出这

样的条件，你们就会遭到人们的嘲笑。如果你们明显地感到这一点

而只好无精打采地唉声叹气，难道这不是一再证明你们的调和主

义是悬在半空中吗？

解除各派别的武装，只能在共同执行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它就

是反动的、对无产阶级事业有莫大危害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因为这

个口号只便于取消派进行不调和的反党斗争。在全会采用这个口

号失败以后，在呼声派和前进派破坏（各派别）合并以后，现在谁提

出这个口号，甚至不想也不敢再提出共同执行这个条件，不想也不

敢明确地提出这个条件，规定监督切实执行这个条件的方法，他简

直就是自我陶醉在甜言蜜语之中。

布尔什维克，团结起来，你们是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彻底而

坚决的斗争的唯一堡垒。

实行真正经过考验并由经验证实了的同反取消派的孟什维克

接近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口号。这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它并

不许诺在崩溃和瓦解时代能有实现不了的“普遍和平”的人间天

堂，然而它却能真正推动各个代表无产阶级运动中一切强大的、健

康的、生气勃勃的因素的流派在工作中接近起来。

２５３ 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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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派在反革命时代的作用可用这样的图画来描绘。布尔什

维克费了好大力气把我们党的车子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推。取消

派－呼声派却拼命把车子往下拉。一个调和派坐在车子上。他的

神态非常温顺，面容非常亲切，简直同耶稣基督一样。全身好似高

尚道德的化身。这位调和派一面持重地低眉垂目，一面双手高举，

祷告说：“上帝啊！蒙你恩佑，我不象这些——指着布尔什维克和孟

什维克——阻挠任何前进步伐的险恶的派别分子。”可是车子在渐

渐地前进，调和派还是坐在车上。当布尔什维克派别分子粉碎了取

消派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从而清理出一块地基来建造新屋，来建

立护党的各派别的联盟（或者至少是暂时的联合）的时候，调和派

就走进这座新屋（一面骂着布尔什维克派别分子），给新居洒上

……非派别活动的甜言蜜语的圣水！

如果旧《火星报》不发动彻底的、不调和的、有原则的运动去反

对“经济主义”和“司徒卢威主义”，而去同一切大大小小的集团（当

时这些集团在国外不比现在少）搞什么联盟、联合或“合并”，那么

旧《火星报》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事业还有什么呢？

而我们这个时代和旧《火星报》时代是不同的，因此，无原则的

和空谈的调和主义的危害也就严重好多倍。

第一个不同点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大大发展了，

阶级斗争也明显得多了。对于波特列索夫之流、列维茨基之流、拉

林之流先生们主张的自由派工人政策，现在已经有了（这在俄国是

首次一定的客观基础。立宪民主党人的斯托雷平式的自由主义和

斯托雷平工党已经日渐形成。所以调和主义的空谈以及同国外那

些支持取消派的小集团搞阴谋活动，实际上危害更大。

第二个不同点是：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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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都达到空前的高度。所以调和派人为地对社会民主党内没有

形成和不能形成任何思潮的昙花一现的国外小集团（《前进》文集，

《真理报》等等）的支持也危害更大。

第三个不同点是：在《火星报》时代，俄国曾经有过“经济派”的

秘密组织，当时必须打垮和粉碎这些组织，以便把反对经济派的革

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现在没有同时并存的秘密组织，问题

只是同已经独立出去的合法集团作斗争。而这种独立的过程（甚至

调和派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过程）受到了调和派同国外那些不愿意

和不能够按这种划清界限的路线进行工作的派别一起玩弄政治把

戏的阻碍。

布尔什维主义“克服了”召回主义的毛病、革命的空谈、“左的”

把戏、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而向左的动摇。召回派是在已经不能“召

回”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团的时候作为派别出现的。

布尔什维主义定将克服“调和主义的”毛病和向取消主义方面

的动摇（因为实际上调和派始终是取消派手中的玩具）。调和派也

是毫无希望地落在后头了，他们是在调和主义在全会以后占了一

年半的优势而已经失去了势头并且谁也调和不了的时候作为派别

出现的。

附言：本文是在一个多月以前写成的。它是批评调和派的“理

论”的。至于在充斥于调和派和波兰人的《公报》第２期上的没完没

了的、荒谬的、无聊的、可耻的争吵中表现出来的调和派的“实践”，

那是不值得浪费笔墨的。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３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４号 第２０卷第３３４—３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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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３１日〕）

明年即将举行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社会民主党应当立即

开展选举运动。由于即将举行选举，各党派内部已经呈现了“活跃

景象”。反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显然结束了：去年的游行示威、学生

运动、农村饥荒以及罢工浪潮（次序虽列最后，但并非最不重

要！），——这一切都明确地指出了转折的开始，反革命时期的新阶

段的开始。加强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在这

些工作中，即将到来的选举是一个自然而又必然的、引人关注的

“环节”。（我们顺便提一下，有些人，象社会民主党中的“前进”小集

团，在对这些被生活、经验和党完全证实了的浅显易懂的真理的认

识上，直到如今还是动摇不定；象那些认为“召回主义”是“一种合

理的色彩”（１９１１年５月《前进》文集第３集第７８页）的人，——这

些人已经干脆把自己从社会民主党内比较严肃的派别或流派中勾

销了。）

首先，就组织、安排和进行选举运动谈几点意见。为了立即开

展选举运动，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支部必须在全国各地、在一切合

法的和半合法的组织里、在一切大工厂、在人民的各阶层和各集团

中间立即主动地进行活动。必须正视丑恶的现实。在许多地方，还

根本没有完全定形的党组织。现在只有一支忠实于社会民主党的

工人先锋队。只有个别的人，只有一些规模不大的小组。因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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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建立支部（这个词很好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规模不大的、

很灵活的团体、小组和组织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应当成为全体社

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哪怕两三个人，只要能够“挂上钩”，就应

该建立某种联系，开始经常的哪怕是最平凡的工作。

在我们党的目前情况下，再没有什么比“等待”形成一个有影

响的国内中心的时机这样的策略更危险的了。全体社会民主党人

都知道，成立国内中心的工作正在进行，对这个工作首先负有责任

的人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但是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也应当

知道，警察制造的困难非常之多（决不能在遭到一次、两次、三次失

败之后就灰心丧气！）；大家应当知道，当这样的中心一成立，它必

须用很长时间来建立同各个地方的牢固的联系网，它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只能进行一般的政治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的发起

支部，应该是有严格党性的秘密支部，它要能立即开始进行选举的

筹备工作，立即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开展宣传和鼓动工作（秘密

印刷所、传单、合法机关报、“合法的”社会民主党人护党派小组，交

通联络，等等，等等）——如果推迟成立这样的支部，那就是损害工

作。

对于把选举当作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事业而予以非常重视

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基本问题当然是有关选举的全部宣传鼓动的

思想政治内容问题。这也就是选举纲领问题。对一切多少名副其

实的政党来说，纲领在选举以前很久就已经有了，它不是故意“为

了选举”而臆想出来的，而是由党的一切事务、党的工作的全盘安

排、党在当前历史时期的整个方针所必然产生的。而对于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来说，纲领早已提出，纲领早已存在，它是由党的原则，由

党已经规定、已经实行并且正在人民政治生活的整个时期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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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自然而又必然地决定的，而选举始终是对这样的时期的某些

方面所作的“总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是对革命的马克思

主义和忠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工人阶层在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

时期、在反革命猖獗时期、在“斯托雷平”“六三”制度时期所进行的

工作的总结。

这个总结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１）党的纲领；（２）党的策

略；（３）党对这个时期占优势的、或者说散布最广的、或者说对民主

对社会主义最有害的思想政治流派的估计。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

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能够在事态发生任何转折时

始终坚持自己路线的有机体。一个理论家小组可以没有以对当前

政治形势的估计为基础的、能够确切回答当前的“该死的问题”的

策略路线，但是一个正在行动的政治团体就不能没有这样的策略

路线。如果不对那些“积极的”、轰动一时的或“时髦的”思想政治流

派作出估计，纲领和策略就会变成死的“条文”，就不可能根据对问

题本质的了解、对问题的“来龙去脉”的了解去贯彻和运用这些“条

文”以解决成千上万细致而具体的、非常具体的实践问题。至于说

到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并且对于了解社会民主党

的任务特别重要的思想政治流派，那么在这方面占首位的是“路标

主义”和取消主义。“路标主义”是反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思想

体系（不管立宪民主党的外交家们怎么说，这种思想体系都是同立

宪民主党的政策完全一致的）；取消主义则是同样的腐朽的资产阶

级影响在同工人运动有接触的人们中间的表现。离开民主派向后

倒退，远离群众运功，远离革命，这就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

政治思想派别的主导思想。远离秘密的党，放弃无产阶级领导解放

斗争的任务，放弃捍卫革命的任务，这就是混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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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这两份机关刊物上筑

了巢穴的“路标派”的主导思想。不管狭隘的实际主义者或者那些

在我们艰难的时代里已经感到厌倦、不愿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进

行艰苦斗争的人怎么说，如果不透彻了解上面指出的斯托雷平时

期的“思想派别”的实质和意义，那就不可能就任何一个“实践”问

题，就社会民主党任何工作部门中的任何一个秘密工作和合法工

作问题对宣传员和鼓动员作出确切而圆满的回答。

提出体现社会民主党选举纲领的简明的共同口号即选举口号

常常是有益的，而且有时是必要的，因为这种口号提出了当前政治

实践中最根本的问题，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提供最方便、最迫

切的理由和材料。我们时代的这种选举口号、这种共同口号只能是

以下三点：（１）建立共和国，（２）没收地主全部土地，（３）实行八小时

工作制。

第一点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政治自由。如果在这类问题或者在

其他一些与“民主化”等等相类似的问题上，也只限于用政治自由

这个术语来表述我们党的立场，那就是错误的，因为在宣传和鼓动

工作中我们应当考虑到革命的经验。解散两届杜马，组织大暴行，

支持黑帮和赦免黑帮英雄，“利亚霍夫”在波斯建树的丰功伟绩１７０，

六三政变，以及以后在这一基础上发生的许多“小政变”（第８７条

等等）——这就是还远没有完全列举出来的我国罗曼诺夫—普利

什凯维奇—斯托雷平及其同伙的王朝的业绩。君主制同诸如普选

权这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并存的历史条件过去出现过，现在也

可能出现。君主制根本不是形式单一和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非常

灵活的和能够适应各阶级的统治关系的制度。然而根据这些无可

争辩的抽象理由就对２０世纪的具体的俄国君主制作出结论，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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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对历史批判的要求的嘲弄和对民主事业的背叛。

我国的情况和我国政权的历史（特别是最近１０年这段时间）

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正是沙皇君主制成了那群黑帮地主（他们的头

子就是罗曼诺夫）的中心，他们把俄国变成了一个不仅使欧洲，而

且现在使亚洲也感到害怕的怪物，他们横行霸道，大肆掠夺，贪污

受贿，对“百姓”一贯施加暴力，对政治犯残酷折磨、严刑拷打，等

等，如今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我国君主制的这种具体情况

下，即在具体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特征的情况下，如果把例如普选权

的要求作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的中心，那与其说是机会主义，不

如说是荒谬无聊。既然现在讲的是选择中心的要求来作为选举运

动的共同口号，那就必须把各种不同的民主要求按比较现实的前

景和恰当的位置加以安排；如果要求普利什凯维奇承认对妇女应

当有礼貌，不应使用“淫秽的”语言，要求伊利奥多尔有耐性，要求

古尔柯和雷因博特正直无私，要求托尔马乔夫和杜姆巴泽遵守法

律和法制，要求尼古拉·罗曼诺夫实行民主改革，那实际上就不能

不使识字的人哈哈大笑，不能不使文盲莫名其妙。

请从所谓一般历史的角度来提出问题。毫无疑问（对所有的人

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拉林和一小撮取消派除外），俄国的资产阶

级革命并没有完成。俄国正在走向革命危机。我们应当来证明革

命的必要性，宣传革命的合理性和“好处”。既然如此，就应当这样

来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鼓动：要把问题提得尽量广泛，要为胜利的

而不是半途而废的（如１９０５年）运动指出目标，提出一个能够激发

群众热情的口号，因为他们为俄国的现实生活而苦恼，为做一个俄

国人受到的耻辱而痛心，他们渴望有一个真正自由的、真正更新的

俄国。请从宣传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角度来提出问题。那就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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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甚至是最愚昧的庄稼人说明，国家应当由全体人民更自由地（比

第一届杜马更自由地）选出的“杜马”来管理。究竟怎么办才能使

“杜马”不被解散呢？不推翻沙皇君主制就办不到这一点。

可能会有人反对说：把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当作整个选举运动

的口号提出来，就意味着排除合法地进行选举运动的可能性，意味

着不是真正承认合法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反对意见可以

说是名副其实的取消派的诡辩。虽然不能合法地谈论建立共和国

（在杜马讲台上是例外，在那里可以而且应当完全在合法的基础上

进行关于建立共和国的宣传），但是为了捍卫民主主义，要这样来

写文章和发表言论：对民主主义同君主制调和这种思想决不姑息，

对自由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君主派进行反驳和嘲笑，让读者和听

众弄清楚君主制（正因为是君主制）同俄国存在的无权和专横之间

的关系。啊，俄国人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奴隶制的磨炼，他们会懂得

字里行间的意思，会忖度讲演人的言外之意。对于那些会推说“没

有可能”把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当作我们宣传和鼓动的中心任务的

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活动家们，应该这样回答他们：“不要说‘我不

能’，而要说‘我不想’。”

至于没收地主全部土地的要求的重要性，恐怕就不需要特别

发挥了。现在在俄国农村中，由于实行斯托雷平的“改革”而怨声载

道，“新地主”、乡警同居民群众之间的最残酷斗争正在进行，前所

未有的愤怒情绪正在增长（最保守的和敌视革命的人都可以作

证），在这种时候，没收地主全部土地的要求就应当成为整个民主

的选举纲领的中心任务。我们只是指出，正是上述要求把彻底的无

产阶级民主主义不仅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地主自由主义明确地区别

开来，而且同知识分子官僚所说的关于“份额”、“消费土地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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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土地份额”、“平均分配”等等谬论明确地区别开来。这些谬论

是民粹派喜欢讲的，也是一切明白道理的农民加以讥笑的。我们没

有必要说，“庄稼汉需要多少土地”，因为俄国人民要没收地主的全

部土地，使自己在国家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摆脱农奴制压迫的

枷锁。做不到这一步，俄国永远不会自由，俄国农民永远不会稍微

吃饱肚子和成为有文化的人。

对于第三点即八小时工作制，就更不需要说明了。反革命疯狂

地夺取工人们１９０５年的成果，因此工人群众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

和生活条件的斗争正变得愈来愈猛烈；而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

改善，首先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总之，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表明社会民主党选举纲领的实质

和真髓，这就是：干革命！列夫·托尔斯泰在逝世前不久曾经说过，

而且是以一种表现出“托尔斯泰主义”最糟糕的特色的遗憾口吻说

过，俄国人民快得出奇地“学会了搞革命”。我们遗憾的只是，俄国

人民还没有把这门学问学到手，没有这门学问，他们还会世世代代

当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奴隶。然而，俄国无产阶级由于渴望对社会

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确实把这门学问中必不可少的功课

教给了全体俄国人民，特别是俄国的农民。不管斯托雷平用什么样

的绞架，不管“路标派”怎样费尽心机，都不能强迫他们忘掉这些功

课。功课已经教了，功课正在学，功课还要复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旧纲领，

是我们的选举纲领的基础。我们的纲领确切地表述了我们的社会

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且这种表述都特别强调反对

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目前，在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在内，改良主义

正在抬头；另一方面，又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在一些最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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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所谓“和平的议会活动”时期即将结束，群众的革命骚动时期

已经开始，——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的旧纲领就具有了更大的

（如果是可以比较的话）意义。就俄国来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

领向党提出了最近目标：“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以民主共和

国”。纲领有专门的章节谈到国家管理问题、财政、工人立法和土地

问题，这为每一个宣传员和鼓动员展开全部的多方面的工作，为对

某些听众就某一原因、某一题目具体阐述我们的选举纲领，提供了

明确肯定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材料。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时期的策略是由１９０８年十

二月决议规定的。这些决议得到了１９１０年一月全会的确认、经过

了整个“斯托雷平”时期的经验的验证，对形势和根据形势产生的

任务作了准确的估计。旧的专制制度仍然是主要敌人，革命危机象

过去一样必然重现，俄国正重新走向革命危机。但是，情况已经不

是老样子了，专制制度“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

步”，它企图通过资产阶级的新土地政策来巩固农奴主的领地占有

制；它正在黑色的和黄色的杜马中建立农奴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

它正在利用自由派资产阶级中的广泛的反革命的（＝“路标派的”）

情绪。资本主义向前迈了几步，阶级矛盾尖锐化了，民主派分子同

立宪民主党“路标”自由派的分裂已变得更加明显，社会民主党的

活动发展到新的领域（杜马和利用“合法机会”），这就使它有可能

（与反革命的意愿相反）甚至在秘密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扩大宣传鼓动的活动范围。革命的旧任务，经受过考验的群众革命

斗争的旧方法——这就是我们党在瓦解和崩溃时期所坚持的东

西，这时我们往往不得不“从头开始”，在已经改变了的环境中，不

仅要按旧的方式，而且要按新的方式，采取新的手段来进行准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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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战斗时期。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３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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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３１日〕）

《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６、７、８期主要是谈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

的。在议论这个题目的一些文章里，取消派观点的实质被大量华而

不实、牵强附会和卖弄词藻的空话掩盖起来了：说什么“无产阶级

的战斗动员”、“广泛的公开的动员群众”、“独立行动的工人的群众

性政治组织”、“自治的集体”、“自觉的工人”等等，等等。尤里·查

茨基甚至说出什么对纲领不仅应当“深入思考”，而且应当“深入感

受”……这些大概会使男女中学生欣喜若狂的空话，旨在迷惑读

者，“施放烟幕”，从而也就不难偷运私货。

例如，尤里·查茨基先生对纲领的意义和统一的纲领的重要

性是这样颂扬的。他写道：“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认可

〈纲领〉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同时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民主

党杜马党团不能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去认可国外小组强加于它

的纲领。”

这些话居然这样刊登出来了。而这些话不是刊登在唆使人们

迫害“犹太佬”和侨民的黑帮机关报上，而是刊登在“社会民主党

的”机关报上！这些先生们竟然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不是说明

他们的纲领同“国外小组”的纲领之间的原则分歧，而是叫喊反对

国外！

而且尤里·查茨基竟然如此笨抽，他泄露了他是代表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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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来推行自己取消派的路线的。他写道：“实行可能的集中化的

因素，是同公开的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通过《我们的曙光》杂

志，是吗？〉并且日益具有稳定性的……〈和日益具有自由主义面貌

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集团……我们特别是指彼得堡……”

先生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躲躲闪闪是不体面的和不明

智的：你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集中化的因素”，干脆说中心（取

消派的）是彼得堡《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工作人员集团。口袋里藏不

住锥子。

尔·马尔托夫企图把锥子藏起来，一再说社会民主党纲领中

关于合法性的条文是选举纲领的基础。他在这一点上话说得很漂

亮：无论什么都不要“放弃”，无论什么都不要“阉割”。这些话刊登

在第７—８期合刊第４８页上。而在第５４页文章结尾的一段上却写

道：

“我们〈？显然是指《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应当在无产阶

级为争取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争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和自由开展自己的

活动的权利、争取作为独立的组织力量参加政治生活而斗争的旗帜下〈原文

如此！〉进行整个选举运动。无论选举的鼓动内容，还是选举的策略方法和竞

选的组织工作方法，都应当服从这个原则。”

这真是对自由派工人的纲领的绝妙说明！工人社会民主党人

“是在”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和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下进行运

动的”。工人自由派是“为争取拥有本阶级的〈从布伦坦诺的社会自

由主义的意义上理解的〉政党的权利”而斗争的。服从这个原则，这

就等于背叛民主派事业。无论自由派资产者，还是政府中的狡猾市

侩，都只希望工人为“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而斗争，而不希望他

们为全国的自由而斗争，——马尔托夫重复了列维茨基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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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马尔托夫提出了一个纯粹“新经

济主义”的口号。“经济派”说：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

斗争。“新经济派”即取消派说：选举鼓动的全部内容，要服从工人

为争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的权利而斗争这个原则。

马尔托夫是否意识到自己这些话的意思呢？他是否意识到这

些话就等于让无产阶级脱离革命呢？他说：“自由派先生们，在

１９０５年，我们反对你们，发动了群众特别是农民起来革命，我们为

人民的自由而斗争，不管自由派如何拼命想使革命事业在得到半

自由之后就停止下来。可是今后我们不再‘迷恋’这些，我们要为本

阶级的政党的自由而斗争。”“路标主义的”、反革命的自由派要求

于工人的正是这一点（请特别同伊兹哥耶夫写的东西比较一下）。

自由派并不否认工人拥有本阶级的政党的权利。他们否认的是无

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有违背自由派的意愿、甚至与自

由派针锋相对地发动下层进行斗争的“权利”。

马尔托夫许愿说不“放弃”、不“阉割”，可是他就这样阉割了社

会民主党的纲领，以使这个纲领完全满足了拉林、波特列索夫和伊

兹哥耶夫的要求。

请看一看，马尔托夫是怎样批评党的策略决议（１９０８年１２

月）的。他在谈到“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的

时候说，“这是一个不妥当的公式”，因为“在这个公式中，见不到向

专制制度的代表同土地贵族之间瓜分政权倒退一步这一现实”，

“在这个公式中，各阶级发生激烈的冲突的因素不存在了”——这

里说的各阶级的冲突显然是指自由派资产者同农奴主的冲突！马

尔托夫忘记了（象谴责工人“过火行为”的自由派一样忘记了），自

由派资产者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害怕同封建主发生“激烈的冲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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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愿同工人和农民发生“激烈的冲突”。马尔托夫看到了专制制度

向农奴主“倒退一步”（党的决议准确地指出了这倒退的一步：“保

持农奴主的政权和他们的收入”）。但是，马尔托夫没有看到自由派

资产者从民主向“秩序”、向君主制、向接近地主“倒退一步”。马尔

托夫没有看到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道路上迈了一步”同自由派

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路标主义的联系。他所

以没有看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本人就是“混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中

的路标派分子”。尽管自由派动摇不定，尽管他们甚至转向秩序党，

马尔托夫还是象自由派那样幻想自由派资产者同农奴主发生“激

烈的冲突”，而抛弃工人和农民同农奴主发生革命冲突的历史现

实。

在这里也只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马尔托夫是从自由派工人政

策的观点来反对党的决议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任何

策略决议（虽然马尔托夫不得不承认策略必须以对“六三时期的历

史意义的”估计为基础！）。

因此，可以完全弄清楚马尔托夫为什么要写如下一段话了，他

说：“……工人政党应当竭力……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某种步骤，逐

步实现立法的民主化和扩大宪法的保障……”一切自由派都认为

工人竭力“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某种步骤是完全理所当然的，但是

自由派有一个条件：就是工人不得促使无产者采取自由派所不喜

欢的“步骤”。严重腐蚀了英国工人的英国自由派的全部政策，就是

让工人去“促使有产阶级”，而不让工人夺取全民运动中的领导权。

同样可以完全弄清楚查茨基、马尔托夫、唐恩为什么这样痛恨

“左派联盟的”策略。他们对“左派联盟的”策略的理解不是指选举

中的“左派联盟”，而是指伦敦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共同策略：使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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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体小资产者）摆脱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迫使民粹派集团在

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作出选择。拒绝这个策略就是同民

主派脱离关系：现在，在“斯托雷平时期”以后，在“立宪民主党的斯

托雷平自由派”建立了功勋以后（米留可夫在伦敦提出了一个口

号：“陛下的反对派”！），在《路标》文集出版以后，只有斯托雷平的

社会民主党人才看不到这一点。

不要给自己制造幻想：我们有两个选举纲领，——这是事实。

这个事实用空话、牢骚和愿望是搪塞不了的。一个是上面提到的那

个以党的决定为基础的选举纲领。另一个是被列维茨基、尤里·查

茨基及其同伙所发展和补充了的和被马尔托夫润色过的波特列索

夫—拉林的选举纲领。这后一个所谓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实际上是

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纲领。

谁不懂得这两个工人政策的纲领的差别，不可调和的差别，他

就不能自觉地进行选举运动，谁就经常要感到失望，“产生误会”，

犯喜剧性的或悲剧性的错误。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３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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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３日〔１１月５日〕）

《言语报》和《俄罗斯新闻》为了进行选举鼓动，都全力投入维

特同古契柯夫的论战中去了。论战的性质，从《言语报》下面一段话

中看得很清楚：

“古契柯夫率领的十月党人先生们，往往为了讨好当局而和杜

尔诺沃先生一伙同流合污！他们往往眼睛盯着当局，不顾社会舆

论！”

这段话是针对下面情况说的：１９０５年１０—１１月，维特同乌鲁

索夫、特鲁别茨科伊、古契柯夫和米·斯塔霍维奇磋商组阁问题，

后三人坚决不同意提名杜尔诺沃当内务大臣的候选人。

然而，立宪民主党先生们责备十月党人的时候，也暴露出他们

对自己的过去非常健忘。“十月党人和杜尔诺沃一伙同流合污”。这

话说得很对。这无疑证明了，说十月党人是民主派是可笑的。不过

十月党人并不自以为是民主派。而立宪民主党人则自称是“立宪民

主主义者”。但是，难道在同维特磋商时赞成提名杜尔诺沃当候选

人的乌鲁索夫这样的“民主派”，不是“和杜尔诺沃一伙同流合污”

吗？难道在头两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作为一个政党，不是“眼睛

盯着当局，不顾社会舆论”吗？

决不可以忘记或者歪曲众所周知的事实。请回忆一下第一届

杜马中地方土地委员会的历史。立宪民主党人当时所以反对，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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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讨好当局”。立宪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第一届杜马时期最

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无疑是“眼睛盯着当局”和“不顾社会舆论”

的。这是因为代表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劳动派和工人代表，当时

都赞成地方土地委员会。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无论在第一届还是在

第二届杜马中，也曾数十次表现出了各个政党的这种相互关系。

很难想象，立宪民主党人能怎样反驳这些事实。难道可以说，

他们在头两届杜马中没有同劳动派和工人代表发生分歧，同时也

没有同葛伊甸之流、十月党人和当局携手合作吗？难道由于选举制

度的原故，劳动派和工人代表就不代表居民的大多数了吗？或者

说，我们的“民主派”要把“有教养的〈从官方颁发的证书来看〉人

士”的意见，而不把多数居民的意见叫作社会舆论吗？

如果对斯托雷平担任首席大臣的时期，即１９０６—１９１１年的五

年作个历史的评价，那就不能否认，无论是十月党人还是立宪民主

党人都不是民主派。只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追求这个称号，他们的自

我欺骗和欺骗“社会舆论”，即欺骗群众舆论，在这里就显得特别突

出，特别有害。

当然我们并不想说，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是“一个反动帮

派”，十月党人的自由主义同立宪民主党人不相上下。我们只想对

他们说，自由派是一回事，民主派又是另一回事。自由派自然是把

资产阶级的意见，而不是把工人和农民的意见当作“社会舆论”的。

民主派是不会这样看的，不管他们有时对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抱什

么幻想，他们却相信群众，相信群众的行动，相信群众的情绪是合

理的，群众斗争的方法是适当的。

民主派这个字眼愈是被滥用，就愈要坚持不懈地提醒人们注

意自由派同民主派的这个区别。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选举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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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政党来说都是为宣传目的服务的。对于工人阶级来说，选

举和竞选应该为进行政治教育、说明各政党的真正性质这种目的

服务。判断政党，决不能根据它们的名称、声明和纲领，而要根据它

们的行动。

但是，维特同古契柯夫的涉及斯托雷平怎样开始当大臣的问

题的论战（顺便提一下，古契柯夫证明，１９０５年秋，没有一个“社会

活动家”反对提名斯托雷平当大臣候选人），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更

重要、更有意思的问题。

第一次提名（１９０５年秋）斯托雷平为内务大臣候选人，是在维

特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的会议上。甚至在第一届杜马时期，身

为内务大臣的斯托雷平就“曾两次通过克雷让诺夫斯基建议穆罗

姆采夫讨论立宪民主党组阁的可能性问题”，——９月６日《言语

报》的编辑部文章就是这样写的，而且还谨慎地、转弯抹角地加上

一句：“有消息说”，斯托雷平是这样做的。只要回忆一下立宪民主

党人起初是对这类“消息”表示沉默或进行谩骂的情形就够了。现

在，他们自己引用这些消息，显然也就证明这些消息是真实的。

我们接着往下谈。第一届杜马垮台后，斯托雷平当了首席大

臣，曾经直接建议葛伊甸、李沃夫、米·斯塔霍维奇加入内阁。这种

“勾结”失败后，即“杜马第一次休会期间，斯托雷平同古契柯夫开

始有了密切的政治关系”，而大家知道，这种关系一直继续到１９１１

年。

结果怎样呢？提名斯托雷平当大臣的问题，是同资产阶级的代

表在一起讨论的；斯托雷平在他当大臣的整个任期内，即从１９０６

年到１９１１年，接二连三地向资产阶级的代表提出“建议”，他始而

同立宪民主党人、后来又同和平革新党人１７１、最后同十月党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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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试图建立政治关系。最初，人们“建议”“社会活动家”即资产阶级

的领袖提名斯托雷平当大臣，后来斯托雷平当了大臣，在他整个任

期内，不断向穆罗姆采夫之流、葛伊甸之流、古契柯夫之流提出“建

议”。一旦再也物色不到可以向之提“建议”的资产阶级各政党和各

派别的各种人士，斯托雷平的官运也就告终（大家知道，斯托雷平

辞职是早就定了的）。

由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是很清楚的。如果说，立宪民主党人同

十月党人现在的争论，是关于在组阁谈判或同大臣们谈判时他们

中间谁更卑躬屈膝，是乌鲁索夫还是古契柯夫，是穆罗姆采夫还是

葛伊甸，是米留可夫还是斯塔霍维奇，等等，等等；那么这种争论是

不足道的，它只会分散群众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关心重大的政治

问题。而这个重大的问题显然就是要了解俄国国家制度史上的这

个特殊时代的条件和意义，在这个特殊时代，大臣们不得不向资产

阶级领袖们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大臣们能够找到同这些领袖进

行谈判和恢复谈判的共同的基础，哪怕是某一点共同的基础。重要

的不是当时谁的态度最坏，是卡尔普还是西多尔１７２；重要的是，第

一，旧地主阶级不向资产阶级领袖提出“建议”就已经不能发号施

令了，第二，野蛮的地主同资产者有谈判的共同基础，这个基础就

是反革命性。

斯托雷平不仅仅是经历过１９０５年的地主们的大臣；不，他还

是资产阶级具有反革命情绪时代的大臣。由于共同敌视“１９０５

年”，地主应当而且可以向这个资产阶级提出建议。资产阶级（即使

现在只就立宪民主党这个最左的“自由派”政党来说）的这种情绪，

无论在《路标》文集向民主派和群众运动泼脏水的宣传中，或者在

米留可夫的“伦敦”口号中，在卡拉乌洛夫的许多祈祷式的演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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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列佐夫斯基第一关于土地问题的演说中等等，都已表现出来

了。

我国的一切自由派，一切自由派报刊，包括自由派工人政客在

内，总想忘掉问题的这一方面。然而，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最为重

要，因为它向我们说明１９世纪或２０世纪初和１９０５年以后，地主

当了省长和当了大臣的那些条件的历史特点。立宪民主党的《言语

报》（９月３０日《言语报》）在同古契柯夫争论时写道：“俄国社会清

楚地记得十月党的经历。”

噢，是的！自由派是清楚地记得“自己人”乌鲁索夫之流和米留

可夫之流同葛伊甸之流、李沃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的小小的对

骂的。但是，俄国民主派，特别是工人民主派，是清楚地记得整个自

由派资产阶级（包括立宪民主党人）的“经历”的；他们清楚地记得，

１９０５年的大变动使得地主和地主官僚们不得不寻求资产阶级的

支持，而这个资产阶级也非常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地位。这个资产

阶级完全同意地主的看法，认为地方土地委员会是不需要的和有

害的，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同地主在杜尔诺沃还是斯托雷平这个非

常重要的、真正原则性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３日《明星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６号 第２０卷第３６９—３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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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个 中 派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５日〔８日〕）

第三届杜马最近一次会议刚一开始，就马上提出了对这个机

构的工作的总结问题。我们可以用《言语报》下面一段话来表明极

其重要的总结之一。

不久以前《言语报》的社论写道：“有几次投票，实际上再现了

‘中派左翼’在杜马中的优势…… 杜马所从事的同生活的迫切需

要和要求有关的实际活动，从会议一开始就肯定不变地按照中派

左翼（当然，它是不存在的）的一贯方针进行。”

该报好象捉住了首席大臣“本人”似的，兴高采烈地大声说：

“科科夫佐夫先生曾经三次毫无拘束地〈在他的第一次发言里〉声

明，他完全支持斯捷潘诺夫〈立宪民主党人〉的论点。”

“中派左翼”的存在，是无须争论的事实。问题只是在于，这个

事实的存在是说明“生活”呢，还是说明停滞不前？

第三届杜马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两个多数。早在１９０７年年底即

在这届杜马的“工作”开始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就提出，承认“两个

多数”和说明两者的性质是自己估计形势和评价第三届杜马的关

键。

第一个多数是黑帮－右派十月党人多数，第二个多数是十月

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第三局杜马的选举法就是为了要搞出

这么两个多数来。我们的自由派假装看不见这一点是枉费心机的。

４７３



促使政府必然走上这条道路的，并不是什么偶然原因或个别

人的某种阴谋诡计，而是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事

变表明，“指望”居民群众是不行的。先前，在“事变”以前，官家的

“人民政策”这种幻想还能够存在；事变粉碎了这种幻想。现在不得

不公开地、赤裸裸地、恬不知耻地指望一个统治阶级即普利什凯维

奇之流和马尔柯夫之流的阶级，并指望资产阶级的同情或恐惧。一

类资产阶级偏重于主张给予经常的支持（如十月党人），另一类资

产阶级偏重于同情或者惧怕所谓的秩序（如立宪民主党人），——

这种差别没有什么重大意义。

俄国的整个政治体系所发生的上述变化，早从１９０５年年底

起，在维特、特列波夫、斯托雷平同乌鲁索夫、特鲁别茨科伊、古契

柯夫、穆罗姆采夫、米留可夫的会谈中就已初露端倪。这种变化在

具有两个多数的第三届杜马中终于确定下来了，并形成了国家立

宪的形式。

当前的政治制度为什么需要第一个多数，是无须说明的。但

是，人们往往忘记了第二个即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也是

这种制度所需要的，因为没有“资产阶级原告”，政府也就不能成为

现在的政府；不同资产阶级勾结，政府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不试图

让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马尔柯夫之流容忍俄国的资产阶级的制度

和资产阶级的发展，无论财政部还是所有各部，都不能维持下去。

现在，“中派左翼”尽管很谦逊，但也表示不满，当然这就证明，

整个资产阶级愈来愈坚信它是白白地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作了牺

牲。

但是，“生活的迫切需要和要求”能够得到满足，并不是通过

“中派左翼”的叹息和诉苦，而只是由于整个民主派认识到了中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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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弱无能和可怜处境的原因。这是因为整个中派，包括中派左翼

在内，都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他们抱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但是，

他们不想不要而且也不能不要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的命运多舛，为什么这个中派左翼连一次胜利、甚至连少许的

胜利也得不到的原因。

《言语报》所说的“中派左翼”是死，而不是生，因为这整个中派

在俄国历史上的紧要关头害怕民主派并背离了民主派。而在俄国，

民主派的事业是有生气的事业，是最有生气的事业。

生活的迫切需要和要求，正在备受立宪民主党人关注的“中派

左翼”所不在意的那些领域里逐步实现。细心的读者在读到例如杜

马关于“治安”问题讨论的报道的时候，当然不会不注意到，波克罗

夫斯基第二、特别是格格奇柯利在发言中对问题的提法，同罗季切

夫及其同伙对问题的提法相比，真有天壤之别，生死之差。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５日《明星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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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的 和 新 的

（一个报纸读者的短评）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５日〔１８日〕）

只要一拿起报纸，就马上沉浸在“旧的”俄国的氛围中。阿尔马

维尔地区大暴行事件。这种当局事先知情并认可的屠杀，是官长设

下的圈套，是“某些人怂恿主使的”（居民原告人的话）“屠杀俄国知

识分子（广义上的）”的事件。俄国生活中这一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

现实，是对“立宪”幻想的一个辛辣的嘲笑。

这是一个辛辣的但是有益的嘲笑！很清楚，俄国年轻的一代也

愈来愈清楚，任何谴责、任何决议都无济于事。在这一点上，问题关

系到整个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历史的真理穿过骗人的幻想烟幕

（好象可以旧皮囊里装新酒）正在得到证明。

饥饿…… 出卖牲畜，出卖少女，乞丐成群，伤寒流行，死于饥

饿。一个记者写道：“居民只有一个特权，无声无息地死去。”

“老实说，地方自治人士担惊受怕的是，他们连同他们的田庄将处在忍饥

挨饿的、心怀仇恨的、对任何希望都丧失信心的人们的包围之中。”（引自喀山

省的通讯）

看来，不管目前的地方自治机关多么可靠，可是地方自治机关

同政府为了贷款的数目正在展开一场争论。申请６００万卢布（喀山

省），国库拨给１００万。申请了６０万（萨马拉省），国库只拨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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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００卢布。

一切照旧！

在普斯科夫省霍尔姆县的地方自治会议上，甚至地方官也反

对地方自治机关的农艺措施（单为独立农庄主服务的！）了。在库班

召开了哥萨克村镇阿塔曼代表大会，全体一致反对第三届杜马通

过的加强份地私有制的计划。

察里津县会审法庭决定，不把拷打一个妇女（“为了搜捕罪

犯”）的头领交付法院审判。省会议撤销了这个决定。

在彼得堡近郊，工人把工厂经理雅柯夫列夫先生装进麻袋，拖

向涅瓦河。乡警驱散了工人。１８名工人被捕。

难怪连《言话报》面对这种生活图景也不得不认为存在着“严

重的社会不平现象”。而康杜鲁什金先生在从萨马拉寄来的一些谈

到饥荒的信件中发牢骚说①，“我觉得，它，这个俄国社会柔和得象

块橡皮，象个面团。可以用言语和行动揉搓它，挤压它。但是一放

手，一切又恢复原样。”

“他们，这些富裕而又贫困的俄国庸人和知识分子，生活得非常安逸。当

别人饿得要‘浮肿’的时候，他们却兴高彩烈，高兴得流泪。他们去援助别人的

时候一定要流着眼泪，怀着‘崇高的’感情。这时，他们将得到一个抚慰自己灵

魂的绝好机会。如果没有感情，没有眼泪，那么工作就不成其为工作，援助也

不成其为援助了。如果流不出眼泪，他们就不会认为问题重大，就不会尽点

力。因而，你首先要感动他们，使他们哭起来，用洁白的手帕擤鼻涕。至于严肃

地估计和健全冷静地认识国家需要——这太枯燥了，这里没有丝毫柔和的性

情。”

对，对，在“面团”和“橡皮”的世界里，宣传“严肃性”并不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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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只是我国的自由派没有发觉，他们是从什么角度进行这种宣

传的，说什么“健全冷静地认识国家需要”，康杜鲁什金先生，这莫

非是你从缅施科夫那里抄袭来的？要知道，正是在“面团”和“橡

皮”的基础上，正是在柔和与好哭的性情的基础上，才可能发表关

于国家制度之类的言论。正因为有面团般的人，“健全冷静的国家

制度”的代言人才会那样自信。

康杜鲁什金先生照旧说：“俄国社会柔和得象块橡皮。”社会是

有各种各样的。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一词包罗万象，囊括一切，

它是指居民中各种觉醒过来的人士或者只是指所谓“有教养的”

人。

但正是在这一方面，俄国的情况已经不再照旧了。在只可以谈

论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优秀人物宣扬的是严肃的斗争，而不是

“健全冷静地认识国家需要”。

而目前不能一般地谈论“社会”了。在旧的俄国，各种新的力量

的差异已经表现出来了。饥荒等旧的灾难还是照旧威胁着俄国，使

旧的问题更加尖锐，这就要估计一下２０世纪头１０年这些新的力

量是怎样表现自己的。

“社会”所以柔和与好哭，是因为这个“社会”所倾向的并占社

会十分之九的那个阶级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宣扬“严肃地估计和

冷静健全地认识国家需要”，只不过是替“官长”对这个萎靡不振的

社会的统治进行辩护。

而过去的１０年表明，居民中的一些人士并不属于这个“社

会”，也没有柔和与好哭的特性……

在俄国，在上层，一切“照旧”，但是在下层，却有某种新东西。

谁在“对全俄国的不平的忧虑”的帮助下看到、感觉到和找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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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的、不好哭的、不是面团一样的新东西，他就会找到摆脱旧东

西的道路。

谁要是把对这种忧虑的牢骚同关于“健全冷静地认识国家需

要”的言论掺和在一起，那么他恐怕就会永远是可以“揉搓和挤压”

的“面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为了“健全冷静的”国家制度，这种

人才被“揉搓和挤压”的——这也是自作自受。

如果这个“社会”中有１００个人受到这种待遇，其中有一个人

竟能变硬一点，那就会得到有益的效果。不划清界限，是不会有什

么好处的。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５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明星报》第２８号 第２０卷第３７７—３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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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
１７３

对整个案件的介绍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６日〔１９日〕以后）

自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全体代表——我国政府卑

鄙阴谋的牺牲品——被送交法庭，并作为重大罪犯被流放服苦役

以来，已经过去四年了。俄国无产阶级很清楚，自己的代表受到的

控告全是捏造。可是，当时反动势力非常猖獗，审判又是秘密进行，

因此没有沙皇政府所犯罪行的足够证据。只是最近保安处的暗探

布罗茨基供认了的一些确凿事实，才使我国当局的卑鄙龌龊的阴

谋大白于天下。

下面就是这整个案件的经过：

尽管选举权受到种种限制，俄国无产阶级还是派了５５名社会

民主党人参加第二届杜马。

这个社会民主党党团，不但人数很多，而且思想水平极高。这

个党团在革命中诞生，打上了革命的烙印，而且它的发言——从中

还可听到席卷全国的伟大斗争的反响——不仅对提交杜马审核的

法案，而且对整个沙皇的和资本主义的统治制度作了深刻而有充

分根据的批判。

这个社会民主党党团是以当代社会主义这个不可战胜的武器

武装起来的，它是一切左派党团中最革命、最彻底、阶级意识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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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带动了一切左派党团，给杜马打上了自己的革命烙印。我国

的当局认为，社会民主党党团是革命的最后发源地，是革命的最后

象征，是社会民主党对无产者群众发生巨大影响的活生生的证据，

因此，它对反动派是一种经常的威胁，是反动派胜利行进中的最后

障碍。所以政府认为，不仅必须摆脱极其革命的杜马，而且必须把

无产阶级和具有民主情绪的农民的选举权减少到最低限度，以阻

止将来再选出这样的杜马来。实行这种政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

摆脱社会党党团，使它在全国人的心目中名誉扫地，因为砍掉脑

袋，就可毁灭全身。

可是，要这样做，就要有个借口，比如说，找个机会控告社会民

主党党团在政治上犯了什么大罪。警察和保安处诡计多端，他们很

快就设法找到了这种借口。他们控告社会党议会党团同社会民主

党的战斗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的军事组织有密切联系，决意以此败

坏它的声誉。为了这个目的，保安处处长格拉西莫夫将军（所有这

些材料都引自布尔采夫主编的在巴黎圣雅克林荫道５０号出版的

《未来报》（《Ｌ’Ａｖｅｎｉｒ》）
１７４
第１号）派遣自己的暗探布罗茨基打入

上述组织。布罗茨基钻进这些组织以后，起初是一个普通成员，后

来成为书记。军事组织的某些成员想派遣一个士兵代表团去会见

社会党议会党团。保安处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

是，已经取得了军事组织信任的布罗茨基就来负责执行这个计划。

选上了几名士兵，草拟了申述士兵要求的委托书，而且事先甚至不

通知社会党党团，就确定了代表团要在党团办公室会见党团的日

期。由于士兵穿了军装是进不去的，于是就要他们换装，而且这是

在保安处的一个暗探家里干的，在那里，这些士兵穿上了保安处为

他们购置的服装。按格拉西莫夫的卑鄙计划，布罗茨基要和士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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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入社会党党团的办公室，并且带上革命文件，从而更进一步败

坏我们代表的声誉。约定好下一步就是把布罗茨基同其他人一起

逮捕，然后保安处就给他提供假逃跑的机会，从而使他得到自由。

可是，布罗茨基到得太晚了，当他正想带着败坏声誉的文件混进党

团办公室的时候，门口已经开始搜查，不允许他进去了。

这就是保安处精心策划的一出好戏，它使反动派不仅有可能

判处无产阶级的代表服苦役，而且有可能解散第二届杜马，实现自

己的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１６日）政变。政府果然在这一天发表了自

己的宣言（这个宣言和沙皇的其他宣言一样，其可耻的伪善达到了

惊人的程度），说它解散杜马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杜马不但不支持

和帮助政府设法恢复国内安宁，反而反对政府的一切建议和意图，

而且不肯批准镇压国内革命分子的措施。此外（我引用原话）：“干

出了编年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情。国家杜马的一伙人反对国家和沙

皇政权的阴谋已被司法当局揭露了。我国政府要求在判决前暂时

撤销被控犯有这一罪行的５５个杜马代表的资格，并把其中罪行最

大的人监禁起来，可是，国家杜马并没有立即执行当局的这个刻不

容缓的合理要求。”

顺便提一下，沙皇罪行的证据，不仅仅政府及其密友们知道。

我们那些始终不懈地空谈什么法制、公正、真理等等，等等，并用

“人民自由党”这个冠冕堂皇的称号来粉饰自己党的可爱的立宪民

主党人，四年来对这个龌龊勾当讳莫如深的一切卑鄙细节也都很

清楚。可是在漫长的四年中，对我们代表被非法判刑、在苦役监狱

里受折磨、有些人死去和神经失常等等，他们却冷眼旁观，而且

……谨慎地保持沉默。其实他们完全有可能发表意见，因为他们在

杜马里有代表，并且掌握了许多日报。他们夹在反动派和革命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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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但是他们更害怕革命派。因此，他们向政府献媚，在漫长的四年

中一直用沉默来包庇政府，从而成了政府罪行的同谋。只是最近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７日的杜马会议上），在讨论有关保安处的质询的

过程中，他们的一个代表捷斯连科终于泄露了这个严加保守的秘

密。下面是他的部分发言（根据正式速记记录的原文）：“当谈到对

第二届国家杜马５３个代表１７５提出起诉时，杜马成立了一个委员

会。这个委员会得到了要证明５３个国家杜马代表密谋通过武装起

义在俄国建立共和国的一切文件。第二届国家杜马所属的这个委

员会（我当时是该委员会的报告人）确信，而且一致确信，问题不是

社会民主党人所策划的叛国阴谋，而是彼得堡保安处所策划的反

对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阴谋。当委员会根据这些文件准备好报告时，

在所有这些材料正要在这个讲坛上陈述的前一天，国家杜马被解

散了，因而已经揭露的事情也就无法在这个讲坛上谈了。开始审讯

的时候，这５３个被控告的国家杜马代表曾要求公开审判，让舆论

界知道，罪犯不是他们，而是彼得堡保安处；可是，审判是秘密进行

的，社会上从来不知道这种情况。”

事实就是这样。四年来，我们的代表一直在受折磨，被戴上了

镣铐，关在俄国暗无天日的监狱里，这些监狱的残暴冷酷的情景，

你们当然都是知道的。许多人在那里已经死去。其中一个代表已

经神经失常，其他许多人被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毁坏了健康，生命

危在旦夕。俄国无产阶级再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坐视自己的代表仅

仅因为他们能够坚决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这个惟一的罪名而死在沙

皇的监牢里。尤其当布罗茨基的自供使真相大白，从而在法律上有

充分理由要求重新审理的时候，他们更不能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一

情况。因而，在俄国已经展开了要求释放我们代表的运动。

４８３ 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



彼得堡出版的工人报纸《明星报》，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９日这一

号上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这家报纸向报刊、自由派代表

和左派代表、社会团体、而且主要是向无产阶级，发出了呼吁。它大

声疾呼：“任何地方，只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听到那些仅仅因为敢

于在全国面前履行自己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的义务而被监禁、

失去自由、失掉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人的镣铐锒铛声，那里

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安宁和心绪平静。在令人发指的真相被揭穿以

后，社会的良心不能而且不应当处之泰然。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必

须加以克服，并且要求重新审理对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

代表的诉讼程序！……但是无产阶级首先应当说出自己铿锵有力

的话，因为他们的代表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目前正在苦役监狱中

受折磨。”

俄国无产阶级在开始进行这个斗争的时候，请求各国社会党

人支援他们，同他们一起向全世界高声宣布自己对目前统治我国

的、戴着卑鄙伪善的假面具、而其野蛮和不文明程度甚至超过亚洲

各国政府的专制政府的残酷和无耻行为表示愤慨。

在法国，沙尔·迪马同志已在《未来报》发表的文章中发起运

动，要求在这艰难的时刻大力支援俄国无产阶级。希望各国社会党

人以此为榜样；希望他们在议会中、在自己的报刊上和自己的人民

集会上，在一切场合，表示自己的愤慨，要求重新审理第二局杜马

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案件。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社会党国际局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定期公报》第８期 第２０卷第３８１—３８６页

５８３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在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

葬礼上发表的演说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０日〔１２月３日〕）

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

格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早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俄国的觉悟

工人和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就懂得十分敬重拉法格，因为他是马克

思主义思想的最有才能的、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而马克思主义思

想通过俄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得到了出色的验证。在这一

思想的旗帜下，俄国工人的先进队伍团结起来了，用自己的有组织

的群众斗争打击了专制制度，不顾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背叛和动摇，

过去和现在都在捍卫社会主义事业、革命事业和民主事业。

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认为，拉法格体现了两个时代的结合：一

个是法国革命青年同法国工人为了共和制的理想向皇朝发动进攻

的时代；一个是法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进行反对整

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坚定的阶级斗争、为争取社会主义、为同资产阶

级进行最后斗争作准备的时代。

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受到一贯使用亚洲式野蛮手段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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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种种压迫，有幸从拉法格和他的朋友们的著作中直接汲取

欧洲工人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现在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拉法

格毕生捍卫的那个事业的胜利时刻很快就要到来。俄国革命揭开

了全亚洲的民主革命的时代，现在有８亿人参加了整个文明世界

的民主运动。而在欧洲，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所谓和平的资产阶

级议会活动统治的时代即将结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有

组织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斗的时代就要到来。无产阶级一定能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５号 第２０卷第３８７—３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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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门谈马克思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６日〔１２月９日〕）

英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亨利·迈尔斯·

海德门的一本篇幅很大的回忆录最近出版了。这本书将近５００页，

书名叫作《冒险生活记事》① 洗笏龄秩菊，是一本生动地描述作者

的政治活动和他所认识的“著名”人士的回忆录。海德门的这本书，

为评述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评价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某些最重

要的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材料。

因此，我们认为，写几篇短文来评论一下海德门的这本书是适

时的，特别是由于自由派季奥涅奥在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俄罗斯

新闻》（１０月１４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异常典

型的自由主义阐述，或者确切些说作了异常典型的掩饰。

我们先谈谈海德门对马克思的回忆。亨·海德门在１８８０年才

认识马克思，当时，他显然对马克思的学说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了

解得很少。海德门生于１８４２年，在１８８０年以前，他一直是一个同

保守党（托利党）有联系并对它抱同情的、色彩不明的“民主主义

者”，——这带有英国的特点。海德门在１８７４年和１８８０年之间曾

多次去美国，在一次旅途中读了《资本论》（法文译本）以后，他就转

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了。

８８３

① 海德门的《冒险生活记事》，１９１１年伦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海德门在卡尔·希尔施的陪同下拜访了马克思，他当时在脑

海中把马克思同……马志尼相比！

从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海德门是从什么角度来作这番比较

的：海德门认为，马志尼对他周围的人的影响是“个性的和个人伦

理上的”影响，而马克思的影响，“差不多完全是理性的和科学的”

影响。海德门去拜访马克思，是去拜访一个“伟大的分析天才”，渴

望向他请教；而马志尼吸引海德门的，是他的性格，“思想和行为的

崇高形象”。马克思是“有更高智慧的人，这是不容争辩的”。而海

德门在１８８０年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

了解很差（就是现在也不完全懂得——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这

也是不容争辩的。

海德门写道：“当我见到马克思时，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个刚劲有力、头

发蓬松、倔强不驯的老人，随时准备（且不说是渴望）与人冲突，而且总是有点

疑心他似乎会马上受人攻击。但他亲切地同我打招呼，他开头讲的几句话也

很亲切。我告诉他，我能同《资本论》的作者握手，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他回

答说，他很高兴地读了我的谈印度的文章① 洗笏龄秩菊，并在他为报纸写的

通讯中称赞过这些文章。”

“当马克思非常愤慨地谈到自由党的政策，尤其是自由党对爱尔兰的政

策的时候，这位老战士的一双深邃的小眼睛炯炯发光，浓眉紧锁，宽大的鼻子

和脸颊也颤动起来，口若悬河地进行了严厉激烈的斥责。这使我感到他是个

激情满怀容易冲动的人，也看出他精通英语。他由于愤怒而十分激动时的讲

话姿态，同他叙述他对某一时期的经济事件的看法时的面部表情，形成十分

分鲜明的对照。他从先知者和大雄辩家毫不费力地一变而为冷静的哲学家，

所以我马上感到，要经过很多年以后，我才不会在这些经济问题上感到自己

９８３海德门谈马克思

① 海德门在他最近转向沙文主义以前，曾经坚决反对过英帝国主义，从１８７８年
起，他搞了一个高尚的揭露运动，揭露各个党派的英国人（包括“有教养的”和
“激进的”作家约翰·莫利（Ｍｏｒｌｅｙ）在内）在印度所干的那些早已使他们声名
狼藉的可耻的迫害、暴行、掠夺和欺骗行径（直到鞭笞政治“犯”）。



在他面前象一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那样。

当我读《资本论》，特别是读他的论巴黎公社和《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

日》这种小部头著作的时候，我很惊奇，他是那么善于把对经济原因和社会后

果的最精确最冷静的研究，同对某些阶级以至个人如拿破仑第三或梯也尔的

最强烈的憎恨结合在一起。按照他自己的理论，拿破仑第三或梯也尔不过是

资本主义发展的札格纳特车轮１７６上的苍蝇罢了。不要忘记，马克思是个犹太

人，我觉得，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性格中，外貌上——宽大的前额，下垂的浓

眉，充满热情的、炯炯发光的双眼，敏感的大鼻子，灵巧的嘴巴，连鬓的胡子，

蓬松的头发——既有犹太种族的伟大先知者的义愤，又有斯宾诺莎和犹太学

者的冷静的分析才智。这是我还没有见到过的各种才能在一个人身上非凡的

结合。

我和希尔施告别马克思出来时，这位伟大人物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希尔施问我对马克思的看法怎样，我回答说：‘我认为，马克思是１９世

纪的亚里士多德。’可是，话一出口，我立刻觉得这个评语并不能充分说明整

个‘对象’。首先，不能设想，马克思会一方面充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廷

臣，另一方面又写出对后人有极大影响的深湛的科学著作。其次，马克思从来

没有为了象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那样以冷静无情的眼光观察事实及其环境，

而同人类的直接利益完全脱节（尽管有人一再说他脱节了）。毫无疑问，马克

思对他周围的剥削制度和雇佣奴隶制的憎恨，不仅是理智上的和哲学上的憎

恨，而且是他个人感情上的憎恨。

记得有一次我对马克思说，当我上了年岁，我想我会变得比较能够容忍。

当时马克思说：‘比较能够容忍？比较能够容忍吗？’很明显，他是不会变得比

较能够容忍的。我认为，正是马克思对现存制度的深恶痛绝和对敌人的致命

的批判，妨碍富裕阶级中许多有教养的人正确估计他的伟大著作的全部意

义，而仅仅因为柏姆－巴维克之流曲解了马克思并企图‘驳倒’马克思，就把

这些学识浅薄、玩弄辞藻的三等货看作英雄。我们现在总是习惯于在剑锋上

装上大软球来交战，在英国尤其是如此。马克思手持出鞘的剑，向敌人猛攻，

在我们那些具有绅士派头的伪善的学术斗士看来，是不成体统的，所以他们

不能相信，这位无情的辩论家和资本及资本家的死对头，就是当代真正最渊

博的思想家。”

在１８８０年，英国公众差不多都不知道马克思。当时他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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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明显衰弱了，紧张的工作（每昼夜１６小时以上的脑力劳动！）

损坏了他的身体，医生禁止他在夜间工作。海德门说，从１８８０年底

到１８８１年初，他是利用马克思的空闲时间进行交谈的。

“我们谈话的方式是很别致的。马克思有一种习惯，当他争论得兴奋起来

的时候，他就在房间里快步来回踱着，好象在海船甲板上散步一样。我自己在

长途旅行中（到美国、澳大利亚等等）也养成了这种习惯，当我的脑子特别集

中思考某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来回踱着。当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师生两人

在房间里绕着桌子来回踱上两三个钟头，讨论当代的问题和过去的事情。”

马克思在同海德门讨论的各种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海德门

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没有作过稍微详细的叙述。从上面援引的话可

以看出，海德门的大部分注意力，几乎是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猎

奇方面；他这本书的所有其他内容，也是如此。海德门的自传，是一

个英国资产阶级庸人的传记；他虽然是本阶级的最优秀的分子，最

终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从来没有完全抛弃资产阶级的传统，资产阶

级的观点和成见。

海德门重复那些庸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责难，说他们似乎

是“貌似民主的”国际这个组织中的“专制君主”，说他们不懂得实

践，不了解人等等，然而海德门从来没有打算在精确地、具体地叙

述相应时期的形势的基础上评价一下其中任何一个责难。

我们看到的是猎奇，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分析。马克思

和恩格斯曾反对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同拉萨尔派１７７的统一）

工作，而统一是必要的！海德门所说的仅此而已。至于马克思和恩

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在原则上是万分正确的这一点，海德

门却只字未提。海德门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在国际展开活动

的时代提出“民主”（组织上的），是不是资产阶级宗派瓦解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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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社会民主党的建设的挡箭牌，这个问题海德门甚至对自己都

没有提出过。

因此，海德门在叙述他同马克思决裂的经过时，除了诽谤（季

奥涅奥之流先生们式的诽谤）就根本没有什么别的了。瞧，恩格斯

原来是一个“吹毛求疵、疑虑重重、忌贤妒能的”人；仿佛马克思夫

人曾对海德门夫人说过，恩格斯是马克思的“魔星”（！！）；恩格斯

（海德门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而季奥涅奥先生在《俄罗斯新闻》上

却说见过）愿意“同他帮助过（用金钱；恩格斯很富，而马克思很穷）

的那些人交往，是要利用他的金钱取得充分的交换价值”；似乎是

恩格斯使马克思同海德门闹翻的，因为恩格斯害怕当时有钱的海

德门会取代恩格斯做马克思的有钱的朋友！！

当然，自由派先生们很乐意抄袭这些庸俗不堪的下流东西。哪

怕读一下海德门自己提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给左尔格的那些

信１７８，搞清一下须要搞清的事情，自由派的下流作家对此显然完全

不感兴趣！他们是不管这些的！但是，只要参考一下这些书信，把

这些书信同海德门的“回忆录”对照一下，问题就会立刻解决。

１８８１年，海德门出版了《大家的英国》这本小册子；在这本小

册子里，他虽然正在转向社会主义，但依旧是个糊涂之极的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这本小册子是为当时出现的“民主联盟”１７９（不是社

会主义联盟）写的，“民主联盟”中有许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海德

门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有两章是复述和转抄《资本论》的，但却不提

马克思的名字，只在序言中很含糊地提到他非常感谢某个“伟大的

思想家和有创见的作家”，等等。海德门说，由于这个缘故，恩格斯

就使我同马克思“闹翻”了，同时他引证马克思１８８０年１２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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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他的一封信①洗笏龄秩菊。据海德门说，马克思在这封信里写

道，他，海德门，“不同意我〈马克思的〉党对英国的观点”。

分歧在哪里是很清楚的，但海德门却不懂得，不觉察，不认识

分歧就在海德门当时（如马克思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写给左尔格的

信中直截了当地说的）是个“温情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是个“半资

产者，半无产者”。显然，如果一个人认识了马克思，和他接近，自称

是他的学生，后来竟又组织了一个“民主”联盟，并为这个联盟写了

一本歪曲马克思主义又不提马克思名字的小册子，那么马克思就

不能不对这一点提出“强烈”抗议。显然他抗议过，因为马克思在给

左尔格的那封信中援引了海德门致歉信中为自己辩护的话：“英国

人不喜欢向外国人学习”，“马克思的名字非常令人憎恨”（！！），等

等。（海德门自己说，他把马克思写给他所有的信，差不多都销毁

了，所以从这方面来揭露事情的真相是毫无希望的。）

这真是绝妙的道歉！当时海德门同马克思发生意见分歧的问

题现在已经完全弄清楚了，甚至海德门现在的这本书也证明他的

观点中有许多庸俗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例如请看海德门是用一些

什么理由来替刑事犯的死刑作辩护的！），证明有人在用那位４０年

来同马克思一起坚持共同的原则路线的恩格斯的“阴谋”来解释自

己同马克思的决裂。即使海德门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是满满一桶蜜，

那么只要弄上这一勺焦油也就够了……

从海德门转述马克思对亨利·乔治的评价中，可以非常清楚

地看出马克思当时同海德门的意见分歧。这个评价我们是从马克

思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０日写给左尔格的信中看到的。海德门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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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为亨利·乔治辩护，他的理由是：“乔治灌输错误所给人的教

训，比别人充分阐明真理所给人的教训还要多。”

海德门写道：“对于这种理由的可信性，马克思连听都不愿听。

他的意见是，传播错误对人民决不会有什么好处。‘不把错误驳倒，

就等于鼓励理性上的不诚实。这样，有１０个人走得比乔治还远，也

许就会有１００人坚持乔治的观点，而这个危险太大了，不能去冒这

个险。’”马克思就是这样说的！！

然而，海德门告诉我们说，他一方面至今坚持他以前对乔治的

看法，而另一方面又说乔治象个小孩子，手里拿着一支小小的蜡

烛，同一个掌着探照灯的人在一起逗乐。

绝妙的比喻，不过……不过海德门既作了这个绝妙的比喻，又

对恩格斯进行了卑鄙的诽谤，未免有点冒险。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６日《明星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３１号 第２０卷第３８９—３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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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工党的宣言
１８０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３日〔１６日〕）

一

给《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９—１０期合刊上尼·罗—柯夫的文章

加上这样一个标题是合适的。

无论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失去象尼·罗—柯夫这样一个在革命

高潮时期曾经忠心耿耿、精力充沛地为工人政党服务过的人而感

到多么难受，但是事业的利益应当高于任何私人关系或者派别关

系，高于任何“美好的”回忆。事业的利益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

新取消派的宣言直率地、明确地、全面地说出了他的观点，这是很

有好处的。尼·罗—柯夫使我们可能并且不得不纯粹从思想的角

度提出关于“两个政党”这个极其重要的根本问题，而不去管任何

“冲突的”材料，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必去划分布尔什维克和孟

什维克。在罗—柯夫这篇文章发表后，再不能只象过去那样谈论取

消主义了，因为他已经把问题完全提到了更高的基础上。在罗—柯

夫这篇文章发表后，不能只谈取消主义了，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

一个只能想象的最完整的直接的实际行动计划。

尼·罗—柯夫首先阐述“俄国基本的客观任务”，然后对革命

作出估计，接着就分析当前形势，明确地谈到每一个阶级，最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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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清楚地描绘出新的“公开的工人政治协会”的整个面貌，据他说，

这种协会必须立即创立并“发挥实际作用”。总之，罗—柯夫自始至

终一直象一个多少意识到对自己的言行应负重大政治责任的人那

样在行动。应当为罗—柯夫说句公道话，他自始至终都在最彻底地

用自由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

就看看他的议论的出发点吧。他认为“完全不容怀疑和不容争

论的”是：“目前俄国基本的客观任务是彻底完成以文明的资本主

义来代替野蛮掠夺的、半农奴制的经营方式。”他认为，引起争论的

是：俄国是否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虽然没有排

除发生社会风暴的可能性，但是在最近的将来这种风暴却不是必

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我们认为完全不容怀疑和不容争论的是：这纯粹是自由派对

问题的提法。自由派只提出，“文明的资本主义”会不会出现，“风

暴”会不会发生。马克思主义者不允许只提出这一点，而要求分析

什么阶级，或者说什么阶级的阶层在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

执行着某种具体明确的路线，来实现这种解放，来建立比如说所谓

“文明的资本主义”的某种政治形式。无论在“风暴”时期或分明没

有风暴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执行着原则上不同于自由派的路

线，来建立真正民主的而不是一般“文明的”生活形式。自由派硬装

成超阶级的党派，说我们大家都追求“文明的资本主义”。而马克思

主义者对工人和所有民主派说，我们不应当象自由派所说的那样

来理解“文明”。

罗—柯夫在批评那些“认为我国革命没有成功”的“肤浅的观

察家”的时候，在我们面前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次更加突出的、典

型“教授式的”歪曲。罗—柯夫写道：“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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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抱怨诉苦，然后就精神消沉，背叛变节，沉湎于神秘主义。”“而

深思熟虑的观察家”知道，“反动派的狂暴行为常常反映出最深刻

的社会变化”，“在反动时期新的社会集团和新的社会力量正在形

成和成熟起来”。

罗—柯夫就是这样议论的。他居然会如此从庸人的角度（虽然

用的是学者的口吻）提出“背叛变节”的问题，以致俄国的反革命情

绪同一定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联系完全不见了。没有一个路标派

分子即最激烈的反革命自由派会否认在反动时期新的力量正在成

熟起来；没有一个参加撰写五大卷遭到孟什维克中的优秀人物屏

弃的取消主义著作的人会拒绝同意这一点。在我们这位历史学家

的著作中，我国反革命的具体面目和阶级性质都消失了，剩下的只

是陈腐的和空洞透顶的词句，说什么一些知识分子神经衰弱，另一

些知识分子有深思熟虑的观察力。至于对我国革命是怎样表现出

各个阶级的不同的行动方法和不同的意图的，为什么这引起了其

他的资产阶级对争取“文明”的斗争采取了“背叛变节的”态度这样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罗—柯夫却没有提到。

现在我们来谈谈主要的东西即谈谈罗—柯夫根据对各个阶级

的地位的估计所作出的对时局的估计。作者首先从“我国大土地占

有制的代表”谈起，他说：“不久前，他们中大部分曾经是〈曾经是！〉

真正的农奴主，典型的贵族地主。现在这种人还剩下少数，是最后

的莫希干人１８１。他们一小撮人还聚集在普利什凯维奇先生和马尔

柯夫第二先生的周围，软弱无力地〈！〉满嘴飞溅绝望的毒沫……杜

马中民族党人和右派十月党人所代表的我国大多数大土地占有者

（贵族和非贵族）正在逐步地坚定地转变为农业资产阶级。”

罗—柯夫就是这样“估计时局”的。不用说，这种估计是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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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嘲笑。事实上，“聚集在普利什凯维奇先生和马尔柯夫第二先生

周围的一小撮人”并不软弱无力，而是势力极大的。正是这一小撮

人的政权和收入在得到俄国目前的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的保证，

正是他们的意志在起最后的决定作用，正是他们才构成决定所谓

自下而上的官僚机构的整个活动方针和全部性质的因素。所有这

一切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正是这一小撮人在俄国占有统治地位

的事实非常明显和寻常，所以需要有自由派那种真正没完没了的

自我安慰才会忘掉这些事实。罗—柯夫的错误就在于，他可笑地过

高估计了农奴制经济向资产阶级经济的“转变”，这是一。第二，他

忘记了一个“细节”（正是这个“细节”把马克思主义者同自由派区

别开了），那就是：他忘记了政治上层建筑适应经济转变的过程的

复杂性和飞跃性。只要举出普鲁士的例子，就足以说明罗—柯夫的

这两个错误。在普鲁士，尽管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旧地主

经济向资产阶级经济的转变已经达到非常高的阶段，但是直到现

在，奥登堡家族和海德布兰德家族仍然势力极大，他们掌握着国家

政权，并且使自己的所谓社会成分充斥整个普鲁士君主国和整个

普鲁士官僚机构！在普鲁士，尽管资本主义得到了无比迅速的发

展，但是直到现在，从１８４８年过去了６３年以后，邦议会的选举制

度仍然是保障普鲁士的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极大势力的选举制

度。可是在１９０５年过去了６年以后，罗—柯夫就把俄国描绘成普

利什凯维奇之流已经“软弱无力”的一幅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美

景１８２！

但是问题正在于，对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美景，即对普利什

凯维奇式的转变的“坚定性”和“十分温和的资产阶级进步主义的

胜利”的描绘，是罗—柯夫全部议论的主旨。就拿他关于现代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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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议论来说吧。罗—柯夫说，“没有”比这个政策“更明显、更广

泛的材料可以证明”转变（农奴制经济向资产阶级经济的转变）了。

土地零散插花现象正日渐消除，而“消除２０个黑土地带农业省的

少地现象也不会有多大困难，并且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看

来，这个任务将通过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妥协来完成”。

“这种在土地问题上预先呈现出来的不可避免的妥协，现在已经有许多

先例……”

你们看，这就是罗—柯夫政治推论方法的完整标本。他先从消

除极端现象说起，而且不用任何资料，仅仅根据自己的自由派的好

心肠！他接着又说，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妥协是不困难的、也

是可能的。最后他说，这一类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用这样的方

法也许可以证明，无论在１７８８年的法国还是在１９１０年的中国，发

生“风暴”是不可能的和不必要的。当然，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

妥协是不困难的，如果承认马尔柯夫第二并不是单单在罗—柯夫

的好心肠的幻想中被消除掉的。但是承认这一点，就等于转到自由

派的观点上去了，而自由派担心没有马尔柯夫第二之流也能对付

下去，而且认为大家永远都会担心这一点。

当然，妥协“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第一个“如果”）没有马尔柯

夫之流；如果（第二个“如果”）工人和破产的农民在政治上还是沉

睡不醒。但是，还是要作出这样的假定：承认第二个“如果”，这是否

等于把愿望（自由派的）当作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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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不赞同把自由派的愿望或者自由派的假定当作现实，我

们作出了另一个结论：目前的土地政策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这是毫

无疑问的。但是，正因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仍旧是生活的主宰，他

们在掌握这个资产阶级政策，正因为这样，结果就使矛盾大大尖锐

起来，因此应当承认，至少在最近期间，妥协的可能性简直是不存

在的。

罗—柯夫继续往下分析：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过程是大工商业

资产阶级集中的过程。作者正确地指出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

人“互相让步”的情况，同时却作出结论说：“不要抱什么幻想，十分

温和的资产阶级‘进步主义’的胜利即将来到。”

在哪里胜利？对谁的胜利？是罗—柯夫刚才说的选举第四届

杜马的胜利吗？如果指的是这一点，那么这种“胜利”将是１９０７年

的六三选举法所规定的那些狭小的框框里的胜利。因此二者必居

其一：或者这种“胜利”不会引起任何浪潮，丝毫不会改变普利什凯

维奇之流实际上的统治；或者这种“胜利”将间接反映出民主主义

运动的高潮，而这个高潮不能不同上述“狭小的框框”和普利什凯

维奇之流的统治发生剧烈的冲突。

在这两种情况下，温和主义从在温和的框框里进行的选举中

得到的胜利，决不会使实际生活中的温和主义获得丝毫的胜利。问

题正在于罗—柯夫已经成了“议会迷”，这使他混淆了六三选举和

实际生活！为了向读者证明确有这种难以置信的事实，必须全文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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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罗—柯夫如下一段话：

“这种胜利之所以非常可能，是因为一大批看到‘破木盆’１８３幻想不能实

现而象庸人那样垂头丧气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无可奈何地向往温和的进步

主义。而农民在选举中又太软弱，这是由我国选举制的特点造成的，因为这种

选举制使省复选人委员会中占优势的土地占有者有可能选‘右派’当农民代

表。如果暂且把工人阶级搁在一边不谈，那么这就是目前俄国正在发生的社

会变化的情景。俄国决没有停滞不前或者向后倒退。新的资产阶级的俄国无

疑日益巩固并在向前迈进。从政治上批准混和进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保守

的农业资产阶级的即将到来的统治〈只有英国才是这样！〉的，是根据１９０７年

６月３日制定的选举规则成立的国家杜马〈我们先不同法国和普鲁士作比

较，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可见，把刚才所说的一切综合起来，就不得不承

认，俄国已经具备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缓慢的、使群众极为痛

苦的、但无疑是向前发展的一切前提。当然，发生风暴和动荡的可能性并没有

被排除，但是这种可能性不会象革命前那样变成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了。”

真是了不起的哲学。如果由于农民“在选举中太软弱”而把他

们搁在一边不谈，又把工人阶级干脆“暂且搁在一边不谈”，那么，

发生风暴的可能性当然就完全被排除了！而这就是说，如果用自由

派的眼光来看俄国，那就除了自由派的“进步主义”以外什么也看

不到。摘下你的自由主义的眼镜，你就会看到另一种情况。因为农

民在实际生活中所起的完全不是在六三选举制中的那种作用，所

以，“在选举中的软弱”就使所有农民同整个制度之间的矛盾更加

尖锐，而根本没有为“温和的进步主义”敞开大门。因为无论在一般

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俄国，特别是在经历了２０世纪头１０年的俄

国，决不能把工人阶级“搁在一边不谈”，所以，罗—柯夫的议论毫

不中用。因为统治我国的（无论在第三届杜马之内，或者在第三届

杜马之上）是普利什凯维奇派，他们受到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

之流的怨言的制约，所以，关于温和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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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的空谈，纯粹是自由派的催眠曲。因为古契柯夫之流和米

留可夫之流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除了用怨言就不能用别的什么

来对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统治，所以，新的资产阶级俄国同普利

什凯维奇之流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冲突的动力正是被追

随自由派的罗—柯夫“搁在一边不谈”的那些人。正因为米留可夫

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互相让步”，以迎合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所

以，区别民主派同自由派的任务就日益迫切地落在工人身上。尼·

罗—柯夫既不懂得俄国发生风暴的条件，也不懂得刚才指出的这

个甚至在分明没有风暴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任务。

庸俗的民主派会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有没有发生风暴。在马

克思主义者看来，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划分各阶级政治界限

的路线，这条路线不管有没有风暴发生都是一个样的。如果罗—柯

夫现在声明说，“工人应当在争取民主制度的斗争中担负起政治领

导的任务”，那么，他在他宣言中写下所有那些话以后再说这种话，

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这就等于说：罗—柯夫要资产阶级签字画

押，承认工人的领导权，而自己却向资产阶级签字画押，保证工人

放弃构成领导权内容的任务！罗—柯夫挖空了这个内容，然后又天

真地重复空洞的字句。罗—柯夫首先对时局作了估计，从这个估计

可以看出，他认为自由派掌握领导权是已经形成的、不可改变的、

不可抗拒的事实，可是后来他又硬要我们相信，他是承认工人阶级

的领导权的！

罗—柯夫说道，杜马的“现实”意义“并不小于第二帝国末期法国立法团

的意义，或者说，不小于上世纪８０年代普鲁士所特有的介于德意志帝国国会

和普鲁士邦议会之间的那种机构的意义”。

这种比较法是玩弄历史上的类似事件的典型例子，作这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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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是太不严肃了。在６０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早已完

全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面对面的搏斗即将来到，波拿巴主义

就是政权在这两个阶级之间进行周旋的表现。把这种情况拿来同

当代俄国比较是可笑的。第三届杜马更象１８１５年的无双议院１８４！

在８０年代的普鲁士，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全部完成的时代（这

次革命在１８７０年以前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此，所有的资产阶

级，直到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都满足了，都反动了。

也许罗—柯夫觉得，可以把法国立法团和帝国国会中的民主

派和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作用，拿来同第三届杜马中相应的代表的

作用加以比较吧？这样比较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比较恰恰驳斥了

罗—柯夫，因为格格奇柯利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彼得罗夫第

三①洗笏龄秩菊的行为，表明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些阶级的力量、自

信和斗争的决心，以致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妥协”不仅是难以想

象的，而且被完全排除了。

三

应当特别详细地谈谈罗—柯夫对各阶级的作用的估计，因为

我们绝对分歧的思想根源正在这里。罗—柯夫（应当给他说句公道

话）十分大胆地、坦率地作出的实践结论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

些结论如何把作者的“理论”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的。罗—柯夫把

５０４自由派工党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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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公开的工人政治组织的可能性问题同对时局的估计和对

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的估计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但

是糟糕的是，他避而不谈实际生活中的这些改变，只能向我们提出

善良无比的教授式的三段论法：要向“文明的资本主义”过渡，必须

以建立公开的工人政治组织“为前提”。在纸上写下这种话是轻而

易举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俄国的政治制度决不会因此而变成

“文明的”制度。

“进步主义，哪怕是最温和的进步主义，无疑一定会扩大现存

的过于狭小的框框。”我们对这一点的回答是，只要决不是立宪民

主党人的分子还没有用决不是杜马的方式活动起来，第四届杜马

中立宪民主党人的进步主义就一定不会也不能“扩大”任何东西。

罗—柯夫在谈到公开的和广泛的工人政治组织时说道：“没有这种组织，

斗争就必然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这不仅对工人阶级是有害的，对文明的

资产阶级也是有害的。”

这段话的后一部分我们就不谈了，以免由于进行评述而冲淡

了“妙论”。至于前一部分，从历史上看是不正确的：１８７８—１８９０年

的德国没有无政府主义，尽管当时并没有“公开的和广泛的”政治

组织。

其次，罗—柯夫提出建立公开的工人政治“组织”的具体计划，

并且建议首先建立“保障工人阶级利益政治协会”，这也是做得十

分正确的。说他做得正确，是因为只有好说空话的人才会长年累月

地空谈建立“公开的”政党的可能性，而不采取任何简单的正常的

步骤来公开政党。罗—柯夫自始至终都象是一个实干家，而不象是

一个讲空话的人。

但是，他的所谓“行动”是自由派的行动，他“展开”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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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文章，第３５页）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旗帜。在罗—柯夫要创

立的协会的纲领中，是用不着写上“新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

制的基础上的”等等的。其实承认这一伟大的原则，过去没有妨碍

上世纪６０年代一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执行“君主制普鲁士式的

工人政策”，现在也没有妨碍拉姆赛·麦克唐纳（英国的对社会主

义运动“独立的”工党领袖）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而罗—柯夫在谈

到我国当前时期的政治任务时，恰恰系统地说明了自由派的原则。

罗—柯夫现在“展开”的“旗帜”早就被普罗柯波维奇之流、波特列

索夫之流、拉林之流先生们展开了，而且这面旗帜愈“展开”，每一

个人就愈明白，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派的一块破烂不堪的脏抹布。

罗—柯夫一再说服我们，“这里没有一点点空想”。这就不得不

改写一句名言来回答作者：你是个大空想家，但是，你的空想很小。

的确，如果不用玩笑来回答这种显然不严肃的话，那也许是不严肃

的。在绝对和平的、循规蹈矩的、非政治性的工会都遭到查封的时

期，居然认为建立公开的工人政治协会不是空想！对各阶级的作用

从“头”到“尾”作了自由派的估计，却硬说这一点上没有爬入改头

换面的托尔马乔夫主义的制度！善良的罗—柯夫热心地说道：“这

里没有鼓吹任何暴力，既没有一句话、也没有一个主张谈到暴力变

革的必要性，因为实际上也决没有这种必要性。如果有人受了反动

的疯狂行为的蒙蔽，居然想控告这个‘协会’的成员有进行暴力变

革的意图，这种无意义的、无根据的、法律上不能成立的控告所构

成的全部严重后果，就会落到控告者本人头上！”

尼·罗—柯夫说得多娓娓动听！完全象彼·伯·司徒卢威先

生一样，这位先生在１９０１年曾把同样可怕的响雷猛击到地方自治

机关的迫害者的“头上”１８５。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尼·罗—柯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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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告他的杜姆巴泽之流证明，由于他现在没有任何“主张”，所以法

律上不能成立的控告所构成的严重后果，就会落到杜姆巴泽之流

自己头上。对，对，在我国还没有议会，但是议会迷却比比皆是。很

明显，如果由于出了差错，没有把与会者在开会前分别发送到各个

凉快的地方去，那么象马克思主义者格格奇柯利①洗笏龄秩菊，或

者甚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忠诚的民主派彼得罗夫第三这样的

会员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就会立刻被清除出新协会……

《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取消派”感到高兴的是，罗—柯夫站在

他们一边。兴高彩烈的取消派没有充分估计到变成取消派的尼·

罗—柯夫拥抱他们的热烈程度。他的拥抱非常热烈，非常有力，以

至可以担保：取消主义将会被罗—柯夫的热烈拥抱扼杀，就象工人

代表大会过去被尤·拉林的热烈拥抱扼杀一样。尤·拉林当时能

用这种扼杀的办法干下这种不流血的谋杀，仅仅是因为在他的小

册子出版后，人们都已提心吊胆（其实由于怕难为情），再也不敢维

护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这一主张了。罗—柯夫在《我们的曙光》杂志

上发表了取消派的新“宣言”后，人们也会提心吊胆（其实由于怕难

为情），不敢维护建立公开的取消派政党这一主张。

而在这种主张中（最后应当多少同意一点罗—柯夫的意见！），

只有“一点点”非空想的东西。亲爱的，摘下你的教授眼镜，你就会

看到你准备“真正建立”（在你的训诫的严重后果“落到”梅姆列佐

夫１８６之流的“头上”之后）的“协会”已经建立了两年。你已经是这个

协会的一员了！这个“保障工人阶级利益协会”就是《我们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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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作为思想集团，而不是作为印刷装订的概念）。建立公开的和

广泛的工人组织是空想，但是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公开的”和坦

率直言的杂志绝对不是、绝对绝对不是空想。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

来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每一个仍是马克

思主义者的人都会亲眼看到，他们的“协会”是按自由派的方式保

障自由派所理解的工人阶级利益的协会。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３日《明星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３２号 第２０卷第３９６—４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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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自由派工党的宣言》的报告提纲

（不晚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４日〔２７日〕）

１．为什么要给《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９—１０期合刊上尼·罗日

柯夫的文章加上这样一个标题，并且要非常认真地加以分析？在不

去管一切“冲突的”材料、不去管“纠纷”的情况下搞清工人运动中

两条路线和“两个政党”问题的可能性。

２．“自由日子里的社会民主派”的典型。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

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罗日柯夫是一个典型；他的文章通篇都是用自

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

３．从自由派（罗日柯夫）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当代俄国农

奴主的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十二月决议”（１９０８年）。

４．民主派对（斯托雷平）“通过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妥协”

来解决土地问题的态度。

５．在俄国，“十分温和的资产阶级进步主义的胜利”是否即将

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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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当代俄国和第三届杜马同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法国、同立法

团以及同８０年代的普鲁士相比较。

７．“旧的口号”已经变成“僵化的字眼”了吗？

８．为什么罗日柯夫建立的“保障工人阶级利益协会”是按自由

派的方式保障自由派所理解的工人阶级利益的协会？

９．对比：尤·拉林对工人代表大会的态度同尼·罗日柯夫对

合法的取消派政党的态度一样。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工人报》小组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印发的关于该报告的公告 第２０卷第４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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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８号。

  《社会民主党人报》（《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

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于１９０８年２月在俄国创刊，第２—３２号（１９０９年

２月—１９１３年１２月）在巴黎出版，第３３—５８号（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９１７年

１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５８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

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１９１１年６

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１２月起《社

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８０多篇文章和短评。

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

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

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

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

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

量。——１。

２ 《俄罗斯新闻》（《 》）是俄国报纸，１８６３—１９１８年在莫

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

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７０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

之一。８０—９０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１８９８年和

１９０１年曾经停刊。从１９０５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１９１７年

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１。

３ 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

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１９０６年４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

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

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

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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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１９１７年６月与

人民社会党合并。——１。

４ 《莫斯科呼声报》（《 》）是俄国十月党人的机关报（日报），１９０６

年１２月２３日—１９１５年６月３０日（１９０７年１月５日—１９１５年７月１３

日）在莫斯科出版。十月党人领袖亚·伊·古契柯夫是该报的出版者和第

一任编辑，也是后来的实际领导者。该报得到俄国大资本家的资助。——

２。

５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

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１９０５年１０月成立。中央

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

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

·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

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

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１９０６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

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

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

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

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居于领

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

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

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

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

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

子大多数逃亡国外。１９２１年５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

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２。

６ 《言语报》（《 》）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１９０６年

２月２３日（３月８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

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

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

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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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８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

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１９１８年８月最终

被查封。——２。

７ 《俄国报》（《 》）是一份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１９０５年１１月—

１９１４年４月在彼得堡出版。从１９０６年起是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受由

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列宁称《俄国报》是“卖身求荣的

警察报纸”。——２。

８ 指第三届国家杜马。

  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１６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

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１１月１日（１４日）召开

的，存在到１９１２年６月９日（２２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４４２人，先后

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１９１０年３月起）和

米·弗·罗将柯（１９１１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

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

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４４２名代表中，有右派１４７名，

十月党人１５４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７名，波兰代表联盟１１名，进

步派２８名，穆斯林集团８名，立宪民主党人５４名，劳动派１４名，社会

民主党人１９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

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

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

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

脱离革命。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

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

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

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３年，直到１９１１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

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１９０３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１９１２

年３月５日（１８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

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

地法，于１９１０年批准了以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２２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

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

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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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

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

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

多，在最初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

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

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２。

９ 十月党人是俄即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

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

翼。该党于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１７日宣言。十

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

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

·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

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

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掠

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

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

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２。

１０ “进步派”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集团，由第三届国

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党和民主改革党的代表联合组成。出于害怕爆发新

的革命的动机，“进步派”批评沙皇政府的“极端行为”，认为政府不肯

让步造成了左派革命力量活动的条件。在１９１２年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

中，“进步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了联盟。“进步派”杜马代表在第三届

杜马初期是２８名，末期增加到３７名，到了第四届杜马又进一步增至４８

名。

  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１１—１３日，“进步派”在彼得堡召开代表大会，组成

独立政党——进步党。该党纲领的要点是：制定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微

的改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称这

个纲领为民族主义自由派纲领，认为进步党人按其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

是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该党将成为德国也有的那种“真

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党。进步党的首领中有著名的大工厂主亚·

伊·柯诺瓦洛夫、帕·巴·里亚布申斯基、弗·巴·里亚布申斯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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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和地方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尼·尼·

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德·尼·希波夫、马·马·柯瓦列夫

斯基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政府，倡议成立军事

工业委员会。１９１５年夏，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

步同盟”，后于１９１６年退出。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首领加

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

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原进步党首领积极反对苏维

埃政权。——４。

１１ 波兰代表联盟是俄国国家杜马中波兰代表的联合组织，它的领导核心是

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党员。波兰代表联盟在杜马策

略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支持十月党。——４。

１２ 第一届杜马（第一届国家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

维特制定的条例于１９０６年４月２７日（５月１０日）召开的。

  在１９０５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

了１０月１７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

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

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１１日，沙皇政府公布了

《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

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

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

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

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１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

的３票、农民的１５票、工人的４５票。工人选民团的复选人只占国家杜

马全部复选人的４％。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２５岁的青年、

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５０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

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

般是二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

制。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

１９０６年２月２０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

的法案的权力。１９０６年４月２３日（５月６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

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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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１９０６年２—３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

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终究召集起来时，列

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

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被选入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共４７８人，其中立宪民主党１７９人，

自治派６３人（包括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民族

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成员），十月党１６人，无党派人士１０５人，劳动派９７

人，社会民主党人１８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

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

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

于５月８日（２１日）提出的由４２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

土地占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

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５月

２３日（６月５日）提出的“１０４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

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

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

政府的愿望。１９０６年７月９日（２２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

马。——５。

１３ 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于１９１０年９月１８—２４日举行。大会

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巴登邦议会的社会民主党代表违反党纪的问题；为

争取普鲁士的普选权而斗争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巴登邦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不顾历届党

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对资产阶级政府的预算投了赞成票。马格德堡代

表大会以２８９票对８０票的压倒多数谴责了巴登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

义策略。巴登社会民主党人随即声明他们今后仍将保留不服从代表大会

决定的权利。针对这个声明，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宣

布：任何人如违反党代表大会关于表决预算的决定将立即予以开除出

党。在通过这项决议前巴登代表示威性地退出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关于为争取普鲁士普选权而斗争的问题的讨论是德国社

会民主党内以罗·卢森堡为一方和以卡·考茨基为另一方进行的一场

８１４ 列 宁 全 集  第 二 十 卷



争论的继续。１９１０年春天，由于普鲁士争取实行普选权的群众运动的高

涨，德国社会民主党遂面临着关于斗争策略和宣布群众罢工的可能性问

题。卢森堡主张无产阶级采取进攻策略，认为它已成熟得足以举行群众

性政治罢工了。考茨基则建议不采取开展群众运动的方针，而采取在当

时即将举行的帝国国会选举中竞选和开展党的议会活动的方针。代表大

会通过了卢森堡提出的对党执行委员会决议的补充，承认政治总罢工是

为争取普鲁士实行选举改革而斗争的手段。——１０。

１４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

斯麦政府从１８７８年１０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

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

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

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１０００多种书刊被查禁，３００多个工人组织被解

散，２０００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

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

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

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１８９０年１０月被废除。——１２。

１５ 民族自由党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党民族自由党的成员。该党是１８６６年

由分裂出来的进步党的右翼组成的，起初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

１８７１年起成为全德资产阶级的政党。民族自由党是容克－资产阶级联

盟的支柱之一。它的纲领规定实行公民平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德国工人运动加强的情况下，该党就不再为这些

要求而斗争，仅满足于奥·俾斯麦的不彻底的改革。它积极支持殖民扩

张和军备竞赛以及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力求实现德国垄断组织的掠夺纲领。１９１８年德国十一月革命

后，该党不复存在。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德国人民党。——１３。

１６ 《社会主义月刊》（《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ｈｅｆｔｅ》）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

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１８９７—１９３３年在柏林出

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

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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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这句话引自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２２卷第２９２页）。恩格斯在《卡·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重复了这一思想（同上，第６１０—６１１

页）。——１６。

１８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是俄国孟什维克的

国外机关报，１９０８年２月—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共

出了２６号（另外还于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９１２年７月出了《〈社会民主党人

呼声报〉小报》６号）。该报编辑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

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

主党人呼声报》从创刊号起就维护取消派的立场，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

护。普列汉诺夫于１９０８年１２月与该报实际决裂，１９０９年５月１３日正

式退出该报编辑部。此后该报就彻底成为取消派的思想中心。

  《生活》杂志（《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

治刊物，１９１０年８月和９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两期。

  《复兴》杂志（《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刊物

（双周刊），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１９１０年７月在莫斯科出版。为该杂志撰稿的

有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亚·马尔丁诺夫等。——１７。

１９ 《新时代》杂志（《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１８８３—

１９２３年在斯图加特出版。１８９０年１０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１９１７年

１０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１８８５—１８９５年间，杂志

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

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

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

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

俄国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

主义立场，１９１０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１７。

２０ 库庞先生（库庞是俄文 的音译，意为息票）是１９世纪８０—９０年

代俄国文学作品中用来表示资本和资本家的借喻语，这个词是俄国作家

格·伊·乌斯宾斯基在随笔《罪孽深重》中用开的。——２３。

２１ 正教院是俄国管理正教事务的最高国家机关，建立于１７２１年，当时称圣

执政正教院，与参议院的地位相等。正教院管理的事项有：纯粹宗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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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事项（解粹教义、安排宗教仪式和祈祷等），教会行政和经济事项

（任免教会负责人员，管理教会财产等），宗教法庭事项（镇压异教徒和

分裂派教徒、管理宗教监狱、检查宗教书刊、审理神职人员案件等）。正

教院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宗教人士中任命，另外从世俗人士中任命正教院

总监，对正教院的活动进行监督。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撤销了正教

院。正教院后来作为纯教会机构重新建立，是莫斯科和全俄总主教下的

咨询机关。

  列·尼·托尔斯泰于１９０１年被正教院革除教籍，原因之一是他在

小说《复活》中对教会礼仪作了尖锐的批判。——２４。

２２ 路标派是指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

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

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

谢·路·弗兰克。１９０９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

章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

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维

·格·别林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德

·伊·皮萨列夫等人的观点和活动。他们诬蔑１９０５年的革命运动，感谢

沙皇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救

了出来。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

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９卷第１６７—１７６

页）。——２５。

２３ 《新时报》（《ＨｏｂｏｅＢｐｅｍ》）是俄国报纸，１８６８—１９１７年在彼得堡出版。

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采取进步自由主

义的方针。１８７６—１９１２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

最没有原则的报纸。１９０５年起是黑帮报纸。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

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６

日（１１月８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

型。——２５。

２４ 指１９１０年１月２—２３日（１月１５日—２月５日）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所谓“统一的”全体会议。

  关于巩固党及其统一的途径和方法问题，１９０９年秋天就特别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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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出来了。１９０９年１１月，列宁根据《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

决定，提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和结成联盟以便共同反对

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计划。调和派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

夫、阿·伊·李可夫违抗列宁的计划，力图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呼

声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布尔什维

克党。中央委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维·巴·诺根也表现出调和主

义的动摇。由于党内和俄国国内的既成局势迫切要求解决与联合党的力

量有关的各项问题，布尔什维克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１日（１４日）致函中央

委员会国外局，声明必须在最近期间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取消派、波兰王国和

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前进派等派别和集团

的代表。列·达·托洛茨基代表维也纳《真理报》出席。格·瓦·普列

汉诺夫托词有病没有到会，因此，会上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

  全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的工作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工作报告；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中央委

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内状况；关于召开下届全党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章程；其他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占多数。列宁和他的拥护者经过

紧张斗争，在有些问题上达到了目的，但由于调和派搞妥协，也不得不

作一些局部的让步，包括组织问题上的让步。会议的决议最终具有折中

性质。

  在讨论党内状况问题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在托

洛茨基分子支持下，竭力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列宁在会议上对机

会主义和调和派进行了顽强斗争，坚决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贯彻布尔

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在他的坚持下，全会通过的《党

内状况》这一决议，乃是１９０８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谴责取消主义、无

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决议的继续。

尽管调和派和各民族组织的代表因受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

基分子的压力而同意不在决议中提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名称，全会决议仍

然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承认这两个派别的危险性和同它们斗争

的必要性。

  全会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反映了一些取消派的观点，但是

承认必须召开代表会议，因此仍具有重要意义。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决

２２４ 列 宁 全 集  第 二 十 卷



议展开了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

  在全会上，调和派违反列宁的意旨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把孟什维

克呼声派（取消派）而不是把孟什维克护党派安排进党的中央机关。全

会还决定资助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并派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加米

涅夫参加该报编辑部，担任第三编辑。全会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

《无产者报》停刊，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移交中央委员会，其余

部分交第三者（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保管，并由第三

者在两年内将它移交给中央会计处，条件是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自己的

派别中心并停止出版自己的派别机关报。在《关于派别中心的决定》中，

全会指出“党的利益和党的统一的利益要求在最近停办《社会民主党人

呼声报》”。然而全会也只限于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口头允诺而已。

  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我行我素，拒绝服从全会

的决定。因此，１９１０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不受一月全会上各派

通过的协议的约束，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工人报》，争取召开新的全

体会议并要求归还交由中央暂时支配的他们自己的财产和资金。

  一月全会的记录已经失落。关于全会的工作以及会上同取消派、前

进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调和派的斗争，详见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一文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９卷第２３６—３００页）。——２７。

２５ 召回主义是１９０８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主要

代表人物有亚·亚·波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

柯洛夫（斯·沃尔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

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掩护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

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宣称在反动条件下

党只应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主义的变种是最后通牒主义。最后通牒

派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团必须无条件服从

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否则即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召回派的政

策使党脱离群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宗

派组织。

  同召回派的斗争是从１９０８年春天开始的。１９０８年３—４月在讨论

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头５个月工作总结时，莫斯科的一些区

通过了召回主义的决议。５月，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召回派提出

的决议案仅以１８票对１４票被否决。１９０８年６月４日（１７日）《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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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第３１号发表了莫斯科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并根据列宁的建议从这一

号起开始讨论对杜马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与此同时，在

各个党组织的内部都同召回派展开了斗争。１９０８年秋，在彼得堡党组织

选举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制定了一

个特别纲领，作为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由于这个决议案在

各个党组织得不到广泛支持，召回派才未敢在代表会议上公开提出自己

的特别纲领。在代表会议以后，根据列宁的意见，《无产者报》登载了召

回派的这个纲领。列宁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召回主义进行批判。

  召回派的领袖人物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还同孟什维克取消

派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一起在报刊上攻击马克思主义

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卢那察尔斯基并宣扬必须

建立新的宗教，把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

  １９０９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组成发起小组，在意大利卡

普里岛创办了一所实际上是反党派别中心的党校。１９０９年６月，《无产

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号

召布尔什维克同这些违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反党派别进行最坚决的斗

争。在这次会议上，召回派的鼓舞者波格丹诺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的

队伍。——２７。

２６ 指“前进”集团的成员。

“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集团。它

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回

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１９０９年１２月在它们的派别活动中心卡普里

党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集团出版过《前进》文集等刊物。

  前进派在１９１０年一月中央全会上与取消派－呼声派以及托洛茨基

分子紧密配合行动。他们设法使全会承认“前进”集团为“党的出版团

体”，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对该集团刊物的津贴，在全会以后却站在召回派

－最后通牒派的立场上尖锐抨击并且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１９１２年党

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前进派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

起来反对这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由于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前进”集团于１９１３年实际上瓦解，

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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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工人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不合法的通俗机关报，

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２日）—１９１２年７月３０日（８月１２日）在

巴黎不定期出版，共出了９号。创办《工人报》的倡议者是列宁。出版

《工人报》则是在１９１０年８月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社会民主

党杜马党团代表等）的联席会议正式决定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列宁、格

·瓦·普列汉诺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亚·米

·柯伦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古·波列塔耶夫、伊·彼·波

克罗夫斯基等。

  列宁是《工人报》的领导者。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列宁、季诺维也

夫和加米涅夫。积极为该报撰稿的有谢·伊·霍普纳尔、普·阿·贾帕

里泽、尼·亚·谢马什柯、斯·格·邵武勉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是编辑部秘书。马·高尔基曾给该报巨大的物质上的帮助。在国外的各

布尔什维克团体中成立的《工人报》协助小组给予该报极大的物质支援，

并协助运送报纸到俄国。该报登载过１１篇列宁的文章。该报很受俄国工

人欢迎，印数达６０００份。工人们纷纷为该报募损，并积极给该报写稿。

该报在《党的生活》、《各地来信》两栏经常刊登工人和地方党组织的来

信和通讯。

  《工人报》完成了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

国代表会议的巨大工作。这次代表会议在特别决定中指出《工人报》坚

定不移地捍卫了党和党性，并宣布《工人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

委员会正式机关报。——２７。

２８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１—２７日

（１９０９年１月３—９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２４名代表，其

中有表决权的代表１６名：布尔什维克５名（中部工业地区代表２名，彼

得堡组织代表２名，乌拉尔组织代表１名），孟什维克３名（均持高加索

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波兰社会民主党５名，崩得３名。布尔什维克另

有３名代表因被捕未能出席。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

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

大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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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党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的统一；

国外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

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

大的胜利。代表会议在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

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

不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

反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

想已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７卷第３２９—

３３９页），并稍作修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在讨论列宁的决议草案

时，孟什维克建议要在决议里指出，专制制度不是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

制，而是在变成财阀君主制，这一修改意见被绝大多数票否决；召回派

则声明他们不同意决议草案的第５条即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进行宣传

鼓动那一条，但同意其他各条，因此投赞成票。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

论集中在是否在决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

有无否决权这两点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

社会党的做法作为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

党团活动的条件，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

中指出。列宁在发言中对召回派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

取消派，他们和取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

什维克的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

的具体措施。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其

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

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

上，代表会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

了孟什维克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

中央机关报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

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２８。

２９ 马赫主义者即经验批判主义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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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说：“马赫主义者这个名词比较简短，而且在俄国的著作中已经通

用，我将到处把它作为‘经验批判主义者’的同义语来使用。”（见《列

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８卷第１３页）

  经验批判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在西欧广泛流行，创始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

和德国哲学家理查·阿芬那留斯。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俄国社会民主

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一些马赫主义

者，其代表人物是孟什维克中的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

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

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俄国马赫主义者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幌子，实际上

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中揭露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反动实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免遭修正主

义者的歪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３０。

３０ 指俄国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１９０９年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办的

一所学校。

  １９０８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召回派、最后

通牒派和造神派就以“给工人办一所党校”为名，着手建立他们自己的

派别中心。１９０９年春，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领袖亚·亚·波

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组成了创办

这所“学校”的发起人小组。他们援引代表会议关于必须“从工人中培

养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领导者”这一指示作幌

子，把马·高尔基和著名工人革命家尼·叶·维洛诺夫拉进他们的小

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揭露了召回派办的这所学校的反布尔什

维克的派别性质，指出这所学校的组织者所追求的“不是作为党内一个

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目的，而是自己小集团的特殊的思想政治目

的”，坚决谴责卡普里学校是“一个脱离布尔什维克的派别的新中心”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９卷第３８—３９页）。

  尽管如此，波格丹诺夫派还是利用了那几年工人强烈要求接受党的

教育的愿望，通过一些党的中央机关负责人同俄国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地

方组织取得联系，在召回派，特别是召回派在莫斯科的领袖安·弗·索

柯洛夫（斯·沃尔斯基）的协助下，由各地方组织给它派了１３名学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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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这所学校于１９０９年８月开学。在该校讲课的有波格丹诺夫，阿列克

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马·尼·利亚多夫、米·尼·波克罗

夫斯基和瓦·阿·杰斯尼茨基。列宁回绝了该校的组织者要他到卡普里

去当讲课人的建议。

  １９０９年１１月该校发生了分裂。以学校委员会成员维洛诺夫为首的

一部分学员同波格丹诺夫派划清界限，向《无产者报》编辑部揭露该校

讲课人的反党行为，因而被开除。他们于１１月底应列宁的邀请来到巴

黎，听了一系列讲座，其中有列宁讲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

  １９０９年１２月，该校的讲课人和留在卡普里的学员一起组成了反布

尔什维克的“前进”集团。

  列宁在《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和《可耻的失败》两文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９卷第７３—１０７和１３０—１３２页）中详述了该校

的历史，并对它作了评论。——３０。

３１ １６人集团是指在一封公开信上签名的１６名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这封

公开信是为答复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９期

（１９０９年８月）上对取消派及其首领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批评而写

的，发表于《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１９—２０号合刊（１９１０年１—２

月）。列宁称它是“将象赫罗斯特拉特那样有名的”文件（参看《列宁全

集》第２版第１９卷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及其同伙的集团是指以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

约·安·伊苏夫（米哈伊尔）、康·米·叶尔莫拉耶夫（罗曼）、彼·阿

·勃朗施坦（尤里）为首的集团。伊苏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

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叶尔莫拉耶夫和勃朗施坦是这次代表大会选出

的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１０年初，他们拒绝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布尔什维克

委员请他们参加俄国局的工作的建议，并且声称中央委员会的存在是有

害的。——３１。

３２ 即孟什维克护党派。

孟什维克护党派是孟什维克队伍中的一个在组织上没有完全形成的派

别，于１９０８年开始出现，为首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１９０８年１２月，

普列汉诺夫同取消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决裂；为了同

取消派进行斗争，１９０９年他恢复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这一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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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９年在巴黎、日内瓦、圣雷莫、尼斯等地成立了孟什维克护党派的小

组。在俄国国内，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基

辅，巴库都有许多孟什维克工人反对取消派，赞成恢复秘密的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普列汉诺夫派在保持孟什维主义立场的同时，主张保存和巩

固党的秘密组织，为此目的而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联盟。他们同布尔什

维克一起参加地方党委员会，并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报》、《明星报》撰

稿。列宁的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策略，扩大了布尔什维克在合法工

人组织中的影响。

  １９１１年底，普列汉诺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他打着反对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分裂的旗号，企图使布尔什维克

党同机会主义者和解。１９１２年普列汉诺夫派同托洛茨基派分子、崩得分

子和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

３１。

３３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由１９０８年８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

会议批准成立的，是从属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全党的国外代表机构，

由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任务是与在俄国国内活动的中央委员

会和在国外工作的中央委员保持经常联系，监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

各协助小组以及代表它们的国外中央局的活动，收纳国外组织上缴中央

委员会会计处的钱款，并为中央委员会募捐。为了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国外各协助小组联合起来，使其服从全党的统一领导，１９０８年８月召开

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责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这些小组的专门代

表大会。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控制的国外中央局的阻挠，在１９０９

年整整一年内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未能召集起这个代表大会。１９１０年中

央委员会一月全会改组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限定它的职能为领导党的

一般事务，同时相应地加强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权力。中央委员会国

外局改由５人组成，其中有各民族组织中央委员会的代表３人，布尔什

维克代表１人和孟什维克代表１人。后来取消派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

成员中占了多数。他们极力破坏党中央机关的工作，阻挠召开中央委员

会全会。布尔什维克代表尼·亚·谢马什柯被迫于１９１１年５月退出中

央委员会国外局。

  １９１１年６月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作出了

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政治路线的决议，指出国外局走上了反党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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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派别策略的道路，决定把国外局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提交最近召开的

中央委员会全会解决。１９１１年１１月，波兰社会民主党从中央委员会国

外局召回了自己的代表，随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召回了自己的代

表。１９１２年１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自行撤销。——３２。

３４ 《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一文发表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

的半合法报纸《我们的道路报》第７号，该报于１９１０年５月３０日（６月

１２日）—１９１１年１月９日（２２日）在莫斯科出版。——３９。

３５ 这里说的是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唁电，电报是发往列

·尼·托尔斯泰的逝世地阿斯塔波沃、给托尔斯泰的密友和信徒弗·格

·切尔特科夫的。电文说：“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谨表达俄国的和整个国

际的无产阶级的情感，对天才的艺术家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这位艺

术家是反对官方教会观点的毫不调和的无敌战士，是曾大声疾呼反对死

刑的专横与奴役之敌和被迫害者之友。”——３９。

３６ “希特罗夫人”意为流动工人，因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而得名，那里从１９

世纪６０年代起是季节工人待雇的处所。——４１。

３７ 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俄国活动的

机构，其成员是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

委员。俄国委员会起初于１９０８年８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上

成立，由５人组成（１名孟利维克、１名布尔什维克、３名民族组织代

表）。根据１９１０年中央一月全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章程，俄国委员会改

由７人组成（４名中央委员和３名民族组织代表）。章程还规定，俄国委

员会拥有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权力和自行增补委员的权利，中央一月全会

后，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俄国局尽一切努力召集俄国委员会，但由

于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怠工而始终未能成功。——４２。

３８ 这里说的是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成员中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的代表。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１８９３年７月，最初称波兰王

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

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１９００年８月，该党和立陶宛工

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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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

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判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

革命运动的功绩。１９０６年４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

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

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

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

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１９１８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

表苏维埃。１９１８年１２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

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４４。

３９ 这里说的是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和崩得的代表。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原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于１９０４

年６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１９０５年６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

会，通过党纲。１９０５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

装起义。在１９０６年４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

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

疆区社会民主党。

  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１８９７年９月在维尔

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

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

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１８９８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

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

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

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１９０６年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１９０１年起，崩得是

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

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

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

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

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１９２１年３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

国共产党（布）。——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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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指尼·亚·谢马什柯。——４４。

４１ 指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１９１０

年８月２８日—９月３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南北美洲、

南部非洲和澳洲３３个国家的８９６名代表。同奥地利、英国、德国、法国

一样，俄国在大会上拥有２０票，其中社会民主党（包括立陶宛和亚美尼

亚社会民主党）１０票，社会革命党７票，工会３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亚·米·柯伦泰、阿

·瓦·卢那察尔斯基等。

  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合作社与党的关系、

国际团结和工会运动的统一等问题。为了预先讨论和草拟各项问题的决

议，大会成立了５个委员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工会、国际团结和

奥地利工人运动统一委员会；反战委员会；工人立法和失业问题委员会；

关于社会党统一，关于死刑，关于芬兰、阿根廷、波斯等各种问题的决

议制订委员会。

  列宁参加了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代表大会就合作社在无产阶

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以及合作社与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

系问题展开了争论，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对无产阶级合作社的任务作了

一个基本正确的规定”（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９卷第３４６页）。

  代表大会通过的《仲裁法庭和裁军》这一反战问题的决议重申了

１９０７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军国主义与国际冲突》决议，要求各国社

会党人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推翻资产阶级。决议还责

成各国社会党及其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下列要求：必须把各国间的一切冲

突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解决；普遍裁军；取消秘密外交；主张各民族都有

自决权并保护它们不受战争侵略和暴力镇压。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反对战

争的威胁。

  为了团结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大会期间倡议召开了出席

代表大会的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与会者有法国的茹·盖得和

沙·拉波波特，比利时的路·德·布鲁凯尔，德国的罗·卢森堡和埃·

武尔姆，波兰的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西班牙的巴·伊格莱

西亚斯，奥地利的阿·布劳恩，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

  代表大会期间，还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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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什维克护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代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尼·古·波列塔耶夫等。在会议上达成了关于出版

合法的和非法的机关报以及孟什维克护党派为两者撰稿的协议。

  鉴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在大会期间刊出了列·

达·托洛茨基诽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匿名文章，普列汉诺夫和波兰社

会民主党代表阿·瓦尔斯基（阿·绍·瓦尔沙夫斯基）以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代表名义，列宁以中央委员会代表

和社会党国际局委员名义，联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抗

议。——４５。

４２ 《真理报》（《 》）是托洛茨基派的派别报纸，１９０８—１９１２年出版，

开头３号在利沃夫出版，后来在维也纳出版，共出了２５号。除前两号作

为斯皮尔卡（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出版外，该报不代表俄国

的任何党组织，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一家“私人企业”。该报编辑是列

·达·托洛茨基。

  该报以“非派别性”的幌子作掩护，从最初几号起就反对布尔什维

主义，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宣扬革命者同机会主义者共处于一党

之中的中派理论。１９１０年中央一月全会后，该报采取赤裸裸的取消派立

场，支持反党的“前进”集团。中央一月全会决定派遣列·波·加米涅

夫为中央代表参加该报编辑部。由于该报根本不理会全会决议，双方不

断发生摩擦和冲突，加米涅夫被迫于１９１０年８月退出。１９１２年，托洛

茨基及其报纸成了反党的八月联盟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４５。

４３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

产生于１８９０年。核心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主要领导人有

麦克斯·席佩尔、布鲁诺·维勒、保尔·康普夫麦尔、保尔·恩斯特等。

青年派奉行“左”倾机会主义，否定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的立法活动，反

对党的集中制领导，反对党同其他阶级和政党在一定条件下结成联盟。

恩格斯同青年派进行了斗争。当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企图宣

布恩格斯和反对派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斯给了他们有力回击，指出他

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２２卷第８１页）。１８９１年１０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

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从此结束了青年派在党内

的活动。——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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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地方官是沙皇俄国农村中管理行政和司法的公职人员，其职权是监督农

民社会管理机关的活动和农民案件的初审。按照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２日的法

令，地方官由省长从拥有不动产的世袭贵族中任命，并由内务大臣批准。

实行地方官制度是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反动措施之一，目的在于加强领

地贵族在废除农奴制后的农村中的作用。——７４。

４５ 第二届国家杜马于１９０７年２月２０日（３月５日）召开，共有代表５１８人。

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

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

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

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

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５４名，立宪民主

党和靠近它的党派９９名，各民族代表７６名，无党派人士５０名，哥萨克

集团１７名，人民社会党１６名，社会革命党３７名，劳动派１０４名，社会

民主党６５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

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

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

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

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

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

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

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

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解散杜马。１９０７年６月

３日（１６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同时颁布了保证

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能在国家杜马中占绝对多数的新选举法。这一政变标

志着俄国历史上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７７。

４６ 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１８９５年１１月创立的，由彼得堡

的约２０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１８９５年１２月定名为“工人阶

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

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心小组，成员有１０多人，其中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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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

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核心。协会分设３个区小组。中心小

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７０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

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

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

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１８９５年和１８９６年彼得堡工人的罢

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

《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

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１８９５年１２月８日（２０日）夜

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５７人。但

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核心（米·亚·西

尔文、斯·伊·拉德琴柯、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

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１８９６年１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

协会仍领导了１８９６年５—６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１８９６年８月协

会会员又有３０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

从１８９８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

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

１８９８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８０。

４７ 《火星报》（《 》）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

办。创刊号于１９００年１２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

黑、伦敦（１９０２年７月起）和日内瓦（１９０３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

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

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

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１９０１年４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

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

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

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

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１９０２年１月在萨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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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

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

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

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

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４６—５１号是由列

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

  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克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

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１９０３年１０月１９日（１１月１日）退

出了编辑部。因此，从第５２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

人们称它为新《火星报》。——８０。

４８ 后来查明，伊·瓦·巴布什金等６位革命者是在从赤塔运出武器时，遭

到亚·尼·美列尔－扎科梅尔斯基讨伐队的袭击而牺牲的。——８１。

４９ 《我们的曙光》杂志（《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

会政治刊物（月刊），１９１０年１月—１９１４年９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

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

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

成了俄国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

文主义立场。——９０。

５０ 指列·尼·托尔斯泰的童话《关于傻子伊万和他的两个哥哥军人谢明和

大肚子塔拉斯、哑巴妹妹玛拉尼娅以及关于老魔鬼和三个小鬼的故事》。

童话情节之一是蟑螂国国王派兵劫掠傻子伊万的国家。——９２。

５１ 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

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

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

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列宁在这里用犹杜什卡这一文学形象

来比喻列·达·托洛茨基。——９６。

５２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

报于１８７６年１０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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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维尔。１８７８年１０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１８９０年１０月反

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１８８４年

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

民报》），从１８９１年１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

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

现进行斗争。１８９５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

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

文主义立场。１９３３年停刊。——９６。

５３ 指１９１０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任命的党校委员会，其任务

是在国外筹建党校。该委员会由９人组成，其中布尔什维克２人，孟什

维克２人，前进派２人，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

代表各１人。——９６。

５４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于１９０１年底—１９０２年初由

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

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

·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

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

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

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

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

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

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

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

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

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

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

一造成了１９０６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

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

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

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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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

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

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

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

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１９２２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９７。

５５ 《人道报》（《Ｌ′Ｈｕｍａｎｉｔ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１９０４年创办。

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

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１９１８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

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

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起，该报成了法国

共产党中央机关报。——９７。

５６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１８７９年

８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

·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

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

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

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

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

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

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

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

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

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

在１８８１年３月１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

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１８８１年以后就瓦

解了。——９７。

５７ 《民意导报》杂志（《 》）是流亡国外的俄国

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们于１８８３—１８８６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刊物，共出

了５期。该刊编辑部设在巴黎，参加者有列·亚·吉霍米罗夫、玛·尼

·奥沙尼娜和彼·拉·拉甫罗夫。该杂志阐述有关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

以及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刊登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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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９７。

５８ 《交易所新闻》（《 》）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

纸，１８８０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１８８５年

起改为日刊，１９０２年１１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

趋炎附势，没有原则。１９０５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

《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１９０６年起，它表面上是无

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它恶

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

封。——９８。

５９ 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１９０７年４月３０日—

５月１９日（５月１３日—６月１日））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

克委员和候补委员。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共１２人，其中布尔什维克５

人：约·彼·戈尔登贝格、尼·亚·罗日柯夫、约·费·杜勃洛文斯基、

伊·阿·泰奥多罗维奇、维·巴·诺根；中央候补委员共２４人，其中布

尔什维克１０人：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列

·波·克拉辛、伊·阿·萨美尔、阿·伊·李可夫、维·列·尚采尔、加

·达·莱特伊仁、维·康·塔拉图塔、瓦季姆。——１０５。

６０ 《生活事业》杂志（《 》）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机关刊物，

１９１１年１—１０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９期。——１０６。

６１ 《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一文是应斯·格·邵武勉的请求而

写的，发表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联合组织的合法机关刊物《现代生

活》杂志第３期。——１０８。

６２ 《明星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６

日（２９日）—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２日（５月５日）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每周

出版一次，从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１日（２月３日）起每周出版两次，从１９１２

年３月８日（２１日）起每周出版三次，共出了６９号。《明星报》的续刊

是《涅瓦明星报》。它是因《明星报》屡被没收（６９号中有３０号被没

收）而筹备出版的，于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６日（３月１０日）即《明星报》尚

未被查封时在彼得堡创刊，最后１号即第２７号于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５日（１８

日）出版。根据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会议上的协

议 （参看注４１），《明星报》编辑部起初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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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布尔什维克）、尼·伊·约尔丹斯基（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和伊

·彼·波克罗夫斯基（代表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组成。尼

·古·波列塔耶夫在组织报纸的出版工作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一时

期，《明星报》是作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机关报出版的，曾受孟什维

克的影响。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１日（２４日），该报出到第２５号暂时停刊。１９１１

年１０月复刊后，编辑部经过改组，已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参加。该报就

成为纯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了。

  列宁对《明星报》进行思想上的领导。他在《明星报》和《涅瓦明

星报》发表了约５０篇文章，用过的笔名有：弗·伊林、威·弗·、威廉

·弗雷、弗·尔—科、克·土·、特·、勃·克·、姆·什·、普·普

·、尔·西林、尔·西·、勃·格·、一个非自由主义怀疑论者、克·

弗·、弗·弗·、姆·姆·等。

  积极参加该报编辑和组织工作或为该报撰稿的还有尼·尼·巴图

林、康·斯·叶列梅耶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安·伊·叶利扎罗娃

－乌里扬诺娃、瓦·瓦·沃罗夫斯基、列·米·米哈伊洛夫、弗·伊·

涅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马·高尔基等。《明星报》刊登过格·瓦

·普列汉诺夫的多篇文章。

  在列宁的领导下，《明星报》成了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报纸。该报与

工厂工人建立了经常的密切联系，在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享有很

高的威信。１９１２年春，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明星报》的作用大大增

强了。

  以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为读者对象的《明星报》，还为创办布尔什维克

的群众性的合法报纸《真理报》作了准备。它宣传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

众性日报的主张，并从１９１２年１月开始，为筹办这种报纸开展募捐，得

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支持。——１０８。

６３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４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

元前３５６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

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

称。——１０８。

６４ 爱·伯恩施坦的这一修正主义公式，最早是在他１８９８年１月发表的《崩

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来的。——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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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这是叶·德·库斯柯娃在１８９９年所写《信条》中提出的论点。列宁在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尖锐地批判了这一经济派的纲领性文件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１４４—１５６页）。——１１１。

６６ 所谓布伦坦诺式的政党即实行布伦坦诺主义的改良主义政党。布伦坦诺

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约·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

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的一个变种。它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里

的“社会和平”以及不通过阶级斗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可能性，硬

说可以通过组织改良主义的工会和进行工厂立法来解决工人问题，调和

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

  在俄国传播类似布伦坦诺主义的理论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

代表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资产阶级利益

服务。他抽取马克思主义中一切可以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而

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它的革命性。他同国外庸俗政治经济学

的代表人物沆瀣一气，硬说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无微不至地满足人的一切

要求，号召“向资本主义学习”，公开宣扬马尔萨斯主义。

  司徒卢威的追随者之一亚·索·伊兹哥耶夫，也和司徒卢威一样，

是地主资本家阶级豢养的政论家。——１１２。

６７ 指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１—２７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３—９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

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２４６—２６０

页）。——１１２。

６８ 列宁指的是涅·切列万宁的小册子《１９０７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

表大会》。在这本小册子的最后一章中，作者从取消主义立场出发，批评

了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的决议。——

１１２。

６９ 在卡·考茨基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劳动的立法保护

和八小时工作制》中引用了各国限制工作日的资料。——１１４。

７０ 《解放》杂志（《 》）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

物（双周刊），１９０２年６月１８日（７月１日）—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５日（１８

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７９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

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１４４注  释



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１９０３年到１９０４年１月，该杂志筹备成立

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

士一起构成了１９０５年１０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１１６。

７１ 列宁指的是他的《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篇著作写于

１９０６年３月，同年４月出了单行本（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２卷第

２４２—３１９页）。——１１７。

７２ 指沙皇政府于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２２日）颁布的《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

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这项法令由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

通过后称为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４日法令）。作为对这项法令的补充，沙皇政府

于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１５日（２８日）又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银行以份地作

抵押发放贷款的法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

份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

建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

土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

托雷平制定这些土地法令的目的是，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强制破坏

村社的条件下，建立富农这一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列宁称１９０６

年斯托雷平土地法令是继１８６１年改革以后俄国从农奴主专制制度变为

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二步。

  尽管沙皇政府鼓励农民退出村社，但在欧俄部分，九年（１９０７—

１９１５）中总共只有２５０万农户退出村社。首先使用退出村社的权利的是

农村资产阶级，因为这能使他们加强自己的经济。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

退出了村社，其目的是为了出卖份地，彻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穷苦的

小农户仍旧象以前一样贫穷和落后。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消除全

体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只是导致了农民群众的进一步

破产，加剧了富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１１９。

７３ 指劳动派１９０６年５月２３日（６月５日）在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第十三

次会议上提出的有１０４位杜马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法案提出的土地立

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及地下矿藏和水流属于全体人民、农业

用地只给自力耕种者使用的制度。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地产，全部官地和

皇室土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教会土地都应归入全民地产，占有面

积超过当地规定的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也强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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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全民地产，对私有土地的转让给予某种补偿。法案规定，份地和小块

私有土地暂时保留在其所有者手里，将来也逐步转为全民财产。土地改

革由经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地方委员会实施。——

１２０。

７４ 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

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

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

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

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

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

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

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

入他们的生活。早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

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９０年代，列宁粉碎了民

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

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

农民这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

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沙皇

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

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９年中，有２００

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１９１６年底，欧俄

仍有三分之二的农户和五分之四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

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１２０。

７５ 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一文

（载于１９０３年１２月５日和１９０４年１月１５日《火星报》第５５号和第５７

号）。文中说：“既然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给我国自由派提供

了一个文坛上的领袖，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革命的马

克思主义学派中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供一个领袖呢？”这里说的

自由派的文坛领袖是指彼·伯·司徒卢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是

暗指列宁。——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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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俄国思想》杂志（《 》）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

（月刊），１８８０—１９１８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

由派的刊物。１９０５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

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１２５。

７７ 这些诗句引自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抒情喜剧〈熊猎〉中的

几场》（见《涅克拉索夫全集》１９６５年俄文版第２卷第２０７页），是剧中

人物贵族米沙为自由派贵族辩护的话。——１２５。

７８ 这句话引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是书中主

人公、平民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巴扎罗夫对他的同学、喜欢讲所谓典雅语

言的贵族子弟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基尔萨诺夫说的。——１２５。

７９ 分给我们的兔子一块熊耳朵意为给自我吹嘘者以奖赏，出典于俄国作家

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兔子打猎》。寓言说，一群野兽正在分它们猎

获的一只熊，没有参加猎熊的一只兔子却伸出前足来撕熊的耳朵，并且

说是它把熊从树林里赶到空地上，野兽们才得以把熊逮住杀死的。野兽

们感到兔子的话虽系吹牛，却十分有趣，于是分给它一块熊耳朵。——

１２６。

８０ 马基雅弗利式的计划是指按照尼·马基雅弗利的政治策略精神制定的

一种计划。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１４９８—１５１２年曾在佛罗伦

萨共和国历任要职。他反对意大利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认为君主

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背信弃义、欺骗、暗杀

等。——１２６。

８１ 列宁指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

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第７—３５１页）。——１２７。

８２ 列宁指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该

书是用恩·别尔托夫这一笔名于１８９５年出版的。——１２７。

８３ 指孟什维克的文集《２０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该文集由尔·马尔托

夫、彼·巴·马斯洛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彼得堡公益出版社

１９０９—１９１４年出版，原计划出５卷，实际上出了４卷。格·瓦·普列汉

诺夫起初曾参加编辑部，后因不同意把波特列索夫的取消主义文章《革

命前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编入第１卷而于１９０８年秋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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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８４ 贵族联合会是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１９０６年５月在各省贵族

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

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

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 ． ．卡萨特金－罗斯托夫

斯基公爵、 ．Ａ．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

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国

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１３９。

８５ “科卢帕耶夫的”资本主义是列宁创造的一个术语；科卢帕耶夫是俄国作

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特写集《蒙列波避难所》（１８７８—

１８７９）中的人物，农奴制废除后的新兴资产者的典型。列宁在《社会民

主党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篇著作中对“科

卢帕耶夫”资本主义作了评述（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３８８—

３８９页）。——１４０。

８６ “民族俱乐部”（“全俄民族俱乐部”）于１９１０年２月成立，加入了俄国

民族主义政党——全俄民族联盟。关于全俄民族联盟，见注１１４。——

１４１。

８７ 克里木战争是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俄国同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王国之间

为争夺近东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以俄国战败、双方于１８５６年

３月签订巴黎和约而结束。沙皇政府的失败使它在国际上和国内威信扫

地，加速了俄国１８５９—１８６１年革命形势的成熟和俄国农奴制的崩

溃。——１４２。

８８ 指６６个莫斯科工商业资本家代表发表的声明（载于１９１１年２月１１日

（２４日）《俄罗斯新闻》第３３号）。声明说：“我们是必须同大学生罢课

进行坚决斗争的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但我们认为，不能采用触及我们的

高等学校存在本身的手段来进行这种斗争。”声明谴责政府采取的“安抚

青年”的措施，强调指出对学潮参加者的处罚与他们的“实际罪过”不

相当。——１４９。

８９ 《庶民报》（《 》）是俄国黑帮报纸（日报），国家杜马极右派代表

的机关报，１９０９年６月—１９１７年２月在彼得堡出版。——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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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这是乌克兰民歌中的一句歌词，意思是说：格利莎太年轻，缺乏社交经

验，去参加晚会可能会被人诱入歧途。——１５６。

９１ 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见注３８。——１６０。

９２ ２月１９日法令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日（３月３日）签

署的《关于脱离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条例》，与法令同时签署的是废除

农奴制的宣言。——１６３。

９３ 《欧洲通报》杂志（《 》）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

政治和文学刊物，１８６６年３月—１９１８年３月在彼得堡出版，１８６６—１８６７

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

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１７２。

９４ 列宁引用的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序幕》的主人公沃

尔根的话（见该书第１部分《序幕的序幕》第３章）。——１７６。

９５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维·巴·诺根。——１８３。

９６ 《曙光》杂志（《 》）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

报》编辑部编辑，１９０１—１９０２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４期（第２、３

期为合刊）。——１８４。

９７ 这里说的是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他在同德·费·斯韦尔奇科夫的谈

话中声明，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在投票表决增补问题时，会同

意一个取消派分子成为中央委员的（见本卷第２６１页）。列宁写本文时，

杜勃洛文斯基正在被流放中。——１８５。

９８ 指《思想》杂志。

  《思想》杂志（《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哲学和社会

经济刊物（月刊），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９１１年４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５

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加强对取消派合法刊物的斗争和用马

克思主义教育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而创办的。该杂志的正式编辑和出版

者是 ． ．皮罗日柯夫，实际编辑是列宁，他从国外领导这一杂志，经

常与编辑部通信。积极参加杂志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

·奥里明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人，为杂志撰稿

的还有孟什维克护党派格·瓦·普列汉诺夫、沙·拉波波特等人。《思

想》杂志头４期刊载了６篇列宁的文章。《思想》杂志最后一期即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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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没收，杂志也被查封。不久《启蒙》杂志在彼得堡出版，它实际上是

《思想》杂志的续刊。——１８８。

９９ 在革命前的俄国，潜逃的苦役犯和逃亡的农奴一旦落入警察之手，为了

不暴露真实姓名和身分，常常自称“伊万”（俄国最常见的名字），并声

称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因此在警厅档案中，他们便被登记为“忘记身世

者”。这些人就被统称为“健忘的伊万”。后来人们就用“健忘的伊万”来

形容那些忘记自己过去或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１９０。

１００ 列宁指的是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２８日—１９１０年１月６日（１９１０年１月１０—

１９日）在彼得堡举行的全俄第一次禁酒代表大会和１９０９年４月１—６

日（１４—１９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表第一次

代表大会。——１９０。

１０１ 列宁引自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费·伊·唐恩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

次全国代表会议（１９０８年）上就“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所

作的发言。——１９１。

１０２ “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是法国作家让·拉封丹所写

寓言《变成女人的牝猫》的结束语，意思是事物的本性不能改变。寓言

说，一个男人养了一只牝猫，经过日夜祈祷，牝猫终于变成了女人，做

了他的妻子。可是一天夜里，老鼠来咬席子，新娘又象猫一样捉起老鼠

来。——１９２。

１０３ “第三种分子”是对在地方自治机关里受雇担任农艺师、统计人员、技

术员、医生、兽医、教师等职务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以区别于

政府与行政当局的人员（第一种分子）和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的代

表（第二种分子）。“第三种分子”这个词是俄国萨马拉省副省长Ｂ． ．

康多伊迪于１９００年首次使用的，在２０世纪最初１０年里流行于俄国。

据统计，１９世纪末俄国３４个省共有６５０００—７００００名地方自治机关职

员。“第三种分子”的队伍中有不少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和民粹派分子，

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经济活动，特别是医疗卫生和

学校事业，靠着“第三种分子”而得到广泛发展。“第三种分子”作用

的增强，遭到了沙皇行政机关和保守的贵族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关于

“第三种分子”，可参看《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５卷第２９３—３０１页。——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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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布勒宁式或缅施科夫式的巧妙手段是指俄国君主派黑帮报纸《新时报》

撰稿人维·彼·布勒宁和米·奥·缅施科夫所特有的不诚实的论战方

法。——１９５。

１０５ 维特的改革是指１８９２—１９０６年谢·尤·维特担任沙皇俄国交通大臣、

财政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和大臣会议主席期间在财政、关税政策、铁

路建设、工人立法等方面实行的改革。维特还在土地政策方面提出一些

意见，为后来彼·阿·斯托雷平所采用。

６０年代的改革指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沙皇政府实行的改革，其中最主

要的是：１８６０—１８６４年的财政改革；１８６３年的废除肉刑；１８６２—１８６４

年的国民教育改革；１８６４年的地方自治改革和司法改革；１８６５年的出

版和书报检查改革；１８７０年的城市改革；１８７４年的军事改革。——

１９８。

１０６ 布朗基主义者是１９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由杰出的革命家路·奥·布

朗基领导的一个派别。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

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

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者期待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

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

２０２。

１０７ “策略－过程”是一种崇拜自发性的机会主义理论，它宣称策略是“党

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

这种理论（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６卷第４４—４７页）。——２０５。

１０８ 爱尔福特纲领是指１８９１年１０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

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１８７５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

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

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

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

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

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

许多批评意见。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

为基础的。——２０６。

１０９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这些决议宣布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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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主义进行斗争。——２０６。

１１０ 人民社会党人是１９０６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

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

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

·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在俄国１９０５—

１９０７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

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

复组织。同年６月同劳动派合并。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

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１９１８年

后不复存在。——２０７。

１１１ 《俄国财富》杂志（《 》）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

物。１８７６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１８７９年以前为旬刊，

以后为月刊。１８７９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１８９２年以后由尼

·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

的中心。在１８９３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

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１９０６年该杂志逐渐成为

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１９１４—１９１７年３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

版。１９１８年被查封。——２１１。

１１２ 这里说的是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葡萄》：狐狸想

吃葡萄够不着，就宽慰自己说：“这葡萄看上去挺好，其实都不熟，全

是酸的！”——２１２。

１１３ １９１１年３月，沙皇俄国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提出的在西部

各省实行地方自治的法案被国务会议所否决。斯托雷平为此提出辞职，

但被尼古拉二世拒绝。斯托雷平遂将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解散了３天

（３月１２日（２５日）—１４日（２７日）），并在此期间援用《国家根本

法》第８７条（该条规定，在立法机关停止活动期间，如遇非常情况，政

府可不经立法机关迳行颁布法律）在西部各省实施关于地方自治的法

令。１９１１年３月１４日（２７日），关于在西部各省推行地方自治机关条

例的法令由尼古拉二世签署并在《政府法令汇编》上正式公布。为抗议

政府回避立法机关而援用第８７条，国家杜马主席亚·伊·古契柯夫提

出辞职。右派十月党人米·弗·罗将柯被选为新任杜马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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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１１４ 民族党人是指全俄民族联盟的成员。全俄民族联盟是俄国地主、官僚的

反革命君主主义政党。该党前身是１９０８年初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右派总

联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派别，共２０人，主要由西南各省的杜马代

表组成。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２５日，该派同当年４月１９日组成的温和右派党

的党团合并成为“俄国民族党人”共同党团（１００人左右）。１９１０年１

月３１日组成为统一的党——全俄民族联盟，党和党团主席是彼·尼·

巴拉绍夫，领导人有 ·Ｈ·克鲁平斯基、弗·阿·鲍勃凌斯基、米·

奥·缅施科夫和瓦·维·舒利金。该党以维护贵族特权和地主所有制、

向群众灌输好战的民族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该党的纲领可以

归结为极端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和要求各民族边疆区俄罗斯化。１９１７

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该党即不复存在。——２１４。

１１５ 指第一国际。

  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

命组织，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

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

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

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

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

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１８７１年的巴黎工人起义。

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１８７２年海牙代

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

际工人协会于１８７６年７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

２２１。

１１６ 英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民主联盟后来的称呼。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

社会主义组织，１８８４年８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参加联盟的除

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

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姆·曼、爱·艾

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的左翼。恩格斯

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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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１９０７年，社会民主联盟改

称英国社会民主党。１９１１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的左派一起

组成了英国社会党。１９２０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

产党的工作。

  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１８９３年１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尔

－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

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

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

会斗争和同自由派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

级的机会主义政党。１９００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２３０。

１１７ 《正义报》（《Ｊｕｓｔｉｃｅ》）是英国一家周报，１８８４年１月—１９２５年初在伦

敦出版。最初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从１９１１年起成为英国社

会党的机关报。自１９２５年２月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出版，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停刊。——２３１。

１１８ 一勺焦油来源于俄国俗话“一勺焦油坏了一桶蜜”，意思相当于中国俗

话“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饭”。——２３１。

１１９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８卷第１０６页，第３９

卷第５４—５５、２３６—２３７、２９３—２９４页。——２３２。

１２０ 《工人领袖》（《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Ｌｅａｄｅｒ》）是英国的一家周报，１８９１年

创刊，１８９３年起成为英国独立工党的机关报。１９２２年该报改称《新领

袖》；１９４６年又改称《社会主义领袖》。——２３３。

１２１ 《每日邮报》（《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是英国报纸（日报），１８９６年起在伦敦

出版，反映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极右翼的观点。——２３３。

１２２ 《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一文是针对尼·亚·罗日柯夫寄给《社会

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必要的创举》一文而写的。罗日柯夫在文章中

阐述了他自己的关于在斯托雷平制度下建立合法工人政党的取消主义

方案。列宁曾于１９１１年２月２３日（３月８日）在别人给罗日柯夫的信

里附笔，表示希望他放弃自己的观点（见《列宁文稿》第１２卷第５９２

页），可是罗日柯夫坚持发表自己的文章，因此列宁便在《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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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报》附刊《争论专页》第３号上发表了自己的这篇对话体文章。——

２３６。

１２３ 指奥·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通过一系列战争实现德国的统

一。——２４４。

１２４ 弗·维·阿多拉茨基的文章是为《思想》杂志写的，但没有在该刊登载

出来。文章所评论的帕·伊·诺夫哥罗德采夫的《现代法律意识的危

机》一书是１９０９年出版的。诺夫哥罗德采夫是立宪民主党人，唯心主

义哲学家和法学家，１８９６—１９１３年在莫斯科大学讲授法哲学史。——

２４６。

１２５ Ｌｕｃｕｓ ａ ｎｏｎｌｕｃｅｎｄｏ是一句拉丁话，大意是：（树林被称为）光明的，

是因为它里面黑暗（在拉丁语中“树林”和“光明”谐音）。这句话常

被用来讽刺某种事物名不副实。——２５０。

１２６ 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雷奇（伊万·尼基佛罗维奇）是俄国

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

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两个地主本是莫逆之交，后来为一支猎

枪的争端而反目，打了十几年的官司。——２５１。

１２７ 这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的一组文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中央委

员会议）于１９１１年５月２８日—６月４日（６月１０—１７日）在巴黎举行。

这次会议是在列宁领导下撇开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筹备和召开的，因为

该局的取消派多数一直在阻挠中央全会的召开。会议的筹备工作于

１９１１年４月开始。１９１１年５月上半月，布尔什维克根据１９１０年中央一

月全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章程，由自己在中央国外局的代表尼·亚·

谢马什柯再次向中央国外局提出必须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结果再次

遭到拒绝。１９１１年５月１４日（２７日）谢马什柯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国外

局。同一天，以布尔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方面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

央委员的名义，向国外的中央委员发出了参加会议的邀请书。

  会议于１９１１年５月２８日（６月１０日）开幕。有权参加会议的９个

人除崩得分子约诺夫外，都出席了会议，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列宁、格·

叶·季诺维也夫、阿·伊·李可夫，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扬·梯什卡、

费·埃·捷尔任斯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马·奥佐林，呼声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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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波·伊·哥列夫，崩得分子米·伊·李伯尔。

  鉴于当时党内的状况，列宁在第一次会议上建议应承认这次中央

委员会议不仅有权对某些问题提出意见，而且有权通过党必须执行的

决议。呼声派分子哥列夫和崩得分子李伯尔则企图证明会议无权就召

开中央全会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采取任何实际措施。当会议通过关于

确定会议性质的决定（会议根据这个决定把关于恢复中央的问题列入

了议程）以后，哥列夫退出了会议，并指责会议的参加者“侵权”。

  会议讨论了召开中央全会的问题。当讨论到有权参加全会的人选

问题时，列宁声明说，孟什维克约·安·伊苏夫（米哈伊尔）、康·米

·叶尔莫拉耶夫（罗曼）和彼·阿·勃朗施坦（尤里）是斯托雷平

“工”党的组织者，无权参加全会。崩得分子李伯尔则为他们辩护，并

退出了会议，以示对列宁声明的抗议。

  会议通过了近期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的决议，并为此成立了一个

委员会。

  会议拟出了制订党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中的策略和拟订选

举纲领草案的措施。

  会议议程上的主要问题是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会议就这个问题通

过的决议指出，第四届杜马选举的临近，工人运动的活跃以及党内的状

况，使召开党代表会议刻不容缓。鉴于不可能立即召开中央全会，会议

主动承担了发起召开代表会议的责任，并成立了筹备代表会议的组织

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成立俄国委员会以开展筹备代表

会议的实际工作的建议（见本卷第２７４页）。会议的决议规定邀请在国

外的党组织一道参加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在表决时，列宁对这项决议总

的表示同意，同时声明反对邀请反党集团呼声派和前进派的代表参加

组织委员会（见本卷第２７５页）。

  会议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反党的派别政策，并决定把中央委

员会国外局的存在问题提交中央全会解决。列宁在表决决议案的最后

一部分时弃权，因为他坚持立即改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会议成立了执

行技术职能（为党的出版工作服务、组织运输等）的技术委员会，归参

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领导。

  为了筹备全党代表会议，列宁把富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布尔

什维克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波·阿·布列斯拉夫（扎哈

尔）和伊·伊·施瓦尔茨（谢苗）派回国内。到１９１１年９月，赞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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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决议的已有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巴库和罗斯托夫委员会，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选出的领导小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

织市区小组代表大会以及乌拉尔许多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等。１９１１

年９月，组成了有许多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俄国组织委员会。

该委员会筹备了１９１２年１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

格）全国代表会议。——２５４。

１２８ 这里说的临时局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临时俄国局。——

２５４。

１２９ 指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英诺）和维·巴·诺根（马卡尔）整顿中央

委员会俄国局工作的尝试。这种尝试以在俄国工作的全体布尔什维克

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捕而告终。

关于奥尔金（孟什维克护党派瓦·巴·佛敏）的揭露，见本卷第１６１

页。——２５５。

１３０ １９１０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章程中说：

“全体会议（１５个中央委员组成的）由下列人员参加：（１）在俄国活动

的委员会委员；（２）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委员，但不是中央委员的国外局

委员除外；（３）如果这两者加起来还不足１５人时，则按下列次序吸收

其他候补委员参加全会的工作：（一）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并在俄国从

事党的某种工作的候补委员；（二）住在国外并从事中央委员会所委托

的工作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

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３０４

页）——２５８。

１３１ 这个文件是按费·埃·捷尔任斯基的手抄本刊印的。列宁的报告手稿

已经失落。

在中央委员六月会议的记录中并未指明报告是列宁在会上作的。看来，

报告是在会前提交与会者的。——２６４。

１３２ 《争论专页》（《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

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附刊，根据该党中央委员会１９１０年一月全

会的决议创办，１９１０年３月６日（１９日）—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９日（５月１２

日）在巴黎出版，共出了３号。编辑部成员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

最后通牒派、崩得分子、普列汉诺夫派、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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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争论专页》刊登过列宁的《政论家札记》、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 《合法派和反取消派的对话》等文

章。——２６６。

１３３ 列宁是就下述情况发言的：孟什维克呼声派分子波·伊·哥列夫（戈尔

德曼）在会上反对各民族组织代表（崩得代表米·伊·李伯尔、拉脱维

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马·奥佐林）在没有相应中央委员会的全权

证书的情况下出席会议。李伯尔声明说，各民族组织的代表还没有来得

及和自己的中央取得联系，并说，他虽然出席会议，但不代表崩

得。——２６９。

１３４ 列宁指的是波·伊·哥列夫（戈尔德曼）和米·伊·李伯尔的发言，他

们断言，在俄国国内有俄国局的委员，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以前，必须

与这些委员取得联系。——２６９。

１３５ 崩得分子约诺夫（费·马·科伊根）在声明中说，没有崩得中央的全权

证书，他不能出席会议，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把他接到的出席会议的邀

请书转寄给崩得中央委员会。——２７０。

１３６ 列宁指的是米·伊·李伯尔（伯尔）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声称：没有必

要通过紧急召开中央委员会议的办法来解决关于中央全会的问题，而

应通过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来寻求“合法的出路”。——２７０。

１３７ 这个发言是由米·伊·李伯尔的声明引起的，他说，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多数赞成召开全会并准备就这个问题通过正式决议。——２７２。

１３８ 指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取消派多数建议在国内召开中央全会。——２７２。

１３９ 这个发言和下一个发言都与讨论有权参加中央全的人选问题有

关。——２７３。

１４０ 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国外组织委员会）于１９１１年６月１

日（１４日）在六月中央委员会议上成立，由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波

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被邀参加委员会的其他国外组织和团体

没有派出自己的代表。组织委员会派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为全权代

表回国进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印发《告社会民主党各组织、

团体和小组书》，号召它们着手选举俄国组织委员会。然而，国外组织

委员会从成立时起就由调和派分子以及支持他们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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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占了多数，这一调和派多数执行了同拒绝派代表参加国外组织委员

会的前进派和列·达·托洛茨基继续谈判的无原则方针。调和派在自

己的刊物上指责布尔什维克搞派性。他们利用自己在国外组织委员会

中的优势，迟迟不把党的经费寄回俄国，阻挠筹备代表会议。

  由于布尔什维克进行工作的结果，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１９１１

年１０月底，国外组织委员会讨论了俄国组织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它的成

立的《通知》和决议，根据决议，俄国组织委员会完全拥有召开代表会

议的一切权力，而组织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均须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

国外组织委员会的调和派多数拒绝服从这些决议，布尔什维克代表乃

退出了国外组织委员会。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２日），由国内来到巴黎的

奥尔忠尼启则在国外组织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俄国组织委员会活动

的报告，在这以后，国外组织委员会不得不承认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领导

作用。然而，国外组织委员会不久就开始公开反对俄国组织委员会，１１

月２０日（１２月３日）它印发了《致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指责

俄国组织委员会搞派性。奥尔忠尼启则在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社会民主

党人报》第２５号发表的《给编辑部的信》中，揭露了国外组织委员会

的反党行为。俄国组织委员会把在俄国的秘密党组织团结在自己周围，

一手完成了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全部筹备工作。——２７４。

１４１ 指六月中央委员会议《关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决议》。——２７５。

１４２ 布里根杜马是俄国沙皇政府计划在１９０６年１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

国家杜马。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由以内务大臣亚

·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拟定，于１９０５年８月６日（１９日）

和沙皇的诏书一起公布。按照法令和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

军人、学生等，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

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

里根杜马。１９０５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１０月１７日宣言，

保证召开立法杜马。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

２７８。

１４３ 看来是指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１５日（２８日）—１２月１５日（２８日）的全俄邮

电职工罢工。罢工的起因是政府当局下令禁止组织邮电工会并开除参

与组织工会的一些邮电部门的职员。——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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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 这里说的是１９１１年４月１３日（２６日），在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

表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前来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被捕的事

件。——２８１。

１４５ 特里什卡的外套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同名寓言。这则

寓言说，特里什卡用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补缀自己的外套，结果愈弄愈

糟，把外套改得比小坎肩还短一截。——２８２。

１４６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于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８日（７月１日）

在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主持下举行会议，讨论了党内状况问题，以

２７票的多数通过了列宁起草的这个决议。会上有１０票赞成小组中少

数提出的调和主义决议。列宁于１９１１年７月３日写信给阿·伊·柳比

莫夫和米·康·弗拉基米罗夫，对他们在会上的调和主义发言作了尖

锐的批评（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６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于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５日（１８

日）成立。它是布尔什维克从与孟什维克合组的巴黎小组退出后组成

的，后来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前进派分子也加入了这个小组。１９１１年参

加巴黎第二协助小组的有：布尔什维克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尼·亚·谢马什柯、弗拉基米尔斯基、伊·费·阿尔曼德、柳·尼·斯

塔尔、谢·伊·霍普纳尔、维·康·塔拉图塔、尼·瓦·库兹涅佐夫、

亚·西·沙波瓦洛夫等；调和派柳比莫夫、弗拉基米罗夫等以及一些前

进派分子。全组共有４０余人。它同俄国的党组织发生联系，协助其工

作，同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斗争，并在俄国侨民工人中开展工

作。——２８６。

１４７ 这里说的是尔·马尔托夫写的一本小册子：《拯救者还是破坏者？（谁毁

坏了又是怎样毁坏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编辑部于１９１１年春在巴黎出版。小册子大谈布尔什维克同乌拉尔“尔

博夫分子”战斗队以及１９０７年梯弗利斯剥夺国库事件组织者的组织关

系，并且提出一系列无中生有的指责，来证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所谓

“涅恰耶夫主义”。小册子还带有明显的政治讹诈性质。

  同乌拉尔“尔博夫分子”战斗队有联系的是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

这些战斗队进行了多次剥夺，同时把剥夺得来的钱寄到国外，交给以亚

·亚·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分裂派支配。前进派的第二所学校，主要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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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种剥夺来的资金办的。——２９０。

１４８ 这里说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明星报》（见注６２）。——２９１。

１４９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是格·瓦·普列

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１９０５年３月—１９１２年４月在日内瓦出版，

共出了１６期。１９１６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１期。在第１—８期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

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

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９—１６期（１９０９—１９１２年）中，普列汉诺夫

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

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１９１６年该杂志出版的第１期里则明显地表达

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２９２。

１５０ 指《给各个党组织的信》，发表于１９１０年２月１３日《社会民主党人

报》第１１号。——２９４。

１５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１９０７年４月３０日—５月

１９日（５月１３日—６月１日））在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

的决议中指出，同民粹派政党的共同行动，“决不应当违背社会民主党

的纲领和策略，而只服务于向反动势力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叛卖性策

略进行总攻击的目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１９０７

年７月２１—２３日（８月３—５日））通过了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的

下列方案：

  “１．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应独立活动，在第一阶段不参加任何选

举协议。

  ２．在决选时，允许同一切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达成协议。

  ３．在第二阶段和以后各阶段，允许同一切革命政党与反对党直至

立宪民主党（以及与之相类似的集团，如穆斯林集团、哥萨克集团等

等）达成协议。

  ４．在达成协议时，社会民主党应当按照非社会主义政党的民主主

义程度加以区别，其顺序为：（１）社会革命党，（２）人民社会党，（３）

劳动派，（４）立宪民主党。

  ５．在工人选民团里，除了同未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某些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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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和波兰社会党达成协议外，不得同其他政党和组

织达成任何协议。

  ６．协议的性质只能是技术性的。”——２９５。

１５２ 技术委员会（国外技术委员会）是１９１１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

六月会议在６月１日（１４日）会议上成立的，执行有关党的出版、运

输等工作的技术职能。技术委员会作为在举行中央全会之前的临时机

构，由出席六月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领导。布尔什维克、调

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各有一名代表参加这一委员会。该委员会中调

和派多数（米·康·弗拉基米罗夫和支持他的弗·Ｌ．列德尔）拖延支

付国外组织委员会用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款项以及出版布尔什维克的

《明星报》的拨款，并企图阻止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

出版。技术委员会在自己的机关刊物——《情报公报》中攻击列宁和布

尔什维克。在１０月１９日（１１月１日）委员会会议讨论俄国组织委员

会的《通知》和决议时，布尔什维克代表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提议

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这一提议被否决，因而弗拉基米尔斯基退

出了技术委员会，从此布尔什维克和该委员会断绝了一切联系。——

２９６。

１５３ 指设在离巴黎数公里的一个小镇——隆瑞莫的党校。这所党校是为俄

国一些无产阶级中心地区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开设的，是１９１１年春在列

宁领导下由布尔什维克筹办的。根据１９１０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

月全会的决定成立的党校委员会在建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该校学

员由各地方党组织选派，并经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党校委员会全体会议

的批准。该校共收１３名学员和５名旁听生。学员中多数是布尔什维克，

也有一些孟什维克护党派和１名前进派分子。格·康·奥尔忠尼启则、

伊·伊·施瓦尔茨等都在该校学习过。学校讲课人名单是党校委员会

和学员共同拟定的。党校委员会把讲课邀请信分送给党内各派代表，但

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等拒绝应邀讲课，因此在学校中

授课的主要是布尔什维克。

  列宁是该校的思想领导者和主要讲课人。他除给学员讲授了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外，共讲课５６次，包括政治经济学２９

讲，土地问题１２讲，俄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１２讲，唯物史观３讲。

列宁还应党员要求作了关于时局和党内状况的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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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还开设了下列课程：工人立法（尼·亚·谢马什柯——７讲）、

议会斗争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尼·亚·谢马什柯——３讲）、俄国

和西欧的工会运动（达·波·梁赞诺夫——１１讲）、法国社会主义运动

史（沙·拉波波特——８讲）、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史（伊·费·阿尔

曼德——４讲）、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沙·拉波波特和弗·Ｌ．列德尔

——１１讲）、文学和艺术史（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此外，学校还

组织了关于国家法、民族问题、波兰政党和波兰社会主义、拉脱维亚社

会民主党等题目的讲演。

  ８月１７日（３０日）学校结业。学员们分别返回俄国参加党的秘密

工作。——２９６。

１５４ 《无产者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１９０６

年８月２１日（９月３日）—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出版，共

出了５０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

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

报》的头２０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

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２１号起移至国外

出版（第２１—４０号在日内瓦、第４１—５０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

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

的，在头２０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

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

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列宁的１００多篇文章和短评。《无产者

报》第４６号附刊上发表了１９０９年６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

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

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

员会１９１０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２９７。

１５５ 指布尔什维克维·康·塔拉图塔（维克多）因１９０６年谣传他参与奸细

活动一事而写的一封长信《致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委

任的调查委员会，对这一案件进行了详细调查。鉴于没有任何可资指控

的依据，委员会一致决定了结此案，并恢复塔拉图塔的党员权利。塔拉

图塔在信中叙述了这一案件的详情。——２９８。

１５６ 指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一文第２部分第４节《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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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条》（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９卷第２６６页），本节是专门批评

调和派在１９１０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上的立场的。——

３０５。

１５７ 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１８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

别。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

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

——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

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

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领袖是雅

·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

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

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

派，而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

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

强调指出，孟什维克就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３０８。

１５８ 伊万努什卡是俄国民间故事里的傻瓜。他经常说不合时宜的话，并因此

而挨打。——３１６。

１５９ 列宁提到的通讯载于１９１１年９月１日（１４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２３号。通讯中说，彼得堡一个著名的取消派著作家在维堡区社会民主

党工人党员会议上建议不必恢复党的组织，而要成立种种“发起小组”

来进行合法的教育工作。他的发言遭到包括孟什维克护党派在内的与

会者的一致反对，没有一个人投票赞成这个取消主义的建议。——

３２０。

１６０ 《工人事业》杂志（《 》）是俄国经济派的杂志，国外俄国

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１８９９年４月—１９０２年２月在日内瓦

出版，共出了１２期（９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

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

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

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３２１。

１６１ 《工人思想报》（《 》）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１８９７年１０月

—１９０２年１２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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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５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

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

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

人。《工人思想报》赤裸裸地鼓吹机会主义观点，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

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

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

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

《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２０９—２３８页和第６卷第１—

１８３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３２１。

１６２ 这是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委任的中央全会召集

委员会的声明（载于１９１１年９月１日（１４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２３号）写的附注。召集委员会的声明列举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的取

消派进行破坏活动以阻挠召开中央全会的种种事实。——３２３。

１６３ 根据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城市选民按照财产状况分

为两个等级，城市选民团从而分成第一、第二两个选民团。第一选民团

由大资产阶级组成。——３２８。

１６４ 陛下的反对派一词出自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帕·尼·米留可夫的一次

讲话。１９０９年６月１９日（７月２日），米留可夫在伦敦市长举行的早餐

会上说：“在俄国存在着监督预算的立法院的时候，俄国反对派始终是

陛下的反对派，而不是反对陛下的反对派。”（见１９０９年６月２１日（７

月４日）《言语报》第１６７号）——３２９。

１６５ 国民公会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于１７９２年

８月１０日人民起义后建立。国民公会的代表由年满２１岁的全体男性

公民普遍选举产生。——３３１。

１６６ 《杜马报》（《 》）是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报（每天出版的晚报），

１９０６年４月２７日（５月１０日）—６月１３日（２６日）在彼得堡出版。编

辑是彼·伯·司徒卢威，参加者有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弗·伊·维尔

纳茨基、谢·安·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帕·伊·诺夫哥罗德采夫、伊·

伊·彼特龙凯维奇、费·伊·罗季切夫、列·尼·雅斯诺波尔斯基

等。——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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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 《情报公报》（《 》）是国外技术委员会的出版

物，调和派借以进行反布尔什维克斗争的机关报，１９１１年８月１１日和

１０月２８日在巴黎先后出版了两号。——３３４。

１６８ 列宁指的是１９１１年春天外高加索取消派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取消主

义的决议》。决议说：“代表会议认为‘取消主义’这个词的意思是拒绝

我们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继承性和遗产，因此除那些本来就已取消了

同党的任何联系的个别一些人以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中并

不存在这种取消主义的完整派别。而所谓‘护党派’同《社会民主党人

呼声报》领导者们之间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论战，代表会议认为在很大

程度上是被夸张了的。”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３１日）《社会民主党人

报》第２４号刊登的《高加索来信》，揭露了这次代表会议的反党性

质。——３４５。

１６９ 《工人生活报》（《 》）是呼声派和调和派的机关报（月

刊），１９１１年２月２１日（３月６日）—４月１８日（５月１日）在巴黎出

版，共出了３号。该报编辑部由呼声派和调和派各２人组成。——３４７。

１７０ 指１９０８年沙俄军队在弗·普·利亚霍夫上校的指挥下对波斯革命运

动的镇压。——３５８。

１７１ 和平革新党人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和平革新

党的成员。和平革新党是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

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

·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织

的，１９０６年６月成立。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

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在第三

届国家杜马（１９０７年选出）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

“进步派”。该派是１９１２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

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３７２。

１７２ 卡尔普、西多尔是俄国常见的人名，此处是泛指某某人，相当于汉语中

的张三李四。——３７２。

１７３ 《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对整个案件的介绍）》是列宁写的

一篇报告。它同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案件的材料一起，由社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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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执行委员会作为第２１号通报的附件，分别用德、法、英三种文

字发表于《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报》第８号。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７日（３０日）《工人报》第８号的编辑部短评中说：“在社

会党国际局把我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列宁同志关于这一案件的报告

分发给各党并发出号召以后，外国各社会民主党大大加强了宣传鼓动。

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芬兰、奥地利等国的社会民主党议员，都

已提出了抗议。”——３８１。

１７４ 《未来报》（《 》（《Ｌ’Ａｖｅｎｉｒ》）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２日—１９１４年１月４日在巴黎用俄文出版（有些材料用

法文刊印），编辑是弗·李·布尔采夫，撰稿人中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

命党人。——３８２。

１７５ 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共有５５人受审，其中２人被拘留

后不久即死去，所以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７日（３０日）的杜马会议上说是５３

名代表。——３８４。

１７６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之一，崇拜它的教派称札格纳特

派，是印度教毗湿奴教派的一个支派。该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十分豪华

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该派

举行大祭时，用大车载着札格纳特神像游行，往往有教徒如疯似狂地投

身车下，让车轮压死。马克思常用“札格纳特车轮”来比喻资本主义的

剥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第１６１页，第２３卷第３１１页

和第７０８页）。——３９０。

１７７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

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１８６３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

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订了纲领和

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

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

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

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主义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

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１８７５年，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

合并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３９１。

１７８ 指马克思于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０日和１２月１５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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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５卷第１９０—１９４页和第２３８—２４１

页）。——３９２。

１７９ 民主联盟是在亨·迈·海德门领导下建立的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性质的大不列颠的各种激进派团体的联合组织，１８８１年６月８日成

立。联盟的纲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包括：成年人享有选举权，

议会任期三年，各选区平等，取消作为立法机构的上院，爱尔兰在立法

方面独立自主，土地国有化等等。

  在民主联盟的成立会议上，向与会者散发了海德门的小册子《大家

的英国》。海德门在小册子第２章《劳动》和第３章《资本》里，把

《资本论》第１卷的许多章节作为联盟的纲领条文来加以阐述，但既没

有提到原作者，也没有提及这一著作本身，并且作了许多歪曲。

  １８８４年８月，民主联盟改组成为社会民主联盟。——３９２。

１８０ 这是列宁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４日（２７日）以《自由派工党的宣言》为题

在巴黎公开作了专题报告后写成的文章，该报告提纲见本卷第４１０—

４１１页。——３９５。

１８１ 最后的莫希干人一语源出美国作家詹·菲·库伯的小说《最后一个莫

希干人》。小说描写北美印地安土著中的莫希干人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奴

役和欺骗下最终灭绝的故事。后来人们常用“最后的莫希干人”来比喻

某一社会集团或某一组织、派别的最后的代表人物。——３９９。

１８２ 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美景是人们用来描绘宁静、闲适的牧歌式生活

的一种比喻，含有讽刺的意味。阿尔卡迪亚是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

部的一个山区，居民主要从事牧畜，终年丰衣足食，生活无忧无虑。在

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阿尔卡迪亚被描绘为世外桃源。——４００。

１８３ 出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童话里

的老渔婆由于贪欲永无止境，结果失去了金鱼给她的一切，只剩下自己

原有的破木盆。——４０３。

１８４ 无双议院是指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初期于１８１５年８月选出的议会众议

院，当选的议员几乎清一色是贵族和教士。——４０５。

１８５ 指彼·伯·司徒卢威（署名：尔·恩·斯·）为《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

机关。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１８９９年）》一书写的序言。

５６４注  释



列宁在《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见《列宁全

集》第２版第５卷第１８—６４页）一文中分析批判了这篇序言。——

４０８。

１８６ 梅姆列佐夫是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特写《岗亭》中的人物

——俄国某县城的岗警。在沙皇军队的野蛮训练下，他丧失人的一切优

良天性，“抓走”和“不准”成了他的口头禅。梅姆列佐夫这个形象是

沙皇俄国专制警察制度的化身。——４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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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阿德里安诺夫（Ａ ）——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住

在国外。——２７０。

阿多拉茨基，弗拉基米尔·维克多罗维奇（ ，

１８７８—１９４５）——苏联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历史学家，哲学家。１９００年参

加革命运动，１９０４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任党的喀山委

员会委员。１９０５年被捕，流放阿斯特拉罕省，１９０６年被驱逐出境。１９０６—

１９０７年和１９１１—１９１７年住在国外，多次完成列宁交办的任务。十月革命

后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曾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等院校任教。

１９２０年起任中央档案管理局副局长、列宁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研究院院长、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共产主义科学院和苏联

科学院院士。曾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编辑出版工

作，写有许多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参考书和马克思主义史方面的著

作。——２４６—２４７。

阿尔卡季——见加里宁，费·伊·。

阿克雪里罗得，帕维尔·波里索维奇（ ， １８５０—

１９２８）——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是民粹派分子。１８８３

年参与创建劳动解放社。１９００年起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成

员。这一时期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在一系列著作中把资产阶级民

主制和西欧社会民主党议会活动理想化。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

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主义的思想家。１９０５年提出召开广泛的工人代表

大会的反马克思主义主张。１９０６年在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宣扬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实行政治合作的机会主义思想。斯托雷平反动时期

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的思想领袖，参加孟什维克取消派的《社会

７６４



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１９１２年加入“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表面上是中派，实际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

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属于右翼。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

行委员会委员，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敌视苏维

埃政权，鼓吹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４９、１２１、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２、２９８。

阿列克先科，米哈伊尔·马尔丁诺维奇（ ， 生

于１８４８年）——俄国十月党人，大地主。１８７９年起任哈尔科夫大学财政

法教授，１８９１—１８９９年任哈尔科夫大学校长。１９０１—１９０６年任哈尔科夫学

区督学。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代表，杜马预算委

员会主席。——２１３—２１４、２１５。

埃利亚斯，Ｋ． ．（施瓦尔茨）（ ， ． ．（ ）１８８６—１９６３）——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

代是取消派分子。１９０９—１９１３年为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国外委员

会委员，１９１１年起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取消主义的中央委员会驻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代表。１９１０—１９１４年为《斗争报》编辑

部成员，１９１２年出席了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召开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八月代

表会议。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是工人、士兵和无土地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

员会委员。曾任拉脱维亚资产阶级的人民委员会（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委员和立

宪会议的代表，第一、第二和第三届议会议员。——３２２、３２４。

艾森施塔特，伊赛·李沃维奇（尤金）（ ， （ ）

１８６７—１９３７）——崩得领袖之一。１８８６年加入雅罗斯拉夫尔民意党小组，

９０年代中期成为社会民主党人。１９０２年起为崩得中央委员，在明斯克和敖

德萨工作。曾代表崩得中央委员会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

会，在会上是反火星派分子，会后成为孟什维克骨干分子。敌视十月革命。

１９２２年侨居德国，领导诽谤苏联的崩得集团，为孟什维克杂志《社会主义

通报》撰稿。——２５４—２５５、２６４、２６５。

安东尼·沃伦斯基（赫拉波维茨基，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

（ ， ）１８６３—１９３６）——俄国黑

帮分子，沙皇反动政治最著名的鼓吹者之一，俄国正教教会的极右派头目。

１９０２年起在沃伦当主教，后为哈尔科夫的大主教。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

争时期与邓尼金勾结。反革命势力被粉碎后逃往国外，成为流亡国外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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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派首领之一。——２５、３３０。

奥博连斯基，Ａ． ．（ ， ． ．生于１８５５年）——俄国公爵，１８９８—

１８９９年任副内务大臣，１９０２年起为执政参议院议员，１９０２—１９０５年任副

财政大臣，１９０６年任圣正教院总监，１９０５—１９１７年为国务会议成员。——

３２８。

奥尔，伊格纳茨（Ａｕｅｒ，ｌｇｎａｚ１８４６—１９０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

是鞍匠。１８７４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书记，１８７５年该

党同拉萨尔派合并后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编辑社

会民主党的《柏林自由新闻报》。多次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后来转向改良

主义，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领袖之一。——２０５。

奥尔全——见佛敏，瓦·巴·。

Ｂ

巴布什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 （ ２ ， １８７３—

１９０６）——俄国工人，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１８９１年起在彼得堡谢米

扬尼科夫工厂当钳工。１８９４年加入列宁领导的工人马克思主义小组。曾参

加列宁起草的社会民主党第一份鼓动传单《告谢米扬尼科夫工厂工人书》

的撰写工作，并在厂内散发。从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建立时起，

就是该协会最积极的会员和列宁最亲密的助手。积极参加了列宁的《火星

报》的组织工作，是该报首批代办员之一和热心的通讯员。１９０２年受党的

委派到工人团体中进行革命工作，参加反对经济派和祖巴托夫分子的斗

争，使工人摆脱祖巴托夫“警察社会主义”的影响。多次被捕、流放和监

禁。积极参加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尔库茨克委员

会和赤塔委员会委员，赤塔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１９０６年１月从赤塔到

伊尔库茨克运送武器时被讨伐队捕获，未经审讯即被枪杀。列宁为巴布什

金写了讣文，高度评价巴布什金无限忠于革命的精神。——７９—８３。

巴扎罗夫，弗·（鲁德涅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 ．

（ ， １８７４—１９３９）——俄国哲学家和经济学

家。１８９６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１９０４—１９０７年是布尔什维克，曾为布

尔什维克报刊撰稿。斯托雷平反动时期背弃布尔什维主义，宣传造神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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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批判主义，是用马赫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１９１７

年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反对十月革命。１９２１

年起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和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合译

了《资本论》（第１—３卷，１９０７—１９０９年）及马克思的其他一些著作。晚

年从事文艺和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他的经济学著作涉及经济平衡表问

题。他的哲学著作追随马赫主义，主要著作有《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和

马克思主义》（１９０６）、《两条战线》（１９１０）等。——９０、９１、９２、９３、９４、

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５、１２３、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５。

白恩士，约翰·埃利奥特（Ｂｕｒｎｓ，ＪｏｈｎＥｌｉｏｔ１８５８—１９４３）——英国工人运

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职业是机械师。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是工联领导人之

一，参加过多次罢工，领导了１８８９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曾是英国社会

民主联盟盟员，但不久退出该组织。１８８９年进入伦敦郡参议会。１８９２年被

选入议会，在议会中不顾工人阶级的利益，主张同资本家合作。１９０５—１９１４

年任地方自治大臣，１９１４年任贸易大臣。１９１４年８月因不同意政府关于参

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而辞职。以后脱离政治活动。——２８２。

白里安，阿里斯蒂德（Ｂｒｉａｎｄ，Ａｒｉｓｔｉｄｅ１８６２—１９３２）——法国国务活动家，

外交家；职业是律师。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参加社会主义运动，１８９８年加入法

国独立社会党人联盟，１９０２年参加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同年被选入议

会。１９０６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任教育部长，因此被开除出社会党；后参

加独立社会党人集团，该集团于１９１１年取名为“共和社会党”。１９０９—１９１１

年任“三叛徒（白里安、米勒兰、维维安尼）内阁”的总理。１９１０年宣布

对铁路实行军管，残酷地镇压了铁路工人的罢工。１９１３年任总理，１９１５—

１９１７、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任总理兼外交部长，１９２４年任法国驻国际联盟代表。

１９２５年参与签订洛迦诺公约。１９２５—１９３１年任外交部长。１９３１年竞选总

统失败后退出政界。——２８２。

倍倍尔，奥古斯特（Ｂｅｂｅ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０—１９１３）——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

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建人和领袖之一，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旋工出身。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前半期开始政治活

动，１８６７年当选为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８年该联合会加入第一国

际。１８６９年与威·李卜克内西共同创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

派），该党于１８７５年与拉萨尔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又改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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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多次当选国会议员，利用国会讲坛揭露帝国政府反动的内外

政策。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在国会中投票反对军

事拨款，支持巴黎公社，为此曾被捕和被控叛国，断断续续在狱中度过将

近六年时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施行时期，有成效地领导了党的地下活

动和议会活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和２０世纪初同党内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

义进行斗争，反对伯恩施坦及其拥护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和庸俗

化。倍倍尔是出色的政论家和演说家，对德国和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有很

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他的活动，同时也批评了他的一些错

误。——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４７、３１４—３１５。

俾斯麦，奥托·爱德华·莱奥波德（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ＯｔｔｏＥｄｕａｒｄＬｅｉｏｐｏｌｄ１８１５—

１８９８）——德国国务活动家。１８６２年起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推行铁

血政策，建立起以普鲁士为霸主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１８７１年１月出任德

意志帝国首任首相，维护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曾积极援助法国反革

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１８７８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镇压国内工人

运动。从１８８１年开始又颁布一系列所谓“社会立法”，实行疾病、意外灾

难、残废和老年保险，企图用小恩小惠拉拢工人。由于内外政策遭受挫折，

于１８９０年３月去职。——１４６、２２２、３１４。

彼得——见拉米什维里，诺·维·。

彼得罗夫，康斯坦丁·马特维耶维奇（彼得罗夫第三）（ ，

（ ）生于１８７７年）——俄国劳动派分子，劳动团党团

秘书；职业是排字工人。第三届国家杜马彼尔姆省代表，在杜马中被选入

城市事务、工人问题、预算等委员会。——４０５、４０８。

彼得罗夫第三——见彼得罗夫，康·马·。

彼舍霍诺夫，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 ，

１８６７—１９３３）——俄国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为自由主义

民粹派分子，《俄国财富》杂志的撰稿人，１９０４年起为该杂志编委；曾为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解放》杂志和社会革命党的《革命俄国报》撰稿。他

是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组织者（１９０６）和领袖之一，该党同

劳动派合并后（１９１７年６月），参加劳动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会。１９１７年

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５—８月任

临时政府粮食部长，后任预备议会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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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俄罗斯复兴会”，１９２２年被驱逐出境，成为白俄流亡

分子。——２１１。

别尔嘉耶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

１８７４—１９４８）——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学生时代参加社会

民主主义运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末曾协助基辅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因协会案件于１９００年被逐往沃洛格达省。在早期著作中就倾向合法马克

思主义，用新康德主义修正马克思的学说，后来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

１９０５年加入立宪民主党。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哲学

流派——寻神说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参与编撰反革命的《路标》文集。十

月革命后成了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辩护士。１９２２年因进行反革

命活动被驱逐出境，在国外继续鼓吹哲学神秘主义，是白俄流亡分子的思

想家。——２５２。

别尔托夫——见普列汉诺夫，格·瓦·。

别列佐夫斯基，亚历山大·叶利扎罗维奇（别列佐夫斯基第一）（ ，

（ １ ）生于１８６８年）——俄国地主，立

宪民主党人，地方自治活动家；职业是农艺师。第三届国家杜马辛比尔斯

克省代表，在杜马中是粮食、土地等委员会委员。１９１８年起从事农艺专业

工作。——１５７、３７３。

别列佐夫斯基第一——见别列佐夫斯基，亚·叶·。

别洛乌索夫，捷连季·奥西波维奇（ ， 生于１８７５

年）——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第三届国家杜马伊尔库茨克省代表，在

杜马中被选入预算和土地委员会。１９１２年２月退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但未辞去代表职务。后脱离政治活动，在莫斯科合作社组织中工作。——

１３０。

波格丹诺夫，波里斯·奥西波维奇（ ， １８８４—

１９５６）——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１９１０年底取消派在彼得堡建立的

“发起”小组的成员。曾为《现代出版业》、《我们的曙光》、《生活事业》等

取消派杂志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护国派分子，军事工业委员会的

组织者之一。——２０９—２１２。

波格丹诺夫（马林诺夫斯基），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马克西莫夫，恩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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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３—１９２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职

业是医生。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１９０３年成为布尔什维

克。在党的第三、第四和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曾参加布

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编辑部，是布尔什维克《新生

活报》的编辑。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领导召回派，是前

进集团的领袖。在哲学上试图建立自己的体系——经验一元论（经验批判

主义的变种）。１９０９年６月因进行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十月革命后是共产主义科学院院士，在莫斯科大学

讲授经济学。１９１８年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思想家。１９２１年起从事老年医学

和血液学的研究。１９２６年起任由他创建的输血研究所所长。——４６—４７、

２７３。

波克罗夫斯基，伊万·彼得罗维奇（波克罗夫斯基第二）（ ，

（ ２ １８７２—１９６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医

生。第三届国家杜马库班州、捷列克州和黑海省代表，参加社会民主党杜

马党团的布尔什维克派。１９１０年以第三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代表的身

分参加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明星报》编辑部。——３７６。

波克罗夫斯基第二——见波克罗夫斯基，伊·彼·。

波利亚科夫，索洛蒙·李沃维奇（利托夫采夫，索·）（ ，

（ ， ．１８７５—１９４５）——俄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曾为

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俄罗斯言论报》和《现代言论报》撰稿。十月

革命后侨居国外，积极参加白俄流亡分子的报刊工作。——２１５。

波利亚科夫，Ａ．Ａ．（卡察普）（ ， ． ．（ 生于１８８４年）——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１９０９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部工业区区域局书记。

１９１１年６月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上，被布尔什

维克提名为参加筹备中央全会的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候选人。后来查明，波

利亚科夫在１９１１—１９１５年期间是莫斯科保安处的暗探。——２５４。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波特列索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

１８６９—１９３４）——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初参加马克思

主义小组。１８９６年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被捕，１８９８年流

放维亚特卡省。１９００年出国，参与创办《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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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领导人。

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思想家，在《复兴》和

《我们的曙光》杂志以及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其他报刊中起领导作用。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１９１７年在反布尔什维克的资产阶级《日

报》中起领导作用。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为克伦斯基的《白日》周刊撰

稿，攻击苏维埃政权。——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３７、４２、４３、４４、４６—４７、４９—

５０、５３、５４、５７、５８—５９、６０—６２、９０、９１、９３、９４、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１０９、

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５—１１６、１１７—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６、

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５、１６０、１６１、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８、１８９—

１９０、１９１、２０４、２０６、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２、２８３、２８６、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７、２９９、

３０３、３１８、３２１—３２２、３２４、３３７、３４４、３５１、３５３、３６６、３６８、４０７。

勃朗施坦，彼得·阿布拉莫维奇（查茨基，尤·；尤里）（ ，

（ ， ．， ）１８８１—１９４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孟什维克。２０世纪初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敖德萨工作。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加入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

涨年代是取消派分子，任取消派《生活事业》杂志编辑，并为《涅瓦呼声

报》、《光线报》及其他孟什维克取消派报纸撰稿。１９１７年是彼得格勒孟什

维克的领导人之一，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工人报》编委。十月革命后在

南方进行反革命活动，后移居国外，为孟什维克《社会主义通报》杂志撰

稿。——３１、３２、４２、４９、５４、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４、１８５、２５７、２５８、２６４、２６６、

２７３、２９０、３０３、３２３、３４４、３４５、３５１、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８。

博勃里舍夫－普希金，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格罗莫博伊）（

， （ 生于１８７５年）——俄国律师，

起初参加法制党，后加入十月十七日同盟，为该同盟中央委员。曾为十月

党的《莫斯科呼声报》和《真理呼声报》撰稿。十月革命后参加邓尼金将

军的反革命叛乱，后逃亡国外。在国外参与编纂《路标转换》文集，并为

同名杂志撰稿。苏联政府同意他的给予特赦的请求后，１９２３年回到苏联，

从事律师工作。——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５、１５８、２２５、２２８。

博德曼，约翰·亨利希（Ｂｏｄｍａｎ，Ｊｏ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５１—１９２９）——德国国

务活动家，男爵。１９０７—１９１７年任巴登大公国内政大臣，１９１７年１２月起

为巴登大公国政府首脑，依靠民族自由主义集团进行统治。德国１９１８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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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革命后退职。——１０—１１。

伯恩施坦，爱德华（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５０—１９３２）——德国社会民主党和

第二国际右翼领袖之一，修正主义的鼻祖。１８７２年加入社会民主党，曾是

欧·杜林的信徒。１８７９年和卡·赫希柏格、卡·施拉姆在苏黎世发表《德

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主张放弃革命斗争，适应俾斯麦制度，受

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１８８１—１８９０年任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

主党人报》编辑。从９０年代中期起同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１８９６—１８９８年

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一组文章，１８９９年发表

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从经济、政治和哲学方

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作了全面的修正。１９０２年起为国会议员。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１９１７年参加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１９１９年

公开转到右派方面。１９１８年十一月革命失败后出任艾伯特—谢德曼政府

的财政部长助理。——１１１、１１５、２００、２０５、２９９、３１０。

伯尔——见李伯尔，米·伊·。

布尔采夫，弗拉基米尔·李沃维奇（ ， １８６２—

１９４２）——俄国政论家和出版家。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是民意党人。１８８５年被

捕，流放西伯利亚，后逃往国外，从事收集和出版革命运动文献的工作。

１８９７年在伦敦出版革命运动史料汇编《一百年间》。１９００年开始出版《往

事》杂志。曾把沙俄内务部警察司的秘密活动公诸于众，揭露了奸细叶·

菲·阿捷夫和罗·瓦·马林诺夫斯基等人。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夕接近社

会革命党人，革命失败后支持立宪民主党人。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９１４年１月

在巴黎出版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未来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狂热的

沙文主义者。１９１５年回国，反对布尔什维克。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开始出

版反革命的《共同事业报》（后转到巴黎出版）。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参

与建立君主派白卫组织，反对苏维埃俄国。——３８２。

布拉特（布洛塔），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 （ ），

１８７２—１９４１）——立陶宛社会活动家，第二届和第三届国家杜马苏瓦乌基

省代表；职业是律师。１９０５年１０月是邮电职员罢工的组织者之一；屡遭

监禁。在杜马中参加劳动派党团，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为劳动派党团领

袖。１９１２—１９１５年在维尔纽斯当律师，１９１５—１９１７年住在美国。返回彼得

格勒后，代表社会革命党被增补进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１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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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共和国人民议会选举委员会委员。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任立陶宛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司法部部长。１９４１年被德国占领者枪

杀。——２１６。

布勒宁，维克多·彼得罗维奇（ ， １８４１—１９２６）——

俄国政论家，诗人。１８７６年加入反动的《新时报》编辑部，成为新时派无

耻文人的首领。对一切进步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肆意诽谤，造谣诬蔑。列

宁经常用布勒宁的名字来刻画卑鄙的论战手法。——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７、１９８。

布里根，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 ，

１８５１—１９１９）——俄国国务活动家，大地主。１９００年以前先后任法院侦查

员和一些省的省长。１９００—１９０４年任莫斯科总督助理，积极支持祖巴托夫

保安处的活动。１９０５年１月２０日就任内务大臣。同年２月起奉沙皇之命

主持起草关于召开咨议性国家杜马的法案，以期削弱国内日益增长的革

命热潮。但这届杜马还没有召开就被革命所取代。布里根于１９０５年１０月

１７日的沙皇宣言颁布后辞职；虽仍留任国务会议成员，实际上已退出政治

舞台。——２７８。

布鲁凯尔，路易·德（ｒｏｕｃｋèｒｅ，Ｌｏｕｉｓｄｅ１８７０—１９５１）——比利时工人党

领袖和理论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领导该党左翼。在第二国际斯图加

特代表大会上就社会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发了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是社会沙文主义者，战后是工人党总委员会常务局成员和第二国际执行

委员会委员。后参加政府，任参议员和比利时驻国际联盟代表。１９１９年起

任布鲁塞尔大学教授，１９２６年起是比利时科学院院士。——２０８。

布伦坦诺，路约（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ｕｊｏ１８４４—１９３１）——德国经济学家，讲坛社

会主义代表人物。１８９１年起任慕尼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鼓吹放弃阶级

斗争，宣扬通过组织改良主义的工会和工厂立法就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

的矛盾、调和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在土地问题上维护反马克思主义的小

农经济稳固论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晚年成了公开的帝国主义辩护

士。——１１１、３６５。

布罗茨基， ． ．（ ， ． ．生于１８８９年）——原为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党员，１９０４年起先后充当华沙保安处和彼得堡保安处的暗探。——

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３、３８４。

布洛赫，约瑟夫（ｌｏｃｈ，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７１—１９３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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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１８９７—１９３３年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社会主义月刊》的编辑

兼出版人。１９３３年法西斯上台后移居捷克斯洛伐克。——１３。

Ｃ

蔡特金，克拉拉（Ｚｅｔｋｉｎ，Ｃｌａｒａ１８５７—１９３３）——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活动家，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参加革命运动，１８８１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１８８２年流

亡奥地利，后迁居瑞士苏黎世，为秘密发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

会民主党人报》撰稿。１８８９年积极参加第二国际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

１８９０年回国。１８９２—１９１７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办的女工报纸《平等报》

的责任编辑。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之一，与罗·卢森堡、卡·

李卜克内西、弗·梅林一起同伯恩施坦及其他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

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社会沙文主义。曾积极

参与组织１９１５年３月在伯尔尼召开的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１９１６

年参与组织国际派（后改称斯巴达克派和斯巴达克联盟）。１９１７年德国独

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为党中央委员。１９１９年起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当选为

中央委员。１９２０年起为国会议员。１９２１年起先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领导国际妇女书记处。１９２５年起任国际支援革命战

士协会主席。——２９８、３０３—３０４。

查茨基，尤·——见勃朗施坦，彼·阿·。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 ，

１８２８—１８８９）——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文艺批评家，经济学家，哲

学家。１８５３年开始为《祖国纪事》和《同时代人》杂志撰稿，１８５６—１８６２

年是《同时代人》杂志的领导人之一，发扬别林斯基的民主主义批判传统，

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思想，是俄国１９世纪６０年

代革命运动的领袖与土地和自由社的思想鼓舞者。因揭露１８６１年农民改

革的骗局，号召人民起义，于１８６２年被沙皇政府逮捕，入狱两年，后被送

到西伯利亚服苦役。１８８３年解除流放，１８８９年被允许回家乡居住。著述很

多，涉及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美学、伦理学等领域。在哲学上批判了

贝克莱、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观点，力图以唯物主义精神改造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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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的辩证法。对资本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是由整个人类

发展进程所决定的，但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又认为俄国有可能通过农民

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所著长篇小说《怎么办？》（１８６３）和《序幕》（约

１８６７—１８６９）表达了社会主义理想，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１６７、

１７５—１７６。

Ｄ

达尼舍夫斯基，卡尔·尤利·克里斯蒂安诺维奇（格尔曼）（ ，

（ １８８４—１９３８）——１９００年加入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１９０７年在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代表拉

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１９０７—１９１４

年在彼得堡、巴库、梯弗利斯、华沙、里加、利耶帕亚和莫斯科等地做党

的工作。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任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和莫斯科苏维埃代

表。同年５月起在拉脱维亚担任布尔什维克报纸《斗争报》和《战壕真理

报》编辑。十月革命后任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

委员会委员和共和国革命法庭庭长。拉脱维亚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任拉脱维

亚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

选为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２１年起任党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书记、林业总委

员会领导人、苏联对外贸易银行和全苏木材出口联合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

等职。１９３２—１９３６年任苏联副森林工业人民委员。——３５０。

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尼古拉·—逊）（ ，

（ １８４４—１９１８）——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自由主

义民粹派理论家。他的政治活动反映了民粹派从对沙皇制度进行革命斗争

转向与之妥协的演变。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与革命的青年平民知识分子小

组有联系。接替格·亚·洛帕廷译完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１８７２

年初版），以后又译出了第二卷（１８８５）和第三卷（１８９６）。在翻译该书期

间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过书信往来，但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认为马

克思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俄国，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发展前途；主张保存村

社土地所有制，维护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１８９３年出版了《我国改革后

的社会经济论文集》一书，论证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经济观点。列宁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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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批判了他的经济思想。——１６３、１６４。

德涅夫尼茨基，普·恩·（策杰尔包姆，费多尔·奥西波维奇）（ ，

． ．（ ， 生于１８８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孟什维克，政论家。１９０９年起住在国外，追随孟什维克护党派，为普列汉

诺夫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撰稿，参加布尔什维克《明星报》和《真理

报》的工作。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３１６。

迪马，沙尔（Ｄｕｍａｓ，Ｃｈａｒｌｅｓ生于１８８３年）——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

社会党人，众议员。曾为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报刊撰稿。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３８５。

杜勃洛文斯基，约瑟夫·费多罗维奇（英诺；英诺森）（ ，

（ ， １８７７—１９１３）——１８９３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

起初加入民意党人小组，后同民粹派决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莫斯

科工人协会的领导人之一。１９０２年起为《火星报》代办员。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被增补进中央委员会。１９０５年是莫

斯科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１９０７年在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

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０８年进入《无产者报》编辑部。斯托雷平反动

时期对取消派表现了调和主义倾向。屡遭沙皇政府迫害。１９１３年死于图鲁

汉斯克流放地。——１６０、２５４、２５５—２５６、２６１、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６、２７２、２７３、

３４８。

杜尔诺沃，彼得·尼古拉耶维奇（ ， １８４５—

１９１５）——俄国国务活动家，反动分子。１８７２年起在司法部门任职，１８８１

年转到内务部。１８８４—１８９３年任警察司司长，１９００—１９０５年任副内务大

臣，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９０６年４月任内务大臣，极其残酷地镇压了俄国第一

次革命。１９０６年起为国务会议成员。——３２８、３６９、３７３。杜冈－巴拉诺

夫斯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６５—１９１９）——俄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１８９５—１８９９年任彼得堡大学

政治经济学讲师，１９１３年起任彼得堡工学院教授。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是合法

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曾为《新言论》和《开端》等杂志撰稿，积极参

加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论战。２０世纪初起公开维护资本主义，修正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了“马克思的批评家”。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期间加入

立宪民主党。十月革命后成为乌克兰反革命势力的骨干分子，１９１７—１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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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任乌克兰中央拉达的财政部长。９０年代的主要著作有《现代英国的工业

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１８９４）、《俄国工厂今昔》第一卷

（１８９８）等。——１６４。

杜林，欧根·卡尔（Ｄüｈｒｉｎｇ，ＥｕｇｅｎＫａｒｌ１８３３—１９２１）——德国哲学家和

经济学家。毕业于柏林大学，当过见习法官，１８６３—１８７７年为柏林大学讲

师。７０年代起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反对马克思主义，妄图创立新

的理论体系。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混合在一起；在

政治经济学方面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在社会主义

理论方面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精神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体系，反对科学社

会主义。他的思想得到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恩格斯在《反杜林

论》一书中系统地批判了他的观点。主要著作有《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

批判史》（１８７１）、《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１８７３）、《哲学教程》

（１８７５）等。——１２６—１２７。

杜姆巴泽，伊万·安东诺维奇（ ， １８５１—１９１６）——

沙俄将军，黑帮分子，高加索俄罗斯化政策的维护者。１９０６年被任命为雅

尔塔市总办。作为君主派的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成员，依仗尼古拉二世的宠

信，目无法纪，排斥异己，变雅尔塔为他个人的世袭领地，对居民实行恐

怖政策，干预诉讼案件。他的所作所为甚至引起十月党人的抗议，１９０８年

他们就他的非法行为向第三届国家杜马提出质问；杜姆巴泽于１９１０年被

解职，但事过一个月之后，再次被任命为雅尔塔市的总办。——３５９、４０８。

Ｅ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２０—１８９５）——科学共产主义创

始人之一，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马克思的亲密战友。——１６、８４、

１２６—１２７、１４７、２０２、２３２、３９１—３９２、３９３—３９４。

Ｆ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安德列亚斯（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ｗｉｇＡｎｄｒｅａｓ１８０４—

１８７２）——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之一，

德国资产阶级最激进的民主主义阶层的思想家。１８２８年起在埃朗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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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关于死和不死的思想》（１８３０）中反对基督

教关于灵魂不死的教义；该书被没收，本人遭迫害，并被学校解聘。１８３６

年移居布鲁克贝格村（图林根），在农村生活了近二十五年。在从事哲学活

动的初期是唯心主义者，属于青年黑格尔派。到３０年代末摆脱了唯心主

义；在《黑格尔哲学批判》（１８３９）和《基督教的本质》（１８４１）这两部著

作中，割断了与黑格尔主义的联系，转向唯物主义立场。费尔巴哈的主要

功绩是在唯心主义长期统治德国哲学之后，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他肯

定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人是自然的产物，人能

认识物质世界和客观规律。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

来源之一。但他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和直观的，是以人本主义的形式

出现的，他的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他把人仅仅看作是一种脱离历史

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生物，不了解实践在认识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晚年关心社会主义文献，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于１８７０年加入德国

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

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费尔巴哈的哲学作了全面的分

析。——９１、９２、１３０。

佛敏，瓦连廷·巴甫洛维奇（奥尔金） （ ，

（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

为孟什维克，１９０９年起是孟什维克护党派，普列汉诺夫的拥护者；住在国

外。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撰稿，１９１２—１９１４年为孟

什维克护党派小报《护党报》撰稿。——１６１、２５５。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Ｖｏｌｌｍａｒ，Ｇｅｏｒｇ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５０—１９２２）——

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领袖之一，新闻工作者。早年是激进的民主主

义者。１８７６年加入社会民主党，１８７９—１８８０年任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

主党人报》编辑。１８８１年起多次当选帝国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

员。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很快转为右倾，提出一系列改良主义主张，

建议把党的活动局限在争取改良的斗争上，号召同资产阶级合作，同政府

妥协，反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鼓吹“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号召社会

民主党同自由派联合；在制定党的土地纲领时，维护小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晚年不再积极从事政治活

动。——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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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路德维希（Ｆｒａｎｋ，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７４—１９１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

会沙文主义者；职业是律师。１９０７年起为帝国国会议员。１９１０年在德国社

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后以志愿兵身分入伍，死于前线。——１０—１２、１４、１１８。

Ｇ

哥列夫（戈尔德曼），波里斯·伊萨科维奇（伊哥尔；伊哥列夫）（

（ ）， （ ， ）１８７４—１９３７）——俄国社会

民主党人。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参加革命运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

协会会员。１８９７年被捕和流放。１９０５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委员，布尔什维克。１９０７年转向孟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

（伦敦）代表大会上代表孟什维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曾为孟什维克取消

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我们的曙光》杂志撰稿。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

为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成员和书记。１９１２年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反布尔

什维克的八月代表会议，在会上被选入组委会。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为孟什

维克《工人报》编辑之一、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

员会委员。１９２０年８月声明退出孟什维克组织。后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工

作。——４３—４４、５２、５３—５４、１８４、２５４、２５５、２５８、２８９、２９９、３２４。

戈尔登贝格，约瑟夫·彼得罗维奇（梅什科夫斯基）（ ，

（ ）１８７３—１９２２）——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参加俄国社会民

主主义运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期间起过重要作用，参加了布尔什维克所

有报刊编辑部的工作，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同其他党派和

组织联系的代表。１９０７年在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

员。１９１０年进入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对取消派持调和态度。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是护国派分子，普列汉诺夫的拥护者。１９１７—１９１９年参加新生活

派。１９２０年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党。——１０５、１０７、１５９、１６２、２５６、２６５、

２６６。

葛伊甸，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 ， １８４０—

１９０７）——俄国伯爵，大地主，地方自治活动家，十月党人。１８９５年起是

普斯科夫省的县贵族代表、自由经济学会主席。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积极参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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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自治运动。打着自由主义的幌子，力图使资产阶级和地主联合起来对付

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的沙皇宣言颁布后，公开转向反

革命营垒，是十月党的组织者之一。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领导右派代表集

团。杜马解散后是和平革新党的组织者之一。——３３２—３３３、３７０、３７１、

３７２、３７３。

格尔曼——见达尼舍夫斯基，卡·尤·克·。

格格奇柯利，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 ， １ １８８１—

１９５４）——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第三届国家杜马库塔伊西省代表，社会民

主党杜马党团领袖之一。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外高加索特别委

员会委员。１９１７年１１月起任外高加索反革命政府——外高加索委员会的

主席，后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外交部长和副主席。１９２１年格鲁吉亚

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为白俄流亡分子。——２５１、３７６、４０５、４０８。

格拉西莫夫，阿列克斯·瓦西里耶维奇（ ，

生于１８６１年）——沙俄少将。１９０５—１９０９年任彼得堡保安处处长，１９０９—

１９１４年是内务大臣的将级专员。——３８２。

格罗莫博伊——见博勃里舍夫－普希金，亚·弗·。

古尔柯，弗拉基米尔·约瑟福维奇（ ， １８６３—

１９２７）——俄国国务活动家。１９０２年起任内务部地方局局长，１９０６年起任

副内务大臣。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反对土地法案，维护农奴主—地主的利

益。在哥列梅金政府中起过重要作用，后因同盗用公款一事有牵连，根据

参议院判决被解职。１９１２年当选为国务会议成员。敌视十月革命，反对苏

维埃政权，后流亡国外。——３５９。

古列维奇，埃马努伊尔·李沃维奇（斯米尔诺夫，叶·）（ ，

（ ， ．）生于１８６５年）——俄国政论家，１８９０年以前是民

意党人，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

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分子，为左派

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撰稿；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

志的创办人之一和撰稿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３３７。

古契柯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６２—

１９３６）——俄国大资本家，十月党的组织者和领袖。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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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支持政府残酷镇压工农。１９０７年５月作为工商界代表被选入国务会议，

同年１１月被选入第三届国家杜马；１９１０年３月—１９１１年３月任杜马主

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和国防特别会议成

员。１９１７年３—５月任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１９１７年８月参与策划科尔尼

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１９１８年起为白俄流亡分子。——

１１７、１３８、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２—３３３、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５、４０３—４０４。

Ｈ

海德门，亨利·迈尔斯（Ｈｙｎｄｍａｎ，ＨｅｎｒｙＭａｙｅｒｓ１８４２—１９２１）——英国社

会党人。１８８１年创建民主联盟（１８８４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担任领导

职务，直至１８９２年。１９００—１９１０年是社会党国际局成员。１９１１年参与创

建英国社会党，领导该党机会主义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

义者。１９１６年英国社会党代表大会谴责他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后，退出社

会党，组建了沙文主义的民族社会党（１９１８年改名为社会民主联盟）。敌

视俄国十月革命，赞成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２３０—２３２、３８８—３９４。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Ｈｅｇｅｌ，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

１８０１—１８０７年任耶拿大学哲学讲师和教授。１８０８—１８１６年任纽伦堡中学

校长。１８１６—１８１７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１８１８年起任柏林大学哲学教

授。黑格尔的哲学是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最高发

展。他根据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基本原则，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

的哲学体系，并创立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

以前存在着绝对精神，客观世界是绝对精神、绝对观念的产物；绝对精神

在其发展中经历了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最终回复到了它自

身；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

矛盾是运动、变化的核心。黑格尔哲学的特点是辩证方法同形而上学体系

之间的深刻矛盾。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

源之一。黑格尔的社会政治观点是保守的，他是立宪君主制的维护者。主

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１８０７）、《逻辑学》（１８１２—１８１６）、《哲学全书》

（１８１７）、《法哲学》（１８２１）、《哲学史讲演录》（１８３３—１８３６）、《历史哲学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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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录》（１８３７）、《美学讲演录》（１８３６—１８３８）等。——１３０。

洪达泽，加布里埃尔·伊万诺维奇（莫斯科夫斯基，阿·）（ ，

（ ， ．）生于１８７７年）——１８９８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

主义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１９０６年１１

月—１９０７年１０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是党的第五

次（伦敦）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０９—１９１３年是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曾为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１９１７年追随新生活派。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是格鲁吉

亚孟什维克政府驻莫斯科的代表。后脱离政治活动。——１８４。

霍尔，伦纳德（Ｈａｌｌ，Ｌｅｏｎａｒｄ１８６６—１９１６）——英国社会党人，社会主义同

盟成员，领导该同盟的曼彻斯特分部。他是独立工党的创建人之一，１８９４

年起为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２３３、２３５。

霍米亚科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 ， １８５０—

１９２５）——俄国大地主，十月党人。１８８６—１８９６年是斯摩棱斯克省贵族代

表。１８９６—１９０２年任农业和国家产业部农业司司长。１９０６年被选为国务会

议成员。第二、第三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１９１０年３月以前任第三届国

家杜马主席。与银行资本有联系，在东部铁路实行租让时他入了股。——

２１３—２１４。

Ｊ

吉霍米罗夫，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 ， １８５２—

１９２３）——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参加俄国革命运动。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为柴可夫斯

基派小组成员，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１８７８年夏起为土地和自由社成员，

１８７９年起为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８８３年流亡国外，和彼·拉·拉甫罗

夫一起出版《民意导报》。１８８８年背弃革命信念，在巴黎出版了《我为什

么不再做革命者》的小册子，给沙皇写了请求赦免的忏悔书。１８８９年回国，

成了君主派分子，为《莫斯科新闻》、《新时报》、《俄国评论报》撰稿。１９１７

年起脱离政治活动。——９７。

季奥涅奥——见什克洛夫斯基，伊·弗·。

加里宁，费多尔·伊万诺维奇（阿尔卡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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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８２—１９２０）——俄国织布工人，１９０３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１９０５年领导弗拉基米尔省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的武装起义，后在党的

莫斯科委员会工作。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参加派别性的

卡普里党校和博洛尼亚党校（意大利）的工作，加入前进集团。１９１２年起

侨居巴黎。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回国，在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工作。十月革命

后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３５０。

加米涅夫（罗森费尔德），列夫·波里索维奇（ （ ），

１８８３—１９３６）——１９０１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的第二次

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在彼得堡从事宣传鼓动工作，为

党的报刊撰稿。１９０８年底出国，任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编委。斯托

雷平反动时期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采取调和态度。１９１４年初

回国，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领导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起多次当

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０日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十月革命前夕在

《新生活报》上公开发表声明，不同意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在全俄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１９１７

年１１月主张成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遭到否决

后声明退出党中央。１９１８年起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１９２２年起任人民委员

会副主席，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１９２３年起任列宁研究院

第一任院长。１９１９—１９２５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２５年组织“新反对

派”，１９２６年１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参与组织“托季联

盟”，１０月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１９２７年１２月被开除出党，后来两

次恢复党籍，两次被开除出党。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５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

判庭以“参与暗杀基洛夫、阴谋刺杀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罪名判

处枪决。１９８８年６月苏联最高法院为其平反。——２９７、２９８。

捷斯连科，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 ， 生于１８７０

年）——俄国律师，从立宪民主党成立时起即为该党中央委员。第二届国

家杜马莫斯科市代表，曾为《俄罗斯新闻》撰稿。十月革命后为白俄流亡

分子。——２７６、２７７、２７８、２７９、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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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卡察普——见波利亚科夫，Ａ．Ａ。

卡恩－科茨，泽尔达（Ｋａｈａｎ－Ｃｏａｔｅｓ，Ｚｅｌｄａ生于１８８３年）——英国社会

民主联盟成员，属该联盟左翼，反对海德门的机会主义政策。１９０７年应邀

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１９１２年当选为英国社

会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积极反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国家

的政策。——２３１、２３２。

卡尔斯基——见马尔赫列夫斯基，尤·约·。

卡拉乌洛夫，瓦西里·安德列耶维奇（ ， １８５４—

１９１０）——俄国立宪民主党人，法学家。曾是民意党人，１８８４年因十二个

民意党人案件在基辅被捕并判处四年苦役，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１９０５年

加入立宪民主党，公开反对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第三届国家杜马叶尼塞斯

克省代表，立宪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正式发言人。——９７—９９、１５４—１５５、

２７９、３０９、３７３。

卡维林，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 ，

１８１８—１８８５）——俄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莫斯科大学（１８４４—１８４８）和

彼得堡大学（１８５７—１８６１）教授，贵族—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人物。曾为

《同时代人》、《祖国纪事》和《欧洲通报》杂志撰稿。在１８６１年农民改革

的准备和进行期间，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运动，赞成专制政府的反动政

策。——１６７。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ｌ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１８０４）——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

唯心主义哲学奠基人。１７５５—１７７０年任柯尼斯堡大学讲师，１７７０—１７９６年

任该校教授。１７７０年以前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发表了《自然通史和天体

论》（１７５５）一书，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１７７０年以后致力于

“批判地”研究人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方式和界限，发表了《纯粹理性批

判》（１７８１）、《实践理性批判》（１７８８）、《判断力批判》（１７９０），分别阐述

他的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观点。康德哲学的基本特点是调和唯物主义

和唯心主义。它承认在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物，即“自在之物”，认为“自

在之物”是感觉的源泉，但又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是超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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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是人的认识能力所不可能达到的“彼岸的”东西，人只能认识他

头脑里固有的先验的东西。——１３０。

康杜鲁什金，斯捷潘·谢苗诺维奇（ ， １８７４—

１９１９）——俄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在叙利亚的巴勒斯坦协

会中当教师，后回国。曾为《俄国财富》杂志、《世间》杂志、《旗帜》文

集等刊物撰稿。——３７８、３７９。

考茨基，卡尔（Ｋａｕｔｓｋｙ，Ｋａｒｌ１８５４—１９３８）——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

际的领袖和主要理论家之一。１８７５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１８７７年加入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特别是从１８８１年与马克思和

恩格斯相识后，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到２０世纪初写过

一些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１８８７）、

《土地问题》（１８９９）等。１８８３—１９１７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

代》杂志主编。曾参与起草１８９１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爱尔福特纲领）。

１９１０年以后逐渐转到机会主义立场，成为中派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提出超帝国主义论，大战期间打着中派旗号支持帝国主义战争。１９１７年参

与建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１９２２年拥护该党右翼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

并。１９１８年后发表《无产阶级专政》等书，攻击俄国十月革命，反对无产

阶级专政。——１７、９４、１１４、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１、２９８、３０３。

科甘，Ｂ． ．（ ， ．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政论家。

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为《教育》杂志撰稿。——１９９、２００。

科斯特罗夫——见饶尔丹尼亚，诺·尼·。

克拉辛，列昂尼德·波里索维奇（尼基塔） （ ，

（ ）１８７０—１９２６）——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加入布尔什维克，被增补进中央委员

会，在中央委员会里一度对孟什维克采取调和态度，１９０５年是布尔什维克

第一份合法报纸《新生活报》的创办人之一。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期间参加

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领导党中央战斗技术组。在党的第三次和第四次

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１９０８年侨居国外。一度参加反布尔什维克的前进集团，后脱离政治活动，

在国内外当工程师。十月革命后是红军供给工作的组织者之一，任红军供

给非常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工商业人民委员、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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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人民委员。１９１９年起从事外交工作。１９２０年起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１９２０—１９２３年兼任驻英国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参加了热那亚国际会议

和海牙国际会议。１９２４年任驻法国全权代表，１９２５年起任驻英国全权代

表。在党的第十三次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２７３。

克里切夫斯基，波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 １８６６—

１９１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经济派领袖之一。１９世纪８０年

代末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工作。９０年代初侨居国外，加入劳动解放

社，参加该社的出版工作。９０年代末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领

导人之一，１８９９年任该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的编辑，在杂志上宣

扬伯恩施坦主义观点。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不久

脱离政治活动。——２０６。

奎尔奇，哈利（Ｑｕｅｌｃｈ，Ｈａｒｒｙ１８５８—１９１３）——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活动家，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及在其基础上成立的英国社会党的创建

人和领导人之一；职业是排字工人。奎尔奇领导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中的革

命分子，１８８６年起编辑联盟的机关报《正义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月刊。

积极参加工会运动，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多次出席第二国际代

表大会，是社会党国际局成员。１９０２—１９０３年列宁的《火星报》在伦敦出

版期间，奎尔奇积极协助报纸的印行工作。——２３１—２３２。

Ｌ

拉法格，保尔（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２—１９１１）——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活动家，法国工人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建人之一；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

丈夫。１８６５年初加入第一国际巴黎支部，１８６６年２月当选为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在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教诲下逐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巴黎公社时

期曾组织波尔多工人声援公社的斗争，并前往巴黎会见公社领导人。公社

失败后流亡西班牙，在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１８７２年

１０月迁居伦敦，为创建法国独立的工人政党做了大量工作。１８８０年和盖得

一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下起草了法国工人党纲领，任工人党机关报

《平等报》编辑。１８８２年回到巴黎，和盖得一起领导工人党，同可能派进

行了不调和的斗争。１８８９年积极参加了创建第二国际的活动。１８９１年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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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众议员。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谴责米勒兰加入

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１９０５年统一的法国社会党成立后为党的领袖

之一。拉法格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在政治经济学、哲学、历

史、语言学等方面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在理论问题上有某些缺

点和错误。——３８６—３８７。

拉法格，劳拉（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Ｌａｕｒａ１８４５—１９１１）——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马

克思的二女儿，保尔·拉法格的妻子。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很多

工作；与丈夫一起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了法文，还把马克思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译成了法文。——３８６—３８７。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 ， １８２３—１９００）——俄

国革命民粹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政论家，社会学家。１８６２年加入秘密革

命团体——第一个土地和自由社。１８６６年被捕，次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

省，在那里写了对俄国民粹主义知识界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信札》（１８６８—

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年从流放地逃到巴黎，加入第一国际，参加了巴黎公社。１８７１

年５月受公社的委托去伦敦，在那里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识。１８７３—１８７６

年编辑《前进》杂志，１８８３—１８８６年编辑《民意导报》，后参加编辑民意

社文集《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资料》（１８９３—１８９６）。作为社会学主观学派

的代表，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人类的进步视为“具有批判头脑的

个人”活动的结果，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英雄”和“群氓”理论的精神始

祖。还著有《国际史论丛》、《１８７３—１８７８年的民粹派宣传家》等社会思想

史、革命运动史和文化史方面的著作。——１２７。

拉林，尤·（卢里叶，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 ．（ ，

１８８２—１９３２）——１９００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敖

德萨和辛菲罗波尔工作。１９０４年起为孟什维克。１９０５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彼得堡孟什维克委员会委员。１９０６年进入党的彼得堡统一委员会；是党

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维护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

有化纲领，支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思想。党的第五次（伦

敦）代表大会波尔塔瓦组织的代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

代是取消派领袖之一，参加了“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

子。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领导出版《国际》杂志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１９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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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８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参加十月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在

苏维埃和经济部门工作，曾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计划

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１９２—２０１、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７、２９７、３１１、

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６、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１—３２２、３３７、３５１、３５３、３５９、３６６、

３６８、４０７、４０８、４１２。

拉米什维里，诺伊·维萨里昂诺维奇（彼得）（ ，

（ ）１８８１—１９３０）——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之一。１９０２年加入社会民

主党，在格鲁吉亚农民中开展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

加入孟什维克，从那时起一直反对布尔什维克。１９０７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会上代表孟什维克被选入中央委员

会。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分子。１９１０年在梯弗利斯工作，任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区域委员会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护国派分子。１９１７年

二月革命后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统一报》编辑。１９１８—

１９２０年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内务部长，主张格鲁吉亚从俄国分离出

去，反对苏维埃政权。１９２３年在国外时领导了妄图在格鲁吉亚策动反苏维

埃政权叛乱的孟什维克集团。——２５６、２５７、２６６、２７３。

拉萨尔，斐迪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德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机会主义变种——拉

萨尔主义的鼻祖。积极参加了德国１８４８年革命。欧洲反动年代和马克思、

恩格斯有过通信联系。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曾帮助德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影

响，参与创建全德工人联合会，当选为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３）。联合会的建立

对德国工人运动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拉萨尔把它引上了机会主义道路。拉

萨尔宣传超阶级的国家观点，认为国家是由个人统一和结合成的一个道

德的整体，它的宗旨是教育和推动人类走向自由。他主张，只要争取到普

选权，就可以使普鲁士王国变成“新生的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可以拨款帮

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获得解放。曾同俾斯麦勾结并支持他在普

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深刻地批判了拉

萨尔主义。——３９１。

莱特伊仁，加甫里尔·达维多维奇（林多夫，加·；维亚泽姆斯基）（ ，

（ ， ．， ））１８７４—１９１９）——俄国社会

民主党人，火星派分子。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革命活动，后侨居国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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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劳动解放社，后又参加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曾为《火星报》和

《曙光》杂志撰稿。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

维克，为《前进报》、《无产者报》等布尔什维克报刊撰稿。１９０７年在党的

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底被捕，后到图拉行医，

同时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工作。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参加

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一度持孟什维克国际主

义者立场，追随新生活派。１９１８年初回到布尔什维克党内。同年８月起为

东方面军第四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１９１９年１月在前线被白卫分

子杀害。——２５４、２５５、２５６、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９。

兰斯伯里，乔治（Ｌａｎｓｂｕｒ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５９—１９４０）——英国工党领袖之一。

１８９２年加入社会民主联盟，１９０６年加入工党。１９１０—１９１２年和１９２２—

１９４０年为议员。１９１２—１９２２年编辑出版《每日先驱报》。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任

公共工程大臣。１９３１—１９３５年任工党主席。——２３４—２３５。

雷因博特（雷兹沃伊），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 （ ），

１８６８—１９１８）——沙俄将军。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担任莫

斯科市市长期间，残酷镇压莫斯科的革命运动，大搞贪污受贿、敲诈勒索

和侵吞公款的活动。雷因博特的警察暴行和专横跋扈激起了广大社会阶

层的愤慨。沙皇政府被迫将他撤职并交付法庭审判，但对其案件的调查拖

延多年，直到１９１１年才开庭审讯。雷因博特被判处剥夺权利和财产并在

犯人感化所服刑一年。可是就连这个很轻的判决也没有执行，雷因博特不

久即被释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师长。——３５９。

李伯尔（戈尔德曼），米哈伊尔·伊萨科维奇（伯尔）（ （ ），

（ ）１８８０—１９３７）——崩得和孟什维克领袖之一。１８９８

年起为社会民主党人，１９０２年起为崩得中央委员。１９０３年率领崩得代表

团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成为孟什维克。１９０７年在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崩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是崩得驻中央委员

会国外局的代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取消派分子，１９１２年是“八月联

盟”的骨干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１９１７年二月革

命后任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会主席团委员，采取孟什维克立场，支持资产阶级联合临时政府，敌视十

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经济工作。——２７０、２８９、２９９、３２２、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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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德国工人运

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和领袖之一，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积极参加德国１８４８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流

亡国外，在国外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１８５０

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１８６２年回国。第一国际成立后，成为国际的革

命思想的热心宣传者和国际的德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６８年起任《民

主周报》编辑。１８６９年与奥·倍倍尔共同创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

爱森纳赫派），任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１８７５年积极促

成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施行期间是地

下党领导人之一。１８９０年起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主编，直至

逝世。１８６７—１８７０年为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１８７４年起多次被选为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善于利用议会讲坛揭露普鲁士容克反动的内外

政策。因革命活动屡遭监禁。他是第二国际的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和恩

格斯高度评价他的活动，同时批评了他的某些调和主义性质的错

误。——１４７、３１５。

李沃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李沃夫第一）（ ，

（ １ １８６７—１９４４）——俄国大地主，地方自治活动家。１８９３—１９００

年是萨拉托夫省的贵族代表，１８９９年起任该省地方自治局主席。１９０４—

１９０５年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解放社的创建人之一。１９０６年为

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但因在土地问题上与立宪民主党人意见分歧而退

党，后为和平革新党的组织者之一。第一、第三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在

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中是进步派领袖之一，１９１３年任杜马副主席。１９１７年

为地主同盟的领导成员。国内战争时期在白卫军中当新闻记者，后为白俄

流亡分子。——２５１、２５２、２５３、３３３、３７１、３７３。

李沃夫第一——见李沃夫，尼·尼·。

利托夫采夫，索·——见波利亚科夫，索·李·。

连年坎普夫，帕维尔·卡尔洛维奇（ ， １８５４—

１９１８）——沙俄将军，扼杀革命运动的刽子手之一。１９００—１９０１年在镇压

中国义和团起义时凶狠残暴。１９０６年与美列尔－扎科梅尔斯基将军一起

指挥讨伐队，镇压西伯利亚的革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曾指挥进攻

东普鲁士的俄军第一集团军，行动迟缓，优柔寡断，导致俄军在东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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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败；１９１５年被撤职。１９１８年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枪决。——７９、８１、

２２３。

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尼

·）（ ， （ ， ， ， ．）

１８７０—１９２４）——１８８、３０５、３３４、３３６、３３７、３５１。

列维茨基（策杰尔包姆），弗拉基米尔·奥西波维奇（ （ ），

生于１８８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１９

世纪９０年代末参加革命运动，在德文斯克崩得组织中工作。１９０６年初是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统一委员会委员；彼得堡组织出席党的第四次

（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主张同立宪民主党结

盟。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领袖之一；加入孟什

维克中央，在关于取消党的《公开信》上签了名；编辑《我们的曙光》杂

志并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复兴》杂志以及其他孟什维克取消派定

期报刊撰稿。炮制了“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的“著名”公式。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支持护国派极右翼集团。敌视十月

革命，反对苏维埃政权。１９２０年因反革命“战术中心”案件受审。后从事

写作。——５０、９４、１１０—１１１、１２３、１３４、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１、

２０４、２０６、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２、２８３—２８５、２９７、３１０、３１８、３２１—３２２、

３３７、３５１、３５３、３６６、３６８。

林多夫，加·——见莱特伊仁，加·达·。

柳比奇——见萨美尔，伊·阿·。

卢森堡，罗莎（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Ｒｏｓａ１８７１—１９１９）——德国、波兰和国际工人

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德国共

产党创建人之一。生于波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开始革命活动，１８９３

年参与创建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为党的领袖之一。１８９８年移居德国，积

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反对伯恩施坦主义和米勒兰主义。曾参加

俄国第一次革命（在华沙）。１９０７年在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

代表大会，在会上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

涨年代对取消派采取调和态度，１９１２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分

裂后，曾谴责最接近布尔什维克的所谓分裂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

际主义立场，是建立国际派（后改称斯巴达克派和斯巴达克联盟）的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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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参加领导了德国１９１８年十一月革命，同年底参与领导德国共产党

成立大会，作了党纲报告。１９１９年１月柏林工人斗争被镇压后，于１５日

被反革命军队逮捕和杀害。列宁对她评价很高，同时也批评了她的一些错

误。——１７。

鲁阿内，古斯塔夫（Ｒｏｕａｎｅｔ，Ｇｕｓｔａｖｅ生于１８５５年）——法国社会党党员，

属该党右翼；职业是新闻工作者。１８９３—１９１４年为议员。曾为社会党的

《人道报》撰稿，担任过《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编辑。——２０４。

鲁巴诺维奇，伊里亚·阿道福维奇（ ， １８６０—

１９２０）——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早年积极参加民意党运动，１９世纪

８０年代侨居巴黎，１８９３年在巴黎加入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革命党成立

后即为该党积极成员。曾参加《俄国革命通报》杂志的工作，该杂志从１９０２

年起成了社会革命党正式机关刊物。他是出席阿姆斯特丹（１９０４）和斯图

加特（１９０７）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社会革命党代表，社会党国际局成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

权。——９７、９８。

罗季切夫，费多尔·伊兹迈洛维奇（ ， １８５３—

１９３２）——俄国地主和地方自治活动家，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该党中央

委员。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第一至第四届国家

杜马代表。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芬兰事务委员。十月革命后为白

俄流亡分子。——３７６。

罗将柯，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 １８５９—

１９２４）——俄国大地主，十月党领袖之一，君主派分子。２０世纪初曾任叶

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地方自治局主席。１９１１—１９１７年先后任第三届和第四

届国家杜马主席，支持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期间力图保

持君主制度，组织并领导了反革命中心——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参与

策划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投靠科尔尼洛夫和邓尼金，妄图联合一

切反革命势力颠覆苏维埃政权。１９２０年起为白俄流亡分子。——２１５—

２１６。

罗—柯夫，尼·——见罗日柯夫，尼·亚·。

罗曼——见叶尔莫拉耶夫，康·米·。

罗曼诺夫——见尼古拉二世（罗曼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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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诺夫王朝（ ）——俄国皇朝（１６１３—１９１７）。——９９、１７２、３２７、

３３０。

罗日柯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柯夫，尼·）（ ，

（ ， ．）１８６８—１９２７）——俄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接近合法马克思主义者。１９０５年初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布尔什维克。１９０７年当选为中央委员，进入中央俄国局。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革命失败后成为取消派的思想领袖之一，为《我们的曙光》杂志撰稿，编

辑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新西伯利亚报》。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担

任了几个月的邮电部副部长。同年８月加入孟什维克党，当选为该党中央

委员。敌视十月革命，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反对苏维埃政权。２０

年代初因孟什维克的反苏维埃活动两次被捕。１９２２年同孟什维克决裂。后

来在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工作。写有俄国史方面的著作。——２６６、

３９５—４０８、４１１—４１２。

洛帕廷，格尔曼·亚历山德罗维奇（ ， １８４５—

１９１８）——俄国民粹派革命家。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在国外居住期间，与马克

思和恩格斯关系密切。１８７０年被选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他和尼·弗·丹

尼尔逊一起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译成俄文。因从事革命活动多次

被捕。１８８７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苦役，在施吕瑟尔堡要塞的单人囚

房服刑。１９０５年大赦时获释，后脱离政治活动。——９７。

Ｍ

马尔丁诺夫，亚历山大（皮凯尔，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 ，

（ ， １８６５—１９３５）——俄国经济派领

袖之一，孟什维克著名活动家，后为共产党员。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参加民

意党人小组，１８８６年被捕，流放东西伯利亚十年；流放期间成为社会民主

党人。１９００年侨居国外，参加经济派的《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反对列

宁的《火星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国外俄国社会民

主党人联合会的代表，反火星派分子，会后成为孟什维克。１９０７年在党的

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

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分子，参加取消派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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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为孟什维克国

际主义者。十月革命后脱离孟什维克。１９１８—１９２２年在乌克兰当教员。

１９２３年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被吸收入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研

究院工作。１９２４年起任《共产国际》杂志编委。——１７、１８９—１９０、２０６、

２７３、２９８。

马尔赫列夫斯基，尤利安·约瑟福维奇（卡尔斯基）（ ａｒｃｈｌｅｗｓｋｉ，Ｊｕｌｉａｎ

（ ， ， ）１８６６—１９２５）——波兰工人运

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１８８９年参与组织波兰工人联合会。１８９３年流亡

瑞士，是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之一。曾帮助列宁组织出版《火星

报》。在华沙积极参加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１９０７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

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

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代表。１９０９年起主要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工作。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一起进行反对社会沙

文主义者的斗争，参与创建斯巴达克联盟。１９１６年被捕入狱。在苏俄政府

的坚决要求下，１９１８年从德国集中营获释，来到苏俄；被选入全俄中央执

行委员会，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直到逝世。执行过许多重要的外交使命，参

加了与波兰、立陶宛、芬兰、日本和中国的谈判。１９１９年当选为德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曾参与创建共产国际。１９２０年为俄共（布）中央波兰局成员、

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１９２３年起任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中央委员

会主席。写有一些经济问题、波兰历史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１７。

马尔柯夫，尼古拉·叶夫根尼耶维奇（马尔柯夫第二）（ ，

（ ２ ）生于１８７６年）——俄国大地主，反动的政治活

动家，黑帮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和“米迦勒天使长同盟”的领袖之一。

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杜马中极右翼领袖之一。十月革命后为白

俄流亡分子。——２１４、３３３、３７５、４０１。

马尔柯夫第二——见马尔柯夫，尼·叶·。

马尔托夫，尔·（策杰尔包姆，尤利·奥西波维奇）（ ， ．（ ，

１８７３—１９２３）——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１９世纪９０年代

初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１８９５年参与组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

会。１８９６年被捕并流放图鲁汉斯克三年。１９００年参与创办《火星报》，为

该报编辑部成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领导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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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派，反对列宁的建党原则；从那时起成为孟什维克中央机关的领导成

员和孟什维克报刊的编辑。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

消派分子，编辑《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参与组织“八月联盟”。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

会议。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领导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十月革命后反对镇压

反革命和解散立宪会议。１９１９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年为莫斯科苏维埃代表。１９２０年９月侨居德国。曾参与组织第二半国

际，在柏林创办和编辑孟什维克杂志《社会主义通报》。——１７、４２、４３、

４８—５１、５２、５４、６２、９４、１２３、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４—１９６、１９７、

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７、２１１、２６７、２９０、

２９７、２９８、２９９、３０２、３０３、３１１、３１６—３１７、３１８—３１９、３２１、３４７、３５１、

３６５、３６６—３６７、３６８。

马基雅弗利，尼科洛（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Ｎｉｃｃｏｌò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思

想家，作家和历史学家。１４９８—１５１２年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担任要职。认为

意大利的灾难主要是由于政治分裂，主张结束这种分裂，建立一个统一而

强大的君主国；主张以国家的利益为政治行为的唯一准则，统治者为达到

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后来他的以“目的说明手段正当”的原则被称为

“马基雅弗利主义”。——１２６。

马卡尔——见诺根，维·巴·。

马克拉柯夫，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Ｍ ，

１８７０—１９５７）——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地主。１８９５年起为律师，曾

为多起政治诉讼案出庭辩护。１９０６年起为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第二、第

三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任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驻

司法部委员；支持帕·尼·米留可夫，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最后

胜利”。同年７月起任临时政府驻法国大使。十月革命后为白俄流亡分

子。——１５５、１７９、２４９—２５０、２５２。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世界

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１０３、１２９、１６４—１６５、２０２、３８８—３９４。

马克西莫夫，恩·——见波格丹诺夫，亚·亚·。

马斯洛夫，彼得·巴甫洛维奇（ ， １８６７—１９４６）——俄

国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写有一些土地问题著作，修正马克思主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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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学原理。曾为《生活》、《开端》和《科学评论》杂志撰稿。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曾提出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

有化纲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分子。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教学和

科研工作，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１９２９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

士。——９４。

马耶夫斯基，叶夫根尼（古托夫斯基，维肯季·阿尼采托维奇）（ ，

１（ １， １８７５—１９１８）——俄国社会民

主党人，孟什维克。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末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１９０５年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

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分

子。为《我们的曙光》杂志、《光线报》及其他孟什维克取消派报刊撰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护国派分子。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

１１２。

马志尼，朱泽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统一时期的资

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民主派的领袖和思想家之一。早年参加秘

密革命组织“烧炭党”，后被捕，流亡国外。１８３１年在法国马赛建立青年

意大利党。积极参加１８４８年革命，是１８４９年罗马共和国政府的首脑。１８６０

年支持加里波第对西西里的远征。主张通过革命道路把意大利从异族压

迫下解放出来和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认为起义是基本的斗争手段，但

惯于采用密谋策略，忽视农民利益，不懂得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反对

阶级斗争，宣扬通过“劳资合作”来解决工人问题的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

计划。——３８９。

麦克唐纳，詹姆斯·拉姆赛（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ＪａｍｅｓＲａｍｓａｙ１８６６—１９３７）——

英国政治活动家，英国工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１８８５年加入社会民主联

盟，１８８６年加入费边社，１８９４年加入独立工党（１９０６—１９０９年任主席）。

１９００年当选为工人代表委员会书记，该委员会于１９０６年改建为工党。

１９０６年起为议员，１９１１—１９１４年和１９２２—１９３１年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

推行机会主义政策，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逐渐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采取和平主义立场，后来公开支持劳合－乔治政府

进行帝国主义战争。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竭力破坏英国工人反对武装干涉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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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俄国的斗争。１９２４年和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先后任第一届和第二届工党政府

首相。１９３１—１９３５年领导由保守党决策的国民联合政府。——２００、２３３、

２３５、４０７。

曼，昂利·德（Ｍａｎ，Ｈｅｎｒｉｄｅ１８８５—１９５３）——比利时社会党人，１９１１年

起参加工人启蒙组织的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１９３５年任劳工大臣，１９３６—１９４０年任财政大臣。１９３９年起任比利时社会

党主席。希特勒军队占领比利时期间，与法西斯合作。比利时解放后逃亡

瑞士，１９４６年被比利时法庭缺席判处２０年徒刑。——２０８。

梅林，弗兰茨（Ｍｅｈｒｉｎｇ，Ｆｒａｎｚ１８４６—１９１９）——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

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德国共产党创

建人之一。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末起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论家，１８７７—１８８２

年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后向左转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１８９１年

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担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固定撰稿人和

编辑，１９０２—１９０７年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积极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

主义和修正主义，批判考茨基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坚决谴责帝国

主义侵略战争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背叛政策；是国际派（后改称斯巴达克

派和斯巴达克联盟）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１９１８年参加了建立德国共产

党的准备工作。欢迎俄国十月革命，曾撰文驳斥对十月革命的恶毒攻击，维

护苏维埃政权。在研究德国中世纪史、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史

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遗著方面也

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其著作中有不少缺点和错误。——２９８、３０３。

梅什科夫斯基——见戈尔登贝格，约·彼·。

美列尔－扎科梅尔斯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

生于１８４４年）——沙俄将军，男爵。１８６３年参与镇

压波兰解放起义。１９０５年血腥镇压塞瓦斯托波尔水兵起义。１９０６年同帕·

卡·连年坎普夫将军一道率领讨伐队镇压西伯利亚铁路工人的革命运动。

１９０６年１０月被任命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总督，残酷镇压拉脱维亚和爱沙

尼亚的工农革命运动。１９０９—１９１７年为国务会议成员。十月革命后是白俄

流亡分子。——２２３。

米哈伊尔——见伊苏夫，约·安·。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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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２—１９０４）——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理论家，政论家，文

艺批评家，实证论哲学家，社会学主观学派代表人物。１８６０年开始写作活

动。１８６８年起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后任编辑。１８７９年与民意党接

近。１８８２年以后写了一系列谈“英雄”与“群氓”问题的文章，建立了完

整的“英雄”与“群氓”的理论体系。１８８４年《祖国纪事》杂志被封闭后，

给《北方通报》、《俄国思想》、《俄罗斯新闻》等报刊撰稿。１８９２年起任

《俄国财富》杂志编辑，在该杂志上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激烈的论

战。——１２７。

米留可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 １８５９—

１９４３）——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家，历史学

家和政论家。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前半期开始政治活动，１９０２年起为资产阶级

自由派的《解放》杂志撰稿。１９０５年１０月参与创建立宪民主党，后任该

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机关报《言语报》编辑。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

马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辩护。１９１７年二月革

命后任第一届临时政府外交部长，推行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帝国

主义政策；同年８月积极参与策划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同白卫分

子和武装干涉者合作。１９２０年起为白俄流亡分子，在巴黎出版《最新消息

报》。——５０、１１６、１３８、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５、１５７、１９０、３３０、３３３、３６８、３７２、

３７３、３７５、４０３—４０４。

米柳亭，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 ， １８８４—

１９３７）——１９０３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起初是孟什维克，１９１０年

起为布尔什维克。曾在库尔斯克、莫斯科、奥廖尔、彼得堡和图拉做党的

工作，屡遭沙皇政府迫害。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萨拉托夫委员会委员、萨拉托夫苏维埃主席。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

（四月代表会议）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

参加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任农业人民委员。１９１８—１９２１年任最高国民经济

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２４年起历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中央统计局

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等

职。１９２０—１９２２年为党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２４—１９３４年为中央监察委员。写

有一些关于经济问题的著作。——２５４。

米罗夫，弗·——见伊科夫，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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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施科夫，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 ， １８５９—

１９１９）——俄国政论家，黑帮报纸《新时报》的撰稿人。十月革命后反对

苏维埃政权，１９１９年被枪决。——１４４、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５、１５８、

１６８、１７９、１９５、１９６、３７９。

莫利，约翰（Ｍｏｒｌｅｙ，Ｊｏｈｎ１８３８—１９２３——英国政治活动家，作家。１８８３年

起为议员。１８８６和１８９２年在格莱斯顿内阁任爱尔兰事务大臣，１９０５—

１９１０年任印度事务大臣，实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后任枢密院院

长，１９１４年退职。写有论述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科布顿、克伦威尔和

格莱斯顿等人的著作；１９１７年出版了两卷回忆录。——２３２、３８９。

莫斯科夫斯基，阿·——见洪达泽，加·伊·。

莫斯特，约翰·约瑟夫（Ｍｏｓｔ，Ｊｏｈａｎｎ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４６—１９０６）——德国社会

民主党人，后为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装订工人。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参加工

人运动，接近社会民主党，成为新闻工作者。１８７４—１８７８年为帝国国会议

员。在理论上拥护杜林，在政治上信奉“用行动做宣传”的无政府主义思

想，认为可以立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１８７８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流

亡伦敦，１８７９年出版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周报，号召工人进行个人恐怖

活动，认为这是最有效的革命斗争手段。１８８０年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

１８８２年起侨居美国，继续出版《自由》周报和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晚

年脱离工人运动。——６９。

穆罗姆采夫，谢尔盖·安德列耶维奇（ ， １８５０—

１９１０）——俄国立宪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法学家和政论家。１８７７年

起任莫斯科大学罗马法教授。１８７９—１８９２年任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法学通

报》杂志编辑。１８９７年开始从事地方自治活动。曾参加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地

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１９０６年为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和杜马主席。１９０８—

１９１０年从事政论活动。——４—９、７５、８２、１１８、３３２—３３３、３７２、３７５。

Ｎ

拿破仑第三（波拿巴，路易） （ ａｐｏｌéｏｎⅢ（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Ｌｏｕｉｓ）１８０８—

１８７３）——法国皇帝（１８５２—１８７０），拿破仑第一的侄子。法国１８４８年革

命失败后被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发动政变，１８５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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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称帝。在位期间，对外屡次发动侵略战争，包括同英国一起发动侵略

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内实行警察恐怖统治，强化官僚制度，同时以

虚假的承诺、小恩小惠和微小的改革愚弄工人。１８７０年９月２日在普法战

争色当战役中被俘，９月４日巴黎革命时被废黜。马克思在《路易·波拿

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对拿破仑第三作了评述。——２２３。尼古拉·罗

曼诺夫——见尼古拉二世（罗曼诺夫）。

尼古拉二世（罗曼诺夫；血腥的尼古拉）（Ｈ Ⅱ（Ｐ ，

１）１８６８—１９１８）——俄国最后一个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

１８９４年即位，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时被推翻。１９１８年７月１７日根据乌拉尔州

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定在叶卡捷琳堡被枪决。——７７—７８、１７２—１７３、

１９７、３２６、３３０、３３１、３３２、３３３、３５８—３５９。

尼古拉·—逊——见丹尼尔逊，尼·弗·。

尼基塔——见克拉辛，列·波·。

涅韦多姆斯基，米·（米克拉舍夫斯基，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 ， ．（ ， ）１８６６—１９４３）——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文学批评家和政论家。斯托雷平反动时期

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分子，同反革命的《路标》文集的作者们沆

瀣一气，反对文学的党性。十月革命后从事政论活动。——９３—９４。

诺夫哥罗德采夫，帕维尔·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６６—

１９２４）——俄国法学家和哲学家，立宪民主党人。１８９６—１９１３年在莫斯科

大学讲授法哲学史。俄国唯心主义者的纲领性文集《唯心主义问题》

（１９０２）的编者。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十月革命后移居国外，为白俄流

亡分子的《俄国思想》杂志撰稿。——２４６—２４７。

诺根，维克多·巴甫洛维奇（马卡尔）（ ， （ ）１８７８—

１９２４）——１８９８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国内外做党的工作，是

《火星报》代办员，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１９０７年

在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屡遭沙皇政府迫害。斯

托雷平反动时期对孟什维克取消派表现了调和主义倾向。１９１７年二月革

命后先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和主席。十月革命后参加第一届人民委

员会，任工商业人民委员。１９１８年起历任副劳动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

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全俄纺织辛迪加管理委员会主席等职。１９２１年起任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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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曾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２５４—２５６、２６１、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９、２７２。

Ｐ

潘涅库克，安东尼（Ｐａｎｎｅｋｏｅｋ，Ａｎｔｏｎｉｅ１８７３—１９６０）——荷兰工人运动活

动家，天文学家。１９０７年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刊物《论坛报》的创办

人之一，１９０９年参与创建荷兰社会民主党。１９１０年起与德国左派社会民主

党人关系密切，积极为他们的报刊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主义

者，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理论刊物《先驱》杂志的出版工作。１９１８—

１９２１年是荷兰共产党党员，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曾采取极左的宗派主义

立场，２０年代初是极左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领袖之一。１９２１年退出共产

党，不久脱离政治活动。——６３—６４、６８、６９。

皮列茨基， ．Ａ．（ ， ． ．生于１８７６年）——俄国社会民主党

人。１８９８年参加莫斯科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活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

的参加者。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分子，为孟什

维克取消派的《复兴》和《我们的曙光》杂志撰稿。１９１７年站在孟什维克

一边参加有关立宪会议选举的宣传工作。后加入布尔什维克。——１９３、

１９４。

普利什凯维奇，弗拉基米尔·米特罗范诺维奇（ ，

１８７０—１９２０）——俄国大地主，狂热的黑帮反动分子，君主

派。１９００年起在内务部任职，１９０４年为维·康·普列韦的内务部特务处

官员。１９０５年参与创建黑帮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１９０７年退出同盟并

成立了新的君主派反革命组织“米迦勒天使长同盟”。第二、第三和第四

届国家杜马代表，因在杜马中发表歧视异族和反犹太人的演说而臭名远

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要求建立“强有力的政权”把战争进行到“最后

胜利”。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主张恢复君主制。十月革命后竭力反对苏维埃

政权，是１９１７年１１月初被揭露的军官反革命阴谋的策划者。——５０、

１３０、１５２、１５４、２１４、３３３、３５８—３５９、３６１、３７５、３７６、４００、４０２、４０３—

４０４、４０５。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别尔托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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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５６—１９１８）——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

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之一。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参加民粹

主义运动，是土地和自由社成员及土地平分社领导人之一。１８８０年侨居瑞

士，逐步同民粹主义决裂。１８８３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

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俄

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写过不少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批判民粹主义、

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马赫主义。２０世纪初是《火

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

逐渐转向孟什维克。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时期反对列宁的民主革命的策略，

后来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摇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

涨年代反对取消主义，领导了孟什维克护党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

会沙文主义立场。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俄国，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但拒绝支持反革命。—３１—３２、３４、４４—４６、４７、

５５、９４、１０７、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７、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４—１３５、１６０、１６１、１８４、２０６、

２６１、２８３、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２、３０３、３０４、３０５、３４４、３５１。

普列韦，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 ，

１８４６—１９０４）——俄国国务活动家。１８８１年起任警察司司长，１８８４—１８９４

年任枢密官和副内务大臣，１９０２年４月任内务大臣兼宪兵团名誉团长。在

他掌权期间，残酷地镇压了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的农民运动，破坏了

许多地方自治机关，鼓动在俄国边疆地区推行反动的俄罗斯化政策。为了

诱使群众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促进了日俄战争的爆发；出于同一目

的，多次策划蹂躏犹太人的暴行，鼓励祖巴托夫政策。１９０４年７月１５日

（２８日）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３２６。

普罗柯波维奇，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

１８７１—１９５５）——俄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曾参加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联合会，是经济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最早的传播者之

一。１９０４年加入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解放社，为该社骨干分子。１９０５年为立

宪民主党中央委员。１９０６年和叶·德·库斯柯娃一起出版半立宪民主党、

半孟什维克的《无题》周刊，为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积极撰稿。

从伯恩施坦主义—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写过一些有关工人问题的著述。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工商业部长（８月）和粮食部长（９—１０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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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革命后，１９２１年在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工作，同反革命地下活动有联

系。１９２２年被驱逐出境。——１１１、４０７。

Ｑ

乔治，亨利（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ｎｒｙ１８３９—１８９７）——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起致力于土地改革运动。认为地租和人民被剥夺了土地是

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否认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认为资本产生利润是

自然规律；主张由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然后把土地租给个

人。对乔治的评价可参看马克思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０日致左尔格的信和恩格斯

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所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１卷和第３５卷）。——３９３—３９４。

切列万宁，涅·（利普金，费多尔·安德列耶维奇）（ ， ．（ ，

）１８６８—１９３８）——俄国政论家，“马克思的批评家”，后

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取消派分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

表大会和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取消派报刊的撰稿人，１６个

孟什维克关于取消党的《公开信》（１９１０）的起草人之一。１９１２年反布尔

什维克的八月代表会议后是孟什维克领导中心——组织委员会的成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１９１７年是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

《工人报》编辑和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敌视十月革命。——９４、１１２。

丘科夫斯基，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８２—

１９６９）——苏联作家、翻译家和文学研究家。１９０５年为讽刺杂志《信

号》的编辑兼出版人，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是小品文作家兼批评家。反映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曾为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以及《俄国思

想》、《田地》（画报）、《天平》等杂志撰稿。写有一些通俗童话诗，出版

过一本研究儿童心理学的书《从二到五》，写过回忆瓦·雅·布留索夫、

阿·马·高尔基、弗·弗·马雅可夫斯基、伊·叶·列宾等人的文章以

及关于尼·阿·涅克拉索夫的生平和创作的专著，并将一些英、美作家

的作品译成了俄文。——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５。

Ｒ

饶尔丹尼亚，诺伊·尼古拉耶维奇（科斯特罗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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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６９—１９５３）——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之一。１９世纪９０年代

开始政治活动，加入格鲁吉亚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麦撒墨达西

社，领导该社的机会主义派。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

为高加索孟什维克的领袖。１９０５年编辑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格鲁吉亚文）。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领袖。曾参加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工作，在第五次（伦敦）代表大

会上代表孟什维克当选为中央委员。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

代形式上参加孟什维克护党派，实际上支持取消派。１９１４年为托洛茨基的

《斗争》杂志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１９１７年二月

革命后任梯弗利斯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１９１８—１９２１年是格鲁吉亚孟什

维克政府主席。１９２１年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后成为白俄流亡分

子。——２５４—２５５、２５７、２６４—２６５、２７３。

饶勒斯，让（Ｊａｕｒè，Ｊｅａｎ１８５９—１９１４）——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社会主

义运动活动家，法国社会党领袖，历史学家和哲学家。１８８５年起多次当选

议员。原属资产阶级共和派，９０年代初开始转向社会主义。１８９８年同亚·

米勒兰、泽·卡梅利纳等人组成法国独立社会党人联盟。１８９９年竭力为米

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辩护。１９０１年起为社会党国际局成员。１９０２

年与可能派、阿列曼派等组成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１９０３年当选为议会

副议长。１９０４年创办《人道报》，主编该报直到逝世。１９０５年法国社会党

同盖得领导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后，成为统一的法国社会党的主要领导

人。在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往往持改良主义立场，但始终不渝地捍卫民主主

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由于呼吁反对临近的帝国主义战争，于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夕（１９１４年７月３１日）被法国沙文主义者刺杀。写有法

国大革命史等方面的著作。——２００。

日尔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 ， １８７４—１９５８）——

俄国新闻工作者，劳动派领袖之一。曾任《乌拉尔人报》编辑、《星期周

报》秘书，为《圣彼得堡新闻》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我们的生活报》和

《同志报》撰稿。１９０６年作为萨拉托夫省的农民代表被选进第一届国家杜

马。杜马解散后，因在维堡宣言上签名被判处三个月监禁。刑满后不再积

极从事政治活动，为各种资产阶级报刊撰稿。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机关工

作，１９２５年起从事新闻工作。——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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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萨美尔，伊万·阿达莫维奇（柳比奇）（ ， （ ）１８７０—

１９２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１８９７年参加革命运动，在基

辅和喀山等地做党的工作，积极参加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１９０５年秋被增

补进党中央委员会。屡遭沙皇政府迫害。十月革命后在沃洛格达从事经济

工作，任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１９１９年起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工作。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任乌克兰消费合作总社主席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乌克

兰特派员。——２６６、２７３。

桑巴特，威纳尔（Ｓｏｍｂａｒｔ，Ｗｅｒｎｅｒ１８６３—１９４１）——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

学家。１８９０年起任布雷斯劳大学教授，１９０６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他的早

期著作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经济学

说，否认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精神的决定性作用，把资本主义描绘

成一种协调的经济体系。晚年吹捧希特勒法西斯独裁制度，拥护反动的民

族社会主义。主要著作有《１９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１８９６），《现

代资本主义》（１９０２）、《德国社会主义》（１９３４）。——１１１。

施瓦尔茨——见埃利亚斯，Ｋ． ．。

什克洛夫斯基，伊萨克·弗拉基米罗维奇（季奥涅奥）（ ，

（ ）１８６５—１９３５）——俄国新闻工作者，温和自由派

分子。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参加民粹主义运动，被流放西伯利亚，后出国，侨

居伦敦。曾为《俄国财富》杂志和《俄罗斯新闻》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支持协约国。十月革命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３８８、３９２。

舒利金，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 ， １８７８—

１９７６）——俄国地主，第二、第三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君主派分子和

民族主义者。曾任俄国民族主义者刊物《基辅人报》编辑。１９１７年极力支

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与组织白卫志愿军，支持反革命将军

阿列克谢耶夫、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后逃往国外，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政

权的活动。２０年代脱离政治活动。——２。

斯米尔诺夫，叶·——见古列维奇，埃·李·。

斯塔霍维奇，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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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１—１９２３）——俄国地主，温和自由派分子。１８９５—１９０７年是奥廖尔省

贵族代表，在地方自治运动中起过显著作用。曾加入立宪民主党，后来是

十月党的组织者之一。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国务会议成员。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任芬兰总督，后任临时政府驻国外代表。——３２８、３６９、３７１、

３７２。

斯托雷平，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 ， １８６２—

１９１１）——俄国国务活动家，大地主。１８８４年起在内务部任职。１９０２年任

格罗德诺省省长。１９０３—１９０６年任萨拉托夫省省长，因镇压该省农民运动

受到尼古拉二世的嘉奖。１９０６—１９１１年任大臣会议主席兼内务大臣。１９０７

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颁布新选举法以保证地主、资

产阶级在杜马中占统治地位，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大规模实施死刑，开始

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实行土地改革，以培植富农作为沙皇专制制度

在农村中的支柱。１９１１年被社会革命党人 ． ．博格罗夫刺死。——７、

５０、５３、７８、９６、１４０、１７２、１７８、１８２、２１４、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７、２２８—２２９、

２４９、２５０、２５５、２６１、２６９、２７６、２７７、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９、３１５、３１６、

３１８、３２５—３３３、３５３、３５８、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８、３７０、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５、

４１１。

斯韦尔奇科夫，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 ， １８８２—

１９３８）——１８９９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１９０３—１９０５年是布尔什维克，

后为孟什维克。１９０５年参加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为党中

央委员（代表孟什维克）。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委员。十月革命

后反对苏维埃政权。１９２０年公开放弃孟什维主义，申请加入布尔什维克

党，被吸收为俄共（布）党员。曾在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是苏联最高法

院成员，后在莫斯科担任国家文学博物馆副馆长。——２６１。

司徒卢威，彼得·伯恩哈多维奇（ ， １８７０—１９４４）——

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１９世纪

９０年代编辑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杂志《新言论》和《开端》。在１８９４年发

表的第一部著作《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中，就在批判民粹主义的同

时，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哲学学说提出“补充”和“批评”。２０世纪初

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决裂，转到自由派营垒。１９０２年起编辑

自由派资产阶级刊物《解放》杂志，１９０３年起是解放社的领袖之一。１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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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是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领导该党右翼。１９０７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

马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是俄国帝国主义思想家。十月革命后敌视

苏维埃政权，是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反革命政府的成员，后逃往国外。——

１１２、１１６、１１８、１６４、１９０、２０９、２１２、２５２、２７９、２９７、３０９、３３０、４０７。

苏霍姆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 １ 生于１８６０

年）——１８７９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１８８２年加入民意党。１８８４年被捕，

１８８７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１５年苦役。１９０３年刑满后，加入社会革

命党，是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成员；多次被捕，后流亡国外，１９１０年回

国。——９７。

Ｔ

塔拉图塔，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维克多） （ ，

（ ）１８８１—１９２６）——１８９８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布尔什维克。１９０４—１９０７年先后在外高加索和莫斯科做党的工作，

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任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区域局书记。党的第四次

（１９０６）和第五次（１９０７）代表大会代表，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

央候补委员，进入布尔什维克中央，出席了《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１９０９）。多次被捕和流放，１９０９年起侨居国外。１９１７年加入法国社会党。

１９１９年回国，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化学局副局长、外贸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等职。——２７３、２９８。

唐恩（古尔维奇），费多尔·伊里奇（ （ ）， １８７１—

１９４７）——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职业是医生。１８９４年参加社会民主主

义运动，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１９０３年成为孟什维克。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及一系列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斯

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在国外领导取消派，编辑取消派的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１９１７年

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委员，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１９２２

年被驱逐出境，在柏林领导孟什维克进行反革命活动。１９２３年参与组织社

会主义工人国际。１９２３年被取消苏联国籍。——６２、１６１、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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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１９０、２６７、２９８、２９９、３０２、３１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６８。

特列波夫，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 ， １８５５—

１９０６）——沙俄少将（１９００）。毕业于贵族子弟军官学校，曾在禁卫军供职。

１８９６—１９０５年任莫斯科警察总监，支持祖巴托夫的“警察社会主义”思想。

１９０５年１月１１日起任彼得堡总督，４月起任副内务大臣兼独立宪兵团司

令，１０月起先后任彼得戈夫宫和冬宫的警卫长。１９０５年１０月全国政治大

罢工期间发布了臭名昭著的“不放空枪，不惜子弹”的命令，是武装镇压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的策划者。——８、３７５。

特鲁别茨科伊，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 ，

１８６３—１９２０）——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思想家，宗教哲学家，公爵。曾先

后任基辅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法哲学教授，为俄国唯心主义者的纲领性文集

《唯心主义问题》（１９０２）和《俄罗斯新闻》等出版物撰稿。１９０６年以前是

立宪民主党人，１９０６年是君主立宪派政党“和平革新党”的组织者之一。

在沙皇政府镇压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和建立斯托雷平制度的过程中起过重

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俄国帝国主义思想家。十月革命后是苏维

埃政权的凶恶敌人，邓尼金骨干分子。写有一些宗教神秘主义的哲学著

作。——３２８、３６９、３７５。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１８７７）——法国国务活动家，历

史学家。早年当过律师和新闻记者。１９世纪２０年代末作为自由主义资产

阶级反对派活动家开始政治活动。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参事院院长、内政大

臣、外交大臣和首相，残酷镇压１８３４年里昂工人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是

反革命保皇派的秩序党的领袖之一。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第二帝国垮台后，成

为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实际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１年２月就任政府首脑。上

台后与普鲁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又策划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武

装，从而激起了３月１８日起义。内战爆发后逃往凡尔赛，勾结普鲁士军队

血腥镇压巴黎公社。１８７１—１８７３年任第三共和国总统。作为历史学家，他

的观点倾向于复辟王朝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派。马克思在《法兰西

内战》一书中对梯也尔在法国历史上的作用作了详尽的评述。——２２１、

２２３。

托尔马乔夫，伊万·尼古拉耶维奇（ ， 生于１８６３

年）——沙俄将军，黑邦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的骨干分子。１９０７—１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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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任敖德萨市市长，残酷迫害工人组织和进步报刊，纵容杀害革命者和蹂

躏犹太人的暴行。托尔马乔夫的专横暴戾和胡作非为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

步，以至沙皇政府不得不于１９１１年将其撤职。——１４０、２０１、２２９、２５２、

３３３、３５９。

托尔斯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 １８２８—１９１０）——

俄国作家。出身贵族。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俄国社会整整一个时代

（１８６１—１９０５）的矛盾，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作为天才

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创作了世界文学

中第一流的作品，对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他的作品

又突出地表现了以宗法制社会为基础的农民世界观的矛盾：一方面无情

地揭露沙皇专制制度和新兴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另一方面又鼓吹“不用

暴力抵抗邪恶”，鼓吹不问政治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

评述了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并对他的全部活动作了评价。——１９—２６、３３、

３９—４１、７１—７２、７５、９０、９１—９２、９３、９４、１００—１０４、３６１。

托洛茨基（勃朗施坦），列夫·达维多维奇（ （ （ ），

１８７９—１９４０）——１８９７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１９０５年

同亚·帕尔乌斯一起提出和鼓吹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斯托雷平

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打着“非派别性”的幌子，实际上采取取

消派立场。１９１２年组织“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

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参加区联派，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随区联派集体

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０日被选入中央政治

局。十月革命后任外交人民委员，１９１８年初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同年

改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等职。１９１９—１９２６年为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挑起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１９２３年起进

行反党派别活动。１９２５年初被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

员职务。１９２６年与季诺维也夫结成“托季联盟”。１９２７年被开除出党，１９２９

年被驱逐出境，１９３２年被取消苏联国籍。在国外组织第四国际，继续进行

反对苏联党和国家、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死于墨西哥。——

３２—３３、３５—３６、４４—４７、４８、５３、５４—５９、６０、６１、９６、１０５、１０６、１５９、

１６０—１６１、２８６、２９１、３００、３０１、３０３—３０４、３０５—３０６、３２０、３２１、３２２、

３３５、３３６、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１、３４２、３４４—３４５、３４７—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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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瓦·沃·——见沃龙佐夫，瓦·巴·。

威廉二世（霍亨索伦）（ＷｉｌｈｅｌｍⅡ（Ｈ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１８５９—１９４１）——德国

皇帝和普鲁士国王（１８８８—１９１８）。——２３１。

维克多——见塔拉图塔，维·康·。

维利希，奥古斯特（Ｗｉｌｌ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１０—１８７８）——德国工人运动参加者。

原为普鲁士军官，１８４７年因政治信仰退伍，同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德

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参加过德国南部共和派的一系列武装发动。

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指挥志愿军部队，恩格斯担任他的副官。起

义失败后，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他是１８５０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去

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维利希及其拥护者的策略遭到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反对。１８５３年移居美国，积极参加美国内战（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在

北方军队中担任多种指挥职务。——２０２。

维特，谢尔盖·尤利耶维奇（ ， １８４９—１９１５）——俄国

国务活动家。１８９２年２—８月任交通大臣，１８９２—１９０３年任财政大臣，１９０３

年８月起任大臣委员会主席，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９０６年４月任大臣会议主

席。在财政、关税政策、铁路建设、工厂立法和鼓励外国投资等方面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俄国更加依赖帝国主义列

强。代表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利益，忠实维护专制制度，力图通过对

自由派资产阶级稍作让步和对人民群众进行镇压的手段来保持君主制度。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期间派军队对西伯利亚、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波兰以及

莫斯科的武装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９８、１９８、２７９、３２７—３２８、３６９、

３７１、３７５。

维亚泽姆斯基——见莱特伊仁，加·达·。

沃尔康斯基，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 ， 生

于１８６８年）——俄国公爵，大地主。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坦波夫省代

表，杜马副主席。１９１５—１９１６年任副内务大臣。十月革命后是尤登尼奇将

军向彼得格勒发动反革命进军的策划者之一，后为白俄流亡分子。——

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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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龙佐夫，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沃·）（ ． ，

（ ． ．）１８４７—１９１８）——俄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自由主义

民粹派思想家。曾为《俄国财富》、《欧洲通报》等杂志撰稿。认为俄国没

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俄国工业的形成是政府保护政策的结果；把农民

村社理想化，力图找到一种维护小资产者不受资本主义发展之害的手段。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发表文章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鼓吹同沙皇政府和解。

他的观点受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批判。主要著作有《俄国资本主义的命

运》（１８８２）、《俄国手工工业概述》（１８８６）、《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

（１８９２）、《我们的方针》（１８９３）、《理论经济学概论》（１８９５）。——１６３。

沃伊洛什尼科夫，阿维夫·阿德里安诺维奇（ ，

１８７７—１９３０）——俄国第三届国家杜马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屯

区居民的代表，参加社会民主党党团，追随布尔什维克。因在义务兵役制

条例问题上的发言，被杜马主席取消出席１５次会议的权利。１９１１—１９１２

年为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真理报》撰稿。１９１３年起任外贝加尔省

合作总社理事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在新西伯利亚、萨拉托夫、喀山和莫斯

科从事经济工作。——２１６。

乌鲁索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 生于１８６２

年）——俄国公爵，大地主。就其政治观点来说是议会君主制的拥护者，力

图通过制定一部温和的宪法来巩固沙皇制度。１９０３和１９０４年任比萨拉比

亚总督。１９０５年一度任维特内阁的副内务大臣。１９０６年被选入第一届国家

杜马。他是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民主改革党的党员。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

后，因在维堡宣言上签名而被捕并被判处监禁三个月。１９１７年３—６月任

临时政府内务部副部长。十月革命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所属库

尔斯克磁力异常区调查特设委员会工作。１９２１—１９２９年在国家银行工

作。——３２８、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５。

Ｘ

希波夫，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 ， １８５１—

１９２０）——俄国大地主，地方自治活动家，温和自由派分子。１８９３—１９０４

年任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主席。１９０４年１１月是地方自治人士非正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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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是十月党的组织者之一，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１９０６

年退出十月党，成为和平革新党领袖之一；同年被选为国务会议成员。

１９１１年脱离政治活动。敌视十月革命。１９１８年是反革命白卫组织“民族

中心”的领导人。——１１７、３２８。

希尔施，卡尔（Ｈｉｒｓｃｈ，Ｋａｒｌ１８４１—１９０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

作者。曾在莱比锡同威·李卜克内西一起编辑《民主周报》。奥·倍倍尔和

威·李卜克内西被捕后，他主编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在反社会党

人非常法施行时期，流亡法国、比利时和英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过联系。１８９６年回到德国。——３８９。

谢马什柯，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 ， １

（ ）１８７４—１９４９）——１８９３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布尔什维克。１９０５年参加下诺夫哥罗德武装起义，被捕，释放后流

亡国外。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书记兼财务干事。１９１３

年参加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在

保加利亚被拘留。１９１７年９月回国。积极参加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为起

义战士组织医疗救护。十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医疗卫生局局长。

１９１８—１９３０年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１９３０—１９３６年在全俄中央执

行委员会工作，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医学科学院和俄

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士。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任苏联医学科学院保健组织和

医学史研究所所长。写有许多公共卫生学和保健组织方面的著作。——

２９８。

辛格尔，保尔（Ｓｉｎｇｅｒ，Ｐａｕｌ１８４４—１９１１）——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第

二国际中马克思主义派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７８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１８８７

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８９０年起任执行委员会主席。

１８８４—１９１１年是帝国国会议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团主席。１９００年起是社会

党国际局成员，属于左翼，始终不渝地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列宁对他评

价很高，称他是为无产阶级事业而斗争的不妥协的战士。——１４５—１４８。

血腥的尼古拉——见尼古拉二世（罗曼诺夫）。

Ｙ

雅柯夫列夫（ ）——１９１１年是彼得堡近郊伊若拉的霍尔瓦特工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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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３７８。

亚历山大二世（罗曼诺夫）（ Ⅱ（ ）１８１８—１８８１）——俄国

皇帝（１８５５—１８８１）。——１７４。

亚历山大三世（罗曼诺夫）（ Ⅲ（ １８４５—１８９４）——俄国皇

帝（１８８１—１８９４）。——３３０。

亚历山德罗夫——见谢马什柯，尼·亚·。

叶尔莫拉耶夫，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罗曼）（ ，

（ ）１８８４—１９１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在彼得堡和顿涅茨煤田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

敦）代表大会代表，代表孟什维克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斯托雷平反动时期

是取消派分子，１９１０年是在关于取消党的《公开信》上签名的１６个孟什

维克之一。１９１７年当选为孟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参加第一届全俄中央执

行委员会。——３１、３２、４２、４９、５４、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４、１８５、２５７、２５８、２６４、

２６６、２７３、２９０、３０３、３２３、３４４、３４５、３５１。

叶尔莫洛夫，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 ， １８４６—

１９１７）——俄国沙皇政府官员。高等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国家产业部和财政

部任职。１８８６—１８８８年是自由经济学会副会长。写有一些农业问题的著

作。１８９２年出版《歉收和人民的灾难》一书，为沙皇政府的农业政策辩护。

１８９２年任副财政大臣，１８９３年主持国家产业部，１８９４—１９０５年任农业和

国家产业大臣，后为国务会议成员。——７７。

伊哥尔；伊哥列夫——见哥列夫，波·伊·。

伊科夫，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米罗夫，弗·）（ ，

（ ， ．）生于１８８２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

什维克。作为维尔纳省斯莫尔贡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

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工作。支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思

想。曾为《复兴》杂志、《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及其他孟什维克取消派

报刊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护国派分子。十月革命后在合作社系统

工作。——１９４、１９８。

伊利奥多尔（特鲁法诺夫，谢尔盖· ．）（ （ ， ．）生

于１８８０年）——俄国修士司祭，黑帮头目之一。神学院毕业后在波恰耶夫

修道院供职。因激烈反对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很快出了名。１９０８年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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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里津，更加猖狂地进行反动活动，成立了正教俄罗斯人民同盟。１９１２年

辞去教职。十月革命后移居国外。——３５９。

伊苏夫，约瑟夫·安德列耶维奇（米哈伊尔） （ ，

（ ）１８７８—１９２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１９０３年任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加

入孟什维克，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工作。１９０７年代表孟什维克参加中央委员

会。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是取消派分子，为《我们的曙

光》杂志及其他取消派刊物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护国派分子。１９１７

年任孟什维克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进入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第一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十月革命后在劳动博物馆工作。——３１、３２、４２、４９、

５４、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４、１８５、２５７、２５８、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６、２７３、２９０、３０３、３２３、

３４４、３４５、３５１。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见巴布什金，伊·瓦·。

伊兹哥耶夫（兰德），亚历山大·索洛蒙诺维奇（ （ ），

生于１８７２年）——俄国政论家，立宪民主党思想家。早年是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一度成为社会民主党人，１９０５年转向立宪民主党。曾

为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南方札记》和《俄国思想》杂志撰稿，参加

过反革命的《路标》文集的工作。十月革命后为颓废派知识分子的《文学

通报》杂志撰稿。因进行反革命政论活动，于１９２２年被驱逐出境。——９３、

９４、１１２、１１８、１２５、１２８、１４９、１５２—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２７９、３０９、３６６。

英诺；英诺森——见杜勃洛文斯基，约·费·。

尤金——见艾森施塔特，伊·李·。

尤里——见勃朗施坦，彼·阿·。

约诺夫（科伊根，费多尔·马尔科维奇）（ （ ， ）

１８７０—１９２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崩得领袖之一，后为布尔什维克。

１８９３年起在敖德萨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工作。１９０３年当选为崩得中央委员。

１９０６年代表崩得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１９０７年

是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代表。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工作，在基本问题上支持孟什维克护党派的纲领，

后对取消派采取调和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接近中派立场的崩

得的国际主义派。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布），在党的沃佳基地区委员会工

７１５人 名 索 引



作。——２７０、３３８、３４１、３４８。

Ｚ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Ｓｏｒｇ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２８—１９０６）——

国际工人运动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生

于德国，参加过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革命失败后先后流亡瑞士、比利

时和英国，１８５２年移居美国。在美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纽约共产主

义俱乐部（１８５７年创立）和美国其他一些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

人之一。第一国际成立后，积极参加国际的活动，是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

的组织者。１８７２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从伦敦迁至纽约，左尔格担任总委员

会总书记，直到１８７４年。１８７６年参加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建工作，领

导了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对拉萨尔派的斗争。左尔格与马克思、恩格斯长期

保持通信联系。９０年代从事美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和写作，著有《美国工

人运动》一书以及一系列有关美国工人运动史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德国社

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上。晚年整理出版了他与马克思、恩格

斯等人的书信集。１９０７年书信集俄译本出版，并附有列宁的序言。列宁高

度评价左尔格的活动，称他为第一国际的老战士。——３９２、３９３。

Ｋ．——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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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献 索 引

阿尔先耶夫，康·《纪念日即将来临》（ ， ．

．—《 》， ．，１９１１， ．１， ，２７３—

２８４）——１７２。

［阿克雪里罗得，帕·波·］《所谓的护党派同所谓的取消派之间意见分歧的

根源》 （［ ， ． ．］ ．

． ．（ ．． ）．１—

《 》，［ ］，１９１０， ２３， ， ．１３—

１４）——４９。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

． ．—《 》，

［ ］，１９０３， ５５，１５ ， ．２—５；１９０４， ５７，１５ ，

．２—４）——１２１。）

阿兹拉《瓦·安·卡拉乌洛夫》 （ ． ． ． ．—《

》， ．，１９１０， １２０８４，２１ （８ １９１１）， ．

２）——９８。

埃尔弗《同饥饿作斗争》（ ． ． ，

．—《 》，１９１１， ２９１（１８８５），２３ （５

）， ．６）

安东尼·沃伦斯基《给〈路标〉文集作者们的公开信》（ ．

《 》．１ １９０９ ．—《 》， ．，

１９０９， ７９１，１０（２３） ， ．３）——２５。

奥尔金，瓦·《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６日）［传

单］（ ，． ． ．— ． ：

．２６ ．（ ． ．）１９１１ ．［ ］． ，

１９１１．１ ．）——２５５。

９１５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成员》（１９１１年５月１８日）［传单］（

．— ． ．《 ３！》１８

１９１１ ．［ ］． ，１９１１．２ ．）——２５５。

巴扎罗夫，弗·《论为什么重要的东西有时显得微不足道》（ ，． ，

．—《 》， ．，

１９１０． ４， ．８０—８９）——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３、１１５、１３１—１３４。

 —《托尔斯泰与俄国知识分子》 （ ．—

《 》， ．，１９１０， １０， ．４３—５２）——９０—９３、９４、９５。）

倍倍尔，奥·《我的一生》（Ｂｅｂｅｌ，Ａ．ＡｕｓｍｅｉｎｅｍＬｅｂｅｎ１．Ｔ．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Ｄｉｅｔｚ，１９１０．ＶＩＩＩ〉２２１Ｓ．）——３１４—３１５。）

波格丹诺夫，波·《手工业代表大会的总结》（ ， ．

．—《 》， ．，１９１１， ２， ．６２—７５）——２０９—２１２。）

波特列索夫，亚·尼·《革命前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 ， ． ．

．— ．： — ．

． ． ， ． ． ． ．Ｉ

． ．， ．《 》，１９０９，

．５３８—６４０）——２０６、２８３—２８４。

 —《批判的提纲（关于一个机灵人的一个讲话）》（ ．

．—《 》， ．，

１９１０， ８—９ ．６６—７８）——９３、９４。

 —《批判的提纲（论为什么微不足道的东西取胜了）》 （

． ， ．—《 》， ．，１９１０，

２， ．５０—６２）——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３、１１５—１３１、３３７、３４４。

博勃里舍夫－普希金，亚·弗·《被掘开的蚂蚁窝》（ ， ．

． ．—《 》，１９１１， ７２，３０

（１２ ）， ．２． ： ）——２２５、２２８。

 —《必要的警告》（ ．—《 》，１９１１，

３８，１７ （２ ）， ．２． ： ．）——１５１、１５５、

１５８。

伯恩施坦，爱·《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ｉｅ

０２５ 列 宁 全 集  第 二 十 卷



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ｄｉｅ Ａｕｆｇａｂｅｎ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Ｄｉｅｔｚ，１８９９．Ｘ，１８８Ｓ．）——１１１、１１５、３１０。

查获基，尤·《是开始的时候了！》（ ， ． ！—《

》， ．，１９１１， ６， ．３９—５４）——３６５、３６７—３６８。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加·《序幕》（ ， ． ． ）——１７６

［达尼舍夫斯基，卡·克·和加里宁，费·伊·］《给〈真理报〉编辑部的

信》（［ ， ． ． ． ． ．］

《 》—《 》，［ ］，１９１１， ２０，１６（２９） ， ．５—

６。 ： ， ．）——３５０。

德涅夫尼茨基，普·恩·《究竟什么是取消主义？》（ ， ． ．

， ？）—《 》，

［ ］，１９１１， ３，２９ （１２ ）， ．２—１７）——２９２、３１６。

迪马，沙·《在案件审理前要说的话》（Ｄｕｍａｓ，Ｃｈ．Ｐｒéｆａｃｅàｌａ）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Ｌ’Ａｖｅｎｉｒ》（《 》）， ＡＲＩＳ，１９１１，Ｎ５，１９ｎｏｖｅｍｂｒｅ，ｐ．

３）——３８５。

恩格斯，弗·《德国的社会主义》（ ． ． ．

２４ １８９１ ．）——１６。

 —《给弗·阿·左尔格的信》（１８８６年１１月２９日）（ ． ． ．

２９ １８８６ ．）——８４

 —《给弗·阿·左尔格的信》（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７日）（ ． ． ．７

１８８９ ．）——８４

 —《给弗·阿·左尔格的信》（１８９１年６月１０日）（ ． ． ．１０

１８９１ ．）——８４

 —《给弗·阿·左尔格的信》（１８９３年３月１８日）（ ． ． ．１８

１８９３ ．）——８４

 —《给弗·阿·左尔格的信》（１８９４年５月１２日）（ ． ． ．１２

１８９４ ．）——８４

 —《给弗·阿·左尔格的信》（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０日）（ ． ． ．

１０ １８９４ ．）——８４

 —《给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１８８７年１２月２８日）（

．２８ １８８７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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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杜林论》（ ． ，

．１８７６—１８７８ ．）——１２７。

 —《卡·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 ． 《 １８４８ ．

１８５０ ．》．６ １８９５ ．）——１６。

［哥列夫，波·伊·《给编辑部的信》］ （［ ， ． ．

］．—《 》，［ ］，１９１０， ２２， ．

２２《 》， ．２． １． ．：

． ： ）——１８４。

格林卡，Ｃ．《６５个空谈家》（ ， ．６５ ．—《 》， ．，

１９１１， ５５８，１２ ， ．２）——１５３。

古契柯夫，亚·伊·《给编辑部的信》（ ， ． ． ．—

《 》， ．，１９１． １２７６７，２７， （１０ ）， ．

２）——３２８、３６９、３７１。

［古契柯夫，亚·伊·］《亚·伊·古契柯夫给维特伯爵的答复》（［ ，

． ．］ ． ． ． ．—《 》， ．，

１９１１， ２２２，２８ ， ．４）——３６９。

果戈理，尼·瓦·《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吵架的故事》

（ ， ． ． ，

）——２５１、２５３。

海德门，亨·迈·《大家的英国》（Ｈｙｎｄｍａｎ，Ｈ．Ｍ．Ｅｎｇｌａｎｄｆｏｒａｌｌ．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ｏ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ｍｅｎ’ｓｃｌｕｂ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ｎｄＩｒｅｌ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ＧｉｌｂｅｒｔｅｔＲｉｖｉｎｇｔｏｎ，１８８１．ＶＩ，１９４ｐ．）——３９２、３９４。

 —《冒险生活记事》（ＴｈｅＲｅｃｏｒｏｆａｎ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ｏｕｓＬｉｆ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

ｌａｎ，１９１１．Ｘ，４６０ｐ．）——３８８—３９４。

海涅，亨·《抒情插曲》（ ， ． ．

， ．．．）——１５２。

［加米涅夫，列·波·］《两个政党》（［Ｋ ， ．．］ ． ．

． ． ． ． ， ． ，

， ． ． ． ．《 》．

［ ａｒｉｓ］，１９１１．ＸＩＩ，１５５，ＸＸＩＩ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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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７—３００、３０１。

卡尔斯基，尤·《一场误会》（Ｋａｒｓｋｉ，Ｊ．ＥｉｎＭｉβｖｅｒｓｔａ）ｎｄｎｉｓ．—《ＤｉｅＮｅｕｅ

Ｚｅｉｔ》，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１０—１９１１，２９。Ｊｇ．Ｂｄ．１，Ｎ４，２８．Ｏｋｔｏｂｅｒ．Ｓ．

１００—１０７）——１７。

康杜鲁什金，斯·《关于饥荒的信》（ ， ． ．

．—《 》， ．，１９１１， ２９１（１８８５），２３

（５ ）， ．２）——３７８—３８０。

考茨基，卡·《一封论马克思和马赫的信》（Ｋａｕｔｓｋｙ，Ｋ．ＥｉｎＢｒｉｅｆüｂｅｒＭａｒｘ

ｕｎｄＭａｃｈ．ＢｅｒｌｉｎＦｒｉｅｄｅｎａｕ，ｄｅｎ２６．Ｍａｒｚ１９０９．—《ＤｅｒＫａｍｐｆ》，

［Ｗｉｅｎ］，１９０９，Ｊｇ．２，１０．Ｈｆｔ．，１．Ｊｕｌｉ，Ｓ．４５２）——１２８、１３１。）

科甘，Ｂ．《现实说明什么》（ ， ． ．—

《 》， ．，１９０７， ８， ．４９—６６； ９， ．２６—４３；

１０， ．２４—４５）——１９９、２００。

克雷洛夫，伊·安·《狐狸和葡萄》（ ， ． ． ）——

２１２。

克里切夫斯基，波·尼·《原则、策略和斗争》（ ， ． ． ，

．—《 》， ，１９０１， １０， ，

．１—３６）——２０５。

［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先生的信》（［ ］．

． ．—《 》， ．，１９１１， ５６０，１４ ， ．

３）——１５３。

拉林，尤·《创造之路》（ ， ． ．—《 》， ．，

１９１１， ５，３１ ， ．１３—２０）——３１１。

 —《俄国的农业高潮及其社会政治后果》（

．—《 》， ．，１９１０，

９—１０，１５ ， ．１７—２８）——１９３、１９４、２００、３１１、３１３、３１６。

 —《广泛的工人政党和工人代表大会》（

．［ ．］，《 》，［１９０７］．９５ ．）——１９２、４０８、４１１。

 —《合作社的雏形》（ ．—《 》， ．，１９１０，

７，３０ ， ．４７—５６）——１９３。

 —《论我们社会政治发展的前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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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１９１０， １１，７ ， ．１—１４）——１９３—１９４、

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７、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５、３１３４、３１６。

 —《南俄农业的前景》（ ．—

《 》， ．，１９１０， ４，１５ ， ．３９—５０； ５，３０

， ．１７１—３０）——１９２。

 —《向右——向后转》（ ．（ ）．—

《 》， ．，１９１１． ２，２ ， ．９—２０）——２０６—

２０７、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７—３１８、３１９。

 —《资金流入俄国农业》 （ ．—

《 》， ．，１９１０， ８，１５ ， ．９—２２）——１９３。

利托夫采夫，索·《议会活动》 （ ， ． ．

．—《 》， ．？１９１１， ８０（１６７６），２３ （５

）， ．２）——２１５。

［列宁，弗·伊·］《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 ， ． ．］

．—《 》，

［ ］，１９１１， ３，２９ （１２ ）， ．３—８。 ： ．

）——３３５。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的决议》 （ Ⅱ

． ［ ］． ［ ， １９１１］．２ ．

（ ））——２８６、３３９。

 —《反党的取消派〈呼声报〉》 （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传单］

（《 》 ．（ 《Ｃｏｖｎａｌｄｅｄｏｋｐａｔａ》）．

［ ］．［ ，１９１０］．２ ．（ ． ． １２

《 》））——１０６。

 —《反党的取消派〈呼声报〉》（答《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载于１９１０年

３月２３日（４月５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２号）（《 》

． （ 《 ．— 》）—《

》，［ ］，１９１０， １２，２３ （５ ）， ．５—６。

． ：２３５ ）——１０６。

 —《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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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９１１， ２４，１８（３１）

， ．２—３）——３６８。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 （

． ．，［《 》，１９０６］．７９ ． ． ．：

． ）——１１７。

 —《论党内状况》［传单］（ ．［ ］．［ ，

１９１０］．４ （ ． １９《 》，

））——３２３。

 —《我们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扎罗夫）》 （

．（ ． ． ）．—《 》， ．，１９１１，

２， ， ．３７—４９。 ： ． ）——１８８。

 —《政论家札记》 （ ．Ⅱ《 》

．—《 》，［ ］，１９１０， ２，２５

（７ ）， ．４—１４ ： ． ， ． ：２４７

）——３０５、３３４—３３５、３３６、３３７、３４１、３４３、３４４。

列维茨基，弗·《取消还是复兴？》 （ ， ．

？—《Ｈ 》， ．，１９１０， ７， ．９１—１０３．

． ．： ）——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３、２０６、２８４—２８５、

３１０、３６６。

 —《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觉醒》（ ．—

《 》． ．，１９１１， ３， ．５４—６３）——２８３—２８５。

［卢森堡，罗·等］［《关于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

德堡代表大会的）》］（［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Ｒ．ｕ．ａｎｄｅｒｅ．Ｄ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ｎｔｗｕｒｆ

ｚｕｒ Ｗａｈｌｒｅｃｈｔｓｆｒａｇｅ， ｅｉｎｇｅｂｒａｃｈｔ ａｕｆ ｄｅｍ 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ａｒｔｅｉ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ｉｎＭａｇｄｅｂｕｒｇ］．—Ｉｎ：Ｐｒｏ

ｔｏｋｏｌｌ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ｅｓｄｅｒＳｐ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

Ｐａｒｔｅｉ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ＡｂｇｅｈａｌｔｅｎｉｎＭａｇｄｅｂｕｒｇｖｏｎ１８．ｂｉｓ２４．Ｓｅｐｔｅｍ

ｂｅｒ１９１０．Ｂｅｒｌｉｎ，Ｂｕｃｈｈ．《Ｖｏｒｗａｒｔｓ》，１９１０，Ｓ．１８１—１８２）——１７。

鲁巴诺维奇，伊·《瓦西里·卡拉乌洛夫代表之死》（Ｒｏｕｂａｎｏｖｉｔｃｈ，Ｅ．Ｍｏｒｔ

ｄｕｄéｐｕｔéＶａｓｓｉｌｉＫａｒａｏｕｌｏｆｆ．Ｌａ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ｄ’ｕｎ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ｅｒｕｓｓｅ．—

《Ｌ’Ｈｕｍａｎｉｔé》，Ｐａｒｉｓ，１９１１，Ｎ２４５９，１０ｊａｎｖｉｅｒ．ｐ．２）——９７、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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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日柯夫，尼·亚·］《俄国的现状和当前工人运动的基本任务》（［Ｐ ，

． ．］

．—《 》， ．，１９１１， ９—１０， ．３１１—３５．

： ． — ）——３９６—４０９、４１０—４１１。

马尔丁诺夫，亚·《党内状况》（ ， ． ３ ．（

）．—《 》，［ ］，１９１０， １９—２０，

， ．１７—１９）——３３６。

 —《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 （

《 》， １—５）．——《 》， ，

１９０１， １０， ．３７—６４）——２０５。

马尔托夫，尔·《到了什么地步？》（ ， ． ？—《

》，［ ］，１９１０， ２３， ， ．９—１３）——４２、４８、

４９、５０、５２、５４、１８３。

 —《普鲁士的争论和俄国的经验》（Ｍａｒｔｏｆｆ，Ｌ．Ｄｉ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Ｄｉｓｋｕｓｓｉｏｎ

ｕｎｄｄｉｅ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１０，２８．

Ｊｇ．，Ｂｄ．２．Ｎ５１，１６，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Ｓ．９０７—９１９）——１７。

 —《行动纲领的要点》（ ．—《 》，

．，１９１１， ７—８， ．４２—５４）——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７。

 —《是拯救者还是破坏者？（谁毁坏了又是怎样毁坏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 ？（ ）． ．《

》． ，ｉｍｐ．Ｇｎａｔｏｖｓｋｙ， １９１１．４７ ．

（ ））——２９０、３０３。

 —《政论家札记》 （ ． 《 》

《 》．—《 》， ．，１９１０， １，３０ ， ．１—

１２）——１２３、１９４—２０３、２０４—２０６、２０７、３１６、３１９。

马尔托夫，尔和唐恩，费·《为了党员》（ ， ． ．．

．９ １９１ ．［ ． ，１９１１］．１ ．）——６５—

６６。

马克思，卡·《给弗·阿·左尔格的信》（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０日）（ ， ．

． ． ．２０ １８８１ ．）——３９２、３９３。

 —《给弗·阿·左尔格的信》（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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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８８１ ．）——３９２、３９３。

 —《资本论》（ ａｒｘ，Ｋ．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ｄｅＭ．Ｊ．Ｒｏｙ，ｅｎｔｉè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ｓéｅ

ｐａｒｌ’ａｕｔｅｕｒ．Ｐａｒｉｓ．Ｌｓｃｈａｔｒｅ，［１８７２—１８７５］。３５２．Ｐ．）——３８８、３９２。

［马克思，卡·《给亨利·迈尔斯·海德门的信》（１８８０年１２月８日）］［Ｍａｒｘ，

Ｋ．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ａｔＨｙｎｄｍａ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８，１８８０］．—Ｉｎ：Ｈｙｎｄｍａｎ，Ｈ．Ｍ．

Ｔｈｅ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ａｎ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ｏｕｓＬｉｆ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１１．ｐ．２８４

－２８５）——３９２—３９３。

马克思，卡·和恩格斯，弗·《共产党宣言》（ ， ． ， ．

． １８４７ ．— １８４８ ．）——１０３。

马斯洛夫，彼·巴·《经济评论》（ ， ． ． ．—

《 》， ．，１９１０， １０， ０．１３—２８）——９４。

马耶夫斯基，叶·《什么是“取消主义”？》 （ １， ．

《 》？（ ）．—《

》， ．，１９１０， １１—１２ ．４６—５９）——１０８、１１２。

曼，昂·德·和布鲁凯尔，路·德·《比利时的工人运动》（ ａｎ，Ｈ．，ｄｅｕ．

Ｂｒｏｕｃｋèｒｅ．Ｌ．，ｄｅＤｉ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ｉｎＢｅｌｇｉｅｎ．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Ｓｉｎｇｅｒ，

［１９１１］．７２Ｓ．（Ｅａｎｚｕｎｇｓｈｅｆｔｅｚｕｒ《ＮｅｕｅｎＺｅｉｔ》，Ｎ９，１９１０１９１１．Ａｕｓ

ｇｅｇｅｂｅｎａｍ１０．Ｍａｒｚ１９１１））——２０７。

米尔斯，Ｊ．Ｆ．《反对》（Ｍｉｌｌｓ，Ｊ．Ｆ．Ｔｈｅｃａｓ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

Ｌｅａｄ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１１，Ｎ１６，Ａｐｒｉｌ２１，ｐ．２４３． ． ．：ｒｍｓ

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ｋｅｒ）——２３３。

米留可夫，帕·尼·《知识分子和历史传统》（ ， ． ．

．— ．： ．

． ．，《 》，１９１０， ．８９—１９１）——５０。

缅施科夫，米·《不必要的纪念日》（ ， ． ．—

《 》， ．，１９１１， １２５１２，１１（２４） ， ．３）——

１４４、１６８、１７９。

 —《大学生的呼声》（ ．—《 》， ．，１９１１，

１２５４９，１７ （２ ）， ．５）——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８。

 —《农村中的恐怖》（ ．—《 》， ．，１９１０，

１２４０４，２３３ （６ ）， ．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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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夫斯基，阿·《给编辑部的信》（ ， ． ．—

《 》， ［ ］，１９０９， １０，２４ （６

１９１０）， ．３—４．Ｈａ ． ：２４６ ）——１８４。

涅克拉索夫，尼·阿·《抒情喜剧〈熊猎〉中的几场》（ ， ． ．

《 》）——１２５。

涅韦多姆斯基，米·《列夫·托尔斯泰的去世》（ ， ．

．—《 》， ．，１９１０， １０， ．５—１２）——９３—

９４、９５。

［诺根，维·巴·《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信》］（［ ， ． ．

］．—《 》，［ ］，１９１０， １２，２３ （５

）， ．６， ．： ， ． ．《《 》 ．

《 》》． ． ：２３５ ）——１８４、

１８５、２９０。

潘涅库克，安·《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Ｐａｎｎｅｃｋｏｅｋ，Ａ．Ｄｉｅｔ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ｅｎｉｎ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Ｈａｍｂｕｒｇ，Ｄｕｂｂｅｒ，１９０９．１３２

Ｓ．）——６３、６９。

皮列茨基， ．《短评》（ ， ． ．—《 》，

．，１９１０， ４，１５ ， ．４９—５８）——１９３。

普列汉诺夫，格·瓦·《合法的工人组织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

． ．

．—《 》，［ ］，１９１０，

１２， ， ．１—２６）——２９２。

 —《混乱的说明》 （ ． （

）．—《 》，［ ］，１９１１，

１１， ， ．２２—２４）——１８４、２８８。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 ． ， ． ．，１８９５．２８７

． ． ．： ． ）——１２８。

 —《我们中央委员会最近的一次全体会议》（

．—《 》，

［ ］，１９１０， １１， ， ．１—２０）——３０５、３４４、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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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委员会请注意》（ ．—《

》，［ ］，１９１０， １２， ， ．３０—３２）——

１８４、２８９。

切列万宁，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１９０７年）（ ，

． ．１９０７ ． ． １

．［ ．］，《 》，［１９０７］．１０２ ．）——１１２。

 —《给彼·马斯洛夫的答复》（ ． ．—《 》， ．，

１９１０， １１—１２， ．２６—３５）——９４。

 —《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基本问题》 （

．—《Ｈ 》， ．，１９１０， ７， ．２２—３４）——９４。

日尔金，伊·《生动的象征》（ ， ． ．—《 》， ．，

１９１０， ２７３（１５１），５（１８） ， ．３）——７。

［什克洛夫斯基，伊·弗·］《海德门记事》（［ ， ． ．］

．—《 ３ 》，１９１１， ２３６，１４ ， ．

２）——３８８、３９１—３９２。

［司徒卢威，彼·伯·］《［谢·尤·维特〈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一

书］序言》（［ ， ．．］ ［ｋｋｈｎｔｅＣ． ． 《

》］．— ．： ［ ， ． ．］ ．

． ．

（１８９９ ．）． ． ．． ．． ．《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Ｄｉｅｔｚ，

１９０１， ．Ｖ—ＸＬＩＶ． ： ． ． ．）——４０７。

［塔拉图塔，维·康·］《致党》（［ ， ． ．］ ．— ．：

［ ， ． ．］ ． ． ． ．

． ． １， ． ， ， ．

． ． ．《 》．［ａｒｉｓ］，１９１１， ．ＩＸＶＩ， ．：

．Ⅰ．（ ）． ： ．

． ． ．： ． ）——２９８。

唐恩，费·《关于选举运动的安排》（ ，

（ ）．—《 》，

．，１９１１， ７—８， ．５５—６５）——３６４、３６７—３６８。

屠格涅夫，伊·谢·《父与子》（ ， ． ．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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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列·尼·《安娜·卡列尼娜》（ ， ． ． ． ．

Ⅱ．— ．：［ ， ． ．］， ． ． ． ．

１０． ． ．Ⅱ ．５— ． ．， ． ，１８８６．４６２

．）——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２。

 —《当代的奴隶制》（ ． ．《 》．

４３．ｕｒｌｅｉｇｈ，Ｍａｌｄｏｎ，Ｅｓｓｅｘ，Ｔｃｈｅｒｔｋｏｆｆ，１９００．７９ｃｔｐ．）——１０１。

 —《教养和教育》（ ．— ．：［ ， ． ．］

． ． ． ．４． ． ．５—

． ．， ． ，１８８６， ．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２。

 —《进步和教育定义》（ ．（ —

．《 》，１８６２ ．， ５）．— ．：［ ， ．

．］ ． ． ． ．４． ． ．

５— ． ．， ． ，１８８６， ．１５１—１９０）——１０２、１０３。

 —《克莱采奏鸣曲》 （ ． ．，１８８９．１０３ ． ．

．）——１０２。

 —《论生活的意义》（ ． ． ． ， ．

． ．《 》． ５６．ｈｒｉｓｔｃｈｕｒｃｈ，Ｈａｎｔｓ，

Ｔｃｈｅｒｔｋｏｆｆ，１９０１．５４ｃｔｐ．）——１０２。

 —《聂赫留朵夫公爵日记摘录。卢塞恩》（ ． ．

．— ．：［ ， ． ．］ ． ． ．

．２． ． ．５— ． ．， ． ，１８８６， ．

９５—１２６）——１０１。

 —《为尼·奥尔洛夫的画集〈俄国的农夫〉所写的序言》（

《 》 ． ．— ．： ， ．

． ． ． ． ． ． ．

．， ，１９０９， ．３—８）——３６１。

［托洛茨基，列·达·］《俄文版欧洲工人报》（［ ， ． ．］

．—《 》，［ ］，１９１１， ２１，２５

（８ ）， ．６）——３４７、３４８。

 —《扫除一切障碍，走向统一！》（ — ！—

《 》，［ ］，１９１０， １２，３（１６） ， ．２—３）——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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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８、３４１。

威克，Ｅ·Ｐ·《赞同》 （Ｗａｋｅ，Ｅ．Ｐ．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 ｈｅＬａｂｏｕｒ

Ｌｅａｄ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１１，Ｎ１６，Ａｐｒｉｌ２１，ｐ．２４３． １． ．：Ａｒｍｓ

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ｋｅｒ）——２３３。

［维特，谢·尤·《给编辑部的信》］（［ ， ． ． ］．—

《 》， ．，９１１， １２７６５，２５ （８ ）， ．

３）——３２７—３２８、３６９、３７１。

叶尔莫洛夫，阿·谢·《俄国当前火灾频繁发生》（ ， ．．

． ．，１９１０．２１１ ．）——７７、７８。

叶利舍夫，Ａ． ． 《莫斯科的教唆》 （ ， ． ．

．—《 》， ．，１９１１， ５５９，１３ ， ．

４）——１５３。

伊科夫，弗·康·《杂志评论》（ ， ． ． ．—

《 》， ．，１９１０， ５，３０ ， ．４７—５２）——１０９。

 —《政治短评》 （ ．

．—《 》， ．，１９１０， １１，７ ，

．１３—２２． ： ． ）——１９４、１９８。

伊兹哥耶夫，亚·索·《对比》（ ， ． ． ．—《 》，

．，１９１１， ４４（１６４０），１４（２７） ， ．２—３）——１５２—１５３、

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

 —《论知识青年》 （ ．（

）．— ．： ． ．

．，［ ． ． ］１９０９， ．１８２—２０９）——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４、２７９。

 —《在转变中》（ ．ＶＩＩ．《 》 ．—《

》， ．，１９１０， ．ＶＩＩＩ，ｃｔｐ．６３—７２）——９３、１２５。

［约诺夫］《反党派别》（［ ］． ．—《

》，［ ］，１９１０， ， ， ．１９—２３． ：

）——３４１。

《阿尔马维尔的大暴行》（ ．—《 》， ．，１９１１， ２９１

（１８８５），２３ （５ ）， ．７）——３７７。

《摆脱了农奴制依附地位的农民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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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１８６１ ． ．，１８６１．３６２ ．）——

１６３。

《报刊》（载于１９１１年９月２８日（１０月１１日）《言语报》第２６６号（总第１８６２

号））（ ．—《 》， ．，１９１１， ２６６（１８６２），２８ （１１

）， ．２）——３２８、３６９、３７０。

《报刊》（载于１９１１年９月３０日（１０月１３日）《言语报》第２６８号（总第１８６４

号））（ ．—— 《 》， ．，１９１１， ２６８（１８６４），３０

（１３ ）， ．２）——３７３。

《被破坏了的传说》（ ．（《 》 ． ．， ．．．）．——

《 》，［ ］，１９１１， ２４， ．

２４《 》， ．３—４）——１８３—１８６、３２３、３５１。

《崩得评论》［日内瓦］（《 》，［ ］，１９１０， ４， ，

．１９—２３）——３４１。）

《彼·阿·斯托雷平》（ ． ． ．—《 》， ．，１９１１， ２４４

（１８４０），６（１９） ． ．２）——３３０—３３１、３７１。

彼得堡（ ．—《 》， ．，１９１０， ２６０，１１ ，

．４， ．： ）——１。

彼得堡，３月２５日。［社论］ （ ，２５ ．［ ］．—

《 》， ．，１９１１， １５，２５ ， ．１）——２１３。）

［《编辑部的话》］ （［ ］．—《 》，

［ ］，１９１１， １，１１ ， ．１）——３３９、３４０、３４５、３４９、

３５１。

［《编辑部的话》］ （关于前景的一种说法） （［ ］．Ｈｅ

．——《 》， ．，１９１０， ９—１０，１５ ， ．

２９—３２． ： ）——１９４。

［《编辑部的话》 （为布尔什维克日内瓦思想小组声明加的按语）］ （Ｏｔ

．

］．— ．： ．

３． ． ．《 》．［Ｐａｒｉｓ］， ． ．《 》， １９１１， ．

７８）——３４９、３５５。

［《编辑部的话》（为弗·巴扎罗夫《论为什么重要的东西有时显得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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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文加的按语）］（［ ． ．

《 ， 》］．—《

》， ．，１９１０， ４， ．８０． ： ）——１３２—

１３３。

《编辑部的话》［为尼·亚·罗日柯夫《俄国的现状和当前工人运动的基本任

务》一文加的按语］（ ．［ ． ．

《

》］．—《 》， ．，１９１１， ９—１０， ．３１—

３２）——４０８。

《编辑部［为弗·巴扎罗夫〈托尔斯泰和俄国知识分子〉一文加的］按语》

（ ［ ． 《

》］．—《 》， ．，１９１０．， １０， ．４３）——

９０、９３、９４。）

《伯明翰代表会议》（ｈｅ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ｎｕａ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Ｉ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ｒｔＬａｂｏｕｒＰａｒｔｙ．—《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Ｌｅａｄ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１１，Ｎ１６，

Ａｐｒｉｌ２１，ｐ．２４４—２４７，２５２）——２３３—２３４。

《布尔什维克声明［１９１０年１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通过］》

（ ， ［

１９１０ ．］．—《 》，［ ］，１９１０， １１，２６

（１３） ， ．１１， ： ， ．：

）——２７、２８、３６、４３、５１、１０５、１０７、１５９、１６１、３０４。

察里津，１０月２２日。 （ ，２２ ．—《 》，１９１１， ２９１

（１８８５），２３ （５ ）， ．４． ．： ．

）——３７８。

《代表们给大学生的呼吁书》（ ．—《 》，

．，１９１０， ３１０（１５４８），１１（２４） ， ．４）——２．

《党内状况》 ［１９１０年１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

（ ．［ ，

１９１０ ．］．—《 》，［ ］，１９１０， １１，２６

（１３） ， ．１０， ．： ）——２７、２８、５１、６１—６２、１５９、

１６１、２６２、２６７、２８８、３０５、３２１、３３７、３４０、３４３、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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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１８９１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ｄｅｒ

Ｓｐ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ａｒｔｅｉ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ｂｅ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ｎａｕｆｄｅｍ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

ｚｕＥｒｆｒｕｔ１８９１．—Ｉｎ：Ｐｒｏｔｏｋｏｌｌ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ｅｓ

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ａｒｔｅｉ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ＡｂｇｅｈａｌｔｅｎｚｕＥｒｆｕｒｔｖｏｍ

１４．ｂｉｓ２０．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９１．Ｂｅｒｌｉｎ，《Ｖｏｒｗａ》，１８９１，Ｓ．３—６）——２０５、

２４１。

《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会议记录》（１８９９年１０月９—１４日）（Ｐｒｏ

ｔｏｋｏｌｌüｂｅｒｄｉｅ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ｅｓ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

Ｐａｒｔｅｉ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Ａｂｇｅｈａｌｔｅｎｚｕ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ｖｏｍ９．ｂｉｓ１４．Ｏｋｔｏｂｅｒ

１８９９．Ｂｅｒｌｉｎ，《Ｖｏｒｗａｒｔｓ》，１８９９．３０４Ｓ．）——２０５。

《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１９１０年９月１８—２４日）

（Ｐｒｏｔｏｋｏｌｌ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 Ｐａｒｔｅｉｔａｇｅｓ ｄｅｒ Ｓｏｚｉａｌ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ａｒｔｅｉ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ＡｂｇｅｈａｌｔｅｎｚｕＨａｎｎｏｖｅｒｖｏｍ９．ｂｉｓ

１４．Ｏｋｔｏｂｅｒ１８９９．Ｂｅｒｌｉｎ，《Ｖｏｒｗａｒｔｓ》，１９１０．５０７Ｓ．）——１０—１５、１７

［《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给弗·格·切尔特科夫的电报》］

（［ Ⅲ

． ． ］．—《 》， ．，１９１０， ３０７（１５４５），８

（２１） ， ．４． １． ．： ）——３９。

《第三十一届年会》（ＴｈｅＴｈｉｒｔｙｒｉｒｓｔ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Ｌｏｎ

ｄｏｎ，１９１１，Ｎ１，４２３，Ａｐｒｉｌ２２，ｐ．５—６）——２３１。

《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１０４人纲领》——见《［土地法］基本条例草案［由１０４

个国家杜马代表提出］》。

《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１０４人纲领》——见《［以劳动团和农民协会的名义向

第二届国家杜马提出的土地改革］基本条例草案》。

《斗争》杂志［维也纳］（《ＤｅｒＫａｍｐｆ》，［Ｗｉｅｎ］，１９０９，Ｊｇ．２，１０．Ｈｆｔ．，

１．Ｊｕｌｉ，）Ｓ．４５２）——１２８、１３０。

《杜马报》（圣彼得堡）（《 》），

《对悼念谢·安·穆罗姆采夫的态度》 （ ． ．

．—《 》， ．，１９１０， ２８４（１５２２），１６（２９） ，

． ． ． ． ＩＶ． １ ）——

４、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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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报》（圣彼得堡）（《 》， ．）——５０、１５３。

 —１９１０， １５３０，１２（２５） ， ．１．——２

 —１９１０， １５８７，２０ （２ ）， ．１．——２。

 —１９１０， １６１１，１７ （２ ）， ．２．——１５０

《俄国报刊》《（ 》 ．—《 ．— ．，１９１１， １６１１，

１７ （２ ）， ．２））——１５０。

《俄国财富》杂志（圣彼得堡）（《 》， ．）——２１１。

《俄国代表在英国（６月１９日（７月２日）在伦敦市长早餐会上的讲话）》

（ ． ． ，１９

（２ ）．—《 》， ．，１９０９， １６７（１０４５），２１ （４

）， ．３）——３２９、３３０、３６８、３７３。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 （

．— ．： ． ． ．ａｒｉｓ，１９０９，

ｃｔｐ．１２—１６．（ ））——２４０、２９２、３６２。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 ． ， ．— ．：

． ． ． ．

． ． ． ， ． ， ［１９０４］， ．１—６。

（ ））——２４２。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 （

． ． ．（ １９０８ ）． ．

．《 》．［Ｐａｒｉｓ，１９０９］．４７ ．（ ））——１９１、３１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关于召开国外中央全会的决议（对布

尔什维克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５日（１１月２２日）申请的答复）》（１９１１年１月

２７日）］（［

，

（２２ ）１９１０ ．２７ １９１１ ．］．— ：

．２７ １９１１ ．Ｐａｒｉｓ， ． ．《 》，１９１１， ．

１．（ ． ））——２８９—２９０、３２４。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会议决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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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１， １，８ ， ．４—

５）——３２２。

《俄国思想》杂志（莫斯科）（《 》， ．）——１７３。

 —１９１０， ．ＶＩＩＩ， ．６３—７２——９３、１２５。

《俄罗斯新闻》（莫斯科）（《 》， ．）——１４０、１５４。

 —１９１０， ２６０，１１ ， ．４．——１—２。

 —１９１０， ２６１，１２ ， ．２—３——１—２。

 —１９１１， １２，１６ ， ．２．——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２２５。

 —１９１１， ３３，１１ ， ．３．——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８。

 —１９１１， ２２２２８ ， ．１—２，４．——３２８、３６９。

 —１９１１， ２３６，１４ ， ．２．——３８８、３９２。

《２０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第１—４卷）（

ＸＸ ． ． ， ． ． ．．Ｉ—

ＩＶ． ．， ．《 》，１９０９—１９１４５ ．）——１３２、１９１、

３９９。

 —第１卷：《运动的征兆和根本原因（Ｔ．Ｉ．

． ．， ．《 》，１９０９．［５］，６７６ ．）——

２０６、２８３—２８４。

《复兴》杂志（莫斯科）（《 》， ．）——１７、１０６、１１１、１８９、２０７、

２１０、２８８。

 —１９１０， ４，１５ ， ．３９—５０，４９—５８——１９３。

 —１９１０， ５，３０ ， ．１７—３０，４７—５２．——１０９、１９３。

 —１９１０， ７，３０ ， ．４７—５６．——１９３。

 —１９１０， ８，１５ ， ．９—２２．——１９３。

 —１９１０， ９—１０，１５ ， ．１７—３２．——１９３、１９４、２００、３１１、３１３、

３１６。

 —１９１０， １１，７ ， ．１—２２．——１９３—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７、１９８、

２００、２０５、３１３、３１６。

《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传单］（

．［ ］．Ｐａｒｉｓ， ． ．《 》，

［１９１１］．２ ： ）——３３４、３３６、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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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９、３４０—３４２、３４、３４５—３４６、３４８、３４９、３５２。

《告“前进”集团的党校学员同志们》（

《 》．［ ］． ． ．，［１９１１］．３ ： ．

． ．）——９６、１６１。

《告全体党员书》（关于党内状况和党的代表会议的召开）（

． （ ）．

［ ］．Ｐａｒｉｓ， ． ．《 》，［１９１１］．２ ． ：

《 》）——９６。

《告全体党员书》（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传单）（ ．—《

》， ［ ］，１９１１， １，８

， ．１—３． ： ． ）——３２２。

《告社会民主党各组织、团体和小组》（１９１１年８月１日）［传单］（

． ． ， ．１ １９１１

．［ ］．［Ｐａｒｉｓ］，１９１１．４． ．（ ）． ：

）——２９８。

《给各党组织的信》 （ ．（

）．—《 ： 》，［ ］，１９１０， １１，

２６（１３） ， ．１１—１２． ： ：

）——２７４、２９４。

《给同志们的信》［传单］（ ．［ ］．ａｒｉｓ，ｉｍｐ．Ｇｎａ

ｔｏｖｓｋｙ，［１９１１］．２ ．（ ）． ： 《

》）——１８５、１８６。

《工人报》（巴黎）（《 》， ）——２７、３４、３８、４４、５５、２９０、

３４４、３４７、３５２。

《工人关于党内状况的呼声》 （ ．—

《 》，［ ］，１９１０， １３，１５（２８） ， ．２—３）——３２０、３４７。

《工人领袖》周报（伦敦）（《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Ｌｅａｄ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１１，Ｎ１６，Ａｐｒｉｌ

２１，ｐ．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７，２５２）——２３３—２３５。

《工人生活报》（巴黎）（《 》，［ ］）——２４７、３４８

《工人事业》杂志（日内瓦）（《 》， ）——３２１。

 —１９０１， １０， ．１—３６，３７—６４——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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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思想报》 （圣彼得堡—柏林—华沙—日内瓦） （《 》，

［ ．— — — ］）——３２１。

《关于大学生示威游行问题》（ ．—《

》， ．，１９１０， ２６１，１２ ， ．２—３． ． ．：

）——１—２。

《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

代表大会通过］》 （ ，

［ Ｖ（ ） ］．— ．：

． ． （ １９０７ ．）．

． ． ．Ｐａｒｉｓ，１９０９， ．４５４—４５５．

（ ））——２９５、３６８。

《关于各个工作报告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１９０８年全

国代表会议）通过］》（ ，［

（ １９０８ ．）］．— ．：

． ．

．［ ． ．Ｐａｒｉｓ，１９０９］， ．４．

（ ））——１１２。

《［关于建立国家杜马的］诏书》［１９０５年８月６日（１９日）］（ ［

．６（１９） １９０５ ．］．—

《 》， ．，１９０５， １６９，６（１９） ，

．）——２７８。

《关于解散国家杜马、召开新杜马的时间和改变国家杜马选举制度》（

，

． ［（１６

１９０７ ．］．—《 １ ，

》， ．，１９０７， ９４，３ ．

．Ｉ ．８４５， ．１２９９—１３０２）——３８３。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１９０８年全

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 （ ．

［ ， （ １９０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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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Ｐａｒｉｓ，１９０９］， ．４—５．（ ））——１７９、１８１、１９６、１９７、

１９９、２０６、２３７、２９７、３１１、３１３、３６２、３６６、３６７。

《关于派别中心》［１９１０年１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

． ［ ，

１９１０ ．］．—《 》，［ ］，１９１０， １１，２６

（１３） ， ．１１． ．： ）——２８、３５—３７、５１、１６１。

《关于取消派》 ［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 （

．［ ， ． ．

． ］．—《 》，［ ］，１９１１， ２０，１６（２９） ，

．１． ． ．： ！

． ． ）——３４５。

《关于同其他政党达成的选举协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

（“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

． ，

（《 》）］．— ：

２１，２２ ２３ １９０７ ． ． ． ． ．，

［１９０７］， ．３．（ ））——２９５。

《关于召开党的代表会议》［１９１１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通过的

决议］（ ．［ ，

．１９１１ ．］．— ： ［

．１９１１． ．］ ． ．，［１９１１］， ．２．（Ｐ ））——２９０。

《关于召开全党例行代表会议》［１９１０年１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通

过的决议］（Ｏ ．［ ，

１９１０ ．］—《 》，

［ ］，１９１０， １１，２６（１３） ， ．１０， ．：

）——１８４、２９４。

《关于〈真理报〉》［１９１０年１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

《 》．［ ，

１９１０ ．］．—《 》，［ ］，１９１０， １１，２６（１３） ，

．１０， ．：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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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１９１１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通过的

决议］（ ．［ ，

．１９１１ ．］．—Ｂ ： ［

．１９１１ ．］． ． ．，［１９１１］， ．２．（ ））——２９０。

《［国家杜马的］速记记录》（１９０８年第二次常会）（

［ ］．１９０８ ． ． ．Ｉ １．

１—３５（ １５ ２０ １９０８ ．）． ．， ． ．，

１９０８．ＸＩＶ ．，３１５２ ．（ ． ））——

１５７、３７２—３７３。

《［国家杜马的］速记记录》（１９１０年第三次常会）（

［ ］．１９１０ ． ． ．ＩＶ． ９５—

１３１（ ２６ １７ １９１０ ．）． ． ．，１９１０．ＸＸＸ ．

３７９０ （ ． ））——９８。

《［国家杜马的］速记记录》 （１９１０年第四次常会。第１—３册）

（ ［ ］．１９１０ ．

． ．Ｉ—ＩＩＩ．Ｃ ．， ．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３ ．（

． ））

 —第１册（ ．Ｉ １—３８（ １５ １７ １９１０ ．）．ＸＶ

．３３６８ ．）——１３０。

 —第２册（ ．Ⅱ． ３９—７３（１７ １９１１ ．）．ＸＩＸ

．３７２２ ．）——１７８—１７９。

 —第３册（ ．Ⅲ． ７４—１１３（７ １３ １９１１ ．）．ＸＬ ．，

４８２８ ．，８ ．）——２１６、２７６—２７７、２７８。

《［国家杜马的］速记记录》（１９１１年第五次常会）（

［ ］．１９１１ ． ． ．Ⅰ １—４１

（１５ １０ １９１１ ．）． ．， ． ．，１９１１．ＸＸ ．，

３８３０ ．（ ． ））——３７６、３８４。

《［国家杜马］第１０１次会议》 （［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７日） （ １０１

［ ］．２７ ［１９１１ ．］．—《 》， ．，１９１１，

１１４（１７１０），２８ （１１ ）， ．３—６． ． ．：

． ： ． ）——２４９—２５３。

０４５ 列 宁 全 集  第 二 十 卷



《国家杜马会外》（ ． ．—《 》，１９１０， ２６１，

１２ ， ．３． ． ．： ）——２。

《国家杜马机关》（ ．［６（１９） １９０５

．］—《 》， ．，１９０５， １６９，６（１９） ，

．１—２）——２７８。

《国家杜马选举条例》（１９０５年８月６日（１９日））（

．６（１９） １９５０ ．—《

》， ．，１９０５， １６９，（１９） ， ．１—４）——２７８。

《国家杜马议事规则》（ ． ．， ． ．，１９０９．

［１］，８１ ．）——７。

［《国家根本法第８７条》］（［８７ ］．—

．： ． ．１． ．Ｉ．

．１９０６ ． ．， ． ．， ． ．， ．

２０）——２１４、２８０、３５８。

《合法工人组织活动家会议》 （

．—《 《 》》，［ ］，１９１１，

１，２５ ， ．１—３）——２９１。

《火星报》（旧的、列宁的）［慕尼黑—莱比锡—伦敦—日内瓦］（《 》

（ ， ），［ — — — ］）——８０、３５３。

 —［ — ］， １９００—１ １９０２， １—２０——８０。

《火星报》 （新的、孟什维克的） ［日内瓦］ （《 》 （ ，

），［ ］，１９０３， ５５，１５ ， ．２—５；１９０４，

５７，１５ ， ．２—４）——１２１。

《交易所新闻》（圣彼得堡）（《 》， ．，１９１０， １２０８４，

２１ （８ １９１１）， ．２）——９８。

《教育》杂志（圣彼得堡）（《 》， ．，１９０７， ８， ．４９—６６；

９， ．２６—４３； １０， ．２４—４５）——１９９、２００。

《解放》杂志（巴黎）（《 》， ）——１１６。

《惊慌失措》（ ．—《 ），１９１０， ２６０，１１

， ．４）——２。

《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１９０８年全国代表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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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１９０８ ．）］．— ．： ． ．

．［ ．

． ａｒｉｓ，１９０９］， ．４—７（ ））——２８、１１２、２３７、

２９３、３６２、４１０。

《库班的土地问题》（ ． ．—《 》，

．，１９１１， ２９１（１８８５），２３ （５ ）， ．７）——３７８。

《路标》文集（ ． ． ．，［ ．

， ］１９０９．Ⅱ，２０９ ．）——１２１、１５２—１５３、２２６、２７９、３６８、

３７３。

《论俄国的情绪》（ ．（ ）．—

《 》，［ ］，１９１０， １７，２０ （３ ）， ．２—３ ：

． ．）——４６。

《矛盾》 （ ．—《 》， ．，１９１１， ４，６ ， ．

３）——１０８、１０９。

《每日邮报》（伦敦）（《ＤａｉｌｙＭａｉ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１１Ａｐｒｉｌ）——２３３—２３５。

《孟什维克巴黎会议告全体党员书》［传单］（

．［ ］．ａｒｉｓ， ． ．《 》，［１９１１］．

２ ．）——１６１、１８５、１８６。

《孟什维克护党派向１９１１年６月３０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

一和第二小组及崩得小组会议提出的决议案》 （ ，

Ⅰ Ⅱ

， ３０ １９１１ ．［Ｌｎｃｔｏｂｋａ］． ．

．，［１９１１］．４ ．（ ）． ： ．

．）——３０３。

《免除他们的苦役！》（ ！—《Ｌ’Ａｖｅｎｉｒ》（《 》），

Ｐａｒｉｓ，１９１１， １，２２ｏｃｔｏｂｒｅ〉ｐ．２）——３８２。

《民意导报》杂志（日内瓦）（《 》， ）——９７。

《明星报》（圣彼得堡）（《 》， ．）——２６７、２９１。

 —１９１１， ４，６ ， ．３．——１０８、１０９。

 —１９１１， １５，２５ ， ．１，３．——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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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１， ２７，２９ ．４ ．——３８５。

《莫斯科呼声报》（《 》）——１５０。

 —１９１０， ２６０，１１ ， ．１，４．——２。

 —１９１０， ２６１，１２ ， ．３．——３。

 —１９１０， ３８，１７ （２ ）， ．２．——１５１、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７。

 —１９１０， ７２，３０ （１２ ）， ．２．——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８—２２９。

《［莫斯科６６个工业家］给编辑部的信》（ ［６６

］．—《 》， ．，１９１１， ３３，１１ ，

．３）——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８。

莫斯科，１月１６日。［社论］（ ，１６ ．［ ］．—《

》， ．，１９１１， １２，１６ ， ．２）——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

２２５。

莫斯科，９月２８日。［社论］（ ，２８ ．［ ］．—《

》， ．，１９１１， ２２２，２８ ， ．１—２）—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

２２５。

莫斯科，１１月１１日。（在哀悼的日子里）（ ，１１ ．

．—《 》，１９１０， ２６０，１１ ， ．１）——２。

《谋杀彼·阿·斯托雷平》 （ ．． ．—《

》， ．，１９１１， ８，３ ， ．１—４． ： ．）——

３２５。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 ．

． ． ．《 》．Ｒａｒｉｓ， ． ．

《Ｃ 》，［１９０９］．３２ ．（ ））——３３、４４、４５—４６、５７—５８。

《［尼古拉二世］给大臣会议主席、内务大臣……彼·阿·斯托雷平的圣谕》

（１９１１年２月１９ 日） （ ［ Ⅱ ］，

， ．．． ． ．

．１９ １９１１ ．—《 》， ．，１９１１， ４９

（１６４５），１９ （４ ）， ．１０）—１７２。

《欧洲通报》杂志（圣彼得堡）（《 》， ．，１９１１， ．１， ．

２７３—２８４）——１７２。

［《普斯科夫省霍尔姆斯克县地方自治会议简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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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１９１１， ２９３（１８９９），２５ （７ ）， ．５． ． ．：

）——３７８。

《前进报》（柏林）（《ＶｏｒＷａ》ｒｔｓ），Ｂｅｒｌｉｎ）——９６。

 —１９１１，Ｎ９４，２２．Ａｐｒｉｌ，Ｓ．１．——９６。

《“前进”集团关于召开代表会议的传单》——见《告全体党员书》（关于党

内状况和党的代表会议的召开）。

《前进》文集（１９１０年７月）（ ． ．

． ．《 》．［ ａｒｉｓ， ． ．《 》］， １９１０．６４

．）——４２、５９。

《前进》文集（１９１１年５月）（ ． ．

３． ． ．《 》．［Ｐａｒｉｓ］， ． ．《 》， １９１１．７８

．）——３４８、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５。

《情报公报》［巴黎］（《 》，［ ］，１９１１， １，

１１ ． ．）——３３４、３３９、３４５、３５１。

《人道报》

［《“人民自由党”党团决定投票赞成米·马·阿列克先科……》］（［

《 １ 》 ． ． ．．．］．—

《 》， ．，１９１１， ７８（１６７４），２１ （３ ） ．２， ．：

）——２１３。

《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日内瓦思想小组决议》 （

． ． ．—《 》，

［ ］，１９１１， ２４， ． ２４《

》， ．７）——１８６。

《社会民主党第二高级工人宣传鼓动党校工作报告》（

．

（ １９１０— １９１１ ．）． ． ．《 》．［Ｐａｒｉｓ， ． ．

《 》］，１９１１．３１ ．（ ）——３５０。

《社会民主党和军备》（ＤｉｅＳ．Ｄ．Ｐ．ｕｎｄＫｒｉｅｇｓｒüｓｔｕｎｇｅｎ．—《Ｖｏｒｗａｒｔｓ》，

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１１，Ｎ９４，２２．Ａｐｒｉｌ，Ｓ．１）——２３３．

《社会民主党人报》 ［维尔诺—圣彼得堡—巴黎—日内瓦］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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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１— ］）——３１、３３、４４、４８、４９、

５０、５４、５５—５６、５７、１６０、２５５、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９、２８８、２９０、２９７、３４６、

３４８。

 —１９０９ １０，２４ （ １９１０）， ．３—４． ． ：２４

６ ．——１８４。

 —１９１０ １１，２６（１３） ， ．１０—１２．——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５—

３７、４３、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５６、５７、６０、１０５、１０７、１５９、１６１、１８３、

２６１、２６６、２６７、２７２、２７３、２７４、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０、２９３、２９４、３０４、３０５、

３２１、３３７、３４０、３４１、３４３、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１、３６２。

 —１９１０ １２２３ （５ ）， ．５—６． ． ：２３５

．——１０６、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４、１８５、２９０。）

 —１９１０ １８，１６（２９） ．１２ ．——１。

 —１９１１ ２１—２２，１９ （１ ）， ．７．——３２０。

 —１９１１ ２３，１４（１） ， ．７．——３２０。

 —１９１１ ２４，１８（３１） ， ．——３６８。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日内瓦—巴黎］ （《 》，

［ — ］）——１７、２７、３１、３３、３８、４９、５０、５１、５７、５９、１０６、

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６、２６２、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０、２９４、３０４、３０５、３１１、３３７、３４４、

３４５。

 —１９１０， １９—２０， — ．１７—１９，２３—２４．——４９、３３６。

 —１９１０， ２２， ． ２２《 》， ．

２．——１８４。

 —１９１０， ２３， ， ．９—１４．——４２、４８、４９、５０、５５、１８３。

 —１９１１， ２４， ． ２４《 》．

８ ．——１８３—１８６、３２３、３５１。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小报》 ［巴黎］ （《 《

》》，［ ），１９１１， １，２５ ， ．１—３）——２９１。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日内瓦］ （《 》，

［ ］）——３０４、３５１。

 —１９１０， １１， ， ．１—２０，２２—２４．——１８４、２８９、３０５、３４４。

 —１９１０，１２， ， ．１—２６，３０—３２．——１８４、２８９、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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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月刊》（柏林）（《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ｈｅｆｔ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３、１７。

《生活事业》杂志（圣彼得堡）（《 》， ．）——１０６、１１１、１８９、

２０７、２１０、２６２、２６６、２８８、２９４、３２０、３２１、３２９、３５８、３６５。

 —１９１１， ２，２ ， ．９—２０．——２０６—２０７、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７—

３１８、３１９。

 —１９１１， ５，３１ ， ．１—４．——３２５。

 —１９１１， ８，３ ， ．１—４．——３２５。

《生活》杂志（莫斯科）（《 》， ．）——１７、１２４、１３２、１８９、２１０。

 —１９１０， １，３０ ， ．１—１２）——１２３、１９４—２０３、２０４、２０６、

２０７、３１６、３１８。

圣彼得堡（ ． ．—《 》，［ ］，１９１１， ２３，

１４（１） ， ． ． ． ．：

《 》 ． （ 《 》

《 》）． ： ．）——３２０。

圣彼得堡，１１月１１日。［社论］（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２４日）《言语

报》）（ ． ．１１ ．［ ］．－《 》， ．，１９１０，

３１０（１５４８），１１（２４） ， ．１—２）——２。

圣彼得堡，１１月１１日。［社论］（载于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２日（２５日）《俄国

报》（ ． ，１１ ．［ ］．—《 》， ．，１９１０，

１５３０，１２（２５） ， ．１）——２。

圣彼得堡，１月１９日。［社论］（ ． ，１９ ．［ ］．—

《 》， ．，１９１１， １５８７，２０ （２ ）， ．１）——

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０。

圣彼得堡，１月２０日。［社论］（ ． ，２０ ．［ ］．—

《Ｐ 》， ．，１９１１， １９（１６１５），２０ （２ ）， ．２）——

１３９。

圣彼得堡，１月２１日。［社论］（ ． ，２１ ．［ ］．—

《 》， ．，１９１１， ２０（１６１６），２１ （３ ）， ．１—

２）——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０、２０３、２２５。

圣彼得堡，４月１４日。［社论］（ ． ，１４ ．［ ］．—

《 》， ．，１９１１， １００（１６９６），１４（２７）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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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３。

圣彼得堡，４月２８日。［社论］（ ． ，２８ ．［ ］．—

《 》， ．，１９１１， １１４（１７１０），２８ （１１ ）， ．１）——

２４９。

圣彼得堡，１０月２５日。［社论］（ ． ，２５ （７ ）， ．

１—２）——３７４、３７５、３７６。）

《［１６个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的］公开信》（ ［１６

］．—《 》，

［ ］，１９１０， １９—２０， — ， ．３）——１５３。

《庶民报》（圣彼得堡）（《 》， ．，１９１１， ５５８１２ ， ．２；

５５９，１３ ， ．４； ５６０，１４ ， ．３）——１５３。

《思想》杂志（莫斯科）（《 》， ．，１９１１， ２， ， ．３７—

４９）——１８８。

《私刑》（ ．—《 》， ．，１９１１ ２９３（１８８９），２５ （７

）， ．３）——３７８。

《［土地法］基本条例草案［由１０４个国家杜马代表提出］》（

［ ， １０４

］．— ．： ［ ］．

１９０６ ． ． ．Ｉ． １—１８（ ２７ ３０

）． ．， ． ．，１９０６， ．５６０—５６２． （

））——１２０。

《［土地改革］基本条例草案［以劳动团和农民协会的名义向第二届国家杜马

提出］》（ ［ ， Ⅱ

］．— ．： ［ ，

２ ］．．．，［１９０７］， ．１７—１９，３７）——

１２０。

《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俱乐部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传

单］ （ ，

２６ １９１０ ．［ ］． ． ．，

［１９１０］．２ ．）——４４—４７、４８、５３、５４—５５、５６—５７、５８、５９、６０、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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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俱乐部通过的决议（１９１０年４月１７日）》 ［传单］

（ ，

１７ １９１０ ．［ ］．．．［１９１０］．１ ．）——３３６—３３７、３３８、

３４１。

［《为〈编辑部的话〉一文加的按语》］ （［ 《

》］．—《 》，［ １］，１９１１， １，

１１ ， ．１）——３３９。

《未来报》（巴黎）（《Ｌ’ 》（《 》），ａｒｉｓ，１９１１，Ｎ１，２２ｏｃｔｏｂｒｅ，

ｐ．２）——３８２。

《我们的曙先》杂志（圣彼得堡）（《 》， ．）——９０、９４、９６、１０６、

１１１、１１２、１２４、１３２、１８９、１９１、２０７、２１０、２６２、２６６、２８８、２９４、３２０、

３２１、３３７、３５８、３６５、４０８。

 —１９１０， １—１２．——１０８。

 —１９１０， ２， ．５０—６２．——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３、１１５—１３２、３３７、３４４。

 —１９１０， ４， ０．８０—８９，８９—９８．——１０９、１１３、１１５、１３０—１３４、１３５。

 —１９１０， ７， ．２２—３４，９１—１０３．——９４、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３、２０６、

２８５、３１０、３６６。

 —１９１０， ８—９， ．——６６—７８．——９３、９４。

 —１９１０， １０．１００ ．——９０—９４、９５、１１３。

 —１９１０， １１—１２１３６ ．——９４、１０８、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３。

 —１９１１， ２， ．６２—７５．——２０９—２１２。

 —１９１１， ３， ．５４—６３．——２８３—２８５。

 —１９１１， ６， ．３９—５４．——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７。

 —１９１１， ７—８， ．４２—５４，５５—６５．——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７。

 —１９１１， ９—１０， ．３１—３５．——３９５—４９０、４１０—４１１。

《我们要求重新审理》（《 》．—《 》， ．，１９１１，

２７，２９ ， ．１）——３８４—３８５。

《无产者报》［维堡—日内瓦—巴黎］（《 》，［ — —

］）——２９７。

《５８人的传单》——见《孟什维克巴黎会议告全体党员书》。

《新时报》（圣彼得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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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０， １２４０４，２３ （６ ）， ．２．——７７。

 —１９１１， １２５１２，１１（２４） ， ．３．——１４４、１６８、１７９。

 —１９１１， １２５４９，１７ （２ ）， ．５．——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５、

１５８。

 —１９１１， １２７６５，２５ （８ ． ．３．——３２７—３２８、３６９、

３７１。）

 —１９１１， １２７６７，２７ （１０ ）， ．２．——３２７—３２８、３６９、

３７１。

《新时代》杂志（斯图加特）（《ＤｉｅＮｅｕｅＮｅｉｔ》，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１０，２８．Ｊｇ．，

Ｂｄ．２，Ｎ５１１６．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Ｓ．９０７—９１９）——１７。

［《信条》］（［ｒｅｄｏ］．— ：［ ， ． ．］

． ． 《 》． ．

． ， ．《 》，１８９９， ．１—６．（ ．

４—５《 》）——１１１、２９７。

《言论报》（圣彼得堡）（《 》， ．，１９０９， ７９１，１０（２３） ， ．

３）——２５。

《言语报》（圣彼得堡）（《 》， ．）——６０、１１６、１３９、１５４、３３１。

 —１９０９， １６７（１０４５），２１ （４ ）， ．３．——３２９、３３０、３６８、

３７２—３７３。

 —１９１０， ２７３（１５１１），５（１８） ， ．——７。

 —１９１０， （１５２２），１６（２９） ． ．５．——４、５、７。

 —１９１０， ３０７（１５４５），８（２１） ， ．４．——３９。

 —１９１０， ３１０（１５４８），１１（２４） ， ．１—２，４．——２。

 —１９１０， １９（１６１５），２０ （２ ）， ．２．——１３９。

 —１９１１， １９１１， ２０（１６１６）， （３ ）， ．１—２．——１３６、

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０、２０３、２２５。

 —１９１１， ４４（１６４０），１４（２７） ， ．２—３．——１５２、１５５、１５７。

 —１９１１， ４９（１６４５），１９ （４ ）， ．１，１０．——１７２。

 —１９１１， ７８（１６７４），２１Ｍ （ ）， ．——２１３。

 —１９１１， ８０（１６７６），２３ （５ ）， ．２．——２１５。

 —１９１１， １００（１６９６），１４（２７） ， ．１—２．——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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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１， １１４（１７１０），２８ （１１ ）， ．１，３—６．——２４９—２５３。

 —１９１１， ２４４（１８４０），６（１９） ， ．２．——３３１、３７１。

 —１９１１， ２６６（１８６２），２８ （１１ ）， ．２．——３２８、３６９、

３７０。

 —１９１１， ２６８（１８６４），３０ （１３ ）， ．２．——３７３。

 —１９１１， ２９１（１８８５），２３ （５ ）， ．２，４，６，７．——３７７—

３８０。

 —１９１１， ２９３（１８８９），２５ （７ ）， ．１—２，３，５１——３７４、

３７５、３７６、３７７—３７８。

《一周之内》［社论］（ ．［ ］．—《 》， ．，１９１１，

７８（１６７４），２１ （ ）， ．２）——２１３。

《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１６日）宣言》——见《关于解散国家杜马、召开新杜马

的时间和改变国家杜马选举制度》。

［《１９１０年１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 ，

１９１０ ．］．—《

》，［ ］，１９１０， １１，２６（１３） ， ．１０—１１，

．： ）——２９、３０、５７、１８４、２６２、２６６、２６７、２７２、２７３、

２７４、２８９、２９０、２９３、３４０、３４３、３４９、３５１、３６２。

《［１９１１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通告》［传单］（

［ ．１９１１ ．］． ［ ］． ． ．，

［１９１１］．２ ．（ ）． ： ）——

２９０。

［《１９１１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通过的决议》］（［ ，

．１９１１ ．］．— ：

［ ．１９１１ ．］． ． ．，［１９１１］，

．２．（ ））——２９０。

《在彼得堡的大街上》（ ．—《 》， ．，

１９１０， ２６１，１２ ， ．２． ． ．：

）——１。

《真理报》（维也纳）（《 》，［ ］）——４５、５４、５８、９６、２９１。

 —１９１０， １２，３（１６） ， ．２—３．——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０—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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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０， １３，１５（２８） ， ．２—３．——３１０、３４７。

 —１９１０， １７，２０ （３ ）， ．２—３．——４５。

 —１９１１， ２０ （ ）， ．１，５—６．——３４５、３５０。

 —１９１１， ２１，２５ （８ ）． ．６．———３４７、３４８。

《争论专页》［巴黎］（《 》，［ ］）——２６６、３４５。

 —１９１０， ２，２５ （７ ）， ．４—１４．Ｈ ． ：２４７ ．——

３０５、３３４、３３５、３３６、３３７、３４１、３４３、３４４。

 —１９１１， ３，２９ （１２ ）， ．３—８，９—１７．——２９２、３１６、３３５。

《正义报》（伦敦）（《Ｊｕｓｔｉ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１１，Ｎ１，４２３，Ａｐｉｒｌ２２．ｐ．５—

６）——２３１—２３２。

《致全体党员同志的决议》［传单］（ １ ．

［ ］．［ ａｒｉｓ，１９１１］．２ｃ ．（ ）． ：

）——１６０。

《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信》（载于１９１０年３月２３日（４月

５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２号） （［

］．—《 》，［ ］，１９１０， １２，

２３ （６ ）， ．６， ． ， ． ．《《 》

．（ 《 》）》． ． ：２３５

）——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４、２９０。

［《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信》］（载于１９１１年３月１９日

（４月１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１—２２号合刊）（［

］．—《 》，［ ］，

１９１１， ２１—２２，１９ （１ ）， ．１１， ．： ， ． ．

《 《 》》）——２９０。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会议》（ ．—《

》， ［ ］，１９１１， １，８

， ．１）——３２２。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小报》［巴黎］（《

》，［ ］，１９１１， １，８ ， ．１—５）——３２２。

《中央委员会章程［１９１０年１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通过］》（

，［ １９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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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０， １１，２６（１３） ， ．１０， ．：

）——５３、５４、２６１、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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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表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９１１年１１月）

１９１０年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９１１年１１月

列宁侨居巴黎。

１１月１日（１４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告知给他寄去《工人报》第１号以

及拟好的《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知》和为报纸募捐的签名簿；告知

准备同格·瓦·普列汉诺夫联合出版合法的《思想》杂志；指出《工人

报》是必需的，但不能同列·达·托洛茨基这个为维护取消派和召回派

的利益而搞阴谋活动的人共事。

１１月１日和２９日（１１月１４日和１２月１２日）之间

收到阿·马·高尔基的来信，信中赞成出版《工人报》并为支持该报寄

来５００法郎。

１１月３日（１６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列宁的《两个世界》一

文。会议拒绝费·伊·唐恩和尔·马尔托夫提出的关于从列宁的文章

中删掉反对机会主义的一段文字的要求。

１１月７日（２０日）以后

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秘书的来信，信中请求列宁写一篇关于

列·尼·托尔斯泰的文章。

１１月９日（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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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函格·瓦·普列汉诺夫，征求他对《工人报》第１号的意见。

  致函阿·马·高尔基，不赞成他为《同时代人》杂志撰稿，并尖锐

批评该杂志脱离马克思主义，脱离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倾向。

１１月１５日（２８日）

写《转变不是开始了吗？》一文。

１１月１６日（２９日）

列宁的《转变不是开始了吗？》、《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

威》、《两个世界》和《列·尼·托尔斯泰》等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

人报》第１８号上。

１１月２０日（１２月３日）以前

收到“前进”集团创办的博洛尼亚学校邀请去讲课的来信。

１１月２０日（１２月３日）

鉴于博洛尼亚学校组织者采取反党方针和分裂行动，列宁在致该校学

员的信中拒绝到该校讲课的邀请，打算请这些学员来巴黎，说自己准备

给他们就策略问题、党的状况以及土地问题作一系列报告。

  在巴黎观看布尔什维克侨民互助会会员演出的阿·马·高尔基的

戏剧《怪人》。

１１月２１日（１２月４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尼·古·波列塔耶夫，告知给《明星报》寄去了自己的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以及其他作者的文章；询问报纸编辑部

内的摩擦是否已经消除。

１１月２２日（１２月５日）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局，建议立即为出版《明星报》再寄１０００卢

布。

  同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一起签署提交中央委

员会国外局的声明，要求尽快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归还布尔什维克过去

委托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三位著名活动家保管的款项和其他财产的问

题，因为取消派破坏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中央全会通过的协议。

１１月２２日（１２月５日）以后

以《工人报》编辑部的名义，写《致全体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公开信》，

分析了党内的状况。列宁在公开信中指出，为了制止分裂，除了加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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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的接近，并从形式上把这种接近固

定下来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１１月２４日（１２月７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尼·古·波列塔耶夫，告知寄去了出版《明星报》用的

钱款，并表示坚决反对取消派参加报纸工作。

１１月２５日（１２月８日）以前

写《我们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扎罗夫）》一文。

１１月２６日（１２月９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请他尽快出版《明星报》，

并及时报告报纸出版工作的进展情况。

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

列宁的《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一文发表在《我们的道路

报》第７号上。

秋天

在巴黎会见赤塔１９０５年革命的领导人维·康·库尔纳托夫斯基，向他

了解赤塔１９０５年革命的情况；关心库尔纳托夫斯基，去医院看望他，给

他以同志般的支持和帮助。

１１月—１２月２１日（１９１１年１月３日）以前

给彼得堡出版的《现代世界》杂志编辑部寄去自己的一篇关于土地问题

的文章（篇名不详，原文没有找到）。

１１月或１２月

在《工人报》协助小组会上发言，宣读关于对待召回主义的态度的决议

草案。

１１月—１９１１年１月３日（１６日）以前

抵达柏林，会见卡·考茨基，同他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状况以及其

他问题进行交谈。

１２月１日（１４日）以后

收到博洛尼亚学校委员会的来信，信中说只有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支

付有关活动的一切费用的条件下，学员才能来巴黎学习补充课程。

１２月４日（１７日）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公历）给第二国际各党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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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中要求审议对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关于仲裁法庭和裁减军备问题的

决议的一项修正案。

  在社会党国际局的通告上作记号，并将通告送交《社会民主党人

报》编辑部发表。

  致函《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建议把社会党国际局的通告和布

尔什维克的声明一起刊登出来。列宁还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

冲击才能防止战争，而罢工作为孤立的反抗行动是不能防止战争的。

１２月５日（１８日）

把卡·胡斯曼关于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公历）社会党国际局给第二国

际各党的通告的来信和自己给胡斯曼的复信草稿寄给格·瓦·普列汉

诺夫（列宁的复信草稿没有找到）。

１２月９日（２２日）

在巴黎意大利同盟大厅举行的纪念俄国１９０５年十二月武装起义五周

年的群众大会上发言。这次大会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

小组组织的。

１２月１３日（２６日）以前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委托列宁写一篇文章，答复

尔·马尔托夫于１９１０年１１月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２３号

上的《到了什么地步？》一文。

不晚于１２月１５日（２８日）

写《论党内状况》一文。

  致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谈党内状况问题。

１２月１５日（２８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他的《论党内状况》一

文。

１２月１６日（２９日）

列宁的《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１号上。

１２月１８日（３１日）

列宁的《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游行示威开始了》、《农村发生了

什么事情？》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悼文）》等文章发表

在《工人报》第２号上。列宁在《游行示威开始了》一文中指出，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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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正在觉醒起来投入新的斗争，迎接新的革命。

１２月２０日（１９１１年１月２日）以前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来信，信中告知同出版

人格·费·李沃维奇谈判出版列宁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没有成功。

１２月２０日或２１日（１９１１年１月２日或３日）

致函《明星报》编辑部，称赞格·瓦·普列汉诺夫发表在《明星报》第

１号上的文章，对编辑部为该文加的按语提出批评。

１２月２１日（１９１１年１月３日）以前

列宁的《“有保留”的英雄们》一文发表在《思想》杂志第１期上。

１２月２１日（１９１１年１月３日）以前和１９１１年１月１８日（３１日）以后

列宁的《论俄国罢工统计》一文发表在《思想》杂志第１期和第２期上。

１２月２１日（１９１１年１月３日）

收到从莫斯科寄来的《思想》杂志第１期。

  致函在萨拉托夫的马·季·叶利扎罗夫，说还没有找到出版自己

关于土地问题的书的出版人。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对《同时代人》杂志持否定态

度；认为孟什维克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对列·尼·托尔斯泰的评价是

错误的；阐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关于资本主义及其殖民政策问题的观

点；请高尔基帮助找一位出版人出版列宁的关于土地问题的书；谈了对

《明星报》和《思想》杂志的看法。

１２月２３日（１９１１年１月５日）

列宁的《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发表在《明星报》

第２号上。

１２月３１日（１９１１年１月１３日）夜—１９１１年１月１日（１４日）凌晨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与朋友们在一起迎接新年。

１２月—１９１１年１月１１日（２４日）以前

把《我们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扎罗夫）》一文的修

改意见和与出版《思想》杂志有关的信寄往莫斯科《思想》杂志编辑部

（修改意见和信都没有找到）。

１２月—１９１１年４月

领导在莫斯科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杂志《思想》（第１—５期）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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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定期同编辑部通信。

１２月—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２日（５月５日）

领导在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明星报》的出版工作，同编

辑部通信。

１９１０年底

会见从俄国来的布尔什维克 ． ．菲利亚，向他了解外高加索的工人

运动情况以及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的斗争情况。

１９１０年

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在伊朗的格·康·奥尔忠尼启则通信，

告诉他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斗争的情况。

１９１１年

年初

作笔记，记下要办的事：必须就吸收尼·亚·罗日柯夫等人为中央委员

会国外局、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等机构的候补成员一事写信给阿·伊·李

可夫。

１月２日（１５日）以后

写短评《犹杜什卡·托洛茨基羞红了脸》。

１月５日（１８日）

在巴黎科学协会大厅作题为《列·尼·托尔斯泰和俄国社会》的专题报

告。

１月６日（１９日）

收到母亲玛·亚·乌里杨诺娃的来信，信中对列宁的经济状况表示担

心。列宁复信母亲，请她不必寄钱来；告知已寄信给阿·马·高尔基，商

谈出版关于土地问题的书；说最近还要去瑞士各地作关于列·尼·托尔

斯泰的专题报告。

１月６日和２１日（１月１９日和２月３日）之间

收到尼·古·波列塔耶夫的来信，信中说：由于《明星报》第４号发表

了尼·伊·约尔丹斯基的短评《矛盾》，引起了取消派新的攻击。

１月１１日（２４日）

收到《思想》杂志编辑部的来信，信中告知收到了列宁的信和《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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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扎罗夫）》一文的修改意见，说这

篇文章已排好版了，无法修改。信中还谈到《思想》杂志很受欢迎，发

行量正在增加。

１月１１日和２月８日（１月２４日和２月２１日）之间

写《农奴制崩溃五十周年》一文。

１月１３日（２６日）

列宁的《俄国恐怖主义者飞黄腾达的一生》一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

报》第１９—２０号上。

１月１４日（２７日）以后

收到波·伊·哥列夫的来信，信中就列宁等布尔什维克要求中央委员会

国外局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退还款项一事作了答复。

１月１８日（３１日）以前

收到卡·考茨基的妻子的来信，信中说考茨基病了。

１月１８日（３１日）

初次会见巴库党组织派到巴黎进党校学习的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向

他了解社会民主党在高加索的工作以及其他情况。

  签署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信（该信是答复中央委员会国外局１９１１

年１月１４日（２７日）的来信的），信中对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破坏召开中

央全会的做法提出抗议，同意召开小范围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同意从保

管人保管的款项中只借因为进行全党事业开支不足的部分。

  致函在柏林的卡·考茨基，请他为《思想》杂志写文章；询问能否

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论俄国罢工统计》等文章。

１月１８日（３１日）以后—２月

列宁的《我们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和弗·巴扎罗夫）》一文发表在

《思想》杂志第２期和第３期上。

１月１８日（３１日）以后

在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概念的混淆（列·尼·托尔斯泰的学说）》一

文的结尾部分中画重点和标线，该文发表在《思想》杂志第２期上。

１月２１日（２月３日）

收到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来信，信中告知保·辛格尔逝世了。

  致函在意大利圣雷莫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告知在尼·伊·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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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基的短评《矛盾》在《明星报》第４号上发表以后，取消派采取了

新的攻势。

１月２１日和２月５日（２月３日和１８日）之间

写《立宪民主党人谈“两个阵营”和“合理妥协”》一文。

１月２２日（２月４日）

列宁的《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６号

上。

１月２２日和４月２２日（２月４日和５月５日）之间

写《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一文。

１月２２日（２月４日）以后

以布尔什维克的全权代表的名义写《致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揭露呼声

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破坏１９１０年一月全会上布尔什维克同中央

委员会签订的解散派别的协定，揭露这些派别的反党活动，宣布布尔什

维克将同它们继续进行无情的斗争。

１月２３日和２月８日（２月５日和２１日）之间

写悼念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保尔·辛格尔的文章。

１月２７日（２月９日）以前

写《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第四讲的讲授提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本质》。

１月２７日（２月９日）

出席巴黎社会科学讲习班开学典礼；讲《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第一讲。

１月２７日—４月２７日（２月９日—５月１０日）

每星期四在巴黎社会科学讲习班讲授《政治经济学原理》，每次都有１００

多人出席，其中有许多工人。

１月２９日（２月１１日）以后

致函阿·伊·李可夫，尖锐批判以波兰社会民主党为一方，以布尔什维

克和调和派为另一方于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９日（２月１１日）在巴黎签订的关

于党的中央机构的组成和当前任务问题的协议条文。

１月

同来到巴黎的弗·维·阿多拉茨基多次交谈；审阅他的论国家的著作的

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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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黎就雅·阿·日托米尔斯基（“奥佐夫”）被怀疑是奸细一事同

康·彼·皮亚特尼茨基谈话。

２月４日（１７日）

同马·尼·利亚多夫谈话，说必须去俄国同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维·

巴·诺根和加·达·莱特伊仁商谈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的问题。

  致函阿·伊·李可夫，告知给他寄去波·伊·哥列夫１９１１年２月４

日（１７日）给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声明的抄件和其他材料；建议立即派

马·尼·利亚多夫去俄国同维·巴·诺根和加·达·莱特伊仁商谈在

国外召开中央全会的问题；说关于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宣言的提纲将于第

二天寄去。

２月５日（１８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人谈“两个阵营”和“合理妥协”》一文发表在《明

星报》第８号上。

２月５日（１８日）以后

在２月５日《明星报》第８号刊载的《立宪民主党人谈“两个阵营”和

“合理妥协”》一文的剪报上作批注和写补充。

２月８日（２１日）

列宁的《农奴制崩溃五十周年》一文和悼念文章《保尔·辛格尔》发表

在《工人报》第３号上。

２月１２日（２５日）

收到阿·伊·李可夫从柏林的来信，信中对关于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宣言

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说派马·尼·利亚多夫去俄国商谈在国外召开中央

全会问题是徒劳无益的，请列宁写信给伊·阿·萨美尔，让他准备好到

国外来。

  致函阿·伊·李可夫，指示伊·阿·萨美尔出国参加即将举行的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批评李可夫对待前进派的调和主义路线，要

求他坚决同前进派划清界限，主张在全会的决议中着重指出前进派和呼

声派的反党立场。

收到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说维·巴·诺根建议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

主党党团出版选举纲领。

２月１７日和２６日（３月２日和１１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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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评论。缅施科夫、格罗莫博伊和伊兹哥耶夫》一文。

２月２１日（３月６日）以后

收到圣彼得堡市联合委员会常务委员会１９１１年２月２１日（３月６日）关

于学生罢课的宣言书，宣言书中提出要求：人身不受侵犯，言论、集会

和结社自由，让被开除和被驱逐的同学返校，高等学校自治。

２月２２日或２３日（３月７日或８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尼·古·波列塔耶夫，揭露取消派的讹诈策略，指出必

须坚决地、持续不断地同他们作斗争；请求告知《明星报》编辑部内的

状况；要他立即把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参加莫斯科的国家杜马补选的纲

领寄来。

２月２５日（３月１０日）

致函在柏林的阿·伊·李可夫，揭露崩得分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为

争取多数票而斗争的情况，提出召开中央全会和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的具体措施。

２月２５日（３月１０日）—３月初

收到阿·伊·李可夫的来信，信中建议致电维·巴·诺根和加·达·莱

特伊仁，叫他们出国来准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

２月２５日和３月１９日（３月１０日和４月１日）之间

写《“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一文。

２月２６日（３月１１日）

列宁的《评论。缅施科夫、格罗莫博伊和伊兹哥耶夫》一文发表在《明

星报》第１１号上。

２月

以在１９１０年一月全会上同中央委员会签订协定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的

名义，写《致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的信，揭露呼声派、前进派以及

列·达·托洛茨基的分裂活动。

  列宁的《关于纪念日》一文作为社论发表在《思想》杂志第３期上。

３月５日（１８日）

在巴黎纪念巴黎公社成立四十周年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大会是在劳动

总联合会（“劳动介绍所”）所在地举行的。

３月５日和４月１５日（３月１８日和４月２８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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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纪念公社》一文。

３月６日（１９日）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

不晚于３月１３日（２６日）

启程去柏林，同保管布尔什维克款项的卡·考茨基、克·蔡特金和弗·

梅林商谈给《明星报》拨款的问题。参加商谈的有《明星报》编委尼·

古·波列塔耶夫。

３月上半月

致函在柏林的阿·伊·李可夫，严厉批评他在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中央全会的工作方面行动迟缓。

３月１９日（４月１日）

列宁的《“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和《党的破坏者扮演着

“传说的破坏者”角色》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１—２２号

上。

３月２２日和４月６日（４月４日和１９日）之间

在巴黎会见阿·马·高尔基。

３月２３日和４月２日（４月５日和１５日）之间

写《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一文。

３月２６日（４月８日）

写信给在萨拉托夫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询问她们打算在何处过

夏天并谈了自己在巴黎的生活情况。

  会见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

３月３０日和４月１６日（４月１２日和２９日）

写《论危机的意义》一文。

不晚于３月

收到博洛尼亚前进派党校的一名工人学员的来信，信中批判前进派的纲

领，说他自己想来巴黎了解布尔什维克的立场。

３月

致函阿·伊·李可夫，说如果他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就是在困难时刻对

布尔什维主义的背叛；建议从俄国调来维·巴·诺根和伊·阿·萨美尔

以保证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上占多数；告知已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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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谢马什柯去博洛尼亚前进派党校，邀请学员来巴黎学习补充课

程。

  收到尼·古·波列塔耶夫和尼·伊·约尔丹斯基的来信，信中请求

寄去出版《明星报》的钱款。

  致函某某人（可能是阿·伊·李可夫），请求从物质上帮助尼·古·

波列塔耶夫和尼·伊·约尔丹斯基出版《明星报》。

  列宁的《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一文和《论

战性的短评》发表在《思想》杂志第４期上。

４月２日（１５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１６号上。

４月６日（１９日）以前

抵达柏林。根据杜马党团的委托，同从俄国来的尼·古·波列塔耶夫商

谈出版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报告的问题。

  从尼·古·波列塔耶夫那里收到经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

团讨论过的出版党团的报告的计划。

  致函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同意党团拟订的关于出版它

的报告的计划，同时告知出版党团的报告的编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及其

职责。

４月６日（１９日）以后

收到阿·马·高尔基的夫人玛·费·安德列耶娃的来信，信中说高尔基

已从巴黎返回，还谈到高尔基的健康情况。

４月８日和１６日（２１日和２９日）之间

写《英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一文。

４月１２日（２５日）

参加起草给在柏林的扬·梯什卡、阿·瓦尔斯基和阿·伊·李可夫的信

的初稿，信中建议他们参加中央委员会的磋商会议，解决立即召开中央

全会的问题。

４月１５日（２８日）

列宁的《纪念公社》一文发表在《工人报》第４—５号上。

４月１６日（２９日）

列宁的《论危机的意义》和《英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两篇文章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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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星报》第１８号上。

４月１７日（３０日）

致函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告知关于出版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

的报告的谈判已正式结束；建议从“保管人”保管的款项中拨款给出版

党团的报告的编辑委员会。

４月２１日（５月４日）以前

致函尼·亚·罗日柯夫，谈罗日柯夫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

《必要的开端》一文，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发挥了取消派关于在斯托雷平制

度条件下建立广泛的工人合法政党的设想。

４月２２日（５月５日）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一文发表在《现代生活》杂

志第３期上。

４月２８日和５月７日（５月１１日和２０日）之间

写《“遗憾”和“羞耻”》一文。

４月２９日（５月１２日）

列宁的《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和《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两

篇文章发表在《争论专页》第３号上。

  在巴黎庆祝五一节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谈到新的革命高潮的开

始，认为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次集会是由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

什维克召集的。出席集会的约有３００名俄国政治流亡者。

４月底和５月之间

同从俄国来的彼得堡工人、未来的隆瑞莫党校学员谈话，向他们了解彼

得堡的情况和他们的工作情况，从他们的谈话中预感到了工人运动即将

出现新的高涨的征兆。

不晚于４月

为《思想》杂志写对弗·维·阿多拉茨基的文章《论新自由主义。评帕

·诺夫哥罗德采夫〈现代法律意识的危机〉一书》的意见。

５月初

拜访尤·米·斯切克洛夫。斯切克洛夫是从彼得堡派来同社会民主党党

团建立联系的，他请求列宁协助出版美国极地探险家罗·彼利的《北极

旅行》一书的俄译本。

５６５年  表



  致函阿·马·高尔基，告知《思想》杂志被查禁，请高尔基协助找

一位出版人，以便在彼得堡创办一个新的杂志；询问能否出版１９１１年２

月《新时代》杂志第１８、１９和２０期上发表的卡·考茨基批判彼·巴·

马斯洛夫的《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的俄译文；谈到尤·米·

斯切克洛夫请求协助出版罗·彼利的《北极旅行》一书的俄译本一事。

５月７日（２０日）

列宁的《“遗憾”和“羞耻”》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２１号上。

５月１４日（２７日）以前

收到尼·古·波列塔耶夫的来信，信中说阿·马·高尔基建议以某一机

关报为中心联合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５月１４日（２７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强烈反对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联合，告知自己对以

某一机关报为中心联合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杜马

党团的建议持否定态度，因为孟什维克在党团中占优势；批评《明星

报》编辑部缺乏一条坚定的政治路线；告知有人说斯托雷平要发布通令，

查封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说巴库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杂志《现

代生活》已被查封；认为必须加强秘密工作。

  签署给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的信，信中邀请他们参

加中央委员会议，讨论于１９１１年６月５日（公历）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中央全会的问题。

５月１７日和２０日（５月３０日和６月２日）之间

致函马·奥佐林，请他作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出席即将举行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这封信没有找到）。

不早于５月１９日（６月１日）

收到孟什维克呼声派分子波·伊·哥列夫关于召开中央全会问题的来

信。

５月１９日和２３日（６月１日和６月５日）之间

鉴于波·伊·哥列夫１９１１年５月１８日（６月１日）的声明，列宁写信给

在国外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揭露取消派破坏召开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

  写《三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向九个中央委员的非正式会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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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写《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提交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

委员会议。

不早于５月２３日（６月５日）

收到崩得分子米·伊·李伯尔的来信，信中说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议只是为了了解情况。

５月２４日（６月６日）

由于原中央委员会国外局３名成员就关于“保管人”保管的款项问题发

表声明，列宁用德文致函卡·考茨基，谈关于“保管人”保管的款项问

题。

５月２６日（６月８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的预备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央委员

会议推迟两天开幕。

５月２８日—６月４日（６月１０日—１７日）

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研究尽快召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和全党代表会议的措施。

５月２８日（６月１０日）

在中央委员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就确定会议的性质问题发言１０次。

  就会议进行的程序问题发言。

  起草关于确定会议的性质的决议草案以及其他决议草案。中央委员

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这些决议草案。

  列宁的《谈谈杜马会议的结果。“共同做的事”》一文发表在《明星

报》第２４号上。

５月２９日（６月１１日）

出席布尔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会上就必须

把呼声派开除出党一事同费·埃·捷尔任斯基交换便条。

５月３０日（６月１２日）

出席中央委员会议第三次会议，在讨论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

问题时发言９次。

５月和６月之间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迁居巴黎南郊隆瑞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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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隆瑞莫党校正式开学之前，同学员一起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

党宣言》。

５月和７月之间

在隆瑞莫同列·波·加米涅夫讨论他的小册子《两个政党》。

春天

在巴黎同从俄国侨居国外的Ｔ． ．柳德温斯卡娅谈话，询问彼得堡党

组织的工作；听她讲述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人积极学

习已经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情况。

  出席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会议，在会议选举领导机构之前发言，强

调要选举那些与国内实际工作有联系的人，有实践经验的人。

春天和８月１７日（３０日）之间

领导隆瑞莫党校的筹建和实际工作，该校是为俄国各无产阶级大中心的

党组织的工作者举办的。

５月和８月１７日（３０日）之间

在隆瑞莫党校讲授政治经济学、土地问题以及俄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等课程。

  根据隆瑞莫党校学员的要求，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内状况的报告。

５月和夏天之间

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中的波兰王

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弗·列德尔谈话，批评让·饶勒斯的改良主

义观点，这些观点促使饶勒斯走上机会主义道路。

６月１日（１４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表决关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决议

的第二部分时弃权。该决议认为应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存在问题转交

最近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解决，而列宁主张立即改组中央委员会国外

局。

  在中央委员会议的上午会议上签署并提出关于不承认中央委员会

国外局是党的机关的专门意见；声明赞成尼·亚·谢马什柯在中央委员

会国外局的行动，认为没有把谢马什柯选入技术委员会是不公正的；起

草关于成立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建议，并在讨论关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决

议草案时提出了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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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关于不能邀请呼声派分子和前进派分子参加筹备全俄党代表

会议的组织委员会的声明。这一声明是在讨论关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决

议草案时提出来的。

６月２日（１５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上提出关于会议记录办法的声明。

  谢马什柯为了抗议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中的孟什维克多数拒绝他的

关于召开中央全会的建议，于５月１４日（２７日）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国外

局，并就这一问题向中央委员会议提出书面声明。列宁起草声明，支持

尼·亚·谢马什柯。

６月４日（１７日）以后

在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费·埃·捷尔任斯基和扬·梯什卡参加的布尔

什维克会议上，作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的报告。

  赞同隆瑞莫党校学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伊·伊·施瓦尔茨和

波·阿·布列斯拉夫关于在党校课程结束前返回俄国进行全俄党代表

会议筹备工作的决定。

６月４日（１７日）和７月上半月之间

鉴于隆瑞莫党校学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伊·伊·施瓦尔茨和波·

阿·布列斯拉夫即将回俄国进行全俄党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列宁多次

会见他们并同他们谈话。

  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启程回俄国时，根据列宁的指示，写抗

议书交国外组织委员会，抗议国外组织委员会内调和派进行派别活动和

阻挠党的工作者去俄国筹备全俄党代表会议。列宁审阅并修改了这一抗

议书。

不晚于６月６日（１９日）

就国外组织委员会的组成问题致函国外组织委员会（这封信没有找到）。

６月６日（１９日）以后

签署给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的抗议书，抗议扬·

梯什卡破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月中央委员会议决议的行动，要求采取

措施制止此类行动。

６月１１日（２４日）以前

致函《明星报》编辑部，谈该报的财务问题（这封信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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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１日（２４日）

列宁的《关于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真理》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２５号

上。

不晚于６月１４日（２７日）

启程前往斯图加特，就“保管人”保管的款项问题同克·蔡特金商谈。

６月１８日（７月１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会议，提出关于党内状况的决

议。会议通过了这一决议。

６月１８日（７月１日）和７月之间

为７月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

议写序言。

６月２０日（７月３日）

致函阿·伊·柳比莫夫和米·康·弗拉基米罗夫，认为不能同调和派采

取一致行动，因为他们同呼声派、托洛茨基派和前进派分子结成了同盟；

说如果调和派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布尔什维克就要退出技术委员会和组

织委员会。

  出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会议讨论下一号报纸的内容

以及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关于他们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

声明。列宁建议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一通告，说明马尔托夫和唐

恩退出编辑部，并在一篇短评中对他们的行动予以评论。

６月２０日（７月３日）以后

在用征询意见的方式进行表决时，列宁赞成必须召开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同中央机关报撰稿人的联席会议，讨论为选举第四届国家杜马而进行的

选举运动出版传单和小册子的问题。

６月２２日（７月５日）

用德文从隆瑞莫致函克·蔡特金，说自己于７月５日（公历）去巴黎银

行，近日就把给蔡特金的款项寄出。

６月２５日（７月８日）

致函技术委员会，谈它增加１９１１年６—７月的预算问题。

７月４日（１７日）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给各国社会党总书记和代表的信，信中征询是否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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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召开各社会党代表磋商会议，研究德国政府决定派遣巡洋舰去摩洛哥

的问题。列宁在原信上作批注、画重点和标线。

７月１４日（２７日）

签署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月中央委员会议参加者的信，信中提议表决

一项决议草案：认为技术委员会决定扣留拨给组织委员会的１万法郎是

不合法的，建议技术委员会立即把钱交给组织委员会全权处理。

７月１７日（３０日）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月中央委员会议参加者的名义写声明，抗议技术

委员会拒绝给隆瑞莫党校拨款；提议表决通过关于从现有的款项或从

“保管人”保管的款项中拨出党校所需经费的决定。

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

给列·波·加米涅夫的小册子《两个政党》写序言。

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以后

审阅列·波·加米涅夫的小册子《两个政党》的校样；写对该小册子的

补充，谈反对回取消派划清界限的人的反党行为，谈在１９１０年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以后反对同合法派完全划清界限的调和派和妥

协派所犯的重大错误。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给他寄去了他的小册子《两个政党》的

校样，认为《两个政党》中有一节必须进行一系列原则性的修改，同时

寄去自己写的对该小册子的补充意见；要他务必把修改过的关于调和派

的一节的校样寄来。

７月２１日（８月３日）

列宁和其他中央委员，作为中央委员六月会议的多数，决定向其余有表

决权的会议参加者费·埃·捷尔任斯基和扬·梯什卡，就技术委员会把

钱款转交组织委员会全权处理的问题征求意见。

７月２９日（８月１１日）以后

收到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 ．Ｅ．别洛乌索夫从伊尔库茨克省乌索利耶

寄来的信，信中请求给他寄去《工人报》和党的其他刊物。信中还告知

苦役期限已满，征求对他未来的工作的意见。

７月底和９月上半月之间

读调和派的《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书》并画重点和作记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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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写作《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一文时参考了这一材

料。

７月

同马·亚·萨韦利耶夫谈话，谈关于出版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启

蒙》以及自己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工作的问题。

  列宁拟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协助小组关于党内状况的

决议印成单页发表。

  写《党内状况》一文。

８月７日（２０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去法国北部塞纳－马恩省的枫丹白露休息一

天。

８月１０日和２３日（８月２３日和９月５日）之间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从布鲁塞尔寄来的一份关于第三届

国家杜马代表的名单，胡斯曼请列宁审阅并加以修改。

８月１１日（２４日）以前

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和《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

的议论（献给我们的“调和派”和“妥协派”）》两篇文章。

不晚于８月１７日（３０日）

由于格·瓦·普列汉诺夫不能来隆瑞莫党校讲哲学课，列宁根据学员的

请求，就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讲了三讲。

８月２３日（９月５日）

复函卡·胡斯曼，告知给他寄去已作修改的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的

名单。

８月３０日（９月１２日）以前

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信给即将召开的拉脱维亚边疆

区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信中特别强调同取消派进行斗争（这封信没有

找到）。

８月

列宁作序的列·波·加米涅夫的小册子《两个政党》在巴黎由《工人

报》编辑部出版。

９月１日（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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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来自斯托雷平“工”党

阵营的议论（献给我们的“调和派”和“妥协派”）》和《〈社会民主党

人报〉编辑部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召集委员会的声明加的附

注》等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３号上。

９月２日（１５日）

收到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说取消派打算买下乌克兰资产阶级报纸

《基辅戈比报》并将它迁往彼得堡。

致函阿·马·高尔基，赞成他出版杂志和报纸的计划，说取消派打算在

彼得堡出版《基辅戈比报》，必须组织对他们的反击；请求高尔基给《明

星报》写稿；说卡·考茨基和克·蔡特金严厉地批评了尔·马尔托夫的

小册子《是拯救者还是破坏者？》；还谈了党内的状况。

９月７日（２０日）以后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的来电，电报中说拟定在苏黎世举行

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不晚于９月８日（２１日）

从隆瑞莫写信给在德国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说由

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伊·瓦·克鲁普斯卡娅生病，他不能去

意大利，而要返回巴黎。

９月８日（２１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隆瑞莫迁回巴黎。

９月９日（２２日）以前

收到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的便函，弗拉基米尔斯基说格·瓦·普列

汉诺夫要求寄给去苏黎世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路费，询问列宁是否

需要这种路费。

９月９日（２２日）

致函克·蔡特金，要求从“保管人”保管的党的款项中拨出１万法郎，转

交俄国组织委员会会计处，作筹备和召开党代表会议的费用。

９月９日或１０日（２２日或２３日）

启程去瑞士出席在苏黎世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９月１０日—１１日（２３日—２４日）

在苏黎世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发言支持罗·卢森堡的立场，反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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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政策。

９月１２日（２５日）

致函格·李·什克洛夫斯基，告知在苏黎世将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

命》的报告；说打算去日内瓦和伯尔尼；询问能否在伯尔尼会见布尔什

维克小组的成员。

  在苏黎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小组会议上就党内状况问题发表

讲话。

９月１３日（２６日）以前

致电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请他给安排题为《斯托雷平与

革命》的报告。

９月１３日（２６日）

在苏黎世俄国侨民会议上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

９月１３日和１５日（２６日和２８日）之间

致函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说在伯尔尼和日内瓦举行报告会的收入归

《工人报》；请给弄到作报告所需要的材料；同意布尔什维克与护党派孟

什维克举行座谈。

９月１４日—１５日（２７日—２８日）

在去伯尔尼途中，到达卢塞恩，登上海拔２１２２米的皮拉特山。

９月１５日（２８日）

从卢塞恩写信给住在萨拉托夫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他是趁社

会党国际局在苏黎世举行会议的机会到瑞士来的，还说要在瑞士的一些

城市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

９月中

写《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一文。

不早于９月１５日（２８日）

在伯尔尼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

  在伯尔尼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小组成员谈党内的状况。

９月１９日（１０月２日）

在日内瓦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有１５０人左右出席了报告

会。

９月２４日（１０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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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建议他去同弗·哥林和维·阿·卡尔宾斯基商

量组织报告会的事情。

  列宁于９月１９日（１０月２日）在日内瓦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

的报告一事，被巴黎的特务官员报告给警察司司长。

９月２６日（１０月９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会议决定委托列宁写《斯托雷平与革命》一文。

９月３０日和１０月２３日（１０月１３日和１１月５日）之间

写《总结》一文。

９月

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寄去波斯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致国际无

产阶级的贺信的法译文，请求发表这一贺信并转发给参加社会党国际局

的各个政党。

１０月１０日（２３日）

致函卡·胡斯曼，请求寄来国际工会代表大会的报告和第二国际代表

大会的决议（这封信没有找到）。

１０月１２日（２５日）

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信

中建议同莫斯科组织取得联系，说尼·古·波列塔耶夫受到警察监视，

请求另外寄一个通信地址来，答应使彼得堡组织同中央委员会俄国委

员会成员取得联系。

１０月１３日（２６日）

致函格·叶·季诺维也夫，对进行关于“保管人”保管的款项问题的谈

判作指示。

１０月１８日（３１日）

在巴黎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

列宁的《斯托雷平与革命》、《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

《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和《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等

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４号上。

１０月１９日（１１月１日）

致函在莱比锡的约·阿·皮亚特尼茨基，建议他去布拉格筹备党的代

表会议（这封信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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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德文致函在布拉格的捷克社会民主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安·涅梅

茨，询问是否可以在布拉格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并请他协

助筹备这次代表会议。

１０月２０日（１１月２日）

致函卡·考茨基，谈交出“保管人”保管的党的款项一事，说在仲裁法

庭垮台和卡·考茨基和弗·梅林退出仲裁法庭之后，布尔什维克将不

再重建法庭。

  出席国外组织委员会会议并作报告。

１０月２１日（１１月３日）

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在彼得堡的伊·施瓦尔茨，信中说

明调和派在关于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决议的问题上表现动摇以及仲裁

法庭垮台的详情。信中还简要复述给“保管人”的信的草稿（草稿中要

求把款项移交给俄国组织委员会）和请求来信详细谈谈俄国组织委员

会会议的情况。

１０月２２日（１１月４日）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的身分致函在布加勒斯特的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人伊·弗里穆，请他帮助两名俄国政治流亡者尼

·帕舍夫和伊·杰米多夫斯基。

１０月２３日（１１月５日）

列宁的《总结》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２６号上。

１０月２３日或２４日（１１月５日或６日）

抵达布鲁塞尔，在那里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出席报告会

的约１００人。

１０月２３日和１１月５日（１１月５日和１８日）之间

写《旧的和新的（一个报纸读者的短评）》一文。

１０月２４日或２５日（１１月６日或７日）

抵达安特卫普，在布尔什维克安特卫普小组书记Ａ．Ｈ．马卡连科的寓

所停留。

１０月２５日（１１月７日）

参观安特卫普博物馆和港口。

  晚上，在安特卫普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出席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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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２００余人。报告之后，列宁同会议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座谈。

１０月２５日或２６日（１１月７日或８日）

自安特卫普启程去伦敦。

１０月２５日和１１月５日（１１月７日和１８日）之间

写《两个中派》一文。

１０月２６日和２８日（１１月８日和１０日）之间

抵达伦敦。

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１０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说他很喜欢在英国博物馆工作，研究斐·拉萨

尔的追随者、德国作家约·施韦泽的作品；请加米涅夫了解一下巴黎国

立图书馆有哪些上一世纪６０年代社会主义者的书籍。

１０月２９日（１１月１１日）

晚上７时，在伦敦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

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２日）以前

写关于瑞典农民状况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找到）。

１０月３１日（１１月１３日）

伊·施瓦尔茨从彼得堡寄信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信中请求列宁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写一篇关于沙皇政府陷害和审判第

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文章，因为《明星报》于１０月２９日

（１１月１１日）已经提出修改判决的问题。

１１月５日（１８日）

列宁的《两个中派》和《旧的和新的（一个报纸读者的短评）》两篇文

章发表在《明星报》第２８号上。

１１月６日（１９日）以后

写《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对整个案件的介绍》一文。这

篇文章同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案件的材料一起，由社会党国际

局执行委员会分别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发表在《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

报》第８期上。

不晚于１１月７日（２０日）

自伦敦返回安特卫普。

１１月７日（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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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列日。

  在列日作题为《斯托雷平与革命》的报告。

１１月８日（２１日）

在列日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小组成员交谈。

１１月１２日和１２月１０日（１１月２５日和１２月２３日）之间

写《旧的和新的》一文。

不晚于１１月１４日（２７日）

起草《自由派工党的宣言》的报告提纲。

１１月１４日（２７日）

在巴黎作题为《自由派工党的宣言》的报告。报告会是由《工人报》协

助小组组织的。

１１月１６日（２９日）以后

收到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的来信，信中请求寄去俄国第二届

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受审的材料。胡斯曼随信还附去致社会党

议员沙尔·迪马的信的抄件，迪马曾发言反对迫害第二届杜马社会民

主党人代表。

１１月１７日（３０日）

致函在伦敦的费·阿·罗特施坦，告知给他寄回了亨利·迈尔斯·海

德门的回忆录《冒险生活记事》。列宁根据这本书写了《海德门谈马克

思》一文。

１１月１９日（１２月２日）

访问法国社会党报纸《人道报》编辑部，表示愿意在保尔·拉法格和劳

拉·拉法格的葬礼上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演说。

１１月２０日（１２月３日）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葬礼上发表

演说。演说发表在１２月８日（２１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５号上。

１１月２２日（１２月５日）

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告知给他寄去了自己的文章《关于

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对整个案件的介绍》以及其他材料。

１１月２４日（１２月７日）

收到波斯民主党中央委员会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５日（公历）的来电，电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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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沙皇俄国和英帝国主义干涉波斯人民的内政。

  把波斯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来电寄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

曼。在致胡斯曼的附信中说，这份电报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

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并希望将电报内容通知参加第二国际的

各个政党。

１１月２６日（１２月９日）以前

写《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一文。

１１月２６日（１２月９日）

列宁的《海德门谈马克思》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３１号上。

１１月２６日（１２月９日）以后

收到伊万·格拉德涅夫（萨·马·扎克斯）从彼得堡寄来的信，信中报

告以下情况：《明星报》的资金很困难；读者同情《明星报》的政治立

场；《明星报》就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案件所采取的行动很

成功；《明星报》打算在该报第３１号上发表列宁关于自由派工党的文

章；《明星报》编辑部对列宁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一文给予

很好的评价；国内警察专横行为日益猖獗，编辑部打算就此问题发表一

系列文章。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和１９１２年３月之间

翻阅《我们的曙光》杂志１９１１年第１１期，在弗·奥·列维茨基（策杰

尔包姆）的《我国的“宪法”和争取权利的斗争》一文中和《编者的

话》一栏里写批注和画重点。

秋天

同尼·古·波列塔耶夫一起在柏林会见奥·倍倍尔，请倍倍尔在资金方

面支援《明星报》。

１２月３日（１６日）

列宁的《自由派工党的宣言》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３２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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